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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发生在1789年的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根源。从其主要成果来看，它加速了民族历史的进程，但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如夏多勃里昂所说，这场革命是由“贵族”闹起来的；它是贵族反抗加贝王朝的长期斗争的最后阶段，因而也是以往的王朝历史的结束。这次由“平民”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既是法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前一历史阶段的终点，因为资产阶级在它所破坏的封建世界中的孕育成长，正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特点。
法国革命的以上两种性质在欧洲并不是孤立现象。欧洲各国全都是以损害贵族的利益而形成政治国家的，并且都导致了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虽然上升的速度有快慢的不同。法国革命并不是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的第一次革命；在它之前，英国的两次革命和美国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条前进的道路。
就文明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大革命的意义似乎要更加宽广些。从蛮族入侵结束后，欧洲人在征服狂热的驱使下，竭力要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努力去发现和制伏自然力量。与此同时，为了求得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完美，他们坚定地怀有统一经济、统一社会和统一习俗的雄心壮志。1789年的资产阶级保障科学家享有研究自由，保障生产者享有兴业自由；它同时还试图对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合理调整。由此可见，法国革命是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一个重要阶段。
然而，资产阶级在扩张其实力的同时，本可以不同贵族决裂而取得政权。在十七世纪的革命后，英国的绅士和资产者联合起来，同国王分享了权力；在美国，绅士和资产者一致主张不要君主制。到了十九世纪，大陆各国的王朝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能够控制住局势，实行了妥协。法国则相反，贵族既想压服国王，又要让第三等级受它控制。资产阶级鼓吹权利平等，奋起反抗。由于人民群众的介入，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贵族不仅丧失了特权，财产也受到部分损失，它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了。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支持资产者进行战斗的同时，又用权利平等的原则武装自己，转过来反对资产者。大革命瞬间导致了政治民主，接着导致了初步的社会民主。
大革命以猛烈的突变加快了历史进程的步伐，它在国境线外唤起了热情的希望，但也激起了遭受威胁的各国国王和贵族的强烈反应。所以，从1789年至1815年，欧洲型文化的各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这一伟大事件为转移。
大革命在事后的人类生活中仍然有它的影响。作为后人，我们今天容易把它看作是世界史的一个篇章，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在本书论述的那个时代里，大革命果真具有这样的性质。当时，欧洲人对地球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还并不了解；伊斯兰教控制下的各国文明以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伟大文明还没有向欧洲人的思想开放。当时，人类的大多数对在地球一角刚刚点燃的熊熊烈火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没有感觉到它的热度。世界的统一是在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下开始实现的，真正的世界史因而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开始。



第一编
法国革命前夕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和新大陆
从十二世纪起，欧洲的对外征服已经在各方面跃跃欲试，而到了十六世纪，竟势如破竹地发展了起来；这股势头一度在教会和国王的反动下受到了压抑，但在十八世纪，即在米希勒所说的“伟大时代”或真正的“复兴时代”，它又重新迸发了出来。我们这里先讲述欧洲在探索和征服新大陆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相对说来还很有限的扩张程度。



一、对地球的认识
经过十七世纪的间歇后，远洋探险在科学的推动和技术的帮助下，又重新活跃和组织起来。确定航船的位置是当时的重大创新之一，船舶的导航和地图的测绘均有赖于此。有了圆规、六分仪、纬度仪等新式航海仪器后，人们便可以精确地测量出纬度；随着秒表和船钟的制造以及星座表的制订，人们就能够算出以前仅靠估计的经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库克在1772至1776年间曾进行了多次远洋航行，其中第二次远航曾绕过澳洲大陆，到达了极地的边缘。对太平洋（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探险正在进行中，库克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远航正是进行这样的探险；拉佩罗兹不久前曾沿着美洲和亚洲的海岸环游了太平洋。许多岛屿被发现了，只是没有统计其数字和登岸观光。此外，寻找南极洲陆地以及从东北部和西北部穿越北冰洋还尚待进行。
比海洋更难深入的大陆腹地只是慢慢在对外开放。加拿大人到达了温尼伯湖、大奴湖和哥伦比亚河，并越过落矶山脉，到达诺特加海湾，他们在这里与来自阿拉斯加的俄国人以及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相会合。在美国，拓荒者进入了俄亥俄平原，但人们对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广阔地带仍一无所知。对于亚马逊河流域，人们知道得很少；对亚洲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至于非洲，除地中海沿岸地区外，还是个未知数。机器还没有把地域的距离缩短：地球依旧是那么大，广大地区被笼罩在神秘之中。但是，大陆和海域的分布已大致被弄清；地球从黑暗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法国的梅尚、德朗布尔和拉朗德就要去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了。



二、瓜分新大陆
正如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些进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赢得了对海外的统治，而这个统治的四分五裂也正反映着统治者的四分五裂。对新大陆来说，欧洲似乎是征服者的一个整体，但欧洲并不像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时团结一致对付伊斯兰教那样去征服新大陆。诚然，欧洲依旧是基督徒的欧洲，但宗教分化正日趋剧烈：东欧有东正教，北欧有基督教，南欧有天主教，中欧是各教混杂；同时，到处都有自由派的出现。在政治上，各国间的纠纷出现得更早些。随着各政治大国在十八世纪从西到东地逐步形成，统一的欧洲已不复存在，因为各个王朝的立国图强势必引起相互间的冲突。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敌对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大陆战争之外，增加了越来越复杂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争夺；另方面，瓜分新大陆只对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各国有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促进，从而加强了西方的领先地位。离大西洋愈远的国家，其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发达就愈加缓慢。地中海已经丧失了对亚洲联系的垄断，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欧洲生命攸关的中心；更何况，地中海的部分沿岸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着，那里的自然资源远没有西方那样丰富。从威尼斯经由布兰耐尔、奥格斯堡和莱茵河谷通向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大道如今只供地区间的贸易之用。意大利和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领先地位已消失殆尽，两国在新大陆竟没有插足之地。意大利还勉强保住已得的部分财富，至于德国，它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搞得民穷财尽后，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终于恢复元气。只能通过波罗的海进行国际贸易的东欧，困难就更多了。它落后于西方的距离愈来愈大。尽管十八世纪开明君主的努力，东欧仍然是贫困的。人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把派别林立的莫斯科人当作欧洲人；人们没有想到，莫斯科人占领西伯利亚，也是想要建立殖民帝国：俄国的亚洲部分当时只有五十万人左右。
欧洲各国的不幸纷争在旧制度末年造成了两个后果。在十六世纪后，对世界的瓜分不能顺利地进行，这并非因为欧洲人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而是殖民帝国面临着内部瓦解的威胁。殖民扩张虽仍在进行，但殖民主之间的纠纷阻碍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大，因而使欧洲未能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



三、各殖民帝国
本土狭小的葡萄牙和荷兰只保留了它们原有领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港口，后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岛的部分岛屿、圭亚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锡兰以及爪哇和马鲁古。相反，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它的属地，甚至还通过占领加利福尼亚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扩展。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旧金山这个新兴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新奥尔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带状群岛中的两块宝地。来迟一步的英国和法国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争夺。法国遭到了失败，只保留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兰西岛；1783年，法国收复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以及塞内加尔的几个口岸。所以，法国虽然受到了损失，却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产。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颠帝国似乎被美国的独立运动所震动，对印度的征服已暂缓进行。英国占有孟加拉，逼迫乌德向它纳贡；加尔各答的地位超过了孟买和马德拉斯。但是，继瓦伦·哈斯丁之后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时，休兵歇战，拒绝支持受迈索尔邦铁普苏丹进攻的尼扎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手似乎是辛提亚，他控制着马拉塔封建王公的联邦，并被蒙古可汗承认为世袭执政官。尽管如此，英国的兴盛在欧洲是不容否认的。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这就是法国的所谓“专营贸易权”。因此，欧洲在海外不仅具有必买其产品的顾客，而且还取得活跃其经济的两种主要资源：贵金属和热带产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开采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自从一些德国人整顿了阿尔马登矿的开采后，新的矿藏接连被开发，水银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产量却在1760年后猛烈地增长，并于1780至1800年间达到了年产九百吨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黄金产量下降了，虽然巴西和非洲的几内亚沿岸新增加了黄金开采。
粮食种植在发展着，畜牧业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发展。为了出口皮革而于1778年开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开始繁荣起来。但真正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只是热带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后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补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不足。香草、奎宁、洋苏木、桃花心木等当地的植物产品也属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从事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绝大部分劳动力。卡洛斯三世原则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矿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们集合成村子以从事种植业的“土著定居村”；实际上，以墨西哥的雇工为例，他们的雇佣条件同奴隶制很少有差别。此外，土著居民要纳付直接税，官吏们勒令他们购买从欧洲运来的、强行摊派的工业品。由于许多印第安人为逃避压迫而移居沼泽或山林地区，人们还使用了更能经受苦役的黑人奴隶。然而，据洪堡估计，黑奴的人数并不多；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万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儿”。
安的列斯群岛、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的大西洋地区都没有矿产，那里的热带作物占绝对优势；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英法两国把这些岛屿当作最宝贵的殖民地而珍爱着。美国出口烟叶，但还没有棉花，棉花从“海岛”引进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灭干净，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压迫下向内地迁移；于是，这一地区的全部经济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根据洪堡的材料，黑人约占安的列斯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四十；这个百分比似乎小了一点，因为据奈克尔的估计，黑人约占法属各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国至少也有五十万黑人。
从1790年起，估计每年有七万四千名奴隶被“黑奴贩子”运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陆的“乌木”仓库，在欧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剧减少。被装运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时也通过他们开辟的口岸同当地的土著进行交易，但他们并不力图征服土著居民。在亚洲，他们长期采用这种纯商业的办法，即不用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向当地王公购买开辟口岸的许可证，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十八世纪，这个方法还部分地保留着。此外，美洲原有的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数几家从事皮毛收购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始终保持它们的垄断权。因美洲战争而债台高筑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摇摇欲坠；卡龙于1785年重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皮特于1784年改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占着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的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贸易逆差达二百万英镑左右。贸易垄断没有扩展到中国：1789年，在停靠广州港的船只中，除去五十艘英国船和五十艘从事邦际贸易的印度船以外，还有二十五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但贸易也出现了逆差：中国人只买少量的鸦片，却卖出成箱的茶叶、瓷器和漆器。所以，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取得巨额利润。
在大革命前夕，荷兰人和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像在美洲那样对当地的土著进行统治，直接剥削土著，不必再运送黑奴。荷兰人强迫马来人必须在他们的垦殖园进行劳动，强制农村种植某种作物，并征收一部分收获。英国公司垄断着食盐、鸦片和硝石的贸易，同织布商签订有利可图的预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势的王公们征收土地税。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甚至在英国也引起了愤慨；这在克莱武案件和瓦伦·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们两人因以往的功绩而受到了宽恕；但从已暴露的事实看，他们下属的胡作非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亚洲没有“奴隶贩子”，但这里所用的办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险家在拉美曾用过的那些手段。
雷纳尔教士在其《东西印度哲学史》一书中强烈谴责了征服者的暴行。他们的统治同奴隶制简直一模一样，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开始看不过去了。长期以来，只有基督教公谊会单枪匹马地谴责奴隶制；后来，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说话；最后，于1787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黑人之友会”，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会。维尔倍福斯和皮特对该会的纲领颇感兴趣，因为这纲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隶制，而是主张通过废除黑奴买卖使奴隶制逐渐消失。至于殖民体系，由于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没有考虑放弃它，何况，还有人为殖民体系进行辩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开战寻衅、侵城掠地的行为，在大陆各国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辩护者。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上，有人反驳雷纳尔说，混战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经济方面的显著进步，这对土著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公认，尽管有饥荒和病疫发生，土著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有人举出为减少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种植园主的仁慈，以及教徒们的热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们的“教会”中进行教育。有人声称，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形成着中间阶级的萌芽。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本土的欧洲人或当地的种植园主都并不扶持殖民地，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生产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从不考虑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为把天主教强加于土著人就足够了。西方的语言和习俗通过交往、利益和社会分化得到了传播；充满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对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对他们生下的混血儿，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数被征服者从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把外国语改造成为“洋泾浜”，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例如，圣多明各的服图教——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司法习惯。
白人不在热带亚洲和非洲定居。气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经纪人在那里因病死于非命。这与美洲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除官吏和军人外，还生活着种植园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许多定居者在当地传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土生土长的白人便大大超过来自宗主国的白人。
据洪堡估计，西属美洲约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认为欧洲出生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七。据奈克尔的计算，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白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可是，少数的奴隶主面对绝大多数的奴隶，天长日久就难免要出危险。奴隶不时揭竿而起，进行暴动。图帕克·阿马鲁于1781年在秘鲁举行起义；提拉唐代斯于1792年在巴西被处决。
种植园主对黑奴经常的行凶闹事和此起彼伏的暴乱深感恐惧。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缺陷；在适应这种状况的同时，他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因而逐渐摆脱对宗主国的依恋。



四、各殖民帝国的危机和美国革命
各国政府把它们的统治方法——君主专制、官僚集中、军队和警察统治，以及宗教褊狭——搬到海外领地去。唯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颁布了宪章，给予在美国的英国国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旧大陆还把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移植到拉丁美洲：教士享有特权，贵族骄横无忌；法属加拿大甚至建立了领主制。然而，这些特征在新的国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例如，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直接税确实得到了实施，任何人不得减免；教会财产为数甚微；贵族和平民不分彼此地转变为近代的资产者，这些富裕产业主的地位高于“次等白人”。
在非洲和亚洲，仅有少数临时居住的白人不顾一切危险，但求尽快获得私利，他们不会想到向大公司的垄断进行挑战。虽然纠纷也不时出现，那只是个人间的对立和冲突，可是宗主国也一样受到影响。至于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白人后裔，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事关他们利害的重大问题竟由内阁各部的官僚们作出决定，这使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嫉妒王国政府的派出代表，渴望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专营贸易权”极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特别希望能同别国进行自由贸易。就安的列斯群岛来说，如果能用食糖和罗木酒换取新英格兰的定期食物供应，那对他们将是件有利可图的事。除了利害冲突以外，还有启蒙哲学传到美洲所引起的争执。白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学和大学；即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书籍也不顾宗教裁判所的禁令到处流传。玻里瓦尔的老师罗德里格斯是卢梭的门生。此外，也有一些白人后裔来到欧洲留学。美国革命终于瓜熟蒂落，促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思辨。
与拉丁美洲各色人种杂居的情形相反，在沿大西洋的北美边缘地区，居民是清一色的白人；其中，那些寻找土地或职业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需要黑奴或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居领导地位的白人是一些以商人为主的、一般尚属小康水平的资产阶级。这是欧洲扩张的第三种形式。成群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了新的西方世界的核心，这种“美国型”的新西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且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标榜，这种一扫因循守旧的个人主义同旧大陆上曾迫使清教徒离乡背井的教会、贵族和国王的专横统治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驱逐印第安人和不再同充当教皇走卒的法国人相毗邻。对法国人的痛恨，加上对宗主国的派出代表及其强制推行的重商主义的厌恶，促使当地白人同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殖民主、港口的批发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甚至同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接近起来。在南部各州，美国型的特征诚然是存在着的，但被大产业和奴隶制冲淡了。清教徒的独立精神包含着天赋人权的概念，向各殖民地颁发的宪章保留着英国“习惯法”的传统。殖民主们拒绝服从他们不派代表参加的伦敦议会，并进一步同宗主国断绝关系，由此诞生了合众共和国。美国独立的榜样在欧洲深得人心，并有力地推动了未来的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但可以预见，它也将动摇各殖民大国的权威。首先，美国的独立表明，假如英国今后要建立由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就必须设计一个崭新的帝国结构。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并不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法语区的加拿大或来自美国的移民，都毫不使人感到担心：前者信奉天主教，内部十分团结，对外则显得孤立；后者因忠于英国，定居在大湖区的北部。问题仅仅是要防止两部分人之间发生冲突；皮特于1791年通过建立两个独立的地区，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相反，对各拉丁大国说来，美国的解放使它们面临着像英国一样遭到肢解的威胁。群情激愤的白人后裔本能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从十六世纪以来与天主教国家在利益上和信仰上始终对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对开放西属美洲的广阔市场怀有野心，对产糖诸岛也馋涎欲滴。毫无疑问，美国不久也会高兴地看到把欧洲人赶出新大陆；在这以前，美国取得法国人的同意，于1784年进入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些港口。委内瑞拉人米兰达后来曾向华盛顿和皮特请求给予帮助，1787年，巴西人梅依阿在尼姆试图争取杰弗逊的支持。
其实，“起义者”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宗主国不由自主地要互挖墙脚。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一起支持起义的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白人因而可以指望同其他国家结盟，并从中渔利。欧洲在它所征服的海外领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人们可以看到，以欧洲为形象的人类正在全地球形成着。虽然有色人种觉醒的时代还远没有来到，但欧洲开始发现，它把自己的儿女送往海外，也就为海外脱离自己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间的纠纷也让世界的其他部分能够暂时保持平静。



五、其他各种文明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始终是不可分开的。双方都在宗教狂热的煽惑下进行圣战。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明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伊斯兰教曾经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酵母；地中海的贸易把两个大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时，伊斯兰教继续在苏丹和马来亚招收信徒；但是，它在欧洲方面被迫采取守势。随着亚欧两洲的贸易绕过了伊斯兰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便停滞不前，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也日渐衰弱。
当近代的晨曦来到时，奥斯曼苏丹似乎正实现伊斯兰的统一，但他没有成功。摩洛哥对他不予理睬；波斯的什叶派奋起抵抗；柏柏尔人也不再服从他。在阿拉伯中部，阿卜杜·瓦哈伯首先鼓吹伊斯兰教应恢复建教初期的苦修生活，萨乌德接着又准备进行圣战。由于幅员辽阔，奥斯曼帝国保持着强大的外表，但它的衰落却已经显而易见。土耳其武士已习惯在“封地”的定居生活，他们竭力为自己受过学校教育的子弟谋取官职；从此，他们为奥斯曼苏丹建立起来的很有特色的行政结构和军事结构开始摇摇欲坠。外省的帕夏逐渐趋向独立：阿里·泰布兰霸占了亚尼纳；在埃及，马穆鲁克骑兵更为所欲为。土耳其人并不要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也不设法去同化他们，却听任他们在自己的神甫和官吏的治理下生活。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港口经商和开设银行，他们同那些受“特惠条例”保护的欧洲商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此外，帝国仅有的商船——希腊船舶在地中海到处航行。最后，基督教国家为众人所注目：天主教徒受法国的保护，塞尔维亚投靠奥地利，门的内哥罗和希腊倒向俄国。奥地利首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征服了匈牙利。不久，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扩展到黑海和布格河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从而结束了鞑靼人的劫掠，并使俄国农民能够开垦“肥沃的黑土”。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把欧洲同穆斯林世界隔离开了。
在非洲，欧洲人仅来到沿海口岸，主要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海湾的口岸寻找奴隶。至于内地，除了好望角的荷兰殖民主外，只有苏丹和东部地区的少数阿拉伯商人才冒险深入。那里，一些王国正在形成中，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例如贝宁王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曾产生了光辉的青铜艺术，到十八世纪一度相当繁荣。豪萨各国十七世纪后在尼日尔东部兴盛了起来；索科托、博努和坎南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这些国家对整个历史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相反，亚洲神话般的财宝和伟大的文明远在欧洲以前就达到了顶点，它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波斯国王和蒙古可汗的金碧辉煌和奇珍异宝没有丧失其神话般的名声，但人们开始看到，由于几百年来不再前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正是一个供人掠夺的目标。印度正落到英国人的手里。缅甸和柬埔寨决不会进行任何反抗。比尼奥·德·贝海纳主教和本地治里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无政府状态，企图碰碰运气。叛乱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领了北越和顺化后，向交趾支那发动进攻，阮映于1787年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答应把岘港、昆仑岛和贸易垄断出让给法国。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其实，这是因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大，传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向中国和日本渗透，但从十七世纪起，他们便不再许可去那里了。
在中国，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这位崇尚武功、治国有方、才学高深的圣明君主成功地继承了康熙的事业，使满族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他征服了历来骚扰中国和欧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尔和越南成为藩属国。
另外，外出的侨民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唯有中国人才受到接待，他们在交趾支那定居，远航孟加拉和菲律宾，到处都通过经商和高利贷发财致富。乾隆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甚至严厉惩罚加入耶稣会和遣使会的中国臣民。对于那些给他带来钱财的“蛮夷”，天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同本朝臣民从事贸易，但只限广州一地。西方人钦佩中国的纯伦理哲学，钦佩它的开明君主，以及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因为中国的贵族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特权和官职，所有人都能通过考试而为国效力。确实，中国的官吏制度当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何况中国过去还出现了一些发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处于墨守成规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官吏的学识往往流于形式。劳动力过剩使技术不能进步，至今只是使用畜力而已。皇帝的权威实际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在亚洲历来是这样，一切都有赖于他个人的才干。皇帝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却要受带兵理财的督抚们的牵制，而他们只向国库缴纳很少一部分税款。在北京和几个重要城市周围驻扎的军队只拥有陈旧的装备。最后，尽管满族人对汉族实行怀柔和合作政策，无数秘密会党正酝酿着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镇压了多次暴乱。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也不可能对欧洲人进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对欧洲更加敌视。它只向与长崎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的几个荷兰人出售少量的铜，但从不向他们购买任何物品。此外，德川家族虽然征服了各“藩”，恢复了秩序，并强迫各“藩”通过国家出售他们领地的多余农产品，但将军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来，幕府继续让他们垄断地权和统治农民，并禁止农民外流，以保证各藩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具有巧夺天工的艺术，为贵族服务的绘画和木刻在清长、歌麿和北斋时代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如同中国一样，日本在技术和实验科学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尤其，日本的武士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在十七世纪，这个国家似乎十分欣欣向荣，据说人口达二千三百万左右。但到了十八世纪，困居小岛弹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连年灾荒而成批死亡。随着国家和各藩收入的减少，税收、劳役和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货币不再稳定，币值不断下降。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禄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武士们开始不顾自己的门第而就业谋生，有些甚至沦落为社会上寻衅闹事的“浪人”。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后代德川家治掌权的时候，大将军和幕府官僚们对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关心，相反穷奢极侈，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京都的皇室为了换取大将军和幕府的顺从，也助了一臂之力。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齐出任大将军职，一切事务由他的哥哥一桥代拆代行，据说田沼老中曾提出过一些改革主张。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桥。新任摄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复旧制，他至少通过限制奢侈、缩减债务和巩固币值等法令，整顿了财政。但是，由于与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时，德川家齐恰好长大成人。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他们虽颇有影响，但不得出任官职和占有地产。他们是否受到华侨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据说这些华侨竟敢断言，人在天神面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竟敢怀疑天皇是太阳的化身。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资产阶级是否有联系，我们也并不了解，但他们同西方的开明君主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总之，一个神秘的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开始上升，这个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贺茂真渊的门生、宣扬神话历史的本居宣长的支持。贺茂真渊纯洁了日语，主张恢复“神道”，抵御中国的影响。本居宣长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应统治世界。这个主张取得了文人和武士们的纷纷支持。这种浪漫主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谴责大将军谋篡王权。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欧洲的干涉是迟迟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事。
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落后使两国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胁。诚然，在帆船时代，遥远的距离保护着远东：往返中国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个月时间，而去地中海的伊斯兰教地区，就不用考虑路程了；何况，俄国继奥地利之后，从陆上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进攻。但是，欧洲内部的敌对延缓了对外的侵略。当时欧洲约有二亿人口；美洲约有二亿五千万；一亿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亿的亚洲人还不在欧洲势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当法国爆发革命时，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在世界一角发生的这场革命竟会使他们的子孙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第二章　欧洲的经济
随着各大国推行重商政策和从事新大陆开发，在中世纪末年已不断有所发展的欧洲经济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革命般的迅猛发展开创了机器和蒸汽的新时代。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已处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对后来出现的长期冲突产生过根本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英国，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也是慢慢才胜利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它在当时仅是世界变革的萌芽。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初期所居的优胜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陆各国还很少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事实上，虽然十八世纪末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它同旧时代毕竟还相距不远。



一、传统经济及其演变
在旧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依旧受气候的支配，因而发展缓慢，产量低下，常遭歉收；工业则受原料匮乏和动力不足的限制。农民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劳动，他们之所以出售产品，无非因为国王、领主和地主向他们索取现金。手工业者仅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交通的极端困难迫使每个地区必须自给自足，人们紧紧抓住当地生产的粮食不放，出口既少，进口也没有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英国进口的羊毛只占所需总量的十分之一；中欧和东欧仍停留于近乎封闭的经济状态中。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无的关系。首先是粮食，据杜尔哥的估计，流通量约为六百万至七百万担。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经常购买粮食；瑞士和英国六分之一的粮食消费依靠国外进口。除了粮食以外，波兰和俄国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钾土，瑞典和德国的矿石和冶金产品也销售甚畅。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产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烧酒、食盐、苏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矾和硫磺。东欧、中欧和南欧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欧则以制成品和殖民地产品作交换。
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基本上取海道进行，这对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对英国、荷兰、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商人十分有利。地中海的马赛、热那亚、里窝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当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即波罗的海贸易的兴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峡的丹麦受益匪浅。这条要道成了英国海上航运的生命线，它沿着欧洲海岸包括了普鲁士、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相比之下，各国国内贸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英国仍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次之。内河航运比较经济，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运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陆路运输则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在英国、法国和荷兰，道路不断在改善；而其他各国只有一些多少铺点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例如，那时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没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即使在道路较多的国家，大道间的通路和乡间小路也不宜行车，运输通常依靠牲畜驮载。愈是朝东欧和南欧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困难就愈加严重。因此，集市贸易虽在西部正日趋瓦解，但在博凯尔等南部地区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集市贸易甚至还像中世纪时代那样兴旺。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君主和领主开始设立海关（英国除外）和征收关税，虽然这样做没有把国内市场搞得支离破碎，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几百年来促进欧洲经济变革的因素继续在起作用。西欧各大国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十八世纪的君主们完全继续沿用这套办法：禁止进口或课以重税，颁发航行条例和实行专营贸易，设立王家工场或垄断公司，对某些私人企业实行优惠，以某些行会的名义制订行规。在英法两国，行规尚有某些孔隙可钻：行会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业，乡村对行会更置之不理。重商政策无疑保护了每个国家的新兴工业——首先是奢侈品和纺织品工业——免受外来的竞争，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并让本国人独占海运和殖民开发的利益。尽管经济学家在批评重商主义和动摇它的基础，大多数君主却严格按照柯尔培尔的主张，坚持这一政策。此外，批发商和制造商虽然对贸易自由十分神往，他们却不准备接受外来的竞争，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关税制度。国家与国家间签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贸易协定，如维尔琴纳和皮特签订的1786年协定、叶卡特琳娜二世关于同意开放黑海港口的协定等，只是个别例外。
王公权贵们大量购买奢侈品，并为整个统治阶级所模仿，这对奢侈品工业的发展有所促进。但是，政府为扩大军事力量而增加订货对冶金、船舶制造、纺织、制革等工业的帮助则更加可观。最后，由于间接税实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偿付、长期偿付和年金偿付的形式委托供应商包办某些公共服务部门和供应军需物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事业日渐兴旺，他们的经营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公们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陆的开发恢复了十六世纪时的强大声势。首先，贵金属产量不断增长，并于1780年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十八世纪，白银和黄金的产量分别为五万七千吨和一千九百吨，而最后二十年的产量则达一万七千五百吨和三百五十六吨，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黄金的身价抬高了，白银在1774年后的英国已成为辅助的流通手段。卡龙于1785年不得不改铸金路易，以减少铸币的重量。十分之九的铸币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其中，一部分流向亚洲；另一部分用于积储或奢侈。法国的现金流通量约为二十至三十亿，按人口计算，大于荷兰，但小于英国，虽然英国的流通量不超过十亿。除此以外，还有银行的信用货币。货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资金；可惜的是，根据传统，他们更喜欢把资金借给负债累累的政府，虽然也部分地向生产投资。在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据世界的首位；尽管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的贷款中受到很大损失，处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却始终有钱借给外国。据说，他们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万荷盾的贷款，投资总额高达十亿荷盾。热那亚、日内瓦和伯尔尼也输出资金。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这些大城市的银行家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积极准备建立超国界的国际金融网。他们是伦敦的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和贝特曼，以及控制着巴黎的、以瑞士人和新教徒居多的外国银行家。在每个中心城市的交易所，麇集着一批“金钱贩子”；期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早已存在。
铸币的增多，加上英国发行信用货币和许多大陆国家发行纸币，再加上银行信贷和商业期票的流通，造成了物价的持续上涨。从1730年左右开始，物价平稳被长时期的不稳定所代替，并一直延续到1820年。虽然中间曾有周期性的波动，物价上涨为生产打开了有利可图的前景，从而鼓励人们去兴办企业。以1760年为开端的人口增长从扩大消费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个方面为兴办企业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物价上涨仍然是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使它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百分之四十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取得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英法在向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其殖民地产品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支配西、葡两国拥有的产品。此外，还有在西属美洲和巴西的走私活动。欧洲地主从经营种植园和其他殖民开发中取得的纯收入也可计算在内。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镑，亚洲约为一百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三十万英镑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艘船只，卖出了三十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一千五百多万英镑。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地产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从技术的角度看，棉花进入欧洲工业似乎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重要。印花布的制造便由此开始；不仅如此，英国最早的机器也应用于棉纺织业。
需要大胆和冒险的航海业培育了第一代革新家；大宗批发和向国家投资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些商人改变了历来锱铢必较的习惯，他们为追逐利润敢担风险，并以尚武好胜的气概去赢得竞争，投机已成为他们进取的动力。至此，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开始表露出来，也就是说，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使经营日趋合理，进而使这种经济方式在欧洲文明的发展中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国内的批发业和金融业所冒的风险较小，而远洋贸易显然要碰运气。例如，在法国，对远洋贸易的投资被称作“冒险贷款”；作为补偿，这种投资能赚大钱。经营合理化的进程开始已久：复式簿记制和收付记账法的采用完善了汇兑、商业票据和储蓄银行的技术，并有利于企业的个体化。垄断性的大公司把企业领导权从股东手中夺走，交给了技术人员，这更是一项新的改进。合理化进程远没有结束。由于船主既是商人，又兼营运输，同时还是经纪人、保险人和银行家，职责的混乱依然存在。经营方法的改善速度不快：商品交易所只提供一个聚会地点；期货交易只是个别现象；仅少数商行雇佣推销员。因此，流动赶集的商人仍起重要作用，他们并非在集市设摊售货，而是以批发商身份去拜访零售商。许多零售商，即法国通常所说的“杂货铺”，也并非专一地从事经商。此外，在许多地区，甚至在英国，乡村里竟没有零售商，居民购买物品要靠小贩。
占有远方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控制手工业，并在农村发展低工资的和不受行会约束的乡村工业。棉花的引进使乡村工业在整个西欧迅猛发展。批发商地位的上升还很不平衡。有些仅满足于收购；而更多的却注重改善生产组织，提供原料和工具，统一规格，负责上浆和印染。他们以辅助工资为诱饵，吸引农民做工，对他们进行培训，增加劳动时间：早在工厂出现以前，妇女和儿童已经被编入了劳动大军。按通常的说法，城市中的所谓“工场”只是指商人在城市中或在城市附近雇佣的工人总体。但“工场”还有另一个含义，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后，部分或全部工人便集中在同一个车间内，有时甚至居住在附属的建筑物中。工具的昂贵使制造业不适于采用手工业生产方式。采矿、冶金、玻璃、陶瓷、造纸、缫丝、酿酒很久以来就是在企业主直接领导下集中进行的，印花布等新兴工业更是如此。但是，工人的人数一般并不很多。
工商业虽然兴旺了，但农业生产仍然是基础。任何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始终希望成为地主；政治家们也完全懂得，人口的增长要靠农业，而只有人口增加了，纳税人和兵员也能相应增加。可是，重商主义禁止原料出口往往使农业为工业作出牺牲。尤其，当局不顾经济学家和土地贵族的恳求，对取消工商行规犹豫不决。粮食的贸易自由意味着推行面包高价政策，这会激起饥民的暴动。因此，农民不能自行出售粮食：他们必须去市场出售。在那里，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和当局的必要干预压抑着粮价的上涨。内地的粮食流通要受到种种检查；至于海上运输，运粮人必须出示证明，担保船只在本国港口靠岸。陆上运粮要受到当局的盘查和引起居民的反对；粮食出口原则上是严格禁止的。至于种植自由，政府也不愿给予通融，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对传统惯例仍留恋不舍。
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固定不变的基本特征。唯有佛兰德地区取消了休耕制，开始种植牧草和油料作物，实行集约耕作和牲畜圈养。其他各地主要靠开荒和晒地等粗放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山区或在因土质缺钙而荒芜的地区，农民只在小块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四周用树桩围着，以防牲畜进入，因为牲畜是在广阔的公共荒地上放养的；人们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放火烧荒开垦出一些地块，然后围起来耕种。在适于耕种的平原，村庄的土地仍实行轮休，北欧三年一次，南欧为二年。每个庄园都有休耕地，北欧的地块呈长条形，比较分散，其余各地比较规则。由于缺少肥料，休耕制似乎是必需的。缺少牧草的农民在冬天只能圈养少量牲畜；其余季节的牧草可取自轮休地、公共荒地和树林。牲畜的自由放牧要求开放耕地。树桩围地的做法在北欧遭到禁止，在其余各地也颇受物议，除非在荒地甚多的地区，例如法国西部，才不受干涉。自由放牧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才不如此重要，因为这里耕地不多，位置分散，地块较小，部分耕地可以灌溉或修成梯田，耕地之间还种有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木。由于农民的负担很重，他们没有余力去改进耕作方法，有点积蓄也用于购买土地。他们往往是些文盲，因而极其守旧。尤其，他们顽固地维护自由放牧，认为取消这一传统将使他们无法饲养牲畜。在他们赖以为生的“集体权”中，放牧权占了首位，其次是采伐权，即在森林中伐木，供取暖和建筑之用。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概貌。然而在十八世纪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银行组织的发展和新工艺、新机器、新动力的出现导致了生产的彻底变革，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近代农业的轮廓也逐渐形成。
这些革新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开始觉醒的西欧遥遥领先，而中欧和东欧则依然一团漆黑。



二、英国的经济革命
十七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对英国有利。在十八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两倍，吨位增加了三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九千六百三十艘，载重量达一百四十五万三千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4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十八世纪初的六百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一千九百万和出口额二千万。英国由于整个国土离海不远，沿海航运方便，而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容易地建成了运河网，此外还根据麦克–亚当的设计修筑了一些道路，所以，它国内贸易的增长比其他国家容易。英国使用煤炭也比大陆更早和更多。从十五世纪起，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就不以控制城市手工业为满足，开始发展乡村工业。
据估计，在1740至1800年间，英国的流动资本增加了十四倍。英国从出口贸易、贩卖黑人、开垦种植园、出租船只和经营保险业中取得了大量铸币，因而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基本上实行了金本位制。然而，早在1694年，商人与国家已经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创办了伦敦银行：一方面以黄金储备作抵押发行银行券，另方面对商业期票开办贴现业务。到了1789年，银行券的流通额约为一千万至一千一百万英镑，虽然在各郡的流通额不超过一百万。但从1695年起，苏格兰也有了发行银行券的银行，1783年在都柏林又创办了这样一家银行。此外，伦敦约有六十家私人银行，外省约有三百家，苏格兰和英格兰也有，它们往往发行银行本票。如同大陆的金融家一样，伦敦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屈服于国库的需要，对大臣签发的财政证券和支票必须一概接受。但是，它还用银行券做商业期票的贴现，从而为企业开放了短期贷款。伦敦银行虽然只与本地客户有业务往来，但它允许某些也从事贴现业务的私人银行在它那里立户，因而实际上起着超级银行的作用。
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领先地位。随着煤炭代替了木材，钢铁业分别于1783年和1784年采用了搅拌炉和轧钢机。机床的增多使铁的用途更加广泛，人们开始用钢铁建造驳船和桥梁；伯明翰的五金用品名扬四海。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日渐提高，后来的莫兹利便是享有盛名的工程师之一。棉纺织业技术革新的影响更大：珍妮机、水力机和克伦普敦在1780年发明的骡机使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卡特赖特接着发明的织布机使织布的效率跟上了纺纱的进步。陶瓷制造和印染技术也在改进中。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瓦特于1764至1789年对蒸汽机的改进向人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并逐渐显示出其无比重要的意义。
工商行规一天天在被破除，商人纷纷向印度公司的垄断挑战。然而，重商主义并没有丧失其全部地位，它继续用保护关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权和航行法规对付外来竞争。另方面，随着分散的“自由放牧”地被合并和公地被瓜分，农业正沿着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迅猛前进，圈地正逐步成为可能，自由放牧正陆续被消灭。圈地的主张并不新鲜，但它的全面推广却在贵族通过第二次革命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才终于实现，议会于1780年才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苏格兰的贵族把圈地扩大到苏格兰高地。由拥有知识和资本的农庄主经营的大庄园取代了自由放牧，他们发展牧草种植，增加牲畜数量，实行圈养和选种；这使英国的畜群名声大振。在1688年后不久，大地主开始主张生产粮食，实行了谷物法：谷物法一反以往的传统，准许粮食出口，但在粮价不利的情况下禁止进口。
新技术的纵深发展要比长期以来人们所想象的缓慢。圈地虽然发展最快，但个体农民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直到1788年，只有一家棉纺厂使用蒸汽机；二十七座高炉生产五分之一的生铁，其余炼铁设备仍用木材做燃料；织布还没有采用卡特赖特的织布机；毛纺工业根本谈不上使用机器；在伦敦，除酿造业外，手工业方式占着统治地位。英国的银行业虽然十分发达，但仍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资本主义集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合股公司不但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国情。
此外，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改善交通已成为当务之急。船舶制造有了改进，从1780年起，船身开始包有铜壳。但是，船身依旧由木材制成，造船的数量和大小取决于木材采伐（造一艘大船要用四千根栎树干）和树干的长度（一万根栎树干中只有一根可做桅杆）。大多数船只不超过百吨，只是印度公司才有几艘超过八百吨的船只。还有，帆船行驶速度既慢又不安全。驿车有了一点进步，最大的运货马车载重不到一千五百磅，而且至少要四匹马才能拉动。大批劳动力从事运输，工业一旦实现了机械化，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工业陷于供应不良和销售不畅的两个极端。
然而，新时代即将到来。英国的人口有了增长，部分居民又从事工业，粮食已不再完全自给。在1789年英国发生的粮食危机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歉收的缘故，人们却把责任推给机械化的不完善和对机器的迷信。伦敦银行的贴现额从1788年的五千八百万镑下降至次年的三千五百万镑。人们指责私人银行随意放款，造成了生产过剩；人们指责棉纱生产过多，使手工织布消化不了。人们还说，东欧的战事关闭了原有的市场，而新的市场又没有打开，致使经济陷于瘫痪。大英帝国的优势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那时候，英国才向反法同盟诸国提供了财政支持，称霸海洋，逃避大陆封锁和为本国工业打开新的市场。



三、欧洲大陆的落后
欧洲大陆明显地落后于英国经济，即使西欧各国也是如此。法国并不例外，虽然它在大陆占着首位；越往东去，停滞状态就越加严重。
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这些银行只是普通的储蓄所，付款凭证虽然允许转手，但毕竟起不了银行券的作用。没有一家银行做商业贴现。法国在1776年后才有了一家“贴现金库”，由国家批准发行纸币，支付存户向他们的客户开出的汇票。这种纸币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银行为数甚少，奥尔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没有。私人银行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敢贸然使用本票。法国只有巴黎一个城市由于税款集中而银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贷款很难得到，利息也很高。商业期票在意大利甚至不能贴现。一般说来，企业主拥有的资金完全是他个人以及亲友的投资，或者由企业主的地产作抵押。另方面，企业主不得不放宽买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极其富有的买主也往往采用“骑士式”的通融票据。法律只承认所谓“通用公司”，即合办的无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须取得国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转让。此外，经理和股东的责任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由于法国的习惯法很不明确，它只是把经理和股东的责任限制在股份范围之内。同英国相反，大陆各国的银行起不了集中游资并向企业投资这样的杠杆作用。
在英国人看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样如此，它在伦敦的汇兑市场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梅都恩协定以来，葡萄牙几乎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国内运输也显然落后。通航的运河有南方运河和佛兰德运河；在毕卡第和勃艮第开凿的另外三条运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船只分别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农民的劳役修筑王家道路网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桥梁局的工程师指导下继续进行，完工尚颇费时日，大道间的通路和乡村小路则毫无眉目。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的粮食交流还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输送不超过七万五千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按照传统，大宗买卖在法国占着首位，海上贸易在马赛尤其兴旺；到了十八世纪，南特的地位不断上升，接着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波尔多。许多工业，特别是炼糖业，保证了各海港的日益繁荣。为国王服务的金融业已积累了巨额资产。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着手工业。从十六世纪起，里昂的“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买进蚕丝和出口丝织品的批发商：他们把生丝分发给织工加工。乡村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1762年获得了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许多外省均从中受益，特别是佛兰德的棉麻毛织品，康布雷齐、埃诺和韦芒杜瓦的细麻布，上诺曼底的“鲁昂织品”和呢绒，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槟和奥尔良的针织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还有为国王生产奢侈品而开办的名符其实的手工工场，为海军制造船锚和大炮、为陆军制造枪支和刺刀的兵工厂。私人也创办了冶金等大企业，例如勒克勒佐工厂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约工厂。奥贝坎布在阿尔萨斯和茹依昂若沙开设了纺织厂和花布印染厂。化工业有沙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开设的工厂。政府当局倾向放宽工商行规，但仍在摸索中。杜尔哥取消了行会；后来，行会又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工商界人士在专营贸易权和关税保护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因为英国的现代化生产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1786年协定激起了无数人的抱怨。
法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精神：贝尔托莱于1785年改进了漂白工艺；在这以前，蒙戈费埃把气球送上了天。他们对新机器并非无动于衷，英国人向他们提供了棉纺机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国拥有的珍妮机估计仅九百台，而英国却有二万台。佩里埃兄弟工厂制造的蒸汽机还只用于昂赞和阿尼希的煤矿和克勒索工厂。冶金业变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据皮埃尔·莱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尤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是很不平衡的。传统的纺织业（即毛织和麻织业）发展缓慢：整个法国在一百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术进步和巨额投资刺激下的“新兴”工业，如煤矿、冶金和新型纺织业则发展甚快。煤炭产量的增长竟高达七至八倍。至于冶金业，直到大革命时还进展不大，后来才飞速前进。在棉布和印花布方面，鲁昂地区的棉布于1732至1786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米卢兹的印花布交易额自1758至1786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百三十八。丝织业虽然属于旧工业，但在普遍繁荣的带动下，也以新兴工业相同的势头向前发展：里昂的织机数量自1720至1788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多菲内的风动丝织生产量（重量）自1730至176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农业生产继续在缓慢地发展。玉米种植使西南部的农业有所改观；葡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马铃薯和牧草的种植则尚未出现。政府竭力改进畜牧业；农业团体为此提了许多好的建议。然而，传统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往往盲目开荒，对集约耕作注意不够。贵族很想听取重农学派的劝告，向英国学习。但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路易十五满足于在几个省准许圈地和瓜分公地，因而成效甚微。粮食贸易的问题也颇费踌躇：贝尔坦和杜尔哥先后废除了国内的运粮法规，但在二人去职后，旧法规经略加修改又重新恢复。
法国本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遇到巨大的阻力。这对大革命具有很大影响：第三等级内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发生分歧；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政策遇到生产分散和运输不畅的障碍；对传统经济留恋不舍的法兰西民族并不认为建立在信贷和出口基础上的“现代伽太基”将能无往而不胜。
周围邻国的发展方向与法国相同，但发展速度却不尽一致。除荷兰外，其余各国从开发新大陆中得利较少。在卡洛斯三世批准了几个港口同殖民地直接贸易和加强了关税保护以后，西班牙似乎有了一点进步，特别是加塔洛尼亚地区。乡村工业，首先是棉布工业，唤醒了瑞士、黑森林、萨克森、意大利北部等地区，但机器生产还只是个别现象：瑞士采用了珍妮机，而在克姆尼茨，珍妮机到1788年才刚刚出现。鲁尔地区开始引进炼焦炉。
除波罗的海毗邻地区外，中欧和东欧还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家仅在一些港口和少数内陆城市立足，主要从事原料出口。开明君主们效仿西欧推行柯尔培尔主义，但其效果比西欧要差得多。他们鼓励发展手工工场，或直接创办手工工场。西里西亚和乌拉尔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纷纷发展壮大起来。在有些地方，批发商控制了手工业者，例如西里西亚的织工。乡村工业在波希米亚开始发展；普鲁士政府禁止开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更便于征收消费税。农业的变化很小。曾有少数人，例如德国的塔埃和科尼斯堡的克劳兹，鼓吹采用英国的方法，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波罗的海贸易的发展鼓励了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人们用粗放的耕作法扩大粮食生产，贵族竭力排挤自耕农，以扩大他们使用劳役经营的领地。但政府并非始终放任不管；普鲁士国王对贵族圈地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是在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才允许乡绅进行圈地。
在英国经济革命的推动下，欧洲逐渐确立其优势地位，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能否取得这一优势似乎还值得怀疑。木材变得稀少了，工业生产在缓慢地发展着，农业有不能养活全部劳动力的危险。如果西欧在新大陆治理不善，殖民开发是否会把新大陆罗掘俱空呢？欧洲是否会像罗马帝国的命运一样，让纯商业和纯金融的资本主义最后以被征服国的破产而告终呢？这似乎不是没有可能的。暂且看来还有希望：煤和铁将取代木材，蒸汽和各种机器将使劳动效率成倍增长，而农业将能养活劳动力。不过，这还需要欧洲大陆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假如和平得以维持，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四、欧洲的富裕
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十八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英国的公债从1701年的一千七百万镑增加到1784年的二亿五千七百万镑；法国的公债在1721年仅十七亿里佛，而在1789年则上升到四十五亿里佛。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对外的债务清算对英国也并不有利，因为大量资金被用于经济投资和工业投资，以及购买政府的公债。当然，除了出口商品以外，英国还可赚得运输费、保险费和佣金。但在当时，英国没有向欧洲大陆输出资金。相反，它吸收了荷兰人和日内瓦人的大量存款，这削弱了它在对外债务清算中的地位。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物质生活的优裕和人与人关系的缓和开始向纵深发展，虽然得益的主要是统治阶级。
有钱人历来喜欢炫耀，但十八世纪的风尚却是追求舒适和享乐，而且追求的程度根据各人的知识水平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除了供摆排场的大客厅外，人们还要求甚至更喜欢布置一些令人赏心悦目、又可随意取暖的整套房间。家具也为同一个目的在演变，体积由大变小，线条由直变曲，座椅铺上软垫，因而不仅比以往更加舒适，并且因装饰的千变万化和精雕细刻而变得更加迷人。异国情调也给装饰增添奇彩，桃花心木风行一时。在庞贝发现的亚历山大时代的装饰开始流行起来。彬彬有礼使沙龙的社交生活文明化了，男子向妇女的恭维也以巧言妙语的方式而保持含蓄。巴黎咖啡馆中流动的社交关系则比较自由和混杂。人们的求知欲更广了，学士院、阅览室、各种讲课和报告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感情、爱好、善行和慈悲使享受具有多种形式。许多不像塔列兰那么富有的人后来也对1789年前“甜蜜的生活”留恋不已。
手工业者、店铺主和富裕农民从普遍的富裕中得到好处，某些食品消费量的增长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大革命前夕，茶叶消费在英国开始普及；1784年茶叶进口量达八百五十万磅，走私还不算在内。由于皮特降低了关税，茶叶进口量在1786年就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磅。咖啡在法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食糖的吸引力也相应提高。据说，英国人的食糖消费等于法国人的十倍多。还要加上巧克力、烟草、啤酒、葡萄酒和烧酒。雇佣工人的增加特别引人注目：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反而增加了三百万人；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从五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九百万人；奥地利从二千万到二千七百万；西班牙从五百万到一千万；意大利从一千一百万到一千八百万。饥荒的减弱和工业发展提供的条件降低了死亡率。
在许多问题上，这里还需作一点保留。中欧和东欧的贵族没有改变他们对“下属”进行体罚的习惯；在西欧，贵族的这种习俗虽然变得温和了，但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往往以纵情放荡和肆意挥霍而自鸣得意。在平民阶级方面，贫困和无知使酗酒和滋事习以为常。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富裕农民最安分守法，但有时也不免表现得粗野和严酷。
总之，人们因富裕而感到乐观，进步的观念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思想体现，它激励当时的人放心大胆去从事随着社会和精神状态的变革而必须进行的制度改革。



第三章　社会
在欧洲大陆上，社会结构保留着贵族的痕迹；这是旧时代打下的烙印，在那个时代里，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土地占有者把土地耕种者的各项权利一概据为己有。已对国王俯首称臣的教士和贵族依旧享有特权；国家虽然从领主那里夺回了大部分王权，但仍让他们对其领地内的“村野小民”拥有一定的权威。除开瑞典、弗里斯等地区的农民构成单独的阶级外，大陆各国的居民几乎都统称为第三等级，他们在享有特权的贵族面前，始终处于生就低贱的地位。
等级的分立尚不足以概括社会阶梯的全貌。出于某种经济的或政治的考虑，国家不仅对某些省市，而且对每个等级中的某些集团，宽容地给予“豁免”或“自由”的特权。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国家维护行会组织，而行会原则从上到下都建立在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动产的实力和资产阶级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平民阶级在获得解放，生产劳动、创造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优先地位更趋明显，这些演变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
但是，在这方面，英国仍然不同于大陆各国。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环境（岛国的地位至少可以对此作出局部的解释）使英国社会具有独特的性质，随后的经济高涨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特性。



一、教士
君权神授的传统使国王和教会互相依赖，国王强制他的臣民信奉宗教。正统的教会拥有举行宗教仪式和从事民事登记的特权，它主持教育和济贫事业，并控制人的精神活动。除了强制和信仰这两个因素外，教会的影响还在于它拥有土地和收取什一税。教士不仅是三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而且是一个由其自身的等级制和纪律所牢固地统一起来的、并由其特殊的集会和法庭所严格地组织起来的“群体”。
然而，凡在胜利地进行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在各基督教国家，担任教会首领的国王把牧师当作自己的附庸；即使在主教出席议会的英国，国教也不再能任意“召集”教徒举行集会。教会的财产已部分地世俗化了，教士的苦修生活已经被取消。独立思考精神使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教会容许派别的存在，但还没有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非国教的新教徒受到种种限制，天主教徒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是勉强维持基督徒之间的社会联系；至于对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当然是一概排斥的。最后，由大学培养的牧师浸透了理性主义思想。这个变化激起了神秘论者的反对，造成了宗教狂热的“复苏”和反扑。但这个变化并非毫无好处，教会在失去世界统一的宗教领袖以后，开始在各个国家里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为顺应思想的潮流，甚至把教义降低到象征的地位。从此，教会便很少同国家发生冲突，并在社会上保持着伦理的影响。在俄国，沙皇同时是东正教的教主，叶卡特琳娜二世强迫教会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世俗当局。拥有大量异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听任各民族信仰自己特殊的宗教，仅仅禁止东正教徒改宗其他宗教或转向异端。
在依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教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特权和独立的组织。法国教会只同意给国王无偿的赠与，赠款由教会自行征集。德国的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如同意大利的教皇一样，是世俗的君主。教义在原则上仍保持统一，诉诸教皇是教会对抗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情形在法国革命时将可以看到。
许多人怀有幻想，以为教会的衰落预示着灭亡。教皇的威信在下降。波旁王朝已强迫教皇取消了耶稣会的秘密组织。根据传统，英国国教不得觊觎世俗权力，它的权威仅限于教士的范围之内，国王不受它的约束。约瑟夫二世制订了详尽的规章限制天主教组织，庇护六世竟不敢与他决裂。事实上，信仰褊狭已有所缓和，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尚能猖獗。人们逐渐把神甫看作是从事伦理教育的公职人员，希望解除神甫对教育和济贫事业的领导，以便刷新教会的面貌。对修道士的敌视，首先对隐修士的敌视，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此外，教会内部似乎也在解体。主教们程度不同地要维护对教廷的独立，英格兰国教的情形更加突出。德国的费布朗尼乌运动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前召开的艾姆斯主教会议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意大利，李奇主教领导下的皮斯托亚教区会议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李奇的主张在法国教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教皇至上主义者指责这些顽固分子怀有冉森主义的打算，这就意味着，统一教义并不比执行纪律容易。
教士在各国都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据一般估计，法国约有十三万名教士，其中担任世俗职务和教职的各占一半。从社会的角度看，财富使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团结受到损害。教皇如果同国王发生冲突，就有丧失他在所在国的财产的危险。贵族们把他们的子弟安插在主教、副主教、本堂神甫的要职上；低级教士和教徒们纷纷抱怨教会的钱财被人挪用。教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等级，其中贵族和平民各占半数。真正的贵族是拥有封号的贵族。



二、贵族
贵族在大陆各国构成一个等级，往往也是一个群体，但在法国并非如此。贵族世家载入封册，享有特权，不得纡尊降贵。采邑分封制依然存在，封臣向宗主逐级缴纳贡赋，保持世袭的主奴关系。凡在国王允许平民取得封地的国家，往往向平民征收一种特别的捐税，这在法国叫做“采邑捐”。贵族有自己的习俗，其突出的表现是长子权。贵族在其领地内不但主管村庄中部分的司法和公安事务，而且享有某些荣誉性特权，以及从事狩猎、开设磨坊、征收捐税、征用劳役、使用农奴等垄断权（这种情形在东欧和中欧尤其突出），还有由贡赋所体现的对土地的名符其实的领有权。贵族还保留一个庄园，或者自己直接经营，或者出租给他人经营。
贵族是世袭的；在原则上讲，出身决定贵族的地位；为保持血统的纯洁，贵族必须门当户对才能通婚。他们自认为与“卑劣的”平民血统不同，即使在生活方式上也注意显示自己的高贵。他们身佩长剑，毕生以征战为业，或者辅佐国王，出任大臣、总督、特使或巡按使等要职。彼得大帝为迫使贵族就范，笼络他们担任世袭的官职。有的贵族子弟被安插在教会。但是，如果他们屈尊下就或经商谋利，那便是败坏了门风。柯尔培尔曾把海外贸易算作例外，但这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在金钱的有力推动下，经济的飞速发展给封建贵族带来了灾难。他们不再能从战争中夺得战利品和赔款，相反却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的日益奢侈和遗产的分割，祖业变得越来越小了。于是，在贵族内部产生了财产和生活条件的极端不平衡；贵族的成员在减少，但资产者很久以来一直在贵族队伍中填补空额。
很早以来，国王就有把他的大臣晋升为贵族的权力。为了增加收入，国王把他在行政、司法、财务和军事方面的部分权力作价出让，同时也让贵族担任某些要职，借以抬高官职的价格。例如在法国，捐纳官职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了一些担任行政和市镇官职或徒具其名的长袍贵族，他们的职位或者是世袭的、或者只及个人，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传给后代。这些新贵族通过婚姻和职业联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加强着统治者的力量，并且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但他们同时也改变着统治者的精神状态，并使之资产阶级化。佩剑贵族仍然专一地从事作战，但他们如今出外打仗，不再是出于他们的爱好，而是根据国王的命令和履行自己的义务。
越是接近东欧，经济发展越是缓慢，资产者晋升贵族的机会也越少；捐纳官职根本不存在，统治者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因此，根据不同的国家，贵族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态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人数较少，贵族主要对国王的权威十分眼红。在西欧，特别在法国，贵族同时与国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一方面对压制他们的王权深怀忌恨，另方面又对咄咄逼人的新兴资产阶级拼命排斥。贵族的人数的确不多，但历来对他们人数的各种估计之间分歧甚大，比对教士人数的估计分歧更大。西哀士认为法国约有十一万名贵族，他大概只算了世袭贵族，非世袭贵族肯定不包括在内。



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既不是等级，又不是群体，而是法国人所说的第三等级中最富有和最能干的那部分人。资产阶级在联合省早已占着压倒的优势，随着经济的高涨，他们在法国的地位也大大加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形就远不如法国，在中欧和东欧则更差。资产者来自社会的基层，少数农民和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和积蓄，以及主要靠商业投机的运气，爬上了这个位置，中间商总是比生产者更容易和更快地发财致富。
资产阶级的组成成分远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严格地说，自认为是资产者的那些人无非是少数发了财的平民，他们可以不用做工而靠自己的财产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些财产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年金，少数是动产。他们勉强能接受与以下两个集团的成员为伍，但要求这些人必须同样有钱，而且毫无例外地不从事体力劳动，只担任官职或领导职务。
在这两个集团中，最团结和最稳固的集团是国王的官吏，他们也是整个民族中最有文化的集团。他们在法国人多势众，由于官职是用金钱买来的，官员对王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们根据自己的职务，分别在审判所、税务所和财务所组成维护自己特权的集团。随着一部分官吏晋升为贵族，资产阶级同官吏中的长袍贵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另方面，附属于这些机构的许多法律界人士——公证人、检察官、执达吏、还有自成系统的律师——也购买自己的职务。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在金钱的保证下，通过中间阶级的途径达到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就完全可能了。在其他自由职业者中间，只有少数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才能跻身他们的行列，但始终以收入相称为条件。否则，他们即使能进入沙龙（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另一个集团包括金融家和实业家，他们的名望较低，却往往更加有钱。包税人、王家采办和王家供奉等为国家效力的金融家地位较高，有的甚至晋升贵族，信奉新教的外国人奈克尔被提拔当了大臣。造船主、批发商、制造商的人数虽多，但势力不大。在某些城市中，他们以商会或商事法院为依托，制造商也加入本行业的行会。旧制度下的这个资产阶级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同贵族一样，只占居民中的极少数。行会组织在排外性方面与贵族完全相同。库尔诺写道，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种种蔑视”阻碍了团结；而每个资产者历来都梦想跻于上等阶级的行列。在法国，他们的地位如今已上升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政府开始把他们同仍然富有的贵族一起统称为“缙绅”，这个由金钱创造的和打破了门第隔阂的社会范畴已经构成现代的资产阶级。
然而，未来却为这些不同的成分准备着不同的命运。旧制度下过着“贵族式”生活的资产阶级将如同贵族一样在大革命中受到损害。至于官吏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从十六世纪以来提供了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启蒙哲学的大师；与此同时，履行公职和经营产业使他们学会了管理行政事务和发号施令，这为他们即将领导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然而，由于他们省吃俭用，并把积蓄用于地产投资，他们毕竟也有了一笔财产，因而在大动乱中不免受累。总之，同金融家和商人相比，他们从革命中得到的利益较少。唯利是图的金融家和商人拼命地扩展他们的势力，他们只看到新思想和新变革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达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对兴业、投机和冒险的狂热爱好。
我们所说的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就是缙绅们和革命民主派所说的“平民”，缙绅谈到“平民”时带有轻蔑的口吻，革命民主派则对“平民”显得亲切。资产者把这批人看作是下等人，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至少有时要从事体力劳动；总之，他们都是体力劳动者出身。其中的驿站站长，营造商、出版商、印刷厂主、药剂师和少数外科医生（多数外科医生同剃头匠一样是些穷光蛋）因享有特权，或因特别的行规，或与自由职业者相近，占着首要的地位。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零售商的生活条件差别极大，其中一部分成员组成了行会，专门经营食品、衣着、鞋帽、理发、房修和家具等行业，他们的地位随着顾客的地位而上升或下降。最低级的小资产者是些经营百货、修鞋、饭铺的小店主和小商贩。以上所有的小资产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个范畴，都对资产者的高傲感到恼怒，但他们却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无产者。据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勒巴斯夫人说，她的父亲营造商杜普莱如果与他的“仆人”（即他雇佣的工人）同桌吃饭，那会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
对于以上的分类，还需要作一个重要的订正。在十八世纪，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日益与有钱的权贵们相抗衡，他们主张的等级制与金钱等级制是不同的。在“殷实富户”之外，教授、文人、小说家、学者、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演员和舞蹈家组成一个松散和混杂的团体，他们往往刻苦勤奋，但对品行操守却不很严格。公证处、办事处、商店和工场中的文书也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在生活方式上与中产阶级又没有不同，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还是能说会道和著书立说的人才。这些有才无财的“人物”，或用布瓦西·唐格拉斯的说法，这批“少数野心家”当然积极主张权利平等，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的酵母，而且他们中间后来确实涌现出了相当多的革命家。
最后，人们可以注意到，虽然门第、出身和职业都是决定个人地位高低的一个因素，但富裕程度毕竟是这个无形阶梯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梯意味着细密的分工，同时也表明各阶层普遍怀有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和日益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个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在中欧和东欧方面逐渐趋向淡薄。农民的情况也不相同。



四、农民
农奴制在大陆的西部地区依旧存在，其中包括农奴对土地的依附，对遗产的严格限制，不准私立遗嘱，以及承受各种人身义务。但一般说来，农民还是自由的。农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都能祈求国王裁判权的保护。自耕农仅占有部分耕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以分成制或租佃制形式由他们承租，因为贵族、教士和资产者很少自己经营。在法国，路易十六废除了对农奴的追及权；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农民的手里，他们对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可以自由支配，世代相传，不受干预，因而法学家们通常称他们是自耕农。法兰西王国农村居民的境遇是相当优越的，虽然各省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法国周围的地区，如在加塔洛尼亚、巴斯克地区、皮埃蒙特和莱茵地区，以及特别在尼德兰，情形也是如此。但在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以及在意大利南部，条件简直恶劣极了，贵族听任大片庄园荒芜。
在欧洲各地，资产者、城市居民或贵族全都认为农民是些无知的“村俗”，他们生来就要供养统治阶级，向国库提供比别人更多的钱财和养活城市居民。乡村居民要服从领主的权威，承受种种人身义务。即使自耕农也要缴纳包括领地附加捐、领主年金（即法国所说的田赋）、土地转让捐等各种贡赋。此外，教士还征收什一税（有时什一税归世俗机构），它一般比领主权的负担更重。国王单独征收国税，至少在法国，这种税收不但特别沉重，而且一方面由于缺乏丈量和统计，另方面由于各税区体制不同，负担很不均衡。农村居民几乎全都要缴人头税，贵族只付人丁税和念一税的很少部分，资产者略受照顾，教士完全免除。然而，最使农民恼火的还是盐税和助税。最后，农民被迫将产品供应市场，为城里人服务。农民觉得他们同过去一样在当牛做马。
在对待领主、什一税、国税和城市等问题上，乡村表现得团结一致，但乡村中存在的不平等损害着团结的巩固。村里的若干“首户”往往是些大佃户或自己拥有地产的农庄主，他们操纵地方事务，向村民发号施令。其次是少数占有相当土地、经营农庄和能够自给自足的殷实富户。作为农业资产者，他们不但能出售部分产品，而且能适应农业的革新。但大多数农民则因土地太少难以养家活口，不得不打临工或从事一项辅助职业，如加入乡村工业为批发商服务。他们的劳动所得仅够维持生计，无力出售商品，因而强烈坚持传统的耕作制和集体权，反对合并农庄和扩大经营。葡萄农由于不得不购买部分或全部粮食，往往在粮食贸易问题上站在城市消费者一边。总之，如果以为所有的农民都拥有土地和农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时，在法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波河平原、意大利南部和安达卢西亚，没有任何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无产者。
虽然如此，在随着资产阶级的强大而两极分化的西欧，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东欧和中欧的情形相比，恰成鲜明对照。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在波希米亚、奥地利和普鲁士，乡村的情形从十五世纪以来，尤其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变得更加恶劣：农奴制已经普遍推广。在普鲁士王国，农民即使不是西欧通常含义上的农奴，至少也是依附于土地和受贵族任意处置的“家奴”，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依旧是国王的臣民，并有权向国王的法官申诉。除了国王特许的某些资产者外，唯有贵族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临时出租部分采邑，而大部分地产则依靠劳役直接经营；这些劳役实际上是任意强加给农民的；此外“仆役”的孩子也必须送到贵族家中充当仆人。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形更坏，农奴不准向一般司法当局告状。俄国的农奴与奴隶相差无几，因为贵族可以不连带土地单独出售农奴，甚至把农奴送往西伯利亚流放。



五、英国社会
欧洲大陆看到，英国社会的某些特点与西欧相类似；其实，不同点远远超过相似点：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显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经济的发展和革新使这些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从原则上讲，所有英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毫无例外地必须纳税，就任官职时不考虑门第出身，贵族和资产者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等级界限的确是淡薄了。封臣对宗主的隶属和义务已不复存在。贵族从事征战的特点开始消失。有关领主权的陈规旧例已被合并到民法中去，并且同采邑制一起在圈地运动中被取消。各郡的骑士历来同资产者一起在平民院平起平坐。严格说来，贵族的特权只剩下爵士享有的豁免权，爵士的子孙同乡绅一起与平民百姓为伍。另方面，爵士和乡绅从事商业不受限制，并不被认为“有失身份”。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财富的多少。
爵士和乡绅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和地方行政权；国王的官吏为数不多，购买官职仅在军队中盛行，因而没有形成长袍贵族。资产阶级不包括军官在内，晋升贵族和获得封地不如在法国那样对资产阶级有诱惑力。这个阶级由批发商、银行家和制造商所组成，他们尤其热衷于兴办企业和投机获利。特别突出的是，因相当富有而不必躬亲劳动的人对因发财致富而开办公司的人不抱任何偏见。
至于农民，他们早已获得了自由，圈地使他们逐渐离开了采邑。虽然个体农民没有完全被消灭，但他们正逐渐被大庄园所代替，或者充当临工，或者加入乡村工业，或者流向工业城市。从原则上说，英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人身保护令”并不能使穷人免受“拉伕”之苦，许多穷人被“招工头”骗上王家船队充当海员，不平等在事实上和在习俗中仍占上风。土地所有权仍掌握在几千个大家族之手，爵士和乡绅在郡区和教区为所欲为，领主制的痕迹仍未消失。显贵们在联姻和社交等方面怀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如同大陆各国那样，霸占着各种名利双收的职务。



六、无产阶级
欧洲各地的贵族和资产者在一个问题上没有分歧，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无产者天生只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无产者的文明水平必定低人一等。宗教感情历来倾向对穷人应该以慈悲为怀，何况为谨慎起见，对穷人也不宜逼迫过甚。如今，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裕，人们更乐于做些善事；哲学家又在慈善中加进了社会义务的概念。然而，在英国的清教徒资产者看来，贫困作为罪获天谴的表现，同上帝选民的富裕恰成鲜明对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所谓穷是对懒和恶的惩罚这种说法广泛地传播开了。总之，在统治阶级内部，对穷人的厌恶和蔑视占着统治地位，人人都对穷人单独干坏事和对“群氓”集体闹事深感恐惧。
除开人数众多的仆役以外，无产阶级的队伍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都日渐壮大。从事一般农活、脱粒、造林护林、运输、采矿、乡村手工业的雇佣工人远比今天要多。零工的景况最差，一遇恶劣天气便陷于失业。城市无产者十分分散，多数铺主自己参加劳动或只雇一二名帮工。大部分没有专门技艺的小工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农忙时便离开工场；他们并不集中在某些居民区或大企业。工人只有行帮习气，却还没有阶级意识。在法国，他们同手工业者没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在大革命初期采取了一致行动。假如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和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形成在1789年以前已经出现，法国资产阶级是否还会同贵族决裂，这恐怕就很值得怀疑了。
经济发展使饥荒不再发生，这对无产阶级当然是有利的，但人口增长却使失业蔓延，阻碍了工资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1730至1789年间的法国，工资至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而粮价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工人的工资理所当然地不能超过工人养家活口的最低标准：杜尔哥为此提出了工资的“铁的规律”。然而，工人不断用抵制和罢工相对抗，有时甚至破坏机器和使用暴力。在某些行业，抵抗是有组织的。英国的纺织业在十八世纪甚至出现了工会。工会援引“劳工法案”，要求核定工资限额。法国的“帮工会”在建筑等行业势力很大，规定会员必须“周游法国”，并根据约定的暗号与沿途城市保持联络。但是，这些行帮团体往往互相忌妒，甚至发展到流血斗殴的程度。此外，工人还成立了互助团体，这对罢工工人是有力的支持。然而，如同在英国一样，许多工人要求当局进行干预。当局有时为社会秩序考虑也主动出面调解；但当局在原则上总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各种集体反抗的形式，即所谓“同盟”，以及帮工会或工会，都被国家所禁止和遭到教会的谴责。
法国五分之一的居民是贫民，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贫民的人数更大大增加。此外，社会救济显然不够。在英国，教区名义上应把济贫税用于养活贫民。尼德兰也是如此。在大陆各国，一部分什一税理应供济贫之需。实际上，孤老病残者不能保证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就更谈不上了。因此，乞丐遍布各地，即使收容也无从消灭。到处流浪的乞丐进一步转化为成群抢劫；此外，还滋生了一些无业游民，他们躲过国内税卡从事走私。只要出现一次歉收，工业危机必定随之而来，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手工业者、分成制佃户和自耕农也被迫出门乞讨。对“强盗”的恐惧极其普遍。统治阶级和当局开设了一些慈善工场和布施了一些食物，竭力想安抚穷人。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还是提防饥民群起暴乱和抢劫。这种担忧很容易造成畏惧和恐慌心理，大小资产阶级全都胆战心惊。这种恐惧心理成了第三等级内部不团结的根源，同时也阻碍了革命思想向国外的传布。



第四章　欧洲的思想
人的精神状态的转变比经济和社会的演变更加缓慢；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的变化又赶不上他们思想演变的速度。然而，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同他们独特的活动方式是协调一致的，它从一开始就与贵族和教士的精神状态有分歧。随着商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资产者的雄心壮志同传统观念终于彻底决裂。经验理性主义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现代科学，而且力图在十八世纪把它的统治扩张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向资产阶级提供的哲学思想唤醒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新勇气，这种状况在法国特别突出。到大革命前夕，启蒙时代的大师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并且以极其复杂的形式作为遗产被继承下来。另方面，旧制度的卫道士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界当时处于一种动荡不定和五光十色的状态，至少在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是这样的。



一、传统的精神状态和新思想的崛起
在旧经济制度下，生产水平很低；饥荒、疫病、战争和主人的盘剥把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劳动者蜷缩在家庭、亲邻、同行、教区的小圈子内，以求得互相帮助和保护。他们力图用陈规旧例限制竞争，稳定市价和工资，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和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们为自给自足而劳动。食品和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使用价值。他们对前途不抱希望，因而也不求进取。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利益的引诱下开始懂得交换价值和投机；但大多数人在十八世纪仍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观念。他们满足于慢慢积蓄起来的收入，坐等顾客上门，不做广告，出售的商品既少又贵，不求加快资本的流转。他们的理想仍是购买土地，企图依靠年金安度晚年。资产者很早就希望用新的社会秩序去代替封建主混战的无政府状态和君主专制：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和现金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方法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管理国家中来。司法和行政官吏竭力要让法律压倒暴力和专横，并维护他们职务的尊严和利益。然而，这毕竟是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人们对尘世既然不抱很大希望，对来世就容易抱有幻想。由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专横暴戾和等级森严，平民百姓往往怀有自卑感，因而对世俗压迫逆来顺受，对宗教训诫奉若神明。
到十八世纪的末年，教士虽然部分地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同平民阶级的关系上仍然是传统思想的坚固堡垒。英国的卫理公会继续在发展，其他教派也纷纷复活；英国国教对“福音派新教徒”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德国的虔信派依旧活跃；康德及其门生赫尔德都带有虔信主义的痕迹。但是，异端教派的滋生繁殖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发展方向超出了时代的范围。巫术、占星术、炼金术竟与对电流、磁场这类科学发现的胡乱解释和借机行骗结合在一起。继斯维敦布尔之后，出现了帕斯库亚利和圣·马丁。德国的玫瑰十字会和许多共济会分会对这些糊涂学说趋之若鹜；法国的阿尔萨斯和里昂也有众多的信徒；英国的布莱克竟从中吸取艺术灵感。卡格里奥斯特罗和梅斯梅尔深得群众的信服。尤其在农村，一般百姓仍没有摆脱古老的迷信，他们对各种神鬼巫术笃信不疑。敬神怕鬼的思想远没有消失。
然而，新的前景早已开始出现，并逐渐对更多的人具有吸引力。欧洲的富裕使人们的收入日益增加，随着爱好的多样化，满足这些爱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人们对束缚个人发展的种种障碍感到不满，在享乐者的榜样感染下，一切自信有才干的人都宁肯冒点风险，也要过舒服的生活。家庭关系开始瓦解，每个孩子都为自己争合法权益。陈规旧例或者遇到反对，或者已不再起作用。城市的扩展犹如给这一切添加了一份增效剂，因为城市生活削弱了社会的束缚。城市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集团的控制，乡政府最后只负责登录户籍而已。人口的迁移已变得更加方便，新大陆的吸引、工业的召唤和交通的改善使人口流动日益增加。外国人和犹太难民成为革新的积极因素。资产者把骑士的尚武精神移植到资本主义中来，鼓吹侥幸冒险、投机创业和拼力竞争，从而加速了优胜劣败的过程，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沦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充满活力但又动荡不定的社会；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权势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危险，所以只能引起人们暂时的敬仰。资本主义保障人的尘世生活，而把来世置诸脑后。它削弱了原来限制个性发展的种种人身依附，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由于仅仅涉及具体的事务，其范围也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资本主义用控股公司取代亲友集资的合营企业，用样品推销取代传统市场，用划一不二的市价取代讨价还价，用商定的工资换取必要劳动力的短期契约取代农奴的劳役制和工场的帮工制。处在专制、封建和行会压迫下的人们以各种途径开始觉醒，渴望独立和自由。“哲学家们”找到了洗耳恭听的听众。



二、经验理性主义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由于物理学和机械工业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理性主义呈现了新的特性，它由天才的笛卡尔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又在随后的牛顿和洛克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终于把信神弄鬼的宇宙观扫除干净：物质从此由精神发现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决定，只要精神能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它的推论或假设。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科学变成对感性世界的一种具体认识，这一认识最终用数学公式表现出来，从而把科学的不同门类归于统一，科学的最大奢望是把宇宙万物列成方程。
科学的进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法国，拉格朗日的数学天才光彩夺目，勒让德尔和拉普拉斯的成就声誉卓著。德国人赫舍尔发现了天王星，排列了行星系谱。以库仑为首的物理学家继续进行对电和磁的研究；继加尔瓦尼1786年在布伦亚的试验之后，已经颇有名望的伏打正朝着发现电流的方向走去。拉瓦锡创立了化学，他对呼吸的解释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尽管布丰名扬全球，自然史和地质学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依旧停留在描述阶段，但正在努力订出合理的分类法：亚当森在植物学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科学特别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被应用到实际当中，例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琴纳的牛痘疫苗、蒙戈费埃兄弟的气球。同时，它还开始革新某些工业，例如法国的贝尔托莱。通过积累而获得的经验知识似乎能保证科学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通过经验知识能够完全利用自然的力量。笛卡尔的预言已经实现：“人们将毫不困难地享受土地的果实以及人间的各种舒适。”
笛卡尔是位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天赋，因而他从不涉猎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历史学也不屑一顾；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识，他甚至没有想到把它当作一门观察的科学。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把理性主义扩展到各个领域，并开创了所谓“人文科学”。一位名叫洛克的医生摒弃了思想天赋论，并用感觉的印象来说明精神活动。他的感觉论经伏尔泰介绍到了欧洲大陆，又经孔狄亚克的发挥导致了经验心理学的诞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大胆地把道德世俗化，使道德成为一门建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基础之上的“习俗科学”。至于历史学，人们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整理确凿可靠的资料，同时也展开文献评论和确定考证方法，直到十八世纪继续如此，但著作家还没有充分利用历史考证的成果。至少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历史学同资产阶级的想法已十分合拍，它的研究对象不再单纯是王朝的兴亡，而且是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在他们的游记中所介绍的异国情趣为人们进行比较提供了方便：《论法的精神》和《论各民族的风格和精神》曾大量运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宣告了社会学的即将诞生。关于经济史，人们还很少谈及；然而，经济管理人员由于意识到统计对他们的帮助，开始收集各种数字。随后不久出现的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主张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建立一门经济科学。
理性主义既然采取了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并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各项活动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它便把形而上学当作不可求证的假设而予以抛弃。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宣称，“自在物”是不可认识的；拉普拉斯接着又写道：“物的首要本原和内在本质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可见，理性主义正逐渐变成一门实证哲学，但一般舆论还远没有接受这一认识。



三、泛神论以及自然权
感觉论并没有使洛克摆脱“自然宗教”，大多数哲学家也还信奉“泛神论”。他们实际上通过观察和比较为泛神论寻找根据。泛神论的原理在各种宗教的不同教义中既然都可找到，这些原理又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这就证明上帝作为“宇宙伟大建筑师”的存在；证明人的灵魂不灭，以及罪孽在来世必定受到惩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统治者认为这些思辨概念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保证平民的驯服。尽管道德是功利的和社会的，但它仍然是强制的；因而人也依旧是自由的和有责任的。随后，卢梭在不抛弃理性的同时，提出了感情至上的主张；“有感情的”人通过对他人的爱达到舍己为人的真正道德高度；意识作为“不灭的上天之声”在现象世界的彼岸向人揭示人的命运的重要真理。康德于1788年在道德意识的岩石上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大厦。此外，德国的雅科比、荷兰的汉斯坦尤斯、苏格兰的里德继续按传统方式研究哲学。
另方面，革新家们不仅希望认识世界，而且想要改造世界，因而保留了从事改革的自由。更有甚者，他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由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自然权；在多数大陆国家里，自然权一度被专制主义打入冷宫，但加尔文派仍受其影响。洛克用自然权为1688年革命进行辩护：建立社会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保障人的自主，社会就应该以公民的自由契约为基础；同样，政府的权威也理应建立在享有主权的人民同受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受委托人仅仅为了维护神赋予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行使其权力。美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对人类的各个部分不加歧视，这体现着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普救众生的思想。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者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发动了攻击，但同唯灵论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教会中学中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科学素养一般也还很肤浅。他们的成长过程加强了阶级偏见或职业偏见，从而使他们把物质生产视为下贱。法国哲学家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并非无动于衷，百科全书最早赋予工艺和工具重要的地位，但这还不等于说他们已经对技术的进步、社会和习俗的演变、认识的扩展、人和思想的解放进行了综合的考察。正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没有接触进化的概念一样，他们并不试图对他们以为在历史中发现的曲折前进作出有机的解释。或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毕竟还有一些反对理性主义的人，他们虽然主张对历史使用观察的方法，但在非理性倾向的指导下，认为人没有共同进步的希望，因而力图保存他们认为由上帝创造的或由集体经验孕育的现存体制。在十八世纪初，与笛卡尔主义相敌对的天主教徒维科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每个王朝都像生物一样，按照上帝的神秘意图，从诞生、成长、衰老，直到死亡，然后让位给另一个王朝。莱辛在宗教演变中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启示。接着，赫尔德于1784年撰写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他指出：从直观所能观察到的演变中，自然是社会的创造者，个人则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像细胞依附于活体那样依附于社会。
在英德法这三个精神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国家里，以上的一般特点根据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分别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四、英国和德国
看来，英国知识界很早就十分重视经验研究的价值：例如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十四世纪的奥卡姆派，以及早在笛卡尔以前就讲述过经验论学说的弗兰西斯·培根。不同的是，英国人对建立一门确定科学的统一性和赋予科学结论以绝对价值的哲学不太重视。休谟从印象和感觉共同组成观念这个思想出发，作出以下的推断：由日常经验灌输给人的理性原则从来只允许人进行大致的和临时的推广和应用。从这方面看，经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因此，人们往往把经验理性主义笼统地称作经验主义，却把它同纯推理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英国十八世纪技术发明的活跃使经验论思想进一步深化，但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得不如重农学派那么系统。
至于如何调和经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传统宗教，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担心会有什么困难。何况，相当部分的资产者仍然是清教徒，他们分别信奉加尔文派的不同支派，普遍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国教的信徒采取随机应变的灵活态度，当时的历史环境也要求他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天主教徒遭到了排斥；洛克主张新教各派间要互相宽容，即使不给非国教的新教徒充分的言论自由，至少也要让他们能生活下去。在十八世纪初，一些泛神论者确实使教会感到担忧；在大革命前夕，吉本对基督教的敌视丝毫也不亚于伏尔泰，他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归罪于基督教。然而，过后不久，理性主义者就不再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想要使舆论非基督教化；在英国国教这方面，也逐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他们的代表佩利竭力证明，国教的教义同理性没有分歧。统治阶级一致认为，宗教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有益的。当卫理公会复活信仰主义时，人们认为它能避免平民不守教规，因而没有坏处。
在政治方面，英国人始终主张无原则的因循守旧。然而，他们对自然权毕竟早已熟悉了：霍布斯声称，人民通过同国王订立的契约，已把他们的主权永远出让给国王，从而为专制政体进行辩解。洛克接着用相反的理由去证明君主立宪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因此，辉格党人似乎至少变成了言论派。但是，当选举改革宣传运动刚刚开始并将危及统治者的权力时，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贵族和大资产者便惊慌起来，洛克也威信扫地。正如伯克所指出的，统治者后退到了经验论的立场；他们断言英国的制度是由英国人民独特的演变而产生的，它同任何理性前提毫无关系。
大陆各国长期以来没有注意英国的变化。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提出了奉英国为师的主张。日内瓦人德洛姆在1771年盛赞英国的无比优越。尊重国教和把国王奉为会长的英国共济会在各国开始生根发芽，到处传播宗教宽容、个人自由和代议制的思想。直到旧制度的末期，具有平等思想的法国人才不再把英国看作是自由的母亲。
盛行新教的德国经沃尔弗的介绍才接触了理性主义。但沃尔弗在哈雷宣传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受了笛卡尔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莱布尼茨的影响。德国通过英属汉诺威境内的哥丁根大学和汉堡同英国发生联系；德国同英国在教派林立这方面有相似之处，只是德国比英国略逊一筹，因为在德国，路德派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加尔文派，但加尔文派毕竟使德国接受了宗教宽容。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容许哲学思辨相当自由的发展。理性主义者并不攻击启示宗教本身，后者更怕他们对《圣经》的批评，这种情形在德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加普遍。另方面，新教牧师大胆地对教义加以理性化。在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德国不能同英国相比。在德国的理性主义中，推理和形而上学大大超过经验的成分。以普鲁士为据点的启蒙思想家着重强调理性主义的纯功利性质，开明君主对此颇感兴趣，行政官吏也深表赞同。因此，启蒙思想渗透到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天主教地区，并争取到部分教士的同情。但是，启蒙宣传毕竟只触及少数官吏和知识分子；虔信派的神秘主义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卢梭的影响十分明显；文学界的狂飙突进运动展现了带有无政府倾向的前浪漫主义；康德以后的哲学很快朝先验论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
王公的专制政权和封建制的存在决定了德国与英国的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软弱又使德国不同于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从来只是羞答答地批评特权，对农奴制则更少批评。他们把具体的改革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声称进步取决于个人的修养，而不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并以此为他们的谨慎行事和软弱无力辩解。



五、法国
理性主义者在天主教国家里所冒的风险远比在新教国家中严重得多。比利牛斯半岛各王国对理性主义尤其敌视，奥拉维特被迫离国外逃。罗马天主教是反理性主义的灵魂。在意大利，知识界的活力正在苏醒，预告了复兴运动的兴起。贝卡里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法国，哲学家们向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和思想控制大胆地发起了攻击。由于教会的权威全靠世俗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哲学家们用无情的冷嘲热讽攻击教会的特权、暴戾和教义。伏尔泰分子成倍地增加，对宗教的敬畏已烟消云散。冉森派和耶稣会的争吵，高卢派和教皇至上派的争吵，废除南特敕令的不幸后果，许多新教徒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对信仰的冷漠，这一切都为哲学家的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共济会也广泛发展起来，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宗教宽容和自然宗教。教皇对共济会的谴责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谕旨在法国必须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生效，而国王却拒不下令，相反对一些大贵族取得共济会分部的领导地位深感满意：许多在俗的和脱俗的神甫竟同时是共济会会员。在狄德罗的主持下，百科全书把理性主义哲学家集合在一个派别中，达朗贝尔撰写的《卷首语》就是这个派别的宣言。他们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状态，以致新教徒奈克尔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能够加入政府，以致宗教镇压机构逐渐走向衰落。世俗政权对望弥撒和参加复活节祭礼等活动不再关心；甚至宗教裁判所也很少追究违教行为。
大多数哲学家已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人的一切都由自然所决定。伏尔泰始终显得游移不定，狄德罗在其遗著中则鲜明地采取了赞同的立场。但是，对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拉美特利所坚持的原子说（唯物主义的一种传统形式），哲学家们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他们从维护旧道德出发，竭力要保留自然宗教。伏尔泰写道：“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创造出一个上帝。”他们把天性同禁欲、把人性向善同原罪对立起来，把人的堕落归罪于社会的坏影响，并歌颂原始状态的人的善良。尽管如此，他们对人的德行并不真正抱有幻想，至少在有产阶级看来，他们自己可以不信上帝，但也要让他们所惧怕的平民“迷信”上帝，这是个稳妥的办法。伏尔泰还说：“必须为平民创立一个宗教。”
卢梭的感情抒发给泛神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涂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行善”这个新词使“有同情心的人”从内心感到满足。这个转变甚至帮助了天主教散布宗教感情。人们在不少革命家身上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宗教色彩，例如后来为夏多勃里昂的成名助了一臂之力的罗兰夫人就是如此。传统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这对许多教徒说来并非纯属形式。数量众多而质量低劣的正统出版物居然获得很大成功。宗教信仰在西部以及东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区，特别在山区，虽然仍十分活跃，但在巴黎四周、香槟、法国中部和马孔内地区的许多城市以及某些乡村正日趋淡薄，因为在大革命取消信仰强制以后，宗教势力便一落千丈。社会风尚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部分贵族和资产者的穷奢极欲在十八世纪并未带来新的恶果，因为他们在这以前早已如此了。此外，无论功利主义或感情至上都消灭不了法国道德中笛卡儿和高乃依的经验理性，相反，学校里教授的关于普卢塔克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更加强了理性的影响。
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也在法国受到最猛烈的攻击。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权。《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使认为气候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有一种原始的理性存在着；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创制的法律……如果说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外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那就等于说，人在画出圆形以前，所有的半径并不都是相等的。”
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税收的不平等和领主权，哲学家们维护的是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他们更主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力。资产阶级一旦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地位，就要把金融秩序引进到管理国家中去，并要政治服从生产的繁荣。资产阶级要让经济摆脱一切羁绊，例如：农奴制妨碍工业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教会财产的不可转让和贵族财产的继承妨碍财产的流动。为此，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加速财产的流动才能满足人对利益的贪欲，并为劳动和创业精神提供动力。负担的不平等减少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积蓄；国内的税卡林立和度量衡的不统一延缓了民族市场的形成；宗教迫害妨碍了科学研究。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改革热情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首位，工商界人士因此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动力。追求法治和权利平等其实比这些改革要求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人们所渴望的既是权利，又是尊严。在这方面，真正左右舆论的力量是旧制度下的旧资产阶级，即那些相对独立的、有一定闲暇的，以及在职业、利益和文化这三方面都竭力坚持以法治代替暴力和专横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
资产阶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的代言人——哲学家——多数也信任并赞扬大陆上的开明君主。卢梭诚然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旗手，但也应该看到，《社会契约论》的读者比《新爱洛漪丝》或《爱弥儿》的读者毕竟要少得多。此外，他所信任的“普遍意志”只是一种无私的意志，因而在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只可能在“君子国”中实行。他所主张的共和制是要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人民的这种直接统治只适用于幅员较小的国家。至于马布利，他主要在1789年才开始出名，那些在卢梭的启示下抨击财产的私有制和遗传制的作家，那些恪守古代禁欲劝善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作家，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就更加小些。人们认为这些作家只是些乌托邦；人们满足于建立代议机构，以阻止王权蜕化成暴君统治。
对国王的攻击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贵族。贵族也受到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影响。一旦有了公民自由，贵族将不受君主专制的某些控制；一旦有了经济自由，贵族从大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将会增加。政治自由对贵族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德斯鸠。为了确保公民自由，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这对贵族、法院、官吏、教士这些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十分有利。孟德斯鸠援引并不可靠的古代史为依据，说贵族的地位和领主权是日耳曼族入侵时用武力强加给高卢和罗马混血种的。法院以法兰克议会的继承者和被王权篡改的古宪法的保护人自居。在贵族的心目中，政治自由将使他们在政府中重获主导地位，并取得在外省的行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团结一致，而在权利平等的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六、文学和艺术
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经济的演变对文学艺术具有一定的影响。某些文艺体裁的成功足以为证，例如哲理故事、博马舍的新剧作、古典主义不屑使之规范的流行小说、新兴的市民戏剧以及格辽茨的绘画。沙龙的社交生活使纤巧小诗的写作技巧登峰造极。追求舒适使建筑师减少室内陈设的排场，而更讲究实用；画师和装饰师则以色情、肉感和异国情趣投人所好。版画和色粉画的技术更加细腻。此外，在肖像画、风景画和动物画方面，现实主义盛行不衰。英国的油画不受学院派传统的影响，风景画的现代化正在酝酿中。
对理性主义的反动预示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英国的约翰逊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名代表，扬格的《夜思》、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小说标志着感伤主义的复兴。在德国，歌德和席勒为初起的“狂飙突进”文学增色不浅，这个运动与依仗法国作家的威望而得以确立的规范彻底决裂。在卢梭的影响下，前浪漫主义情绪遍布各地。人们指责理性主义和古典艺术枯竭想象力，抹杀幻想，否定神秘和黑暗的魅力，使人一味追求功利，斤斤计较。人们陶醉于英国园林里的仿自然景色；人们遨游名山大海，观赏黎明日出或在星空下沉思。伤感和涕泣，绝望和恐怖，怀古的遐想，奔放的热情，这一切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沉闷和单调。欧洲的日耳曼作家从古典文艺复兴之外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灵感：但丁和莎士比亚、中世纪作品、假托莪相的诗歌、圣经、波斯文学和印度文学。在音乐方面，基本乐器已经存在，不久前又发明了钢琴，以格鲁克、莫扎特和海顿为代表的音乐家通过交响乐、奏鸣曲和歌剧等形式使浪漫主义在德国到处风行。法国受到了这一浪潮的冲击。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被介绍到法国，杜西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特雷桑伯爵的出版物预示着仿古行吟诗体的盛行。《保尔和薇吉妮》使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一举成名。儿女情长的牧歌和缠绵悱恻的哀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音乐家们更加偏爱有大量咏叹调的歌剧和主要供人们消遣的喜歌剧。无论在巴黎或在维也纳，人们依旧为意大利人的美声唱法所倾倒。
被学院派奉为正统的古典主义继续享有威望，尽管它的生命力正日渐衰竭。阿尔菲耶里等剧作家仍在创作古典悲剧，但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史诗、抒情诗以及风行一时的咏物诗也起色不大。至于体裁比较自由的喜剧，哥尔多尼、谢里丹、塞台纳的作品较受观众的欢迎。艺术保持了对传统的敬仰，这个传统在法国由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所维持，在英国则依仗弗仑的辉煌声名。建筑师和许多雕塑师仍旧忠于古典主义的传统，历史画始终受官方的褒奖。
复古倾向起源于庞贝遗址的发掘。在德国的温克尔曼、法国的凯尤斯和英国的弗拉克斯曼的推崇下，古典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风行。巴特雷米于1787年发表的《青年阿纳沙齐游记》取得的巨大成功，恰好与复古风气的抬头相呼应。德国作家，尤其是歌德和席勒，一度被这个潮流所吸引。法国作家几乎不受其影响，因为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古希腊的诗文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但在艺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显得更加庄重朴素。以大卫为代表的油画技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色彩让位于线条，古代的经典代替了活的模特儿。然而，这种倾向远没有占绝对优势。弗拉戈纳尔和乌东不失为十八世纪的艺术巨匠，他们多才多艺的作品丰富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教育。在庞贝出土的壁画为装饰艺术开创了亚历山大风格，这些装饰同埃及的和据说是伊特鲁立亚的图案相结合，形成了与追求舒适并行不悖的路易十六风格。此外，大卫的画作对公民美德的歌颂（例如1784年的《贺拉斯兄弟盟誓》）加深了对普卢塔克笔下坚韧不拔的英雄的怀念，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大革命的气氛。演说家的演说和革命节日的宏伟场面将表明，采用古典主义的文艺形式丝毫不等于文艺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必定持保守的立场。文艺生活的丰富多彩反映了个人主义在社会中的扩展。在法国，以大卫为首的青年一代渴望着挣脱君主专制政体强加于他们的学院派艺术的枷锁。



七、世界主义和民族问题
精神生活具有几个发源地：除英国和意大利外，后起的德国堪与法国相匹敌。由十八世纪体现其特征的哲学运动虽然最初从英国兴起，但英国随着海上实力和发达的经济加强它的霸主地位，它在哲学运动中的作用却相反在削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觉得英国的影响比大胆的法国思想更令人放心，因为英国的制度保证了自由同他们的利益融合一致。然而，法国思想也有它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不仅是崭新的思想，而且路易十四的盛世使法语和法国文明名声大振。即使波旁王朝的政治实力在十八世纪屡遭挫折，欧洲的小国君主也无不对凡尔赛宫倾慕神往。哲学的名声和文学、艺术的名声，再加上宫廷和巴黎华丽优雅的魅力，人们几乎可以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文化界人士相信，文明的统一正在实现，这不仅适用于业已征服的或准备征服的海外居民，欧洲本身的文化也日趋统一。虽然政治敌对继续使欧洲四分五裂，但人们注意到，国际公法正通过均势思想力图缓和这种敌对。在1783年后，均势已成为维尔琴纳的政治指导思想，皮特同维尔琴纳在维护和平这方面也是一致的。同以往几个世纪相比，战争逐渐文明化。占领军不再在被占国获得给养，而依靠后勤供应；变得“软心肠”和讲人道的军官对平民不再肆意虐待。在一般居民眼里，国家的政策是王公的事情。哲学家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对民族利己主义深感厌恶。由于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尚未完成，德国人没有扩张好战的思想，德国作家认为这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优点。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世界主义其实不过是贵族和富裕资产者的漂亮招牌和知识界的时髦。欧洲各国间各方面的交往依旧十分有限，因而不能不停留在互不干扰的状态。只是在塔列兰等少数手段高明的金融家和投机家的头脑里，才隐约出现过世界主义的想法，并预见到国界线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的思想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因为资本主义在各国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巩固的依赖关系，因而重商主义即使在英国也并未丧失其影响。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还不是世界主义，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将是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赫尔德的有机论和法国的唯意志论正为这一转变准备意识形态。在英格兰，以至在整个英国，由于岛国地位和幅员较小，这种转变已经实现。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瑞士、西班牙以及特别在法国，这个转变也有很大的进展；没有这一进展，法国大革命或许不可能发生。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不受法国影响和独立进行的文学复兴是政治统一运动的前奏。匈牙利的民族感情和多种语言的存在历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隐患。四分五裂的波兰开始觉醒，而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各派基督徒正以不妥协的独立精神与土耳其人相对抗。民族国家普遍形成的最大障碍在于各国的王朝政体和中世纪结构的存在。尽管国王的中央集权有所加强，这种结构仍保留了各省和各城市的地方主义，以及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动摇和清除了这些障碍。与此同时，世界主义不但没有深入人心，它的影响相反地逐渐减弱了。



第五章　国家和社会矛盾
在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极权主义依然存在，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哲学家们以为自己的宣传已感动了君主，纷纷赞扬君主的“开明专制”。与此同时，贵族阶级责怪国王对他们约束过严，资产阶级为自己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愤愤不平，两个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日益严重。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三角冲突并不是从法国最早开始的。简略地了解开明君主的观点和英美两国的解决办法，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一、开明专制
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大陆各国的君主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事实却并非如此，贵族的种种特权以及省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某些自治权都是对王权的限制；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由于行政体制在陆续建立过程中缺乏通盘计划和迫于形势而造成的机构复杂和混乱，中央集权制极不完善。这种状况在西欧比在其他地区略为好些。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专横暴戾在西欧日趋和缓。在西欧人看来，君主制不等于是专制制，因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确实，除非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威面临威胁，除非君主一时任性或听任官僚们滥用职权，一般说来，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另方面，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的奋发图强要求政府以都铎王朝为榜样，推行旨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路易十四既然让柯尔培尔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制也就初具开明专制的轮廓；随着贵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权力在扩大，特别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强迫贵族缴纳人丁税和拾一税(1)，开明专制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十八世纪，某些大臣和许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缓和，陈规旧例也开始松动。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弃了对殖民贸易的垄断。在多数情况下，已允许粮食在国内流通。撒丁国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实行了村社对领主权的集体赎买。最后，在天主教国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国的教会，并把教皇的权力限制在纯属教义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各国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耶稣会的被取缔和罗马影响的下降是个好征兆。然而，社会冲突仍悬而未决。人们盲目称颂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君主，却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国家说来，关键不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或改善国家体制，而在于创立新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芜，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君主的发奋图强足以决定他们应推行怎样的政策。那里的王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了宗教宽容立场，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各国的宗教避难者。诚然，他们向荷兰、英国、法国，以及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绍，向西班牙借鉴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员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俄国沙皇要求贵族们向老牌君主国学习。他们的开明专制表明，西欧的文明、经济和制度正向东方延伸。他们竭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励精图治，推行重商主义，从而既取得哲学家的赞扬，又达到自己的目的：充实国库、扩大军队和征掠土地。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匆促完成和极不彻底的改革依旧是脆弱的，因为官吏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对改革采取冷淡的或敌对的态度，一旦创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勋去世，新制度就有搁浅的危险。普鲁士的情形不久就证明了这点，于1786年继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显地表现无能。总之，经济革新对国家以及对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但对其余的居民显然没有帮助，因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国内消费。此外，税收负担在日益加重；贫困、失业和乞丐问题在普鲁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西欧。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启蒙思想家赞扬：安霍特的利奥波德支持巴泽多夫；卡尔–奥古斯特使知识分子云集魏玛；巴登总督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专横无道：黑森的选侯竟把他的士兵卖给英国，符腾堡的卡尔–欧仁由于同地方议会发生冲突，把麦捷尔和舒巴尔特投入狱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对手主要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后，开始以普鲁士为榜样整顿国家，但在步骤上相当谨慎。相反，约瑟夫二世在其母亲于1780年去世后，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进程。他的整个事业设计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难单纯用励精图治和争强好胜之类的考虑来解释；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大臣们虽然衷心拥护开明政体，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二世对哲学家们，尤其对伏尔泰，怀有戒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许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担任公职。他改善了犹太人的命运；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创了公证婚约。如果一定要说约瑟夫二世未受当时思想的影响，那就应该承认，很少有这样的君主能把个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给自己的统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观条件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图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不利，奥地利各地区之间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同比利时、伦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约瑟夫二世在各地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地方议会和传统体制的独立性，建立几乎划一的行政机构。在大多数省区，他要求官吏必须学会德语。同时，他彻底改组了教会组织，没收了教区的财产，把神甫改为领取薪俸的职员，并毫不考虑教皇的反对，取消了许多修道院，从而在政教合一的问题上远远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语区各省和在波希米亚，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在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而由姻亲关系同奥地利相结合的匈牙利王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仍停留在中世纪阶段，政权完全被贵族所控制，那里的反应十分强烈。约瑟夫二世终于向领主权发起攻击，迫使马扎尔贵族群起反抗。
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欧老牌君主国的道路，但同他们的样板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欧各国的国王在法律上仍规定资产阶级的地位低于贵族，但并不禁止资产者购买土地、采邑和领地，法国国王甚至高价出售贵族封号。西欧的国王容许贵族享有特权，但并不以放弃农民作代价去换取贵族的顺从；全体臣民，包括农民在内，都能恳求国王公正裁判的保护，而且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在不时发生宫廷政变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一方面惧怕贵族，另方面又认为不能失去贵族的帮助。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君主让他们专门从事自由职业和商业，帮助他们开办手工工场。叶卡特琳娜二世允许资产者实行行会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让资产者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但是，资产者未获批准不得拥有土地；晋升贵族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机会极少，因为官职不能用金钱买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数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发的宪章特许贵族在由他们推选的大臣的监督下组成特权阶级，且犯罪时由特殊的法庭审判。普鲁士贵族在各省可以为所欲为，并由他们指定行政长官；国王为贵族单独设置了抵押贷款。对农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现了王室同贵族的狼狈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赞同废除农奴制，主张限制农民的劳役和贡赋负担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他不敢贸然侵犯容克的产业，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断专行，并为国王征收土地税。叶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把从王家领地和教会产业上逐走的大批农民分配给她的心腹宠臣；贵族的横行无道比在普鲁士更甚，他们可以任意征派农奴去军队服役。
丹麦、瑞典、波兰等邻国的情形只能使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君主对贵族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极权使施特伦泽丧命；在贵族同意下执政的伯恩斯托尔夫虽然取消了农奴制，但仅是为了按照英国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瑞典，农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贵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方面：国王在1772年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执掌了政权，但他还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尤其，波兰向王公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他们对波兰农民所受的压迫并不关心，但他们注视着波兰封建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才瓦解了共和国。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对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对德国教会，对资产者和贵族中传统观念的衰落感到惊慌。和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领导的共济会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进分子对它的软弱感到不满，特别在耶稣会仍有影响的巴伐利亚。威沙普特在因戈尔施塔特成立了光明异端会，并同汉诺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订了该会的等级和纪律。1782年，他们在哈瑙附近的威尔海姆斯巴得的共济会会员大会上试图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在德国南部和维也纳的自由职业者、官吏和绅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异端会分子尖锐批评已成立的政权和社会，但还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他们打算采取革命行动。如同哲学家们一样，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信徒的办法来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亚，他们被敌人指控为奥地利的奸细，而奥地利当时正想吞并巴伐利亚选侯国。光明异端会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会掀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思想的运动；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拥护者受到追捕，从1789年起更有问罪判刑的危险。
与此同时，玫瑰十字会在普鲁士挑动政府镇压启蒙运动。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后，玫瑰十字会更掌握了普鲁士王国，因为随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之一。沃尔纳和比硕夫斯威德借机飞黄腾达，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报部门的头目，后者任国王军事总监。被迫左右逢源的国王得不到信徒们的谅解；但是，他力图要新教牧师和教师皈依正统。在《宗教敕令》发布后，学生使用的课本受到严格的审查，牧师和教师必须精通教义，而且备受行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监督。反动势力在萨克森和汉诺威蔓延猖獗。
尽管强盛的邻国君主对贵族尚且曲意迁就，约瑟夫二世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动势力。他的可悲下场使邻国君主更加谨慎小心。约瑟夫二世决心向领主制开刀，下令废除农奴制，接受农民向法院告状，限制劳役和贡赋，允许并规定将劳役和贡赋改作赎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税改革和建立土地册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计算，其中农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归国家，领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这些措施激起了贵族的普遍反对；首先在匈牙利，他们利用1787年开始的艰难的和付出很大代价的奥土战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说明，东欧的开明君主只能在牺牲第三等级和同贵族妥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会等级制不受到严重威胁，早已顺从国王和力不从心的贵族表现尚称安分；但即使在那里，也谈不到取消特权的问题。



二、英国
英国的进步同大陆各国的落后恰成鲜明对照。英国贵族对英国的经济进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地位在经济进步推动下上升了，这种上升在英国国教教徒和加尔文派之间的冲突和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的掩盖下，导致了最早的两次近代革命。实际上，两次革命最后都以妥协而告终，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一方面，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协力统治社会和领导政府。另方面，国王不得不最终承认立宪制原则。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被确认，至少它们已为上层阶级所理解，并且后来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国王同国会——即同组成贵族院的贵族——共掌政权；同时，国王又利用混乱和腐败的选举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议席，既尊重富裕缙绅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腐败选区”或“保留选区”让给大学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例如小皮特。
然而，国王毕竟享有特权，他掌握部分选区，分配“赏赐”、津贴和肥缺，出让包买权，从而使政府能掌握“顺从的多数”。在汉诺威王朝最早两任国王的统治期间，由于托利党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绅士又与新王朝作对，国王不得不帮助辉格党人控制国会，并在辉格党人中挑选大臣。英国的“议会制”从此粗具规模，真正的权力属于代表议会多数并随着议会多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内阁。但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教训日渐淡薄，乔治三世以为可以滥用王权，并企图重新执掌政务；皮特在同辉格党破裂后，于1784年协助国王主持国政。他们串通一气，为“新托利党”争得了议会多数，皮特因此获得了巩固议会制的名声。其实，皮特只能指挥少数个人私党，他无非假手国王搞垮他所不赞成的改革而已。他权欲甚旺，并像他父亲一样，以为只有他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因而他对国王的肆意羞辱始终逆来顺受。
社会妥协并不因此被破坏，它贯穿着整个这一时期。贵族或者在政府和国会任职，或者管理地方事务（州郡的保安官，教区的乡绅），他们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圈地法和谷物法就证明了这点。大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事：他们竭力维护关税保护、航运法、殖民贸易垄断，以及凡能保证足够劳动力的法律。公债利息、军需供应、对印度的掠夺使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大大增加。作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集团的代理人，老皮特创建了大不列颠帝国。他的儿子小皮特耐心地医治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创伤，强迫动产主作出微小的牺牲，力图整顿财政、偿还债务和恢复金融。为此，他一方面认为必须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军，伺机加强英国的外交地位。
阴暗面也还不少。在英国，金钱势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无阻。一切都可用金钱买到，人们钻营进入国会，往往只是为了扩大谋取财利的地盘。由贵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机构本身就十分软弱，加上收受贿赂、滥用特权和安插亲信，就变得更加腐败。非国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针对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许多寡头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复兴运动支持的清教徒的愤慨。人们希望纯洁公共生活；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纷纷要求改组济贫和平民教育事业以及改善监狱待遇。有一个社会团体曾要求废止黑人买卖。此外，爱尔兰的状况始终令人担忧；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天主教徒，他们对于向国教教会交纳什一税和教区税以及被剥夺选举权感到愤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全都抱怨政府封锁英格兰的市场和阻挠爱尔兰工业的发展。他们的领袖格拉坦要求都柏林的国会取得立法自治。在代理贵族收租的管家的中间剥削下，贫苦农户以抗租相报复，因此地方秩序很不安定。他们开始向美国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组织了志愿军，以抗御法国可能的入侵，这个先例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实行选举改革前，人们对英国国会还不能抱太大希望。被赶下台的辉格党人在福克斯、谢里丹、伯克的领导下，如今已成了在野党，他们内部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批评政府时却完全一致：议会制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在实现中。他们指责国王偏袒执政党，主张推行经济改革，裁撤闲职，纠正其他弊端。他们完全懂得，关键还在于实行选举改革。但是，他们既然尚能利用现制度，因而也就不急于去动摇它。福克斯宁可把重掌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朋友、可能就任国王的威尔士大公的身上。不久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统治者更加感到害怕。在威尔克斯的领导下，这个运动在1760年后十分活跃，虽然它没有波及无产阶级，暂且还处在潜伏状态，但法国大革命将使它变得活跃起来。当时，旧制度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贵族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可能决裂。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在国家中具有的影响同自己的地位很不相称，工业的发达有使制造商转而反对地主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并不紧迫。皮特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他想通过解放非国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取消黑奴买卖、对爱尔兰开放英格兰市场、实行起码的选举改革等方法去排除某些困难。国王推翻了大臣提出的所有这些建议，仅仅同意减轻保护关税和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尽管资产者对此极不满意，他们仍然希望，随着立宪制和代议制的发展，寡头政治最终和平地投降。
英国领导人的妥协性超过了他们的革命胆略，这种为商人所特有的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态度得到一些人的好评。使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英国人根本不喜欢谈论平等。其实，在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看来，自由和政治权利应该同出身和富有成正比，而平等却是只会动摇社会等级和为平民谋利的一架战争机器。同贵族合伙的大资产阶级看不到突出平等原则的任何理由，这在法国却不是如此。



三、大陆的联合省和豪门统治
在欧洲大陆上，有几个小国同英国的情形比较接近。不同的是，在英国，出身军人的贵族处于附属地位，出身豪门世家的资产者独掌政权，新兴的资产者也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联合省是由一些自治国家及其附属地区联合组成的共和联邦，这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家在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那里，尤其在东部地区，贵族依旧存在，并保留部分领主权。但早在十七世纪，正当荷兰在欧洲经济中遥遥领先时，贵族地位就江河日下。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普鲁士国王内弟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虽然仍担任联合省的陆海军统领，并有尊位称王的野心，大资产阶级仍牢牢控制着国家、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的衰落如今已显而易见。它在海上和亚洲的优势已不得不让位于英国。由于缺乏煤炭和原料，工业不能革新，资本首先用于向各大国投资。尼德兰资产阶级在向食利者转变的过程中丧失了进取心。任用私人和裙带风使官职集中在少数豪门世家的手里：大资产阶级正变成垄断的和腐化的家族集团。受其排斥的资产者组成“爱国党”，要求改革政治组织，力图分享政权，使政府更有活力，并把联邦制改为统一的共和制。美国独立战争使当局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阿姆斯特丹银行因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贷款而岌岌可危。然而，改革派的要求丝毫未能实现。何况，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出于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一直倒向奥伦治亲王的一边。
瑞士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仅是由互相独立的各州为着共同防御的目的而组成的邦联，其中部分州拥有附属地区。贵族依然存在，但什一税大部分已转入推行新教的政府之手，领主权的负担比什一税较轻。各州的权力由资产阶级豪门世家所掌握，其中以伯尔尼、苏黎世和巴塞尔的大资产阶级尤其富有。但也有一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家族通过长途贩运、经营乡村工业和向外国贷款获得利益，他们渴望实现民族统一和政治改革。在与瑞士邦联结盟的日内瓦共和国，冲突导致了革命：“代表”党联合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本地人”于1782年推翻了“否定派”的豪门寡头。法国和“伯尔尼的先生们”在那里恢复了秩序。日内瓦和瑞士的流亡者不久在动乱的欧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德国，在许多直属皇帝管辖的共和城市里，豪门寡头也居统治地位。除汉萨同盟各港口和法兰克福外，这些城市大多并不出名。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是寡头统治的共和城市；但随着这些城市的逐渐演变，依靠贸易和金融致富的豪门寡头开始自封为贵族。在威尼斯，载入“金册”的豪门构成了世袭的特权等级，他们的警察专制享有理所应得的声誉。
所有这些国家都具有某些共同点。它们或者因地理位置而不能进行海外扩张，或者因国小和人少而受到一定限制；自然资源也不允许它们超出商业资本主义的阶段。封闭的和僵死的寡头统治之得以维持，是因为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不但本身十分软弱，而且在军人贵族当中既找不到可效仿的榜样，也找不到同盟者。另外，如同其他各国的情况一样，他们也不信任平民阶级。



四、美国革命
美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提供了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榜样。在同宗主国的冲突中，起义者不仅以传统的免税权，而且以在清教徒中依然流行的自然权，同宗主国相对抗；他们在人权宣言中陈述了人和公民的天赋权利，并以主权属于人民的名义创建了共和国。
消息传来，欧洲大陆受到了猛烈的震动，起义胜利激起的浪漫主义热情动摇了人们对旧秩序的服从，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爱尔兰，当地居民利用英国政府对可能的外来入侵的担忧，组织了志愿军；为此，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同爱尔兰达成和解：向爱尔兰开放殖民地市场，允许它出口毛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缓和旨在限制天主教徒的非常措施。殖民帝国的首次分化瓦解鼓励着各殖民地的白人居民要求自主和独立。美国革命使英国的民主派更加斗志昂扬，托马斯·潘恩公然前往加入“起义者”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揭开了民主宣传的帷幕，法国革命不久则使这一宣传进一步展开。在大陆上，启蒙哲学的信仰者群情振奋，富兰克林的深得民心便是个证明。他出生在一个小杂货铺家庭，长期充当排字帮工，因经营书店和其他商业而逐渐富裕，进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最初仅在报界和木器业有相当影响，最后在政治界和外交界发挥作用，成为新秩序的象征。法国人之所以愿意帮助起义者反抗英国，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七年战争仍耿耿于怀。但是，通过同起义者的并肩作战，许多出身贵族的法国军官，首先是拉法叶特侯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们在回国后，当革命危机迫近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自由派贵族的核心。孔多塞等人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创议正是从新共和国那里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大地主贵族阶级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制造商等大资产阶级实现了妥协；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于在殖民地从未有过贵族院，当王权不再存在时，美国不保留任何世袭的政治权；另方面，华盛顿等人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之成为贵族，仅仅因为祖上拥有大量地产而已。在这个社会里，财富等级比旧大陆更加明显，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事同英国的主子没有根本性差别，只是要防止共和国朝民主的方向发展。然而，战争的后果比对未来的担忧使统治者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的直接利益在战争中受到了损害。美国各州和联邦国会分别发行了纸币和公债；由于比价不断下跌，债权人在收回债款时，这些证券很可能一文不值。航运、贸易和工业在战争期间已濒于破产。在和平恢复后，英国又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平民阶级因参加了独立战争而表现很不安分，尤其是作为债务人在通货膨胀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庄园主。他们开始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相敌对，对那些用低价收买贬值票据或者买进大片土地然后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机商，则更加愤恨。同不久后的法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没收和出售。此外，随着“拓荒者”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国会于1787年制订了有关占有这些“西部土地”的法规；商人们甚至劝诱欧洲加入对西部土地的开发。最后，由于革命精神与奴隶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买卖的同时，准备根绝奴隶制。
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州原则上都是独立的；至于合众国是否如欧洲的瑞士邦联那样仅限于共同防御，这在当时还不清楚。联邦当局由于没有权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货膨胀、清理货币、整顿债务、偿付利息、制订关税，以及维持一支对外保障独立、对内保护有产者的军队。1787年宪法的通过和合众国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创议者为此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他们的本意并非单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们这样做。华盛顿本人就是共和国最富有的产业主之一；罗伯特·莫里斯是个大投机商；富兰克林对赚钱的机会从不放过。相比之下，因作出杰出贡献而遭到残酷打击、最后可怜地死去的汉密尔顿显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开推行了发展工商资本主义的政策。大产业主也赞成这个计划，其条件是奴隶问题由各州自行决定，以便通过有效的联邦执行机构防止可能发生的黑人起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州均附有财产条件。何况，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组织的条件下，群众不可能同有知识、有财产的少数统治者相对抗。城市无产阶级或者表现冷淡，或者追随雇主。反对情绪在乡村居民和退职军人中比较强烈，后者的薪饷是用贬值货币支付的。
主持费城会议的领导人在承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同时，容许各州保留其独特的选举制，竭力分散联邦权力，以防止独占联邦权力的任何图谋。随后选出的众参两院只是费城会议的延续。当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总统时，半数以上的宪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终于开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两年内，国会稳定了公债的比价，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债；建立了国家银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联邦公债券；通过了关税税则；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债券偿付；批准了招募陆军和海军；通过对农民私人酿酒征收酒税，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在建立国家机器的过程中，统治阶级满足了自身的利益，并尽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如果完全按汉密尔顿的办法去做，人们或许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对英国宪法规定的爵位世袭颇为欣赏。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官吏终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把起义军军官集合在“辛辛纳图斯会”中已是把他们晋升为世袭贵族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是一次徒劳的尝试。
欧洲的民主派看来并非十分懂得这种政治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实质。然而，他们觉得，同美国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则相比，革命事业尚有其不足之处。美国革命所说的信仰自由仅适用于基督徒；对黑人说来，奴隶制依旧存在。如同在英国一样，美国革命的领导人闭口不谈权利平等，这不仅因为，在一个不存在合法特权的国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因为，这个原则只能为平民阶级的权利要求提供借口。为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权利平等束之高阁，并且不给平民选举权。



五、法国
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法国的君主制界于英国的立宪制和大陆的专制制之间。法国不同于英国，因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它又不同于俄国和普鲁士，因为国王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法国在保留贵族特权的同时，让新贵族大量滋生，又让资产阶级成长壮大。
在路易十四时代，君主制业已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极权制，似乎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国王的绝对权威，贵族也似乎已永远服从国王。其实不然，正如资产阶级的上升一样，贵族的反动贯穿着整个十八世纪。贵族固然已不再动用武力，但它用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段——对抗宫廷和诉诸舆论——抵制和破坏国王的权威。那些远祖或近祖原是平民出身的佩剑贵族自然一马当先，购买官职的司法行政官吏则随声附和，因为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图从他们手里夺走地方政务。世袭贵族和主教联合控制着各省的三级会议；在省三级会议业已消失的地区，他们力图恢复这个组织。“太阳王”对世袭贵族的不信任，如今已逐渐被他的继承人所遗忘，他们把高官显职交给世袭贵族。假如圣西门公爵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依旧在世，他或许不会再责备国王被“资产阶级宵小”所包围。除奈克尔外，所有的大臣都是四代封爵的贵族。出身同样高贵的巡按使分别在各自的辖区定居、联姻和购买土地，并与当地的贵族称兄道弟。
可见，法国开明专制的行之有效仅仅依靠了个别卓越人物的治理才能。马肖、摩普和杜尔哥推行的结构改革在贵族集团、高等法院、教士会议和各省三级会议的反对下终于惨遭失败。行政组织的改善起色不大，路易十六在任用大臣和听取意见等方面，同路易十四很少差别。随着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发达，随着学校教育和首都吸引力的加强，民族统一继续有所进步，但法国仍分为“税区”和“省区”两种行政体制。在各个“税区”，巡按使包揽一切，反对高等法院有所畏惧；在各个“省区”，巡按使必须同日益扩大其自主权的省三级会议进行协商。这种情况在布列塔尼尤其突出。法国南部仍遵循罗马法，北部则在很大程度上按习惯办事。贵族仍享有一定的司法权，教会法庭执行其教规，国王的手谕高于一切。国内的税卡林立和税制不一阻碍着民族市场的形成。大至地区之间，小至教区之间，度量衡均不统一。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区划的极不平衡和互相牵制，只能导致一片混乱。一些享有豁免权或自主权的省区和城市把这些特权看作是对抗君主极权的护身手段，顽固地坚持地方主义。卡贝王朝在用武力统一法兰西国土的同时，理应担负起统一行政机构的历史使命；这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识本是和谐一致的，因为这既有利于国王行使其权力，又能给所有人带来方便和好处。官吏们对此也求之不得，因为这不仅将加强国王的权威，而且也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是，正因为如此，实现行政统一首先遇到了贵族的拼命反抗。国王的伟大业绩一旦完成，就会危及当时社会的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统一的否定。
即使当时的局势能提供统一行政的机会，日趋衰弱的王权也会遇到贵族更加胆大妄为的挑战，而资产阶级很可能支持贵族的反动。佩剑贵族和长袍贵族将坚持历史先例，司法行政官吏将维持其职业传统，法律界人士和哲学家将援引自然权和理性思辨；总之，他们将异口同声地主张用法律限制王权，反对专横暴戾，保障个人自由。大地主和大资本家都赞同经济自由；对于许多行政改革，他们在原则上也并不反对。在这基础上，缙绅们很可能联合起来，强迫国王接受君主立宪，并如同在英国那样，使自由得到尊重。事实上，这种联合在多菲纳地区已开始形成。
但是，英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国王和缙绅之间的妥协，而且也意味着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妥协。然而，法国贵族却不愿同资产者妥协；仅有少数人通过英国和美国的榜样懂得，这种妥协对他们没有任何害处。世袭贵族并非不知道金钱的威力，他们认识到，没有金钱，单凭出身尚不能使他们飞黄腾达。他们在宫廷向国王请求恩赏。一些贵族开始注意兴办大型企业，塔列兰甚至已从事投机。允许圈地和瓜分公地正是为了满足大地主的利益。地主们力图向农民攫取更多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领主的反动”。然而，正当一些贵族由于商业意识和生活方式日益向资产阶级靠拢时，另一些贵族却不能再保持其身份和地位。米拉波被迫卖文为生；夏多勃里昂面对那些将为他的雄心壮志开辟道路的新事物暗自长叹：“快来吧，期待已久的暴风雨!”多数具有封建军人气质的贵族不知如何适应资产阶级的秩序，何况他们也不愿去适应：宁肯贫苦为生，决不丢失贵族的体面。他们在极端的排外主义中寻找出路。为此，他们力图使贵族等级成为封闭的特权阶级；要求废除买官制度，使平民不能跻于贵族行列，而由贵族垄断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符的所有官职；要求增加专门的贵族子弟学校和修女院。一些地方的高等法院已不再接受平民任职，作为贵族首领的国王对贵族的这些愿望颇为迁就。从此，所有的主教均由贵族担任；自1781年起，只要证明四代封爵，不问有无资历，均可充当司法行政官吏。在这方面，法国贵族同大陆各国的贵族十分相似；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敌对阶级的力量却与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不相上下。巴纳夫写道：“各条道路都给堵塞了”，沙特尔大教堂堂长西哀士承认，他不会升任主教。既然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门撞开。同英美两国的情形相反，法国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强调权利平等，由此决定了1789年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意义。



六、各国间的争夺
政治大国的形成在破除各国的封建无政府状态的同时，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但是，各王朝的立国图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国王们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他们最大的野心便是损害邻国和扩张国土。假如有人告诉这些国王，随着旧制度在法国的迅速崩溃，不仅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他们自身的权威将会动摇，而且国家也有变成国民公产的危险，国王们一定会回答说，波旁王朝的垮台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意味着它将被驱逐出他们时刻注视其动静的欧洲政治舞台。
人们根据经验可以想到，国际纠纷将随之产生。英国怎能不乘机为不久前的失败报仇雪恨？尽管维尔琴纳坚持和平立场，尽管皮特似乎也倾向和平，人们预计到，英法两国将进行一次新的较量；法国将获得其海上盟友的支持，首先是西班牙。西班牙始终为它在美洲的领地担心，此外，它同波旁王朝还有“姻亲”的联系。人们知道，一旦英法交战，英国外交部准备资助大陆联盟，从而通过大陆战争牵制敌方的兵力。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大陆战争在意大利和德国从未间断。在外交家和军事家看来，意大利只是有名无实的一个地理概念，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正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和普奥之间的对立而日趋崩溃。法国长期支持德意志各邦的王公，以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法国帮助西班牙拥立其王子分别在那不勒斯和在帕尔玛即位。1756年后，法奥同盟的成立使敌对有所缓和。实际上，法国舆论对这个同盟并不欢迎，人们尤其不甘心把比利时让给哈布斯堡王朝。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时出现从十六世纪以来对奥地利的传统敌视，因而法国对那些受奥国武力威胁的国家，特别对德意志各邦的王公，深表同情。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仍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凡尔赛宫廷本身就竭力保持在莱茵地区的影响。舒瓦瑟尔和维尔琴纳虽然保留了1756年条约，但条约的作用已仅限于维持现状而已。维尔琴纳在但辛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达成协议，阻止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巴伐利亚继承问题上挑起新的战争，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规定，把神圣罗马帝国置于法俄两国的保护之下。后来，由于约瑟夫二世企图开放自1648年后关闭的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维尔琴纳自荐充当约瑟夫二世和荷兰之间的调解人。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德意志王公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用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时，维尔琴纳也没有支持皇帝。人们以为，和平在西欧将能持续下去。
暂且，冲突的危险出现在东部。叶卡特琳娜二世和约瑟夫二世打算重新分割奥斯曼帝国，普鲁士则准备乘机重新瓜分波兰。维尔琴纳拒绝接受叙利亚和埃及提出的调停请求；但是，想到通向印度的古道从此将落在俄国人的手里，皮特深感惊慌；东方问题变成了欧洲的问题，随时都有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
此外，由于约瑟夫二世的匆促改革，哈布斯堡帝国一旦战事失利，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对整个欧洲说来，这又会导致多少内部纷争！
在政治上，不存在统一的欧洲，正如不存在统一的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整个欧洲不懂得为维护欧洲和平和奴役海外领地而团结起来，各国君主甚至把革命看作是他们得以浑水摸鱼的机会。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部分地借助这种混乱局面，使他们的革命得以成功；如今，法国人也将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从事他们的革命了。
 
————————————————————
(1) 这里的人丁税（capitation）和拾一税（dixième）不同于农民向国王缴纳的人头税（taille）和教会征收的什一税（dîme）。——译者



第二编
资产阶级在法国的得势



第一章　贵族的革命（1787—1788）
法国革命最初是在贵族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的。但是，第三等级和贵族本身却由于不同的原因竭力把这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实掩盖起来。革命的直接起因是财政危机，其根源则要追溯到美洲战争：奈克尔为支持战争而接连举债；随后的卡龙又用借新债来偿还旧债。亏空愈积愈大，以致卡龙于1786年8月20日向路易十六呈递一份奏折，指出国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卡龙和缙绅会议
国家的财政管理十分混乱，我们这里只能就收支状况作概略的介绍。根据1788年3月编制的预算——这是旧制度下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算，支出约六亿二千九百万，收入约五亿零三百万，赤字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占百分之二十。当时，人们都把亏空归罪于宫廷的挥霍浪费和金融家的趁机谋利。节省开支诚然是可能的，宫廷也确实作了部分努力；但是，偿付债务一项就占了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达三亿一千八百万：不宣布国库破产不足以削减开支。增加新的税目或许是个办法，但人们觉得税务负担已经过重。唯一的出路是：有些省份纳税较少，资产者比农民少纳税，贵族和教士更少。从技术角度看，实行税务平等或许能使危机得到解决。
卡龙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但他毕竟建议普遍征收盐税，实行烟草专卖，并且用所有地产主毫无例外地必须缴纳的“土地附加税”代替人丁税和念一税。与此同时，他还打算完全开放粮食贸易自由，废除国内的过境税和减免某些间接税，以便刺激经济的活跃，进而增加国家的整个税收。此外，他还打算把税务分配权交给由产业主不分等级地选出的省议会，僧侣的债务则通过出售其领主权来偿还。卡龙的建议如被采纳，国王的权力将得到加强；在财政收支恢复平衡后，高等法院的对抗将变得无足轻重，国家的统一将前进一大步，资产阶级将与行政当局携手合作。
要求特权阶级作出的牺牲虽然是微薄的——他们仍免缴人头税以及代替筑路劳役的劳力捐，但卡龙并不幻想高等法院对他的计划持欢迎态度。假如他能指望国王给他撑腰，他或许会同高等法院进行公开的较量。杜尔哥和奈克尔的前车之鉴使他不敢这样做。何况，虽然法兰西王国仍威名远扬，路易十六个人却威信扫地。除了狩猎、手工和大吃大喝外，他对游艺、舞会等交际活动毫无兴趣，因而受到廷臣们的窃笑。有关王后的种种流言飞语使他成为人们的笑柄，玛丽–安托瓦内特被人称作是当代的梅萨琳娜，1785年的项链事件使她声名狼藉。因此，卡龙只得采取迂回的策略。他想召集一次主要由各类贵族参加的缙绅会议。他以为，凭着行政当局的影响和贵族对国王的恭顺，由他亲自挑选的代表将会表现比较顺从，一旦他的建议取得缙绅的同意，高等法院也就容易制伏。但是，既然国王不再对贵族下达圣旨，而是向他们征求意见，这毕竟是国王对贵族的第一次投降。
于1787年2月22日召开的缙绅会议对不分等级地选举省议会，对省议会职权的狭小，以及对侵犯教士的领主权，都颇有怨言；当然，他们的批评首先指向土地附加税，并要求先向他们公布国库账目。他们口头上答应为挽救国家而作出贡献，同时却又要求满足他们的先决条件。路易十六明白卡龙将一无所获，便在4月8日将他免职。



二、布里盎和高等法院
在卡龙众多的政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盎；他一心想当大臣，这一愿望很快也就实现了。为了拉拢缙绅，布里盎公布了账目，并答应在省议会中保留等级区分和不触动僧侣的领主权。但他再次提出了增设土地附加税的计划，并要求增加印花税。缙绅会议以他们无权同意加税为推托，暗指此事需交三级会议决定。5月25日，缙绅会议宣布解散。卡龙的迂回策略遭到了失败，布里盎只得正面同高等法院进行交涉。
巴黎高等法院痛快地接受了关于粮食贸易自由、改劳役为纳税和设立省议会等法案，但增加印花税一案却被驳了回去。至于土地附加税，高等法院明确答复需交三级会议讨论。8月6日，御前会议强行通过增税法案，高等法院宣布御前会议无效，接着又传讯卡龙，后者被迫逃往英国。同月14日，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至特鲁瓦。各国王室纷纷支持高等法院，布里盎不久即行退让。9月19日，高等法院接受了这一让步，重新复职视事。
布里盎被迫再次要求借债。他仍遇到了原来的困难：必须征得高等法院的同意。一些法官在接受谈判后，断然提出了先决条件，要求政府同意召开三级会议。布里盎答应，如能在五年内借债一亿二千万，则三级会议将于1792年召开。但是，他对能否取得会议多数还没有把握，于是就迫不及待地让国王在11月8日御前会议上颁发谕旨，而这次御前会议的召开又没有遵守传统的惯例。奥尔良公爵提出了抗议，谕旨被高等法院宣布无效。路易十六以放逐奥尔良公爵和高等法院的二名参议作为报复。高等法院出面为他们进行辩护，谴责国王滥用“密札”捕人，要求保障臣民的人身自由。1788年5月3日，为预防发生政变，高等法院发表了法兰西王国根本法宣言，主要内容如下：国王的王位世袭罔替，加税需经三级会议通过，臣民不得任意逮捕和监禁，法官终身任职，各省习俗和特权不容侵犯。
人们看到，政府已决心重演摩普的故伎。5月5日，军队包围了高等法院，直到国王下令逮捕的两名参议被交出为止。路易十六决定由王族和廷臣组成的“全权法院”接受掌玺大臣拉摩仰起草的六份谕旨。与此同时，他还决定：改革司法组织，削弱高等法院的权力，但不取消买官制度；废除处决罪犯前的酷刑（审判时的酷刑在1780年业已取消）；原告可不接受领主的司法调解，直接要求王家法庭受理案件。这最后一项决定是对贵族的一个新的打击。
这一次，贵族的反抗比以往更加广泛和更加强烈。各省高等法院和低级法院纷纷提出抗议。教士会议已被不久前颁布的关于给新教徒以公民地位的谕旨所激怒，更大肆批评改革措施，并决定减少给国王的赠与。巴黎和外省爆发了多次骚动。6月7日，格勒诺布尔发生了“抛瓦事件”。与此同时，于1787年末开始成立的省议会丝毫满足不了舆论的要求，许多外省要求恢复拥有决定税收权的省三级会议。多菲内省的贵族同资产阶级一起于1788年7月21日在维齐尔乡墅自行召集了三级会议。布里盎再次被迫作出让步。
国库已空，国王只得减少恩赏；年金被停止发放；透支金库的纸币实行强制流通。由于财政拮据，路易十六听任普鲁士入侵荷兰，支持同法国断绝联盟关系而改同英国结盟的陆海军统领镇压资产阶级。布里盎再一次屈膝投降：三级会议将在1789年5月1日召开。布里盎于1788年8月24日退职，国王召请奈克尔继任。奈克尔上台后，首先将拉摩仰免职并恢复高等法院。9月20日，高等法院马上作出决定，三级会议将如同1614年那样由三个等级组成，每个等级占有名额相等的代表，分别讨论议案，并对其他等级拥有否决权。因此，贵族和教士将主宰三级会议，这是贵族的胜利。
在同国王的斗争中，特权阶级团结一致地展开宣传和组织抵抗，这在布列塔尼特别突出；他们威胁或拉拢各省的巡按使和军事首领，有时甚至挑动他们的佃户和仆役闹事。这一切为今后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先例。高等法院尤其具有榜样的作用，法官的策略同第三等级随后在三级会议上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他们竟敢对大臣提出弹劾，卡龙因此而成为第一名流亡者。



第二章　资产阶级的革命
有些平民，首先是法律界人士，为了同大臣作对而同情贵族的反叛；不打算乘机渔利的许多其他平民，例如罗兰夫妇，则采取中立的立场。直到1788年夏，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资产阶级将会介入冲突。但是，三级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震动了资产阶级，因为国王将允许他们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初，他们同贵族达成协议的可能并未排除。在多菲内省，贵族在按人投票和税务平等的问题上向第三等级作了让步，这个榜样激起了资产阶级的热情。在高等法院9月23日的决定公布后，整个事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法官们一夜间民心尽失，不满之声响彻全国。马莱、杜潘于1789年1月承认：“公众改变了议论的主题。从此，国王、专制和立宪已降到次等地位，第三等级同其他两个等级之间的一场较量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



一、爱国党的形成
至此，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一些自由派大贵族仍与大资产阶级联合组成了“国民”党或“爱国”党。在对爱国党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十人委员会”中，拉罗施夫柯–良库尔公爵、拉法叶特侯爵和孔多塞侯爵与塔列兰主教和西哀士教士平起平坐，米拉波也是成员之一。后两人同拥有广阔领地、大量钱财和巨大势力的奥尔良公爵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巴黎和外省，不但私人间的交往，而且团体同仁间的联系——在十八世纪，学士院、农学会、慈善团体、读书会、共济会等团体日益增多——全都被利用了起来。共济会法国分会会长奥尔良公爵被认为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该会的总干事卢森堡公爵对贵族的事业仍忠心耿耿。贵族在共济会中人数众多，共济会竟站在第三等级一边，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表明，共济会没有因内部冲突而发生分裂。
爱国党的宣传曾遭到反对派的驳斥，但政府方面没有给宣传设置任何障碍。既然国王邀请其臣民就三级会议发表见解，爱国党便大批出版小册子，自由地申述他们的愿望。这些宣传巧妙而又审慎，他们援引省议会和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先例，仅仅要求让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等于教士和贵族的总数。他们号召各地向政府请愿，各市镇当局于是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实际上，爱国党寄希望于奈克尔。



二、奈克尔和代表名额加倍
为了应付最紧迫的需要，财政大臣一方面要求贴现金库同意捐助，另方面让金融家向国家提供贷款和包收税款。这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他打算等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再废除税务特权。假如贵族在三级会议上占了上风，政府将会受贵族的摆布。因此，奈克尔有点偏向第三等级，但也不完全站在他们一边。只要他同意把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又把按人投票局限于财政问题，他就能把各方调解妥帖：税务平等将得到通过，三个等级在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将由国王作出裁决。在体制问题上，奈克尔私下的盘算是毫不含糊的。他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在他看来，一方面设立贵族院，另方面让所有人不分出身均能担任公职，这就既能使贵族放心，又能使资产阶级满意。
他不想吐露以上的想法。作为一个因投机而发迹的外国人和新教徒，他历来受到贵族、宫廷和国王的猜忌。他的许多同事，尤其是新任掌玺大臣巴朗坦，处处刁难他。为了首先保住权力，他在行动上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同卡龙一样，他希望能说服缙绅们同意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一倍，于是他在1788年11月6日再次召开了缙绅会议。会议使他大失所望。亲王们于12月12日交给路易十六一份奏折。这份意图清楚和语调夸张的奏折可被认为是贵族的宣言：“国家处境危急……政府的方针正酝酿着一场革命……所有权不久将受到攻击，财富不均也将成为改革的目标……难道陛下决心牺牲和羞辱您的忠勇可敬的贵族吗？第三等级应该停止攻击其他两个等级的权利……第三等级应该仅仅要求减轻它可能负担过重的税收。在这些条件下，其他两个等级可以承认第三等级是他们亲爱的公民，并以宽大为怀的态度，放弃自己以金钱利益为目标的特权，同意一律平等地承受公共负担。”
奈克尔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对这份奏折不予理睬；他取得了胜利，这也许因为布里盎的下台使王后十分不满，而贵族的反叛又使国王闷闷不乐。12月27日的大臣会议接受了关于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一倍的议案。有人曾责备路易十六没有把投票方式同时加以解决。从法律上看，这项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奈克尔在其报告中已经提到，根据规定，三级会议应该按等级投票。但是由于疏忽，大臣会议的决定没有就此作出记载，而奈克尔又隐约说过，三级会议可能会认为，在税收问题上实行按人投票是适宜的。
第三等级高呼胜利，以为按人投票已经被确定下来。贵族则拒不承认，并在普瓦图、弗朗什–孔代、普罗旺斯等地区强烈抗议使按人投票得以成立的关于增加第三等级代表名额的决定。在布列塔尼，阶级斗争转化成为内战。1789年1月末，雷恩市已开始有了战斗。愤怒的第三等级开始主张采取激进办法。2月，西哀士在其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中以尖刻的冷嘲热讽，表达了对贵族的仇恨和鄙视：“这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肯定是自外于民族的。”同时，米拉波在其准备向普罗旺斯省三级会议发表的演说中，赞扬马里乌斯“把以出身为自豪的罗马贵族斩尽杀绝”。这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预告了内战的即将发生。



三、三级会议的选举和陈情书
如果事先作出规定，三级会议的代表将由各省的三级会议选举产生，或者把第三等级的部分席位留给乡村，资产阶级当选代表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一些贵族曾提出以上的主张，但被奈克尔否定了。
选举程序在各地很不一致，但1789年1月24日的规定大体得到了贯彻执行。选区的划分采取了旧司法区的格局，尽管这些司法区在地域和人口方面极不平衡。同以往的惯例相反，全体世袭贵族，包括不拥有领地的贵族在内，都应召出席本等级的选举大会；但是，人们错误地把封爵只及自身的贵族推到了第三等级的行列中去。至于教士选举会，除了主教以外，还有本堂神甫均全体出席，一般教职人员则仅派代表参加。本堂神甫几乎都出身于第三等级，因而他们掌握着会议的多数，他们往往不选贵族出身的主教。第三等级的选举会由城市代表和教区代表所组成。在乡村各教区，他们由纳税人直接选出，在城市需经二级选举产生。如果属于小司法区（即委托司法区），选举大会仅起草一份陈情书，而派遣其四分之一的代表去出席大司法区（即直辖司法区）的选举大会。在第三等级的选举会上，农民代表占最大多数。由于缺乏知识和不善演讲，尤其在起草陈情书时对辩论往往感到胆怯，农民几乎全都选举资产者。
在僧侣和贵族选出的代表中，也有一些反对改革而颇有才能的人，例如卡查累斯和摩里教士。但是，当时的环境只允许杜波尔、亚历山大·德·拉默和拉法叶特等自由派站在前列。第三等级的代表多数是中年人，一般比较富有或至少小康，有知识，勤奋而且正直。有的已功成名就，例如学士院院士巴依和塔尔热；更多的人在省内小有名望，例如多菲内的穆尼埃和巴纳夫，布列塔尼的朗瑞内和勒霞不列，诺曼底的都累和蒲佐，佛兰德地区的都埃的梅兰，亚多瓦的罗伯斯庇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资产阶级长期把里翁的贵族代表拉法叶特侯爵当作偶像，而资产阶级最著名的代表西哀士和米拉波却是由特权阶级所推荐的。由此可见，贵族同资产阶级相结合，实际上也为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了地位。西哀士和米拉波都是普罗旺斯人。前者是弗雷儒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在沙特尔大教堂任司铎，他在巴黎被选为三级会议代表，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领导了第三等级。他写的小册子使他获得了未卜先知的美名。作为立宪政权的理论家，他主张：主权仅仅属于国民，在宪法起草完成和付诸实行前，国民代表拥有独裁的权威。正是资产阶级的这位忠实代言人把国民分成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但是，由于处事不能专一和缺少口才，他很快便陷于孤立。相反，米拉波却具有政治家的现实眼光，他既善于操纵他人，又有无与伦比的雄辩才华。可惜的是，他青年时代生活放荡，追逐钱财不择手段，因而不受人们的尊敬。任何人都不怀疑，只要宫廷愿意，随时都能把他收买。同西哀士一样，他也领导不了第三等级。大革命是第三等级集体领导的成果。
奈克尔本可以对陈情书的起草施展很大的影响。当时担任里翁市海事总管和第三等级代表的马鲁埃曾向奈克尔指出，必须代表国王提出一份纲要，以便指导舆论，强迫贵族接受，并遏止第三等级的骚动。奈克尔无疑十分赞赏这个聪明的建议，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给他招来的种种攻击，他还记忆犹新，因而不敢再冒新的风险；他为自己居然能说服路易十六采取中立立场，已经感到十分幸运。
于是，资产阶级自由地参与了各教区陈情书的起草工作。来自巴黎或在本地起草的范本可供人们参考，陈情书往往由法律界人士和本堂神甫执笔。然而，不少陈情书也颇有特色。起草人对体制改革显然不感兴趣，他们仅仅就平民阶级的不堪重负提出批评，虽然这些批评远没有忠实反映平民的内心感情。因为，农民在领主面前始终不敢把心里话说完；此外，无产者也很少参与有关陈情书的讨论。司法区一级的陈情书更不能代表平民的愿望，资产者在起草时早已把下级陈情书所提出的，但他们所不喜欢或不感兴趣的愿望删掉了。城乡平民所强烈关注的问题不仅有税务平等和减轻税收，而且有取消什一税和领主权，保障农民的集体权，实行粮食贸易管制，以及以增税为手段限制资本的扩张。这些要求对特权阶级的财产和特权是个威胁，对资产阶级的雄心也同样是个威胁。但是，平民毕竟进不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中只有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角逐，以解决他们的三角冲突。
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陈情书中一致表示对国王的忠诚；但他们还一致要求用取得国民代表同意的法律统治代替国王的极权统治，要求保障人身自由，反对警察和法官的专横无道，给予书报以合理的出版自由，革新包括教会组织在内的各行政部门。在争取实现民族统一的基础上，这里加上了地方自治和市镇自治的强烈要求：希望在放松中央集权的同时，结束大臣的独断专行。他们赞成实行宗教宽容，但还没有达到要求国家世俗化的地步，因为他们仍让天主教享有举行公开祭礼的特权，不打算把教会从教育和济贫事业中排斥出去，甚至也不打算建立非宗教的民事登记。僧侣们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不能容忍出版物批评教义，不能容忍异教徒与信徒一律平等。国王不久前关于给新教徒合法地位的谕旨已激起了他们的抗议。除了这些分量不轻的保留以外，他们的主张同其他等级基本一致。经过相当广泛的酝酿后，自由终于成了民族的共同愿望。
但是，阶级冲突仍然是明显的。特权阶级同意在税务方面作出一点牺牲，但对他们纳税的范围和方式仍有不少保留。他们普遍反对三级会议按人投票，并明确表示，必须保留等级，维护贵族的荣誉特权和领主权，而第三等级则认为，权利平等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这远不等于说，国王的裁决注定要失败。任何人都不否认君主拥有立法批准权和全部行政权。卡贝王朝如果不再独断专行，而在三级会议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其统治，这只会加强它的民族性质，它的权威也会由于适应现代的需要而不被削弱。不论他们愿意与否，许多人势必会接受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面对国王的决心，贵族中的忠君思想将会动摇对立情绪。马鲁埃和穆尼埃等资产者的主要愿望是结束专制主义，他们会看到，等级之间的争吵有使专制主义得以永存的危险。他们很少考虑农民，因而对尊重领主权和贵族的荣誉特权并不感到为难。慑于内战的迫近，贵族和资产者暗中主张和解。
路易十六和奈克尔假如主动和解，他们或许成为伟大的国王和伟大的大臣。路易十六不是亨利第四；奈克尔虽然心明眼亮，但他的出身和身份使他备受掣肘。国家处于无人掌舵的状态。



四、资产阶级的胜利
宫廷不但不想进行妥协，反而企图抛弃奈克尔；深感后悔的高等法院也助了一臂之力：同年4月，传说政府即将改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无限期推迟三级会议的召开。大臣们在三级会议代表资格审查问题上争论不休。巴朗坦坚持认为，根据先例，资格审查应由大臣会议负责。奈克尔则拒不同意。路易十六最后支持了奈克尔。宫廷革命遭到了流产，代表资格审查权问题仍悬而未决。原定4月27日召开的三级会议被推迟到5月5日举行。上述的左右牵扯大概就是会议推迟的原因。
如果从谨慎考虑，三级会议的会址理应选在远离巴黎的地方。但国王喜欢狩猎，王后及其随从不能离开玩乐，会址结果被选在凡尔赛。宫廷在其他问题上处事不慎，拘泥繁文缛节，因而使第三等级无端受到羞辱：三个等级按规定穿戴不同的服饰，于5月2日分别觐见国王。在5月4日圣灵节的祭仪过程中，第三等级代表一律身穿黑色衣服，除了容貌奇丑的米拉波外，广大群众对其他代表均不熟悉，但以信任的掌声欢迎他们。后面是穿着饰有金边的华贵装束的贵族和默默无声的本堂神甫，在伴随国王的乐队后边，服饰鲜艳夺目的主教们招摇过市。这场小小的礼仪战一直持续到7月14日。当国王御临三级会议时，第三等级坚持同贵族和僧侣一样不肯脱帽行礼。巴依声称，由他带领的代表们将不在国王面前下跪。
面对巴黎大道的游艺厅被布置成僧侣和贵族的会议室。在该厅后方沿尚蒂埃街的另一所大厅原是为贵族建造的，如今经过扩大和装修，供国王主持全体会议之用。可是，人们借口第三等级代表人数众多，没有适当的地点供他们开会，这所“国民大厅”平时也就交给第三等级使用。大厅四周的看台恰好可当作旁听席。旁听者纷纷涌来，逐渐习以为常，并参与会议的辩论，这个惯例一直保留到国民公会结束。这一安排虽然事出偶然，却提高了第三等级的地位，并把畏缩不前的代表置于无所畏惧、毫不妥协的舆论的压力和监督之下。
路易十六于5月5日前来主持会议开幕式。代表们对他的简短演说鼓掌欢迎。随后讲话的巴朗坦声音简直低得让人听不见。奈克尔的报告中途由他人代行宣读，满怀期望的代表们对他的夸夸其谈很快感到厌倦和失望，因为财政大臣在长达三小时的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国库的现状和准备改善的办法，却只字不提体制改革。他把希望寄托于贵族的宽宏气量，因而在表决方式问题上，只是重申了他在去年12月的见解。5月6日，贵族和僧侣分别开始审查代表资格；第三等级拒不从命，三级会议陷入僵局。
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的代表本想打破按等级投票的惯例，但这样做就会破坏法制，他们出于策略的考虑，不愿匆忙地冒险从事。代表们互相并不认识，谁都不知道究竟其他人准备走多远。布列塔尼代表的狂热已明显地使不少人感到惊恐。为此，必须采取拖延的办法。奈克尔拒绝让大臣会议审查代表资格，这正为布列塔尼代表准备了脱身的机会。第三等级于是主张，每个等级都应对其他两个等级的合法性给予认可，这就等于让三个等级共同审查代表资格。暂且，第三等级代表避免正式开会，既不作会议记录，也不定会议守则，甚至不设会务处，而仅让年长的议员巴依从6月3日起充当召集人。此外，第三等级从一开始就自称是“平民院”，尽管除少数学者外，一般代表并不了解中世纪的平民院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词反映了人们对以往平民反抗封建主的怀念，以及对近代英国历史的认识。但是，第三等级首先想表明，他们不再承认自己被人贬低到社会阶梯的最后一级。
第三等级的以上做法并非无懈可击，平民可能因此以为，这将使税务特权迟迟不能废除。马鲁埃提议在保障贵族的权利和财产的条件下三个等级进行协商，但遭到了粗暴的拒绝。大家都感到，必须找出一个新的斡旋办法。僧侣等级自告奋勇出任调解。贵族却不为所动，并于5月11日宣布资格审查业已完毕。尽管有相当比重的本堂神甫支持第三等级，但僧侣等级建议三个等级各派代表联合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三等级为了拉拢僧侣，终于接受了调解。5月23日和25日的讨论未能达成协议，贵族坚守历史先例这道防线，第三等级竭力辩驳，并以理性和自然权作反对的理由。第三等级转而采取新的策略，要求僧侣同意三个等级一起开会；主教们感到自己已丧失对本堂神甫的控制，便恳请国王进行干预。5月28日，路易十六下令三个等级的代表与大臣们一起开会商讨；奈克尔于6月4日提出一项协议草案：每个等级将各自审查本等级代表的资格，把审查结果通报其他两个等级，并听取其他两个等级的不同意见，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下，由国王进行裁决。第三等级再次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可是，贵族却坚持，除了对整个代表团由三个等级共同选出的多菲内和少数司法区以外，他们拒绝国王的裁决，这就反而帮助了第三等级摆脱困境。这是革命行动即将发生的信号。
6月10日，根据西哀士的提议，第三等级邀请特权等级同他们一起开会，拒不出席者将按缺席处理。代表资格审查以唱名方式进行，于12日开始，至14日结束。几名本堂神甫前来应唱，但没有一名贵族。经过两天的讨论，第三等级于6月17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三级会议改称“国民议会”，并立即规定，非经国民议会同意，不得增加税收。这是否意味着主权已转到国民的手里呢？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巴依在6月20日承认，这些革命措施尚需取得国王的批准。
路易十六没有给予批准的打算。由于王太子6月4日猝然去世，国王守在马尔里宫闭门不出，王后和亲王乘机向他灌输种种谗言。放弃了自身利益并转而支持国王的贵族也要求国王迫令第三等级顺从。6月19日，大多数僧侣代表决定参加国民议会，一些主教赶紧向国王求救。大臣们和奈克尔本人也都认为，国王必须进行干预。大臣会议宣布，国王将于22日亲临三级会议。但是，国王在会上将说什么好呢？在蒙穆兰和圣普里斯特的支持下，奈克尔向国王表示，为了迁就第三等级，国王可对其决定置之不理，但不宜断然予以否定。国王最终决定出面表态，他准备实行税务平等，同意所有法国人均可出任公职，允许三级会议按人投票决定未来的组织形式，但附有两项条件：三级会议将包括两个议院；国王将拥有全部行政和立法批准权。他还把贵族的财产和特权置于按等级投票的保护之下。国王的以上主张仍遭到巴朗坦的反对，后者认为这会导致英国的立宪制。尚在犹豫的路易十六迟迟不能作出决定，于是把会期推迟至23日。
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见到会议厅大门紧闭，而事先他们又未接到任何通知。他们当即借用附近的网球场开会。有人主张将会议地点迁至巴黎，以便取得平民的保护。穆尼埃挺身而出，建议会议不制定出宪法决不解散。代表们对国王即将御临三级会议表示愤慨，几乎一致同意了穆尼埃的建议。如同高等法院一样，第三等级不等国王表明态度，就进行了反抗。
6月21日，路易十六召请他的几个兄弟一起参加了大臣会议，终于决定免去奈克尔的职务，并于次日推翻了奈克尔的计划。23日，游艺厅四周出现大批军队，禁止公众靠近。在一片静默中，路易十六让人宣读了两项清楚地说明冲突实质的决策性声明。声明内容如下：今后增税、举债以及决定财政拨款，包括宫廷经费，均须经三级会议同意；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省三级会议将保证地方权力；一项庞大的改革计划将提交三级会议讨论。这样，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民族统一将成为君主和国民的共同权利和义务。路易十六只是例外地照顾了僧侣，指出有关宗教和教会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僧侣的同意。此外，国王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第三等级的决议案虽然被他所否定，但特权等级为推行按等级投票和延缓税务平等而提出的代表委托书问题也同样被撤销。代表资格的审查将按6月4日的方案进行。三个等级可以就普遍利益的问题共同会商。国王强烈希望僧侣和贵族将同意承担他们那部分公共负担。
但是，国王没有强制推行税务平等，对出任公职问题保持沉默，明确主张维持三个等级，不肯把未来的三级会议的组织形式以及领主制和贵族的荣誉特权等问题交给三级会议按人投票决定，这就等于把自己的砝码放在天平的一端，起着保护传统的社会阶梯和贵族的高贵地位的作用。从这项决定可以看出，革命的目标将是争取权利平等。
路易十六最后命令各等级散会，并且以解散议会相威胁。他走出了会场，后面跟着贵族和大部分僧侣。第三等级仍安坐不动，当大司仪官布勒泽前来重申国王的命令时，巴依回答说：“代表国民的议会不能接受命令。”西哀士一针见血地说：“你们至今旧习未改。”正如前不久的高等法院一样，第三等级宣布会议无效，坚持他们已经通过的决议，并宣布会议成员人身不受侵犯。巴依和西哀士的反驳完全合情合理，值得传诸后世。可是，后代人却往往记住了米拉波的那句名言：“除非迫于武力，我们决不离席。”第三等级当时本没有提出这种挑战的能力；但是，由于骚动的威胁已是如此严重，宫廷不得不认为，暂且以不接受挑战为好。于是，特权阶级更加分化，大多数僧侣和四十七名贵族代表追随了第三等级；到了27日，甚至国王也劝说顽固分子去参加国民议会。
由法律界人士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这场和平的革命是他们采取了向高等法院借用的法律手段而实现的。7月7日，国民议会任命了宪法委员会，穆尼埃于9日提出了该委员会的第一项报告。国民议会从此在历史上被称作制宪议会。11日，拉法叶特提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草案。



五、调动军队
第三等级保持了镇定。西哀士关于建立宪政独裁的主张并未占得上风。因为国王的批准仍被认为是必需的；所谓先立法、后执法的现代宪法观念尚未产生。由于历史原因而拥有特殊权力的路易十六将与国民缔结一项契约。此外，第三等级在召集了三个等级的代表开会后，并未宣布取消三个等级，它甚至不敢提出改选议会。可见，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阶级的专政，相反，议会似乎有可能组成温和的多数派：僧侣已表示了同意，自由派贵族同样如此，还有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但是，大多数贵族对既成事实显然不肯善罢甘休，人们怀疑路易十六正准备发动一场政变。人们看到，在巴黎和凡尔赛的四周，军队调动十分频繁。发动政变的借口似乎随时都可以找到：骚动在日益扩大；饥荒使社会秩序混乱；到了6月底，法兰西卫队的抗命在巴黎激起了暴乱。
宫廷固然没有制订一个周全的政变计划，而要制订这个计划，就必须赶走奈克尔及其一伙。国王召见了布洛利元帅和布勒特依男爵。为了谨慎从事，他们决定先在暗中组织政府，等调集到足够的军队后，随时准备上台。这是关系重大的一个回合。大家知道，国王把第三等级代表看作反叛，而贵族则把投降视为耻辱。但是，一旦图谋失败，流血的责任就会落在国王和贵族的肩上。7月11日，奈克尔被匆匆免职，并被逐出法国，中枢要职改由布勒特依及其一伙担任。任何事件都没有发生。但是，国民议会作了最坏的准备，资产阶级革命似乎遭到了挫折。平民的力量将挽救国民议会和资产阶级革命。



第三章　平民的革命
调动军队使三个等级的冲突演变成一场内战；法国革命不但因此具有突变的性质，而且革命的深远程度也超出资产阶级的初衷和预见。在平民加入革命后，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然而，群众是在经济危机和三级会议召开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动员起来的。这两项原因的结合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经济危机
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出现的生产高涨，即路易十五的盛世，自1778年起在重重困难的阻挠下停止了。传统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农业的丰歉失调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六的衰落”。最初，葡萄的特大丰收造成酒的销售不畅，酒价下跌一半。1781年后，酒价虽略有回升，但葡萄农的境遇没有好转，因为酒价回升完全是由供不应求造成的，但偏在那时，葡萄农却没有许多酒可供出售。法国几乎普遍种植葡萄，这是大多数农民收益最大的商品生产。酒贱伤农：农民收入大大减少，分益佃农更没有出路。此外，粮食价格也下降了，粮价过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87年。最后，在1785年，一场旱灾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
乡村居民占消费者的最大多数，由于乡村购买力的削减，工业生产从1786年起也直线下降。英法贸易协定虽然并非如人们历来所说那样是工业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但它毕竟使法国工业暂时处于困境，迫使它实行现代化的改造，以适应外来的竞争。失业现象变得愈加严重，在乡村工业已获发展的农村，困难情形并不比城市好。
因此，当1788年农业出现灾难性歉收、平民阶级面临饥荒时，粮食却没有一点储备。面包价格不断上涨。到1789年7月，在政府赔本抛售进口粮的情况下，巴黎每磅面包售价仍高达四苏，而在某些外省则要加倍。据估计，要使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得以维持，面包价格每磅不得超过二苏。面包是他们的主食，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一磅半，重体力劳动者甚至需要二至三磅。奈克尔下令向国外购买大批粮食。如同通常那样，人们开设赈济所，布施汤粥。严寒过后，青黄不接，物价继续暴涨。我们不能再被所谓经济发达产生社会富裕这个假象所蒙骗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由于饶勒斯的努力，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法兰西王国的繁荣是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反驳米希勒的断言，并进一步指出，大革命不是在一个因天不佑人和灾难丛生的社会中，而是在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中出现的。应该看到，殖民开发的高额利润首先要通过转手出口才取得，因而本国的劳动者从中不能得到人们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何况，长时期的物价上涨增加了大地主和资产者的收入，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大家知道，在大革命前的十年里，法国的生产既不稳定又不景气，群众的生活更加拮据，饥荒的袭击终于到来。
不论平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职员）和无产者（下等平民）还是农民（收成不足自给的小自耕农和分成制佃户，不生产粮食的葡萄种植者）和城市居民，他们一致把灾难归罪于政府和统治阶级。税收丝毫不减，收入却一落千丈。在诸物昂贵的时期，征收消费税更令人痛恨。酒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酒税限制了消费。面包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布里盎在1787年解除了对粮食贸易和粮食出口的一切限制。奈克尔固然禁止了粮食出口，对进口给予了奖励，并恢复了集市贸易制度，但那已为时过晚！囤积居奇者早已乘机钻了空子。只要一名官吏从事囤积，所有的官吏，包括政府在内，都有囤积的嫌疑，“结党营私”毕竟不是一句空话。收取什一税的僧侣和领主也同样激起人们的愤怒。什一税从本已微薄的收成中提出一定比例，势必危及耕种者的生计；尤其，僧侣和领主把收得的实物地租囤积起来，耕种者的贫困愈严重，他们所得的利益就愈大。总之，第三等级的团结发生了动摇。粮商、面包商和磨坊主感受到威胁；主张经济自由的资产者遭到平民的敌视，平民反对资本主义，自然就倾向实行征购和限价。奈克尔曾允许各地酌情征购部分粮食以保证市场供应，但各省的巡按使和市政当局却置之不理。
1789年一天一天地在过去，骚动使地方当局胆战心惊，难以招架。4月28日，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雷威永工场和昂利奥工场被洗劫一空。全国各地的市场随时都有闹出乱子的可能。此外，由于加工和运输的需要，粮食往往在饥民众目睽睽之下经水陆往返运送。军队和骑警四出保护，疲于奔命；尤其，他们同乱民一样食不果腹，因而往往对他们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无意识地慢慢同乱民站在一起。旧制度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动荡的局势在农村特别严重。农村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一税和领主征收的贡赋更令人不堪忍受。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包括了短工、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和大农庄主，尽管他们已经感到他们内部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在反对国王的税收和贵族的问题上却团结一致。早在7月14日前，反抗运动已风起云涌，例如3月末在普罗旺斯，4月在加普地区，5月在康布雷齐和毕卡第，均有农民暴乱的发生。在凡尔赛和巴黎四郊，猎物被捕杀尽净，树林被大批砍伐。但是，在另一方面，暴动使平民自己也担惊受怕，因为乞丐转眼间如瘟疫般遍布全国，许多零工和小自耕农也纷纷外出行乞。穷人们离乡背井，流离失所，麇集城市，劫掠村庄，纵火行凶，宰杀禽畜，偷割青苗，无所不为。地方当局对这些不逞之徒无可奈何，于是同意各村庄武装自卫。恐慌情绪十分普遍，人们往往无惊自扰，谈虎色变，草木皆兵。胆怯者以为大难临头，逃难者又把惊慌带往他乡。



二、“好消息”和深切的期望
假如三级会议的召开没有深刻地触动平民的感情，经济危机还不一定会推动平民去帮助资产阶级。平民虽然选举了资产者，资产者却为着自己的目的，对平民很少关心。但是，三级会议的召开毕竟被当作一个预示着人的命运将发生奇迹般变化的“好消息”在平民中传开了。这个奇特的事件激起了人们既鲜明又模糊的希望；希望所有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加幸福。资产阶级同样怀有这个希望；它把第三等级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凝聚在一起，从而成为革命理想主义的源泉。但在平民中间，希望还赋予革命所谓“神秘幻想”的性质，这种“幻想”孕育着主动性和坚毅性，以及有关未来的一系列观念。可以说，在其开始，这些观念堪与处在创始阶段的宗教运动相比拟，穷人们乐于从中看到人间天堂的恢复。
7月14日，阿尔蒂尔·扬格在去阿尔贡省的依丝莱脱的途中遇到一名贫穷的妇人；她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难：“听说，一些大人物将为减轻穷人的苦难做点好事”；但是，她不知道究竟大人物是谁和他们要做什么好事。她又说：“愿上帝给我们带来好世道，各种赋税实在太重了。”
既然国王向其臣民征询意见，这说明他有怜悯之心。而国王所能帮助臣民的，无非是减轻其负担，即国税、什一税和贡赋。假如有人能猜出他的意图，他一定会感到高兴。可是，在三级会议代表选出后，贵族从四面八方纷纷报警，因为农民公开宣布，他们对一切税款将概不缴纳。
与此同时，深切的期望燃起了强大无比的激情，资产阶级也毫不例外。这一期望充满着革命情绪，并给这一阶段的历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三、贵族阴谋和革命情绪
第三等级立即相信，贵族将顽固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反对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和反对按人投票证明了这个预见。人们由此产生了种种怀疑，而且人们又很容易由怀疑转变为肯定：贵族将不择手段压垮“村俗小民”；他们将包围善心的国王，要求解散三级会议；他们将拿起刀枪，坚守城堡，挑起内战，在“盗匪”中招募军队，监狱和流放地为他们提供士兵。为了使第三等级陷于饥饿，贵族已把他们的存粮囤积，而且希望把即将收获的粮食也抢劫干净。人们迅速把对贵族的怀疑同对盗贼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把召开三级会议的后果和经济危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此外，外国将应贵族的请求出力相助，亚多瓦亲王不久果然流亡国外，争取其岳父撒丁国王、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以及王后的兄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等待着法国的将是遭受普鲁士践踏的荷兰的命运。在大革命的历史上，同外国的冲突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形从革命开始就已经出现，人们在7月就普遍担心外国的入侵。整个第三等级都相信，贵族在搞阴谋。
在第三等级看来，国王的中央集权和三个等级的冲突是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把危机归罪于自然条件，又不懂得分析经济条件，却把责任推到了国王和贵族身上。这个看法虽然不够全面，却不能说不正确。显然，布里盎规定的粮食贸易自由有利于投机商人。如果有人借口这项规定能促进生产，平民就会反驳说，生产的发展首先对贵族和资产者有利，而平民却为此付出代价。同样，虽然贵族并不像第三等级所断言的那样具有“倒转乾坤”的能力，但不容否认，宫廷同贵族确实正合谋惩罚犯上作乱的第三等级，何况被过早揭露的贵族阴谋不久就会变成现实。总之，这种思想状态对历史学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导致新事实出现的直接原因并非寓于以往的历史先例之中，而表现在串演新事实的人物身上。
贵族阴谋和“盗贼”横行的确使不少人惊惶万分，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感到特别害怕，并坚定地正视这个危险。因此，如果说“大恐慌”竟把整个第三等级吓得不敢动弹，这就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革命情绪使人们能够以自卫本能去克服恐惧心理。第三等级从他们代表的来信中了解到时局的演变，又以大批复信鼓励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很想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希望从少数司法行政官吏的手中夺走市镇的权力。缙绅们也有组织“民兵”的打算。巴黎的选举人曾向制宪议会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制宪议会不敢给予批准。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图谋：抵抗国王调来的部队，镇压平民的暴乱。在建立民兵前，缙绅们竭力争取军队。这一努力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下级军官们没有升迁的任何希望，士兵们则深受物价上涨之苦，薪饷早已因购买生活用品而预支干净。在巴黎，法兰西卫队在罗亚尔宫与平民一起联欢；6月底，平民把因参加这次联欢而被关在阿培监狱的士兵释放出来。据了解，一些知名人士曾向士兵慷慨解囊，或出资赔偿七月起义者的损失。当然，其中部分钱财来自奥尔良公爵，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除自卫的本能外，还要有惩戒的决心，换句话说，平民既要挫败贵族的阴谋，挫败囤积居奇者和一切人民公敌，就必须惩办这一批人。从7月起，惩戒的决心表现为一些平民擅自进行监禁、施刑和杀人。
“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特征，认识这三个特征是了解下阶段历史的关键。到了1789年底，阴谋似乎已被挫败，镇压也逐渐放松。随后，阴谋又重新抬头，其性质未出人们所料，而且外国也拔刀相助了。出于自卫本能，各地涌现出大批义勇军，接着又宣布了大举征兵。惩戒决心导致了1792年的屠杀，而在1793年局势再次恶化时，国民公会只是通过恐怖统治才预防了新的屠杀。“恐惧心理”以及伴随着它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直到法国革命取得肯定无疑的胜利后，才逐渐消失。



四、巴黎的革命
群众的思想状况既然如上所述，奈克尔被免职一事起了在火药库点燃导线的作用。贵族的阴谋开始付诸行动。巴黎谣传纷纷。7月12日（星期日），天气晴朗，在罗亚尔宫门前，特别在奥尔良公爵不久前刚对外开放并成为娱乐中心的花园和长廊，聚集了成群游人，他们围在即席演说者的四周（其中的一位演说者卡米尔·德穆兰名垂青史）。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上了街头。在圣奥诺兰街，骑兵开始驱散群众，接着又在路易十五广场向人群发起冲锋，但遭到了法兰西卫队的反击。巴黎驻军司令伯桑瓦尔男爵当晚把所有部队带到了马尔斯广场。
巴黎人没有想到赶赴现场援救国民议会，他们只是间接地帮助了国民议会脱离险境。他们忧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深信，处在国王部队和强盗包围下的巴黎城，将遭到来自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的炮击，以及强盗的抢掠。在这些天里，市内惊恐频生，演出了“大恐慌”的第一幕。此外，警察早已绝迹，人们纵火焚烧税卡，并把圣拉扎尔看守所的囚犯全部释放。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似乎都受到了威胁，无人管理的首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
自卫本能立即作出了反应。街头建起了街垒，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选民们任命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开始组织民兵。14日晨，人们从伤兵院取来三万二千支枪武装民兵，接着又要求巴士底狱交出武器。由于驻军较少，堡垒的指挥官德洛内一边进行交涉，一边下令守军撤出前院，群众随即进占。高达三十米的垒墙，围有二十五米宽的堑沟，沟内放满了水，德洛内对骚乱并不害怕。但是，由于失去镇定，他下令开了枪。一些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在混乱中后退；人们大骂指挥官不讲信义，以为他故意让人群靠近，以便随后枪杀群众。人群中携带武器的也开始射击，战斗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围攻方面死伤一百多人，被围困者仅一人受伤。据事后的调查，在我们所知道的“攻打巴士底狱”的许多战士中，社会的各阶级都有其代表，但大多数战士属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手工业者。
正当双方胜负未决时，法兰西卫队和国民卫队在原下级军官乌兰和爱利上尉的率领下，从市政厅赶到现场，进入了巴士底狱前院，冒着枪林弹雨，把大炮对准大门架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德洛内表示愿意放下武器。爱利同意了，但士兵们纷纷抗议：不许投降！德洛内在慌乱中命令放下了吊桥，群众于是涌进堡垒。大多数防守者保全了性命，三名军官和三名士兵被杀。德洛内被人群带到市政厅门口，并在那里处死。不久，巴黎市商会会长弗莱塞尔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割下他们的首级，刺在矛尖上，在市内游街示众。
伯桑瓦尔男爵将部队撤到了圣克罗。选民们接收了市镇权力，任命巴依为市长，并请拉法叶特任国民卫队司令。拉法叶特后来把代表巴黎的红蓝二色作为国民卫队的徽饰，而在红蓝二色的中间，他又加上了代表国王的白色。由他设计的和作为大革命象征的三色旗把新旧法国结合在一起。
任何人事先都没有想到，攻打巴士底狱竟在冲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任何人最初也没有想到，巴士底狱的陷落竟决定了冲突的结局。惊惶情绪仍然存在。攻下巴士底狱本身虽然没有重大意义，但它却粉碎了宫廷的反抗。宫廷掌握的武力不足以占领巴黎，何况这些部队也并不可靠。国王对是否逃出巴黎犹豫不决。他不顾亚多瓦亲王的反对，决意退让。7月15日，他亲临制宪议会，宣布把军队调走。16日，他召回奈克尔；17日，他来到巴黎接受三色徽饰。
至此，还不能说贵族已经甘心失败，种种可怕的谣传仍纷至沓来。亚多瓦亲王和其他许多贵族亡命国外。据传说，一支英国舰队在布雷斯特港外游弋。常设委员会命令搜索巴黎四郊，追捕盗贼，结果仅找到一些流浪汉，被遣送回原籍了事。由于郊区害怕强盗出没作案，惊惶情绪有增无减。巴黎巡按使贝蒂埃·德·苏维尼同他的内弟富隆·德·杜埃以及伯桑瓦尔本人均被逮捕，屠杀又重新开始。7月22日，前二人在格雷夫广场被处绞刑；30日，由于奈克尔及时赶到，第三人才幸免于难。一些资产者在他们亲身经历的危险的刺激下，参与了平民的狂暴举动。巴纳夫当着制宪议会厉声说道：“难道说这血不是污浊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使人同意必须停止任意杀人。7月23日，黎塞留街的一位公证人代表本街区来到议会，要求设立平民法庭。30日，巴依又重新提出这个法案。议会对此置若罔闻，直到10月才决定对叛国罪进行追究，并交付巴黎的沙特累初级法庭审理。虽然如此，制宪议会于7月建立了一个“追查委员会”，这是未来的公安委员会的雏形；巴黎市政当局另设了一个委员会，从而成为最早的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通信秘密问题上，各种政治色彩的议员，从古依·达尔西侯爵和学士院院士塔尔热到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都强烈主张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治理方式应不同于和平时期，也就是说，人们准备承认的公民权在实施范围上要顾及当时的局势。革命政府的理论便由此产生。



五、市镇的革命
奈克尔的免职在外省同样也激起了强烈而迅速的反响。人们不再以呈递威胁性请愿书为满足。在许多城市，人们开始夺取银库、弹药库和军需库，成立常设委员会来负责组织民兵和向邻近市镇以至农民请求帮助。第戎的驻军司令被逮捕，贵族和僧侣被禁止外出，这为拘禁嫌疑犯提供了最早的先例。在雷恩市，居民鼓励士兵开小差，发动了民变，军队指挥官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当攻下巴士底狱和国王亲临巴黎的消息传开时，外省居民纷纷热烈庆祝，从此变得大胆的资产阶级在各地接收了政权。我们所说的“市镇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平地完成的。市镇当局或者吸收部分缙绅参加，或者改由选举产生。市镇当局往往被迫或听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负责组织国民卫队，但该委员会逐渐把全部行政事务包办起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平民配合资产阶级的示威行动，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当他们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时，骚乱就随之发生，乱民不但袭击官吏和囤积居奇者的房屋，同时也往往解散旧的市镇机关。
各地的市镇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往往半途而废。这一革命在某些城市是彻底的。例如在施特拉斯堡，旧的市镇机关被武力解散；在第戎和帕米埃，旧的市镇机关虽保持其职能，但旧官吏在常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在波尔多，市镇权力被削减为只管“一般的警察事务”，而常设委员会则具有革命权力机关的性质。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市镇革命尚不彻底，旧政权和革命政权同时并存。在麦斯和南锡，两个政权的并存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成分的对立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蒙托邦和尼姆，社会对立之外还存在宗教对立。在里昂和特鲁瓦，爱国党在7月的胜利遇到了旧势力的反扑。最后，在相当数量的城市，市镇革命没有进行。例如，图卢兹的旧市政机关得到爱国党的信任；艾克斯的市镇机关因得到军队和法院的支持而得以维持。这多种多样现象的出现，其原因可以用旧制度下市镇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对抗的演变来说明。在佛兰德地区，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平民群众的社会要求在时间上并不合拍。因此，市镇革命的规模较小。一般说来，在法国北部和南部那些具有市镇自治传统的地区，革命运动相对地显得较为和缓。
市镇革命的结果在各地却都是相同的。人们不再听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国王也丧失了任何权威。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在逐渐削弱，每个市镇不仅在本市镇，而且在附近的教区也行使绝对权力。从8月开始，城市之间开始订立互助协议，从而使法国自发地变成一个市镇联邦。这种自治为少数办事果断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等巴黎的命令，强制推行他们认为对救国必须采取的措施，这是保卫革命的一般基本原动力。
但是，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制宪议会享有任何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威望，但居民只遵守适合他们的法令。居民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改革税制，废除间接税，统制粮食贸易。当时，赋税已停止征收；盐税、间接税、入市税已被取消；粮食流通已被阻止或禁止；当局的公告和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巴黎的情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为选举三级会议代表而划定的各选区中，公民们以选民为榜样自动集会，企图代替选民而监督选出的市镇机关。在他们看来，主权属于国民意味着直接民主，这一观念将为后来的无套裤汉所珍视。



六、农民的革命和“大恐慌”
乡村紧跟城市的步伐，但巴黎革命在乡村的影响更加深远。许多地区发生了土地暴动。在诺曼底西部、埃诺和上阿尔萨斯，农民袭击贵族乡墅和修道院，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权。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农民烧毁或洗劫许多贵族乡墅。资产阶级也并不始终得以幸免：农民要求他们提供捐赠。亚尔萨斯的犹太人受到很大损失。此外，农民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从而为反动领主所利用。自由放牧的旧规矩被重新恢复，圈地遭到了破坏，树林被任意砍伐，瓜分了的公地又被收回。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为此，缙绅们开始互相靠拢。城市的民兵下乡恢复秩序。在马孔内，除了正常的刑事法庭外，资产阶级又成立了特刑庭；三十三名农民被判处绞刑。农民暴动诚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消极抵抗的影响更大；整个法国的农民普遍抵制什一税和田赋，缴纳赋税全凭自愿。“大恐慌”进一步给了抗租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巴黎的事态发展加强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现在，小麦已经成熟，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又宣布驱赶乞丐和流浪者，盗贼之祸变得一天比一天可怕。饥民骚乱和土地暴动，城市的国民卫队下乡查抄贵族乡墅和征集粮食，更使乡村里人心惶惶。大恐慌的产生是由六次地方事件引起的，这些事件本身与曾经带来种种虚惊的以往的事件大同小异；不过，这次的恐慌风潮在流传中经过添油加醋变得更加骇人听闻，流传的路线竟长达几百公里，扩散的面广达几个省份。犹如连锁反应一般，惊恐由一地传至另一地，流传的地域又如此广大，这不能不说明“大恐慌”的独特性质，同时也说明何以产生“大恐慌”的思想状态。
南特发生的一次“惊人事件”使整个普瓦图地区人心不安；博韦齐地区的埃斯特雷–圣但尼的另一事件把恐慌传诸四方；香槟南部的又一事件使惊恐遍布加蒂内、布尔博内和勃艮第；邻近拉费尔丹–贝纳尔的蒙米拉依林区发生的另一事件使曼恩、诺曼底、昂儒和都兰等地区警报频传。惊恐从希赞树林四周传到昂古莱姆、贝里和中央高原，又向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地区蔓延。在东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的土地暴动把惊恐一直传到地中海沿岸。
革命者和贵族互相指责对方制造了恐慌。革命者说，革命的敌人在散布无政府状态，借以搞垮国民议会。贵族说，资产者要平民提高警惕是为了推动他们进行武装暴乱，而贵族自己则只求平安生活。这后一种说法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大恐慌激起的自卫本能使平民转而反对贵族。在勒芒附近和在维瓦雷，三名贵族被处死，多菲内的农民四出烧毁贵族宅第，从而惊动了附近地区。根据人们事后的说法，恐慌是在秘密信使的串联下在各地同时爆发的，它同时为土地暴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恐慌远不是那么普遍，布列塔尼、洛林、下朗格多克等地区就没有发生。从时间上看，它从7月20日延续到8月6日。一些文件往往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些散布了恐慌的人。奇怪的是，在原已发生暴乱的地区却反而没有出现恐慌，多菲内的农民起义是恐慌引起的唯一的一次骚乱。恐慌对农民革命虽然有所促进，却不是它的起源。当时，农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七、8月4日之夜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正当平民革命在全面铺开时，制宪议会的辩论却议而不决。应该立即公布人权宣言，还是推迟至宪法完成以后，以保证宣言和宪法的一致，两种方案究竟何种为好呢？议员们停留于泛泛而谈，不讲明产生不同意见的真实理由：宣言的原则将谴责等级的存在和特权。因此，贵族主张推迟发表，希望能保住他们的一部分特权。失去耐心的爱国党人指责贵族设置障碍，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则怀疑第三等级中有部分议员为维护本省或本市的特权而与贵族秘密串通。8月4日早晨，制宪议会决定就宣言问题先行表决；可以预料，辩论将会遇到新的阻力。
另一方面，平民革命总应该有个结局。平民革命既然挽救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也只能肯定平民革命；但必须恢复秩序，以便让平民平静地等待他们的代表决定适当的改革。在城市中，资产阶级有控制平民的可能。农民的情形则不同，他们不顾制宪议会，自作主张地破除了领主制。这该怎么办呢？制宪议会假如诉诸军队和法院，就会同平民决裂，使自己受国王和贵族的摆布。另一个方案是满足暴动农民的要求，但为第三等级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的本堂神甫和自由派贵族又决不肯答应。
在8月3日至4日的夜晚，一百多名议员聚集在阿摩利咖啡馆，商讨决议案的措辞以及力争使决议获得通过所应采取的策略。阿摩利咖啡馆又名“布列塔尼俱乐部”；在4月末，布列塔尼的议员到首都以后，逐渐养成了到这里来共同协商的习惯，其他省区的议员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会商。总之，议员们决心“用一种神奇的魔力”带动整个制宪议会，厄基养公爵答应就解决封建权问题提出倡议。
8月4日晚间，由于诺亚依子爵抢先提出了议案，厄基养公爵只能给予附议。议会在热烈气氛中一致同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人身依附应无偿取消外，其他封建权实行赎买。接着，其他提案也纷纷获得通过：刑罚平等，人人得以出任公职，废除官职捐纳制度，将什一税改作可予赎取的贡赋，宗教仪式一概免费，禁止教士兼职谋利，废除首岁捐，即新任主教把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收入赠送教皇的陋习。最后，各省和各城市也同意作出牺牲，放弃自己享有的特权。“魔力”居然成功地发挥了作用。
以上的决议尚待见诸文字，因而议会于次日继续开会，直到8月11日为止，法令的最后文本在篇首写道：“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这一表述远不符合事实，因为长子权和领主的荣誉特权依旧被保留下来，贡赋的赎取又颇费时日。相反，什一税却无偿地被取消；但是，正如在赎偿方式尚未制定前，贡赋仍需缴纳一样，在法律尚未就公开祭礼作出规定前，教会仍收取什一税。
总之，在8月4日晚间，议会原则上实现了国家的法律统一，推翻了贵族在乡村的统治，迈出了财政改革和教会改革的第一步。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议会如今可以讨论宣言了；讨论于8月20日开始，直到26日为止。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



八、十月事件
路易十六对8月5日至11日通过的议会法令和人权宣言一概不予批准，危机再次产生。议会认为这些文件具有宪法的效力。穆尼埃声称，立宪权是至高无上的，高于君主的宪法不需要取得国王的同意。西哀士的论点占了上风，宪法从此不再是一项契约，而以近代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鉴于爱国党面临着分裂，路易十六便力图争取时间。一些自由派贵族、本堂神甫以及拥有领主权和官职的资产者集合成了一个旨在停止革命的派别，他们赞同奈克尔在6月提出的关于国王享有立法批准权，即“绝对否决权”的主张，以便与国王妥协；他们还同意奈克尔关于建立上议院的主张，以便与贵族妥协。人们把这伙议员称作是“英国派”或“王政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拉利–托伦达尔、克莱蒙–托内尔和马鲁埃等人，穆尼埃后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拉波在绝对否决权问题上也支持他们。杜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默三巨头一跃成为爱国党的领袖，并取得了胜利。9月10日，关于两院制的提议被否决了，第二天，议会只同意赋予国王对法律的延缓否决权，并通过奈克尔说，国王在接受议会的八月决议的同时，已默认了放弃宪法批准权。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议会只是在10月1日，而不是更早，才决定向国王“递交”八月法令，而国王既可以给予批准也可以拒绝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再次强迫国王退让。
在巴黎，群众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平息。报纸和小册子到处散发。马拉在9月创办了《人民之友报》，猛烈攻击巴依、拉法叶特和奈克尔。8月末，有人在罗亚尔宫鼓动群众向凡尔赛行进，结果这次尝试失败了。但事后不久，贵族的阴谋再次显得咄咄逼人，国王调来了军队，佛兰德率领的团于9月23日到达。由拉法叶特选派的资产阶级子弟所组成的国民卫队和由他招募的雇佣兵都相信将有发生新事件的可能。尽管十月事件发生的原委和经过至今不很清楚，但无可怀疑的是，巴黎的革命者和爱国党议员之间已有默契。米拉波大概为了奥尔良公爵的利益也参与其事。不论拉法叶特如何表白，看来他和巴依都没有反对这项计划，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
可见，政治形势是发生十月事件的基本原因。然而，正如7月的情况一样，如果没有经济困难这个因素，动乱的规模或许会小一些。外国人、贵族和富人纷纷辞退仆人，离开首都。钱财或者流往外国或者被藏匿起来。奢侈品工业一落千丈。失业人数空前增多。此外，面包不但价格昂贵，而且有时供不应求。小麦收成很好，但尚未收获，市场空空如也，粮食流通十分困难。由于风小水浅，磨坊转转停停。人们再次把粮食匮乏归罪于阴谋：揪住国王不放似乎是个合理的办法。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又一次互相促进，互助推动。
10月1日，宫廷卫队的军官设宴欢迎佛兰德的军队；当宴会临近结束时，国王全家在一片欢呼声中亲临宴席。宾客们纷纷对国民表示敌意，并把其象征——三色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犹如奈克尔被免职一样，在事件的经过传开后，巴黎群情激愤，立即准备起义。10月5日，哈勒区和市郊圣安东尼区的妇女拥到市政厅前要求面包。这可能不是件偶然的事，但对其筹备经过，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巴依和拉法叶特均不在场。妇女们让攻打巴士底狱的一名“勇士”马雅尔领头，向凡尔赛进发。在正午左右，国民卫队已集中完毕，当拉法叶特刚刚赶到时，他们向拉法叶特表示也要前往凡尔赛。群众愈聚愈多，并提出种种威胁。公社最后下达了出发命令，并派两名代表陪同拉法叶特前往，负责把国王带回巴黎。运动的政治性质至此已十分明显。
在妇女到达凡尔赛前不久，议会再次要求路易十六接受八月法令。马雅尔仅要求议会保证巴黎的供应和调离佛兰德的军队，并没有谈到国王。议会却立即派遣会议主席穆尼埃前往宫中。正在狩猎的路易十六被召请回宫，他和善地接见了妇女，向她们许诺供应巴黎的急需。部分群众已开始返回，宫廷尚不知道国民卫队已经出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不久，国王接到了拉法叶特派人送来的通知；在圣普里斯特的劝说下，他决定前往朗布叶宫，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他大概以为，国民卫队无非是要他接受八月法令，因而只要把同意及时通知穆尼埃，就能结束危机。但是，当拉法叶特与公社代表于晚间十一时到达时，他们却要求国王搬到巴黎去住。人们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他推托等第二天再说。国民议会在那天得到的唯一实际好处，就是国王接受了八月法令。10月6日清晨，示威群众进入王宫大院；宫廷卫队予以制止，冲突随之发生。一名工人被打死，接着又有几名卫队队员丧命。群众打开一条通道，直奔王后的卧室前厅，王后被迫逃到国王的房间里躲避。最后，国民卫队把宫中其他人赶走。这时拉法叶特也出面了，他同国王全家一起到阳台上与群众见面。群众以“国王到巴黎去！”的呼声作答复。路易十六被迫让步，议会宣布跟随国王前往巴黎。
午后一时，一支杂乱不堪的队伍出发了。一些在刺刀尖上挑着面包的国民卫队队员护卫着装有小麦和面粉和盖有树叶的四轮货车在前面开道，一些坐在或骑在炮筒上的搬运工人和妇女同赤手空拳的宫廷卫队、佛兰德的军队以及瑞士雇佣兵混杂而行，拉法叶特骑马紧随国王和王后的御辇在一旁侍候，代表国民议会的一百名议员驱车前进，接着是国民卫队，最后是群众。天下着雨，队伍在泥泞中行走；天色很早就暗了下来。平民对这凄凉的景色似乎毫无感觉，他们显得平静而有信心，分享着胜利的欢乐。他们把“面包房的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一起带了回来。巴依在市政厅欢迎国王，后者当晚住在杜依勒里宫。制宪议会于10月19日才离开凡尔赛，暂借大主教府做会址，于11月9日正式迁至杜依勒里宫的骑术院。
部分资产者同贵族一起愤怒抗议对国王施加暴力。一些保王分子脱离了爱国党，转而反对革命，穆尼埃回到了多菲内，不久从那里亡命国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平民的革命行动既然已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困境，危机将很快结束。其实，革命行动只是使危机更加严重。由于取消了等级和特权，贵族的财产和威信都受到了损害，大部分贵族对革命恨之入骨，贵族的阴谋从此见诸行动，并准备向外国求助和挑起内战。与此同时，第三等级发生了分裂。既然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全都参加了战斗，他们不再甘心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民主运动在巴黎各街区和各选区开始萌芽。议会享有无限的威望，人们只服从议会的命令。但这种服从是以议会的命令与舆论相一致为条件的。人们仍然拒绝缴纳捐税和贡赋。一项法令恢复了粮食贸易自由，而任何人都不遵守它。
正如米拉波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从路易十六在7月的举动看来，他还很值得人们怀疑。他几个月来一再声称忠于宪法，议会也担保自己的忠诚以安抚胆怯者，而怀疑却始终存在。制宪议会由于对国王怀有戒心，将行政权力置于议会各小组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实际上施行了议会专政，虽然这种专政还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大臣及其部属仍能暗中阻挠。为此，西哀士、米拉波等人想逼迫路易十六同意把王位交给太子，而让一位取得国民信任的摄政代替他发号施令。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唯一的人选奥尔良公爵不但没有威望、没有骨气，而且遭人唾骂。革命已使路易十六无力招架，但到1793年止，革命也使法国处于没有政府的状态。



第四章　拉法叶特得势的一年
旧制度在原则上已经被破坏，但在法律制订出替代的法规前，大部分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仍原封未动。几个月来，制宪议会继续从事自9月开始的建设性工作，同时密切注视贵族的阴谋和平民的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转化成为君主立宪派，他们把深孚众望的拉法叶特当作崇拜的偶像，而拉法叶特则竭力调和矛盾，并自以为得计。这就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一、拉法叶特和爱国党
拉法叶特自认为在10月6日救了国王和王后，便以他们的恩人自居；国王和王后对拉法叶特虽然痛恨万分，却装出宠信这位“宫相”的样子。1790年4月，在法夫拉斯的阴谋暴露后，路易十六就对国民议会唯命是从，并宣誓忠于宪法。这位“新旧大陆的英雄”的豪侠仗义使资产阶级为之倾倒，他们以有这样的领袖而骄傲。这位神态优美和豁达大度的贵族使平民肃然起敬。他的得势似乎是秩序的保障。他梦想成为法国的华盛顿，争取君主和贵族赞同革命，争取议会赞同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充满天真的乐观，又自认为才华出众；他在玩走钢丝的把戏，杰弗逊在奉召回国前曾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美国的新任代表、喜爱讽刺的戈文诺、莫里斯刚到巴黎，恰好目睹他的垮台。
像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他深信掌权要靠舆论，因而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积极活动和操纵舆论。许多家报纸，例如布里索的《导报》、《法兰西爱国者》、孔多塞的《巴黎消息》都受他的影响。不善演说是他的最大弱点，但他在西哀士的帮助下，为他的拥护者创立了一个协商和活动中心，即“1789年社”，议员、文人、贵族和银行家在那里畅怀交谈。他不惜出钱收买帮佣：当民主派崭露头角时，他发表文章予以制止，捧场者一时竟使议会讲台有人满之患。如果他能紧密团结爱国党人，调解议会中的分歧意见，加快议会的辩论过程，并把各派的首领吸收到一个稳定而积极的政府班子中去，他或许有成功的一线希望。但在当时，即使多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一致，因为怀有浓厚个人主义的革命党人始终极端厌恶党派纪律。议会也不可能正常地进行工作。除了内部对立和外部环境不断引起种种事端外，同舆论保持联系的紧迫必要使议会不得不停下日常工作，去接待成批的代表团，听取他们宣读请愿书。奈克尔的声望正日益下降，他在8月提出的两项借款已遭到失败，于9月29日决定筹集的爱国捐也不能长期支持国库的需求。改组政府的机会出现了。拉法叶特同杜波尔、拉默、米拉波进行了磋商。他先派奥尔良公爵出使伦敦，借以摆脱他，接着又建议米拉波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企图把这位人所共知的公爵排斥在外。米拉波不但不肯接受，反而于10月24日把改组政府的问题提交议会讨论。他指出，为使君主立宪制同存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并行不悖，国王应该从议员中挑选大臣，以便保证两种权力的信任合作。这个论点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符合议会制的方向，而且已为英国所采用。但米拉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爱国党人觉得他更加可疑，并正确地认识到，诱饵还会使其他的变节者上钩。11月7日，制宪议会决定禁止议员充当大臣。拉法叶特的计划终于流产，但他的贪欲却进一步受到刺激。米拉波接受了宫廷的收买，由拉马克伯爵牵线，不断向宫廷递送报告（第一份报告写于1790年5月10日），虽然这些报告并未为宫廷所重视。最初，路易十六要米拉波同拉法叶特合作，企图使议会承认国王有决定和平和战争的权利。但两人合作不久，对拉法叶特心怀嫉妒的米拉波向国王大骂“假恺撒”，竭力破坏拉法叶特的名誉。他建议路易十六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机构，广泛开展贿赂和收买工作，纠集王党，然后离开巴黎，解散议会，向国民发出呼吁，必要时甚至挑起内战。但他同时请国王不要靠近边境，以免沾上勾结外国的嫌疑。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这三巨头对拉法叶特的嫉妒不亚于米拉波。他们同拉法叶特虽然没有本质的分歧，但为了同他故意作对，往往提出极端的主张。



二、革命的进展
制宪议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11月7日法令明确规定，等级从此不再存在。1790年2月28日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军队中的捐纳制度已经废除，人人都有晋升军官的机会。同年9月23日，四分之一的少尉军衔决定留待由军士晋升。1790年2月，每个市镇按照1789年12月14日的法律选举市政府，领主在乡村享有的司法行政权也被废止。自11月至2月，制宪议会调整了地方区划和改组了行政机构，州、县二级的政权机关在夏初开始就职。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确定了僧侣的地位。最后，8月6日，司法机关的改造也告一段落。
此外，爱国党加强组织并展开宣传。他们纷纷加入国民卫队和各俱乐部。1789年11月，布列塔尼俱乐部迁至巴黎的雅各宾–圣奥诺兰修道院，改称“宪法之友会”，各大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并很快成为“宪法之友会”的分会。各俱乐部和社团的成员都是追随拉法叶特的自由派贵族和富裕的资产者；钻进行政机构的贵族和保守派分子对温和、谨慎而又忠于革命的国民议会尚且经常挑剔和刁难，他们对这些俱乐部和社团的监督和催促更看不顺眼。报刊的出版量在成倍增长，其中有路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卡米尔·德穆兰的《法兰西和布拉邦特的革命》、哥尔萨的《通讯》、卡拉的《年鉴》。爱国党的主要成功表现在“联盟”运动，这足以证明他们取得全国的拥护。最早的“联盟”组织产生于1789年。第一个组织于11月29日在瓦朗斯出现。接着，蓬蒂维和多尔在1790年2月，里昂在1790年5月30日，施特拉斯堡和利尔在1790年6月，陆续成立了大批“联盟”组织。这个运动最后导致了以庄严而明确的形式体现着法兰西统一的1790年7月14日全国联盟节。拉法叶特容光焕发地出席了全国联盟节大会；当塔列兰面对祖国的神坛做完弥撒后，他代表人民军队进行宣誓，国王不得不跟着宣誓。尽管当时大雨倾盆，充满信心的群众热情洋溢地高唱《前进曲》。
然而，革命的画面上也出现一些阴影。可以看到，第三等级还没有受过公民教育；他们只想从革命中图得预期的好处，但对革命要求他们作出的努力却缺乏热情。十分之九的积极公民没有参加选举，国民卫队对服役很快感到厌倦。在消极公民方面，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市镇生活之外深感委屈。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对罗伯斯庇尔和某些民主派徒劳地坚持的普选制并不感兴趣，同时却对使他们不能当选公职的选举保证金制度愤愤不平。总之，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主张实行公民的直接统治；他们的各种牵制使当选的代表日子很不好过。巴黎各区经常同巴依和拉法叶特分庭抗礼。由丹东领导的科特利埃区于1790年1月将马拉藏匿起来，对抗司法当局的传讯。制宪议会于6月改组了首都的行政机构，用四十八个行政区代替原来的六十个选区，但各行政区不久也同样表现得争强好斗。
最令人关心的事毕竟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国民议会刚搬到巴黎不久，在其会址大主教府的附近，一名面包商被人杀害。议会十分震惊，于10月21日立即通过了著名的“戒严法”。当社会出现动乱时，市镇当局有权执行戒严法，就是说，先打出红色旗帜，经三次警告后即可下令开枪。但是，国民卫队能否服从，还是个问题。在巴黎，拉法叶特幻想能够取得国民卫队的支持。他把国民卫队削减至二万四千人，有购买制服能力的富人才能参加；此外，他又主要在法兰西卫队中选拔了六千人，组成领取薪饷的常备营队。但在其他各地，情况则不同。国防大臣为了解除平民的武装，声称军火库已告空虚，同时又削减军事订货。各地市镇当局固然可以请求军队给予帮助，但它们往往不愿这样做。右派公然要求让军队自动进行干预，国民议会意识到右派心怀叵测，因而坚决不予同意。至于原有的重罪法庭，它在1789年10月9日已被勒令停止工作，到了1790年3月，更禁止它受理任何刑事诉讼。
骚扰市场和阻碍粮食流通的事件仍不断发生；1790年的丰收使国内总的形势有所好转，但地方性危机仍此起彼伏，土地暴动尚未停止。一些胆小的农民缴纳了贡赋，但1790年3月15日法重申贡赋必须赎买，这使农村继续处于混乱状态。1790年1月，在凯尔西、佩里戈、上布列塔尼，以及在普洛埃梅和雷东之间的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同年5月，在布尔博内及其附近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加蒂内地区的农民在收割后拒绝缴纳什一税和田赋。到了年底，凯尔西和佩里戈再次发生暴动。日益严重的威胁促使贵族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抵抗，由此引起的贵族的反动和流血惨案使混乱局势进一步恶化，使阶级对抗更加严重。拉法叶特试图推行的妥协正成为幻想。



三、贵族的阴谋
“黑党”(1)对那些与革命“沆瀣一气”的王政派分子表示蔑视。
在“黑党”的演说家中，摩里教士坚持抵制的立场；卡查累斯倾向采取更灵活的策略，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他们的记者蒙茹瓦、里伐罗尔和罗若教士在《国王之友》报攻击一切新事物，鼓吹旧制度，甚至把贵族的革命也一概否定。苏录在《使徒行传报》和《小高蒂埃报》放肆辱骂爱国党人，并讥讽他们是“败国主义”。1789年10月和11月，“黑党”力图利用多菲内和康布雷齐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他们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次年春，第三等级指责国王派去建立新行政机构的官员在那里组织选举。接着，本笃会修士热勒于4月13日建议制宪议会承认天主教仍为国教，遭到了议会的否决；包括议会主席维里厄伯爵在内的二百四十九名议员签署了抗议书。维里厄伯爵被迫提出辞职。后来，贵族又败坏指券的信誉，试图阻碍国有产业的出售；他们对穷人说，特权阶级的破产将使穷人失去劳动和施舍。反革命的“和平之友”俱乐部在各地纷纷建立。
在那些因对革命不满而流亡国外的人中间，一些人是为了求得安静；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组织武装，等待外国干涉，例如在都灵定居的亚多瓦伯爵正向各方联络；还有些人同亚多瓦伯爵相配合，准备在法国南部挑起内战。最早的一次阴谋是“朗格多克计划”，其依靠对象有原里昂市长安贝尔–科洛美、孔塔地区的莫尼埃·德·拉卡累、艾克斯的帕斯卡里、马赛国民卫队司令里厄都，以及打算在尼姆煽动天主教工人反对基督教厂主的佛罗孟。这次阴谋造成了5月10日在蒙托邦和6月13日在尼姆的流血冲突。接着又有“里昂计划”。7月25日，里昂发生了一起因拒付入市税而引起的骚动，国防大臣拉都尔·杜班派遣一名心腹军官和可靠的军队前往弹压。布西伯爵和奥利埃兄弟分别在博若莱和热伏唐活动。马尔博斯于8月把维瓦雷的天主教徒召到雅勒斯集会。普瓦图和奥弗涅地区的贵族组织了许多活动小组，准备联合向里昂进军，亚多瓦伯爵打算率领撒丁部队同他们在那里会师。他们还希望国王也来到里昂。在十月事件后，奥日尔和马依·德·法夫拉斯曾先后企图使国王逃出巴黎。1790年初夏，革命党允许国王一家住在圣克罗宫；外逃似乎并不困难，“黑党”的俱乐部“法兰西沙龙”早就提出过这个建议：里昂暴动的日期定在12月10日。但是，路易十六拒绝了这项建议和米拉波的劝告。他在10月另行准备外逃计划。爱国党非常警惕。人们不断揭露国王可能出走。法夫拉斯已被判处绞刑，许多阴谋分子陆续遭到逮捕，其中博恩·德·萨瓦丹在4月，特罗阿·德·里渥尔在7月，布西在9月先后被逮捕；最后，里昂的阴谋分子在12月被一网打尽。奥弗涅地区的贵族在前往里昂的途中转道流亡国外。亚多瓦伯爵离开都灵，于1791年5月在曼图亚求见利奥波德二世，随后便前往科布伦茨。
平民的担忧造成新的恐慌浪潮。1790年7月和8月，在蒂埃拉什、香槟、洛林等地区，特别在瓦伦附近，谣传派往攻打比利时人的奥地利军队将入侵法国。群众仍准备采取自卫行动；马拉在7月号召群众先发制人。总之，惩罚行动时有发生，例如帕斯卡里在艾克斯被杀。



四、军队的解体
拉法叶特的幻想不幸落空了，冲突蔓延到了军队。一些贵族坚持效忠革命；但大多数军官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保留态度，随着制宪议会的改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更赤裸裸地采取敌对立场。他们的士兵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些军人蔑视国民卫队，说他们是“不堪一击的蓝军”(2)，另一些军人则经常光顾俱乐部，转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军港士兵和弹药库工人中也出现了不稳定现象。爱国党对贵族军官很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贵族军官流亡国外。爱国党或者攻击贵族军官，或者与犯上作乱的士兵相联合。但是，面对虎视眈眈的欧洲，制宪议会不敢贸然接受罗伯斯庇尔关于清洗贵族军官的要求。制宪议会不把从穷人中招募的士兵放在眼里。杜布瓦–克朗赛建议采用义务兵役制，以便把国王的军队改造成为国民的军队，这个建议也未被制宪议会采纳，因为议会知道，法国人对旧制度下的民兵十分敌视。议会认为，只要采取增加薪饷和改革行政和纪律，就足以解决问题。
兵变在军港和驻军中时有发生。作为职业军人，拉法叶特在纪律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1790年8月，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当时，南锡驻军发生暴动，拉法叶特便支持其表兄布叶侯爵进行武力镇压，处决了几名闹事士兵，又把夏托维厄的四十一名瑞士雇佣兵遣送苦役场。制宪议会最初曾同意这个行动，但拉法叶特的名声从此受到了损害。爱国党在事后立即提出抗议，制宪议会的多数议员也开始感到怀疑，因为他们听说，布叶在南锡把所有拥护革命的人统统打成嫌疑犯。10月，默努男爵对全体大臣提出弹劾；议会最后宣布，除蒙穆兰一人外，全体大臣已不受国民的信任。旧的大臣们辞职了，新上任的大臣仍不受欢迎。就在那时，《教士法》导致了教会的分裂，路易十六向外国求助：大革命正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
(1) 指1789年制宪议会中比保王党更右的议员，他们创设反革命的俱乐部，参与策划1790年末的里昂暴动，失败后大批亡命国外。——译者
(2) 国民卫队穿蓝色制服，又名蓝军，旧式正规军穿白色制服，又名白军。——译者



第五章　制宪议会的业迹（1789—1791）
伯克和泰恩曾先后指责制宪议会，说它为了执行脱离实际的抽象原则而使法国社会经历一场大乱。我们这里不打算研究1789年的原则究竟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但这些原则确实释放了能量，并塑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至于那些制宪议员，他们诚然读过哲学家的著作，但这种文化素养并没有影响或削弱他们的现实精神。面对反革命的威胁和平民的不受约束，他们既要照顾僧侣和爱国贵族，又要关注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因而从未脱离过现实的环境。甚至，正因为带着环境的深刻烙印，制宪议会相当部分的业迹才终于落空。



一、1789年的原则
在旧制度被推翻后，用武力夺得权利的制宪议会需要证明他们的胜利的合法性。同时，用巴纳夫的话来说，法国人需要从“国民教义问答”中学习新秩序的原则。既然美国人已经提供了榜样，制宪议会随即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然而，大家将会看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包括在宣言中，制宪议会的其他法律和1791年宪法的前言也容纳了这些思想。
制宪议会参考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拉法叶特曾把自己的宣言草案交给了当时驻凡尔赛的美国代表杰弗逊。两个宣言的亲缘关系远比文字对照所能反映的要深刻得多。它们一致确认人的尊严和主动精神的价值，都带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给欧洲思想打上的烙印，并接受上帝的保护。大部分起草人或者笃信启示宗教，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灵论者，他们把自由看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和保障。此外，还必须指出，从历史考察的观点看，个人主义象征着欧洲人为用知识和发明去征服世界和征服自然，最终达到治理国家和社会，并为自己管理自己而冲破一切阻挠的奋斗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原则提出了一个理想，即人在经过千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后，将逐渐变成自己的上帝，并在尘世中获得拯救。
制宪议会的业迹也显示了它的独创性：它把平等和自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平民的革命在推翻封建特权和封建制度的同时，突出了平等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未能做到的。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全都寄予平等无比的价值。在他们看来，除了以法律——共同体自愿接受的法律——的名义外，自由人不能接受任何其他人的发号施令。对法国农民说来，领主权的取消是大革命的基本成果。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把1789年的原则归纳成两条。首先，“人生来是和始终是自由的，并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人是自身的主人，在尊重他人自由的条件下，人应该不受任何阻拦地从事其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人可以说话、写作、劳动、创造以及取得和拥有财产。法律对所有人同样有效。不论出身如何，所有人都可担任公职。其次，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负有保障公民享受其公民权的使命。主权属于全体公民；国民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一个负责的政府；如果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公民将反抗国家的压迫。
由其哲学的和非物质的价值所决定，自然权一词具有普遍的意义；如同美国的“起义者”一样，制宪议员在援引自然权时使用了一般的术语，因而有人以此为借口，说他们是在抽象中迷失了方向的意识形态家。《宣言》的“历史”性质毕竟是显而易见的：在《宣言》的每项条款背后，制宪议员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心里都想着他们为之感到痛苦的具体事实。例如，非经出示司法传票，任何人不受逮捕和拘禁，这意味着不准再发“密札”随意捕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特权将受到谴责。反抗压迫是合法行动这项条款为7月14日起义提供了合法根据。正如奥拉尔所说，宣言首先是旧制度的“死亡证书”。所以，制宪议会不按推理的顺序进行阐述，各项原则强调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个人自由占三条；信仰自由在我们看来似乎十分重要，但制宪议员却为了照顾爱国的本堂神甫，只是含蓄地提到宗教宽容。《宣言》的缺点也相当突出。它难道不应该就财产及其继承问题作出说明和规定吗？其实，《宣言》的第二条已简单地谈到了财产，但没有下一个定义，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被提出。到最后才加上的《宣言》第十七条重新又谈到财产，确认了对领主贡赋的赎买，同时又规定，财产如因公共事业的需要而征用，必须事先给予公平的补偿。制宪议会直到1791年才宣布资产阶级最迫切要求的经济自由，这是因为，旧制度并不反对这个要求，而第三等级在行会问题上意见又不一致。《宣言》没有提到集会权和请愿权；制宪议会在1791年才同意建立公共教育制度和公共救济制度：这些条款不涉及过去，而关系到未来。
然而，为谴责旧制度而申述的原则也是新制度必须执行的原则。在前一方面，人们对原则的解释不产生任何含混，因为所有人都不赞成原则所谴责的事实，但在涉及后一方面时，原则就没有确切的解释，因而也就容易产生分歧。为此，有些人曾坚持等宪法完成后再起草《宣言》，以便二者之间不出现任何矛盾。另一些人建议至少应对《宣言》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西哀士要求规定，在财产问题上没有平等可言，以便堵塞通向社会平等的道路；格雷古瓦教士希望，在列举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应列举公民的义务。制宪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对这些建议未加理睬，这就再次暴露了《宣言》的本质。在《宣言》起草人的心目中，它的意义是不容讨论的，因而对各种警告都无动于衷。这是资产阶级在胜利气氛中怀着对未来的充分信心所写下的作品；他们相信，由他们设计的、符合自然法则和上帝的合理意志的新秩序将永远保证人类的幸福。
总之，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原则不但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为革命吸引了无数拥护者。它为个人的力量、智慧和创业精神披荆斩棘，吁请出类拔萃的人才担负起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领导。竞争和选拔将使领导阶层避免出现与世袭制不可分割的老化现象。从此，每个人都有被选拔的机会，这一前景激起了人们的希望和进取心。尤其，由革命引起的动乱为有效地利用各种机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量的地产被出售；货币流通使资本倍增，这为投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行会垄断已被废除，永久租约已遭到禁止，取消长子权和继承平等使财产不断分割；从此以后，所有的财产都摆在人们的面前，只要努力就能取得。随着人人都可担任公职以及公职数量的不断增加，随着政界人物的周期性更新，随着报纸的发展以及科学和机械工业的发达，那些没有金钱而有知识的人从此就有新的道路可走了。在当时的欧洲，君主制的旧框架仍束缚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以上措施所唤起的个人主动性将成为大革命和现代社会的生命和力量的无穷源泉。这个事业的保卫者将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组织家、学者和将军；这个事业还将激起各国怀才待时的优秀人物的热情欢迎。
个人主义的竞争狂热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后果。强者排斥弱者，而强者往往又是富人和他们的子孙。人们在宣布权利平等的同时，却让每人自己去设法取得享受权利的手段。这种幻想不久就破灭。但是，当资本主义集中尚未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时，所有缺少竞争条件的人开始并不都对前途丧失信心。何况，面对贵族的阴谋，第三等级内部还保持一定的团结和友爱，从而部分地掩盖了阶级对抗。因此，自由和平等对人们的想象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法国人民以为他们的生活将能改善，他们的子孙将生活得更加幸福，他们甚至希望其他各国人民也将有同样的命运，自由和平等的各国人民将永远和睦相处。那时候，世界将从压迫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和平的阳光将普照大地。革命的幻想犹如鲜花盛开。许多人为着这个如此崇高的事业甘愿作出牺牲，它所激起的热情鼓励着其他人继续英勇奋斗，把革命的光芒传遍世界。米歇尔·博比依在出发去同暴君作战前，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沃兹华斯，人们在长诗《序曲》中可以看到革命幻想那令人炫目的光芒。革命把热情同脚踏实地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这是它胜利的双重秘诀。它在各国都获得一些人的同情和理解，许多人主动为革命奔走宣传。
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怀有这样的希望。资产者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特权阶级，他们甚至以为，随着等级被废除，阶级也将被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门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虽然如此，他们从没有忘记现实，也没有忘记资产阶级的最高主宰权。为了反对旧制度，资产阶级宣布人的权利是天赋的和不受时效限制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权是对每个人都确认的、高于社会的和不可触犯的国民主权呢？这个问题经常引起争论，但从未得到彻底的和令人满意的解决。在实践中，人们通常根据情况去执行原则，从而把人权置于公众利益之下和限制它的普遍应用。《宣言》指出，权利受法律的制约。貌似绝对的权利由此就变成相对的了，权利的阐述不构成一部法典，而反映着一种理想或一种意向，其价值则不可避免地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调节。大量事实证明，在制宪议会看来，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以不同的方式去执行他们的原则，甚至可以延缓和反对执行这些原则。
在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制宪议会通过对刑事诉讼的改革表现了对《宣言》的完全忠诚，这是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之一。除现行犯外，必须持有法官的传票方可执行逮捕；法官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审讯被告，请他或为他指定一名律师，律师可以同被告自由交谈。提出起诉和立案定罪不再由法官负责，这一职权交给了公民陪审团。法庭根据书面卷宗审理案件的方式被原告、证人、被告和律师之间的公开辩论所代替。《宣言》在宗教宽容问题上落后于形势。制宪议会于1789年12月27日才同意给新教徒公民权；法国南部的犹太人在一个月后也取得了公民权，东部的犹太人一直等到1791年9月27日才取得公民权。但是，信仰自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民事登记仍由教会负责，公共祭礼仍为天主教所垄断。个人主义把结社当作居心叵测，行会组织被取消，教会内部的修会也大部被解散。但是，既然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人们也就听任政治性社团大量发展，并容许它们集体请愿。后来，制宪议会对民主派很不放心，因而在解散前针对俱乐部通过了一项镇压法令。经济自由最终导致了行会的废除，但资产阶级并不掩饰禁止“同盟”(1)的矛头是针对帮工组织和罢工。
在奴隶制和选举制这两个问题上，对《宣言》的歪曲表现得特别明显。制宪议员不仅用法律限制自由，而且主张人应该在“德行”即“公民精神”的指导下，根据理性去享受自由权。在他们看来，很多人尚未达到完全行使权利的成熟程度。从新秩序的利益着想，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着想，他们便限制和不准这些人享受权利。农奴制在法国已无偿地被废除，但黑人买卖和奴隶制却依然存在；因为一旦加以取消，殖民剥削就会受到损失。制宪议会最后把“有色人种”——包括混血儿和自由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交给殖民主去决定，决定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宣言》承认，“全体”公民有权“亲自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订。“亲自”二字是很可怀疑的。制宪议会所建立的是彻头彻尾的代议制，国民仅仅在选举时才行使主权，代表一经人民选出，就不受任何监督。制宪议会甚至不把1791年宪法交给人民批准，更何况修改宪法要受种种过细的限制，完全超出了一般公民的能力范围。至少，议员能否代表全体公民呢？完全不能。西哀士指出，选举和当选是履行职责的一种方式，而履行职责则需要有能力。资产阶级特意说明，能力必定意味着富裕，因为如果才能不同财产相结合，很容易就变成革命的酵母。制宪议会剥夺了“消极公民”的选举权，凡纳税额不足三天工资收入的公民或充当仆役的公民不但没有选举权，而且不能参加国民卫队。“积极公民”的意见也要经过两级选举的过滤，尤其，由第一级选举选出的人数有限的“选举人”，纳税额应在十里佛以上，这就更加有利于缙绅们当选。最后，议员的选举保证金竟高达一马克白银（约等于五十二里佛），他们还必须拥有地产。有些人主张实行职务“阶梯制”，即必须先在下级行政机构中任职，然后才能当选上一级的职务。
为了同贵族斗争，或者为了遏制平民，或者为了同平民取得和解，制宪议会有时不惜歪曲和否定《宣言》的原则，这些原则毕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在的。类似的例子读者在本书的下文将会见到。



二、政府组织
宣言规定，政府全体成员应“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权力来自国家，他们应对国家负责。毫无疑问，在十月事件后，宪法的现代概念已经明确，路易十六必须“接受”宪法。政权从此由宪法“创立”，国王将被称作“国家的第一名公务员”。这个名称毫无贬义，因为在当时，人们只把人民的政治代理人称作公务员，而不包括他们雇佣的职员。虽然如此，国王毕竟是世袭的、不对委托人负责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务员，甚至对国王犯有叛国罪行时应如何处置也没有作出规定。制宪议会的每个议员都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在欢庆国王和议会团结一致的时候，怎能去承认这个可能性呢？《宣言》规定了许多预防措施：公务员对国家负责；警察只服从法律；征税必须取得议会同意；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完全分立，即令使政府机构陷于瘫痪也在所不惜。但是，路易十六仍保留着重大的特权：支取高达二千五百万的年俸，决定外交方针，挑选和任命六名大臣以及军事长官和大使。制宪议会甚至不顾三权分立的原则，授予国王对立法议会的决定的延缓否决权，为期两届，即不超过四年。
国王单独不能行使这些大权，因为他下达的命令必须经一名大臣副署，而大臣则可能被议会提出弹劾，大臣去职时必须向议会提出报告，在把职责移交清楚后才准许离开巴黎。可是国王对议会却一点也把握不住。议会是常设的、不可侵犯的和不得解散的；唯有议会才能决定法律，议会提出的税收法、弹劾令和宣言书，即使否决权也对之无可奈何。规章制订权也属于议会，就是说，议会有权解释法令并就执行法令作出具体规定。高等法院的阻挠将不再出现，因为法庭应无条件地遵循法律来审理案件；与美国的情形不同，法国司法机关的存在并非为了研究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司法权的次要地位和立法权的纯代议性，这是法国公法中的两项永不变更的原则。
由此可见，立法议会是国家的主宰，而这个议会也就是资产阶级。据估计，在排斥了三百万名“消极公民”后，还有四百二十五万名积极公民组成“初级选民会”，由积极公民选出约五万名“选举人”，再在州县的首府选举议员。为了把议席留给缙绅，选举制确实经过了十分周密的考虑。这种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可是，这个共和国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因为没有议会的信任，大臣就无能为力，而大臣又偏偏得不到议会的信任，由国王任命的大臣同国王一样是可疑分子。他们在议会中受到批评，被议会召来质询，并且受议会各小组委员会的密切监视，而英国的议会并不设立小组委员会。此外，大臣们还看到，议会欢迎各行政部门直接向它请示，并且不征求大臣的意见就给予答复。此外，行政组织也使大臣们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下达的命令。



三、行政组织
制宪议会确实完全改变了行政组织的中央集权制。议会之所以乐于这样做，因为它想使国王失去一个可能的帮手，而且这也符合全国的深切愿望。各省区和各教区一致要求摆脱巡按使长期以来大权独揽和高高在上的状况。各地对中央政权的敌视态度在陈情书中往往以褊狭的地方主义形式而出现；前面已经谈到，地方主义利用了市镇革命，这种情绪即使在8月4日晚以后也没有完全消失。法国人之所以放弃他们的地方特权和赞同民族统一，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从此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了。
1789年12月14日法令给予各市镇广泛的权力：负责分配和征收税额，领导国民卫队和维持秩序，召请军队和宣布戒严，以及审理一般违法案件。然而，在市镇当局和中央政权之间，不能没有适当的中间环节。陈情书承认这一必要性，因而要求成立省三级会议。法国已被划分成八十三个州，州又划分为县，县再划分为区。国王在创设税区时，早已开始打破省的传统格局，新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完成了这一事业。但是，改革的直接目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正如都累所指出的，法国人仅仅希望能明确划定各行政单位，使各村庄就近集合在一个设有市场的市镇的周围。自从创立了国民代表机构以后，设置选举区已势在必行，所有人都承认，原来的税区已不再适应要求。各地区的议员纷纷协商确定选区的划分，这些讨论是十分实际和自然的。
1789年12月22日法令规定：各州将设立州议会、州政府和一名州检察官，各县将设立县议会、县政府和一名县检察官；检察官负责贯彻执行法律，实际上成为州、县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所有地方行政官员全都由“选举人”在他们中间选出；因此，地方行政部门完全被缙绅们包办。州级机构的政治态度往往比县一级更加温和；而市镇机构中表现出的民主精神往往比国民议会更强，因为由市（镇）长和市镇官员组成的市镇机构，以及他们同缙绅们和检察官共同组成的市镇委员会是由当地的积极公民选出的。在农村，由于没有纳税额能达到十天收入的候选人，往往就不顾法律的规定，在一般积极公民中遴选市镇官员。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穷人看到自己竟被排斥在选举之外，不免感到惊异，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至少还能参加居民大会。革命时期的市镇政治生活十分活跃，这是当时的特点之一。
以上的组织形式也有它的缺点。选举会议往往开得很长，间隔时间又短，因为行政机构的成员每二年就改选一半，每次会议都必须唱名检查投票人数。大多数公民对此不感兴趣；有的“选举人”甚至不肯支付来往首府的旅费。当选者对从事费力费时而影响自己的事务的公职开始感到犹豫。许多太小的市镇找不到办事干练的市镇官员。市镇委员会会议往往一拖再拖，最后干脆不再举行。有人提出设立“大市镇”的建议，以便把几个市镇合并起来，组成一个集体的市镇当局；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因为每个市镇都坚持它的自治权利。
所有的行政部门都根据新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新的行政区划还为各级法庭规定了适当的职责范围。当时的法国人喜欢打官司，十分希望能就近找到法官。因此，每个区设置一名治安法官处理民事诉讼就特别受到欢迎。在区上一级的县设置常设法庭，不服判决时可就近向县级法庭上诉，制宪议会不愿设立使人回想起高等法院的高级审判庭。在刑事诉讼方面，市镇当局负责审理违章案件，治安法官审理轻罪，州法庭审理重罪。全国范围有两个法庭，即终审法庭和最高法院。商事法庭仍予保留，但行政诉讼，包括有关国有产业和流亡贵族的问题，则由州县政府处理。
官职捐纳制度已被废除，人们已不再容忍国王派遣旧时代的法官去新法庭任职。因此，法官和行政官员一概由选举产生。新法官在已有五年以上职业经验的法律界人士中选出，任期六年。公证人须经考试录用；检察官改称诉讼代理人，成为自由职业者。职业律师不再存在。国民强烈希望能更直接参与司法工作，以保证司法机关办事公平、迅速和经济。制宪议会仅仅同意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成立由公民组成的陪审团，陪审团在县级法庭负责提起公诉，在刑事法庭负责审理。在民事诉讼方面，制宪议会仅同意陪审团对家庭纠纷享有裁决权和审理权，在前一种情况下，裁决须经县级法庭复查，在后一种情况下，审理须经县级法庭核准。
中央政权对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减少到几乎等于零。国王仅仅有权勒令地方行政官吏停职，而国民议会还能恢复他们的工作。把审理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机构同行政机构分开，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然而，检察部门的职能无疑被削弱了，并且分散在个人出身和社会关系各不相同的四个人手中，他们是宪兵军官，县法庭庭长，刑事法庭的公诉人或公诉团主任，以及国王派驻每个法庭的代表。议会同国王一样不掌握有效地迫使法国人纳税或遵守法律的手段。甚至，有些被反革命掌握的市镇机构竟援引反抗压迫的原则来对付国民议会。只要危机更加恶化，国家的存在将因地方分权而蒙受危险。造成分权和受分权所鼓励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联邦主义倾向。幸而，革命党人在分权过程中发挥了主动精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雅各宾联邦主义。



四、财政状况
地方分权不仅加剧了局势的动乱，而且给财政带来了灾难。手持武器的平民拒不缴纳间接税，并拖欠其他税款，市镇当局也不想动用强制手段。有人说，制宪议会不该承认拒纳间接税的既成事实，而匆忙去改革其他税制，因为间接税本可以提供一笔立时可用的收入。其实，在当时，征收盐税和助税与领主收取什一税和贡赋至少是同等困难的事。至于直接税，当局还能勉强按旧例征收，因为陈情书中最坚决的要求之一就是改革直接税。
土地税仍是最主要的税目，因为土地毕竟是主要的财富形式。这项收入大致有二亿四千万。此外，还有按个人收入征收的动产税，约五千万，以及按利润比例征收而并非平均分摊的工商企业所得税。这些税目在原则上是根据实际财富征收的，但在动产税方面，滥行征税的情形也并非完全没有。税制改革引起了众多的非难。陈情书曾要求编制土地册。
在进行土地丈量和登记前，制宪议会决定先根据纳税人的自报，建立一本土地底账。这一措施在各市镇取得了实在的成绩，因为它使税务负担分配得比较公平，特别是使特权阶级从此也承受他们的那部分负担。但是，陈情书还反对各省间和各市镇间的极端不平等。在没有进行全国土地丈量登记前，如何做到“填平补齐”呢？制宪议会以及市镇当局不得不参照原来的征税总额，经酌情调整后，临时规定应收的税额。人人都希望少纳税，而不少市镇的税额却同以往一样多，甚至更多。奇怪的是，农民承受的动产税竟特别沉重，城市的资产阶级却受到照顾。不满情绪的蔓延使革命的名声受到严重破坏。
实施新税制需要时间。乡村的市镇当局既没有加快实施新税制的愿望，也没有办好新税制的手段。制宪议会本身也并不着急：旧税制于1791年1月1日被取消；新土地税则、动产税则和营业税则分别于1790年11月23日、1791年初和1791年3月2日制订完毕。1789年设置的爱国捐规定居民应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缴给国家，但各人的收入全凭自报，无法检查，上缴款项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国库仍然空虚。国家在平时因税收不足而采取的应急手段如今也无法运用。1789年8月发行的两批公债遭到失败；制宪议会又禁止用税收作抵押向金融家借款。制宪议会取消了用金钱捐纳官职、在税务收益中截留和提取一定比例的包税人，并用领取工薪的职员代替他们，从而丧失了包税人以税收保证金形式向国库提供的贷款，而这种贷款可以在银行贴现提取。与此同时，财政开支增加了僧侣年金和宗教费用。最后，除了已偿清的债务外，旧制度还留下一大笔余欠。例如，议会因下令续付年金在两年内就付出了三亿七千万。为了偿还僧侣的欠债，赎回卖出的官职，偿还旧官吏的就职保证金，以及赎买被“封赏”的即出让给在俗教徒的什一税，国家承担的浮动债务竟高达十亿。
1789年10月，财政状况已恶化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奈克尔依靠贴现金库的垫支，仍惶惶不可终日。贴现金库发行的流通券已达一亿一千四百万，其中八千九百万交给了国家，不得不宣布财源已经枯竭。而为了完成革命，势必要寻找新的财源；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行纸币。制宪议会总算发现了为纸币作保的手段。财政危机迫使它采取两项根本性措施：出售教会产业和发行“指券”。
议会指出，由于教会不再构成一个群体，它的产业已因无主而属于国家；只要国家把教会的教育和济贫事业同时接受下来，财产捐赠人的本意就得到了尊重；最后，普遍利益也要求把不可转让的法人财产付诸流通，这是最无可反驳的论据。11月2日，教会产业被“收归国家支配”。僧侣在所有权问题上仍持有异议，因而悬而未决；接着，议会答应僧侣领取适当薪给；在此条件下，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了法令。奈克尔建议将贴现金库改作国家银行。议会不想让国王支配纸币的发行事宜。12月19日，议会创办了“特种金库”，划定价值四亿的教会财产和王家产业作担保，发行以借据形式出现的“指券”，年利为百分之五。指券的推销很不容易。教会仍在经营其产业，教会改革又尚未开始，人们不知道究竟那块土地将交给债权人。为此，制宪议会取消了除教育和济贫机构以外的各个修会（1790年2月13日），剥夺了僧侣对其财产的经营权（3月17日），增设了教会费用的预算（4月17日）和规定了出售指券的具体办法（5月14日）。从此，制宪议会就能强制债权人接受国家用指券偿债。
显然，许多债权人更需要现金，以债券形式出现的指券仍不能应付国库的日常需要。议会于是在8月重新开始辩论，这一次，问题总算得到了彻底解决：指券将变成银行券，发行量订为十二亿。杜邦·德·纳莫尔、塔列兰、拉瓦锡、孔多塞等人预言将出现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灾难。但是，政治利益和财政困难都要求必须这样做。如果说第一批指券的发行意味着把教会财产交给国家的债权人，即交给金融家、供应商和官职拥有者，那么发行新的指券将使所有人都能取得这份产业。于是，人们甚至主动购买指券，以便把纸币脱手，而纸币的贬值既有利于穷人，也有利于投机者。从金融的观点看，发行指券愈是注定要彻底失败，它在当时就愈能得到成功。
指券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约翰·劳的失败记忆犹新，贵族到处声称，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将不承认革命的货币。制宪议会准许指券买卖加快了指券的贬值。5月17日，国家自己收购指券，给部队发饷。铸币被藏了起来。制宪议员对发行小额票据颇感不快，因为他们希望不用纸币支付工资。于是，私人银行便发行大量信用券作为补充；制宪议会于1791年终于通过法令，发行票面为五里佛的指券。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出现了铸币和纸币的两种不同价格。生活用品的昂贵不久产生了饥荒的同样结果，并把相对平静的人民群众重新发动起来。
发行指券的计划尽管相当周密，它却是一项冒险的政策，因为它不仅用于清偿债务，而且也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们设想，在几年以后，随着税收的恢复、国有产业的出售和公债的发行，将能控制通货膨胀。这样就不但为革命争取到时间，而且在初期对经济也是个促进。汇兑率确实降低了。1790年初，一百里佛在伦敦的汇值为九十；到1791年5月，汇值只剩七十三。出口商在国外收进大量铸币，而他们在国内付出的工资却增长缓慢，这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直到战争爆发，由于指券泛滥成灾，这一政策才终于失败。在那以后，战争给许多其他货币带来了同等的厄运，而这些货币却不像指券那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作担保。



五、制宪议会的经济业绩——土地改革
人权宣言没有谈到经济自由，这是因为平民阶级对工商行规仍留恋不舍，属于资产阶级的法律界人士对金融家很不信任，对大耕作和大工业也并不全都怀有热情。经济自由只是逐步得到实现，并最终在1791年宪法和9月27日的乡村法典中得到确认。
1789年10月12日，有息借贷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行会和工厂法规只是在1791年2月16日才被取消。从此，资本和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明专利权保障下的新技术也得到了自由推广。粮食贸易于1789年8月重新恢复了布里盎所规定的完全自由，但仍禁止出口。一些垄断被废除了，国家保留了对制硝、火药和造币的垄断，但放弃了烟草专卖。印度公司丧失了外贸垄断，好望角以远的贸易已自由开放。马赛对中东各国的贸易特权也被取消。自由港仍然存在，立法议会将负责监督执行普通法。在矿藏方面，1791年法保留了1744年由国王同意的租让原则，但露天矿列为例外，而露天矿的数量相当多。
此外，统一的民族市场正在形成，所谓“栅栏后撤”，即把税卡推到边界线上，使原来被称作“事实上的外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因为这两个省可以同外国自由贸易）包括进国界线之内。国内的商品流通从此摆脱了通行税，免除了有关盐税和助税的重重检查（盐税和助税的税率因地区而不同），取消了“内地”和“外省”以及“外省”和“事实上的外国”之间的关税。
国家仍保护本国产品免受外国竞争。制造商十分希望废除1786年同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但制宪议会仍按1791年确定的税率征收不多的关税，仅禁止少量货物的贸易，例如不准进口棉纱，不准出口某些原料。
解除束缚生产的障碍不等于变革生产。人们一再说，从这个观点看，革命不具有变革生产的划时代意义。革命的确并没有开创和推动生产的变革，战争甚至延缓了生产的发展。制宪议会的功绩在于它为未来的生产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认为，在欧洲第一次宣告经济自由，这是资产阶级已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最好证明。
当时的人不可能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全部深远意义，他们看不到这将是机器的胜利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经济自由遇到了强烈的反抗。在某些行业，废除行会具有民主的性质，因为帮工开办作坊或店铺并不十分困难，但并非所有的行会师傅都甘心丧失他们的垄断。对粮食的贸易自由，不论无产者或手工业者，不论城市居民或乡村的零工和收获不足以养家活口的自耕农，普遍持敌视态度。当局无法把这一措施付诸实施。在农民方面，大多数人感到不安：耕作自由意味着彻底确认地主对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和突然结束十八世纪以来旨在解除对土地的一切束缚的法律的演变过程：从此，不再强制实行土地轮作，允许取消休耕，地主有权任意圈地。自由放牧似乎再也行不通了，乡村法典甚至明确规定，人工草场不允许他人进入自由放牧。实际上，制宪议会并未保证该原则的执行。它大概知道，在英国，土地兼并为执行该原则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它并未作这方面的暗示。为了安抚农民，制宪议会一方面允许圈地，另方面又特意规定，凡因实行圈地而不准他人牲畜进入其土地者，不得让自己的牲畜进入他人的土地，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公愤。即使如此，也毫无效果。农民坚持维护他们的集体权。集体权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拿破仑也不敢贸然下令剥夺农民的这个权利。但是，农民们关于分割大农庄、改革分成制租契和确定地租限额的希望却完全落空了，制宪议会对所有这些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正如改革税制一样，制宪议会在废除领主权和出售国有产业问题上作出的具体规定也使大部分农村居民深感失望。制宪议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了什一税，因为在它看来，什一税或者是一种税，或者是教会的群体所有权。对于贵族土地的免税待遇、采邑分封等级和其他特殊法规，特别是长子权和非贵族采邑主所缴纳的采邑捐，制宪议会也痛快地下令取消，但它对由宗主权演变而来的领主权却要求实行赎买。它担心因牺牲宗主权而树立一个有害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危害一般的个人所有权。因此，当它通过1790年3月15日法令最后确定执行1789年8月5日至11日有关领主权的法令时，制宪议会根据都埃的梅兰的报告，把领主权分成两种。一种是贵族损害了国家利益而攫取和强占的权利，其中包括领主的司法权和荣誉权、狩猎权和捕鱼权、猎兔权和养鸽权、磨坊权、通行捐和入市捐、人身劳役以及农奴制的其他形式，都一概予以无偿废除，此外，还命令取消三十年来违背1667年敕令进行的公地抽签。但对另一种领主权，即对那些负担要重得多的土地贡赋或“实在”贡赋，例如年贡、田赋、年金、“节敬”或转让权，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制宪议会认为这些是领主租让其采邑而换得的权益。为此，制宪议会决定对这部分领主权实行赎买，并于5月3日确定赎买费为现金贡赋的二十倍和实物贡赋的二十五倍，“节敬”则以重量按相应比例增加。这种分类使人们从法律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种种非议。总之，农民坚持他们的主张，认为，原则既已确定，领主必须出示其租让的原始凭证，而一般说来，原始凭证或者从未存在，或者已不复存在。在没有见到凭证前，农民便不进行赎买，也不再缴纳贡赋。
制宪议会还规定，取消什一税的利益将归地产主所有，而与佃户无关。不仅如此，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后来在废除对实物贡赋的赎买时，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取消人身劳役对农民的好处并不大，无地农民更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只要出售国有财产确能增加自耕农的人数，这就对废除封建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土地而不足以独立生活的情况下，分配国有财产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因为它能缓和土地危机。假如议会把土地交给村社进行分配，假如议会命令把土地分成小块，由乡村政府负责估价出售、拍卖或出租，贫苦的零工就能得到一块建造其茅舍的土地，赤贫农户甚至也能无偿地分得一小块土地。
这个设想同国家的财政需要和债权人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1790年5月14日法律和11月2日法令使这个梦想破灭。为了不得罪农庄主，土地租约仍被保持，整块大地产在县的首府进行拍卖。制宪议会希望一部分农民能成为自耕农，从而使他们依附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秩序。它允许实行十二年分期付款，并且规定，假如地产作价超出了一次拍卖的范围，也可分成几个份额零碎拍卖。除非联合起来，农民是买不起大块土地的。幸好，许多土地，尤其是教区的土地，原本就分成小块出租，一些投机商又在买下以后，再分成小块重新卖出。但是，在某些地区，也有农民联合起来把本村的土地全部买下。土地暴动终于达到了它的最高目标。在1791至1793年间，康布雷齐农民取得的土地比资产阶级多两倍以上。劳诺瓦和毕卡第平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赛诺内，在佛兰德和埃诺的部分地区和在圣高丹县，农民取得土地的份额占了很大比重。
尽管有关土地问题的精确研究至今不多，但毫无疑问，以上事例仅是个别现象。自耕农的人数有了一定增加；由于大产业被划小，农庄主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是，拍卖首先有利于富裕的耕作者。在大多数县，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零工，都受到排斥。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对乡村中的革命热情是最严重的打击。
至于无产者，人们几乎没有想到他们；唯一例外的是议会在1791年6月14日通过勒霞不列法，明确禁止帮工会和罢工。制宪议会在拒绝实行食物限价的同时，又剥夺工人维护自己工资的手段。它暂时保留一些慈善工场，给工人提供部分工作，但不打算承认工人有劳动权，因而在1791年5月下令关闭了慈善工场。同意给予残废人的帮助仍不幸地停留在原则上；济贫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因取消了教会施舍而受到严重损害。在所有这些方面，雇佣工人和贫民没有从革命那里取得任何利益。制宪议会曾答应建立平民教育，但塔列兰的报告当时只是一纸空文。民主派利用了群众的幻想破灭，但贵族和顽固派神甫也力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



六、教会的改革
教会眼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削弱，不能不感到懊恼。天主教已不再是国教，宗教宽容已作为法律记载下来，教会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因为它不再构成一个群体，教士也因教会财产的世俗化而降低到领取薪俸的公务员地位。制宪议员既没有预见到会发生对反革命如此有利的宗教冲突，更不愿意看到这些冲突的发生，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神甫的教育，受到轻视他们的古罗马文化的灌输，政教分离的观念对他们依然是陌生的。他们不但不想把宗教同国家分开，相反希望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哲学家们承认，没有宗教，社会便不能生存，而在法国，这一宗教只能是天主教。诚然，他们或许更喜欢公民的宗教，而革命的理想主义正以祖国的神坛、革命的节日和象征，趋向于建立一种新的崇拜。但人民自发地把这些仪式同天主教的祭礼结合起来，而爱国的本堂神甫则用福音书充当人权和公民权的根据。制宪议员意识到，他们在每个市镇都需要通过一个中间人向无知的群众解释他们的法令，并命令群众服从法律。没有人能比本堂神甫更成功地担负这个使命。何况，许多制宪议员本身是教徒，甚至是恪守教规的信徒。因此，天主教保留了举行公开祭礼的特权，唯有天主教会由国家供养；天主教负责的民事登记不移交给世俗当局，教会至少暂时仍兼管教育和济贫事业。
然而，卡缪的一句名言说得好：“国家包括宗教，宗教不包括国家。”他还说：“我们肯定有改变宗教的能力，但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抛弃宗教是有罪的。”法国的哲学家历来主张，除宗教教义外，国家完全有权改革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约瑟夫二世曾行使过这个权力，法国国王在十八世纪也曾给过天主教修会猛烈的打击。人们至多承认，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存在一些界限从未划清的“混合”领域。法国教会必须改革，这是得到僧侣同意的。教会在新社会中的作用愈大，就愈不能让国王挑选主教；既然国家在出售教会产业后负责供养教士，就必须削减教士的人数，以使国家的开支不致过大。1789年8月12日，制宪议会选出了一个宗教事务委员会。
人们已经看到，“政教协议”将不再存在。1789年8月5日至11日的法令废除了首岁捐、教廷费和多俸制。任何人都不怕同教皇发生冲突。庇护六世没有丝毫威望：他不敢同约瑟夫二世和叶卡特琳娜决裂，后者没有征求教皇的意见，就擅自打乱了波兰的教区组织。法国的僧侣只是部分地反对政教协议，何况高卢派教会既没有违背教义，又有十分雄厚的势力。
制宪议会首先打击的是脱俗修士，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很久以来一直对他们恶言相加；何况，他们的没落已确定无疑，尤其是他们中的隐修士。1790年3月13日，制宪议会宣布取消各种修会，凡愿还俗的修士将发给年俸；其他修士则集中到暂时保留的几个修道院中。从事教育和济贫事业的教团暂时得以保存，由于禁止了加入修会，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来源也将逐渐枯竭。
从1790年5月29日开始，制宪议会在极其平静的气氛中讨论了在俗教士的改革问题。7月12日，议会通过了《教士法》。行政区划从此同时成为教士组织的区划：各州均有自己的主教，每个市镇有一至几名本堂神甫。他们将如同其他公务员一样由选举产生，本堂神甫将任命其司铎。制宪议会恢复了教会内部的议事权，规定各州应召开教士会议；教务会议被宣布取消，代之以一个理事会协助主教，理事会的决定对主教具有约束力。教皇不能再从法国攫取钱财；教皇从此只是有“位”无“权”的一个名义。当选的主教将同教皇进行协商，但不能向他请求核准；主教的就职仪式由本国主教主持，主教核准本堂神甫的任命。
但是法学家心目中的教会自主同高卢派教会心目中的教会自主有着深刻的不同。高卢派教会虽然维护自己对罗马教廷的自主，但却不准备为国家而牺牲教廷，因为罗马能帮助它抵制国家的侵犯。此外，主教们对减少自己的特权并不心甘情愿。出席制宪议会的主教们对以上的议案没有正式表示反对，而在投票时弃权。其他许多主教准备和解。埃克斯大主教布瓦日兰明确指出，这些改革应经过教皇批准。换句话说，教会并不拒绝同国家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它否认国家的至高无上。剩下的问题是：谁能代表教会，是主教会议还是教皇？主教们对召开主教会议一事求之不得，但制宪议会不予同意，害怕全部是贵族出身的主教们操纵会议，使之成为反革命分子手中的战争武器。布瓦日兰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教皇能够为《教士法》行“洗礼”。议会自己不愿向教皇提出这一要求，但默许国王和主教们向教皇疏通。于是，制宪议会和法国教会就把本该自己决定的事交到了教皇的手中，教皇也就可以对他们挑拨离间。按照规定，制宪议会通过的法令只请求国王接受，而不需要国王批准。7月22日，路易十六在布瓦日兰以及在波尔多市大主教兼司法大臣尚比翁·德西赛的劝告下，终于接受了法令。8月1日驻罗马大使贝尔尼主教接到命令去请求庇护六世的批准。
庇护六世采取了反对的立场。根据国王的要求，他在去年取消首税捐时没有提出抗议，但这次的事关系到他的权威。尤其，阿维尼翁地区否认了教皇的主权，于6月11日要求并入法国版图。庇护六世对他的精神特权和世俗权力同样斤斤计较。人权宣言触怒了他，他在3月29日秘密谴责了这份宣言，又在7月10日接连下了两道敕令，宣布不能接受《教士法》。当敕令送到巴黎时，国王已通知议会接受法案。为国王出谋划策的主教们仍不丧失希望：他们将教皇敕令保密，而在教皇方面，也不透露消息。制宪议会和外交大臣蒙穆兰知道，教皇指望法国能帮助他恢复在阿维尼翁的权力，因而认为教皇最后必定会让步。教皇在等待对方提出建议，而建议又处于难产之中。尽管议会暂缓讨论阿维尼翁事件，它总不能支持那里的反革命。此外，与亚多瓦伯爵保持联系的贝尔尼鼓动教皇进行对抗。庇护六世虽然担心得罪高卢派教会，因而不敢匆忙地公开表明态度，只是打算先了解法国僧侣的立场。
事情被拖了下来，制宪议会要求颁布法令。由于一些主教和本堂神甫的去世，必须选举新的主教和本堂神甫去填补空缺。抗议纷纷而起；教皇的沉默使持调和立场的人也发生动摇。10月30日，兼任制宪议员的主教发表了一项原则宣言，他们不正面否定《教士法》，仅要求在付诸实施前等待教皇的批准。但是，由于僧侣负责民事登记，人们不能让本堂神甫的位置长期空着。在行政当局的缠磨下，制宪议会终于下决心采取了断然行动。
11月27日，制宪议会要求所有神甫以公务员身份向法兰西王国宪法和包括在宪法中的《教士法》宣誓尽忠；否则，他们将被撤职并不再能主持圣事，但仍领取年俸。议会于12月26日迫使国王批准执行。鉴于高级僧职人员中不乏徇私舞弊之辈，神甫之间又争权夺利，制宪议员对僧侣相当轻视，以为他们从利害出发也会屈服。实际上，仅有七名主教进行了宣誓，本堂神甫中接受和反对的各占一半，但在地区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平衡。例如，拥护《教士法》的神甫，即宣誓派或宪政派，在法国东南部占绝大多数；相反，在佛兰德、亚多瓦、阿尔萨斯，以及特别在西部，宣誓者为数甚少。比例的不同看来与主教的名望和教士的思想状态，以及与高卢派、冉森派和教皇至上派教士之间长期纠纷所留下的隔阂有一定关系。李奇派的影响也没有消失。尽管一些原来的修道士给予了帮助，有些州竟不能配齐各教区的教士班子。眼看民事登记有中断的危险，人们只得让拒绝宣誓的顽固派神甫继续任职。
然而，奥登的主教塔列兰和里达的主教戈培尔同意了为当选的主教主持授职仪式：宪政派教士开始组织自己的教会。那时候，庇护六世打破了沉默，公开谴责革命和《教士法》的原则（1791年3月11日和4月13日）。分裂已经成为事实，罗马教的教义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相对立，这个事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宗教分裂对反革命宣传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顽固派教士竭力笼络教徒，并秘密举行圣礼。其中，朗格勒主教等人甚至要求把民事登记移交给在俗教士管理（以便从宪政派教士手中夺走）。安排宪政派教士就职往往需要动用武力，而他们还很可能备受虐待。至今意见一致的工人和农民发生了分裂，许多人不愿舍弃他们“善良的神甫”，以免灵魂得不到拯救。当然，他们并不想恢复什一税和领主权。即便如此，他们仍上当受骗，在贵族的裹胁下举行暴动。更糟糕的是，路易十六最终受到了牵连。他的姑母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791年2月流亡国外。国王于4月17日在一名顽固派神甫的主持下望了弥撒；当他于次日前往圣克罗时，竟被聚集的人群所阻止。
在革命党方面，他们把拒绝宣誓的教士当作公敌。某些地方行政机构建议将这些教士逐出教区。群众开始了行动；在4月，一些修女在巴黎街头遭人鞭打。这一事件发生后，议会试图居间调停，使不符合《教士法》的宗教活动合法化。5月7日法令规定，凡在做圣礼时攻击宪法的教堂一概加以封闭，但法令还宣布，拒绝宣誓的教士可以与宣誓的教士在教堂里共同举行祭礼。人们可以想到，在一起履行圣职所引起的强烈争执。由于法令并不允许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圣礼，也不允许他们掌管教徒的民事登记，这些教士仍然感到不满意。已宣誓的教士唯恐失去自己的地位，往往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其中许多人倒向了支持他们的雅各宾派的一边。在某些雅各宾分子看来，《教士法》仍过于胆怯；他们希望，在举行圣礼时使用法语，神甫可以结婚。因此，宪政派教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面临着威胁。尤其，那时又出现了一个完全反对僧侣和反对基督教义的新派别。他们认为，既然两派教士奉行的是同一种宗教，而其中一派同革命发生了决裂，这个宗教本身就行迹可疑。



七、殖民地
资产阶级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竟会威胁殖民地的繁荣，而殖民地的繁荣正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对海外领地说来，三个等级的争夺、特权和领主权等问题都并不重要，它们所关心的是能否与本土合作，共同反对行政当局的专制统治。最初，海外领地和本土的联系似乎更加紧密。圣多明各的殖民主由于在三级会议中没有取得议席，便联合在巴黎居住的种植园主，自动指派了几名议员。制宪议会接受了其中六名，接着又接受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从此，各殖民地便成为统一的法兰西的组成部分。
严重的困难不久就出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放可能扩展到殖民地。国民议会保留了立法权，而且显然要继续独占立法权。殖民地代表在议会中只占极少数。人权宣言的普遍性使人可以预见，包括混血儿和黑人自由民在内的有色人种将要求享有人权。“黑人之友会”并不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但希望做好这样的准备，首先取消黑人贩卖。总之，不能设想制宪议会将把这一原则载入宪法。港口的船主和大城市的批发商同种植园主有着紧密的利害关系，但在议会独占立法权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同种植园主截然相反。此外，在法国本土，人们不主张剥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因为法国不存在种族偏见。面对这个混乱局面，议会避不表明立场。这正是最糟的办法，因为种植园主乘机得寸进尺，借以压迫议会和要求自治。
在巴黎，种植园主把他们软弱的议员撇在一边，单独在马西亚克家中集会，组织了以马西亚克命名的俱乐部。在巴纳夫的一手策划下，议会于1790年3月8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接着于23日又制订了具体的规定，同意设立殖民地议会，并许诺在讨论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时向殖民地议会征求意见。殖民地议会将由纳税人选出。由于制宪议会没有明确指出有色人种应包括在纳税人之内，种植园主和混血种全都高呼胜利。但在海外领地，这项模棱两可的法令已经落后于形势。
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利用中央政权的软弱无力，在圣马克市成立了议会，选举了巴纳夫的亲戚巴贡·德拉·什瓦勒利为主席，并于3月28日通过了一部宪法。他们无视国民议会的权威，把宪法只交给国王批准。在马提尼克，殖民地议会夺取了政权，并派军队占领圣比埃尔城，因为城内的商人反对这个议会。法兰西岛议会也自己发号施令，丝毫不把本土放在眼里。法国的统一已变成对国王一人的共同忠诚。制宪议会丧失其专一的立法权，将损害本土资产阶级的利益。白人排斥了有色人种，独占了海外领地的统治，并保留了奴隶制。
他们走得委实太远和太快了。圣多明各总督于8月6日用军队驱散了圣马克议会，并把部分议员押送法国。10月11日，制宪议会宣布解散圣马克议会。11月29日，宣布马提尼克议会暂停活动，并派遣了民事专员前往向风群岛。1791年5月15日，根据巴纳夫的提议，制宪议会决定，非经殖民主要求，在人身地位问题上不再制订新的法律。接着，反对派也提高了嗓门，制宪议会退一步承认，父母为自由民的黑人将享有公民权。但到了9月24日，人身地位问题又无保留地交给殖民地议会处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议会终于屈服了。
在这以前，各殖民地都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圣马克议会的“红帽党”与不愿同法国断绝关系的“白帽党”展开斗争。混血种也加入了战斗：1790年10月，曾先后旅居英国和美国的奥热取道巴黎回到圣多明各，试图发动起义，因时机尚不成熟而失败，他自己也被活活打死。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克罗尼和贝阿格加入了反革命派，并勾结种植园主夺取了政权。此外，奴隶中也出现了骚乱。1791年8月末，圣多明各的法兰西角发生了奴隶暴动。混血种往往站在奴隶的对立面，但有时也调转枪口反对白人。奴隶暴动使殖民地普遍遭到蹂躏，从而使本土的主要财源之一陷于枯竭。



八、1791年的法国
人们从春天就开始感到，制宪议会建造的大厦在完工前已出现了裂缝。宗教分裂加剧了贵族的反抗，拉法叶特的政策濒临破产。内战烽火虽未严重到使全国惊慌的程度，但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废除封建制和官职捐纳制度不仅打击了贵族，也损害了不少资产者的利益。取消旧有的政治体制使更多的人丢了饭碗，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但却不一定都能找到。例如，取消盐税使走私盐商陷于绝望的境地，舒安党的名称就是来自一个走私盐商的名字。更严重的是第三等级开始瓦解，民主派的兴起即是其表现之一。
反革命派早在1789年就对资产阶级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为废除贵族特权而否认出身的优越，他们迟早会看到这个论据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因为，人们会说，通过财产继承，出身同样保证富人享有事实上的特权。人们援引人权宣言的平等原则最初并非为了直接批评社会制度。人们只是从政治角度对选民的法定纳税额提出异议，因而间接地攻击社会制度。罗伯斯庇尔等几名议员以及一些记者虽然一贯主张普选制，但更使他们感到愤懑不平的还是选举保证金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才能如果不同财产相结合，就没有当选的资格。民主派主要通过建立俱乐部而逐渐发展壮大，平民俱乐部的创始人不是议会议员或雅各宾派成员，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鼓动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急躁冒进情绪更加活跃。一些至今未能引人注目和获得权势的人——演员、写作家、艺术家和教师，一些刚被选进市镇委员会的新人，他们由于资历不深、亲属不多和关系不广，还没有受到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在巴黎，一个名叫唐萨尔的寄宿学校校长于1790年1月2日创立了第一个“两性联谊会”，类似的团体接着逐渐增多。1790年4月和1791年3月，先后成立了科特利埃俱乐部和贫民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接纳消极公民为会员，会费十分低廉。随着制宪议会即将改选，骚乱更加严重。各平民团体在5月联合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在6月15日向制宪议会提交了反对选举保证金的请愿书。另方面，设在罗亚尔宫的“社会俱乐部”开办了公共演讲会，福歇教士在会上讲解《社会契约论》。博纳维尔在《铁嘴报》宣传民主思想。马拉在《人民之友报》鼓励民主运动。到了秋天，以罗伯特为首的民主分子在《国民信使报》开始自称是共和派。
某些作家的作品已隐约接触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对于没有享受权利条件的人说来，权利平等只是幻想。贵族乘机向平民挑拨说，他们将对失去旧时代教会的施舍和贵族的宽厚而感到留恋和惋惜。过后不久，有人指责经济自由将为富裕雇主的利益制造“新的封建制”，并把他们的工人置于奴隶地位。虽然平民群众的眼光还看不到那么远，但他们鼓掌欢迎对“金钱贩子”和“囤积居奇分子”的攻击。即使资产阶级内部的殷实富户、旧官吏和法律界人士也像民主派一样对以上两种人十分仇视，并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攻击。
正如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形势”对雇佣劳动者起了动员的作用。市场供应暂且还不引起普遍的忧虑，但在通货膨胀刺激下的经济活动使无产阶级感到，改善他们地位的时机已经来到。巴黎的排字工人首先组织起来，要求订出工资的最低限额。冬末，建筑工人开始罢工，接着又有马蹄铁匠。帮工会试图把外省发动起来。民主派的社团和报刊纷纷给予支持。实际上，当时任何人都还没有提出罢工权的问题。雇佣劳动者已习惯于当局进行干预，并比较倾向求得政府的调解。因此，民主派的宣传就更加深入人心：假如平民阶级争取到选举平等，国家的力量将转而为平民阶级服务。正是这一点使资产阶级感到惶惶不安。米拉波更加热衷于为宫廷出谋划策，但宫廷只接受了“从事收买”这一条意见。塔龙用国王的年俸豢养了一批奸细，并不断收买同伙。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去世，这位演说家真是死得其时，他的夭折挽救了他的政治家的声誉，因为他像拉法叶特一样，没有摸清路易十六的意图，失败正在等待着他。他的地位立即被杜波尔、拉默和巴纳夫所取代。这三巨头正为民主派的发展和工人的骚动而惊慌不安，因而想制止革命的前进。他们接受了宫廷的金钱，创办了《字谜报》；到了5月，他们已接近同拉法叶特重归于好。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多数制宪议员同意向右派让步，并通过5月7日法令正式承认顽固派神甫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消极公民今后将被开除出国民卫队；集体请愿遭到禁止。巴依把科特利埃俱乐部从其集会的修道院中驱逐出去。6月14日，勒霞不列法禁止“同盟”和罢工。宪政派报刊也同反革命派一起指责平民运动企图实行“土地法”，即企图以抢劫手段均分财产。惊恐万状的资产阶级希望把平民收拾服帖。第三等级的分化更趋严重。拉法叶特和三巨头进而想到，必须重新审查制宪议会的业绩，提高选民的法定纳税额，取消各俱乐部，限制出版自由。但是，在“黑党”的帮助下击破平民的攻势，这已不是制止革命的前进，而是要革命后退。于是，他们想扩大国王的权力和建立上议院。在答应改选制宪议员的同时，他们必须首先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抓住大臣的职位，因而重申了11月7日法令。业已成为民主派首领的罗伯斯庇尔使改选的建议遭到否决，从而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米拉波一样，他们把1789年原则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他们的计划也意味着路易十六将忠于这些原则。国王的突然出逃使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
 
————————————————————
(1) 这里指的是著名的《勒霞不列法》。——译者



第三编
反法大同盟形成前的革命和欧洲



第一章　制宪议会和欧洲
路易十六之所以出逃，是想向外国君主乞求，最终得到他们的支持。外国君主反对革命，这是任何人都毫不怀疑的。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则革新了有关权利、政府和社会的全部观念。但各国间的争夺使君主们无暇顾及法国的内乱，直到路易十六主动向他们求援，他们才开始予以重视。瓦伦事件给了法国君主制致命的打击，它对革命和欧洲的关系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宣传
最使国王们感到放心不下的还是革命的国际影响。他们很早就对“俱乐部分子”的宣传横加指责，并怪罪法国政府的姑息和纵容。其实，正如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一样，革命思想的传播是自发地进行的。法国的事态发展自然也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纯文学报刊的读者不断在减少。法国出版商对他们所能得到的这批新主顾决不肯轻易放弃。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努内兹于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将书刊译成西班牙文，准备运往加塔洛尼亚。人们耍尽种种花招逃脱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对书报走私也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法国侨民是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旅法的大批外国人为革命宣传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国人拥向法国，这是空前的盛况。巴泽多夫的继承人岗普司铎带着他的学生威廉·洪堡于7月14日后从德绍来到法国。因随同库克作了环球旅行而名扬四海的乔治·福斯泰从美因兹前来参加联盟节。施特拉斯堡吸引着莱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学教授、嘉布遣会教士欧洛格·施奈德尔于1791年到该地定居。来自英国的有丹东的朋友霍尔克洛夫脱（1789年到达），布里索的朋友、贵格会教士皮戈，诗人沃兹华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达），后者不久对罗兰夫人钦慕备至。甚至从俄国也来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师罗默陪同的斯特罗加诺夫大公的儿子。在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开参与法国人的内部纷争。这在风行世界主义的当时是不足为奇的。革命党人以为世界的振兴将以他们为榜样，因而热情欢迎一切愿意加入革命的新人。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被革命所诱惑。格里姆男爵坚持反对革命；拉马克伯爵收买了米拉波；科尔夫男爵夫人和英国人克拉福特帮助了国王出逃；《信使报》社长马莱·杜潘最后转向反革命一边。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些间谍，如英国间谍埃利沃脱和米尔纳，普鲁士间谍埃弗拉姆，荷兰间谍埃尔台男爵夫人。但是，大多数外国人对自由事业怀有真诚的热情，特别是沃兹华斯。他们分别参加了“1789年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社会俱乐部”和“科特利埃俱乐部”。有些人很快一举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马拉；克洛兹男爵于1790年6月19日带领一群世界主义者来到制宪议会，以“人类演说家”的名义要求荣幸地代表世界各国参加联盟节活动。通过他们同自己祖国的联系，或者通过他们回国后从事的活动和撰写的游记，这些“爱国分子”分散地、几乎不自觉地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在外国人中表现突出和惹起较多麻烦的是那些政治避难者。由于1781年和1782年的动乱，一些纳沙特尔人和日内瓦人逃到了法国。1787年有荷兰的难民；1790年又有萨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难民。这些因深受迫害、离乡背井而满怀怨愤的人把宣传当作发泄怨气和怒火的机会。他们往往因不了解法国的情况而把希望当作现实，并以自己的幻想来感染他们的法国朋友。瑞士的政治避难者于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海尔维第俱乐都”，卡斯台拉律师在瑞士各州进行了串联。当年夏季，伯尔尼和弗里堡正式提出了抗议。
秋天很快来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开宣传。社会俱乐部的讲演者以及博纳维尔的《铁嘴报》分别发出号召，要求各国人民通过自由实现世界和平。随后，庞卡尔·台依萨尔曾试图在伦敦建立该俱乐部的分部。社会俱乐部是由共济会组织“真理之友社”创立的；博纳维尔在共济会的另一组织“苏格兰圣约翰社”中颇有影响，该社出版的小册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长底特里希负责向德国散发。光明异端会于1787年曾试图在法国共济会中吸收会众，博纳维尔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在萨瓦方面，革命宣传看来利用了苏格兰共济会——该组织在旧制度末年就以里昂为中心，并演变为法国共济会的一个分支组织。大革命时代的著作家往往过分强调秘密会党的影响，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这些团体可能对革命有所帮助，但也不应过分夸大，队伍比较整齐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会党肯定不多。总而言之，在瓦伦事件前夕，宣传正逐渐成为战斗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宣传并不一帆风顺，事实证明它所遇到的障碍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由于看不到或轻视这些障碍，往往把浮夸和狂热的罪名加在革命者头上。确实，攻克巴士底狱曾激起了一些贵族和资产者的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法国人自己也上当受骗。“向自由朝圣”的各国使者向革命党人保证，革命的拥护者遍布全世界。他们当然有权这么说，但是，革命的拥护者在东欧显然人数不多，影响不大。诺维科夫、诗人拉季舍夫、哥里津大公等少数俄国人对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们所希望的仅是由中央政权来推动革命，也许他们还等着拉哈尔普一手教育成人的、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孙子的上台。女沙皇把波兰贵族当作雅各宾分子看待，因为贵族们在拉捷维尔家里设立了一个俱乐部，并且以西欧为榜样制订了1791年5月3日宪法。可是，城市的权利要求呼声不高，在柯仑泰的努力下，贵族仅接纳了几名资产者参加议会有关贸易和市镇事务的讨论。至于农民，他们得到的不过是在理论上受法律保护而已。匈牙利的局势在1790年仍十分动荡。数百篇政论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恢复代议制和接受马扎尔语为国语。但这里所说的人民仍然指贵族。费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贵族对伏尔泰和卢梭赞叹不已，他们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曾是反对派领袖，但在同利奥波德二世重归于好后，却要他放弃解放农民。诚然，在约瑟夫二世和法国人的双重影响下，巴提亚尼和哈日诺齐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对贵族。其中有些人，如出身旧官吏家庭的拉兹科维奇以及加入了光明异端会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结为好友的博学教授马尔提诺维支，表现得尤其咄咄逼人。但他们在群众中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国家毕竟远离法国，革命宣传不易达到。老实说，革命党人对这些国家也并不重视，关键在于争取邻国的舆论。邻国的敌对是极其可怕的，因为这是外国入侵的温床。在这方面，首先需要争取的是德国和英国，恰巧就在这两个国家，革命思想的传播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法国革命在德国无疑激起了许多达官名人的好感。其中包括一些贵族和王公，例如哥达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数是作家、记者和教授。在当时最自由的知识中心美因兹，有瑞士史学家和埃塔尔大主教的秘书约翰·弥勒以及大学图书馆馆长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尔和诗人施托尔贝格；在不伦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维雄少校；在汉堡，有克洛普什托克。表现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玛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师赫尔德、《德意志信使报》社长维兰特和让–保尔·李希特尔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两端，不肯公开反对。在易北河彼岸的基尔，大学里也分成了两派，尼布尔表示不赞成革命。在普鲁士，许多人乐于向沃尔纳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们同《智慧女神报》编辑阿尔申霍兹、德意志丛书出版社社长尼古拉和柏林歌剧院院长雷哈德一起盛赞革命。康德和费希特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改变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即使在维也纳，启蒙运动也蓬勃高涨。唯独受耶稣会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亚长期抵制革命的宣传。
革命宣传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汉堡的资产阶级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一些报刊作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不久，有人控告光明异端会在准备起义。更严重的是，莱茵地区的群众正酝酿反抗。由于饥荒蔓延，城市陷于混乱，寡头统治面临着挑战。在阿尔萨斯的影响下，莱茵地区的农民开始拒绝缴纳贡赋，这种情况在帕拉丁地区和莱茵河沿岸地区尤其严重。动荡正逐渐深入德国内地：吕根岛、迈森市郊和萨克森选侯国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土地暴动，汉堡于1791年出现了罢工。
如果比利时和瑞士的起义能为宣传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还将会更加容易些。巴黎一度曾对此寄予希望。列日主教国在1787年前局势始终平稳，随着法国消息的传来，逐渐变得动荡起来。那里的贵族比较软弱，而资产阶级却随着工业的发展变得十分强大。后来成为吉伦特派大臣的勒布伦当时在列日出版《欧洲总汇报》。在攻克巴士底狱和8月4日晚的消息传到后，群众在柏桑日、法布里和朗松内的领导下，于8月18日举行了起义。主教逃往特里尔避难，但骚乱不久又蔓延到了特里尔。工人和农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国正走上自发响应法国革命的道路。这种情况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继法国的榜样之后，列日的榜样鼓舞了比利时人反抗帝国皇帝的压迫。于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激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潮；至今默默无声地忍受约瑟夫二世统治的僧侣乘机起来造反。省三级会议对君命时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级会议于1789年6月18日被撤销。在布雷达避难的律师万代·诺脱向英国和普鲁士请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两国为了使奥地利陷于困境，接受了这个请求。省三级会议完全听命于贵族，第三等级并不真正代表资产阶级。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级的议员由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三大城市的行业公会所选出。但在当时，还有一个由冯克领导的改革派，这位布鲁塞尔的律师受到富裕资产阶级、部分低级僧侣和少数贵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区组织了几支部队，由曾在法国和奥地利担任军官的汪德曼什指挥，正准备发动起义。万代·诺脱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帮助。冯克的队伍于11月偷袭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鲁塞尔同时举行了起义。奥国军队于12月撤出了比利时各省。
不仅在莱茵地区，而且在瑞士德语区，阿尔萨斯的榜样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奥克什和未来的巴黎省主教戈培尔在巴塞尔大肆活动，迫使当地主教请求奥地利派军占领他被改良派逐出该城后仍保留的国土。在苏黎世，罗兰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国的拥护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日内瓦，“消极派”被迫同意于1789年2月和12月先后两次修改宪法。远在圣彼得堡的拉哈尔普煽动沃州和瓦莱州居民进行反抗。在联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为它们发觉革命的火种有可能在自己身边点燃：饥荒导致了萨瓦州的骚乱，农民拒绝纳付取消领主权的赎金。萨瓦的医生杜班同许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寻求支持。
英国的情形正相反，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平民骚动。革命接触群众只能通过激进运动的介绍；革命对激进运动的复活虽然有所促进，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统治阶级对法国人为建立立宪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宽宏大量地表示赞同。福克斯及其朋友谢里丹、斯坦霍普、罗德戴尔和厄斯金均给予同情。边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计划，请米拉波交给了制宪议会。最热情欢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国教的新教徒。普莱斯于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国教的新教徒们接着推动“1688年革命会”向法国国民议会寄送支持信，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庆祝活动，并与巴黎各俱乐部建立联系。他们坚持要求取得已经许诺的改革，但托利党却随着革命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变得冷淡。皮特保持沉默。于是，非国教的新教徒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他们在1791年重建了由选举改革派成立的“伦敦宪政宣传促进会”。当时，在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国教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程度不同地主张刷新政治制度。在伦敦，站在普莱斯一边的有霍恩·图克、葛德文、托马斯·潘恩，以及女权运动的主持人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在伯明翰，有著名的化学家普列斯特莱。曼彻斯特的“宪政会”于1790年宣布成立。苏格兰本是邓达斯的禁脔，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种种拉拢和腐蚀手段，使那里陷于一片死气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然而，在瓦伦事件发生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群众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只是在1791年末，群众才开始关心法国革命。爱尔兰的反应比较敏锐，因为自1782年以来，群众的情绪从未真正安定过。那里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国人实行宗教宽容和废除什一税。与此同时，在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天主教徒菲茨杰拉德和新教徒沃尔夫·汤恩提出了爱尔兰独立的要求。辉格党俱乐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成立。议会领袖格拉坦竭力把独立要求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欧各国受宣传的影响更少。革命在意大利文学界博得一些同情。例如，那不勒斯的齐亚加和戈伐尼伯爵，意大利北部的帕里尼、品德蒙脱兄弟、阿尔菲耶里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拥护革命的。皮斯托亚的主教会议对教皇政权仍怀有敌意；该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尔赛宪政派主教克莱芒都保持通信联系。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准备伺机而动，例如著名的邦纳罗蒂。然而，革命思想长期没有深入人心。比利牛斯半岛的情形更差；无论是自称启蒙思想之友的霍韦利亚诺斯和康波曼内斯，还是伏尔泰分子阿兰达，都不敢公开表示拥护革命。
革命党人知道意大利当时自顾不暇；认为西班牙也不在话下。因此，他们毫不害怕这两个国家。但是，他们不能不看到，在英国和德国，反动势力正与革命势力在同时增长；尼德兰的革命使他们深感失望。



三、反动势力和十字军计划
1789年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平民起义，播下了革命党人幻想的种子。他们说，人民已站了起来，推翻了暴君。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人民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资产阶级也只是由于三级会议的召开才开始行动，而三级会议又是国王在贵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开的。随着土地暴动的发生，特别在制宪议会于8月4日晚通过了废除封建权的法令后，人们就能衡量出欧洲贵族为对抗极权主义而炫耀的“哲学”的价值。除个别例外，欧洲的哲学家都摇身一变而成了反革命派。出售教会财产的法令更使各国僧侣惶惶不可终日。欧洲的王公贵族从法国贵族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不再抱怨君主的专制主义，而与国王共同努力保护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因为，一旦国王的权力陷于瘫痪，整个旧制度就会崩溃。在这些国家，资产者的力量还很薄弱，贵族采取以上的态度已足以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何况，即令资产者并不绝对否定新原则，他们毕竟害怕平民的骚乱和要竭力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利益。麦考莱说过，在二十个有身份和有产业的英国人中间，有十九人是反对革命的。平民的行动稍有越轨之处，统治者便齐声叫嚷要把不轨分子镇压服帖。可见，在革命胜利之前和之后，法国在其邻国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应。
法国流亡者竭力把警报传到各国。在都灵的亚多瓦伯爵以及法国驻罗马和马德里大使贝尔尼主教和拉伏古荣公爵尽力保护他们。他们于1790年开始在特里尔选侯国集结流亡武装。但大多数流亡者仍迷恋于玩乐，以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结束。他们一掷千金的挥霍竟使物价为之上涨。许多流亡者表现得傲慢、放肆、轻佻和糊涂，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欢他们。当地贵族把他们当作活教材，他们讲述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充斥于报刊和书本，令人不能不信以为真。他们断言，国内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数坏分子的暴政，只要派出相当的部队，便能长驱直入地攻下巴黎。他们在国外的表演与流亡法国的外国政治避难者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尼德兰事变对革命者应该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在奥地利军队撤退后，冯克向万代·诺脱提出了改革计划：实现权利平等，改造省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并由各教区直接选出，召开联省议会。冯克丝毫不想用法国的方式去对待贵族和僧侣。尽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温和，万代·诺脱领导的“国家派”却认为一无是处；1790年1月12日，当他们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时，“国家派”只是单纯恢复了省三级会议，然后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国会负责处理政务；他们甚至不去争取列日代表的参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给他们宝贵的帮助，以完成比利时的统一大业。万代·诺脱像以往一样向英国和普鲁士寻求支持，但毫无成果。同样，冯克向法国争取帮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叶特派几名前来出谋划策的使者外，就只剩一心想当国王的比顿·夏洛斯特公爵。冯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员会。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行业公会纷纷宣布拥护旧制度。僧侣在司铎万厄本和耶稣会教士费勒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改革的运动，猛烈攻击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会；万代·诺脱成了他们的工具。工人和农民附和了这个运动，因为冯克的改革计划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动工农群众。同他的对手相反，冯克没有充当群众领袖的天赋。“国家派”对汪德曼什率领的“义勇军”存有怀疑，指责他们图谋不轨。最后，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数百名暴动者在布鲁塞尔追逐冯克分子，冯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国。特权阶级保住了政权，但他们没有抗御奥地利的能力，只得被动地等待自己最后的失败。1790年11月和12月，奥军恢复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权威，并重新占领了比利时各省。
在英国，也是教会首先发出了警报，接着是土地贵族。1790年大选时，托利党的多数地位得到了加强。关于废除对非国教的限制和改革议会制的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无成功的希望。皮特声称，采取这些措施将是软弱的表现，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暂缓执行。确实，这种状况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辉格党发生了分裂。温德海姆夸大地渲染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借以恐吓下议院，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接着，在议会讨论有关组织加拿大的立宪政治的议案时，伯克郑重宣布同福克斯绝交，由此引起了辉格党内的一系列分裂。在这以前，伯克已于1790年11月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这部著作已成为反革命派的福音书。他有力地指出，单凭一纸法令，不足以使人们学会行使自由权利和履行公民责任，从而把进化的概念引进到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去；在这方面，他不愧是个思想家。但是，他给社会的进化确定了一个限度，而这恰恰是他的著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他看来，阶级的尊卑贵贱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谴责法国革命是大逆不道，说它破坏了全部社会等级，因为革命使贵族沦于破产。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伯克的成功并不妨碍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驳。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间，多数只是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对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会进化论所作的解释提出异议。苏格兰人马根多士的《高卢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因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享有盛名的托马斯·潘恩却独树一帜，他对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谴责，以及对国王和贵族的猛烈攻击，深深地打动了平民的心。《人权论》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发表，全书以廉价的普及本形式在全国广为发行，使群众懂得法国的榜样在哪些方面能对他们有用。
在德国，施略策尔从1790年初开始攻击法国的“暴民统治”，但仍不否定自由的原则。人们批评“哥丁根的风标”，但越来越多的报刊作家却反而站在他的一边。他们是：奥托卡尔·赖哈德、吉尔塔梅、汉诺威的秘密顾问布兰德，以及耶拿《文学评论》的主笔德国人伯克雷贝尔。在维也纳，得到利奥波德保护的霍夫曼在《维也纳报》展开了猛烈攻击自由派的宣传运动。秘密会党和大学到处都成了嫌疑对象。一篇题为《游人来信》的匿名短文指责秘密会党在法国煽动混乱。“魔笛”社因举行共济会仪式而在维也纳被查禁。最严重的征兆也许是：自由派在称赞制宪议会的改革同时，却拒绝把改革引进德国，仅仅强调要努力推动个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进步。法国革命的直接目的——改变制度——被推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将来。这就充分表明了自由派的软弱。
舆论的转变只能有利于普鲁士自1789年前业已开始了的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沃尔纳不顾牧师和教授们的强烈反抗，努力迫使他们重新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规。国王下令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删除有损国王和容克的权威的条文。他明确表示，不准备对封建制作任何更改。在哈布斯堡王朝各国，1789年的比利时暴动以及匈牙利起义也导致了改良主义政策的后退。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去世前，停止执行或废除了他曾采取的几项革新措施。在继承其兄弟就任皇帝前，利奥波德二世曾是托斯卡纳公国的开明君主。但他首先要保住帝国的遗产；他不得不同贵族和解，满足地方主义的要求，以便尽可能挽救约瑟夫二世的事业。为了安抚僧侣，他取消了新的祈祷文和神学院，把已被取消的修道院交回给教士管理，并答应今后不再取消任何修道院。但他仍坚持教会的世俗化，不允许破坏宗教宽容，不改变国家对教皇的独立。他恢复了帝国议会以及匈牙利和各州区的独立体制，允许比利时在平定暴动后恢复传统的行政结构；因此，在帝国的各领地，又重新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松散状态。最后，利奥波德二世放弃了税务改革和土地改革；尽管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不断发生农村骚动，领主制仍确定不变，但已被废除的人身奴役不再复活。
在其他天主教国家，政府采取了防守的立场。1790年12月，巴伐利亚重申对光明异端会的镇压措施，甚至巴黎的《总汇报》在这里也禁止发行。同年，撒丁国王要求共济会不再举行集会，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劝诱他的朋友科斯塔·德·博雷加尔投入了反动阵营。教皇敕令教徒为拯救教会而斋戒祈祷，并对不守教规的异教徒明令申斥。在意大利，反动浪潮迅速遏制了革命激起的微弱同情。共济会、冉森派和自由派统统受到报刊和学院的谴责。许多法国人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然而，如同德国一样，意大利也有一些王公不主张采取镇压措施。例如托斯卡纳大公。西班牙的情况正相反，弗洛伊达·勃朗卡和宗教裁判所于1789年末共同决定，取缔法国书报；检查来自外国的信件和商品。霍韦利亚诺斯被流放，康波曼内斯被逐出卡斯蒂利亚省政府。法国侨民受严密的监视，卡瓦鲁斯等人被逮捕，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境。葡萄牙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法国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于1790年6月18日刺伤了弗洛伊达·勃朗卡，镇压于是变得更加严峻了。1791年3月，西班牙在比利牛斯沿线部署警戒部队，防止“法国瘟疫”的渗透。
伯克希望各国都这样做，希望英国政府主持旨在对付革命宣传的和平封锁。他认为，这仅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主张对这个向野蛮倒退的民族发动十字军征讨。格里姆男爵及其顾问原瑞士医生后成为汉诺威贵族的齐美尔曼立即在德国响应伯克的创议。1791年春，当庇护六世公开谴责革命的原则时，各国国王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跟着宣布反对新的叛教分子。问题已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



四、路易十六和流亡者向外国求援
问题的提出并非仅仅由于论战的需要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流亡者和路易十六分别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敦促各国国王采取行动。在都灵，亚多瓦伯爵曾向撒丁国王恳切陈词，他还派遣伏特勒依前往罗马和马德里。1791年5月，他在曼图亚向利奥波德二世求见。他虽然主要想乞求经济资助，但也希望奥国进行军事干涉，以支持法国南部掀起的暴乱。6月，他同波拉斯通夫人一起前往申博恩比斯特府邸，在他叔父特里尔选侯的领地定居，随行的还有一批挥霍无度的近臣，而孔代亲王在沃尔姆斯集结的渴望战斗的流亡者部队却被抛在一边，缺少最起码的供应。于1790年末为孔代亲王出谋划策的卡龙主要寄希望于普鲁士，但也不忽视奥国皇帝可能给予的支持，同时还准备以出让某些殖民地为代价，争取实现英法联盟。他认为，有了孔代的部队为外国军队开道，就能复辟旧制度。流亡者一方面对本国同胞进行声色俱厉的威胁，另方面对顺从地忍受议会压迫的路易十六嗤之以鼻。
其实，路易十六的屈服只是表面现象。由于害怕发生新的“事件”，他不得不采取两面手法，而结果却使自己威信扫地。但是，早在1789年11月，他就向他的亲戚西班牙的卡洛斯四世表示，他对被迫作出的让步概不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向她的朋友瑞典伯爵阿列克赛·德·费逊以及向奥地利驻法大使梅尔西·阿尔让多倾诉了她对拉法叶特和宪政派的仇恨。携带国王抗议书前往马德里的丰脱布律恩教士受命向西班牙宫廷试探是否可能给予国王支持和贷款。丰脱布律恩于1790年再次出使维也纳。于同年2月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同先皇约瑟夫二世同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还有另一名兄弟当时任科隆大主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两个姐妹分别是尼德兰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然而，丰脱布律恩所得到的仅是好言安慰而已。那时6月即将结束，由此可见，路易十六决定向外国求援，根源并不在《教士法》。当然，信仰方面的考虑更加强了他的决定，但其他原因也促使他义无反顾。由于制宪议会建立的行政机构开始履行职权，国王挑选的大臣相继去职，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这场革命与通常的贵族反抗已不可同日而语。10月，已经流亡国外的帕米埃教区主教达戈重返巴黎，敦促国王行动；他不费唇舌就说服了国王。布勒特依男爵全权负责指挥一切，向各外国宫廷派出了特命使者。路易十六决定秘密逃出首都，指定麦斯军区司令、镇压南锡事件的刽子手布叶侯爵采取迎候圣驾的各项措施。12月，德·费逊着手进行外逃的准备工作。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抵制流亡者展开的外交努力，亚多瓦伯爵为此曾与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蓬倍尔侯爵大闹一场。蓬倍尔虽然不顾职守。积极为亚多瓦伯爵效力，但他毕竟要服从国王的秘密命令。国王和王后责备流亡者只顾逃命而把他们扔下不管，又责备流亡者采取急躁和莽撞的行动而危害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担心在胜利后会沦为贵族的附庸。与其让孔代亲王率军入侵法国，他们宁肯要各国联合陈兵边境，胁迫制宪议会根据国王的意志修改法令。路易十六准备驻跸蒙梅迪，居间进行斡旋，并操纵事态的发展。他一再强调指出，他不要求外国军队进入法国。但是，如果国王没有想到，至少王后已经想到，一旦议会不肯就范，已陈兵法国边境的各国国王难免会命令部队越过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无疑要酬答各国给予的帮助，割地赔款也就在所不免。出让几个省份，这是路易十六很不愿意的事。但是，根据布叶的建议，国王于1791年5月派人出使英国，准备以部分殖民地做代价换取英国的中立。
各国国王对支持路易十六或支持流亡者意见很不一致。叶卡特琳娜二世热烈欢迎流亡者，积极主张发动一次无情的十字军讨伐。她说：“铲除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将是一件万世不朽的勋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持相同观点，他于1791年春亲临斯巴和亚琛，表示愿赴前驱。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和教皇已经表示赞同亚多瓦伯爵的主张。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装出一副见义勇为的样子，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帮助路易十六，但他同他的近臣比硕夫斯威德一样，对流亡者也言听计从。相反，西班牙的弗洛伊达·勃朗卡对流亡者不理不睬，认为他们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徒。至于利奥波德二世，他也无意同流亡者合作。这位皇帝于1791年1月拒绝接见卡龙，并命令卡龙离开维也纳。同年5月，他在曼图亚又不肯召见亚多瓦伯爵。在英国，国王、大臣和议会的想法不尽相同，却一致主张，除非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否则决不进行干涉。伯克向他的同胞鼓吹十字军讨伐，响应者屈指可数。
流亡者的朋友们显得十分起劲地反对革命，但没有利奥波德的首肯，他们将办不成任何事情。叶卡特琳娜二世把别人推在前面，自己却决心落在后面。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1790年8月热情接待了罗尔男爵，并于9月同维也纳进行了初步会商，但他由于未得到奥地利的同意而不能作出承诺。就国土的地理位置和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妹关系而言，利奥波德理应是反法同盟的当然领袖，而他却偏偏最不主张动武。从他以往在托斯卡纳推行的政策来看，制宪议会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并不使他感到可怕。何况，他不认为旧制度在法国复辟是有益的或可能的。当然，他并不想放弃自己一丝一毫的权威，但他又觉得法国国王权威的削弱对他并非是件坏事。最后，他在本国为解决约瑟夫二世留下的难题已伤透了脑筋。因此，他不鼓励他的妹夫倒行逆施，而希望后者同宪政党达成妥协。他借口别国意见不一或行动迟缓，又借口英国态度不明，竭力推托拖延。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中，以及在努内兹大使的信件中，人们可以看到王室的种种努力和有限的选择逐渐都陷于落空。王室本身也有意见分歧，伊丽莎白王姐和国王的姑母站在流亡者的一边，王后则抱怨各国君主的自私和不明事理，特别是她的兄长利奥波德。后来，有人为了把挑起冲突的责任加在革命党头上，曾竭力强调各国君主对革命并不怀有敌意。其实，对于革命宣传的危险，以及对于自己因血缘联系和君主间的声援而应尽的义务，利奥波德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他像其他君主一样正确地看到，他们没有任何必要害怕法国革命。当时，他正忙于重新征服比利时和平定匈牙利的暴乱，因而认为，在着手去管路易十六的事情以前，理应先管好自己的事情。



五、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
在各国君主和革命法国之间，确实在有关公法和领土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冲突。废除领主权侵犯了在阿尔萨斯留有领地的某些德意志王公的利益；他们援引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向帝国议会提出控诉，施特拉斯堡、凡尔登等地的法国主教也跟着这样做。此外，阿维尼翁和孔塔地区由于放弃旧制度，同教皇发生了冲突。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要求并入法国；卡彭特拉只是宣布接受法国的宪法，但不考虑教皇的否决。制宪议会没有表明态度，阿维尼翁和卡彭特拉之间便爆发了战争，阿维尼翁的贵族和爱国党也互相残杀。
这两次冲突的发生促使大革命从革命原则中推导出一种新的国际法，虽然1789年科西嘉被接纳为法国的一个行省已使人们预感到这一点。杜埃的梅兰于1790年11月代表制宪议会向德意志王公作了如下答复：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因为1648年条约把这块领土交给了路易十六，而是因为阿尔萨斯人通过他们参加联盟节的特派代表表达了和自己的同胞团结一致的决心。革命不仅是人和公民的解放，也是民族的解放，它甚至认为民族具有生存权。在这以前，法律只承认国家的存在：人跟随土地一起被征服或被割让。1790年5月22日，制宪议会庄严地否定了征服权。从此，自由表达的人的意志反过来主宰土地；王朝的地理国家也就被民族国家所取代。为此，左派要求制宪议会根据阿维尼翁人的愿望，将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版图。1791年5月，议会以微弱多数拒绝了这个要求，但仍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孔塔，以便恢复秩序和征询居民的意见。合并的建议于当年9月终于被接纳。那时，教皇早已请欧洲各国出面干涉。在国王们看来，实行这种新法等于宣布法国可以和平地和无代价地兼并所有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的居民同本国君主发生冲突，也想搞一场革命。在法国同欧洲各国之间，所有的条约完全被撕毁，所有的法律联系全部被割断。各国君主和外交官怎能不感到愤怒呢？
然而，他们口头上不作空洞的表示。让阿尔萨斯和阿维尼翁问题悬而未决对他们只会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找到宣战的借口。但是，各大国的利益并未受到损害：除非法国实力完好无损，大国才会感到威胁；而在当时，法国在陆军、海军和财政方面已无实力可言，原来的同盟关系又完全断绝。革命党人实在狂妄得令人可怜，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打消他们的气焰。
制宪议会看来确实害怕战争。这不仅因为它在原则上就反对战争，而且因为战争将加强国王的地位。为此，它拒绝接受比利时三级会议的通告；它虽然不准奥国派往尼德兰的部队从法国过境，却又听任这些部队占领巴塞尔主教国。它在原则上否定德意志王公的权利，却又主动提议给予赔偿，路易十六则赶忙派奥日尔劝说德意志王公拒绝接受。在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问题上，制宪议会也尽最大可能进行拖延。1790年5月，为了不让国王把既成事实强加于议会，它又规定国王行使宣战和缔约的权利必须交立法机构批准。它让国王继续领导外交事务，但于8月1日设立了外交委员会。最后，由于旧制度原有的同盟关系有使法国不由自主地卷进某个冲突中去的可能，制宪议会宁肯陷于孤立，也不肯去冒这个风险。实际上，法国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已经自动解除。一方面，皇帝不再把衰弱的法国放在眼里，而法国革命党人从法维埃等作家的著作中接受了反奥传统，加上他们对王后的仇恨，就更加倾向普鲁士。另方面，普鲁士大使戈尔兹和间谍埃弗拉姆也在鼓动亲普情绪。这种反奥传统十分强大，甚至流亡者也像敌对方面一样偏向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的同盟曾使两国在上次战争中打败了英国，尽管没有人反对法西同盟，制宪议会却放弃了这一联系。看来，许多革命者转而同情英国，塔列兰以及金融家和批发商自然都是亲英分子。1790年5月，西班牙在皮特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曾向姻亲波旁家族求援。制宪议会于8月6日同意武装四十五艘战舰，但又宣布王朝间的同盟已经不再有效，必须重新谈判两国的同盟条约。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皮特的间谍密尔斯和埃利沃脱肯定已经收买了米拉波，并同他通了气；他们对法西同盟从此不再存在深感庆幸。
法国显然已不再是个强国了。人们认为，自古以来，衰弱是革命的后果。对各国国王说来，聪明的策略是放任不管，只追求自己的目的；如果法国国王能够先顶住革命，然后再去恢复他的权威，那也还为时不晚。



六、欧洲政治
法国革命在最初几年远没有吸引欧洲的全部注意力，因为人们以为一场全欧大战即将来临。约瑟夫二世于1782年与叶卡特琳娜二世结成了同盟，逐渐被“希腊计划”所迷惑。这项计划的内容包括：恢复东罗马帝国，由沙皇的孙子任皇帝；重建达西亚古国，波将金正窥视该国的王位。另方面，这项计划还准备把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各省以及威尼斯的领土交给奥地利。因此，威尼斯将和伦巴第连成一片，奥地利自1715年以来企图征服意大利的野心也将加速实现。
维尔琴纳和皮特二人都不赞成肢解土耳其。法国在土耳其占有特殊的地位；皮特希望不让俄国靠近地中海和印度航线。但是，由于荷兰陆海军统领于1787年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并要求英国和普鲁士给予支持。普鲁士军队开进了联省共和国，皮特乘机施展外交手腕，使联省共和国脱离法国。他声称，如果法军向普军开战，英国将进行干涉。布里盎当时正与高等法院闹翻，维尔琴纳不久前刚去世，接任外交大臣的蒙穆兰只得承认现实。陆海军统领重新执政后，荷兰与普鲁士和英国结成了三边同盟。这场失败使法国国王的威望受到很大损失，同时又使约瑟夫二世相信他的盟友不想在东方起任何作用。总之，西方各国间和睦共处的可能从此被排除了。
如果说法国因国内的困难而无能为力，皮特同样也处境艰危。1788年，国王乔治三世精神失常，王太子要求出任摄政。尽管王太子十分低能，他的这个要求却很难加以拒绝。但是，皮特一再坚持，摄政的人选应由议会决定。在无法排斥王太子的情况下，他让议会通过一项法令，限制摄政的权力。皮特之所以取得议会制保护人的名声，这件事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他是个善于执行国王意图的人，他主要想约束势必会将他免职的王太子以及可能接替他担任首相的福克斯。但是，他们之间长篇大论的争执只是空吵了一场，因为国王于1789年恢复了健康，皮特始终主持着政府。在这期间，欧洲的危机已经开始了。
1788年8月，早已忍无可忍的土耳其人抢先挑起了战争，最初战争形势对土耳其有利。俄国军队向位于第聂伯河和布格河入海口的奥恰科夫猛扑，但要塞久攻不下。奥地利军队的情况更糟；在攻打贝尔格莱德失败后，奥军被迫且战且退，土耳其占领了巴纳特。后来，土军终于势衰力竭。洛顿夺取了贝尔格莱德，苏沃洛夫攻克了奥恰科夫。但是，希腊计划显然不会实现。此外，约瑟夫二世的军事失败鼓励了各附属国纷纷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瓦解的危险。就在这时，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猝然去世。由此又产生了出现新动乱的可能。
瑞典和普鲁士利用了这个局面。瑞典向俄国进攻，直达圣彼得堡城下。瑞典贵族乘机向古斯塔夫三世夺权，部分军官拒绝在军队服役，从而缓解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困难。但是，瑞典国王通过一场新的政变，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威，战争又继续进行。瑞典军队在陆上打了败仗，但于1790年取得了海战的胜利。至于普鲁士，它于1789年支持了列日的起义者，又在比利时策动反对奥地利的阴谋；它希望不让俄国控制波罗的海。皮特也持同样的立场，因为英国和荷兰的贸易在波罗的海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由于皮特的以上立场，丹麦也就不敢帮助俄国去反对瑞典。然而，普鲁士首先主张，如果奥地利和俄国向土耳其方面扩张，普鲁士应该在波兰方面得到补偿。叶卡特琳娜二世自从波兰被瓜分后一直占领着这个国家，对普鲁士的主张自然不能接受。因此，普鲁士竭力怂恿波兰贵族举行暴动，并答应同他们结成同盟。“爱国党”的势力在波兰日益壮大，它改善教育组织，煽动民族感情，主张通过废除“自由否决权”来结束无政府状态。叶卡特琳娜二世扶植的傀儡斯塔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虽然正谈判缔结一项协定，准备把原来留给“共和国”的部队派去同土耳其作战，但在1788年9月议会（即所谓“四年议会”）开会时，爱国党看穿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建议的虚伪性，不愿作任何考虑。1789年5月，他们要求占领军撤出波兰。人们普遍以为普鲁士决不肯就此罢休，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鲁士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国力强盛。但是，历史进程表明，普鲁士的领导人十分无能，他们迁延不决，动摇犹豫，终于导致了1792年的惨败。根据海尔兹伯格于1789年5月向国王呈递的“伟大计划”，奥地利从土耳其方面得到扩张后，就把加里西亚归还波兰，后者则把但泽、托伦、波兹南让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尔兹伯格以为，只要普鲁士军队一调动，就足以使这笔交易成功。国王则相反，他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何况他还想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尼德兰，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还要占领波希米亚。为此，他鼓动比利时人和匈牙利人反抗奥国，争取英国的支持，并于1789年8月在西里西亚集结军队。正当需要他作出决断和拿出勇气的时候，他把军事行动推迟到次年春季。在此期间，约瑟夫二世突然去世，英普同盟的计划终于搁浅。
皮特认识到英普同盟的可贵，因为同盟能帮助他遏制俄国和在尼德兰扩大影响，但他不想超出这个限度，尤其不愿冒武装冲突的危险。荷兰由于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出借了巨额贷款，更不希望发生战争。它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感到担忧，因为这将打破大陆的均势，并使取得独立的比利时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对荷兰说来，重要的是维持现状。另方面，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海上和殖民地。他首先是个事业家和金融家，因而不希望打仗；但当他觉察到对方有软弱的迹象时，也愿意显露自己的胆气，在美洲战争中的战胜国自然首先是他的打击对象。为此，他在1787年曾对法国进行威吓，并抓住荷兰事件大作文章。接着就轮到西班牙了。西班牙于1790年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诺特加海湾扣留了几艘英国船只。尽管该海湾的归属历来存有争议，皮特却要求给予赔偿，并于1790年5月进行军事动员。英国拥有战舰九十三艘，西班牙仅三十四艘。由于法国竭力回避，马德里归还了被扣船只，并于10月24日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出让了海湾。既然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方面，人们也就可以理解，在整个这一年里，为什么皮特不断告诉普鲁士，说普方的计划不符合同盟的精神。
然而，假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约瑟夫二世的去世立即采取行动，皮特恐怕也很难阻止他这样做。由于他放过了这个机会，皮特就有了同利奥波德磋商的时间，从而在普奥之间进行调解。利奥波德不像他哥哥那样容易冲动和急躁。为了挽救奥地利，他必须尽可能保住在对土战争中夺得的利益，同时又要首先孤立普鲁士。4月，当英国提出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时，他赶紧接受了建议。此外，他把“恢复原状”作了“简单恢复”和“改善恢复”的区分，因而打算在同普鲁士谈判时力争第二种方案。科尼兹反对这个政策，但利奥波德有他的“秘密”：副首相菲利浦·科本泽尔和掌玺大臣斯皮尔曼不顾“老头”的反对，竭力为皇帝效劳。谈判会议在西里西亚的赖兴巴赫召开，同时，十七万普军在那里同十五万奥军相对垒。海尔兹伯格修改了计划，以期达成全面和解：奥地利将仅仅交出加里西亚的六分之一，在土耳其夺得的利益也相应减少；普鲁士将仅仅占有但泽和托伦。英国人立即变了脸色，波兰人提出了抗议。弗里德里希–威廉慌了手脚，突然放弃一切割地要求，斯皮尔曼只得于7月27日伤心地接受了“简单恢复原状”。
实际上，利奥波德从这场会谈中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全部好处。6月，他同马扎尔贵族实现了和解；11月，奥军开进了比利时，12月初，相继占领了布鲁塞尔和列日。12月10日，海牙三边联盟迫使他同意实行大赦和维持尼德兰各省的特权，但他拒不批准协议书。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签订和约。奥地利局势恢复了稳定，这对普鲁士是个可悲的失败。
普鲁士为自己准备了新的失败。叶卡特琳娜二世收到了要她接受调解的通知。沙皇对此已有准备，由于看到利奥波德作了退让，便同古斯塔夫三世讲和。于1789年在福克沙尼打了胜仗并把战线推向多瑙河的苏沃洛夫，于12月22日占领了伊兹梅利亚，对驻军和居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叶卡特琳娜于是不再迁就普鲁士，相反普鲁士却向她表示，在不牺牲波兰的条件下，准备达成一项协议。1791年3月26日，沙皇向普鲁士发了一份照会，提出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建议，但照会到达柏林已为时过晚，否则，整个反革命行动就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处在犹豫不决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周围的亲信纷纷向他建议同奥地利接近，以便孤立叶卡特琳娜，他自己也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甚至把海尔兹伯格也完全蒙在鼓里。比硕夫斯威德于1790年向利奥波德作了初步试探，接着于1791年2月前往维也纳。利奥波德不想同俄国搞坏关系，又认为以不得罪普鲁士为好。因此，他在接待普王的宠臣时只听而不作任何许诺。这一态度足以使比硕夫斯威德头脑发热。利奥波德在回国后报告说，一旦普俄发生战端，奥地利将持中立立场。3月11日，普鲁士国王要求英国答复，如果普国对俄国采取惩罚行动，英国将持何种立场。
在羞辱了法、西两国和挽救了奥地利以后，皮特的气焰已嚣张得不可一世。英国舰队仍处于动员状态，驻彼得堡大使惠特沃思保证俄国已无力进行新的战争。至今只靠虚声恫吓就取得成功的皮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驻柏林大使依瓦特的怂恿下，他决心由英国发起，联合瑞典、波兰、土耳其和普鲁士等国，组成反俄同盟，彻底打退俄国的扩张。内阁于3月21日和22日作出决定，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出最后通牒。普鲁士立即表示响应。但皮特没有考虑到辉格党会反对。在俄国驻英代表沃龙佐夫的合谋下，辉格党煽动舆论反对这场战争。俄国四分之三的进口商品来自英国，英国人难道要支持土耳其异教徒反对购买英国商品的俄国吗？在那时，只有皮特一人预见到俄国是对印度航道的威胁。在下议院，拥护皮特的多数派出现了分化，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为了保住首相的职位，皮特于4月6日无可奈何地收回了成命。丹麦大臣伯恩斯托尔夫作出保证，叶卡特琳娜将以德涅斯特河的东侧为界，这算为皮特保全了面子。依瓦特于20日再次出使波茨坦，通知普鲁士英国已抛弃了它。叶卡特琳娜用以下的话表达了对胜利的兴奋：“爱吠的狗不一定都咬人。”通过雅西协定（1792年1月9日），她守住了奥恰科夫和德涅斯特一线。
遭罪的这次不仅是普鲁士一个国家，波兰首当其冲面临着叶卡特琳娜的报复。外来的威胁促使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同爱国党领袖让·波托茨基、马拉霍夫斯基、科伦泰和恰尔托雷斯基重归于好。1791年5月3日，他们起草的新宪法获得了议会的通过，决定废除自由否决权和实行君主立宪制，斯塔尼斯拉夫的王位由萨克森选侯的女儿继承。人们当时预计，波兰将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防御，俄国将重新占领波兰。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来，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局，两国终于决定团结起来。由于海尔兹伯格已经失宠，比硕夫斯威德于5月12日经国王同意，向利奥波德提出建立普奥同盟的建议。6月11日，他前往米兰觐见奥地利皇帝，后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答应同土耳其签订和约。双方同意，两国君主将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会面。另方面，利奥波德要求普鲁士同奥地利一起承认波兰宪法，有关萨克森选侯的女儿继承王位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最后的协议将在维也纳签署。德意志的两个大国已同意一致对付俄国。但是，他们的合作建立在一个误会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希望保全波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力图肢解这个国家。后者认为，波兰议会既然已于1790年9月6日禁止出让任何国土，同波兰结盟也就丧失了任何价值，相反，这只会有利于波兰的复兴。他打算把奥地利从俄国那里分化出来，从而迫使俄国同意重新瓜分波兰。总之，事态发展很可能重复1772年的历史先例，即在奥地利作出让步后，重建的三国同盟将集中全力共同对付法国。但是，反革命的计划已经渗透到了欧洲政治中去；在波兰问题尚未解决前，普奥两国就冒险在西线作战，这对叶卡特琳娜极其有利，而反法同盟却在缔结前就注定要破产。
在赖兴巴赫会议失败后不久，普鲁士首先提出了干涉法国的建议。弗里德里希–威廉附有两项条件：奥地利的合作；还有必要的军费补偿。具体地说，巴伐利亚将把茹利埃和贝尔格两地割让给普鲁士；作为报偿，奥地利将和巴伐利亚一起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部分领土。这一主张成了普奥两国于1790年9月开始接近的借口。不容否认，普鲁士国王对路易十六和流亡者的个人感情促使他提出了这项创议，但赖兴巴赫会议的失败也反过来使普王觉得，反对法国革命是他求得主动的一个机会。一方面，普奥同盟可以使他获得一个盟友，以代替态度日渐软化的英国；另方面，为了个人的荣誉，必须扩大普鲁士的版图。后来，尽管东方的形势出现了种种波折，他对这个方案始终不能忘情。1791年2月，比硕夫斯威德向奥皇重申，普鲁士在对法干涉问题上将随奥皇马首是瞻。6月，他在米兰再次申述了这个意见。
利奥波德最初对干涉法国装聋作哑。5月18日，他在曼图亚谢绝了亚多瓦伯爵的拜访。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断催促他出兵法国，这反而使他增加了拖延的理由。突然，他在米兰热情地欢迎比硕夫斯威德的建议，并把反对法国革命作为两国协议的基础之一。原因是，他接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关于王室即将出逃的来信。人们过分夸大了利奥波德对法国王室的冷淡；其实，为了避免受到前后夹攻，他不得不尽量克制自己，这是个聪明的策略。一旦他的妹妹和路易十六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当然有义务去援救他们。这个思想状态使他的行动受路易十六的摆布；由于路易十六的外逃，他必须立即动手。



第二章　国王出逃和对奥宣战（1791年6月—1792年4月）
无论对欧洲或对革命说来，路易十六的出逃是本阶段的举足轻重的大事之一。革命知道各国君主全都反对革命，但由于国王们忙于他事，革命希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和平地推进其事业。路易十六的主动出逃加速了冲突的爆发，而冲突的直接后果就是国王的垮台。



一、瓦伦事件及其在法国的后果
费逊为王室出逃已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消息不免有所泄露，马拉等人又不断向人们提出这样的警告。6月20日晚，忧心忡忡的巴依派遣拉法叶特前往杜依勒里宫；就在国王全家逃出宫门时，拉法叶特却还认为宫廷的守卫十分严密。这究竟是疏忽或是合谋，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情况也最不清楚(1)。一辆华丽而笨重的轿式马车带着王室朝夏龙方向奔驰而去，准备经夏龙转赴蒙梅迪。留在斯特内恭候王室的布叶派出了几支小分队，在圣梅内乌德前方迎接。但是，马车迟到了五个小时。1789年以来在东部地区接连发生的骚动使居民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惶状态。小分队的带队军官对国王的姗姗来迟感到迷惑不解，因而下令队伍撤退。当国王一行于深夜到达瓦伦的高岗时，因找不到约定等候的驿马，被迫停止前进。出逃计划便落空了。
国王没有设法躲藏，在认出国王的人中间，除德鲁埃一人外，再没有任何人愿意或敢于采取行动。正是圣梅内乌德驿站的这位站长的坚毅和果断才决定了国王的命运。他飞马赶上停下的轿式马车后，又冲到埃尔河的桥头设防把守。当路易十六终于到达桥头时，道路已被堵住，他便承认自己是国王。警钟声把农民聚集了起来。赶到现场的轻骑兵同农民携手合作。拉法叶特的使者在天亮时赶到，宣读了议会的命令：国王必须重返巴黎。国王处在愤怒群众的包围之中，路上的情景十分凄惨。丹比埃尔伯爵前来向国王问安，竟被农民杀死。6月25日，王室再次回到了受严密看守的杜依勒里宫。
在获悉王室出逃后，议会表现的镇定堪称典范，它宣布国王停止履行职务和否决权，直接向大臣发号施令，把法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接着，它按原定日程继续开会。但是，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直至穷乡僻壤。大家立刻想到，国王的出逃是外国入侵的预兆。边境沿线的要塞自动开始警戒；议会于21日决定从国民卫队中抽调一百六十九个营充当野战部队。贵族们转瞬即逝的欢乐加强了群众的惩罚反应：贵族和顽固派神甫往往被无故毒打，一些贵族乡墅也被付之一炬。从此，最可怕的敌人不正是路易十六吗？群众一鼓作气把他抓了回来，他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人质。
国王出逃的消息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攻击国王和王后的风暴，有些攻击甚至是粗俗的谩骂。共和分子欣喜若狂。科特利埃俱乐部宣称：“我们已经自由，不再有国王。”他们希望带动整个民主派，于21日要求制宪议会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或至少在选举前对政体不作任何决定。布里索、博纳维尔和孔多塞侯爵先后表示拥护共和制。外省的一些俱乐部也不同程度地明确表示了相同的立场。但国王的归来和议会的态度阻碍了共和运动的发展；何况，并非所有的民主派都能接受建立一个没有普选制的和由拉法叶特出任总统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就不赞成这种主张。不少人始终想让奥尔良公爵上台，马拉则坚持必须拥立一位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强调，应该把路易十六交付法庭审判，迅速选出立法议会，以抛开形迹可疑的制宪议会。
制宪议会仍毫不动摇，对各种请愿置之不理。在它看来，宣布共和制就是挑起内战，为民主开辟道路，鼓励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而资产阶级对今春发生的罢工还心有余悸。从出逃事件发生起，制宪议会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指责“对国王的劫持”，借以制造一个神话，准备为国王开脱。议会的三巨头同拉法叶特实现了和解。21日晚，巴纳夫向雅各宾分子发布了“以宪法为指针、以议会为中心”的号令。接着，他又在议会指出，革命已经结束，再前进一步只会导致社会的倾覆。为了阻止业已召开的基层选民会议表达拥护共和制的愿望，议会下令推迟选举。国王回巴黎后，杜波尔和巴纳夫在幕后为国王出谋划策，巴纳夫同王后秘密通信。路易十六自己承认，他对法国的民心作了错误估计，并表示将接受宪法。7月15日和16日的议会法令决定对“劫持者”提起公诉，并宣布国王和王后无罪。
但是，15日晚，经科特利埃俱乐部发起，并取得社会俱乐部的支持，群众拥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后者同意参加一次新的请愿活动，要求议会撤换路易十六。第二天，布里索对请愿书作了最后修改，加上了“以合乎宪法的各种手段”的字样。当请愿书在马尔斯广场征集签名时，科特利埃俱乐部提出了抗议，反对增加以上的话，因为这只会为奥尔良伯爵所利用。人们征求雅各宾分子的意见，后者刚接到议会为国王开脱的法令，便放弃了请愿的计划。罗伯斯庇尔也赞成这个决定，但科特利埃分子仍坚持原议，于17日来到约定地点。他们在马尔斯广场的祖国神坛前，立时起草了新的请愿书。
群众赤手空拳地前往制宪议会请愿；在当时，即使发动起义，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纯粹由资产者组成的国民卫队正积极准备镇压“恶棍”。但是，由于不久前失业的慈善工场工人加入了行动，秩序井然的请愿逐渐变成了吵吵嚷嚷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中不时发出威胁的言论，并出现了严重的事端：在祖国神坛下抓获的两名嫌疑分子于当天早晨被群众处死。巴依和拉法叶特在制宪议会的鼓动下决心杀一儆百。国民卫队冲进马尔斯广场，向群众开火，打死打伤多人。屠杀结束后，他们又大肆逮捕，使监狱一时有人满之患。民主派的许多出版物被迫停刊，科特利埃俱乐部也暂停活动。雅各宾俱乐部则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濒于瓦解。绝大多数议员后来前往福扬修道院另组新的俱乐部。唯有罗伯斯庇尔独支危局，挽救了雅各宾派的组织。爱国分子从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宪政派和有缴纳选举保证金能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准备同国王和“黑党”妥协；另方面是民主派，其中共和分子的势力将逐渐扩大，正是他们在马尔斯广场撒下了鲜血，也正是他们将主持三色旗的恐怖。
在控制了局势后，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兄弟试图联合右派修改宪法。他们希望扩大国王权力，提高选举保证金，设立上议院，恢复贵族爵位，允许议员连选连任和兼任大臣。他们的图谋基本上遭到了失败，因为贵族仍顽固不化，部分爱国分子又不愿走那么远。那时，路易十六已被迫接受了宪法，并重新行使其职权。但是，人们对他的真实思想已不再有任何幻想。瓦伦事件已“撕破了面纱”。



二、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路易十六的被捕震动了整个欧洲，这在英国更触犯了人们的忠君思想。各国君主纷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普鲁士国王惊呼：“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先例！”西班牙首先作出反应，弗洛伊达·勃朗卡于7月1日照会法国进行威胁。对事态深感不安的蒙穆兰和努内兹大使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大使受到了申斥，并被召回国内。然而，卡洛斯四世并未坚持强硬立场，只于7月20日要求法国侨民对他宣誓尽忠，否则就驱逐出境。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利奥波德皇帝。瓦伦事件虽然使他十分丧气，但他没有犹豫：7月6日，他在帕多瓦致函各国宫廷，要求采取一致行动，以拯救路易十六全家和法国君主制；8月4日，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谈判媾和。帝国议会再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要皇帝采取行动，保护那些因法国革命而权益遭受损害的德意志王公。比硕夫斯威德看到利奥波德终于亲自出马，未经请示便赶到维也纳，于7月25日签署了原在米兰草拟的协议书。普鲁士国王于8月12日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批准了协议书，并动身前往皮尔尼茨，随行的竟没有一名外交官，却有许多军官。
然而，利奥波德又改变了主意。各国君主给他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乔治三世指出，英国将保持中立，尽管他本人对路易十六深表关心。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等着奥地利先投入战争，以免本国首先挨打。只有叶卡特琳娜二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热烈支持一致行动。利奥波德完全明白，在同法军开战前，俄军将占领波兰，普鲁士对波兰的态度也使利奥波德感到担忧。弗里德里希–威廉于6月已通知波兰，1790年的盟约不能保证事后通过的宪法；8月9日，他又向奥地利指出，只要俄国保持沉默，他便不能就波兰宪法表明态度。
假如制宪议会废黜了路易十六，利奥波德或许会不顾一切地硬干；制宪议会表现的谨慎和温和使利奥波德有可能去考虑自己的利益。7月11日，巴纳夫、杜波尔、拉默和拉法叶特对奥皇驻布鲁塞尔代表梅尔西指出，议会即将讨论有关宣布国王无罪的报告；如果各国君主把事情闹僵，他们的臣民将从法国学到“废黜国王”的危险榜样。7月30日，巴纳夫等四人又请王后向利奥波德写了一封请求和解的信件，并派路易教士前往布鲁塞尔把梅尔西召来巴黎。
玛丽–安托瓦内特于当天就否定了她所采取的正式步骤。她在8月26日声称：“那个步骤仅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除了向外国求援，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外国前来援救我们，但应该由皇帝出面牵头。”利奥波德觉得，为路易十六和他自己的利益着想，还是接受福扬派的建议比较策略。他在8月20日宣布，只要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各国也将予以承认；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皮尔尼茨也就不再鼓吹武装干涉。
在以上的条件下，聪明的策略应该是保持沉默，进行威胁只能导致福扬派的垮台，这恰恰正是亚多瓦伯爵所希望的事。利奥波德和科尼兹没有察觉这个陷阱。他们相反以为，发表宣言进行威胁将慑伏乱党和扩大宪政派的权威。两国君主于是决定发表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鉴于恢复法国秩序与欧洲的利益休戚相关，两国君主吁请各国国王与他们同心协力，“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他们将采取行动。由于至少英国始终拒绝参加一致行动，利奥波德仍保留了回旋余地。他还说，“那时候和在此情况下，我将有必胜的把握和信心。”他相信雅各宾派必定会感到害怕，因而听任法国王公把这项宣言解释成是最后通牒。
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并重新就任王位。9月30日，制宪议会宣布解散。利奥波德为国王的决定感到欣慰，竭力让王后打消一切幻想。王后写道：“多么不幸，皇帝出卖了我们。”12月3日，国王亲自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要他出兵镇压法国的叛乱。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复说，他不能单独行动。利奥波德仍未放弃奥普同盟的计划，于11月重开谈判，准备最后签署协议。但对他说来，关键是要俄国作出维持波兰现状的保证。
利奥波德相信，他对制宪议会的恐吓已挽救了路易十六，因而坚持用威吓手段来遏制乱党的胆大妄为。11月12日，他再次通告各国宫廷，敦促实现一致行动。皮尔尼茨宣言被分发各国；根据各国的意见，准备在来年春天开始战争。雅各宾派的表现完全超出了利奥波德的意料之外，他们不但不在威胁面前忍辱退让，反而主动向他挑战，从而把利奥波德的计划全部打乱。
人们往往责备雅各宾派的笨拙和愚蠢，这几乎已成了老生常谈。雅各宾派固然可以向外交家请教，后者也可以告诉他们办外交的诀窍，但是，他们毕竟正确地看到，革命正面临威胁；这个威胁实际上主要来自普鲁士，而在这方面，他们恰好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波兰问题一旦解决，利奥波德也可能转过身来对付他们。由于对各国宫廷的秘密一无所知，法国人势必根据流亡者的解释去理解皮尔尼茨宣言，何况宣言的作者对流亡者的解释予以默认。最后，我们不能忘记，任何干涉威胁，即使其语句并非咄咄逼人，也是一种侮辱。为谨慎起见，法国人或许应该置之不理，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三、立法议会和吉伦特政治（1791年10月—12月）
马尔斯广场事件发生后，福扬派似乎已控制了法国政局。共和制问题已不再提起，科洛·德布瓦公开出版持王党立场的《钱拉老头箴言录》。在1791年10月1日召开的立法议会中，真诚的宪政派人士占绝大多数。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以为国王和王后对他们将言听计从。他们推举了几名大臣，特别是接替蒙穆兰和杜博塔伊出任外交和国防大臣的德莱萨尔和纳尔蓬。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巴纳夫指责反革命派擅自招收王室卫队，主张吸收部分宪政派人士组成王室管理处，国王竟不予置理。他们同拉法叶特的关系也不好；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拉法叶特并不始终支持他们。另方面，他们也不支持拉法叶特，而让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佩蒂昂当选了巴黎市长。尤其，他们并不出席立法议会，在议会中不占有多数。据统计，二百六十四名议员属于福扬派，一百三十六名议员参加雅各宾派和科特利埃俱乐部，余下占议会一半的宪政派议员归属不定。但是，瓦伦事件记忆犹新，皮尔尼茨宣言言犹在耳，大部分议员对国王抱有不可克服的怀疑。
群众情绪仍不安定。贵族和顽固派神甫蠢蠢欲动。他们在8月挑起了旺代暴乱后，又于1792年2月组织了洛泽尔暴动。1791年10月16日，他们在阿维尼翁杀害了莱斯古雅市长，爱国分子接着以格拉西埃街屠杀作报复。瓦伦事件后，贵族外逃的现象更趋严重，特别是军官。国王在政府中安插亲信，由贝尔特朗·德莫勒维尔担任海军大臣。人们对国王的奸细和三巨头统统表示怀疑，攻击他们策划组织所谓“奥地利委员会”，从而使温和派也乱了方寸。外国的干涉威胁使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拉法叶特怒火中烧。指券不断在贬值。圣多明各暴乱的消息传来使本土感到愕然：混血儿居然也同白人相对抗。太子港于11月被乱民洗劫一空。革命派终于被政府的动摇畏缩所激怒；当左翼议员提出以“有力措施”恢复秩序和信任时，温和派立即作了让步。
这部分左派中有一些新人物开始脱颖而出，直到1792年6月前，他们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巴黎选出的议员布里索和吉伦特省最著名的议员维尼奥。人们当时称他们是布里索派，后来拉马丁改称他们为吉伦特派。制宪议会规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为这些第二代革命家当选议员开辟了道路。他们有些人原是律师或报刊作家，家境清寒，但曾受过很好的教育。随着他们进入政界，他们不仅更加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而且对沙龙社交生活的雅兴也日渐增加。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而商业资产者所希望的是要镇压反革命和恢复指券的比价，即使挑起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如果战事发生，只要它不蔓延到海外，军需商将能大量赚钱，而港口的繁荣仍不受影响。马赛和南特，尤其波尔多，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命脉所在，这些港口对法国革命中的党派斗争具有极大的影响。
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布里索和维尼奥都不是无能之辈，但他们的性格比较软弱。布里索最初以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在“黑党之友”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帮助下才一举成名。他曾先后为奥尔良公爵、克拉维埃等投机商以及为拉法叶特效力。有人认为他不够清白正直，但他临死时仍两袖清风。他曾游历英国、瑞士和美国，自以为对宫廷和平民均有了解，并以吉伦特派的外交家自居。言谈诙谐和平易近人使人们觉得他和蔼可亲；交谊宽广和精力过人使他成为吉伦特派中的“忙人”。可惜他容易冲动，吉伦特之所以给人处事轻率和糊涂的印象，原因主要在他那里，虽然吉伦特派的政治浪漫主义同其大多数成员的年轻和阅历不深是完全合拍的。维尼奥的缺点更多地表现为软弱和犹豫。他诞生在利摩日的一个商人家庭里，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徘徊后，决定在波尔多开设律师事务所，并与葛瓦代、让索内、格朗日纳夫相结交。大革命发生后，他又与杜科、博瓦野–冯弗雷特等商人抱成集团，并成为该集团最好的演说家。他的一些演说往往采用充满激情的叠句形式，因而具有强烈的煽动性。他多次作为国民的代表慷慨陈词，申述吉伦特派的政策，要求革命作出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决定。但是，讲究风雅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在紧要关头行动迟缓。他在万多姆广场都登夫人（一位已故包税人的遗孀）家的豪华沙龙里和餐桌旁会商吉伦特派的大政方针；他们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因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
为了说服立法议会，吉伦特派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向革命的敌人发动攻击。从10月20日起，布里索、维尼奥和伊斯纳尔把矛头指向亚多瓦伯爵，指向同国王一起出逃的普鲁旺斯伯爵以及全体流亡者。议会为此通过了10月31日和11月9日两项法令。他们还攻击顽固派神甫，这并非因为他们对《教士法》特别坚持：吉伦特派的大多数成员没有真正的宗教信念，与其说他们受到卢梭的影响，不如说他们继承了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葛瓦代后来在1792年3月26日严厉地批评了罗伯斯庇尔，指责他在向雅各宾各分部散发的一份通知中断言上帝保佑了革命。松都纳克斯大声疾呼：“不要虚伪的虔诚。”1791年11月3日，让索内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教士法》，建议改行世俗的民事登记，并把世俗化推广至教育和济贫部门，但他仍主张保留信仰事业费。可是，杜戈在几天以前已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要求。由于制宪议会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已把《教士法》同宪法分开，立法议会本可以将《教士法》撤销，但它不打算抛弃忠于革命的神甫。此外，宣誓忠于1790年11月27日的宪法已不再意味着同时忠于《教士法》，神甫们已不再有理由拒绝宣誓。尽管如此，没有一个顽固派神甫打算同意宣誓。冲突已转到了政治领域，拒绝宣誓的神甫充当了贵族的帮手。在这方面，虽然立法议会没有接受关于将这些神甫处以监禁的提案，但它于11月29日决定结束两种神甫同时供职的现状，并威胁说，一旦发生骚乱，将对拒绝宣誓的神甫进行惩处。
国王行使了否决权，不同意惩办流亡者。其实，人们十分清楚，“惩办”二字完全是句空话。责令特里尔选侯解散流亡者的军事集结或许对流亡者是一个更实际的打击。为此，议会于11月29日要求路易十六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由于选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王公，他肯定会向帝国议会和皇帝报告和请求援助。饶勒斯写道：吉伦特派发动的这场“色厉内荏”的攻势煽起了舆论的反奥狂热。他们想从这个策略中得到什么呢？他们首先想为自己谋得声誉和威望，但他们也想把国王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以解除革命的一块心病。因为，只要国王向选侯提出了警告，他实际上就放弃了否决权；吉伦特派接着就能迫使国王同意让爱国分子出任大臣，并由他们主持战争事务。布里索认为，如果对奥国进行突然袭击，法国肯定可以迅速获胜；革命对被压迫民族的号召将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他在11月31日说：“进行一场新十字军东征的时机已经来到，这将是为世界争得自由的一场十字军东征。”各国在巴黎的流亡者对此欢欣鼓舞，吉伦特派吸收了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加入他们的俱乐部。12月18日，由瓦特的儿子率领的一个英国代表团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北方，比利时人纷纷组织起来，准备投入战斗，列日人要求成立一个外籍军团。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首先将门户洞开。这一切当然使那些理想主义者头脑发热，以为他们定能把自由带给世界，同时也使那些现实主义者对法国的扩张利益垂涎欲滴。
然而，没有同拉法叶特一伙的勾结，没有宫廷的默认，吉伦特派恐怕也还不能改变航船的方向。拉法叶特一伙打算抓住军队。吉伦特派想通过战争削弱国王的权力，而在拉法叶特一伙看来，战争相反可以加强国王的权威。因为，战争一旦发生，他们便可以振振有词地采取各项措施，必要时调回打了胜仗的军队镇压犯上作乱的平民。斯塔尔夫人的沙龙正是这伙人的会聚场所，她的情夫纳尔蓬伯爵是一位与波旁家族有亲戚关系、但又同情革命的宫廷贵族。纳尔蓬于12月9日出任国防大臣，其政见与拉法叶特完全一致。孔多塞侯爵在他们和布里索派之间起着联系的作用。作为出版伏尔泰著作的主持者和哲学的化身，孔多塞后来成了吉伦特派的思想家和改革公共教育的创始人。在拥护共和制以前，他曾加入了“1789年俱乐部”，担任了制币局局长，同金融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把布里索和克拉维埃带到了斯塔尔夫人家里。虽然双方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但他们都把挑起战争当作首要的目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一位名叫达维乌德的拉法叶特派议员提出了关于向特里尔选侯警告的议案。由于拉法叶特一伙同巴纳夫等三巨头一起反对议会通过关于剥夺顽固派神甫年金的法令，双方的原定协议险遭搁浅。吉伦特派作了退让，仍全力支持纳尔蓬伯爵。
杜波尔、巴纳夫以及政府的其他大臣均反对纳尔蓬的政策，但他们勉强同意了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杜波尔和巴纳夫向利奥波德皇帝寄发了一份备忘录，恳请他驱散流亡者。这个行动标志着三巨头共同努力的结束，从此，杜波尔继续反对纳尔蓬和吉伦特派，而巴纳夫则退出政界，回到了家乡多菲内省。他在那里经过思考，得出了与拉法叶特相同的想法，终于建议他的朋友们支持主战派大臣。
12月14日，国王亲临议会宣布，他将向特里尔选侯发出警告。纳尔蓬要求成立三支大军，其中一支就归拉法叶特指挥。如果有人向福扬派和吉伦特派透露，国王十分乐意作出这个让步，他们肯定会感到意外。路易十六向各国国王恳求援助竟毫无效果，他在失望之余，决心迫使他们联合行动：他们一旦自己受到打击，那就不能不出兵了。王后在12月14日信中对费逊说：“这班愚蠢的家伙，他们竟不懂得战争对我们有利。”路易十六同日在给布勒特依的信中说：“这将是一场政治战，而不是内战，整个事态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就现状而言，法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能支持半个战役。”
唯有左派才始终如一地坚决反对战争。罗伯斯庇尔于11月末从阿拉斯回巴黎时，最初并未持反战立场。不久，拉法叶特、纳尔蓬和国王的态度使他对战争的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12月1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第一篇反战演说。丹东、卡米尔·德穆兰以及部分报刊一度支持他的立场，但他们逐渐沉默了，只有罗伯斯庇尔单枪匹马地坚持到底。他以惊人的预见指出了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群众对“武装输出”革命的抵制，不可避免的独裁，沉重的军费负担，以及厌倦和失望。他尤其激怒了吉伦特派，指责他们的骑墙立场：他们借口战争要求团结，竟为一手制造了马尔斯广场事件的拉法叶特开脱罪责；要大家对国防大臣纳尔蓬寄予信任。他以敏锐的眼光洞悉了福扬派的奸计，一再坚持在开战以前，必须先控制国王的行动和在军队中清洗反革命军官。
然而，他对吉伦特派的攻讦未免过激。他固然正确地看到了革命面临的威胁，但他也过分强调了各国国王的和平意图。他进行的宣传虽然不能令人满意，却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他未能明确揭露布里索同宫廷的勾结，只是含混地给人这样的印象，而吉伦特派则以同样的手段对他反唇相讥。总之，罗伯斯庇尔的努力未能阻止战争宣传取得大多数爱国分子的拥护。他所揭示的真实而遥远的危险打动不了法国人的心：既然志愿参军作战的人很多，他们就不必为战争担心，却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也将应征入伍。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仍有其拥护者，但他在制宪议会末期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在7月前却明显地在下降。
吉伦特派鼓吹的防御战和思想战对革命党人具有毋庸置疑的魅力，即使这个政策在给法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后，它的魅力仍没有消失。直到今天，主战派领袖仍深得人心，因为他们是朝气蓬勃、追求解放和把自由带给各兄弟民族，并以此为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他们的失败并非由于举措失当，而是由于行动不力。他们之所以挑起战争，是想揭露和打击卖国贼。葛瓦代于1792年1月24日大声宣告：“让我们先向卖国贼指出，他们的下场将是上断头台。”布里索已经说过：“我们需要揭发重大的卖国案件，人民将给予制裁!”罗伯斯庇尔反驳说：“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难道不能制裁卖国贼吗？如果你们只会让人民行使可怕的起义权，那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吉伦特派在关键时刻却胆怯了。



四、奥普联盟（1791年12月—1792年4月）
路易十六和主战派以为选侯和皇帝会拒绝法国的警告。事实恰恰相反，法国的警告使莱茵河各国恐慌万状，贵族们深信，法国一旦出兵，平民将起而响应。选侯恳请皇帝给予援助，而皇帝对流亡者既不同情又不器重，只同意在流亡者于12月底前解除其军事集结的条件下给予保护。因此，流亡者的队伍纷纷瓦解，虽然仍不远离这个地区，被允许留在科布伦茨的仅剩下路易十六的几个兄弟。此外，立法议会又下令解散麇集在布拉邦特北部的流亡者的武装。
利奥波德虽然又一次推迟了军事干涉，但仍不放弃其恫吓手段。12月10日，他批准了帝国议会的决议，宣布帝国政府将保护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意志王公。21日，他警告法国，他在尼德兰的驻军将保护特里尔的安全。与此同时，他严厉斥责雅各宾派行动越轨，重申了皮尔尼茨宣言中的种种威胁，声称希望雅各宾派不要迫使他动手把他们压得粉碎。接着，科尼兹于2月17日和3月18日用更激烈的言辞进一步陈述了以上的警告。
在另方面，利奥波德继续同普鲁士进行预备性谈判。12月20日，他敦促普鲁士签订一项至此他似乎很不重视的协议。这一次，轮到弗里德里希–威廉推托拖延了，他说奥地利误解了7月25日协议的含义：奥普两国所保证的波兰宪法不是1791年3月3日的自由宪法，而是尚待草拟的另一个自由宪法。这就意味着要奥地利牺牲波兰。利奥波德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以牺牲波兰为代价，换取了2月7日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缔约双方如任何一方受他国攻击，另一方将派遣三万大军给予支援。人们或许会说，这项防卫措施是针对法国而作出的。但是，不能忘记，奥普联盟从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就在协定签订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于形势。因为早在1月17日，大臣会议已在维也纳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联合行动的计划，计划书于25日交给了普鲁士。从种种迹象看来，这一计划的成功希望似乎越来越小。俄西两国在年初已一致宣布，它们仅同意让流亡者自由行动，必要时再给予支持。更何况，关于联合行动的请求一直拖到4月12日才向各国发出。奥地利向普鲁士所建议的实际上是由两国发动进攻，双方各派五万军队，其中六千人立即出发。两国将向法国发出警告，责令法国把德意志王公和教皇的领地归还原主，保障王室安全和维护君主政体。普鲁士立即予以响应，进一步要求禁止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切活动，从而使战争的发生更确定无疑了。看来，利奥波德始终指望能避免打仗，他大概以为，雅各宾派会像玛丽–安托瓦内特所说的那样是些“怯懦之辈”，在联军面前肯定会吓得屈膝投降。但也不容否认，进行军事干涉的全部准备现在业已完成。2月1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波茨坦同预定担任联军统帅的不伦瑞克公爵进行会商，共同制订了军事计划。18日，他又派比硕夫斯威德前往维也纳，敦促他的盟友迅速行动。利奥波德于3月1日去世，弗朗斯瓦二世的即位更加速了走向冲突的步伐。新皇帝缺少他父亲的稳重和自由思想，对法干涉获得了他无保留的赞同。
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革命的法国竟抢在他的前面。3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通知奥皇，法国内阁已决定宣战和入侵比利时。帝国宫廷会议在震惊之余，于4月13日决定将现有部队全部开往比利时，而把原定发动进攻的部队减少到一万五千人。
普鲁士提出了抗议。仅靠一支六万五千人的军队入侵法国是不可能的，普鲁士不愿仅仅为了保卫奥地利而出兵。弗里德里希–威廉于4月18日宣布，在奥地利准备用于进攻法国的五万军队尚未确定开拔的日期前，普鲁士将不实行军事动员。过后不久，他又作了让步，决定在7月底发动进攻。普鲁士于5月4日至5日的晚间发出了动员令。这使法国人取得了三个月的喘息时间。
局势已经无可挽回。随着普奥两国军队纷纷向西部开拔，波兰已完全听任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宰割。沙皇热烈欢迎对法武装干涉，同时于3月15日接见波兰代表。自从去年夏季以来，一些波兰人竭力争取沙皇支持他们反对新宪法，例如全力维护贵族利益的费利克斯·波托茨基和泽乌斯基，以及贪得无厌的卖国贼勃兰尼茨基。所谓“塔尔哥维查同盟”于4月27日在圣彼得堡成立，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成立的正式日期推迟到确定入侵的前一天，即5月17日。早在2月28日，叶卡特琳娜二世就含糊地向戈尔兹和路易·科本泽尔两位大使宣布她将干涉波兰，但谁也没有想到她竟能占领波兰全国。普鲁士国王对此感到高兴，以为沙皇会分给他一份。2月15日，他从戈尔兹处获悉，叶卡特琳娜二世决心第二次瓜分波兰。他在第二天就作出了命定的决策。一方面他口口声声要求取得儒利埃和贝尔格两地，要向路易十六索取赔款和割地；另方面他打算，假如路易十六无力满足他的要求，从波兰方面取得出兵法国的军费补偿。3月12日，他把以上意图通知了叶卡特琳娜二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丝毫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厄运。至于奥地利，它却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冒着领土得失的全部危险。普鲁士随时都可能抛弃它，弗里德里希–威廉打的各种算盘足以说明这一点。可是，忠于利奥波德政策的科尼兹不同意分割波兰的土地，他坚持主张给予金钱补贴，这就排除了普鲁士扩大版图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叶卡特琳娜进入波兰就意味着奥普联盟的垮台。科尼兹手下的施皮尔曼和菲利浦·科本泽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危险。按照利奥波德生前的惯例，施皮尔曼背着他的上级进行了谈判，并于1月17日通知普鲁士，奥地利愿意用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3月28日，他第一次暗示了俄普两国对波兰的瓜分。奥地利在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既没有提出自己的条件，又没有签订一项正式的协议解决赔偿问题，就匆忙地投入了战争。实际上，在瓦尔米战役前，奥普两国并不相信法国人会顽强抵抗，没有想到战争会如此严酷。人们往往毫不留情地指责吉伦特派处事草率，但同旧欧洲的老练政治家相比，他们何尝有逊色之处？



五、杜穆里埃内阁和宣战（1792年4月20日）
1792年1月6日，立法议会获悉流亡者正纷纷溃散。德莱萨尔可以认为，法国的要求已得到满足。但是，在12月31日，人们已知道了利奥波德的外交文书及其新的威胁，吉伦特派乘机可以向利奥波德寻衅。让索内于1月13日代表外交委员会建议对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限它在3月1日前公开宣布是否愿意维持1756年的同盟和放弃预定的联合行动。布里索和维尼奥坚决支持了这项建议，议会于25日通过了有关法令。接着，2月9日，议会决定查封流亡者的财产。纳尔蓬保证部队已整装待命；他派库斯丁伯爵的儿子去劝说不伦瑞克公爵就任法军司令。与此同时，德莱萨尔终于决定派赛居尔前往柏林贿买普王的宠臣，争取普鲁士的中立，又派塔列兰前往伦敦，企图安抚英国和求得贷款。塔列兰同英国在多巴哥殖民主的代表以及同一些金融家协商了一项秘密交易，准备用出让该岛换取贷款。
然而，德莱萨尔对利奥波德仍怀有希望。1月21日，他低声下气地对利奥波德干涉法国内部事务提出了抗议，并表示法国愿意和平。这就使科尼兹更加趾高气扬。2月27日，科尼兹公开谴责“乱党”阻挠修改宪法，从而点燃了火药的导线。拉法叶特和纳尔蓬对国家蒙受的耻辱高声抗议，并同杜波尔和贝特朗·德·莫勒维尔大闹一场。纳尔蓬在大臣会议上向路易十六当面宣读了一份备忘录，逼迫国王以行动表明他对宪法的忠诚，特别要清洗近臣，并在福扬派的帮助下改组王室事务处。然而，被解职的竟不是贝特朗，而是纳尔蓬自己。作为报复，吉伦特派和拉法叶特于3月10日对德莱萨尔提出了弹劾。其他大臣陷于一片恐慌之中，纷纷退出了政府。杜波尔劝说路易十六发动政变。国王无能为力，自己也害怕了起来，于是只得让步。但是，他仍不接受拉法叶特提出的人选，而把组阁的全权交给了杜穆里埃。
杜穆里埃在七年战争期间曾初露头角，后从事秘密外交，寻机发迹。他接着担任瑟堡驻军司令，湮骞多年而毫无建树，突然革命发生，给他开辟了新的历程。在投身革命后，他被派往旺代推行雅各宾的政策，同制宪议会驻旺代特派员让索内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此同时，经他的朋友王室财务总管拉波尔特和银行家圣特–福瓦的介绍，他向国王表示愿意效力，国王派他担任了德莱萨尔的副手。他的打算同拉法叶特和纳尔蓬完全一致，他想速战速决，然后带领打了胜仗的军队回国，恢复国王的权力并以国王的名义执掌政权。宫廷对拉法叶特十分厌恶，而杜穆里埃这个新人却以他的充沛精力和直言不讳深得路易十六的好感。他把几个大臣的职位交给了吉伦特派，以便使民主派无从反对。他甚至让丹东和科洛·德布瓦担任大臣。圣特–福瓦说：担任大臣的雅各宾分子将不是雅各宾派的大臣。杜穆里埃个人仅推荐克拉维埃就任税务大臣和原王家工场总监罗兰任内政大臣。其他的大臣职务由王党担任，但安插了几名雅各宾分子担任助理，例如博恩卡雷尔、勒布伦–东杜以及丹东的朋友诺埃在外交部任职，朗特纳斯和巴什在内政部任职。
杜穆里埃的希望实现了。这对罗伯斯庇尔指责“阴谋家”同宫廷狼狈为奸十分有利。民主派的分裂已不可挽回：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此开始。吉伦特派担起了政府的责任，却又指挥不了这个政府，只得在重重的危险中迂回前进。“吉伦特政府”一词至今仍是个含糊的概念。罗兰夫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矛盾，并竭力加以克服；在她的一手策划下，赛尔文于5月9日担任了国防大臣，她自己则在幕后操纵内政部。早在1791年春，她在盖内戈街的沙龙里就曾怒气冲冲地责备她的朋友们精神不振。在她丈夫担任了财政总监后，她更成了吉伦特派的智囊。她以为，依靠她的坚毅果敢，她一定能大有作为。但在当时，妇女干预政治是惹人耻笑的，罗兰夫人的活动反而削弱了吉伦特派的影响。更何况，她也许仅有掌权之才，而无执政之力，因为她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政纲。最后，她一方面鼓吹团结，另方面却凭个人好恶取人，因而导致了民主派的分裂。她不喜欢维尼奥，讨厌丹东，而对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阿谀奉承之辈却关怀备至。
宣战无疑已不可避免，吉伦特派却毫不着急，未作任何准备。杜穆里埃于3月18日发出一份语调相当温和的照会，这份照会恰好同科尼兹的照会互相错过。25日，政府决定向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奥地利置之不理。4月2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宣战的法令，也就是说，法国仅向奥地利，而并非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如同其他人一样，康蓬、卡诺、沙博、巴齐尔、蒂翁维尔的梅兰等未来的山岳派也投了赞成票。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1) 专攻这段历史的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圣普里斯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说，拉法叶特在杜依勒里宫留下一道门不加看守，以便费逊随时去王后那里。



第三章　第二次法国革命（1792年8月—9月）
战争使交战双方的预计都落空了。除了短暂的间歇外，这场大战一直延续到1815年，整个欧洲因此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战争的后果首先在法国表现了出来：国王的垮台和政治民主制的实现。



一、法军进攻的失利（1792年4月—6月）
自命有外交家才能的杜穆里埃主管了对外事务。他力图孤立奥地利和鼓动比利时举行反奥起义；由于奥地利在比利时的驻军不过四万左右，他以为不打大仗就能迫使弗朗斯瓦二世签订和约。他的代表柏努瓦在柏林就修改宪法发表的谈话透露了这个意图。
普鲁士、撒丁和土耳其历来是反奥联盟的积极参加者，但这一次，法国派出的使者却到处碰壁。英国也拒绝了与夏夫兰侯爵一起再次出使伦敦的塔列兰的贷款要求。古斯塔夫三世于3月16日被一名瑞典贵族所刺杀，弗洛伊达·勃朗卡已经失宠，其职位被阿兰达所取代；由此展示的前景对杜穆里埃似乎是有利的，但他至多也不过能希望争取两国的中立而已。总之，在外交方面，法国遭到了全面失败。
杜穆里埃和布里索还对业已公开组织的宣传活动抱有很大期望。比利时、列日、日耳曼、荷兰、萨瓦等外籍军团纷纷成立。列日的反动势力较为强大，比利时的情形略为好些。在奥地利，由于当局对教会的态度仍不明朗，群众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施特拉斯堡是对德宣传的中心，由市长底特里希、雅各宾分子拉沃、德国难民欧洛格·施奈德尔主持其事。巴黎的埃尔维第俱乐部于8月10日左右改组为亚洛布罗吉俱乐部，在克拉维埃和杜班的领导下，对瑞士和萨瓦进行宣传。原阿维拉军校教师尚特罗带着秘密使命前往加塔洛尼亚。米兰达宣布，他将领导西属美洲举行起义，敌国逃兵可领取奖金。总之，法国人坚信，他们将作为解放者在边界的对面受到欢迎。问题是法军能否越过边界。
尽管纳尔蓬作出了保证，法军却并未完成战争准备。野战部队中缺额甚多，因为人们更愿意参加义勇军；那里的待遇较好，军官由士兵选举，战后又可以退役。即使有这些好处，义勇军的组织也十分缓慢；真正怀着革命热情志愿投军者只占一小部分。国民卫队不愿意离开家乡，通常必须采用悬赏办法才能征集足够的兵员，而且招募工作也颇费时日。军队装备尚待地方当局筹集，武器严重不足。新编的部队缺少训练。义勇军军官由资产阶级的优秀子弟担任，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著名将领，但暂且，他们首先要学会打仗。杜穆里埃知道这一切，但军队会在作战中学会作战，关键在于要有必胜的勇气。在敌人方面，野战部队不到三万人，分散在从海边到洛林的弧形防线上。法军五万余人兵分四路，于4月29日分别从富尔纳、利尔、瓦朗西安和吉万出发，力图突破敌军防线。但是，只会打正规战的将军们对杜穆里埃的这个计划一窍不通，军官们对自己所带的纪律松弛的部队缺乏信心。在法军的九千名军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国外；有的在发动进攻前夕开了小差，有的在5月率领三团人投降敌人。4月29日，刚与奥军发生接触，迪永和比隆即下令撤退；部队以为遭到奸细暗算，在一片叫骂声中纷纷溃逃，迪永在利尔被溃兵所杀。卡尔勒和拉法叶特未等见到敌人就慌忙后撤。莱茵军团按兵不动，以免刺激帝国议会。唯有库斯丁部队成功地掩护了波朗特鲁韦的撤退。
将军们把失败完全归罪于部队纪律松弛和政府处理不力。吉伦特派下令追查杀害迪永的凶手和鼓动士兵抗命的马拉。议会通过了法令，决定加强军事法庭，允许将领自行制订纪律，对违令士兵给予包括判刑在内的处分。这一措施显然也反映了立法议会的无能。5月18日，法军将领云集瓦朗西安，竟不顾国防大臣的命令，公然宣布已不能再发动进攻，并建议国王立即媾和。6月，卢斯克内决心攻下库尔特累，但占领后不得不立即退出。吉伦特派在军事上也遭到了全面失败。诚然，将领们有他们不可辩驳的道理，但他们的无能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起来。拉法叶特在政治上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二、第二次革命的根源
吉伦特派的宣传鼓动使法国国内局势更加动荡。在“对祖国的神圣热爱”的号召下，群众情绪空前热烈。鲁日·德·里尔于4月26日在施特拉斯堡用《莱茵军团战歌》表达了这一热情情绪。这首歌后来以另一个名称变成了共和国国歌。1792年的爱国者是革命的拥护者。贵族们通过国王来反对祖国，并践踏民族，他们迫切希望德国军队的到来，或者干脆加入德国军队的行列。鲁日主张对敌人宽大：“饶恕那些被迫从军作战的无辜受害者”，而对“背信弃义”、“残害父兄”和“勾结暴君”的奸贼则应严加惩处。民族狂热和革命热情在歌曲中占着同等的地位。法军在4月的失败由于被归罪于“奸细破坏”，一名顽固派神甫在利尔被愤怒的群众杀死；当天，北方省政府决定，将拒绝宣誓忠于宪法的教士监禁在康布雷。贵族们在报刊上和言谈中公开对法军的失败幸灾乐祸，并且积极进行活动。这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贵族阴谋的怀疑。拉鲁里、莫尼埃·德·拉卡累、沙里埃兄弟等分别在西部、东南部以及在维瓦雷、热伏唐、符累等地区准备暴动和帮助入侵者。依辛戈于5月发生了反革命暴动。瓦伦事件以来，反革命分子控制了阿尔勒市，并在那里建立了据点。
自卫和惩罚情绪再次甚嚣尘上。马赛的雅各宾分子在2、3月间自发地在整个普罗旺斯地区采取了行动，他们用武力镇压了阿维尼翁和阿尔勒市的反革命分子。从此，爱国分子把马赛看作是他们的希望。民主运动在不断深入发展。在吉伦特派的首创下，戴红色圆形便帽成为无套裤汉的时髦。吉伦特派还怂恿消极公民用长矛武装起来。各种社团又日趋活跃。议会应群众的要求，决定赦免因南锡事件而判处苦役的瑞士兵。人们不顾安德烈·谢尼埃的怒骂，于4月5日在巴黎庆祝这些瑞士兵的重获自由。制宪议会关于赦免政治犯的法令，如今被推广应用于孔塔事件中双方的杀人凶手；因此，格拉西埃街屠杀案的凶犯也就免受刑事处分，以“杀人狂”闻名的儒尔当同马赛人一起回到了阿维尼翁。
在平民阶级中，革命行动具有比1789年更强烈的社会性，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惴惴不安。富人到处被勒令捐款，作为奖励和装备义勇军的资金。土地暴动一触即发；到了冬末，凯尔西地区的骚乱日趋活跃。后来，一艘满载国民卫队的船只在前往援助马赛的途中在罗纳河沉没，人们再次大声指责这是奸细破坏，农民暴动的巨大风暴席卷了加尔、阿尔台什和埃罗等州。库通提议必须让贵族出示土地转让的原始凭证，从而实质上要无偿地取消几乎所有贡赋的赎买。议会于6月18日接受了这个议案，但规定仅取消“节敬”一类的赎金。
一场新的经济危机使群众深受震动，其后果比农村骚乱更加严重，因为它直接威胁到城市。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不再是饥荒，而是通货膨胀。从10月以来，通货已增加了六亿。指券的价格继续在下跌，汇兑下跌的速度更快。在瓦伦事件前，巴黎的一百里佛在伦敦可换兑七十里佛左右，在3月已跌至五十里佛，4月至8月间略有回升。信用券泛滥成灾使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投机倒把者趁机渔利。3月，“济贫所”已入不敷出，国家不得不花一年时间为济贫所偿还债务。幸而，物价远没有跟着黄金市价上涨：黄金价格增加了一倍，物价一般只提高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是，在工人很难得到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这也足以引起他们的愤懑。此外，安的列斯群岛的局势仍处在动乱之中。布里索于3月24日终于使议会通过了关于让有色人种享有平等权利的法令，但对稳定局势无济于事。随着殖民地产品的货源不断减少，投机商人大肆囤积居奇，食糖已成为稀有之物。1月，巴黎有几家商店被抢劫；2月，肥皂供应不足又惹起了新的乱子。粮食供应更加令人担忧。自耕农大户如今不再缴纳贡赋和税款，货币地租可用指券支付，尤其他们可以不在市场出售粮食，于是就把大量粮食囤积起来，坐等粮价的上涨。粮食流通也出现了困难。2月，努瓦荣附近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拥到瓦兹河边阻止粮船启碇。在敦刻尔克，平民骚动使驶往西部和南部的船只停止装货。佩尔什和曼恩一带的工人拥到博斯地区，在市场强制限价购粮。埃当普市市长西莫诺于3月3日被杀。战争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征集马匹和车辆使粮食脱粒和运输进行迟缓，购买军粮促使粮价上涨。于是，有人主张实行深受平民喜爱的限价和限购制度。5月，巴黎圣尼古拉–台尚教堂的司铎雅克·鲁要求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极刑。6月，里昂市政官员朗日建议规定粮食的全国最高限价。一些人认为，不能容许通过囤积而滥用所有权，并主张对所有权实行限制。例如，莫尚的本堂神甫比埃尔·杜里维埃曾积极为埃当普市的乱民辩护，声称必须迫使产业主将他们的大农庄划小。
福扬派的报刊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地叫嚷，说限制所有权是对宪法的侵犯，并用“土地法”的幽灵恐吓资产阶级。吉伦特派也忧心忡忡。6月3日，他们为西莫诺的去世举行正式的悼念仪式。他们既然参加了政府，就要对社会秩序负责；他们既然同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就要无保留地宣传经济自由（特别是罗兰）。他们害怕无套裤汉，逐渐转变为保守派。但是，反革命的危险暂且在他们的头脑中仍占统治的地位。



三、杜穆里埃政府的垮台和吉伦特派的失势（1792年6月—8月）
拉法叶特自己未能受命组阁，而罗兰等小人物却居然出任大臣；他对此怎能不耿耿于怀。军队的失败使他忧心如焚。福扬派的激动情绪感染了他。他在吉万接见了杜波尔，认为必须发动军事政变，封闭各俱乐部和修改宪法。他派出一名使者向梅尔西建议停战，以便带领部队向巴黎进军。梅尔西没有答复，他知道路易十六不愿意让拉法叶特扮演救星的角色。国王完全可以利用他同雅各宾派的关系破裂，而把吉伦特派的大臣免职。杜穆里埃在看到这种可能后，摇身一变，转过来反对吉伦特派的大臣。
在5月的下半月，爱国党十分担心会发生政变。5月18日，治安法官拉里维埃尔竟下令逮捕科特利埃俱乐部的三员主将：巴齐尔、沙博和蒂翁维尔的梅兰。吉伦特派在百般无奈之中，被迫又回到了在上台时所采用的虚声恫吓政策。23日，维尼奥和布里索指责了“奥地利委员会”；26日，立法议会下令，凡经二十名本州公民检举的顽固派神甫一概处以流放；28日，议会宣布永不闭会，第二天又宣布解散国王卫队；30日，让索内提议委托行政部门负责政治治安，并有权逮捕嫌疑犯；最后，6月6日，在赛尔文的建议下，议会决定向各州征召二万名国民卫队，来巴黎参加联盟节活动和拱卫首都。这一系列措施显然是为了保护巴黎免受敌军进攻而采取的，但在敌军到达前，也能帮助爱国党对付反革命。因此，在巴黎的国民卫队的鼓动下，提出了所谓《八千人请愿书》，声称他们足以维持首都的秩序。路易十六拒绝牺牲顽固派神甫，不同意成立首都卫戍部队。6月10日，罗兰写信给国王，威胁他必须作出让步，否则将导致王政的倾覆和对贵族的屠杀。13日，罗兰、克拉维埃和赛尔文被免职。15日，议会的反应十分强烈，杜穆里埃担心政府将受到弹劾。国王仍坚持己见，只同意解散国王卫队，杜穆里埃提出了辞呈，前往北方军团担任司令。福扬派夺回了政权，拉法叶特认为时机已到，于18日责令议会粉碎民主运动。
早在5月底，巴黎市郊各区的群众已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吉伦特派一直通过佩蒂昂进行劝说，阻止骚乱的发生。如今，他们便撒手不管，听任群众在6月20日举行示威，纪念网球厅宣誓三周年。群众不顾州政府的禁令，列队在议会的门口游行，接着冲进了杜依勒里宫。面对种种斥责和威胁，国王仍镇定自若，坚持不收回他的否决，拒绝召回吉伦特派大臣。对国王的侮辱不但毫无结果，反而激起了部分怀有忠君思想的群众的强烈抗议。国王甚至勒令巴黎市长佩蒂昂和公社检察长马奴埃尔二人停职。28日，擅自离开部队前来巴黎的拉法叶特气势汹汹地出席了议会。在宫廷的阻挠下，他未能把巴黎西部富裕居民区的国民卫队调来议会会场，最后失望而归。但他并不就此罢休。7月底，他在敌军面前突然率领部队同卢斯克内的部队交换了阵地，转道向贡比涅推进，并恳请国王前往该地。国王拒绝了这个请求。福扬派想把国王带到卢昂，进而渡海离法，国王也不为所动。他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威胁和收买以及吉伦特派的犹豫，他可以一直坚持到普军进入巴黎。
在6月20日的失败后，吉伦特派曾一度慌了手脚，但他们仍夺回了大臣的席位。7月2日，议会通过法令，准许各地国民卫队来巴黎参加联盟节。其实，许多国民卫队已经动身。7月5日，议会又决定，当国家危急时，将实行全面征兵和征集武器。11日，议会果然宣布祖国在危急中。维尼奥和布里索在3日和9日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国王和大臣的叛国行为，要求大臣对国王的否决负连坐责任，威胁将弹劾大臣和废黜国王。因此，政府在10日提出了辞呈；在此情况下，路易十六只得召回了吉伦特派的大臣。同过去的左派三巨头一样，维尼奥、葛瓦代和让索内于7月20日通过与国王首席随从梯叶里·德维尔–达弗兰有联系的画家博兹，向国王转达信件，秘密通气。维尼奥于29日又写了第二封信；据说，让索内曾去杜依勒里宫探望国王全家。路易十六不把组阁的使命交给他们，但留下一线希望，从而捆住他们的手脚。他们果然从国王的反对者一变而成了国王的保护人。国王看到，虽然召回了吉伦特派的大臣，但在敌军入侵的情况下，谁也不能阻止他将他们再次免职。参加联盟节的各省代表和巴黎各区对此看得更加清楚，他们决定结束这种状态。一些吉伦特分子试图加以阻挠。7月26日，布里索威胁将对共和分子进行法律处置，公开表示反对废黜国王。8月4日，议会根据维尼奥的提议，撤销莫孔赛依区关于“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国王”的决议。伊斯纳尔声称要对罗伯斯庇尔提起公诉。因此，正当革命人民力图贯彻吉伦特派的政策时，吉伦特派却同革命人民一刀两断了。葛瓦代在1793年1月3日解释说，吉伦特派写信给国王是因为担心，一旦暴动失败，其后果将比6月20日后的形势更糟。然而，吉伦特派的张皇失措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这些“政治家”对无套裤汉的同情是有限的，暴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不能控制局势，从而像福扬派所预言的那样，使财产和所有权蒙受损害。但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后退，无疑是为自己和本派宣告死刑判决。



四、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
在瓦伦事件发生后，外省对巴黎的共和分子几乎没有帮助，但在6月20日后，鼓励就源源而来了。虽然各州县当局对6月20日事件感到愤慨，许多市镇却明确表示反对国王，这在东南部地区尤其如此。当无套裤汉的处境危急时，他们向取得了春季斗争胜利而闻名全国的马赛，向蒙彼利埃和尼姆请求声援。当时在巴黎的巴巴鲁要求他的家乡派五百名不怕死的战士前来首都。蒙彼利埃的雅各宾分子派了共和国未来的将军米勒尔前往马赛磋商。他把鲁日·德·里尔的《莱茵军团战歌》教给了马赛的义勇军兄弟，这就是马赛义勇军向巴黎进发时所唱的歌曲。义勇军于8月10日出发不久，马赛市首先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其他各地的义勇军赶在南方义勇军的前面早已到达巴黎。7月11日，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告联盟节代表书。这些全副武装、热情洋溢的代表是革命巴黎的一支重要援军。他们在17日和23日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主张停止国王的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8月10日的革命不是巴黎的革命，而如同7月14日革命一样，是全国的革命。
各地义勇军的代表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和秘密的指挥中心，同首都各区保持联系的巴黎领袖也加入这两个组织。现在，巴黎各区每天都在开会；7月15日，议会承认了各区的“常设性”；27日，佩蒂昂答应在市政厅设联络办事处。各区并不全都反对国王，但越来越多的消极公民参加了各区的活动。7月30日，法兰西剧院区决定在本区实行普选制。雅各宾分子和无套裤汉终于同温和派人士展开了斗争，并逐渐占领各区阵地。议会于7月30日通过法令，接受消极公民加入国民卫队。
四十七个区陆续同意废黜路易十六和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但罗伯斯庇尔指出，不把议会抛开，仍将一事无成。他主张，必须经普选选出一个立宪议会，即美国人所说的国民公会。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急转直下，终于使群众情绪达到狂热的程度。自22日至24日，人们在街头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征兵开始了。普军即将从科布伦茨开拔；8月1日，不伦瑞克的宣言传到了巴黎，宣言威胁说，如果国王全家蒙受“最小的屈辱”，他将对巴黎实行“军法处置和全面破坏”。另方面，布雷斯特义勇军于25日到达巴黎；马赛义勇军于30日高唱战歌在“光荣的市郊”列队游行。《马赛曲》从此闻名于世，并始终同王政的倾覆和政治民主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在26日和30日，起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准备于8月3日代表各区呈递请愿书的佩蒂昂劝说大家耐心等待。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确定9日为最后期限，要求议会下令废黜国王。让索内后来说，他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曾同意废黜国王，但在当时，没有任何希望能促使议会通过这样的法令。8月9日，议会甚至拒绝弹劾拉法叶特。到了晚间，警钟便敲响了。
无套裤汉领袖不但对起义的成功没有把握，相反，他们在最后关头还害怕这是贵族用以对付市郊和议会的一场新阴谋。这种“恐惧”不是毫无道理的：瑞士雇佣兵在杜依勒里宫已集结完毕，数百名王党分子正前往支援（其中许多人后来领导了旺代暴乱），宫廷完全可以相信国民卫队司令芒达的忠诚。即使不能发动进攻，宫廷至少有打退进攻和解散议会的能力。如果有巴拉斯或波拿巴这样果断有力的人物在掌舵，路易十六本可能作为胜利者迎接普军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8月10日起义仍然是平民的自卫反应。革命党人看到这个危险，勇敢地投入了拼搏。
圣安东尼区邀请各区派代表前来市政厅协助合法的公社指挥起义。芒达被传到市政厅后，随即被逮捕和处死，已下的命令也一概撤销。杜依勒里宫的国民卫队纷纷溃散。那时候，检察官罗埃德累为了吉伦特派的利益而出面调解，劝说国王全家前往议会躲避，希望因此避免动武，而把冲突留待议员解决。
在杜依勒里宫，只剩下少数瑞士兵同由肖梅特和哥尔萨带领的马赛义勇军对垒。瑞士兵让义勇军进入王宫大院，甚至走到楼梯口上，假意表示准备握手言和；接着，他们突然开枪射击，冲出王宫，把义勇军一直逐出卡罗塞尔广场。在市郊各区的增援下，义勇军重新发起攻势，迫使守军再次退进王宫。如同巴士底狱的战斗一样，义勇军大声谴责国王设置埋伏的阴谋。上午十时许，当国王下令守军停火和撤退时，义勇军拒绝给予宽恕，当场杀死了许多瑞士兵。五十名瑞士兵被带到市政厅，并在那里处死。部分守军被监押起来，幸免一死。
如果说7月14日事件挽救了制宪议会，那么，8月10日事件则埋葬了立法议会。胜利者企图解散议会，以便独掌政权。但是，新公社中的无名之辈害怕这个举动会使外省感到惊恐，因为吉伦特派在外省仍深得民心。因此，革命派只得实行妥协，将吉伦特派当作保证人留了下来。立法议会暂时也不解散，但它承认了领导起义的公社的合法地位。公社成员经补造后扩大到二百八十八名，其中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路易十六没有被废黜，而仅仅被停职。公社把他全家禁闭在丹普尔堡，留待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再作决定。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增选蒙日和勒布伦–东杜二人协助原吉伦特派大臣工作。为了利用丹东和拉拢公社，议会又增选了丹东为大臣。
丹东是阿尔西一名检察官的儿子，曾任枢密院律师，于1791年任州政府委员，后任公社代理检察长；他从1789年起就以民主分子而著名。但是，人们突然发现他十分有钱。据说这钱是从国王那里得来的。米拉波在一封密信中证实曾收买过丹东。但究竟宫廷从他那儿得到了什么，却至今是个谜。关于他在8月10日扮演的角色，他在革命法庭面前夸耀自己是事件的策划者，但有关的旁证不但很少，而且说法不一。无论如何，吉伦特派既然需要他的帮助，他同起义者的关系必定很深，并深得起义者的欢迎。如同米拉波一样，丹东是个容易冲动、贪图享乐、不讲道德和性格随和的人。他没有著述，因而我们往往抓不住他的政治思想和真实意图。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在作出决定前总要窥测方向。但他也表现了政治家的才华：目光敏锐、处事果断、注重实际、不择手段和擅长演说。他从不记仇和嫉妒，始终主张为行动而团结。这位“平民的米拉波”（革命的敌人给他的名称）至今仍得到法国许多中产者的同情，他的爱国主义、他那奋勇向前但又不作无谓牺牲的现实考虑使人们觉得他特别亲切。丹东实际上主持了执行委员会，并为革命立了功劳。
在外省，主要的危险来自拉法叶特，他煽动阿登州反对革命，准备向巴黎进军；同时，他的朋友底特里希试图在施特拉斯堡发动叛乱。这些行动全都失败了：拉法叶特被部下所抛弃，于8月19日投奔奥军，并被囚禁。内地还有几个州政府不服从议会命令，后被勒令停职而告终。虽然如此，许多地方当局仍掌握在宪政派手里，它们同雅各宾俱乐部经常发生冲突。为此，议会决定援引军队的先例，向各地派遣特派员。丹东向执行委员会推荐了一些起义者担任这一职务，罗兰也派出了他的几名亲信，公社则另行选派自己的特派员。某些特派员采取了革命的措施：逮捕嫌疑犯，任命监视委员会，清洗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对特派员进行了抵制，有时甚至下令将他们逮捕。如同巴黎一样，各地也处于几个政权互相敌对的混乱状态。
8月10日事件的确是一场“第二次革命”。革命带来了普选制，实际上也是共和制。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得不到全民族几乎一致的热烈拥护。自从1789年以来，革命队伍中许多人追随了顽固派神甫；在仍然忠于革命的这部分人中间，一些人谴责8月10日事件，另一些人战战兢兢地采取观望立场。敢作敢为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分子只占少数。他们决定不惜一切手段打败反革命：恐怖统治便由此开始。但是，人们看到，在救国委员会成立前，基本上仍是无政府状态。



五、第一次恐怖统治（1792年9月）
起义的胜利者首先着手建立专政。公社从一开始便取消了反对派的报刊，封锁了交通，并通过多次搜查，捕获了许多顽固派教士和贵族缙绅。8月11日，立法议会同意授权各市镇当局逮捕嫌疑犯。这项法令的执行在各地很不一致。科尔多州对嫌疑犯发出了许多逮捕令，但大多数地方当局表现谨慎，或根本不行使这项权力。随着外国军队的入侵和选举的迫近，议会于8月26日决定将顽固派一概放逐。在巴黎，被捕的顽固派仍被关在狱中；在外省，大多数顽固派流亡国外，个别留下未走的也未受到迫害。此外，许多被捕者并未长期被关下去。即使在巴黎，在押犯的人数也被夸大了。9月2日，当行刑队巡视九个监狱时，在押犯不过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将近一千人还是在8月10日后入狱的。总之，尽管第一次恐怖统治使人不寒而栗，但如果这场恐怖让行政当局主持，本可能温和得多，因为市镇官员一般尚未改选，而资产阶级共和派不愿意取消人和公民的权利。
不幸的是，这场恐怖同平民的忿激情绪有关。在8月10日前后，外省曾出现过多起杀人暴行。8月30日，当隆维陷落的消息传来时，康布雷市差一点导致了把在押神甫斩尽杀绝的事件。义勇军往往最容易不问是非而随意杀人。巴黎决心为8月10日中了埋伏而牺牲的起义者报仇雪恨，这更增加了随意杀人的危险。起义者最初威胁说，如果不把犯人迅速移交人民法庭审判，就把犯人一概处决。议会于8月17日勉强同意由各区推选代表组成人民法庭。出人意外的是，法庭的审判进展缓慢，论罪又十分宽大。当外国军队入侵的消息传开时，群众更加迫切地要求杀一批犯人。而且，议会中关于使用暴力的呼声也日益提高，蒂翁维尔的梅兰建议将流亡者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关押；德布里要求成立暗杀团，专门谋刺各国国君。马拉早已反复陈述，杀尽贵族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这位“人民之友”备受贫困、疾病和司法迫害的折磨，但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他的不祥预言往往竟化为现实，因为他反映着群众的真实痛苦和内心愿望。人们通常把9月事件归罪于他，但是，事件的发生毕竟起因于群众的集体精神状态，而集体精神状态取决于当时的环境，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
隆维陷落后，人们于9月2日（星期日）获悉，被包围的凡尔登也将支持不住。警钟和警炮响彻天空，义勇军整装待发。谣言纷传，说犯人们在义勇军离开后将进行暴动，向爱国分子反扑。其实，犯人虽然渴望普军的到来，却并不想冒险举行暴动。但是，由于监狱的看守的人数少，素质差，越狱逃跑和捣乱反抗的事时有发生，当局曾表示担心刑事犯会成群结队地在城内流窜。在此情况下，谣传也就变得可信了。对平民说来，除反革命分子外，最可恶的就是这些刑事犯；既然进出监狱是那么容易，他们在狱中伪造大批指券，拿到巴黎各区流通。
当天下午，一批犯人从区政府被押往阿培监狱，刚到目的地就被聚集的人群处死。各区当时正在开会。普瓦索尼埃区作出决定，要求将犯人立即交付审判；在其他各区，持类似主张的人也一致同意执行这项决定。临近傍晚时，屠杀行动开始了，人群先后向卡尔姆、阿培、福尔斯、沙特累、孔西埃日等监狱拥去。人民法庭成立了，犯人未经审判就立即处决。屠杀一直延续到6日为止，并扩展到比赛特尔和萨尔佩特里埃两监狱。从事屠杀的人数有限，其中多数是小资产者和义勇军。丹东听任群众滥施暴虐；至于吉伦特派，他们简直噤若寒蝉，因为自己也受人怀疑。罗伯斯庇尔于2日揭发布里索和卡拉是敌人的同党，卡拉曾经令人难以置信地主张推举不伦瑞克或约克公爵任国王。布里索被抄了家，有人甚至主张逮捕他，因丹东反对而作罢。根据现有的资料，被杀的人数约在一千零九十人至一千三百九十五人之间，约占在押犯人的一半。在被害者总数中，神甫和其他政治犯有二百二十名，占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为刑事犯。在马拉的参与下，公社监视委员起草了告外省爱国分子书，号召他们前来保卫巴黎，并在出发前将当地的反革命分子收拾干净。吉伦特派后来曾借题发挥，但没有事实能证明这篇文告对外省有过什么影响。直到敌军退出国土后，外省的屠杀和流血事件仍继续发生。集体的精神状态足以对此作出解释。
恐怖使8月10日事件在政治、宗教和社会等方面产生的反响更加强烈。从此，再没有人敢于维护君主制。立法议会于9月4日表示，希望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巴黎的议员在唱名投票当选时都接受了明确的委托。外省的一些选民会议也在同一气氛下进行，甚至已开始了清洗。弃权票的数量很大。因此，与其说国民公会的议员选举标志着普选制的实现，不如说这意味着8月10日起义的拥护者建立了专政。
议会于8月11日封闭了留下的所有修道院，于15日取消了从事教育和济贫事业的教团，并把被国王否决的惩治顽固派神甫法令付诸实施。在8月26日的放逐令发布后，大批顽固派神甫横遭逮捕和屠杀。原来不必对1790年11月27日宪法宣誓的罗马教神甫，如今却根据8月4日法令，必须宣誓忠于自由和平等（8月4日法令原来仅对公职人员有效，但从9月3日起，适用于全体公民）。教皇从未公开谴责这种宣誓，教会中再次出现了分裂。部分神甫表示服从，例如圣苏尔皮斯教堂堂长爱姆里。从此，许多顽固派盘踞的教堂也不得不接纳宪政派神甫。但是，由于宪政派神甫人数不够，议会于9月20日通过了讨论已达数月之久的关于把民事登记移交世俗机构办理的法案。在同一天，议会还颁布了离婚法。就在战胜顽固派的同时，宪政派神甫自己也受到了打击。国家对教会的权威变得越来越大：国家禁止教会接受“节敬”，教士除履行教职外不得穿着教服，不得登录教徒名册，婚姻除尊重法律规定的条件外，没有别的条件，也就是说，离婚后再婚和神甫结婚均不得拒绝。教堂的钟和银器被夺走，慈善工场的财产被拍卖。共和分子同宪政派神甫的决裂只是个时间问题。
制宪议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受到平民所取得的胜利的打击。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8月25日，农民对贵族的贡赋，除原始契约依然存在的情况外，全被无偿废除；27日，布列塔尼停止了租地退佃制度；28日，市镇当局将领主非法占用或占有的公共产业全部收回。此外，8月14日，决定为乡村无产者取得土地提供方便：根据7月27日法令规定，流亡者的地产将被分成小块出售，以年金形式分期付款，市镇产业也允许交给农民平分。在巴黎，公社征募失业者修筑城防工事。
由于一日三餐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公社于8月11日要求禁止金银贸易和市场的双重价格。一场大暴动使南方运河的交通陷于瘫痪。其他骚乱接连发生，里昂和图尔实行了强制限价，各地均自动恢复了限价制。最后，议员通过了9月6日和16日法令，允许各县政府实行粮食普查和强制出售，以保证市场供应。议会拒绝实行限价，不敢再前进一步。以上措施似乎预示着其他措施将接踵而来。一些雅各宾分子的言论让人很不放心。在厄尔州和卡尔瓦多斯州，杜福尔和莫姆洛声称，工商业所有权得到了国家的保障，但国家在暂时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应对土地产品享有节制权。兰代主教写道：“留神，可别又搞土地法。”在歇尔州，本堂神甫普蒂让竟请本教区的教徒实行财产公有和不再缴纳地租。
在巴黎当选的山岳派议员不同程度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们即使对屠杀能予原谅，却不能容忍街头的无政府状态。他们从未想过要取消所有权，哪怕马拉和埃贝尔也是如此。他们不主张实行限价，尤其不主张由当局强制推行限价。但是，一旦同平民决裂，他们就会成为温和派的掌中玩物，就像福扬派是反革命的掌中玩物一样。另方面，他们想到，为了保卫革命，平民要求采取的某些措施或许是有用的。敌人在国内的同谋者确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8月21日，第一次旺代暴乱的叛军占领了夏蒂荣；拉鲁里在布列塔尼的叛乱阴谋已向丹东揭发；凡尔登的投降是王党活动的结果。许多人鼓动抗拒征兵征实，幸灾乐祸地预言奥普联军必将胜利。在恐怖的威胁下，嫌疑分子不敢也不能恣意妄为。征实和限价保证了军需供应，减少了开支和维持了治安。可以说，从那时起，共和二年的制度已粗具规模。公社和议会—致同意在巴黎四郊征召三万军队，敦促义勇军开往边境。法国东部和北部地区正组织全民性的国民卫队。公社开始总动员的尝试，普遍征集武器和马匹，以及教堂的铜器和银器，并成立了被服工场。最后，执行委员会下令对军需粮秣实行限价征购。这些努力虽然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但这样强有力的支持对国防毕竟是有帮助的。约有二万军队出发前往香槟。在瓦尔米战役后，这些援军动摇了普鲁士的军心，加强了对比利时的攻势。军队感到政府已下了战斗到底的决心。丹东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地表达了这种必胜的意志。某些大臣表现软弱，他们在8月28日曾考虑撤退至卢瓦尔河一线，如果没有丹东的反对，全国的斗志将彻底崩溃。丹东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对胜利有充分把握，他的坚毅镇定表明，他当之无愧地起了领袖的作用。
恐怖无论作为平民的自卫反应或统治手段，毕竟是应付危急局势的临时措施，它在胜利后势必要结束。瓦尔米战役的胜利是局势缓和的信号。何况，吉伦特派未等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开始反扑了。乱杀滥捕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实物征集制和倾向社会主义的言论使资产阶级惊慌不安：他们本能地成为吉伦特派的后盾，吉伦特派同前不久的福扬派一样，谴责社会祸害。在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中，吉伦特派占了多数，议会改选的结果对他们是个鼓励，因为大多数当选议员拥护吉伦特派。外省的革命分子并不详细了解巴黎内部的党派斗争；由于他们人数少，处境险恶，对团结战斗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对党派斗争不很关心。在他们看来，吉伦特派是8月10日起义的代表，因为正是这场起义才使吉伦特派的大臣复职。
9月13日，罗兰对公社特派员横加指责；17日，维尼奥对监视委员会肆意攻击。公社立即屈服：解散了监视委员会，诚恳地承认了错误。但在20日，公社又决定选举新的监视委员会。这仅仅是个开端。布里索分子不能原谅巴黎无套裤汉抛开他们而选了山岳派。罗兰夫人对罗伯斯庇尔简直恨之入骨；她对丹东的仇恨更深，因为他把她的丈夫完全架空了。罗兰夫人想出了建立州国民卫队以保护新的议会的主意；这样，吉伦特派就可以在新的议会中指控山岳派。国民公会开幕前，一场不可调和的内部斗争已经开始了。



第四章　入侵波兰和法国革命的反击：瓦尔米和热马普之战（1792年9月—1793年1月）
法军的作战不力使普奥方面得以不慌不忙地继续备战。但同盟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间隙；他们的迟缓使共和派有充裕的时间推翻国王，他们的分歧马上使革命军得以再次发动进攻。



一、入侵波兰和赔偿问题
在柏林，尤其在维也纳，不但行动迟缓，而且各执一词，分歧甚多。弗朗斯瓦二世在整个夏季忙于在布德、法兰克福和布拉格接受加冕。他对出席大臣会议感到厌烦，对决断政务十分勉强。斯皮尔曼坚持联普政策，决心把身家性命寄托于此，菲利浦·科本泽尔小心翼翼地追随着他。科尼兹和其他大臣则忠于传统，对身居要津的幸臣十分憎恶。在普鲁士方面，大臣们对国王的宠臣，尤其对无能的比硕夫斯威德十分嫉妒，尖锐地批评与奥同盟。由于国王主张对法作战，他们只能服从命令，但始终认为这场战争是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波兰问题现在又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承认，叶卡特琳娜的大胆妄为确实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面对形势的发展，俄国女皇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一方面，她怂恿德意志各国反对法国革命；另方面，等德意志各国刚刚转过身去，她立即着手入侵波兰。就在立法议会对奥宣战的当天，叶卡特琳娜发文通知德意志各国，她将干涉波兰。在5月18日至19日的晚间，将近十万俄军从立陶宛和乌克兰越过边界。波兰议会在把全部权力交给斯塔尼斯拉夫独裁后，于29日宣布解散。两支波兰军队约有三万多人，南方战线的波军司令波尼亚托夫斯基既无经验，又不果断，但他部下的科希秋什科是个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并能征善战的军官；波兰军队经过不断回旋，巧妙地避开了俄军的包围。最后，波军退守布格河一线；7月18日，俄军强渡布格河，迫使波军向华沙方向撤退。波兰的形势至此并非已毫无希望，因为俄军远离了他们的基地，而义勇军又蜂拥而起，波兰全国群情振奋。不幸，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叛国投敌。战端刚起，他就打算牺牲波兰而保全个人地位。6月19日，他向叶卡特琳娜恳求饶恕；7月22日，他接到了无条件加入塔尔哥维查同盟的命令；23日，国王的决定获得了大臣会议的同意。俄国军队占领了波兰全国，同盟派分子恢复了旧宪法，掌握了政权，解散了各地的军队。大多数爱国党领袖被迫流亡国外。
普鲁士和奥地利一时被惊得目瞪口呆。两国君主业已同意不再维护5月3日的宪法，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华沙；他们原以为叶卡特琳娜至少会就波兰的命运同他们磋商，没有想到她竟取得如此迅速和全面的成功。他们徒劳地建议俄国加入2月签署的奥普协议，从而恢复三国同盟。俄国女皇对此建议置若罔闻，却于7月14日提出续订俄奥和约，又于8月3日建议重修俄普联盟。换句话说，叶卡特琳娜想同奥普两国分别谈判。由于两国互有猜疑，它们只得向强悍的女皇迁就讨好。
叶卡特琳娜周围的人在处理波兰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她自己大概也犹豫不决。人们通常认为，叶卡特琳娜想把波兰作为保护国完整地保留下来。实际情形显然要复杂得多。她知道，只要一有机会，波兰将会在邻国的支持下脱离俄国，就像1789年那时一样。吞并乌克兰也许更加可靠，她在面子上也很有光彩。另方面，她真诚地希望狠狠地给法国人一番教训；她也清楚，如果不让普鲁士在波兰得到一点好处，普鲁士会放弃对法作战。因此，第二次瓜分波兰本来很可能加强三国的勾结和联盟；可是，为了使科尼兹不能反对，斯皮尔曼突然灵机一动，主张放弃从波兰取得一片土地，而要求用尼德兰去换取老首相垂涎已久的巴伐利亚。
这是一个后患无穷的主张。叶卡特琳娜立即抓住了这个良机，因为根据这个主张，在俄国保护下的波兰疆土只会扩大。于是，奥地利敦促俄国女皇同普鲁士单独谈判，以便立即进占巴伐利亚。然而，交换只能在同法国媾和以后才能进行，更何况，巴伐利亚大公的继承人双桥公爵反对并入奥地利，沿海各国也反对让一位无力守土的王公登上比利时王位。如果战事迁延不决，奥地利将眼看其盟国的利益得到满足，而自己却两手空空，除非它请求各盟国等待，以便同奥地利一起分享利益。无论如何，这对三国同盟都是个精神上的打击。但在当时，人们以为联军能势如破竹地进入法国。因此，普鲁士痛快地答应，奥地利和普鲁士将同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斯皮尔曼终于在迷路上愈走愈远。如果他得到充分的授权，他或许会同普鲁士方面达成一项正式的协议。
在波茨坦会议（5月12日至15日）后，许伦贝格提出了正式的建议，斯皮尔曼那时必须把他私下活动的经过报告皇帝和科尼兹。首相恼怒万分，叫嚷奥地利上了大当。弗朗斯瓦二世于8月接受了科尼兹的辞呈，但这没有影响他听取反对斯皮尔曼计划的其他大臣的意见。巴伐利亚的收益不能同比利时的相提并论。为此，奥地利要求“额外”的补偿，弗里德里希–威廉刚继承的昂斯巴赫和贝勒脱这两块领地恰好能满足奥地利的要求。在动身前往法兰克福前，问题仍悬而未决；妥协终于在7月17日达成，但弗朗斯瓦二世仍坚持要英国表示同意。许伦贝格对普鲁士负担奥地利索取的额外补偿深感不快，但勉强同意将此事报告国王。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就分了手；因此，在8月初，当俄国问及法兰克福会议对战争赔偿有何结果时，普鲁士的答复是：在奥国方面，问题仍悬而未决，而普鲁士方面则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个答复使柏林和彼得堡之间的谈判得以开始。那时候，许伦贝格明确指出，国王不会出让他的两块领地，奥地利或者接受交换，或者另提方案。双方在维也纳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9月9日，皇帝终于表明立场：如果奥地利不能取得两块领地，就谈不上交换，因而也谈不上割地赔偿。如果普鲁士不肯让步，它也只能同奥地利一样仅得到一笔赔款。斯皮尔曼于12日动身把这份计划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与他同行的有普鲁士新任驻奥大使豪格维茨，后者是奥普联盟的坚决支持者。他们并没有失望：皇帝怎么可能会不要阿尔萨斯和直到摩泽尔河的洛林这大片土地呢？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将在巴黎会见普鲁士国王。



二、奥普联军
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给奥普联盟提供任何援助。3月6日瑞典国王遇刺，使反革命失去了一根重要的支柱：苏但马尼公爵担任摄政后，向法国靠拢。西班牙的阿兰达竭力同法国和解，至于皮特，他仍持超然事外的立场。唯有俄国和撒丁积极响应了4月12日的通告。但是，在法国入侵威胁下的维克多·阿梅代仅答应奋起抵抗，并要求给予援助。叶卡特琳娜同意提供一万五千人，比订立俄奥同盟时答应派遣的一万二千人仅增加了三千人，但她又表示，这支军队要等波兰平定后才能出发。于是，奥普方面建议用资助军费代替出兵，沙皇慷慨地给了四十万卢布。
在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看来，这场战争不是民族的战争，而是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战争；而在他们的王公看来，这则是一场政治战争。反动势力在德意志各国更加猖獗，在反动势力的鼓动下，弗里德里希·根茨于1791年末翻译了伯克的著作。同情法国革命的人仍然不少，而且他们仍然敢作敢为，特别在莱茵各国是这样。他们谴责干涉，预言雅各宾派必将取得胜利。法军在4月的失利使他们深感痛心，毕尔格尔在《责备之歌》中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心情：“谁不能为自由去死，就只配忍受奴役。”反革命分子则赠给无套裤汉一句新的格言：“战不胜，就逃命。”至于王公们，他们看到从中无利可图，不肯参与战事。维克多–阿梅代于1791年10月曾试图组织意大利半岛各国的邦联，但没有取得成功。奥普联盟以为至少能指望莱茵各国的君主给予帮助；可是，只要奥普方面不能保护他们，他们便同法国举行谈判，以免法军侵入他们的国土。他们后来虽然同法国绝交，但只有黑森公国勉强派了几个团的军队交联军指挥。
奥普两国军队在名义上分别拥有二十二万三千人和十七万一千人，但两国都不想把全部兵力投入战争。根据协议，不伦瑞克公爵只能调动十万人，黑森部队和尼德兰驻军不包括在内。当他在7月到达科布伦茨时，他发现他所能调动的兵力还达不到这个数字。在扣除守卫部队后，普鲁士所提供的战斗部队仅四万二千人。由于匈牙利议会和比利时各省三级会议的抵制，奥地利暂时不能集结军队。普鲁士国王并不富有，他把老弗里德里希的遗产在1789至1791年间花掉了一部分，但他还能在荷兰借到一笔贷款。奥地利已被土耳其战争搞得民穷财尽，甚至日常开支也难以应付。何况，它还要向尼德兰增援，而部队的逃亡现象又十分严重。奥国仅交给不伦瑞克二万九千人，其中一万五千人由霍亨洛赫–基尔什贝克指挥，一万一千人来自尼德兰，由克勒腓率领。在普王的坚持下，不伦瑞克勉强接受了四五千名流亡者，他认为这些人的军事价值很小。一万六千六百名奥军留守莱茵河，二万五千名奥军驻扎尼德兰。尼德兰总督萨克森–但辛公爵阿尔伯派出其中的一万三千人攻打利尔。
人们当时判断，联军的训练有素足以弥补数量的不足。普鲁士军队是欧洲公认最精锐的部队。这支部队在演习和操练时不仅令行禁止，一丝不苟，而且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但正因为如此，军官和士兵的能动性不能有任何发挥。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士兵训练成一架完美无缺的战争机器，并为各国军事家所赞叹和竭力模仿。其实，这种练兵方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普军的兵源条件，因为士兵或者来自目不识丁的农民，或者来自身份不明的投军者。同时，这种方法也为了适应线状队列的需要，通过排枪和快速射击最大限度地提高步枪的射击效率。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军队从未经过实战，一上战场，许多严重的缺点便暴露了出来：炮兵低劣、工兵无能、救护不足、指挥平庸。早在1790年，军事动员中的种种弊端导致了国防大臣的自杀。普军士兵不在战地就食，而随身携带九天军粮，不足时再用现金洽购。为此，普军必须设立兵站、仓库和面包房，然后用军车运送。军官的随身行李太多，部队行军速度很慢。人们认为奥军素质不如普军，因为它完全照抄弗里德里希的一套办法。玛丽–泰丽莎于1753年曾要德意志各省根据普鲁士的分区团练制推行抽签征兵，练兵的办法也模仿普鲁士。可是，奥军刚同土耳其打过仗，这同普军相比无疑是个优点。奥地利的民事部门已经学会了在资源不足和交通不便的地区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因此，在法国的边境上，奥军的处境比普军略为好些。
不伦瑞克公爵对军事进展缓慢并不担心。从王朝政治出发，他首先要避免轻举妄动，因为建立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此外，政治战的目的与其说是消灭敌人，毋宁说是为在今后的谈判桌上抓到几张王牌。部队的训练条件和战术条件也不鼓励他寻求决战，他必须找到类似练兵场的合适地形，才能考虑决战。线状队列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因为在行进中，线状队列势必被打乱，不能发挥排枪的威力，经不起骑兵的袭击和不适宜追击敌人。这些缺点早有人指出过，但弗里德里希有他无法克服的困难：纵深队列固然利于步兵冲锋，但射击时火力不强：散兵队列也不可靠，因为它不能组成对付骑兵的方阵，士兵又容易临阵脱逃，这个方法只能用于前哨战或攻坚战。在这方面，奥军也比普军优越：它拥有一支由蒂罗尔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轻步兵，只是兵员尚嫌不足。因此，根据军事规范的要求，部队应避免决战，而应设法威胁敌军的交通，压迫敌军后退，使敌方要塞陷于孤立，然后从容地加以围攻。由于敌方采用同样的战术，他必须注意保护侧翼的安全，特别要保护仓库和运输线。不伦瑞克因把部队沿战线平均铺开，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在法国方面，吉伯特伯爵曾指出，当一支军队成为国民的军队时，由于战士的爱国热诚和忠实可靠，它将能革新战略和战术。大革命终于使吉伯特的预言得以实现。在普鲁士方面，弗里德里希的军事主张不能被任何人接受：人们指出，他不但吃过多次败仗，而且在晚年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他所打的胜仗同他提出的军事原则无关，只是由于敌人无能或者由于侥幸而已。不伦瑞克就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一位勇敢善战的名将，但他缺少伟大军事家的基本品质，即缺少进取精神。由于害怕有损自己的名声，他推卸责任，而让霍亨洛赫负责执行既定的军事计划。他对国王深怀敬意，不敢把国王撇开或违抗他的命令；因此，联军实际上竟有三名主帅。
根据不伦瑞克公爵于2月和5月两次在无忧宫会议上陈述的计划，普军应经隆维向凡尔登进发，由霍亨洛赫和克勒腓两路分割麦斯和色当的两支法军，在到达默兹河后，再围困尚未攻下的要塞，并采取必要措施，准备于春季进军巴黎。这个计划是符合战略原则的。但舆论界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将如同1787年的荷兰军队那样不堪一击。布叶甚至断言，他对夺取堡垒已胸有成竹，大多数法国人渴望着解放。人们以为，只要发表一纸宣言进行威胁，就能把那些犹豫不定的人争取过来。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普军在夏末就进入巴黎。公爵认为兵力不足和限期过早，但他既不反对，又不放弃其计划。普军未等作出最后决定便开始进攻。
就在德意志帝国庆祝弗朗斯瓦加冕的那几天里，最后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马莱·杜潘把路易十六从福扬派那里接到的宣言草案交给了各国君主；里蒙侯爵另行起草了一份宣言，取得了费逊的赞同。外交官们心不在焉地比较了两份宣言，莫名其妙地采纳了第二份。7月25日，不伦瑞克就任联军司令：他对此感到后悔终生。



三、瓦尔米之战（1792年9月20日）
7月30日，联军终于从科布伦茨出发，于8月19日才越过边界。天开始下雨，连续不断的滂沱大雨使笨重的联军逐渐陷入伏埃福尔和阿尔贡地区的泥泞之中。这场雨是革命最宝贵的同盟者。公爵于22日攻打隆维；由于没有攻城器械，他下令炮轰，隆维于23日投降。凡尔登于29日被围，9月2日投降，城防司令博尔贝尔一说自杀，一说被杀。洛林的居民并不与革命为敌，就连入侵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城市居民在敌军炮击下软弱了，当时也没有革命政府激励士气和镇压王党，王党乘机威吓军事当局。“凡尔登的处女”虽然没有用玫瑰花为普王铺路，但也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后来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伦瑞克至此没有放弃他的计划。在卡龙和布勒特依的影响下，普王坚持加快进军，公爵终于让步了。此外，色当和麦斯的法军正在后撤，他不再害怕被包抄。于是，他把霍亨洛赫召来，后者伪装屯兵蒂翁维尔城下。9月8日，联军向阿尔贡地区进攻，霍亨洛赫进占夏龙至巴黎途中的依斯莱脱，公爵突破埃尔河防线向格朗普累推进，克勒腓则向北攻击前进。三支大军与杜穆里埃指挥的法军正面遭遇。
杜穆里埃由于被路易十六所抛弃，同吉伦特派也闹翻，眼看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但他并不因此泄气。他在摩尔德兵营创造了奇迹：不但挫败了拉法叶特的阴谋，而且重新获得了雅各宾派的信任。那时，色当法军正群龙无首，执行委员会便派杜穆里埃出任驻军司令。杜穆里埃于8月28日来到军中，他的意图仍然是想入侵比利时，以为不伦瑞克公爵会率军援救萨克森–但辛公爵。相反，为了安抚舆论，赛尔文却敦促杜穆里埃加强对巴黎的掩护。从战略上看，不伦瑞克似乎不可能绕道回守尼德兰：一旦普军进入巴黎，即使杜穆里埃占领了比利时，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当普军向默兹河进逼时，杜穆里埃不得不改变主意；9月1日，他离开色当，率领二万三千人从侧翼向阿尔贡转进，麻痹大意的克勒腓竟没有给予丝毫阻挠。杜瓦尔和勃农维尔从法国北部带来了一万援军，凯莱尔曼率领一万八千人从麦斯赶到。
春天以来，经过一系列前哨战的锻炼，法国军队有了一些进步。尽管立法议会拒不同意将义勇军编入野战部队，将领们却开始对不同体制的营队实行混合编制和统一指挥。临阵胆怯还时有发生，杜穆里埃认为部队仍不宜进行野战，但至少已能进行防御战，特别在阿尔贡这类地区。同敌军相比，法军的大炮占了很大优势，拉法叶特已给法军配置了用马牵引的炮队。法军将领仍保留许多传统的战术：根据吉伯特的军事思想制订的1791年8月战术规程仍主张步兵采用两行三排的狭长队列，进攻时有时采用以营为单位的纵深队列。但是，形势迫使法军逐步改变其作战方法。由于法军在防御战和前哨战中需要使用义勇军，而满怀热情和主动精神的义勇军却从未受过线状队列的训练，部队就让越来越多的战士以散兵队形投入战斗。杜穆里埃作为指挥这支军队的将军，确实显示了杰出的才干。他不但勇敢顽强，而且善于亲近士兵，因而深获士兵的爱戴。他性格开朗活泼，即使在最险恶的环境下仍信心十足，从不张皇失措。可惜，如同在执政期间一样，他在处理军务时也有点莽撞和草率，这个缺点使他险遭失败。
由于过分信任部下，杜穆里埃在克瓦奥博瓦隘口竟没有加派重兵驻守，致使克勒腓于9月12日得以攻下隘口，杜穆里埃全军被断了后路。经过连夜的急行军，杜穆里埃总算从格朗普累逃出险境，来到圣梅内乌特一带驻扎，背靠据守依斯莱脱的迪永；不久，勃农维尔和凯莱尔曼也率领援军赶到。通向巴黎的大道从此已畅通无阻。但是，不伦瑞克在其后方有受攻击危险的情况下不能长驱直入，因而在17日前仍按兵不动。接着，他穿过阿尔贡地区包抄法军阵地，威胁法军的唯一后方通道维特里大路，以胁迫法军撤退。19日，急于求成的普鲁士国王竟不顾军事准则，下令向敌军展开正面攻击。20日，普军向法军发动了进攻，凯莱尔曼率部在瓦尔米和依弗隆的高地上摆开阵势迎敌。一场猛烈的炮战开始了，普军步兵从下午开始冲锋。法军岿然不动，加强了炮兵火力。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下畏缩不前，不伦瑞克看到计划受挫，便下令撤退。瓦尔米在军事上不算是一场大战，但在心理上却是革命对其敌人的一次大胜。据歌德自称，他立即看到这次胜仗将激起无穷的反响。当然，这场胜利在军事上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因为它使法军争取到时间，而使敌军士气受挫。
人们最初以为，瓦尔米之战已使战局趋向缓和。杜穆里埃却心惊未定，力图延长作战间隙。他一心想利用普军的士气低落，逼迫普军撤离法国；在此有利条件下，他便能把战争引向比利时，进而同普鲁士缔结和约或反奥同盟。22日，他提出了谈判的创议。普方作了积极的响应，以为杜穆里埃也像拉法叶特一样，想向巴黎进军，以复辟君主制度。为此，普方宣布，只要路易十六重登王位，谈判随时均可开始。但在23日，杜穆里埃获悉共和国已经成立，并把这个消息通知普鲁士国王。普王于28日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告，宣布谈判破裂。然而，不伦瑞克的部队在泥泞的香槟平原上不但供应十分困难，而且困于秋季的滂沱大雨，病员不断增加，士气一落千丈，尚能作战的士兵只剩下一万七千人。为此，不伦瑞克决定在10月1日全线撤退，普军的形势十分险恶，他们能否通过阿尔贡森林，完全在杜穆里埃掌握之中。于是，普军主动重开谈判，就在那时，执行委员会在了解情况后，于25日和26日连下了两道停止谈判的命令。
丹东对战局怀有与杜穆里埃相同的忧虑。早在月中，勒布伦已向普王进行了停战试探；赛尔文始终希望把军队调回马恩河一线或陈兵巴黎城下；奥军已经侵入诺尔州，正在攻打利尔。8月10日事件在国外引起的不幸后果开始表现出来：英、俄、西、荷和威尼斯纷纷同法国绝交；瑞士各州开始武装起来，伯尔尼人占领了日内瓦；撒丁军队正准备发动进攻。孟德斯吉乌和安塞姆接到命令，率军向萨瓦和尼斯挺进。库斯丁已获准向斯皮尔进发。但是，这种四面出击的形势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在此情形下，执行委员会认为谈判是扭转局面的意外机遇，因而让杜穆里埃全权处置。然而，执行委员会没有想到敌军会自动撤退，也就忘记嘱咐杜穆里埃，在没有保证的情形下，不能让敌军脱逃。
杜穆里埃以及丹东的特派员威斯台尔曼正是把这个问题给疏忽了。双方的会谈至今是个谜，但事实表明，普军不费一枪一弹就退回了科布伦茨。不伦瑞克赶紧跟着后撤，分别于8日和22日放弃了凡尔登和隆维。谈判仍在正常进行，直到普王脱离险境后，才终于停止。能否认为普王玩弄了法国人呢？那也未必如此。普军一旦撤出法国领土，法军就能向比利时进攻，甚至进一步离间普鲁士与奥国的同盟，这一切可能促使杜穆里埃以及支持他的执行委员会决定放过普军。某些历史学家由于怀疑这项政策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但是，这场令人惊异的撤退毕竟是年轻的共和国的辉煌胜利；应该承认，正是这次胜利才推动了另一次胜利的到来。



四、热马普之战——共和军的胜利（1792年11月6日）
孟德斯吉乌于9月22日攻克蒙梅里安后，于24日又占领了尚贝里。整个萨瓦像迎接解放者一样欢迎他。人们请求他把伯尔尼人从日内瓦驱逐出去，他选择了谈判的方式，使伯尔尼人自动离开日内瓦。安塞姆于9月29日进入尼斯。库斯丁于30日占领了斯皮尔。奥国军队退回到莱茵河东岸，接着从沃尔姆斯继续后撤，于10月21日到达美因兹，最后一直退到法兰克福。
与此同时，萨克森–但辛公爵仍炮轰利尔，但始终未能将该城合围。正在勒奎斯诺尔开会的诺尔州选举会议决定将会址迁到利尔。虽然会议代表只剩下少数雅各宾分子，但他们在诺尔弗本堂神甫的领导下，动员了四分之一的国民卫队，坚定地守卫着城市。奥军于10月8日退守蒙斯。杜穆里埃集中四万大军，于11月6日在利尔前方向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攻克了热马普高地。从此，占领整个比利时已如探囊取物。杜穆里埃占领了亚琛，锋芒直指罗埃河。
战局的转折在法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继瓦尔米大捷后，热马普之战是革命军以正面攻击而并非巧妙的包抄战术所取得的一次真正的胜利；高唱《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曲》的无套裤汉奋勇前进，终于以优势兵力压倒敌人，大举征兵的思想以及不依赖科学和组织的人民战争思想便从此产生。



五、第二次瓜分波兰以及奥普联盟的动摇
瓦尔米之战使奥普联盟摇摇欲坠。当豪格维茨和斯皮尔曼于10月8日到达凡尔登时，他们看到部队已溃不成军，普王恼恨交加，失宠的比硕夫斯威特已被反奥派大臣卢谢西尼所取代。豪格维茨立即改变了立场。对普鲁士说来，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入侵法国，而是保卫德意志帝国和尼德兰！从此，奥地利在战争中便首当其冲；普鲁士既然只是奥国的帮手，即使不求平等，至少也能抛开利益共享的原则，放心大胆地向其同盟国进行勒索，在尚未得到波兰的一块割地前，不再参加新的战斗。弗里德里希–威廉虽然比他的大臣更讲信义，明确表示了他将不停止对法作战，但他知道俄国已迫不及待，戈尔兹还说叶卡特琳娜同意与普王单独谈判。10月17日，普王委托大使全权进行谈判；25日，他在卢森堡的梅尔勒大本营将他的意图通知了奥国方面。如果奥国拒绝他的要求，普王将援引2月8日协议的规定，只提供二万军队，或者在帝国议会决定对法宣战的情况下，只提供作为帝国成员国所应提供的军队份额。
11月20日，普王的照会和热马普战役的消息同时到达维也纳，这就加重了照会的分量。奥地利或者将失去其盟国，或者将暂时失去取得战争赔偿的权利，二者必居其一。面对这个可怕的选择，斯皮尔曼等大臣仍不死心，他们希望普王回心转意，因而竭力拖延时间，于12月11日才作出答复：同意普鲁士“必要时”可进占波兰。表面上，普鲁士似乎已取得了任意行动的许诺。其实，奥地利秘密请求英国出面反对瓜分波兰，又请叶卡特琳娜推迟瓜分和减少分给普鲁士的地盘。人们知道，在瓦尔米战后，叶卡特琳娜也还担心弗里德里希同法国和解，担心英国从中插手。她最迟于12月13日作出了决策；奥斯特尔曼于16日向戈尔兹指出，俄国要取得其领土相当于普鲁士四倍和人口达三百万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弗里德里希得到的好处也不小，共有但泽、托伦、波兹南和卡利什。谈判只花了六天时间，协议于1793年1月23日签署。普鲁士保证在西线继续作战，但实际上，它抽调部分军队前往波兰，一心不给奥国任何切实的帮助，使奥国得不到任何补偿。俄普两国仍请奥皇赞同这次瓜分，表示对奥国在进行可望而不可及的交换时，两国也将给予通融。维也纳接到俄普协议的照会后，愤怒和惊诧的情绪简直难以形容。



第五章　反法大同盟的产生
如果革命当局在取得军事胜利和占有敌国土地的形势下，能够观望等待，直到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发生；同时以尊重它的独立为条件而主动归还其占领地，它或许能拆散奥普同盟，从而取得和平。丹东在10月初显然就想到过这一条出路。但要采取这个方案，就绝对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被宣传战和吞并别国的企图所迷惑，以致同英国决裂。同时，也应该赦免路易十六。总之，这项政策意味着共和派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公会不可能向欧洲提出和平建议。



一、国民公会初期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9月20日下午，正当瓦尔米战役接近尾声时，国民公会召开首次会议，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设在骑术院大厅的立法议会。在格雷古瓦的热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会议结束前提出了废黜国王的建议，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同意。第二天，比约–瓦伦又毫不困难地取得国民公会的同意，规定今后的议会法令改从共和元年开始算起。因此，共和国的建立并非根据郑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择，而是由于革命的法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后不得不采取的统治形式。
国民公会不能忠实地反映全国的意愿。8月10日革命势必把勾结外国或有通敌嫌疑的王党统统排斥在外。没有参加选举的群众深深地感到忧虑和不满，他们不想为革命承受重担，却想享有革命带来的利益。新议会是面对危险拒绝一切妥协调和的少数人的产物。根据西哀士的理论，国民公会是体现国民主权的制宪议会，它享有无限的权力：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拥有独裁权。但是，国民公会的成员远不能满足公社和10月8日起义者的要求。一方面，不少议员只是迫于形势才赞成共和。另方面，无套裤汉和主张恐怖与限价的平民在国民公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山岳派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只是部分地代表他们的意见，而迷恋《土地法》的“狂徒”则遭到一致的谴责。排斥在国民公会门外的极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乐部；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在1793年推动山岳派和巴黎各区的前进向议会施加压力，强迫议会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
议会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这两个司令部立即发生了冲突。他们都不构成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而是内部意见不一、行动散漫的派别。他们的政见并不截然相反，而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倾向，由于互不相让和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变得分歧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对立最早可追溯到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在宣战问题上的冲突，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同宫廷勾结。接着，发生了8月10日事件：罗兰夫人不能容忍丹东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围集合了同丹东势不两立的巴巴鲁、蒲佐和卢维等一伙人，佩蒂昂对巴黎人没有选他当议员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对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余悸。两派的争执愈演愈烈。吉伦特派在反对中央集权问题上取得了地方行政当局的支持，即使在国民公会下令改选后，地方行政当局仍由温和的资产阶级所盘踞。吉伦特派鼓动自1789年以来广泛发展的地方自治情绪，他们中间虽然有些人对联邦制感兴趣，但整个吉伦特派却从未有过在法国实行联邦制的打算。他们更多地强调地方的独立性，其结果自然更糟。他们同商业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从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以后，便经常在都登夫人、罗兰夫人或瓦拉泽家中会商；他们坚持经济自由的主张，因而同热衷限价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两派的冲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资产阶级几乎全都紧跟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尤其在外省，吉伦特派的名称为资产阶级中的王党分子充当屏障。在巴黎当选的山岳派议员自然偏向各区的无套裤汉群众。他们以雅各宾俱乐部为基地，同这些群众交换意见，并为群众的利益辩护。吉伦特派对他们不但是个威胁，而且他们认为，吉伦特派不可能投票赞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他们终于不无勉强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张，成为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革命极左派的首领。当然，他们同平民的联合并非亲密无间，随着外省人的不断加入，山岳派就更加不是整齐划一的集团了。
处在两派之间的中间派拥有举足轻重的多数，他们的选择又经常出现反复。这些议员在维护革命和国王完整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但对采用什么手段却游移不定。他们实际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资产阶级。他们厌恶暴虐和流血，把经济自由奉为准则。但是，在共和国处境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又认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义者分道扬镳，更何况后者的要求在胜利前暂时尚有用处。所以，中间派的巴雷尔、卡诺、兰代、康蓬等部分议员归附了山岳派。大多数议员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窍的派别领袖较为明智，他们认识到，共和派本来人数太少，如果发生内讧，只会彻底垮台。为了面对现实，他们不断改变立场，从而使国民公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出尔反尔。



二、党派斗争和处死国王（1792年9月—1793年1月21日）
吉伦特派在最初几个星期享有威望，国民公会似乎已被他们所控制。外省对公社和无套裤汉的嫉妒，屠杀引起的惊恐，由于所有权蒙受威胁而激起的愤怒，军事胜利迅速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全国性的反恐怖情绪，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向吉伦特派靠拢。丹东选择了国民公会议员的职务，离开了执行委员会，“德高望重”的罗兰从此成为执行委员会的领袖。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权力，并撤销了监视委员会。中央政权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纷纷被召回。警察由罗兰和议会公安委员会接管。查办嫌疑犯已经停止，被捕人犯已陆续释放，许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贵族已允许回国。随后，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经取消，正常的法院恢复了工作，不再有镇压反革命的专门司法机构，高等法院也被取消。粮食贸易法规已不再适用，9月法令从未得到真正执行。罗兰始终反对限价；由于限价在厄尔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骚乱，罗兰于12月8日下令恢复粮食贸易自由。战争开始以来，军需供应商简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时战场，依靠杜穆里埃的配合，他们更是财运亨通，特别是爱斯泊涅教士。新任国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设立“采购署”代替军需供应商，遭到了杜穆里埃将军的不断抗议，国民公会最后让他自行处置供应军需的必要开支。
与此同时，由于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负责挖壕筑垒的工人均被解雇，罗兰并在国家工场中恢复了计件工资。他竭力主张取消公社规定的每磅三苏的平价面包，不再把这大笔开支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农民的利益也遭受损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产业已被推迟。这项政策使无套裤汉对罗兰分子更加怨恨。但在国民公会，这项政策却没有遇到人们所设想的抵制；在粮食贸易的大辩论中，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圣茹斯特指出，对付价格上涨的唯一办法是紧缩通货。罗伯斯庇尔虽然雄辩地反映平民的怨愤，并要求制止囤积居奇，但没有提出征购和限价的建议。共和派在对待教会的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他们拒绝了康蓬关于取消从国家预算中开支信仰费的建议。但是，在12月，他们平静地讨论了孔多塞所作的关于建立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公共教育的报告，这项报告没有被通过。最后，丹东不同意罗伯斯庇尔处处与吉伦特派为敌的立场，主动向吉伦特派提供支持。
正如勒瓦舍尔所指出的，丹东实质上属于中间派。他一心想抛弃极端措施；当泰奥都尔·德·拉默在10月从伦敦赶来向他说情时，他曾答应尽全力去救护路易十六。他知道这是和平的条件之一。为了求得和平，他甚至会同意恢复君主立宪，例如让沙特尔公爵就任国王。早在10月4日，他就建议宣布祖国不再在危急中。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必须有了和平才谈得上稳定局势和采取温和政策。这个困难必须通过共和各派的团结才能够解决，至少也要使山岳派不公开反对。丹东于9月21日和25日在否定联邦制的同时，否定了专制和土地法。从理智出发，吉伦特派应该同丹东握手言和。
但吉伦特派却想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要求清算丹东的秘密开支，而丹东又交不出账目；罗兰夫人还把王室失窃的财物说成被丹东所偷盗，这就把丹东推到了左派的一边。9月25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企图擅权独裁；对公社的攻击成倍增加；卢维于10月29日再度向罗伯斯庇尔开火。吉伦特派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企图把屠杀和革命专政的罪名加在那些没有像卡拉和巴巴鲁一样投靠他们的8月10日起义者身上，并进一步加以惩办。他们完全懂得，在这样的威逼下，巴黎的无套裤汉忍无可忍时会冒险再次闹事。因此，罗兰于9月23日要求国民公会设置守卫；因爱上罗兰夫人转而反对其旧伙伴的蒲佐鼓吹成立旨在保护国民公会的“州国民卫队”。
国民公会大多数议员虽然与吉伦特派一样讨厌无套裤汉，但不同意让吉伦特派处置对手。这就暴露出第三派的存在，即与山岳派相对而言的平原派，或用贬义的名称，即沼泽派。他们暗中承认罗伯斯庇尔11月5日的发言是篇出色的辩护词：8月10日的某些后果令人惋惜，但对于推翻了路易十六和制止了通敌阴谋的人们，绝对谈不上予以法办。否则，国民公会岂不等于谴责起义和葬送自己的权威；此外，如果它对巴黎的无套裤汉使用武力，就会使自己受王党的摆布。因此，国民公会仅对马拉表示鄙视。罗伯斯庇尔没有被法办。经过这场考验，罗伯斯庇尔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山岳派的领袖。为了避免挑动外省反对首都，国民公会对外省寄来的支持吉伦特派的文告只能表示欢迎，并听任外省自发派遣许多联盟军前来巴黎。
吉伦特分子这次由于未能说服国民公会，他们的势力开始下降。在执行委员会，国防大臣巴什和海军大臣蒙日脱离了罗兰。巴黎资产阶级坚持不参加选举，雅各宾分子掌握了州政府，公社选了一名温和派分子任市长，但又配备肖梅特和埃贝尔任正副检察长。更糟糕的是山岳派在反驳时指责他们的对手拖延审判国王。
吉伦特派确实希望拖延审判。他们的国内政策要求宽赦路易十六。丹东曾对拉默说过：“一旦把国王交付审判，怎么再能救他？国王出庭受审，他就必死无疑。”事实上，国民公会只有宣布国王有罪这条路可走，除非它对8月10日的起义、它自身的存在、共和国的成立统统加以谴责。罗伯斯庇尔于12月2日以不容置辩的逻辑向国民公会指出：“假如国王无罪，推翻国王的人便有罪……制宪议会禁止你们去做已经做过的一切……你们应该向路易十六跪下，恳求他的饶恕。”在认定国王有罪后，国民公会就很难不判国王死刑，因为他召请外国入侵法国，因为力争为同伴报仇的无套裤汉认为他是杜依勒里宫设伏袭击的主谋。为了救国王一命，必须不提审判的问题，这正是吉伦特派的愿望。但是，他们既要排挤山岳派，就不能阻止山岳派打破沉默：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
国民公会到11月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听取了瓦拉泽和梅勒的平庸乏味的报告后，辩论开始呈胶着状态，一直拖到11月20日，从宫中发现了装有罪证文件的铁柜；由于疏忽，罗兰没有先独自检查文件的内容，从而铸下了大错，使审判国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庭受审：他或者矢口否认，或者以宪法作掩护。他获准聘请了特隆歇和马勒谢尔伯为咨询律师。26日，德歇兹律师提交了辩护词：他也否认国王犯有叛国罪，但他主要指出国民公会无权审判国王，并强调国王人身不受侵犯。作为制宪议会，国民公会理应拥有全部权力，大多数议员对此毫不怀疑。在瓦伦事件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一致主张，君主仅在其文书符合宪法、并经一名大臣副署时才能免于追究责任。1792年7月3日，维尼奥曾愤怒指出，宪法中恭敬地对叛国罪只字不提，这竟被解释成国王免受法律起诉。尽管如此，吉伦特派采取了阻挠的手段。他们要求将波旁家族一概放逐，其借口是：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人打算让已当选巴黎议员、改称菲力浦–平等的奥尔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这样，山岳派便被迫为奥尔良公爵辩护，吉伦特派就能指责山岳派是王党。随后，他们又坚持判决须交人民批准。巴雷尔于1793年1月4日用他最杰出的演说对他们进行了反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又说，弑君将导致全欧性的反法同盟，使共和国再次处境危急。这是避免审判的决定性理由，但到现在提出已不合时宜，它只会使吉伦特派理屈词穷，因为他们在11月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
投票在1793年1月14日开始，每一名议员都登台陈述理由。认定国王有罪获一致通过，诉诸人民的建议被否决。决定国王生死命运的投票从16日开始，延续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在出席的七百二十一名议员中，三百八十七人主张判处死刑，三百三十四人反对。但是二十六名主张判处死刑的议员曾建议考虑缓期执行，其中梅勒最早想出这个巧妙的主意。如果他们以此为条件，真正主张判处死刑的票数只多半票，因此必须让他们明确表态。经过协商，决定就缓刑问题举行了投票，议案以三百八十票对三百一十票被否决。每次投票，吉伦特派都发生一次分裂。
在审判期间，巴黎各区动荡不安，谣传纷纭，都说议员们将因害怕而退让。一位名叫勒佩蒂埃·德·圣法戈的山岳派议员于1月20日被王党刺杀，但受害丧命的毕竟仅他一人。另方面，收买政策使少数派人数不断增加。西班牙驻法代办奥卡里茨不仅公开拉拢议员，而且从银行家勒戈特那里借到二百万巨款，广为散发。直到最后时刻，王党仍抱有希望，而投票结果使他们感到意外。
1月21日上午，公社在通向断头台的路上布置了全部国民卫队。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引颈受刑。除个别地区例外，全国都保持沉默，但人们在思想上震动很大。处死国王的后果如何，将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这刺激了一些人对国王的怜悯，又加强了另一些人的信念。但总的看来，忠君思想无疑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既然一位国王已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被处决，君权也就永远丧失了“神授”的性质；而在处决路易十六以前，即使法国革命也未能将君权神授予以勾销。随着国王的被处决，投赞成票和投反对票的两派议员之间结下了不可解开的仇恨；整个欧洲决定发动一场剿灭弑君者的战争。面对这些后果，大多数法国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审判国王其实是“调和派”和“不调和派”之间的一场斗争：前者为了实现和平，多少有意识地准备同反革命派妥协；后者则切断任何后路，使民族危亡同战争胜败联结在一起。



三、宣传战和领土兼并
吉伦特派希望避免专政和不杀国王，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实现和平。然而，他们却偏偏主张战争：他们眼看无套裤汉在远离他们，便大胆抬出法国是世界的解放者这个幽灵，竭力把无套裤汉争取过来。这里并不单纯是派性在起作用，浪漫的梦幻迷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凭本能感到，宣传战仍为革命人民和许多山岳派分子所珍爱，革命人民之所以责备吉伦特派，并非因为吉伦特派开展了宣传战，而是由于他们未能打好这场宣传战。
国民公会对有关革命前途的某些紧迫问题迟迟不肯作出决策。人们相信，被占领的国家渴望摆脱旧制度。但是，究竟让这些国家自己解放自己，还是迎合它们的愿望，直接在那里“设置政府”？此外，法国究竟应该自己出钱，即通过输出铸币的办法，去解放这些国家，还是应该用征购实物和索取赔款的手段去养活自己的部队？巴黎的外国难民十分活跃，其中的克拉维埃竟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大臣，他下令将迁就日内瓦贵族的孟德斯吉乌免职。在11月，尼斯、萨瓦和莱茵诸国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们要求并入法国。由于接不到指示，将领们便各行其是。安塞姆改组了尼斯当局，设置了市政府；孟德斯吉乌在萨瓦则听任各俱乐部自行成立，并于10月20日召集“亚洛布罗吉国民议会”。在莱茵地区，库斯丁亲自着手组织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因兹俱乐部——积极主张废除封建制。杜穆里埃希望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的首脑，他商得冯克派的同意，决定选举各省议会，以代替三级会议，这一行动足以使他同国家派闹翻。此外，他阻止不了反教会的民主派在列日取胜，更不能阻止他们在其他各地开设立即引起教会敌视的、大吵大嚷的俱乐部。在财政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也因地而异：安塞姆、孟德斯吉乌和杜穆里埃尽量少向当地居民索取；杜穆里埃试图向教会借款，他的军需供应商用纸币购买物品。相反，在莱茵地区，库斯丁在占领区就食，向富有的资产者，例如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征收税款。直到11月中旬，国民公会仍不表明态度。
就在这时，发生了热马普战役。信心和热情顿时大增。山岳派也同样兴奋，罗伯斯庇尔不再试图抵挡这股滚滚洪流。人们甚至不肯花时间认真思考。11月19日，当鲁勒陈述美因兹俱乐部的担忧以及它希望取得法国的保证时，拉雷韦里埃–勒卜当即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向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提供“博爱和救援”。由此，革命向世界进行了挑战。27日，格雷古瓦在接见前来祝贺共和国取得成功的一个英国代表团时，预祝一个新的共和国不久将在泰晤士河两岸诞生。布里索全力推动同西班牙断交，他说：“只要波旁家族还有一人留在王位上，我们的自由便不得安宁。同波旁家族决没有和平，因此必须考虑讨伐西班牙。”他要杜穆里埃派手下的军官米兰达去组织拉丁美洲的起义。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没有被忘记。布里索于11月26日写道：“只有整个欧洲着了火，我们才能安宁”；肖梅特在16日已经预言：革命政权不久将在全欧建立，直到俄国为止。各国在法的政治难民有力地鼓动法国东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克洛兹；荷兰人要求杜穆里埃侵入他们的国家。马谢那和黑维亚在巴约讷组织对西班牙的革命宣传。
自然，国民公会首先要解决被占领国家的命运问题，由于占领地区已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沿岸，有人主张将法国的疆土扩展到“天然边界”为止。从此以后，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这种理论说成是王朝遗产和民族传统。其实，法国的历代国王似乎从未有过这个设想。曾经有几代国王向尼德兰扩张他们的势力，在十六世纪前，尼德兰的佛兰德公爵曾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尼德兰的边界曾十分靠近巴黎，甚至影响法国国王的安全。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路易十五不再效法先王。由于偶然的机会，亨利二世进占了三个主教国，黎塞留又占了阿尔萨斯。但在更接近北部的地区，法国从来只求保住莱茵河左岸的几块领地。因此，所谓天然国界命定地构成法国框架的说法，大概是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产生的浪漫想法。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何况可以肯定，人们的思想也已经有了准备，因而乐于接受以上的说法。天然边界的概念至少在为黎塞留效劳的一些文人那里已经出现过；被十八世纪奉为经典的史学家梅泽兰作出了明确的表述。此外，或许人们对学校时代听到的关于《高卢战记》的解释没有完全忘记。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恺撒确实如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划定了高卢的界线。总之，布里索在11月写道：“法兰西共和国只能以莱茵河为界”，执行委员会为了讨好安特卫普人，竟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置之不顾，于16日决定开放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似乎比利时已经并入了法国。因此，解放事业就有演变为征伐战的危险。宣传的失败和军事的需要加速了这种演变：几星期后便见了分晓。
如同吉伦特派一样，国民公会本希望在法国四周出现几个姊妹共和国。但人们不久明显地看到，被占领国的居民对此表示反对，或谨慎地持保留态度。再说，军事占领给各地带来了痛苦或困难，人们希望从这种痛苦和困难中解脱出来。唯有萨瓦直截了当地废除了旧制度，要求并入法国。相反，比利时派出代表团，于12月4日向国民公会要求承认该国的独立：这些代表本身因害怕教会，不准备采取全部革命性改革。莱茵地区的情形同样如此。总之，各国人民既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又不愿别人解放他们。共和派为此怒不可遏。丹东于9月28日惊呼：“我们在给予人民自由的同时，我要说，我们有权告诉他们：‘你们不会再有国王了’。”革命的外国朋友想到，如同反法联军获胜一样，独立会使他们受敌人的摆布。尼斯人于11月4日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因兹俱乐部感到十分孤立，福斯泰终于建议同法国合并。
11月27日，国民公会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意萨瓦并入法国。格雷古瓦在为法令辩护时援引的理由如下：主权属于国民，萨瓦天然就是法国的一个地区，法国和萨瓦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些条件至少要求，在决定每个被占领国并入法国时，应分别进行讨论。可是，军事和财政的需要却加快了兼并的步伐。
11月30日，正当杜穆里埃及其军需供应商大吵大闹，责备“采购署”置军队于缺衣少食的境地时，国民公会派遣了几名特派员来到比利时。卡缪代表特派员回国报告时指出，部队确实备受饥寒之苦，因此杜穆里埃推翻了康蓬的决定，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是，卡缪通知政府各委员会，杜穆里埃不会借到足以应付其开支的钱：这些开支应该由共和国负担。康蓬回答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不能把战争再继续下去了。战争应该伴以革命的措施。教会、王公以及“助纣为虐者”的财产要一概没收，充当指券的抵押，而指券要在被占领国流通，以免法国向那里输出铸币。什一税和领主权要废除，旧税收要取消，改变为向富人征收捐税。新的行政官员要推行改革：凡向自由宣誓和放弃特权者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群众就会感受到革命的好处。“向宫室开战，给茅屋以和平”这个著名的法令于12月15日在欢呼声中被通过。在法国刺刀的保护下，少数革命分子着手建立专政，他们不顾人民愿意与否，硬要人民出钱去换得幸福。这一次，杜穆里埃终于碰了壁。他不但要取得经济独立，而且竭力迁就比利时人，以便将来有建立独立政府的可能时，自荐出任政府首脑。战争进行了还不到一年，他已开始玩波拿巴的那套把戏。眼看自己的计划全遭搁浅，杜穆里埃于1月1日赶回巴黎，最终一无所获。
正如罗伯斯庇尔所预言的，采取以上的措施，结果是场灾难，就连平民也拒绝接受这份得不偿失的赠礼。三十名特派员分布在比利时各地，强制推行国民公会的法令。康蓬于1月1日为从比利时榨取六千四百万里佛而自鸣得意，但他剥夺教会财产，势必同约瑟夫二世一样失去居民的支持。同月17日，特派员毫不掩饰地指出，只要法国打一次败仗，比利时居民就会群起造反。其他各国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萨瓦开始同法国疏远。国民公会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兼并是在被占领国预防反革命的唯一手段。尼斯于1月31日并入法国。当天，丹东要求对比利时采取同样措施，他用特别简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共和国必须把版图扩大到天然边界。2月14日，卡诺援引历史为证，补充了这项声明：从这天然范围中离弃的各部分，“纯粹是非法侵占的结果”。由于不敢召集比利时全国议会，合并的问题在法国代理人的亲法分子主持下被交付各省分别表决。莱茵地区在同样条件下选出了一个议会，于3月17日同意并入法国。国民公会在当月完成了批准手续。于1792年11月刚成立罗拉西亚共和国的原巴塞尔主教国在1793年3月23日变成了蒙代里布尔州。
就在那时，反法大同盟已基本形成，开始向共和国发起进攻；从此，只有军队才能保证这个政策的成功。当国民公会经过六个月的讨论终于采纳这个政策时，军事失利已经开始了。



四、与英国断交
局势的发展使皮特感到突然。他在1792年2月17日作预算报告时曾断言英国能安享十五年和平。为此，他削减了二千名水兵和五千名士兵。当大陆爆发战争时，他严守中立。他大概像所有人一样，以为革命不久将被镇压下去，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反过来会使英国的骚乱气馁。
民主派的宣传在日趋扩大。好几名辉格党领袖在4月组织了“人民之友社”。但这些激进分子控制不住局面：就像在法国那样，民主派从天然的斜坡上往下滑，开始触及社会纲领。潘恩于2月发表《人权》的第二部分时，猛烈攻击英国贵族，建议征收累进税，凡收入超过二万三千英镑的部分一概归公。葛德文正在写作其主张实行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正义论》一书，该书于1793年出版。然而，早在1791年末，伦敦的一名穷修鞋匠托马斯·哈第在一家小酒铺集合了几名工人，他们于1792年1月25日成立了共有八人参加的“伦敦通讯会”，规定每星期缴纳会费一便士。与此同时，谢菲尔德有五六名工人也组织了起来。无产者或至少手工业者参与公共生活，这是一件大事：社会问题已成了政治现实。斯托克波特俱乐部指出：“正是我们的劳动养活了君主、贵族和教士，我们不是伯克先生所说的群氓。”苏格兰诗人彭斯以更加粗犷的言词表达了平民的感情。新人物的涌现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3月24日，各俱乐部代表在诺威奇举行会议，希望实现自由之友的大团结。平民联合的思想不久成了贵族的心腹之患；贵族担心十七世纪的“平等派”将会复活。如同法国一样，民主宣传的抬头是由当时的经济形势造成的。谷物法的执行在1791年变得特别严格；这也是英国出口小麦的最后一年。从冬天开始，面包价格日益昂贵；1792年预计将会歉收。到了5月，骚乱此起彼伏，罢工也成倍增加。那些不住在兵营而仅靠薪饷维生的士兵深受物价上涨之害。他们在各俱乐部的鼓动下，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军纪逐渐松弛了。爱尔兰的形势也不妙，土地暴动在那里重新出现。天主教的抵抗分子和新教的“黎明之友”(1)开始同政治团体携手合作。这些团体——例如沃尔夫·汤恩于1791年末组织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还有于1792年2月由各地方分会派遣代表组成的“天主教委员会”——一致要求废除对非国教的新教徒的限制和给天主教徒选举权。格拉坦在议会为这个纲领辩护，但同时又不赞成骚动。天主教徒的要求在对法宣战前不久终于得到了满足，但其他建议均未被接受。
直到1792年5月，皮特似乎没有感到惊慌。就在5月，虽然他拒绝了格雷关于选举改革的新动议，他仍让关于文字案件需交公法团审理的福克斯法案得以通过。但在21日，国王在一篇文告中突然检举有的出版物“混淆视听”，并下令追查。同时，政府开始津贴保守派的宣传。6月，在赶走了长期同他作对的掌玺大臣梭罗后，皮特开始同波特兰领导的辉格党右翼谈判，企图组织联合内阁。如果没有国王的反对，皮特本想接受福克斯加入内阁；由于排斥了福克斯，联合内阁也就组织不成了。
法国民主派的胜利促使英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一次，皮特和格伦维尔不再隐藏他们的个人感情，因为他们反映着乔治三世和广大选民的感情。驻巴黎大使高威被召回国内，同肖夫兰的一切官方关系全告断绝。皮特的冷淡和格伦维尔的倨傲使非正式会谈难以进行。何况，法方又提出承认新政府作为先决条件，英方则指责肖夫兰支持在野的辉格党和资助民主宣传。9月屠杀事件后，大批难民涌向英国——总数达三千七百七十二人，其中神甫约二千人，舆论界反应十分强烈。人们传说，巴黎的雅各宾分子竟以人肉为食。沃森主教等对革命同情者发生动摇，开始转变立场。丹东的使者诺埃在9月承认，局势正变得日益危险。
虽然如此，民主宣传在秋季仍进展迅速。革命的初步胜利，无论在法国或英国，都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情绪，革命者公开组织庆祝活动，哈第的通讯会派遣代表向国民公会祝贺。在苏格兰，缪尔于10月3日创立了“宪法和人民社”，彭斯集资购买大炮送给法国，并在剧院中高唱《前进曲》。据揭发，有人在私造武器；伯克于12月向下议院进行检举，并拿出一把匕首掷在地上当作证据。11月24日，诺埃断言革命运动即将兴起，贵族和资产阶级一面毫无根据地硬说英国的俱乐部分子企图暴动，一面又指出皮特能够应付局面。历史学家里夫斯建立了“反平等社”。大批忠君的和排法的团体纷纷出现。随着战争的迫近，统治阶级十分乐于制造惊慌，这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既能就此向法国报复，夺取它的殖民地，又能乘机镇压民主派。出于这个打算，皮特和格伦维尔为同法国绝交而高兴。他们宣布，向各国人民许诺友爱和援助的11月19日法令是一份“宣战书”；这实际上就等于指控英国的民主派犯有叛国罪。潘恩因在加来海峡州当选国民公会议员，被缺席审判。缪尔刚动身前往巴黎，司法追查便接踵而至。此外，对法开战还可以加强政府在议会中的权威，因为部分辉格党人将抛弃福克斯和投靠多数派。
然而，皮特只是为了维护英国的特殊利益，才下了断交的决心。11月6日，格伦维尔还对驻海牙大使奥克朗声称，他认为放弃中立没有任何好处。皮特在10月16日说过，如果法国兼并萨瓦，事情就会发生全盘的转折。尽管如此，即使法国兼并了阿尔卑斯和莱茵地区，皮特恐怕也不会断然动武。但是，杜穆里埃和国民公会如果以为皮特会听任他们征服或兼并比利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至多可以设想，皮特或许能容忍杜穆里埃把战争引向比利时，但他要杜穆里埃的正式保证作交换：法国未得英国的认可，不能支配比利时的命运。勒布伦曾派马雷向皮特保证，共和国将不把比利时据为己有；开放斯凯尔特河入海口一事使马雷的使命失去任何价值，在皮特看来，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具有象征的意义。国民公会12月15日的法令证明了皮特的看法是正确的。何况，英国是荷兰的盟友，开放斯凯尔特河直接有损荷兰的利益。一支法国舰队闯过了荷兰设置的各道关口，陆海军统领面临法国的入侵威胁，要求英国给予支持，皮特立即答应了请求。
吉伦特派在12月显得犹豫不决：他们曾希望争取英国和普鲁士。波尔多和其他港口的资产阶级已因殖民地的动乱受到了损失，他们对海上战争不能怀有好感。热马普战役以来，杜穆里埃一再坚持进兵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中心，不少人以为入侵荷兰后军费便有了着落。然而，执行委员会于12月5日却推迟作出决定；后来，国王审判案终于促使吉伦特派用外来的威胁进行恐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吉伦特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海军军官盖尔森于1月1日列举种种理由说明法国可以认为英国不堪一击，这个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现代迦太基将如同纸糊的大厦那样彻底倾覆。至于山岳派，他们对必然导致扩大战争的措施都不反对，甚至鼓掌拥护。罗伯斯庇尔保持沉默。吉伦特派为了掩饰自己的犹豫，只要对方有反对的一点表示，肯定会加以揭发。这一次，党派斗争又起了决定的作用。杜穆里埃赶到巴黎后，于1月10日取得了执行委员会的赞同，但命令于31日才终于发出。吉伦特派因此丧失了两个月时间，否则，占领荷兰就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皮特和格伦维尔表现得非常果断。格伦维尔于11月29日接见了肖夫兰，向他指出16日的决定和19日的法令必须撤销。皮特于12月2日向马雷作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前一天，他已下令召集民兵。议会于13日开会，除个别例外，辉格党议员决定支持政府。福克斯、兰斯多恩、谢里丹谴责了法国的行动，但在荷兰不受侵犯的条件下，他们坚决反对战争。皮特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20日，要求增加水兵二万人；31日，议会通过了外侨法案；1月，停止装载粮食和原料的船只开往共和国。路易十六之死加速了事态的发展进程。肖夫兰于1793年1月24日开始收拾行装；勒布伦预计事情已不可挽回，于25日将肖夫兰召回国内。在肖夫兰到达的当天，即2月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宣战法令，议案的报告人竟是布里索!



五、与南方各国断交
对英国说来，处死国王只是一个借口；西班牙则不然，处死国王是它同法国宣战的真正原因。8月10日以来，阿兰达仍处处迁就法国，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流亡神甫的措施。勒布伦不顾布里索的反对，要布古安大使采取克制态度，并建议在西班牙承认共和国之前，两国同时裁军和宣布中立。但在11月15日，一场宫廷政变迫使阿兰达下台，由王后帕尔玛的玛丽–路易丝的情夫戈多伊接任。接着，路易十六审判案又激起了反法示威。戈多伊决定根据审判结果再考虑中立问题，并于1月22日拒绝了法国的建议。布古安于2月22日离开了马德里，国民公会于3月7日对西班牙宣战。地中海的大门从此向英国打开，意大利各王公认为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反对法国。
同罗马的绝交已是既成事实。由于教皇监禁了法兰西学士院的两名学生——随后即行释放——法国驻那不勒斯的代表马科派了他的秘书胡古·德·巴斯维尔前往罗马交涉；巴斯维尔不但公然佩戴三色绶带，而且坚持要树起三色国旗。巴斯维尔于1月13日在一场暴乱中被杀。由罗兰夫人起草的执行委员会抗议书斥责了“罗马的凶残和虚伪”。
于12月处在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的法国舰队威胁下的那不勒斯等着英国舰队的到来。费迪南四世及其大臣阿克通加入了反法同盟。托斯卡纳也不得不同法国绝交；威尼斯同样如此。帕尔玛和莫德纳分别以西班牙和奥地利为榜样行事。即使在遥远的土耳其，什瓦塞尔–戈费埃大使无疑会警告大公要提防继任大使台什科希。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两国外，法国几乎同整个欧洲开了战，而法国军队却日趋崩溃。义勇军参加了野战，但到冬季即开始撤退，因为他们看到祖国已不再在危急之中。吉伦特派也不再像在春天那样积极主战。
吉伦特派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希望恢复自由体制和挽救国王，这就应该实现和平，而他们却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他们唯有达成各派共和分子的一致，才能赦免国王和缔结和约，而他们却拼命攻击山岳派和无套裤汉，从而使团结完全没有了希望。反法同盟出师作战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些胜利对未能克服其自身矛盾的吉伦特派是个致命的打击。
 
————————————————————
(1) 1784至1795年间英国非国教的新教徒团体，他们往往在清晨活动，故称“黎明之友”。



第四编
一七九五年和约缔结前的反法同盟和革命



第一章　欧洲反法同盟（1793—1795）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已向法国开战，但它们之间尚不团结：英国是组织反法同盟的发起人，由于它自己的错误，它未能给反法同盟灌注旺盛的生命力。各盟国对战争的目的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而作战时兵力分散。它们对波兰、海战和殖民战争的关心至少等于或甚至超过对法的陆上进攻。结果是，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后，同盟军便停止进攻或向后撤退。1794年后，同盟军开始抵挡不住革命军的攻势，并像瓦尔米和热马普战役后的奥普联军一样土崩瓦解。
然而，反法同盟诸国间的争执尚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失败。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革命的独特性质。反法同盟诸国未能利用自己的物质优势，看不到这是一场崭新的战争，它们因循守旧，丝毫不改变其统治方式和作战方法。当然，反法同盟的作战不力也并不完全出于因循守旧：它们不敢要自己的臣民作出过分的牺牲，因为它们担心臣民们在胜利后会反过来要它们作出相应的让步。



一、反法同盟的形成
根据历来的传统，英国同法国作战总要挑动大陆各国与法国为敌，必要时还不惜出钱收买。荷兰早已是英国的盟友，格伦维尔在11月曾向奥地利进行了试探。宣战后，他先后同各交战国结成同盟：3月25日同叶卡特琳娜二世；4月25日同撒丁国王；5月25日同西班牙；7月12日同那不勒斯的波旁；7月14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8月30日同奥地利；9月26日同葡萄牙。德意志帝国于1793年3月决定对法宣战后，巴登和黑森两公国也同英国一致行动。至于汉诺威，它本是乔治三世的领地。由此逐渐形成了欧洲第一次反法大同盟。这个大同盟以英国为主体，共同对敌的需要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声援，但这种团结从未以正式的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更谈不上建立统一的指挥和共同使用各国的资源。
在英国与同盟诸国的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萨丁、那不勒斯、葡萄牙、汉诺威、巴登和黑森以领取津贴为出兵的条件，皮特把它们看作是英国的雇佣军。荷兰在财政上资助战争，但不能守住自己的国土。奥地利和普鲁士则相反，它们希望取得经济援助，但不准备接受别国的命令。英国同西班牙和俄国的协定仅规定组织禁运。实际上，假如德意志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假如这两大民族倾全力对付法国，它们足以左右大陆的战局，法国革命很可能遭到失败。在欧洲当时的形势下，只有英国在战争目的问题上同不受其霸权控制的各国协调一致，反法同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是，情况却偏偏不是如此。



二、反法同盟诸国的战争目的
两个战争目的对反法同盟诸国可能是一致的。一个目的是要拯救欧洲的文明，即正如伯克和法国流亡者早已鼓吹的，破除法国的革命事业，重建贵族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的十字军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阶级的战争。另方面，皮特和格伦维尔主张进行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重建国际法和恢复欧洲均势，这意味着要法国遵守国际协定，放弃宣传和归还从别国夺取的土地。
不容否认，同盟诸国对两个目的都没有成见。皮特拒绝了伯克建议发表的文告，因为英国贵族并无理想主义的倾向，不想为法国贵族报仇雪恨。更何况，坚持在法国复辟旧制度只会使战争难以取胜。大陆国家则不同，它们决心推行反革命。但在1793年4月的安特卫普会议上，英国人没有反对大陆各国的意图。这一意图主要在诺尔州得到执行：一个由奥国官吏组成的委员会，即瓦伦西安军政府，在该州部分地区统治了一年之久。军政府恢复了什一税和领主权，让顽固派神甫返回家乡，把尚未售出的国有财产交还原主，并宣布将收回已出售的国有产业。由此可以看到，一旦法国沦陷，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至少就其内心而言，皮特也决意在法国复辟君主制，并像在英国那样，建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体制。对于皮特所设计的政治战，大陆国家肯定不如皮特自己那样感兴趣。各国都没有认识到法国的扩张损害了它们自己的利益。版图有所扩大的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只是在获得同等利益的条件下才予以容忍的。最后，各国都明白，英国主张大陆均势是为了保障它的海上霸权。但是，皮特的原则在表面上显得十分合理，因而任何人都从未提出异议。
虽然如此，参加反法同盟的每个国家都指望取得一块割地。伯克曾预言，领土野心将在同盟诸国间制造分裂和刺激法国的民族精神。但是，皮特不能鼓吹放弃利益，因为他需要盟友，最初仅处次要地位的赔偿问题已变成大陆各国最关心的事情，它们甚至不等英国投入战争，就把问题解决了。此外，人们不久看到，皮特也赞同赔偿的原则。他指望夺取科西嘉岛和法国的殖民地，以便扩张大不列颠帝国。尽管他一再否认，人们仍怀疑他还想兼并敦刻尔克和土伦。总之，在安特卫普会议上，英国代表同其他代表一起反对了科布尔大公的主张：为了促使杜穆里埃同国民公会对立，与会各国宣布保证法国的领土完整。因此，奥地利人在诺尔州拒绝了让路易十七登基即位，甚至拒绝让原来不住在该州的法国流亡者进入这个地区。在土伦，豪厄承认了路易十七，并挂出了白旗；皮特不但不予批准，反而不许普罗旺斯伯爵进入该城。由于割地赔偿成了同盟诸国的战争目的，事态的发展比伯克的预见更加糟糕。
革命显然只能在大陆上被扑灭。皮特却忽略了这一点，他迫切希望先占领法国的殖民地，消灭法国的海军和夺取法国的市场。这种做法惹恼了坚持既定原则的西班牙，使它对自己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感到担心；由于缺少西班牙的真诚合作，英国的海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卡洛斯四世终于脱离了反法同盟。英国的榜样促使同盟诸国首先寻求自己的利益。由地理位置所决定，它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法国取得领土利益。斯皮尔曼计划承认了这一点。因此，虽然它们理应集中力量对付共同敌人，俄国和普鲁士——甚至奥地利——却认为袭击波兰对它们更有利可图。斯皮尔曼计划要求俄普两国负有关心西线战事的道义责任：为使交换尼德兰成为可能，必须先从法国手中夺回这个地区。根据1793年1月23日协定，叶卡特琳娜确实曾要求普鲁士国王在西线出力。不幸的是，皮特既然接受了割地赔偿的原则，他对割地赔偿的方式就不能漠不关心。他廉价出卖了波兰。在1792年底和1793年2月12日，格伦维尔始终还反对瓜分，但在7月与普鲁士结盟时，他只得表示赞同。相反，在交换尼德兰的问题上，皮特寸步不让。为了鼓动奥地利保留尼德兰，他向奥地利建议，把尼德兰国界扩展到索姆河。但普鲁士不同意这个新计划，并以此为借口，摆脱了西线作战的义务。遭到玩弄的奥地利于是跟着把部分兵力调回东线。
因此，大陆诸强国在波兰和法国之间平分兵力；英国主要从事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不能给革命以决定性打击；其他盟国懂得，英、俄、普、奥四强不打算分给他们一杯羹，因而只是看准了才肯下赌注。这是革命军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反法同盟与波兰问题（1793年4月—1794年10月）
第二次瓜分波兰直到1793年9月方告结束。随着但泽的投降，普鲁士于4月4日完成了军事占领，兼并公告于7日发表，余下的事便是让波兰议会正式批准。根据叶卡特琳娜的指示，西韦尔斯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完成这项任务。尽管各种离间和收买，仍有二十五名爱国分子当选议员，斯塔尼斯拉夫以及塔尔哥维查分子羞于充当卖国贼的角色，也在议会召开后，暗中加以阻挠。西韦尔斯为了克服种种抵制，冻结了国王的收入，逮捕了几名议员，并威胁要查封反对派的财产。对俄盟约于7月22日批准。对普鲁士的抵抗继续在进行，西韦尔斯的态度现在显得比较和缓了。9月2日，在叶卡特琳娜的命令下，部队包围了波兰议会，议会终于屈服，但仍要普鲁士在贸易方面作出某些让步，而普鲁士又拒不接受。于是，在23日再次采用了暴力手段。倒霉的波兰人已经精疲力竭，终于以沉默表示认可；协定在25日签字。急不可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已于22日动身前往波兰，把对法战争撂在一边，他实际上离开了反法同盟。
在此期间，普奥之间的摩擦正日益增加。普鲁士于2月向维也纳宣布了瓜分波兰的决定，但它一直等到尼德兰战役开始、奥地利不能再出兵波兰时，才说明瓜分的条件。3月23日，俄普两国将协定内容通知了奥地利，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两国所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奥国的一切预计。科本泽尔和施皮尔曼于27日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并被新任外交大臣图古特所取代。
图古特是个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暴发户，他以为只要用武力或用肮脏的交易攫取几块土地，满足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欲，自己的荣华富贵便得到了保障。他比他的几位前任确实较为高明，但用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去代替施皮尔曼和科本泽尔的软弱无能，其结果只能使反法同盟诸国间的联系更加松弛。
图古特一上台便指责豪格维茨玩弄两面手腕，并同他进行了猛烈的论战。普鲁士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奥国恢复理智。叶卡特琳娜指出，奥地利假如固执己见，恐怕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所抛弃。图古特知道有这个危险，因而不打算拒绝承认1月23日协定。他只是设法拖延，希望普鲁士对他作出给予补偿的正式保证。普鲁士仅答应支持奥国打赢正在进行的战役，而图古特却已预见到第三次战役即将开始：在皮特的压力下，他既然已秘密放弃了用尼德兰作交换的原议，他就必须让法国同意把尼德兰的边界推进到索姆河和摩泽尔河一线。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大臣们借口波兰局势未稳，怂恿国王决不可加强皇帝的地位；他们高兴地从英国那里听说，奥地利已放弃了用比利时作交换的原议。当奥普两国于8月开始谈判时，卢谢西尼宣布普鲁士仍坚持原议，既然比利时已被重新占领，普鲁士认为已忠实地完成了作为盟友的义务。随后，由于华沙的事态日趋混乱，普王终于被说服，并明确向奥地利表示，1月23日协定的许诺从此一笔勾销，奥地利假如要从法国取得领土，可自己设法去夺取。但他仍然接受，如果奥地利为他提供必要条件，他可以考虑参加第三次战役。普王不久离开了莱茵河前线，不伦瑞克跟着一走了事，听任武尔姆泽尔挨打，并把联军司令一职让给了最坚决的对法主和派之一莫伦道夫。
图古特至此仍不死心，希望依靠英国的支持夺取法国领土。同时，他开始寻找较易得手的猎物，并像以往的约瑟夫二世一样，把目光转到了威尼斯。他发觉叶卡特琳娜现在对普鲁士的态度十分冷淡。女皇在帮助了普鲁士扩大版图后，认为应该转而向奥地利靠拢，借以遏制普鲁士。图古特为了推动这个转变，承认了1月23日协定有关俄国的条款。1794年2月27日，奥俄两国达成了建立新同盟的初步协议，同意把威尼斯交给弗朗斯瓦二世，如果奥地利在法国不能夺得土地。此外，图古特肯定有私下的盘算，他还想从波兰分割到一块土地。他显然对西线的战事越来越不感兴趣。就在同一天，他不顾英国的劝告，拒绝了弗里德里希–威廉提出的关于津贴军费的要求，声称他只要求普鲁士根据1792年2月7日协议的规定，提供二万名军队。作为反击，普王下令莫伦道夫把军队撤至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后来只是由于皮特答应提供军费，普军才参加了1794年的战役。英国白白作出了牺牲，因为波兰的危机又重新开始了。
波兰的爱国分子不甘心让国土任人宰割。在萨克森避难的科希秋什科正准备起义；1794年3月，遣散波兰军队触发了这次起义，科希秋什科立即赶到克拉科夫。4月4日，俄军在腊茨瓦维采战败；华沙发生了暴动，俄军于29日撤出华沙。接着，起义者向普鲁士占领区渗透。科希秋什科认为，如果得不到两个德意志大国的中立，起义必定会失败。因此，他让普奥两国仍占有在前二次瓜分中取得的外省土地，并建议在此基础上谈判。弗里德里希–威廉拒绝了这个建议，图古特作了敷衍推诿的答复。显然，他们仍想把波兰起义镇压下去，并把剩下的国土据为己有。这一次，叶卡特琳娜吃了大亏，她在波兰驻军太少，要把苏沃洛夫的部队从乌克兰调来，还需要时间，而奥普两国却左右着局面。图古特急匆匆地从尼德兰赶到波兰，皇帝也接踵而至，命令能够调动的部队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全部向加里西亚开拔。奥俄协议日趋明朗，双方一致同意，奥地利将占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帕拉丁南部地区。可是，普鲁士却捷足先登，华沙起义消息传来后，大臣立即开会，军队立即出发，国王亲自率领五万人于6月3日到达沃拉，并于15日进入了克拉科夫。7月，普军一万五千人和俄军一万三千人包围了据守华沙的科希秋什科。波兰内部不幸出现了分裂：起义者准备按法国的模式制订民主宪法和解放农民，而贵族却坚决不肯接受。在“自由之友”和王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虽然如此，华沙的守卫者进行了出色的防御；如同1792年一样，运输的迟缓和国王的犹豫使普军久战不胜。前沿防线在7月28日仍未被打开，进展十分缓慢，而波兹南的一次起义却威胁着普军的后方交通。弗里德里希–威廉于9月6日终于撤围退兵。接着，东布罗夫斯基夺取了勃隆贝尔，普军甚至对自己能否守住维斯杜拉河和保护奥得河感到怀疑。
然而，俄军却攻势凌厉，苏沃洛夫于10月在马切约维采打败了波军，生俘科希秋什科。11月4日，他又一举攻下普拉加，放肆屠杀居民；起义者控制下的华沙于6日投降。另方面，图古特在丢失尼德兰后，曾于8月照会英国，请求英国帮助收复这个地区。由于普军始终留在克拉科夫，图古特没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耽搁。他从此竭力拉拢叶卡特琳娜，准备进行第三次瓜分波兰。如果能把弗里德里希–威廉排斥在外，奥地利也就报了大仇。
柏林对这一企图十分清楚。为了对付这可能的打击，普鲁士的唯一办法是把本国军队全部调到东线。只要普鲁士在东线拥有强大武装，奥地利在西线又面临革命军的进攻，就不敢轻举妄动。富有预见的莫伦道夫已于7月31日向法国驻巴塞尔的代表巴特勒米进行了谈判的试探。普王仍犹豫不决；普军从华沙撤围，加上皮特恰巧在这时又笨拙地断绝了粮草供应，终于使瓦尔米战后开始的谈判试探得以成功。1794年10月25日，国王下令同“弑君者”举行正式谈判。
就这样，波兰危机不仅使俄国军队，而且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部分军队被牵制在远离法国的波兰；它终于使大陆的反法联盟陷于瓦解。波兰牺牲了自己的独立，却为拯救法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四、反法同盟诸国在对法作战中的胜利和失败（1793—1794）
反法同盟诸国在1793年向法国发动了十分猛烈的进攻。科布尔率领的奥军五千五百人和普军一万一千人投入了作战。英国、荷兰、汉诺威和黑森又陆续向他派出援军。1793年8月，他在北海和默兹河之间部署的兵力达十一万人。普鲁士国王带领四万二千人向美因兹进军，另派三万三千人留守威斯特伐利亚。武尔姆泽尔率奥军二万四千人以及各德意志公国的军队一万四千人前往增援普王。英国在撒丁和那不勒斯收集的雇佣军分别达二万人和六千人。西班牙提供五万军队，葡萄牙派出一个师。但是，革命政权之所以在秋季前形势十分危急，也还由于它受到了与联军携手合作的国内敌人的夹击：从3月开始，旺代暴乱者请求英军登陆；6月2日后，整个南部燃起了暴乱的熊熊烈火，这使撒丁和西班牙有了大可利用的机会。
然而，这场战役却以高唱《卡马尼奥曲》的法国革命军取得胜利而告终。人们当时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应负失败的主要责任：驻守威斯特伐利亚的普军开往了波兰；尼德兰的普军擅自离开阵地，去同莱茵前线的普军会合，而莱茵前线的普军对作战仍然表现消极。为了增援武尔姆泽尔，图古特后来把准备在土伦登陆和协同撒丁部队作战的军队从意大利调回。撒丁部队因而感到惊慌，不敢全力投入作战。在土伦登陆的部队还不足一千六百人。皮特也理应受到责备。在外交方面，他的声望从1791年起便直线下降。作为一名军事领袖，他只具备他父亲具有的许多品质中的一种：固执；他的坚毅使他不甘屈服，但他的能力却不容他控制局势。
他看不到这是一场新的战争，问题已不再是把某个国王拖垮，从而求得和平。雅各宾派拒不接受任何妥协，只愿在战胜和战死之间作一抉择。为了进行谈判，就必须先推翻他们的政府，也就是先夺取巴黎。富于远见的伯克说得好：“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和危险的战争。”可是，皮特和格伦维尔却偏偏看不到敌人的强大，在他们看来，只消一二个战役便足以解决问题。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反法同盟的弱点。皮特在一块小纸片上就各国许诺的出兵人数想当然地算了一笔账。根据他的计算，10月底将有三万四千二百人在土伦登陆；实际到达的部队却只有一万七千人，真正可用的仅一万二千人。
由于皮特以为能够在未来的战役中轻易取胜，他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英国在战争中的利益和领导地位。他让盟国军队和雇佣兵在陆上进攻，而英国则负责在海上和殖民地作战。英国部队固然也参加了欧洲的战事，但这是为了取得英国的直接利益，或者为了夺得战利品，而且军队人数不能太多。皮特对比利时战役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他非常坚持要把法国军队从比利时赶走，但约克公爵却拖到1793年2月20日才率领三营部队出发，而且有不得越出荷兰边界的命令。在尼温顿战斗后，约克公爵终于获准向安特卫普和根特挺进。直到4月末，他所指挥的英军仍不超过六千五百人。皮特拥有的部队确实不多，但他至少可以避免分散兵力。
皮特的政策带来了两个不幸的后果。首先，他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响应旺代的召唤。在当时的反法同盟诸国中，唯有英国能够援助旺代。伯克和温德海姆指出，虽然出兵旺代会有一定困难，因为英国舰队并不掌握制海权，但冒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伯克和温德海姆的努力未见成效：军人们对暴乱分子只是以一笑置之，统治阶级也不抱好感。后来，胡德海军上将应普罗旺斯地区王党的请求占领了土伦。面对这个新局面，皮特终于动心了，因为土伦的陷落使法国舰只损失了一半，且不说港口本身就是战利品。但是，他仍只肯动用少量兵力，仅在都灵、米兰、那不勒斯征集部队和船只。直到12月，他终于从爱尔兰抽调增援部队，但已为时太晚。与此同时，英军七千人却于1793年11月26日在海地登陆。
另外，他使同盟军处于瘫痪状态。同盟军在军事行动方面的致命弱点是互相缺乏配合。由于当时交通很不发达，伦敦的命令至少需十一天时间才能到达土伦，因此，各条战线同时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但在进行决战的东北战场，各部队的指挥官却完全可以经过协商，同时向前推进。这里确实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普军和奥军互相敌对；将领们过分看重要塞的得失，而不注意消灭敌人，力图夺得战利品，而不愿改变陈腐的战略。英国既然是反法同盟的中心，皮特本应该代表英国去敦促各军配合全面进攻，而他却丝毫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如果他这样做，英国就必须派出一支大军前往尼德兰，必须带头停止为攻打敦刻尔克而进行的运动战。
其实，反法同盟诸国在几个月内之所以能接连取胜，这是由于法军的内部分裂和指挥不当。不伦瑞克和科布尔的大军插在库斯丁和杜穆里埃两支部队的中间，十分利于发动进攻。当库斯丁向美因兹进发时，杜穆里埃的部队沿着罗埃河一线分散掩护。尤其，当科布尔于2月26日发动进攻时，杜穆里埃却进入了荷兰。人们对指挥这场战役的马克（科布尔的参谋长）的军事天才大事赞扬，其实他只是长驱直入而已。3月1日，同盟军沿罗埃河一线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接着便向列日进逼。杜穆里埃只得从荷兰后撤，未等集中兵力就仓皇应战。3月18日尼温顿一战失利，接着卢万一战又败，杜穆里埃勉强守住了斯凯尔特河防线。但在那时，他刚同国民公会闹翻，准备向巴黎进军。他同马克达成了停战协议，并从比利时撤军。根据协议，科布尔到达边界后即停止前进。
反法同盟诸国的外交官当时正在安特卫普开会。他们于4月28日对科布尔的按兵不动提出了抗议。图古特于9日批准了协定，但于次日又立即推翻。杜穆里埃进军巴黎遭到了失败，停战协定也就自然失效。科布尔随即越过了边界，而援军却姗姗来迟。丹比埃尔在斯卡普河附近的树林抵抗了几星期，法马尔兵营坚持到5月23日，法军随后退向斯凯尔特河和桑赛河之间的恺撒兵营。科布尔现在可以腾出手来，不慌不忙地围攻孔代和瓦伦西安。由于枪支弹药和攻城器材都不足，科布尔在那里停留了二个月，直到7月10日和28日，才迫使两地先后投降。8月，科布尔的部队经康布雷齐迂回运动；可是，他既没有夺取康布雷，又没有在该城以北渡过斯凯尔特河，却从该城以南渡河，而且没有使用骑兵，这使四万名法军得以退守斯卡普河。但是，前往巴黎的大路从此被打通，科布尔指挥的野战部队现在已有十一万人。
正在那时，在宾根以北渡过莱茵河的普军包围了美因兹。武尔姆泽尔也在曼海姆以北渡河。遭到前后夹击的库斯丁匆忙向兰道撤退。美因兹的围城战从此开始，战斗直到7月23日方告结束。兰道在8月已被切断后路，武尔姆泽尔曾深入到凯什和兰道之间的边瓦尔特。在其他战线上，同盟军也节节胜利。撒丁部队推进到塔朗代士、莫里埃纳和伏西尼地区，但里昂的围城战刚刚开始。8月29日，王党把土伦港交给了英国人，马赛险遭同样的命运。在比利牛斯山以西，卡洛率军进抵尼维尔河，里卡多攻克了鲁西荣地区的前方据点，并于9月包围了佩皮尼昂。最后，旺代叛军击退了政府军的多次进攻。革命政府刚刚建立，科布尔还有展开进攻的充裕时间。
就在这时，他的部队却开始解体。英国人只是勉强同意推迟敦刻尔克的围城战，他们现在变得更加急不可耐，约克公爵接到了前往该地参战的命令。荷兰的部队跟着英军一起行动。普军则转而增援不伦瑞克。由于兵力的削弱，科布尔于9月12日迫使勒奎斯诺瓦要塞投降后，只是从莫伯日方向出击。不伦瑞克在帕拉丁仍取守势，武尔姆泽尔不敢在劳特河以北渡过莱茵河，只从正面进攻维桑堡的防线。他于10月13日才决定发起进攻，等到把战线推进到了佐恩河，时机已经错过。法军利用了同盟军的驻足不前，在诺尔州集结了大批部队，先于9月6日至8日在洪兹肖特击败了约克公爵，后于10月16日在莫伯日附近的瓦提尼击败了科布尔。武尔姆泽尔接着挨打，重新退守维桑堡防线。12月底，由于防线被法军攻破，他被迫解除对兰道的包围。南方的战事同样对同盟军不利。撒丁部队因得不到奥军的支援，停止了前进；里昂于10月9日失守后，撒丁部队被赶出法国，退往萨瓦。在比利牛斯山方面，卡洛退守比达索亚河，里卡多则回军布洛兵营。法军随即加紧围攻土伦，于1793年12月19日攻克该地，从而标志战役的结束。反法同盟诸国收复了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仍占领着法国北部的三个要塞。但是，革命军重新展开的攻势显得比以往更加凶猛。
应该承认，皮特正努力改善同盟军的作战方法。他尖锐地批评了科布尔的无能。但他不能撤换科布尔，因而派马克充当科布尔的副手，而马克却因作战受伤，于1793年5月回到了奥地利。弗朗斯瓦二世亲临尼德兰前线，统一指挥同盟军各支部队。反法同盟诸国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了两次会议，准备在莱茵河和北海之间发动新的战役。马克坚持主张把全部兵力，即至少二十万大军，集中在尼德兰，并从那里向巴黎挺进。由于普鲁士以退出反法同盟相威胁，新的战役前景并不美妙。皮特派了马姆兹伯里爵士向普方疏通，暂时弥补了同盟的裂痕。图古特拒绝承担弗里德里希–威廉索取的十万士兵的军费，即二千二百万塔勒，莫伦道夫因此接到命令，率军回渡莱茵河。在马姆兹伯里的劝说下，普方总算没有退兵；马姆兹伯里和豪格维茨一同来到海牙，签署了1794年4月19日协定。英国负责向六万二千四百名普军发饷，除一次付清三万英镑外，再按月付给五万英镑。
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势。英国在尼德兰的兵力始终不超过一万二千人，因而没有足够的权威。弗朗斯瓦二世的近臣对马克谗言中伤；当皇帝于3月底因波兰危机返回维也纳时，马克也离开了部队，使同盟军的指挥又恢复原状。皮特不但无力消除波兰事件引起的种种后果，他的笨拙处置反而加剧了普鲁士的离心倾向。他于5月22日批准了马姆兹伯里签订的协定；随后，他声称有权任意调动由英国发饷的部队。最后，他决定将普军从帕拉丁移防尼德兰；诚然这一决定是明智的，但普王却对皮特擅自调动普军一事深感震怒。莫伦道夫耍了一个花招，借口在法军面前不能进行侧翼行军，拒绝了皮特的要求。由于图古特迟迟不派援军，科布尔在北海至卢森堡的前线只剩下十八万五千人，这同与他对垒的法军人数相当。科布尔企图实行中心突破，但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他先在桑布尔河发起攻势，夺取了朗德兰西；接着他让部队朝利尔方向穿插，结果于1794年5月13日在图尔昆打了败仗。莫伦道夫的消极避战像1793年时的不伦瑞克一样，是同盟军失败的决定因素。在法军方面，摩泽尔军团已开到桑布尔河前线，在阿登军团的配合下，对科布尔前后夹攻。共和军通过6月26日在弗勒留斯的一场大战，打开了比利时的大门。皮特丝毫没有放弃他的幻想：他估计奥地利在年底将派十万军队前来尼德兰。但是，当他看到奥军退回莱茵河一线和约克公爵回守荷兰时，便慌了手脚；他把失败的责任栽在普鲁士的头上，并于10月17日取消了军费补贴。这一举动终于促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法国进行谈判。人们当然可以想到，皮特个人的努力终究挽回不了反法同盟的失败。他对保证反法同盟取得胜利贡献甚少，而对促使它的破产却显然起了推动作用，这表明他还算不上是个伟大的政治家。



五、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
皮特留给自己的基本任务是轻松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为恢复均势需要取得西班牙和荷兰的支持。如今，西荷两国却反对法国，法国的失败也就毫无疑问了。然而，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不但不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而且还打过几次败仗。
反法同盟诸国给英国的帮助甚少。荷兰拥有四十九艘舰，但火力很弱，仅用于护航和封锁。那不勒斯只提供了四艘，葡萄牙提供了六艘，由英国军官指挥。唯独西班牙拥有远洋船只七十六艘，其中五十六艘于1793年已改作军用。它本可以成为英国的有力帮手，并为英国打开地中海的大门；假如西班牙坚决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作战，英国就能把大部兵力用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但是，西班牙对英国怀有戒心，不愿意让英国占有科西嘉。胡德企图把土伦的法国舰队带走，朗格拉同他发生了争吵。霍桑得不到西班牙的任何帮助。英国吞并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海地加深了西班牙的忧虑，且不谈西班牙海军大臣瓦尔德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反英分子。
同法国舰队相比，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战争初期，从可动员的船只数量看，英国有一百一十五艘，法国仅七十六艘。在技术方面，英国也略为领先，虽然大炮的火力不如法国：英国船只的桅杆较轻，附属器材较好，航行时进退自如，利于进行接舷战，船上的炮火不再是以破坏敌方的桅杆为目标，而是击沉敌船。但是，英国舰队要完成作战、封锁和护航这三重任务，仍不敷使用。最后，作战准备尚未全部完成，英国在海上还面临重重困难，它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能适合战争。造船技术变化不大，标准船仍备有大炮七十四门，船身长二百英尺，横梁宽五十英尺，装有双层甲板，船员约六百人。原为斯宾塞爵士的巴朗爵士继米德尔顿之后于1792至1801年间担任了海军大臣，他不太困难地解决了船只的建造问题。除了本国的栎树和苏格兰的松树可供造船外，英国还可购买波罗的海诸国的木料和美洲的白松，法国则不能做到这一点。但英国的武器制造尚不发达，因此在1793年至1801年间造出的二十四艘远洋船只中，只有两艘被交付使用。英国招募水兵也有困难：舰队于1792年拥有一万六千名水兵，于12月又增加了九千名，而在1790年同西班牙作战时动员的水兵达四万名；后来在1799年，雇佣的水兵超过十二万名。英国舰队在宣战后之所以立即占有优势，是因为法国舰队在军官外逃投敌和水兵纪律松弛的影响下，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即使如此，在战争初期，英国舰队也只限于监视敌人，把几乎所有船只用于巡逻和护航。后来，它才逐渐转入进攻；直到1795年，它仍未将共和国的船只在海上清扫干净。
海军部的行政长官查塔姆和里士满不但无能，而且轻敌，部队的部署和指挥均不得当。当然，海军的素质比陆军还略为强些。由于需要很多军官，人们不再过分重视出身，甚至开始从商船抽调军官。一些杰出人才已担任下级军官，例如科林伍德、康沃利斯、特鲁布里奇以及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船长纳尔逊；他们将革新海军战术，尤其纳尔逊将成为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涌现出的老一代军官中，有邓肯和杰维斯两位出色将领；但豪厄显得已不能胜任其职，霍桑则更是如此。海军大臣命令英国舰队寻找敌人加以消灭。豪厄却首先想到保存实力，坚持不把法国海军困在港口，深怕自己的船在海上巡逻中过分疲劳。他继续采用陈腐的战术，即船对船地摆开阵势作战。胡德虽然比较灵活，但也没有打过大的胜仗。
这最初几年里出现的重要转折是英国联合西班牙开辟了地中海战场。胡德于7月将脱洛戈夫封锁在土伦港内。在叛国分子向他出卖了法国舰队后，他带走四艘，另在撤退时又焚毁九艘。因此，他顺手征服了科西嘉岛，正在该岛领导分离主义运动的帕奥利把王冠交给了乔治三世。由于英国登陆部队不多，三座要塞进行了持久的抵抗，卡尔维直到1794年8月才落入纳尔逊之手。英国驻守该岛的官长仍像在土伦一样内部不和，皮特又几乎不给他们增援。法国人乘机积极活动，并于1794年6月重新在海上出没。胡德迫使法国舰队退进儒昂海湾，却不能进一步发起攻击。1795年初，当法国从布雷斯特开来六艘军舰时，胡德的处境日益危急。胡德因表示不满而被撤职，其继任者霍桑虽然得到了增援，却于5月和7月在科西嘉海域面临海军上将马丁的挑战，霍桑不敢贸然进行决战。杰维斯于11月重新恢复了对土伦的封锁。
英国人在大西洋海战中也没有占决定性优势。豪厄在贝勒岛海域不愿同莫拉尔·德·加尔交战；他接着又拒绝在布雷斯特港口外巡航。在遭到严厉申斥后，他于1794年5月出海拦截从美洲开来的法国船队，并同从港内开出保护船队的、由维拉雷–儒瓦依厄士率领的法国舰队相遇。两支舰队于5月26日、29日和6月1日进行了三次激战。豪厄虽然俘获六条法国船只，并以十五艘舰对付法国的九艘，维拉雷仍然安全无损地掩护船队开进布雷斯特。维拉雷在12月再度出海迎战，因风暴而被迫折回港口。1795年夏，布里特博尔和康沃利斯在基勃隆登陆，终于迫使维拉雷逃往洛里昂藏身。可是，在1796年1月，奥什的远征军在爱尔兰成功登陆。
在以上情况下，法国坚持殖民地战争的时间远比人们意料的长。这场战争争夺的中心是英国垂涎已久的、盛产食糖的安的列斯群岛。自从圣多明各发生奴隶起义以来，种植园主纷纷向外国求援。西班牙出于对革命的仇恨，宁愿帮助起义的奴隶。皮特在宣战前袖手旁观；后来，他同殖民主谈判，企图取而代之，彻底征服这些岛屿。他在这里使用了大量兵力，而这些兵力如果用在土伦和旺代，就会对欧洲战局产生巨大的影响。英国军队从1793年9月开始陆续占领了圣多明各的各个港口，并于1794年6月占领了太子港。但在5月，杜山–路维都尔在同西班牙人决裂后，投靠了拉伏将军。国民公会废除了奴隶制，使黑人重新回到法国人的一边。此外，疫病使英军减员甚多。到了1795年末，英国军龟缩在沿海城市，等待撤出海地。向风群岛的情况略为好些。从1793年4月起，英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多巴哥。英军在马提尼克首战失利，但杰维斯于1794年3月及时赶到，夺取了这个岛屿。随后，圣卢西亚和瓜德罗普也被英军攻占。维克多·雨盖使局面稍微好转，他夺回了瓜德罗普，坚守该岛，并以此为基地，不断骚扰敌人。荷兰的殖民地自从被共和军占领后，成了英国争夺的新对象。英军于1795年9月16日占领了好望角和荷属圭亚那。形势对英国越来越有利，但最后的结局仍不可预测。继荷兰之后，西班牙离开了反法同盟。



六、经济战
皮特和格伦维尔长期认为，法国的经济困难是他们对前途持乐观态度的根据。指券贬值和饥荒将使法国束手就擒。何况，人们正力促这一时刻的到来。法国流亡者早在1792年已向普鲁士国王建议伪造指券，遭到了普王的拒绝。至于皮特，他不择手段地印造了大批指券，运往法国流通。此外，在1793年7月，国民公会指责皮特向银行家发放贷款，以便银行家把伦敦的证券向巴黎出售，压低法国的汇率，造成法国资本外流。这一指责看来是有根据的。可以肯定，皮特同巴黎的金融家，例如同英国人博伊德、瑞士人培勒戈等，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统，皮特还使用另一个更有效的手段，即用封锁来削弱法国。鉴于法国政府有权征用国内资源，粮食进口可直接为军队服务，皮特于1793年6月8日下令将粮食列入禁运范围，并于1795年4月25日重申了这一法令。这个措施实际上是第一次把整个敌国的和平居民当作被包围的城市居民对待。封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在过去历次战争中，法国的陆地边界至少大部分始终是开放的，许多大陆国家或者保持中立，或者同法国有联盟关系，地中海又不受英国的控制。现在，反法同盟诸国封锁法国的港口，冻结法国人的财产，禁止向法国出售禁运商品和断绝一切借贷关系。除瑞士一角外，法国的边境被大军团团围住，英国舰只在地中海游弋。包围几乎涉及所有的领域，在拿破仑时代尚且从未间断的银行业务往来，这时却至少在原则上被割断了。
尽管如此，封锁远不是密不通风的。反法同盟诸国在执行封锁措施时并不同样热心。例如，奥国皇帝一直拖到1794年3月17日才下令在尼德兰禁止向法国人付款。汉堡参议院不顾帝国议会的三令五申，仍允许商人和银行家同共和国做生意；里窝那港只是在下了最后通牒和派了军舰巡航后，才向法国关闭；即使在荷兰，人们也设法逃避封锁。在军舰仍使用船帆的时代，封锁网难免疏漏，对近海航运阻碍不大，例如热那亚的近海航运就从未间断过。当时，既没有国际的商业间谍组织，又没有足够的通讯手段，向巡航军舰提供情报。何况还有中立国的存在，瑞典、丹麦和美国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遵守禁运，热那亚和瑞士则利用它们的地理位置逃脱禁运。法国可以通过瑞士向德意志诸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购买物品。
此外，还必须看到，英国推行封锁政策并非单纯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对付敌人的军事抵抗；封锁政策和重商政策相配合，可以使英国摆脱法国的竞争和占有法国的市场。它把种种苛刻的规章强加给各国商船，其目的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消灭中立国乃至同盟国的商船。1793年11月6日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内阁命令”在重申1756年规定的同时，充分暴露了封锁的本质。通过禁止中立国同法国殖民地进行贸易（法国在战前不准外国同其殖民地贸易，国民公会现在让殖民地对外开放），英国便能对殖民地产品实行垄断。然而，从商业的角度看，绝对的封锁政策是愚蠢的。禁止敌国出售商品诚然有利，尽可能将英国商品运往敌国也同样有利，这使英国可以从敌国取得现金和自己缺少的产品。因此，政府酌情向一些驶往敌国港口的船只发放通行证。实际上国民公会也禁止同英国贸易，但商品很容易从中立国转道。例如，大宗贸易在埃姆登十分活跃，不过收取百分之一至二的佣金而已。海上运输一般由中立国船只承担。从1792年至1800年，英国对法国和尼德兰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实际上只是从百分之十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二。甚至可以认为，当局为了顾及商业利益，对走私活动相当宽容。中立国既然在帮忙，尤其为了避免海盗的抢劫，英国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关于不准向法国出口粮食的禁令被推迟到1794年8月执行。可见，英国人乐于放宽封锁，继续出口商品，而法国人破釜沉舟的决心，特别是他们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却阻止了英国人这样做。
在当时情况下，封锁给反法同盟诸国造成种种困难。首先，它们同中立国发生了纠纷。丹麦大臣伯恩施托尔夫和瑞典摄政王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于1794年3月27日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派遣十六艘战舰武装保护两国的贸易和对交战国关闭波罗的海。格伦维尔对此毫不惊慌，因为他知道，伯恩施托尔夫并不真想同英国绝交，而且协议规定的措施要等次年春季才付诸实施。美国的态度显得更加强硬。当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贸易的三百艘美国商船被扣留时，美国对英国船只采取了同样的措施。1794年4月29日，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照会美国表示支持；据传说，这些国家准备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但是，法国驻美代表的态度令华盛顿不快，国务卿汉密尔顿也不惜一切代价，竭力避免同英国发生冲突。杰伊于1794年6月来到伦敦，并于11月19日达成了著名的杰伊协定。美国保证其港口不再收留法国海盗，但对同英国交战的船只仍予开放。协定对封锁只字未提而予以默认。杰伊甚至答应把美国同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降低到几乎等于零，不再向欧洲运送殖民地产品。参议院拒绝了如此屈辱的条件，但仍批准了协定的其余条款，因为英国保证，为了和平的利益，将从它占领的美国北部几个要塞撤退。
另方面，法国采取的措施，在海盗活动的配合下，给同盟诸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远洋船队有战舰护航，英国在1794年和1795年损失的船只每年都在六百艘以上。保险金平地飞涨，在英国港口交货的贸易中，中立国的比重在1792年仅占总吨位的百分之十，而在1793年则一跃为百分之二十五。
英国在宣战后的第一年内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信贷紧缩导致了一百多家银行的倒闭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伦敦银行的库存现金于1793年2月降低到四百万英镑。港口停泊总吨位在这一年里减少了百分之十七，出口额从1792年的二千四百万英镑下降到一千九百万英镑。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汉堡港有货满之患。伦敦银行顶住了以上的冲击，它放手开展商业期票的贴现业务，发行票面五英镑的纸币，从而缓和了对货币的需求。随着法国黄金大批流入英国，伦敦银行动用了四百万英镑进行收购，使库存现金重新上升。它交给皮特五百万英镑贷款，用以帮助企业主。在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贸易额从1794年和1795年的二千五百万回升到1796年的二千八百万。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发生骚乱后，奴隶贸易从1792年起有了飞跃发展，至此仍兴盛不衰。运到美洲的奴隶总数1789年为一万一千人，1792年为二万七千人，1794年为一万四千人。
当然，有些工业日趋衰落，例如，斯皮塔尔费德的绸缎织工陷于失业。但大陆各国的处境要更加困难得多。历来从法国购买商品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货物供应严重不足。输出贵金属和化学产品的德意志诸国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这时又恰好发生了波兰危机，更使这些国家备受封锁之苦。德意志诸国的纺织业，特别在西里西亚，几乎陷于停工状态。某些国家食品供应不足：普鲁士和波兰的粮食不能大批运出，需要供应军粮的荷兰和尼德兰也不能出售粮食。从1793年春天开始，巴塞罗那开始吃杂面面包。1794年和1795年，西欧各国普遍歉收，粮食形势更加暗淡。英国所受的影响特别显著，小麦价格不断上涨，于1796年每公担高达二十八英镑，等于法国共和二年的最高限价的二倍。1795年的物价指数超过1790年的百分之二十六，涨风仍不能刹住。英国的日子开始难过了。
失业和物价上涨在各国产生了相同的后果。正如在法国一样，平民阶级中出现了骚动。这正是处在旧制度下的各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这种担心对战局有所影响。它使反法同盟诸国不敢按照革命法国的榜样，发动民众展开民族战争。



七、反法同盟诸国的战时政体
反法同盟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互相缺乏配合，以及外交官们不能打破陈规陋习，但根本的原因却在旧制度本身。法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了崭新的作战方法，而同盟诸国却在长期内丝毫没有变更其统治方法。
君主和贵族被世袭、特权和偏见捆住了手脚，不懂得调动和发挥新生力量的作用。大陆各国政府没有进行革新，这是不足为奇的：除了口头上起劲地叫喊反对革命的叶卡特琳娜以外，各国的王公碰巧都是些低能儿，比较能干的还是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前者弗朗斯瓦二世受皇后（那不勒斯费迪南大公的女儿）和他的副官洛林人洛兰将军的操纵，他们二人同图古特一起，任意干预军事决策，极力排斥马克。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瓦尔米战役以后，是唯一主张继续对法作战的普鲁士人；他的大臣在王太子昂利的支持下，不断向他劝驾；普国军队几乎成为国中之国，其统帅莫伦道夫竟敢自作主张同法军举行谈判。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英国虽然不存在同样的无政府状态，却没有及早觉悟到应该顺应战争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
皮特改组了内阁，但这仅是议会的策略需要。战争使辉格党终于彻底分裂，福克斯、谢里丹、兰斯多恩经常提出和平动议，温德海姆准备同意加入政府。皮特很愿意让温德海姆当他的副手，但遭到了邓达斯的反对；掌管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爱尔兰事务部的邓达斯坚决拒绝减少其众多的兼职。邓达斯在陆军部其实只是挂名，他对军队一无所知，把陆军部事务完全交给不参加内阁的该部首席书记官荣吉。皮特和格伦维尔负责实际的军事指挥。可是，即使在外交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并不始终一致。两人都无指挥才能。乔治三世趁机为所欲为：他强行决定围攻敦刻尔克，随意把莫伦道夫于1794年调往尼德兰，阻止召回约克公爵达一年之久，尽管后者在军中遭人耻笑。海军主帅也任用不当：在两名行政长官中，皮特的兄弟查塔姆爵士平庸得令人可怜，里士满公爵的懒散和无能也堪称一绝。英国舰队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敦刻尔克的围城战；正当土伦急需增援时，莫瓦拉爵士却在朴次茅斯按兵不动，驻守英吉利海峡诸岛的四营军队无所事事；当爱尔兰部队整装待发时，竟没有运输工具协助登陆。一直等到弗勒留斯战役失败和比利时陷落后，皮特才决心改变这个局面。邓达斯终于放弃了陆军部的行政职务，改由温德海姆任陆军部的国务秘书；约克公爵不久被召回；斯宾塞和康沃利斯接替了查塔姆和里士满。事实证明，斯宾塞和康沃利斯堪当重任，而温德海姆却是个很不高明的大臣。他根据自己的一贯主张，仓促地组织了旺代的远征，结果导致了基勃隆的惨败。
同盟诸国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征兵方法。德意志诸国在1794年有过全民武装的主张，但未付诸实施。志愿兵越来越少，抽签征兵日益频繁。征兵的困难部分地说明了兵员的严重不足和派遣援军的迟缓。直到1794年，英国仍满足于招募志愿兵和由购买官职的贵族充当军官；它共新建了三十四个联队。爱尔兰的新教徒表现了忠君爱国精神，提供了二万五千名士兵。还有三万名民兵在绅士的领导下担负地方防务；居民们自发组织营队，配合民兵维持秩序。海军除了不分国籍地广泛接收志愿兵以外，还违背法律对海员和非海员，甚至不顾美国的抗议，用“拉伕”的办法强迫外国人入伍。海军还把犯人送到舰上服役，在暂停实行“人身保护令”后，更派政治嫌疑分子充当水兵。英国终于被迫推行了抽签征兵制：最初在1794年征召民兵已激起了多起反抗事件，接着在1795年征集三万水兵，最后在1796年推广到正规陆军。抽签征兵势必产生在大陆诸国业已出现的营私舞弊，沉重的负担压在穷人头上。新兵由于缺乏训练，往往被派往殖民地换回训练有素的职业兵。他们因水土不服而大批减员。不习海上生活的水兵受苦更大：军饷被层层克扣，食物不堪下咽，既无医务设施，又无假日。兵变在英国舰队中如疫病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同盟诸国的征兵人数远不能同法国相比，各国却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它们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装备军队，甚至养活士兵也很不容易。这些国家没有发动人民，人民对战争也漠不关心，到处都在消极抵抗，奥军在尼德兰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军粮。人们发现，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几乎都在于财力不足。普鲁士本是个穷国，又因波兰市场的关闭而受到很大损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由于普鲁士每年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塔勒向外国购买军需，它不久就处于货币危机之中。此外，财政大臣施特伦泽在财务管理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唯一真正能提供财政收入的西里西亚省划为国王私人产业，设立没有正常用途也可动用资金的特支金库，从而削弱了其父亲（士兵王）好不容易才实现的中央集权。施特伦泽实际上只能支配军队和领地的经费；由于这笔经费十分有限和早已超支，需要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特别金库取得补充，而国王的特别金库却由沃尔纳经管。施特伦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缩减了王室的奢侈费用。他不得不把1792年末剩下的一千九百万塔勒的军费全部花光，并先后于1793年和1794年向荷兰和法兰克福借贷五百万和八百万盾，短期贷款尚不算在内。1795年发行的国内公债遭到了失败。普鲁士全靠英国的军费补贴才能勉强维持。1794年10月补贴被取消后，施特伦泽除了废除特权外已别无出路：战争迫使他采取革命措施，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停战求和。
需要兼顾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奥国皇帝也同样捉襟见肘。财政赤字从1793年的三千万盾上升到1795年的六千六百万盾。自1793年起，不断向国内和国外借款：债务从1789年的三亿六千二百万盾上升到1796年的四亿七千七百万盾。然而，奥地利仍只能依靠发行纸币过日子，纸币流通量从1789年的二千三百万增加到1796年的三千五百万。假如图古特在巴塞尔协定后得不到英国的军费补贴，奥地利也将不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西班牙大笔动用圣卡洛斯银行的“现金”，当局于1794年没收教会的部分银器；在教皇的同意下，国王于1795年将空缺教职的收入据为己有，并决定在一年内不再任命新的教职。总之，西班牙逐步开始变卖教会的产业。西班牙人曾责备法国人不该采用这项权宜之计，如今在形势逼迫下，终于向法国人学习了。
人们可能会认为，支持宣战并从战争中获利的英国富裕阶级一定会同意负担军费开支的，但皮特却通过借款来弥补赤字，尽可能长久地使富裕阶级免于承担这一义务。国库收入不但没有增加——1792年为一千四百二十八万四千英镑，1795年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七千英镑——，同期的海军支出却从一百九十八万五千英镑提高到六百三十一万五千英镑，陆军支出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英镑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一万英镑。借款总额1793年为四百五十万，1794年为一千三百万，1795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万。皮特用新的借款分期偿还原有借款，利率越提越高，现有的资金即将告罄。与此同时，伦敦银行同意发放贷款和接受“财政证券”，总数在1793年达一千八百万。英国也朝着货币危机的方向前进，皮特理财家的名声将经受考验。



八、欧洲的反动
贵族不敢像雅各宾分子那样采取革命措施，于是就装模作样地对这些措施表示愤慨，并以此恐吓群众。在整个欧洲，报刊文人、作家、演说家和布道者纷纷谴责吃人的生番，硬说雅各宾分子用断头台胁迫本国同胞从军打仗，用纸币使他们沦于破产，用征集军需使他们陷于饥馑，总之，使他们回到野蛮时代。法国流亡者竭力推动这一宣传运动。在维罗纳，昂特雷格伪造了大批告发信，译成法文后广为散发。巴吕埃尔教士积极收集霍夫曼对共济会和光明异端会以及对新教徒的指控。接着，在洛桑领导皮埃蒙特间谍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集整个宣传运动之大成，把法国革命描绘成撒旦妖魔缠身。日内瓦人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以及穆尼埃等宪政党人向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灌输。这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在物质利益上使人们惊恐不安。即使对自由和权利平等怀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至于那些隔岸观火的人，他们则认为恐怖统治总是不能持久的。最有勇气的人仅仅在谴责的同时，试图作一番解释。
恐惧和怜悯使更多的人改变原来的主张，但在各地，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毕竟依旧存在。战争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后果不久将为他们提供新的机遇。人们指控法国的种种罪状，如征兵、征粮、失业、发行纸币、物价上涨和饥荒等，也将在欧洲各地陆续出现。富人和生活尚称优裕的人在法国和反法同盟诸国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因为同恐怖分子相反，旧制度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们免受以上的灾难。但在痛苦中煎熬的平民阶级也作了比较，他们对贫困已忍无可忍，随时准备揭竿而起。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反动统治变得愈加严酷，当局有时甚至实行血腥镇压。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许人们安分守己，服从专制统治。英国暂停执行宪法规定的自由，如同在法国一样，自由的相对性在英国已变得显而易见。英国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用恐怖措施建立起本阶级的专政，并试图用最低工资限额去平息平民的怒火，同时却厉声斥责实行食物限价的法国煽动家。
在东欧和北欧，反对派早已销声匿迹。叶卡特琳娜封闭了共济会组织，监禁了诺维科夫，并把主张废除农奴制的拉季舍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斯德哥尔摩，托利特律师于1793年1月被捕。在哥本哈根，鲍杰逊如今写的是反对恐怖统治的诗歌。马尔脱–布吕恩逃往法国。在挪威，对农民运动领袖拉福图斯的审判在继续进行。
在西班牙，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不甘屈服的人们早已逃往法国避难，国民公会给了奥拉维特政治避难权。在战事发生后不久，戈多伊在教会的支持下动员民众参战。但平民们看到，无套裤汉没有入侵西班牙，因而很快表示冷淡，不满情绪逐渐在平民中滋长。统治阶级和军队也感到不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国人很不放心。戈多伊的政敌趁机设法推翻政府。戈多伊于1795年声称发现了一个旨在召集议会开会的阴谋。假如他没有及时缔结和约，戈多伊大概不能维持下去，但反政府倾向似乎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
意大利出现的征兆更有威胁性。从表面上看，自由派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他们或者不敢说话，或者背离原来的信仰。品德蒙脱兄弟改换了阵营；阿尔菲耶里由于在1793年侨居巴黎期间指责革命者，同“生来只配当奴隶”的法国人断绝了关系，尽管他的《憎恶高卢》一诗只是在较晚些时候才发表。在巴斯维尔被杀害后，蒙蒂为了向反动派献媚取宠，写了《哀悼乌哥·巴斯维尔》的长诗，一度曾轰动文坛。罗马仍是反革命宣传的中心。贝尔尼、埃斯米维·多里博等几名法国人在那里坚守阵地，各地的学士院和报刊也同样为反革命宣传服务。但是，革命思想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托斯卡纳长期对法国人开放，热那亚的报刊走私一直在进行，该地已成为救国委员会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皮埃蒙特受到了热那亚的感染，都灵、萨卢佐、阿斯蒂、维切利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不满情绪在军队中蔓延，警察的无法无天激怒了所有人。宫廷对奥地利又恨又怕，很想签订和约，但又不敢这样做。在罗马涅和威尼西亚，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觉醒。1794年11月，波伦亚的两名青年打起了意大利的三色旗，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即使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政局也不稳定。据说，1795年曾在巴勒莫发现一起密谋，巴西利卡塔的起义农民高呼：“我们要像法国人那样去干！”然而，自1793年以来，恐怖统治笼罩着整个王国；特别军事法庭审理了八百一十三项案件，判处了五十一人死刑。撒丁国王于1794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特别刑事法院于7月判处十四人死刑。两名波伦亚青年被处以绞刑，但其他青年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现在问题已不仅是推翻暴君和废止特权，人们将会看到，民族统一与革命理想已同时成为意大利奋斗的目标。
瑞士也出现了动乱。1791年末，沃州和瓦莱州开始进行镇压，五人被判死刑。1793年末，圣加伦地区出现了土地运动。格里松斯人民于1794年起来反抗。日内瓦起义于1794年7月19日取得胜利，革命法庭判处了十一人死刑。在这一榜样的鼓舞下，苏黎世州斯塔发的居民于1795年向贵族递交了陈情书；作为答复，贵族进行了大逮捕，幸而经拉瓦代的阻止才投有判处死刑，但仍有二百六十人被判徒刑。
在德意志诸国，莱茵地区的俱乐部分子的态度导致和加剧了反动镇压。皇帝于1792年10月即在其领地禁止法国报刊。1793年2月，他建议帝国议会禁止各种形式的宣传，特别是俱乐部。皇帝于4月30日发布文告，斥责“无知的哲学家传播危险的革命原则”。6月14日，帝国议会决定取消各种学生社团。到处都有人在监视和告密；警察私拆信件，搜查民宅；许多市镇禁止“在旅店、街头散布不轨言论”；书店受到严密监视。维也纳大主教主持书报检查；各地的共济会组织普遍受到攻击，卡尔斯鲁厄的共济会被封闭。1794年，反动恐怖在巴伐利亚日益猖獗，开始了对叛国案的审判，特别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开始了血腥镇压。一个宣传委员会因传抄和散发了马尔提诺维支起草的共和主义教义问答，受到了司法当局的查究；1794年11月，大批嫌疑分子被逮捕，马尔提诺维支和拉兹科维奇等七名自由派分子于1795年5月被送往刑场处决，其他嫌疑分子仍在狱中关押。布德的教师受到了清洗；康德的著作或者被禁止，或者被焚毁。图古特不许约瑟夫二世的朋友阿尔辛格和桑南费尔公开讲话，而霍夫曼则在根茨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反动宣传。
反动恐怖使自由派的人数大大减少。艾瓦德被迫离开德特莫尔德，波赛特被迫放弃卡尔斯鲁厄的教职。于1794年应聘到耶拿大学执教的费希特不久也成为众矢之的。雷伯曼取道阿尔顿纳逃往巴黎；克拉麦尔、雷哈德、特伦克男爵也跟着出逃。此外，法国的事态发展使革命的同情者深感失望，克洛普什托克和赫尔德起而反对恐怖分子，至于歌德和席勒，他们同“刽子手的走卒”简直势不两立。
虽然如此，自由运动并没有销声匿迹。匿名小册子不断在流传；康德坚定地忠于1789年原则，李希特尔继续为吉隆特派唱赞歌；维兰特至少仍反对武装干涉；即使达尔贝格和穆尼埃也为共济会和启蒙思想家辩护。当时在不伦瑞克任宫廷内侍的本雅明·贡斯当出于对愚民政策的恶感，对共和分子颇表同情。最后，同别处一样，战争终于激起了德意志诸国平民的骚动。1793年春，西里西亚的批发商由于不再能出口织物，把织工的工资压到极低的程度，因而遭到了织工们的暴力报复。布雷斯劳的工人在1794年举行了起义，全省实行了军事占领，暴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在德意志诸国，没有任何人利用这种局势去反对旧制度。萨克森各大城市和汉诺威的资产者和农民在1793年仅提出税务平等的要求，但毫无效果。巴伐利亚的贵族于1794年向地方议会呈递了一份意见书；符腾堡的地方议会同公爵争吵不休；但特权等级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这和英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辉格党的分裂表明，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革命感情。福克斯及其党羽，还有谴责战争的维尔倍福斯，显然由于国民公会兼并外国、处死国王和滥施恐怖而感到为难。诗人们最初尚能顶住反动逆流；沃兹华斯支持处死路易十六，并宣布拥护共和国。这种思想在沙赛的《边境居民》和《瓦特·泰勒尔》中均隐约可见。然而，由于被“社会”视作异端邪说，他们逐渐泄气了，柯尔律治和沙赛于1794年为自己的梦想破灭而痛哭流涕；科尔律治为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而庆贺。相反，民主派的领袖却毫不动摇；俱乐部的数量仍成倍增长；哈第及其助手——裁缝普拉斯——于1794年售出潘恩的《人权论》达二十万册，诺威奇地区共有三十多个民友社组织，谢菲尔德的民友社竟拥有五千名会员。
托利党很早就主张进行追查。皮特最初并未采取非常措施，满足于让邓达斯和掌玺大臣劳格博罗格在义勇军组织的配合下进行镇压；这些组织不久演变为真正的监视委员会，从事检举、告发、密探以及搜查可疑的书刊和招贴等活动。法官们积极受理种种密告，并作出了罚款、示众和监禁的大批判决。在苏格兰，布拉克菲尔特和邓达斯（内务大臣的侄子）以判案不公和营私舞弊而闻名。福克斯惊呼：“让上帝保佑不幸遇上这类法官的人民吧！”他们往往使用内奸，思想不轨即可定罪，一切有关改革的宣传均被看作煽动叛乱。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加大胆，他们因此首先受到打击。1792年1月2日，律师缪尔在动身前往法国时被人告发；被押回国后，尽管他勇敢地进行了辩护，仍被判处流放澳大利亚十四年。敦提的牧师帕尔梅因起草一份招贴，遭到了同样的判处。民心更加不稳。三十五个民友社团体于10月组织了新的苏格兰国民代表会，约克郡、伦敦和爱尔兰也派遣代表参加。与此同时，伦敦的平民举行集会，要求实行普选和成立一年一度的国会。11月底，在内奸的怂恿下，苏格兰国民代表会通过决议，组织整个联合王国的国民代表会。邓达斯和布拉克菲尔特用武力加以驱散，并趁机将三人判刑。
英国的俱乐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以示抗议；并于1794年3月27日决定召集新的国民代表会。辉格党拒绝在议会中维护民主派的愿望，硬说民主派企图使用暴力和秘密制造梭镖，但始终不能提供证据。以在爱丁堡准备暴动的罪名被处决的瓦特其实是一名内奸，他因从事挑拨性破坏活动而被卷入旋涡，终于不能自拔。皮特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正是这一案件为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正式达成联合提供了机会。这就表明，组成国会的两个政党本质上是团结一致的。5月12日，当局逮捕了哈第、杜克、赛尔威尔等人并查封了俱乐部的文件；议会委员会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审查，16日，皮特配合议会委员会的行动，宣布暂缓施行人身保护令。然而，他尚不敢成立非常法院，当局在遴选伦敦的法官时也没有或未能作弊。由于厄斯金的出色辩护，10月，案件以宣判无罪释放而告终。仅哈第的一名伙伴事后被判处二年徒刑。政府放弃了司法起诉，但它从此可以任意逮捕和监禁嫌疑犯，或把他们押上军舰充当水手。
尽管如此，政府未能把民主派完全镇压下去，由经济混乱带来的失业和食品价格上涨使人民深受痛苦。自1793年起，粮食批发商的囤积居奇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皮特决定对中立国开往法国的粮船行使先购权。1794年和1795年的歉收以及出口困难使形势更加恶化，而在1795年达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骚动正成倍增多，尤其在伦敦、伯明翰和敦提；在农村中，威胁保安官的事件时有发生，圈地并地往往激起民变，土地纠纷有时导致凶杀。抽签征兵当时也遇到反抗；利物浦不得不停止“拉伕”。由于军队变得更容易接受宣传，当局用抗命不服的罪名处决士兵。反法同盟的军事失败对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到1795年10月议会开会时，危机达到了顶点。伦敦于27日举行群众大会，国王和皮特于29日遭到乱民的羞辱。反动派于是加强镇压：11月4日，当局宣布，大型集会和煽动性刊物一概禁止；12月14日，国会通过法案，五十人以上的集会须经申请并由官吏在场方得举行。民主派纷纷提出抗议，但毫无结果。马姆兹伯里以极大的遗憾指出，民主派始终不肯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
民主派的影响从此日逐下降，其原因与其说是镇压的结果，不如说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对的改善。一方面，1796年的粮食收成尚好；另方面，当局的济贫措施使英国工人免受食品价格上涨之苦。1795年5月26日，伯克郡的保安官参照每个工人的家庭负担和根据面包的价格，制订出生活必需品的指数，决定动用部分税收，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惠特布雷德于12月建议定出最低工资限额，勒令雇主执行，这一建议遭到平民院的拒绝。皮特却赞同在伯克郡推行的制度，并在1796年11月建议将该制度写入法律，他甚至主张，应准许乡村教堂给贫民提供一头奶牛和开设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国会认为皮特的主张过分慷慨了，但各郡纷纷学习伯克郡的榜样。这个做法也许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动的、并同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的一种恩施，其结果也十分明显：统治阶级由此解除了民生派的武装，巩固了贵族制度，同时又使工业家取得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吃亏的只是中产阶级，因为济贫费用大部分由中产阶级承担。地主高价出售小麦；军需商和制造商摆脱了法国的竞争，名正言顺地谋取暴利；他们全都不用负担军费，因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利率优厚的贷款。反法同盟遭到了失败，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爱尔兰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皮特于1793年1月对改革运动作了让步，同意给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一让步似乎足以恢复平静，天主教委员会宣布解散，格拉坦甚至保证，爱尔兰在对法冲突中忠于英国。但自从加入内阁后，辉格党人要求任命菲茨威廉为爱尔兰总督，后者甚至表示将把政权交给格拉坦和解放天主教徒。爱尔兰贵族公开提出抗议，国王以否决权撤销了任命。皮特一如既往地顺从了，于1795年1月4日到达都柏林的菲茨威廉于2月19日被召回。当时，早已觉醒的天主教徒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当新任总督坎登就职时，都柏林发生了暴动。北爱尔兰的奥伦治王族在责怪天主教徒的同时，也蠢蠢欲动。1796年的饥荒终于使爱尔兰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另方面，救国委员会于1795年派了原新教牧师杰克逊前往爱尔兰，杰克逊被捕后服毒自杀。沃尔夫·汤恩在美国积极筹款；菲茨威廉在汉堡同法国进行谈判。爱尔兰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但英国本土仍一片平静。假如英格兰在1794年也出现旺代式的叛乱，贵族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他们推行的镇压措施也许会是流血的，而不是不流血的了。
同法国相比，反法同盟诸国在统治手段方面显得比较宽容，人们确实可以认为，同盟诸国通过预防措施避免了最严酷的恐怖镇压。但是，措施虽然温和，其目的却总是为了遏制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使同盟诸国未能煽动民族感情和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当法国革命随意利用人才和调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力量时，同盟诸国却固守其传统偏见和信用那些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马莱·杜潘说得好：“他们害怕本国臣民甚于害怕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革命刚向欧洲宣战不久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外敌入侵、国内战争、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把它推向深渊。它曾幻想解放世界，如今却被逐出比利时和莱茵地区，国土随时有遭入侵的危险，而且如米希勒所说，旺代叛乱又从背后给它插上一刀。组织革命政府的目的正是为了进行反击。从法律上讲，革命政府是一种临时体制，一旦新宪法被通过，就将自动引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政府的成立应从8月10日算起。另方面，临时政府也是一种战时体制，它通过限制或暂停人权的非常措施来保卫革命和打击国内外敌人。因此，敌人的威胁同非常措施的严厉程度成正比。在瓦尔米和热马普的胜利后，吉伦特派转而谴责8月和9月间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山岳派却于1793年继续和进一步推行这样的策略。结果，尽管新宪法已被通过，政府体制却取得一定的稳固性，人们甚至同意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革命政体是在形势逼迫下逐步形成的，它经历一段漫长的孕育阶段。这里，我们将首先研究它的孕育过程，然后再探讨这一制度的性质和业迹。



一、吉伦特派的垮台，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
1793年1月25日，杜布瓦–克朗赛的一份报告指出，必须征集三十万新兵，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五十万。报告还要求将义勇军同野战军合并，恢复统一的军事组织，但骑兵和炮兵仍实行募兵制。国民公会接受了“混编”的原则。作为准备，它首先于12月21日统一了军饷和晋升制度，采用了国民卫队的蓝军服作为统一的军服，并定出了新的番号和军衔。但是，由于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关于建立新联队的措施决定暂缓执行。征集三十万新兵的工作一直拖到2月23日才决定在二十至四十岁的单身或丧偶男子中进行。虽然人人都懂得服兵役是件令人生厌的差使，但没有人想到征兵会激起强烈的抵制。
人们对海战的前景和殖民地的命运不能抱有幻想。甚至连科西嘉岛也离开了共和国。制宪议会把帕奥里放回科西嘉，这位曾经领导反对热那亚和法国统治的领袖把该岛看作是自己的属地，并在副检察官波佐·迪波尔哥的配合下，请求英国帮助科西嘉脱离本土。法国曾指望海盗对它有利。事实也并非如此：海盗虽然给敌国带来了损失，但法国商船所受的损失甚至更为严重。中立国船只已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中间人。在以往的战争中，法国国王历来以“海洋自由”的保卫者自居，站在中立国的一边，坚持“国旗掩护货物”的原则，从而取得中立国的帮助，逃避英国的封锁。国民公会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它不仅废除了和敌国过去签订的贸易协定——首先是1786年协定——和禁止了来自英国的许多商品，而且于5月9日通过法令，声称把服从英国命令的中立国船只一概当作敌对国财产加以没收。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制造商，特别是棉纺厂主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其中原商事裁判官杜歇自荐在《总汇报》和巴雷尔身边充当代言人；相反，港口的大资产阶级却怨言颇多。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公会的不妥协政策正是吉伦特派软弱的表现。
加强封锁只能使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坏。处死国王和向全欧宣战造成了指券的贬值；指券愈贬值，人们的生活也愈困难。在1月初，指券的牌价还等于面值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到了2月，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2月至10月间更是不断下跌。革命派把指券贬值归罪于外国银行家，说伦敦的贝林银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银行、汉堡的帕里什银行不但互相串通，狼狈为奸，而且勾结巴黎的金融家——其中相当部分也是外国人——为皮特的利益大搞投机活动。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相当多的法国人同样在搞指券投机，更多的人抛售货币，抢购实物。物价上涨的速度之快已使工资的增长无法跟上。里昂工人于1月要求制订最低的工资限额。惊慌不安的各地居民完全切断了粮食的流通；政府力图依靠进口粮食来缓和粮荒，但外国粮食也越来越少。在巴黎，公社争取国民公会拨款，仍维持每斤三苏的面包价格，但在2月25日至27日，发生了抢劫食品店和肥皂船的事件。
政府日渐衰弱。罗兰于1月22日辞职，吉伦特派因此失去了一员大将；但是，吉伦特派于2月把巴什从国防大臣的职位上赶走，接任的勃农维尔对两派玩弄两面手法，把无套裤汉从部内各司局赶走，而对军需商的要求一概满足。担任内政大臣的加拉虽然内心倾向右派，却不打算受到牵连；担任司法大臣的戈叶同蒙日一起投靠了雅各宾派。勒布伦和克拉维埃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担任指券局局长的拉马什遭到了弹劾。国民公会于1月1日成立了由吉伦特派操纵的国防委员会；但是，为了尊重三权分立，国防委员只是对越来越暮气沉沉的各部实行监督。孔多塞于2月就宪法草案作了报告。这项报告并未取得人们应有的重视。山岳派认为当前的时机不宜考虑宪法问题。对宪法草案的讨论至4月方才开始，吉伦特派那时想赶紧颁布宪法，以为通过选举就能排斥山岳派。其实，双方都不希望对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党派斗争无休止和无结果地在继续下去。外来的力量对这场斗争的胜负起了决定作用。
在审判国王案后，无套裤汉不断攻击那些主张“处决国王应诉诸人民”的议员，接着又要求将这些议员逐出国民公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恢复团结，逮捕嫌疑犯，建立革命法庭，并击破贵族的阴谋。作为平民的领袖，无套裤汉同普通百姓保持直接的联系，他们懂得群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生计。群众要求实行食品限价、征集粮食、救济贫民和士兵家属，以及组织革命军队。最后一项要求具有双重的好处，它既保证群众掌握权力，又使群众不致失业。至于资金来源，他们主张向有钱人征税，其中表现最积极的是所谓“忿激派”，即雅克·卢神甫和瓦尔莱（家境小康的驿站职员），以及他们在外省的党羽，例如里昂的沙里埃和勒克莱尔，奥尔良的律师塔博罗。他们并不要求实行《土地法》；3月18日法令早已规定，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将被判处死刑。但在他们看来，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胜过政治问题：现在主权已经属于人民，假如人民仍不免饿死，那要主权又有什么用处？已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俱乐部分子或已有一定名望的报刊文人，如埃贝尔和马拉等，虽然对忿激派心怀妒忌，但他们最终还是照忿激派的愿望行事。大多数无套裤汉注视着山岳派和雅各宾派，随时准备响应他们的号召。也有部分无套裤汉表现急躁，特别是瓦尔莱，他们认为山岳派过于谨慎和温和，主张自己采取主动，即令解散国民公会和夺取政权也在所不惜。有些曾参与9月屠杀的无套裤汉甚至企图利用当时的危机，把吉伦特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送交临时组织的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审判。
丹东直到最后关头仍希望恢复所有共和分子的团结。在雅各宾派和公社的支持下，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认为恢复团结已不再可能，因而同无套裤汉一样，力图搞垮吉伦特派，并根据救国的要求，建立独裁政府。由于他们同样面临着被对方排斥和指控的危险，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共和分子在社会纲领问题上更难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涉及是否实行限价的问题。作为信奉经济自由的资产者，山岳派并不相信限价有任何好处。在他们看来，政治高于一切。罗伯斯庇尔在2月的骚动期间愤怒地指出，不该让“无足轻重的商品”转移人们对反革命活动的注意；肖梅特在公社会议上仅提出了查究囤积居奇者和雇佣失业工人从事公共建设的建议。他们于4月在限价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十分勉强，以后几个月的事态足以表明，他们从未完全赞同这个做法。此外，平原派是否愿意消灭吉伦特派，这还是个问题。罗伯斯庇尔曾长期希望在国民公会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也许在理论上有所顾忌，因为强行解散国民公会不符合代议制原则；另方面他对起义会带来什么后果，也很不放心。如同在8月10日前一样，他反复重申，从各方面看，对人民负责都比对选民负责更加重要，他的任务是根据人民合法表达的意志，引导选民服从人民。这里包含着很大的幻想成分，雅各宾派对他鼓掌欢迎，无套裤汉却公开指责他是巧言令色的骗子。实际上，罗伯斯庇尔最后仍支持举行强大的群众示威，迫使国民公会就范。但是，万一国民公会坚决顶住，又该如何办好？山岳派不同意驱散国民公会，更不愿意重演9月的惨剧。在此情况下，政权就会旁落，公社和无套裤汉头目就会得势。外省将不能容忍9月事件的重演；为了团结外省，必须保留国民公会，并让它保证山岳派的专政。这些错综复杂的倾向极其重要，它们说明吉伦特派为什么在4月后才垮台；由于这些倾向的存在，革命政府的稳定始终得不到保证，且不说这些倾向后来还促使了革命政府的垮台。
在处死国王后，局势一度趋于相对平稳；随着国内外的威胁再度出现，危机又重新发生。3月1日，杜穆里埃刚刚进入荷兰，他的后方在罗埃河一线被科布尔突破：科布尔不久又占领列日，渡过了默兹河。勃农维尔和吉伦特派在最初几天曾竭力安抚舆论；但是，丹东在7日从比利时赶回巴黎后，立即发出了警报，接着又反复重申1792年说过的那句名言：“我现在只知道要对付敌人；让我们先把敌人打败。”由于时间紧迫，他要求巴黎爱国者作出新的努力，以挽救比利时。但是，如同9月那时一样，爱国者回答说，他们不能让卖国贼利用他们离开首都的机会来制造奸计。丹东因此建议成立革命法庭，以防止出现新的屠杀。巴什于9日代表巴黎各区支持丹东的建议。与此同时，起义运动正在街头酝酿：9日晚间，吉伦特派几家报馆的印刷厂遭到了袭击；各区代表在主教府集会；瓦尔莱于10日说服了科特利埃俱乐部带头举行起义。起义失败了，因为公社和雅各宾派都不赞成。国民公会根据兰代的报告，同意设立终审的非常法庭，但保留对法官、陪审团和公诉人的遴选权。丹东还要求国民公会设立一个拥有行政全权的委员会，这一建议取得了罗伯斯庇尔和康巴塞雷斯的一致赞同。吉伦特派大肆鼓噪，高呼反对独裁；拉雷韦里埃–勒卜于11日推翻了这一动议。危机终于流产。
那时候，国民公会代表派往比利时各省的特派员正忙于搬迁公共金库和查抄教堂的财物；当地居民或者抗议，或者抵制，到处都乱成一团。杜穆里埃从荷兰撤出后，赶到了布鲁塞尔；他把教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压制俱乐部分子的胡作非为。接着，他于3月12日向国民公会寄出一封语含威胁的信件，除了大发一通牢骚以外，还专门攻击12月15日法令。国防委员会于15日就该信进行了辩论；丹东在发言中保证能让杜穆里埃回心转意。但他终于失望而归，从此一直保持沉默。杜穆里埃于18日和21日分别在尼温顿和卢万战败后，同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企图回师巴黎，拥立路易十七为国王和恢复1791年宪法。国防委员会决定将杜穆里埃解送法庭受审，国民公会于31日派遣勃农维尔和四名议员送达这一命令。杜穆里埃于4月1日把他们统统交给了敌人。他看到巴黎大门已开，没有任何军队能阻拦他重演拉法叶特的故伎。由于部队拒绝随他行动，杜穆里埃于4月5日越过边界投敌。与此同时，库斯丁于3月27日和28日在纳厄河打了败仗，放弃莱茵左岸防线向兰道撤退，听任普军围攻美因兹。
在法国国内，征募三十万新兵引起了居民的普遍惊慌。征兵法令规定，入伍新兵应由合格壮丁互相推选。因此，有的地方采取推举的方式，其结果十分荒唐；多数情况是出钱购买壮丁；也有因互相推诿而导致无穷的争执。但是，有的壮丁对免服兵役的地方官员群起攻击，甚至举行暴动，这类事件曾多次发生过。3月9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派遣八十二名代表去各地执行法律；3月19日法令接着宣布，对为首闹事者处以极刑。一般说来，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即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但在3月10日至15日间，整个旺代地区闹了起来。旺代的农民既不留恋国王，又不拥护旧制度；但他们对城里的雅各宾分子和行政当局制造的教会分裂以及严厉镇压顽固派神甫的做法，从内心感到愤慨。宗教改革在普瓦图地区有很深的影响，由格里尼翁创立的玛丽亚会以及各种修女会自十七世纪末以来一直狂热地向居民进行宗教灌输。在1791年8月，乡村的人并没有支持贵族造反；他们在1792年也没有为使善良的神甫免遭流放而起来反抗。但在1793年8月，征兵却第一次在农民中激起了反抗运动；可以预见，他们决不同意为革命打仗。就在那时，所有的部队都已向边境开拔。
叛乱在整个旺代地区同时爆发，这表明事先肯定经过了协商。但从表面看来，这场暴动似乎使贵族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也在密谋叛乱，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叛军攻陷了好几座县城；肖莱陷落后，行政机关被解散，担任公职的资产者遭到虐待；在马什科尔，官员甚至被毒打或处死。一些贵族很快成为叛军的首领，但平民也并非完全被排斥。斯托弗莱和卡特里诺等人原是旧军官，容易成为独当一面的首领。沙列特在马雷地区称王称霸：罗亚朗和萨皮诺兄弟占领着整个灌木丛地区；莫日地区仍被天主教军所占领，该军在蓬尚、代尔贝、斯托弗莱、累斯库尔、拉罗什雅克林的指挥下，与培尼埃教士一起组织了政府。居约·德·丰维尔也前来投奔叛军，他自称是主教，大概同法国流亡者有联系。叛军立即向英国求援，一些叛军领袖曾主张向巴黎进军，另一些则企图进入布列塔尼。但他们不能组成一支常备军：当“蓝军”出现时，农民们蜂拥而来；打了胜仗后，农民即各自回家。这种状况使共和国终于得救。叛军打了不少胜仗，在灌木丛生的丘陵地区，道路曲折稀少，农庄分散隐蔽，地形利于进行防御和突然袭击。如同义勇军一样，旺代叛军自发地采用适于发挥其特长的战术：以散兵队形接近敌人，布置埋伏，当敌人出现动摇时群起攻击。国民公会在最初几个星期仅派出了国民卫队或新兵前往清剿；除努瓦莫提埃外，勉强能守住或夺回海岸线。到了夏季，蓝军在蒙吕松连打三个胜仗。这对改变战局具有根本的影响，但在4月向莱荣河发起的进攻失败了。旺代军占领了布雷絮尔和帕特内；5月5日，又攻克杜阿尔。丰特内一战失利后，叛军又卷土重来，在丰特内城大肆劫掠。6月9日索米尔战役获胜不久，叛军进入了昂热城。最后，叛军于6月29日进攻南特，遭到了失败。政府于5月不得不从边境调回部分军队，但国民公会派驻索米尔和图尔的众多代表不但互不服气，而且同据守尼奥尔基地的比隆意见相左。威斯台尔曼于7月3日夺取夏蒂荣后，于5日被击溃；桑台尔于13日在维依埃遇到同样的命运。罗西涅尔和龙森于是出任政府军正副指挥，但这些无套裤汉将领仍不济事；截至10月前，旺代叛军仍未被消灭。
杜穆里埃的投敌叛国和旺代的内战对共和派震动极大：这是一次新的“恐慌”，共和派又开始逮捕嫌疑犯。这两个事件比外敌入侵更加触到了共和派的痛处，他们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即使在国民公会中，反对非常措施的人也越来越少。国民公会于3月18日决定，流亡分子和被判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国国土上被捕者，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决；第二天又决定，对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也一概处决。21日，出现了由选举产生的各监视委员会，负责检查护照，监视陌生人或外国人，后来的人惯于称它们为革命委员会。无套裤汉在这些委员会中人数众多，很快垄断了这个政治警察机构。国民公会于28日通过了惩治流亡者法，对流亡者一概判以褫夺公权终身，他们从祖上获得的遗产在五十年内由共和国保管，如回法国则处以极刑。最后，国民公会于4月5日决定，向革命法庭解送人犯的任务不再由国民公会自己担任，变为交给公诉人富基埃–丹维尔负责，但涉及政府大臣的案件属于例外。
在雅各宾派分子的影响下，外省的行政当局自发地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救国委员会，负责征兵事务和地方安全。埃罗州于4月19日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定，委托救国委员会征募五千名士兵，供本州调遣，并强行摊派五亿公债。先后于3月9日和4月30日派往外省的两批国民公会代表推动了革命措施的酝酿和制订。吉伦特派为了削弱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的力量，故意将山岳派分子送往军中效力，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5月6日的政府命令规定，国民公会代表有权任命特派员和建立特派员办事处，其人员自然也在雅各宾分子中遴选。因此，特派员在各地清洗行政当局，逮捕嫌疑犯，征收捐税和征发军需。他们的活动多次遇到了依旧追随吉伦特派的地方当局的强烈抵制。像卡诺这样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开始认识到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他于3月18日写道：“只要敌人还存在，就不能指望得到和平，外部的敌人是如此，内部的敌人更是如此。必须把敌人彻底歼灭，否则我们就会被他们所压垮。”
只要政府仍然软弱无力，即使努力作战又有什么用处？杜穆里埃的叛变激化了国民公会中的党派斗争。吉伦特派因与杜穆里埃关系密切受到了牵连；万一政变得以成功，那些借将军的名声保护自己的吉伦特议员肯定会拍手叫好。他们如今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在杜穆里埃的亲信中，有些是菲力浦–平等的亲友，后者的儿子沙特尔公爵甚至跟随将军一起叛逃：这是再次指控山岳派搞奥尔良主义的极好借口。丹东由于多次出使比利时，回来后又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4月1日，拉索斯揭发了阴谋，遭到丹东的猛烈反击；丹东不但不为自己辩护，反而在山岳派疯狂的掌声中，明确表示他同那些曾企图挽救暴君的人断绝关系。第二天，罗伯斯庇尔要求弹劾吉伦特分子，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平原派不想追随罗伯斯庇尔，但形势使他们向丹东靠拢。4月6日，国民公会终于接受丹东的提议，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同丹东一起选入该委员会的还有巴雷尔和康蓬等人。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倾向山岳派，但仍被认为是独立的。丹东在救国委员会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因而该委员会几乎可被看作是第二届丹东内阁。丹东依旧推行妥协和拖延的政策，尽管他在4月1日作了引人注目的表态。平原派对这个政策十分满意，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不能直接下达逮捕令，但可对大臣实行监督，从而徒劳无益地削弱了大臣的权威。这个办法当然不是山岳派所希望的，也遭到吉伦特派的反对。斗争继续在进行中。
4月1日，应比洛托的要求，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凡议员有叛国嫌疑者，人身不受侵犯的条款不再适用：这个规定为国民公会议员的互相残杀打开了畅通无阻的道路。比洛托一伙指望利用这项法令来对付山岳派，机会不久便来到了。4月5日，马拉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名义发表一项通令，请求外省的爱国者前来援救蒙受杜穆里埃威胁的巴黎，他同时还揭发在审判国王案期间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是卖国将军的同谋者。吉伦特派立即进行反击，于4月13日取得国民公会同意，把马拉解送革命法庭受审。在这以前，巴黎麦市口区已于4月10日发起请愿，要求把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交给他们的选民，让选民收回对议员的委托。平原派肯定不能接受这项请愿，而吉伦特派却一再要求用这项措施处置山岳派议员。罗伯斯庇尔对这种无理纠缠提出了抗议，但巴黎各区的代表却通过了请愿书。这项文件本是丹东派执笔起草的，丹东的另一名亲信却建议国民公会拒绝接受请愿书；国民公会于4月20日宣布，请愿书是对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的“污蔑”。丹东显然想把水搅浑，仍然希望把吉伦特派争取过来。至于马拉，他于24日被宣布无罪释放。
就在那时，山岳派终于彻底与无套裤汉和科特利埃俱乐部合流，决定实行经济统治。这一重要事实改变了整个局势。罗伯斯庇尔于24日建议在人权宣言中增加四项条款：规定所有权是“法律保障公民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权的范围受法律的限制；规定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从而以含蓄的方式为经济统治进行辩解。4月11日，国民公会下令禁止通货买卖和两种物价并存，对拒绝接受指券者将予严惩。18日，巴黎地区各有关当局的代表决定举行请愿，要求实行限价。国民公会于25日前进行分组讨论，接着举行全体会议。30日，市郊圣安东尼区的群众拥进国民公会会议厅，以进发凡尔赛闻名的巴黎妇女也及时赶到。5月4日，一项法律确定了本州粮食草秣的最高限价，各县负责对粮食实行登记和征购，以供应市场，市场外的粮食交易从此一概禁止。
无套裤汉当时正忙于应付在旺代军事失败后出现的骚乱。4月25日，蓬孔赛依区要求巴黎出兵镇压“盗贼”，公社于5月初决定征募一万二千名新兵，并根据埃罗州的原则（已取得国民公会批准），委托各革命委员会强行摊派公债。骚乱在巴黎到处蔓延。无套裤汉首先想把公证所办事员和店铺伙计送进军队，这些年轻人坚决进行抵制，并于5月4日至6日在卢森堡公园和香舍丽榭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各区的无套裤汉自己也不准备从军出征，他们历来主张实行直接民主，如今在征兵的问题上，却要由他们代替别人作主。国民公会终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按照老习惯悬赏五百里佛征集“英雄”。为了加快征兵工作的进行，议会同意垫出这笔资金，尽管毫无偿还的希望。从那时起，各区的集会变得吵吵嚷嚷，无套裤汉的敌人决心在会场上进行一番较量，双方在本区结帮成派，互相对立，有时不惜大打出手。5月8日，罗伯斯庇尔指出了这个危险，要求由“身穿金饰套裤的富人”承担建立革命军队的一切费用。
这些骚乱事件表明，群众对为共和国作战缺乏热情。政府既要依靠群众，又要强迫群众：这一矛盾不是个好征兆。但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当前最担心的事，还是在许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现、而在巴黎正酝酿中的“地方自治运动”。
地方自治运动最早出现在第一次恐怖时期，处死国王使这一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吉伦特派的紧急呼救、山岳派代表与地方缙绅的对立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征集新兵、港口封锁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更使地方自治运动的拥护者日渐增多。一些外省试图组织营队派往巴黎，菲尼斯太尔曾派出了一营士兵。早在3月16日，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在奥尔良市受到侮辱，莱奥纳尔·布东被刺受伤。人们对地方自治机构逐渐重视起来，积极参加它们的集会，并要求各区都有常设的区公所：既然巴黎自1792年7月以来已存在常设的区公所，为什么外省就不能呢？人们不等国民公会的同意，便立即见诸行动。
在波尔多，各区公所满足于在5月9日发表一篇咄咄逼人的宣言。在马赛，由于雅各宾分子与巴巴鲁关系破裂，他们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于4月29日离城出逃；各区公所组织了联区委员会，并用1792年9月未经许可建立的人民法庭镇压无套裤汉。里昂的情形更糟：该城于5月29日发生了反对雅各宾公社的暴动。经巷战后，国民公会代表暂时把暴动镇压下去。沙里埃被投入狱中。5月24日，汝拉州建议在布尔日召开候补议员会议；安州表示赞同，科多尔州建议派军队保护。5月30日，卡昂在是否派一营新兵前往巴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些真诚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样反对极端民主派，他们参加了地方自治运动，但在其中仅占少数。地方自治运动的主力是仍然拥护君主制的资产者、顽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全都自称是吉伦特派，但这只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加尔州副检察长格里约雷写道：“争夺我们的两大派都十分恶劣；布里索、佩蒂昂和葛瓦代与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同样令人可恨。”假如吉伦特派在其盟友的帮助下压倒山岳派，反动派也将很快压倒吉伦特派。米希勒说得好，吉伦特派“已不再有革命精神”。无套裤汉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国民既依恋制宪议会的业迹，又急于求得平静和安逸的生活，假如能通过妥协达成和平，他们会乐于接受。假如地方自治运动在外省和巴黎同时发展起来，吉伦特派迟早会以地方自治的名义，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国民公会。由此可见，6月2日的革命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针对所谓“贵族阴谋的变种”而采取的防御行动和惩罚行动。
吉伦特派像以往一样轻率，在胜利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前，就仓促上阵，企图进行最后决战。根据罗伯斯庇尔的要求，公社已决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逮捕嫌疑犯；各监视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会上提出了各种建议。5月19日，两名警察官员甚至主张把吉伦特派的主要首领绑架和秘密处死，然后就说他们已流亡国外。这一主张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巴什终于使会议转入正题。但是，获悉这一秘密策划的葛瓦代于18日揭发了阴谋；根据巴雷尔的建议，国民公会任命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吉伦特分子组成，其决议也就可想而知；它于24日下令逮捕包括瓦尔莱和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在内的四名无套裤汉，后者所办的《杜歇老爹报》十分风行。公社于第二天提出了抗议，当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伊斯纳尔在一篇“不伦瑞克式的宣言”中对巴黎大肆威胁。群众于27日聚集在杜依勒里宫四周——国民公会自5月10日后一直在那里开会，并于晚间拥进了会议厅。由于丹东的干预，国民公会在深夜十二时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实际上，国民公会不久又推翻了这一决定，但释放了被捕人犯。事情已闹得不可开交，无套裤汉于当晚在主教府开会，成立了起义委员会，瓦尔莱大概是该委员会的关键人物。
在5月30日至31日的那个晚上，各区的代表停止了公社的职权，接着又让公社暂时恢复职权，并表示服从公社的指挥。昂里约出任国民卫队司令，下令管制和逮捕嫌疑分子。尽管山岳派赞成排斥吉伦特派，但他们对事态深感忧虑。他们在革命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提请注意，万一国民公会进行抵制，事态将变得不可收拾。必须避免解散国民公会，尤其不能重演9月的屠杀。因此，巴黎州召集各有关当局代表开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协助起义委员会工作。巴什和肖梅特将协调两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各区迟迟没有行动起来，5月31日又是个星期五，工人们都已出门工作。游行队伍于下午才开始出发，国民公会并未受到很大威胁。十二人委员会被再次撤销，至于逮捕吉伦特分子的问题，国民公会把这个要求交给救国委员会研究，在三天内提出报告。这是一次失败。第二天，起义委员会再次提出要求，仍无结果，便决定于6月2日星期天围困国民公会，勒令立即解决问题。这是大革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行动”。丹东放任不管，内部意见不一的救国委员会对围困杜依勒里宫的各区群众毫无办法。在一些议员的建议下，国民公会决定列队走出杜依勒里宫，企图强行突破围困。形势一度变得十分紧急，万一出现不测，国民公会就会垮台。但昂里约仅满足于挡住通道，这使瓦尔莱深感遗憾。议员们回到大厅后，被迫下令逮捕二十九名议员以及克拉维埃和勒布伦。建立革命军队的要求已原则通过；至于忿激派的社会纲领，国民公会未予采纳。
山岳派从此占了上风：他们于6月8日建立了巴黎州救国委员会，以代替和取消原来的起义委员会，瓦尔莱及其一伙均被排斥在外。国民公会已名存实亡，山岳派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操纵一切。其实，国民公会永远不能原谅山岳派的专权；更何况，它只是把吉伦特派议员软禁在家，而不提出起诉，根据议会制原则，法律起诉是开除议员的唯一方式。在另方面，无套裤汉仍一无所得。山岳派有受两面夹攻的危险，对他们说来，“五月三十日革命”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二、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机
山岳派的胜利不久又成了问题。七十五名议员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其他议员离开了巴黎或故意逃会。各区群众反对征兵和建立革命军的活动又日趋活跃；外省传来的消息更令人震惊。6月6日，以巴雷尔和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建议撤销监视委员会，并向逮捕了议员的各州派送人质。罗伯斯庇尔力主拒绝这些措施。忧心忡忡的山岳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被捕的吉伦特分子虽然在逐渐增多，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直到7月8日，圣茹斯特仍主张仅打击内战的煽动者。革命军队尚未组成，摊派公债的问题议而不决。尤其，国民公会匆忙讨论了于6月24日完成的1793年宪法。宪法在前言中用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补充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从而建立了政治民主制：立法团由选民以单名投票方式直接选出；执行委员会由立法团在选民推举的候选人中遴选。根据孔多塞的建议，为放宽人民行使主权的范围，将以美国的某些州为榜样，采用公民投票的形式：宪法将交给人民批准；紧急法令可由公民投票批准，但对一般法律则伴以严格的条件予以限制。宣言没有特别强调社会民主，仅满足于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共同幸福；救济是“一项神圣的债务”，也就是说，贫民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国民公会自成立以来，反复重申民族团结的原则，答应抚恤残废军人和“祖国保卫者”的亲属，救济战争难民和其他灾民。罗伯斯庇尔对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资产阶级害怕的几项条款从此不再吭声；巴雷尔于6月27日愤怒斥责土地法，尽管3月18日法令已经规定，对土地法的拥护者处以死刑。山岳派希望宪法将扫除人们对无套裤汉专政的恐惧，但他们并不因此忘记满足农民的愿望，因而无论在5月31日革命或7月14日和8月10日的革命中，农民都得到实在的好处。6月3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将流亡者的产业分小份出售，价款分十年付清；6月10日的法令规定，地方公产可按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又规定，无偿废除剩下的一切领主权。
虽然如此，新的内战仍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看到，地方自治运动在5月已挑起内战。山岳派首先在巴黎动手必然地刺激了反叛思想的抬头。外省对首都的嫉妒以及地方主义的残余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地方当局在同国民公会断绝关系后便各行其是。从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观点看，人们确实可以给这种倾向加上“联邦主义”的罪名。不容否认，联邦主义观点对某些革命分子具有魅力，比约–瓦伦于1791年就有过这种主张，拉雷韦里埃等吉伦特分子则更加积极。可是，“联邦主义者”无非是想掌握政权；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们把1789年以来兴起的地方自治推向极端，他们表现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既是革命党人历来具有的特点，也是雅各宾派不断采用的手段。随着群众骚动的接连出现，地方自治运动把那些为自己财产担忧的资产者、反对普选制的福扬派、依恋顽固派神甫的天主教徒和旧制度的拥护者都集合在一起。除了这些人以外，还应该加上对残害国民代表的罪行感到愤慨的那部分民主分子，他们的加入大大壮大了地方自治运动的力量。革命队伍中如此错综复杂的党派分野损害了内部团结。忠于1789年革命和关心民族独立的吉伦特派拒绝与挑动内战的旺代叛乱分子同流合污，不愿向外国求援。因此，巴黎四周、卢瓦河流域和边境的三十多个州顺利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在东南地区，没有这类顾忌的反革命分子领导了暴动，并顽固地坚持下去。
然而，布列塔尼、诺曼底、弗朗什–孔代和法国南部各州的行政当局纷纷独树一帜。他们同首府的地方当局一起向周围各县发出号召，召集初级议会的议员开会。业已变成“联邦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仍旧模仿雅各宾派的种种做法。他们纷纷成立救国委员会或监视委员会，逮捕嫌疑分子，封闭俱乐部，决定征集部队；在里昂、马赛和土伦，“人民法庭”把爱国分子送上断头台或处以绞刑。分裂活动的结果相当可悲。群众对吉伦特分子和山岳派分子的派别斗争不感兴趣；分裂主义的头目如同国民公会一样，因下令征兵而使群众感到厌恶，因不能解除饥荒而引起群众不满。何况，为使分裂得以成功，就必须在布尔日召开前面刚提到的候补议员会议和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但是，法国西北部和南部被忠于中央政府的几个州所隔开，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之间插着一个旺代，里昂被与阿列州相邻的索恩–卢瓦尔州所隔开而不能同科多尔州连成一片，被与伊泽尔州相连的德龙州所隔开而不能同普鲁旺斯州相接壤。即使地区间的合作也实现不了：图卢兹终于拒绝了波尔多的请求，切断了阿基坦和下朗格多克之间的联系。最后，各州仍有一些县和市镇不肯参加分裂活动，一些爱国官员或者抵制叛乱，如图卢兹的台孔贝尔，或者拥护无套裤汉，如瓦朗斯的约瑟夫·培扬。许多联邦主义者因力量太弱而迷途知返，他们在山岳派谨慎地给予宽恕的期限内承认了错误；同时也因为，随着宪法的通过，他们希望利用下届立法团的选举，抛弃国民公会。
在国民公会看来，直接的危险是在诺曼底：当时已没有部队防卫巴黎，又没有粮食运来首都。蒲佐、佩蒂昂、巴巴鲁在卡昂会面后，敦促各省加紧行动。但下塞纳州不受他们的控制，仍让粮食通过。旺代叛军于6月9日攻占了索米尔，牵制了奥恩和曼恩两州，唯有菲尼斯太尔表现得特别积极。诺曼底叛军在同布列塔尼叛军会师前，已开始进军。7月13日，正当他们在厄尔河上的帕西毫无戒备地休息时，由救国委员会勉强拼凑的一支几千人的共和军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诺曼底叛军不战而逃。法国西北部从此平服，吉伦特分子离开了卡昂和布列塔尼，前往波尔多。在向法国东部的科多尔州、杜州、上索恩州、汝拉州和安州进攻和向南部的图卢兹和下朗格多克进攻时，共和军也一帆风顺。陷于孤立的波尔多于8月19日让国民公会的代表进入该城，接着又加以驱逐；雅各宾派于10月重占优势，波尔多城于19日才被占领，该城已无力进行武装抵抗。
真正对爱国党的事业有致命威胁的是东南部。在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作战的法国军队被切断了后路。里昂的叛军司令普莱西向撒丁求援，马赛和土伦以及科西嘉的帕奥里则请英国出兵。在德龙州各俱乐部的支持下，卡尔图于7月27日打退了马赛的叛军，并夺回了阿维尼翁；里昂叛军除直至9月还在西部占有卢瓦尔州外，已处在被包围之中。卡尔图于8月底再次发动攻势，于25日恰好赶在英军到达前占领了马赛。相反，土伦向外敌打开了大门，并于8月29日交出了地中海舰队。共和军于10月8日进入了里昂，而土伦则一直坚持到12月19日。在这个地区，内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旺代，也导致了流血的报复。从8月份起，叛乱的范围总算被控制住了。但在7月，整个法国简直四分五裂。
边界上的形势也十分危急。丹东自重掌政权后，始终在进行谈判。根据丹东的要求，国民公会于4月13日变相撤销了1792年11月19日法令，共和国将不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丹东虽然试图争取瑞典、土耳其、皮埃蒙特和科希秋什科，努力拉拢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两国的宫廷，但成效甚微，因为小国对失败者的话不容易听得进去。丹东也向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方面进行和平试探。格伦维尔傲气十足地把谈判推给了参谋部，福斯泰竟未能同参谋部取得联系。丹东怎么可能把交回共和国夺得的土地作为和谈的条件呢？反法同盟诸国已经收复了失地，并准备肢解法国。他们把已经陷入绝境的弑君者提出的不值一文的建议当作笑柄。这种外交实际意味着，在战争中如不能胜利，便只有以妥协面目出现的投降。因此，山岳派怀疑丹东想释放王后及王子，甚至想复辟君主制：丹东于4月13日曾声称，人民的主权应该被承认，但这与君主制不相矛盾。罗伯斯庇尔于是让国民公会作出决定，禁止进行可能牺牲共和制的任何谈判，并重申兼并的既成事实。早在4月10日，他已要求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交革命法庭审判。6月，宪法的一项条款宣布，法国人民不同占领其国土的外敌媾和。丹东仍坚持主和。在此期间，军火制造毫无进展，对军需商的攻击日趋猛烈。根据都尼埃的一项报告，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爱斯帕涅。法军在前线接连败北。杜穆里埃失败后，科布尔正围攻孔代和瓦朗西安；法军向雷姆和维科涅树林中的进攻也遭失败，丹皮埃尔阵亡。5月23日，接任的法军司令撤出了法马尔兵营，退至斯凯尔特河和桑赛河之间的恺撒兵营，使康布雷和通向巴黎的大道暴露在敌人面前。尽管库斯丁为援救美因兹而再次发动的进攻遭到失败，救国委员会仍委托他主持北方军团。这位大贵族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对政府的态度十分放肆，对只有少校军衔的国防大臣布硕特、国防副大臣埃贝尔分子文森，以及对在利尔支持发伐尔州长反对拉摩利尔将军的雅各宾军官和军事特派员全都不屑一顾。因此，库斯丁虽然得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支持，不久便以嫌疑罪被控，于7月12日被召回巴黎，终于一事无成。撒丁军队威胁着萨瓦和尼斯，西班牙军队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正向佩皮尼昂和巴约讷挺进。在西线，威斯台尔曼在夏蒂荣一战取胜后，于7月吃了败仗。接着，桑台尔在维依埃战败。
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更严重。5月4日的法律未被严格执行。持温和立场的地方当局对征发粮食往往敷衍了事，因而限价最后只是导致了市场的空虚。由于最高粮价由州政府统一规定，不考虑运输费用，越是缺粮地区就越没有粮食运来。在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地行政当局便禁止粮食运出。国民公会不但不加强法律，反而干脆放任自流：7月1日，它允许地方当局在市场外购买粮食，军粮的筹集也以同样办法进行；它还让特派代表和州政府有权暂停执行限价法。巴黎和各大城市的面包铺门前排起了长队，骚动随时可能爆发。与此同时，指券的比价于7月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资金纷纷流往国外；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人们囤积商品；物价不断上涨。6月25日至28日，肥皂涨价在巴黎触发了新的暴乱。
国民公会越是表现无力，群众请愿就越多和越强烈：政府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以应付局面。和平已不再可能：同盟诸国要复辟旧制度，奥军在诺尔州已见诸行动。无套裤汉因为只能在胜利或屈服两者中作选择，便孤注一掷，宣布把战争进行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什么不动员全国的力量呢？大举征兵的思想开始抬头；平均主义的本能和对热马普胜利的怀念也有助于这一思想深入人心。无套裤汉认为“自私的富人”居心不良，要求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死刑，要求封闭交易所和取消股份公司。运动在不断深入，因为用镇压手段结束投机活动似乎十分容易。全国性的反动正在形成中；革命派对盲目追随暴君的“奴隶”，以及对抢购商品准备出口的外国人怀着鄙视和仇视的感情。因此，法国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禁止投机活动和保留自己的食品。在里昂人勒克莱尔·道兹的帮助和在演员克莱尔·拉孔勃领导的“革命妇女社”的支持下，忿激派竭力拨旺人民的怒火。雅克·卢于6月25日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代表科特利埃俱乐部。以极大的愤慨指责国民公会的软弱无力：“山岳派的议员们，请不要以屈辱结束你们的议员生涯！”人们纷纷斥责雅克·鲁散布反革命言论；罗伯斯庇尔要雅各宾派对此提高警惕；马拉、埃贝尔和肖梅特也随声附和，趁机中伤他们的政敌。抢劫肥皂的事件恰好在那时发生，人们把责任加在雅克·卢的头上。但是，人们后来称之为埃贝尔党的那派人——尽管埃贝尔从来不是该派的首领——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和消灭所有贵族，他们不久就把忿激派的社会纲领接过手来，因为无套裤汉对忿激派唯命是听。在他们尚能希望通过山岳派操纵国民公会时，他们宁肯同山岳派一致行动；虽然如此，他们也并非不想再发起一次新的“行动”。他们或许会就此上台执政，因为他们已控制着科特利埃俱乐部，在布硕特主持的国防部内党羽甚多，他们还可以把公社带动起来；总之，国民公会的命运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下。
这种形势具有严重的危险。全靠无套裤汉的奋力猛进，共和国才得以拯救；无套裤汉的生硬简单的思想作风以及他们自身的需要推动着共和国沿着笔直的道路前进。圣茹斯特大声疾呼：“勇敢!”在1793年7月，国民公会表现得优柔寡断，山岳派则争吵不休，革命的推动力来自外部。但是，没有一个采取统一革命行动的政府，没有取得为革命提供干部的大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平民的热情终究不能持久。由第三等级发动的革命，其生死存亡取决于第三等级的团结。国民公会是第三等级的象征，因为它是各派爱国分子不得不接受的唯一权威。由国民公会接受的并经一百八十万张选票批准的宪法把共和分子结合成一个集团。如果解散或分裂议会，就有使内战重起和使革命力量在无政府状态下互相抵消的危险。皮特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银行家培勒戈竟出钱雇人，专门负责“煽风点火”；在7月末，利尔查获一名英国间谍的皮包，其任务就是挑动骚乱。一名自称巴兹男爵的冒险家在试图援救国王失败后，正准备组织王后越狱；他看到，只有挑动共和分子互相残杀，才能扑灭革命。这位狂热的阴谋家和投机家同许多贪恋声色之乐的腐化分子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一些企图浑水摸鱼的议员、俱乐部的演说家和外国难民；他们积极主张采取极端措施，企图利用公司股票下跌谋取暴利。德洛内和法布尔·代格朗丁分别于7月和8月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罗伯斯庇尔从一开始就怀疑，极端分子中可能混有反革命的代理人。
法国终于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在7月初，形势的日益恶化使人们对国民公会的批评更加尖锐。此外，人们指控迪永将军正为援救王后和王子而策动兵变，这一下使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国民公会于7月10日改组救国委员会，把丹东等人开除出去。共和二年的大救国委员会花了二个月时间才逐渐组成。忠于库斯丁的加斯巴朗很快宣布退出；丹东的朋友杜里奥于9月相继退出；贝尔加拉特夫人——其丈夫在撒丁军队中任职——的情夫艾罗·德·塞舍尔很快变得形迹可疑。库通、圣茹斯特、让蓬–圣安德烈和马恩的普里厄组成了取得巴雷尔和兰代支持的坚定的山岳派核心，随后加入这个核心的有罗伯斯庇尔（7月27日）、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8月14日），以及比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9月6日）。在不少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互不一致。兰代厌恶恐怖主义；比约和科洛倾向无套裤汉。他们虽然都属于资产阶级，但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同具有明显保守倾向的卡诺和兰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脾性也不尽相同，个人好恶最终转化为仇隙。但在几个月内，危急的形势使最终导致革命垮台的分裂暂时得以避免。这是一些廉洁勤奋但又独断专行的人，他们有着明确和坚定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发号施令、坚持奋斗和夺取胜利。共同的工作、面临的危险、因掌权而沾沾自喜和自命不凡，这一切使他们在救国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中创造了某种团结气氛。他们一致反击旨在国民公会和第三等级中制造分裂，从而乘机推翻他们的任何势力。他们大部分都兢兢业业地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人们往往为了贬低一些成员而过分赞扬另一些成员的功绩，似乎这些人对维持政局的安定能无动于衷。应该看到，政局的安定是他们成功的保障，特别是罗伯斯庇尔，他在巴雷尔、圣茹斯特和比约的辅佐下，反复向国民公会和雅各宾派宣讲和维护他们的政策，使革命政府得以保持下去。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曾靠助学金在路易十四中学上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在故乡阿拉斯的律师公所享有颇高的声誉；自1789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以后，他在制宪议会、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在报刊上坚持不懈地维护民主原则，深受革命人民的尊敬。可是，在吉伦特派雄辩的鼓动下，革命人民陷入了宣传和战争的狂热之中，罗伯斯庇尔未能加以阻止。如今，他的种种担心都得到了证实。可悲的是他担负着比任何人都更重要的责任，要在他曾徒劳地努力予以制止的风暴中挽救革命。出于自尊和自信，罗伯斯庇尔勇敢地坚持他所主张的原则，但他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家。相反，人们可以看到，在接踵而来的漫长的危机中，他专心致志地注视环境的变化，并善于用政治家特有的灵活性去适应环境。长期以来，他始终认为，为了保持稳定，革命政府应该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去行使权威，但是为了加强这一权威，还应该同无套裤汉群众密切结合；救国委员会必须置于国民公会和无套裤汉之上，有选择地接受平民的愿望，并交议会通过，从而实现救国委员会的目的：镇压共和国的敌人和使贵族的最后希望破灭。打着国民公会的名义并强迫国民公会就范，控制人民而又不打消人民的热情，这是罗伯斯庇尔的统治秘诀。作为经受过种种考验的议员，他同他的亲密同事全都懂得，一场“变乱”正在准备中。在极其动荡的局势下，他们勉强统治了一年之久。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1793年7月那时，虽然指导方针早已确定，但这些方针尚待在执行中加以具体化，因为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有力的手段去付诸实行。由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触发的群众运动终于在夏季迫使救国委员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三、山岳派专政的建立（1793年7月至12月）
新的救国委员会刚成立，灾难便接连发生，救国委员会差一点被国民公会所推翻。7月13日，马拉被诺曼底的一名年轻的女王党分子夏洛脱·科代所刺杀。16日，里昂的叛乱分子砍了沙里埃的脑袋。愤怒的群众纷纷要求报复，吉伦特派首先倒了霉。联邦主义在法国西北部已立足不稳，但旺代叛军于17日在维依埃把桑台尔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公会派驻卢瓦尔河前线的代表同在尼奥尔指挥军事的比隆不能合作，他们在对待无套裤汉龙森和罗西涅尔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着国民公会内部的分歧。一方面是菲力波的指责，另方面是舒蒂欧的支持。龙森一度被送回巴黎，罗西涅尔被逮捕。边境的形势更糟，孔代、瓦朗西安和美因兹先后于10日、23日和28日投降。
救国委员会召回了比隆，又于22日逮捕了库斯丁。这些将军的朋友以及支持他们的国民公会代表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加斯巴朗退出了救国委员会。与此同时，人们大肆攻击布硕特、国防部以及无套裤汉军官。国民公会甚至决定撤换国防部长。全靠罗伯斯庇尔的干预，局势方告平复，他也正在那时才加入了救国委员会。25日，罗西涅尔代替了比隆；28日，国民公会下令对库斯丁和吉伦特分子提起公诉，对逃亡的议员进行通缉。8月1日，恐怖措施断然开始执行：国民公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交革命法庭，下令平毁在圣但尼的历代国王坟墓。国民公会还命令爱国军队在撤出旺代后把该地区化作一片焦土，并派被普军放回的美因兹驻军前往清剿。巴雷尔检举了英国的间谍活动，救国委员会于3日决定对英国人一概施行逮捕，又于7日宣布皮特为“人类公敌”。在此以前，人们对里昂叛乱一直比较宽容，叛军在7月底倾向实行停战，以求得和解。但在8月4日，救国委员会下令凯莱尔曼围攻里昂。
尽管救国委员会推行了这些严厉措施，骚乱看来仍随时可能爆发。反革命分子在各区顽强抗拒。据谣传，他们正准备一次圣巴特罗米之夜，拿爱国分子开刀；又谣传，爱国分子为预防反革命暴动，将再次屠杀嫌疑分子。当时，大卫正筹备一次盛大的节日，以庆祝8月10日一周年和宪法的颁布，各地方议会的代表届时将来巴黎报告公民投票的结果。这可能成为利用食物匮乏制造“事变”的一个机会。这一次，救国委员会成功地维持了平静，终于使庆祝仪式顺利进行。
各地初级议会的代表已把装有宪法文本的“方盒”郑重地交给了国民公会，现在是否应该准备选举呢？丹东的朋友德拉克鲁瓦要求立即准备选举；忿激派、埃贝尔和许多平民领袖也持同样的主张，并对拖延选举提出一连串的抗议。他们全都以为选举将对他们有利。其实，不把反对5月31日革命的人排斥在选举之外，立即选举纯粹是一种儿戏。企图取代救国委员会成员的幻想使他们迷了心窍。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一篇演说终于使人们的头脑清醒起来：宪法将在恢复和平后方可执行。
不仅如此，各区的代表和无套裤汉还狂热地要求逮捕嫌疑分子，实行大举征兵和对日用品全面限价。在外省的某些地区，人们自发地采取了这些措施。在诺尔州，国民公会特派代表于8月4日推行了前两项措施，使该州陷于一片恐怖之中；阿尔萨斯于18日也出现了同样情形。逮捕嫌疑犯的问题不难解决：根据丹东的提议，国民公会于8月12日发布了监禁令。至于大举征兵，救国委员会感到犹豫，国民公会则设法拖延：征集一伙乌合之众，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国民公会不能不让步，卡诺被召回起草8月23日法令。应征服役的新兵仅限于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其他公民必要时可应召参加兵工制造和后方勤务。从此，救国委员会的作用开始明确了。在平民的推动下，救国委员会支配着国家的全部力量；但是，救国委员会从大举征兵这个简单的主张中，吸取了有组织的全民动员的思想。
还有限价问题，这一措施似乎已势在必行，因为大举征兵势必导致征集大量的军需，军费开支极大，仅靠征税已不能遏制通货膨胀；国家利益与人民愿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矛盾。仍然抱住经济自由原则不放的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只得一步步地后退。7月26日，国民公会通过了惩治囤积居奇法。根据这项法令，拥有食品和日用品的商人，凡不作申报和不把商品列单张贴在其店门者，一概处以死刑。各市镇当局将任命专人负责追查囤积行为。但是，这种专横的经济统制能否平抑物价还是个问题。8月1日，国民公会通令禁止资本外流；15日，许多产品被勒令停止出口，由此造成的禁运中止了至今由中立国维持的海上贸易。9日，另一项法令决定建立以丰补歉的谷仓。在8月下半月，终于对燃料、盐和烟草实行限价。军需商和金融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交易所自6月27日起被关闭。7月底，军邮和军运划归国家经营；8月24日法令取消了透支金库、印度公司和所有的股份公司。康蓬利用争取到的这段时间，致力于回收流通的指券和缩减开支。他于7月25日决定，印有国王头像的指券不再作为货币流通，仅用于纳付税款和购买国有财产。8月24日，他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政治和财政决策：国家的所有债务，除终身年金外，一概由共和国将债权人应得的全部定期利息（不是本金）转为公债；但到了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三日（1794年5月12日），终身年金也不再作为例外。在当时环境下，许多证券已不能兑现，许多息票也同地产一样须扣除税金。康蓬被人恨之入骨，被冠以“租息刽子手”的恶名。此外，9月3日，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十亿里佛，还有一笔自由认购的公债，总额不限，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认购者可不再认购强制公债。但是，赤字的数目仍大得惊人。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恢复和平前，共和国注定要有通货膨胀。因此，如不实行征购和限价，又有什么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经受一场新的危机。
虽然粮食收成尚好，但在青黄不接时，骚动仍经常发生；8月底，由于干旱和风小，磨坊纷纷停工。忿激派再次煽动群众的不满，埃贝尔现在同他们一鼻孔出气。如同过去一样，食物匮乏使群众蠢蠢欲动，闹事的头目首先想到采取政治措施：库斯丁于8月27日被送上了断头台，但审判王后和吉伦特分子的要求未获满足，救国委员会被斥责为“巧言令色的骗子手”，即使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幸免。在这以后，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发生叛变，舰队被交给敌人。比约和科洛以及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一致赞成采取行动。9月4日，无套裤汉占领了市政厅，决定于次日举事。国民公会在游行队伍团团包围下，于5日开始讨论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纲领；救国委员会接着赞同了这一纲领，并在随后的几天中付诸实行：6日至8日，逮捕敌国的侨民，没收他们的财产，查封银行家和经纪人的家产；9日，组织革命军队，由龙森任司令，17日，发布嫌疑犯法，其规定有很大的弹性，因而革命委员会几乎能为所欲为；21日，公民必须佩戴三色徽饰。在经济统制方面，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11日，改进粮食和草料的征购办法，在整个共和国境内实行统一价格；22日，以英国为榜样制订航行法，排斥中立国船只，使海上进口几乎不能进行；22日，开始讨论主要食品和工资的最高限额。
但是，事情至此并未结束。审判嫌疑犯问题仍未提上议事日程，忿激派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丹东于5日取消了区议会的常设制，代之以每周开会二次。另方面，由于出席区议会的无套裤汉如今领取四十苏的津贴，救国委员会在巧妙地吸收了比约和科洛两人后，认为抛弃忿激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雅克·鲁和瓦尔莱被逮捕；勒克莱尔失踪；克莱尔·拉孔勃的革命妇女社被撤销。
沙博、于连等“腐化分子”在国民公会中组成的山岳反对派对救国委员会是个更大的威胁，他们让国民公会废除了或减弱了打击外国人和金融家的各项法令。9月14日，救国委员会终于把这伙人从他们盘踞的公安委员会中驱逐出去。此外，救国委员会同许多被认为可疑的国民公会代表分道扬镳，因而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例如从美因兹回来的勒贝尔和蒂翁维尔的梅兰；从瓦朗西安召回的布里兹；库斯丁的支持者杜海姆；曾下令逮捕罗西涅尔的瓦兹的布尔东。在洪兹肖特战役胜利后，战局转而对法军不利：胡沙特先让英军脱逃，又在梅嫩吃了败仗。勒奎斯诺瓦要塞投降。康布雷的驻军试图援救要塞，结果在阿韦斯纳–勒赛克被歼灭。胡沙特将军当即被撤职并被逮捕。消息传来，一场反对救国委员会的总攻击随即发生。杜里奥宣布辞职，并于9月25日挑起辩论，攻击救国委员会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和壮大无套裤汉的声势。国民公会热烈欢迎杜里奥的演说，增选布里兹为救国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起而反对，指出国民公会如果坚持这个决定，就请它将救国委员会彻底改组。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出色的演说之一：“我曾答应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们，现在我将履行我的诺言：国民公会没有表现出它应有的坚定性。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敌人进入瓦朗西安后仍留在该地的那个人不配当救国委员会的委员……这样做似乎过分严厉，但对一名爱国者说来，更加严厉的是以下的事实：两年以来，十万公民因叛国事件和行动不力而惨遭杀害；如果对卖国贼宽容，我们就必定失败。”这篇有力而明确的演说使国民公会惊呆了；国民公会当即宣布，救国委员会仍得到国民公会的信任。但是，一些议员对强迫他们负起责任的罗伯斯庇尔从此怀恨在心。他们把罗伯斯庇尔的行为称作“舆论专政”。
虽然如此，事情已不可挽回。29日通过了最高限价法；10月9日，英国商品被查禁，英国侨民被关禁，他们的财产被没收；6日，重申逮捕一切敌国侨民的法令。重大的叛国案件开始审理。10月10日，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国民公会正式宣布：“法国将保持革命政府，直到恢复和平为止。”
在救国委员会的默许下，恐怖分子从此横行巴黎。直到9月，革命法庭的审判进展不快，庭长蒙塔内因处事不力受到了牵连。在二百六十名人犯中，六十六名已被处死，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在9月5日那天，人们决定增加革命法庭的工作人员，并设立四个分庭；埃尔曼出任庭长，富基埃·丹维尔仍任公诉人。自10月至12月，处决加快了步伐。王后于10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一项专门法令决定不准为维尼奥和布里索等二十一名吉伦特领袖辩护，二十一人于31日处死。对吉伦特派的残杀在巴黎和外省延续了几个月时间；罗兰夫人、拉博、勒布伦等人被斩首示众，罗兰、克拉维埃、佩蒂昂、蒲佐等人以自杀毕命。巴依和巴纳夫等福扬派分子以及菲力浦–平等和比隆走上了断头台。在三百九十五名被告中，第三季度共判处了一百七十七人死刑，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比例的增加是因为对吉伦特派首领的镇压已经开始。逮捕在继续进行，在押犯的总数从8月1日的一千四百一十七人猛增到雪月一日（12月21日）的四千五百二十五人。各区公所、平民团体和行政机构纷纷实行清洗，虽然国民公会拒绝把前贵族统统开除公职，但对他们的使用却十分慎重。巴黎的秩序正日趋平稳，因为无套裤汉逐渐重新找到了谋生的手段：大举征兵和建立革命军队使无套裤汉的队伍有所减少；许多无套裤汉或者在兵工厂工作，或者在救国委员会和政府各部的下属机构工作，这些机构都有了极大的膨胀。各区又用“革命捐”养活了一批无套裤汉，后者分别充当脱产的国民卫队、区代表或查封房产的看守。各区的慈善委员会还发放救济。人们试图用严密的警察制度监督最高限价的执行，公社规定了面包和食糖实行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但是，店铺的商品售完后，已不再有新的货源。肖梅特威胁商人和厂主说，将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在打击了“自私的富人”以后，同样的命运如今落到一般店铺主，甚至落到属于无套裤汉的小商人的头上。这正是救国委员会感到担心的事情。
救国委员会的权威仍不稳固。事实上，无套裤汉领袖在代替忿激派的同时，建立了街区的平民团体，从而恢复了区公所的常设性质。在巴黎地区，革命军队正在发展；人们认为，革命军司令龙森很可能像克伦威尔一样搞军事政变。救国委员会采取经济统制措施，显然主要是为了军队和公共机构的利益，对于平民，它所关心的仅是保证面包的供应。另方面，它还想照顾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店铺主以及富裕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国民公会于雾月二日（10月23日）决定牲畜可自由出售；物资管理委员会虽然一再表示反对，国民公会仍寸步不让，这使肉类限价成为徒具空名的欺骗。再者，救国委员会禁止在巴黎按家搜查食品，对黑市贸易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追查囤积居奇的专员不给任何支持。供不应求和商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存在。无套裤汉的愤慨情绪使政府随时可能陷入危机。
外省的困难表现在另外一方面。那里的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的权威并未提出挑战或构成威胁；但是，地方上往往不经请示就自行其是。国民公会派出的大批代表主持大举征兵的工作。他们拥有相机处置的权力，一切均以“革命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负起责任，迅速有力地采取非常措施，迫使全体公民为救国事业服务。由于通讯迟缓和事出紧迫，还由于他们掌握着全权，救国委员会不能密切监督他们的行动。当然，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独立行事的特派代表程度不同地以山岳派的思想为行动指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像是黎塞留和柯尔培尔时代的巡按使，在非常环境下充当中央集权的工具。他们和平民团体互相配合，清洗地方当局，逮捕嫌疑犯，征集新兵，以征购手段为军队提供装备和武器，并且以同样的手段使居民能有饭吃。但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环境，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政治倾向、个人品性和道德水准也各不相同。许多代表满足于推行为国家安全和抵抗外敌所必需的措施；另一些代表则坚定地执行在巴黎占据优势的社会政策。富歇在涅夫勒，博图和塔依菲在西南部，依佐雷和夏斯尔在北部把失业者组成革命军队，向富人征收捐税，创立工场和济贫所，强制执行最高限价；这类情形远不仅限于以上少数地区。与巴黎最明显的不同表现在恐怖措施的执行方面，真正导致流血的仅是个别例外。大多数国民公会代表满足于进行逮捕；另一些代表，例如瓦兹州的杜蒙，虽然令人生畏，却作恶不多。还有的代表仅严厉惩处了一些暴乱分子和叛国分子，例如首次出使外省的勒蓬。特别对联邦主义者，处置的方式往往完全相反：在某些地区，联邦主义者被斩首示众；在别处，他们同革命派重归于好，兰代和弗兰芒瑞在诺曼底对联邦主义者不予处置。但某些国民公会代表自行决定设置了革命法庭。在内战盛行的地区，例如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和弗雷隆等在土伦大批处决犯人，卡里埃在南特甚至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俘虏。此外，巴拉斯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洛万在沃克吕兹、塔里安在波尔多的政绩是否清廉，确实令人生疑。
如果说不同的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推行不同的政策，每个代表推行其政策的力量也各不相同。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主持和照管一切，他们便依靠曾参加过8月10日事件、后被国民公会派往家乡协助征兵的本地雅各宾分子。他们为这些雅各宾分子撑腰或承担责任，例如卡里埃在处理溺死事件上就是如此。库通在安倍尔让本地的雅各宾分子在各行政部门任职，并授权他们组织并无法律根据的州、县两级的救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在特派代表的纵容下，本地的雅各宾分子坚决推行革命的措施，随心所欲地对待国民公会的法令，甚至公然置之度外。如同特派代表一样，他们的作风也互不相同；他们住在城里，对乡镇只能实行遥控，而他们在乡镇又没有可靠和能干的党羽。因此，有的乡镇对追随雅各宾派毫无热情，有的乡镇则制造借口，胡乱捕人。即使在城里，也往往出现两派，持激烈主张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民主派，却往往是新加入无套裤汉行列的原福扬派分子，他们持激烈的主张，无非是为了让人们忘记他们的过去，为了逃避革命捐税或享有权力。温和派和激烈派在各行政部门平分秋色。于是，监视委员会、市政机关和县政府开始互相争权；它们争夺平民团体，包围特派代表，要求逮捕对立派和清洗机构。即使最忠诚的爱国分子也没有免遭不测的安全感。特派代表同地方实权派发生冲突的事也时有发生：圣茹斯特和勒巴斯取缔了以欧洛格·施奈德尔为首的亚尔萨斯极端分子的职务，亨兹和居约在北方省也同样如此。派别对立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当巴拉斯和弗雷隆宣布解散“南方平民团体代表会”时，当塔里安和富歇同地方恐怖分子闹翻时，个人间的争权和嫉妒大概也是个重要因素。外省的雅各宾分子，特别在里昂，想在本地当家作主，对外来的巴黎人看不入眼。还不应该忘记，某些地区有数名特派代表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也多次出现争吵：勒巴斯和圣茹斯特同博图和拉科斯特闹得不可开交；亨兹和居约在诺尔州同夏斯尔和依佐雷又针锋相对。还有在同一地区的前后任特派代表之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后任程度不同地修改前任的做法，一些人因此失宠或受到惩罚，另一些人被开释或重新得到重用。
在政府暮气沉沉、毫无作为的情况下，正是雅各宾派和特派代表的主动性于1793年夏季拯救了共和国。他们恢复了民族的统一，招募和补充了军队并使人民免于饥饿。然而，当时政出多门、互不配合和纪律废弛的情形十分严重；逮捕和捐税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革命军队有调转枪口反对国民公会的可能；地方冲突可能使行政机关趋于瓦解，或至少使革命努力归于徒劳。平民的自发行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正如勒瓦舍尔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救国委员会认为必须健全政权机构和加强中央集权。但问题在于，这样做会挫伤革命精神，阻碍主动精神的发挥，以致削弱对反革命的镇压。从政治角度看，救国委员会感到左右为难，但经济形势已使它不再有其他的选择。
根据9月29日的法令，各县政府主管食品限价，市镇当局则负责确定工资限额；一般说来，食品价格比1790年上涨三分之一，工资则提高二分之一。人们立即发现，各地确定的价格和工资标准有很大的不平衡。各县往往抬高本地产品的价格，贬低外地货物的价格。此外，法令对运输费用和商业利润率均不作规定；因此，商品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限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相反，9月11日法令却对粮食草秣规定了划一的全国最高限价，甚至对运输费用也没有忽略。那年的粮食收成较好，但部分地区因受战争破坏或需筹集军粮而感到不足。新兵的开拔使粮食的脱粒迟迟不能完成。因此，各县的征粮工作仍困难重重，地方当局只是勉强供应本地市场；邻县前来采购粮食很难获得批准。在某些地区，特别在法国南部，由于从国外进口粮食几乎没有可能，居民势必将陷于饥馑。然而，人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对外贸易于是又自发地活跃起来。派驻波尔多和马赛的国民公会代表在征求了商人的意见后，分别于10月和12月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通过中立国对外购买粮食。由于中立国拒绝接受指券，特派代表同意让某些商品出口，同时还征购外国证券，搜括教堂的贵金属用以制造铸币，甚至强行规定铸币必须换作纸币流通，企图使纸币的市价得以回升。
救国委员会不能放弃限价，否则就会同无套裤汉闹翻，让极端分子的奸计终于得逞。由于需要制造大批军事装备和筹集大批军粮，救国委员会不能放弃实物征购和征用制。不实行限价，指券将彻底崩溃；相反，实行了限价，指券行市于12月回升到面值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救国委员会必须切实健全经济统制，统一食物的最高限价，并以由中央政权决定的实物征购和征用制为手段，在共和国各地区之间公平地分摊资源。对外贸易也应收归国有，救国委员会在决定从各种渠道进口原料和物资后，又制止地方自行其是，以免个别州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穷竭交换手段。经济的需要比政治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救国委员会把整个国计民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由此建立的绝对权威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在10月至12月间，有关经济统制的理论、行动计划和执行机构在逐渐形成。继圣茹斯特之后，比约在雾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的报告中陈述了革命政府的原则和目标；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进一步确定了革命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切违法行为均得依法惩处；行政机构间或平民团体间的串联活动一概禁止；外省的革命军队全部解散，额外的捐税一律取消。于10月22日成立的物资管理委员会主持经济统制事务。该委员会分别于11月18日和12月10日获得了进口贸易的垄断权和出口贸易的批准权。从雨月二十四日（1794年2月12日）起，除地方的市场供应外，它又获得了实物征购和征用的全权。雾月十日（1793年11月1日），根据国民公会的法令，物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订各种商品在其产地的标准价格，并为此展开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国民公会拒绝停止铸币在市场的流通；但在雪月五日（12月25日），康蓬通知银行家，决定征用他们的外汇。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年底业已确定。
但是，革命政府的支柱——救国委员会——却费了极大努力才能勉强维持；从9月开始，山岳派的分裂已显而易见，并且日趋严重，两个对立的派别都想压倒对方，伺机取而代之。



四、破除基督信仰运动
破除基督信仰运动于11月猛烈展开，触发了一场出人意外的社会动荡，最后的危机也因此开始。危机延续至冬季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的立场曾多次左右摇摆。
这场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除少数“红色神甫”外，8月10日事变使宪政派神甫普遍感到惊慌；他们既不赞成处死国王，又不主张推翻吉伦特派，自然就成了嫌疑分子。国民公会于10月25日通过了惩治顽固派神甫的法律，同时还规定，凡经六名公民检举的宪政派神甫，也一律处以流放。另方面，越来越多的共和分子认为不必继续进行制宪议会开始的试验：康蓬早在1792年11月已经建议，不再向教士发薪，虽然这一建议未成现实。由于人们对是否实行政教分离尚在犹豫之中，由于大多数无套裤汉已不参加宗教典礼，人们的传统信仰逐渐同自1789年起开始孕育的革命信仰发生对立。1793年举行的8月10日事变一周年纪念首次成为纯世俗的庆祝活动：新宗教有它的象征和仪式，崇拜“神圣的山岳”及其先烈勒佩蒂埃、马拉和沙里埃。雾月三日（10月24日），国民公会听取了罗默和法布尔的报告后，接受了共和历法。共和历法试图把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即1792年9月22日代替耶稣的生日作为纪元，从而把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推广到日常生活；它用法国人熟知的生产和工具的名称代替宗教节日和圣徒纪念日的名称，并且用“旬末休息日”代替“周末礼拜天”。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在雾月十五日（11月5日）所作的关于公民节的报告预示着民族信仰的正式形成。在这之前，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尚未受到任何法律限制。
然而，山岳派分子已越来越不能容忍天主教徒的信仰。9月22日，富歇同前往讷韦尔呼吸“故乡空气”的肖梅特一起，在大教堂举行了纪念布鲁土斯的盛大仪式；10月10日，富歇禁止在教堂外举行任何宗教典礼，即使送葬和下葬也一概举行世俗仪式。肖梅特返回巴黎后，把以上措施向公社大加推崇。其他特派代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革命军队也不例外。一些神甫自动辞职，科尔贝县宣布，该县的大多数居民不愿再信仰天主教；雾月十六日（11月6日），国民公会表示，各市镇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放弃天主教。于是，某些极端分子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在16日至17日的深夜，他们强迫巴黎主教戈培尔退职。大主教同他的助理司铎于17日来到国民公会郑重宣布辞职。雾月二十日（11月10日）被定为“自由节”，庆祝哲学对宗教狂热的胜利。公社占领了巴黎圣母院，在祭坛上树起了一座山岳，一名女演员装扮成自由神。国民公会获悉后来到了被命名为“理性庙堂”的大教堂，参加了国民节日的庆祝活动。一些区公所也依此榜样行动。雾月三十日（11月20日），团结区（前称四国区）的公民披着教堂的饰物在国民公会门前载歌载舞地列队游行。接着，霜月三日（11月23日），公社封闭了各种教堂。
国民公会的多数派接受了共和历法，这已表现出他们对基督的敌视。但他们对化装游行这类胡闹感到不快，并认为在破除宗教信仰的问题上犯了政治错误。共和国已经树敌太多，不宜再把那些愿意望弥撒的教徒推到反对派方面去。议会拒绝取消神甫的薪俸，救国委员会也持同样的主张。卡诺一类的保守分子同伏尔泰以及同后来的拿破仑一样，深信为了预防社会动乱宗教对人民是必需的。罗伯斯庇尔在这个问题上更加高瞻远瞩；他怀疑在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背后有无神论——这是与平民格格不入的富人的理论——在作祟，在他看来，无神论同伤风败俗的不道德行为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让人把爱尔维修的胸像砸碎。
对救国委员会说来，它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考虑：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是否掩盖着一种政治阴谋？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反映着无套裤汉的感情；上等阶级的伏尔泰主义在平民阶级中历来几乎没有信徒，而现在，平民阶级对教会的敌对情绪却更加强烈，这就是一个证明。因此，信仰问题上出现的危机加剧了各区和各俱乐部中旨在威胁救国委员会的鼓动。更糟糕的是，在10月12日左右，法布尔·代格朗丁由于同极端分子反目，指责他们是为皮特和巴兹男爵服务的“外国阴谋集团”的同谋，救国委员会严密监视外国政治亡命者的行动，特别是布拉邦特的富人普罗里，据说他是科尼兹的私生子，古兹曼已被逮捕。在参加逼迫戈培尔主教退职的那些人中，尚有德意志男爵克洛兹和葡萄牙人佩雷拉。另方面，在赞同破除基督信仰的议员中，有搞投机嫌疑的沙博，以及丹东的朋友、以温和著称的杜里奥，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同时向救国委员会发起攻击。处决吉伦特分子在议员的心里留下了忧虑的阴影：他们能否允许救国委员会任意逮捕议员，并且在不让有关议员进行辩护和不让议会了解案情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如果听任救国委员会大批处死议员，救国委员会岂不将用恐怖手段把议员压服，而使自己摆脱议员的监督？雾月十九日（11月9日），国民公会不得不把奥斯兰——他让当了他情妇的一名贵族夫人免于被逮捕——交给了救国委员会。第二天，国民公会突然反悔，决定今后将听取被控议员的辩护；巴雷尔于22日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国民公会撤销这一法令。随后不久，因与嫌疑甚大的奥地利犹太人弗雷兄弟的妹妹结婚而受到猛烈攻击的沙博，为了给自己开脱，于雾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向救国委员会进行告密，巴齐尔进一步确认了沙博对法布尔的指控。据沙博说，德洛内和图卢兹的于连在巴兹的串通下，曾给法布尔一笔贿赂，要他在一份关于印度公司清账的伪造法令上签字。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决定把原告和被告一概逮捕。在夏季重新结婚和在10月起住在阿尔西的丹东立即于雾月三十日（11月20日）赶回巴黎，显然是为了援救他的密友巴齐尔和法布尔。救国委员会开始怀疑，“外国的阴谋”牵涉到两个派别：一方面是沙博与之结党的埃贝尔派，另方面是同一个沙博与之串通的贪污分子，这些贪污分子与巴兹男爵以及丹东的朋友结合在一起，作为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向贵族提供帮助。
罗伯斯庇尔把革命的航舵转向右方，并在丹东的配合下反对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应该看到，反法同盟的威胁当时极其严重。法布尔承认，他未经过目，便在德洛内伪造的法令上签了字。救国委员会不但不动法布尔的一根毫毛，反而让他参加调查工作，贪污分子也没有送交法庭审判。罗伯斯庇尔带领雅各宾分子一起抵制破除基督信仰运动，丹东则恳请国民公会“放下栅栏”。国民公会的霜月十六日（12月6日）法令确认信仰依然是自由的。霜月二十九日法律宣布，教育也是自由的，神甫不受歧视和排斥；救国委员会雪月四日（12月24日）的通告再次指出暴力的危险。
救国委员会的成功实际上完全是相对的。国民公会于霜月十八日（12月8日）指出，国民公会代表关于封闭教堂的命令仍然有效。公社承认，宪政派神甫可以在私下举行宗教仪式，但巴黎的教堂仍然关闭。国民公会的一些代表遵从了救国委员会的意向，但大多数代表认为，安全措施不能与暴力相混淆。在他们看来，宪政派神甫的影响对革命不利，因而他们肆意虐待或监禁拒绝放弃信仰的教士。国民公会甚至在芽月六日（3月26日）停止发放圣职津贴，不少县政府甚至停止给神甫发薪。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发展很不平衡，一切还取决于地方当局的态度。在一些地方，人们很快就关闭教堂，甚至对原来不参加弥撒的人也滥加逮捕；在另一些地方，停止举行宗教仪式的命令执行得很慢，也很勉强。在个别地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激起了骚动，这使人们不得不慎重行事。直到热月，仍有一些教堂对外开放，虽然其数量越来越少。总而言之，埃贝尔的主张占了上风，这对山岳派专政没有任何好处，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只能在平民阶级中制造分裂。
救国委员会主要在政治方面取得了胜利：它击破了旨在把它架空、然后再把它打倒的温和派阴谋。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1)，因为温和派在帮助罗伯斯庇尔同无套裤汉斗争的同时，希望把罗伯斯庇尔争取过来，使救国委员会丧失主心骨。军事形势的改善为他们提供了论据。建立革命政府难道不是为了战胜敌人吗？既然革命军在战场上接连取胜，革命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对救国委员会说来是一个新的危险。



五、革命政府初获胜利（1793年9月至12月）
征集三十万新兵的决定在夏季终于得到执行；在7月前后，兵员总额达到了六十五万人。救国委员会正是使用这些部队才胜利结束了1793年的战役。征集的新兵由于缺少武器装备，长期留驻国内。困难确实很大，于9月开始动工的军火制造业，到年底才取得重大的成果。指挥系统处在清洗的危机中。出身第三等级各阶层和穷贵族家庭的新一代将领初试锋芒，一些杰出的军事领袖崭露头角，但许多无能之辈也打了败仗。救国委员会一方面为在未来的决战中取胜做好准备，另方面又不能不立即打几次胜仗，以阻止外敌入侵和内战蔓延。任凭它如何坚毅果断，它毕竟需要时间和机会。波兰的起义，反法同盟诸国的内部分裂，以及同盟军将领的平庸无能，为救国委员会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时间和机会。
反法同盟诸国于8月已各行其是，它们的部队已完全投入围城战。约克公爵竭力要攻下敦刻尔克；从路易十四以来，这一海港的造船速度始终遭到英国同行的嫉妒。科布尔先向勒奎斯诺瓦发起进攻。工兵军官卡诺对要塞寄予极大的重视。他利用革命的动员措施，集中大量兵力守卫要塞，但他不想为打开比利时的通道而同科布尔进行一场决战。他首先率军增援胡沙特的军队，再派胡沙特去援救处境危急的敦刻尔克。胡沙特打退了掩护围城英军的弗雷塔格，并于9月8日在洪兹肖特把弗雷塔格彻底击溃。胡沙特没有切断英国和汉诺威军队的后路，听任其脱逃。不久，他在梅嫩被荷兰军队打败，接着被送上了断头台。勒奎斯诺瓦要塞陷落后，科布尔向莫伯日进攻，进驻桑布尔河以南，截阻法国援军。由于不伦瑞克作战并不积极，卡诺把部分军队从摩泽尔河北调。因此，一支机动部队朝吉兹方向集结，由茹尔丹指挥，卡诺本人则于10月8日与茹尔丹会师。共和军先于15日向科布尔的部队发动正面进攻，但被打退；又于16日在瓦提尼从左翼包抄，莫伯日之围因此被解除。莫伯日驻军没有出兵夹击敌军，驻军司令尚赛尔将军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期间，自7月以来同莱茵军团在劳特河以北不断交战的奥军发动了攻势；武尔姆泽尔于10月13日攻占了被称为“维桑堡防线”的坚固阵地，并在封锁兰道的同时，进入阿尔萨斯境内；法军或者被迫退守孚日山区，或者龟缩在施特拉斯堡的炮火保护之下。幸而，不伦瑞克作战不力，没有向摩泽尔军团争夺萨尔河防线。赶往施特拉斯堡的圣茹斯特和勒巴斯，以及在洛林地区主持战事的博图和拉科斯特及时准备了反击；当战役在北部结束后，卡诺率军东进。庇什格律负责指挥莱茵军团，于11月18日发起了进攻，但战果不大。摩泽尔军团已由在敦刻尔克建立卓著战功的奥什将军充任司令。他于28日至30日攻打不伦瑞克守卫的凯泽斯劳滕，普军打退了进攻，但未敢穷追。于是，奥什翻越了孚日山，取道弗勒什维莱和弗尔特袭击武尔姆泽尔的后方，迫使他且战且退。奥什同庇什格律会师后，被博图和拉科斯特推举为总司令，他夺回了维桑堡防线，于12月29日解除了敌军对兰道的封锁，并占领了斯皮尔。入侵的外国军队到处被打退或停止前进。西班牙军队退到了巴约讷以南，在东比利牛斯一线，则退到了台什河。凯勒尔曼于10月已解放了萨瓦。
王党的暴乱同时也被镇压下去了，但花了几乎同前线作战一样大的力气。杜布瓦·克朗赛于8月宣布里昂已迅速投降；实际上，炮轰里昂并未平息市内的抵抗；何况，只是在库通从奥弗涅抽调的军队于9月17日到达后，该城西面的通道才完全封闭。9月29日的总攻终于使富尔维埃等地落入共和军之手，而共和军进入里昂则是10月8日的事情。救国委员会对久攻不下里昂感到十分恼怒，因为这牵制了阿尔卑斯前线的军队，妨碍了卡尔图出兵援救土伦。最令人气愤的是普莱西竟得以逃跑；他手下的部队虽然已被分割包围，但人们仍担心残部会窜入普罗旺斯。救国委员会为此召回了杜布瓦·克朗赛。国民公会下令里昂改名为“被解放的城市”，城内的富人住宅一概平毁。罗伯斯庇尔要求在里昂组织镇压。库通在进行镇压时显得有点手软；但从11月起，科洛和富歇接替了库通，对犯人的处决便成倍增加。截至3月前，革命特派员共判决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犯人死刑。在攻下里昂后，共和军已能加紧围攻土伦。杜戈米埃在炮兵上尉波拿巴的协助下准备向土伦发起总攻；总攻于12月15日开始，城市于19日落在共和军的手中。巴拉斯和弗雷隆下令枪决了几百名叛乱分子。
第一次旺代战争在几经曲折后也同时结束。美因兹驻军的到达给叛乱的天主教军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国民公会代表同指挥围攻的将领之间意见不和，叛乱仍未真正平定。龙森和桑台尔在科龙战败，克累贝在托尔富失利（9月18日和19日）。蓝军于10月17日在旭雷会师，并打垮了白军，白军的首领几乎损失殆尽。但拉罗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莱率领约二三万人渡过了卢瓦尔河，在曼恩河一带与舒安党人会合。叛军于10月25日在拉瓦尔以南的恩特劳姆被尾随的共和军所赶上，接着于11月13日和14日，叛军给了共和军严重的打击，以致它后来可以在据守该地的国民公会代表勒卡邦蒂埃的保护下放心地向格朗维尔进发。由于在前进中被击败，叛军回师向南，接连打败了企图阻击它的分散的共和军部队。叛军最后到达了昂热，于12月3日和4日又打了败仗。马尔苏这时已取代了无套裤汉将领，他率领经过整编的部队及时赶到。旺代叛军扼守通向勒芒的大道，但在一场激烈的巷战中遭到彻底失败，叛军残部窜至萨维内附近，于23日被歼灭。可是，拉罗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莱又回渡卢瓦尔河，沙列特尚未离开马雷地区。沙列特甚至还偷袭努瓦莫蒂埃，但该地于1794年1月3日由哈克索收复。游击战仍绵延不绝，共和军司令图罗在旺代全境派出清剿部队，执行8月1日法令规定的扫荡计划。
军事特派员将大批“土匪”处死。仅昂热一地，“清查委员会”不经审判下令处死的就有二千余名。国民公会代表弗朗卡斯台尔的名声虽然不像卡里埃那么坏，但他的手段却同样毒辣。在旺代叛军最后溃败前，不经审判的处决在南特已经开始；在这次最著名的大屠杀中，等待处决的犯人之多竟使军事委员会穷于应付，南特法庭的被告席也有人满之患。监狱中疫病流行，犯人食不果腹。为了加快处理，当局竟让监狱把犯人丢进罗瓦尔河溺死。第一次溺死犯人的行动可能是由地方恐怖主义分子搞起来的，但卡里埃听任他们继续干下去，被处死和被溺死的犯人总数，包括顽固派神甫、嫌疑犯、“土匪”和一般刑事犯在内，至今说法不一，而各种传说更使这些夜间的屠杀令人毛骨悚然。在12月和1月期间，被杀害的人数至少有二三千人。
旺代叛乱没有完全被征服，人们毫不怀疑，反法同盟诸国到来年春天将进行新的反扑，但当前的威胁已经消失了。因此，政府是否还要把弦拉紧呢？救国委员会作了肯定的回答，其理由是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去争得决战的胜利。事态的发展将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决策是正确的。至少，人们是否能够缓和镇压措施呢？国民公会的许多议员有这样的想法，一些山岳派议员更把这种想法付诸言辞。对此，无套裤汉大叫大嚷地指责叛变。救国委员会再次处在前后夹攻之中。



六、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至1794年5月）
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已被救国委员会所否定，这在极端分子中带来了恐慌；科特利埃俱乐部以变节罪将肖梅特开除。丹东一伙在罗伯斯庇尔的默认下，向科特利埃分子展开反攻。卡米尔·德穆兰创办了《老科特利埃报》，头几期获得惊人的成功：法布尔、布尔东、菲力波揪住龙森和文森不放，并于霜月二十七日（12月16日）让国民公会下令将二人逮捕。
与此同时，温和倾向开始抬头：霜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出版的《老科特利埃报》第三期对惩治嫌疑犯法提出了指责；三十日，许多妇女前来恳求国民公会释放无辜被捕的犯人，在罗伯斯庇尔亲自建议下，国民公会任命了一个负责复查案情的委员会。雪月二日（12月22日），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一名因囤积居奇而被判刑的商人恢复了自由，7月26日法令不久也停止执行。
通过对布硕特部长以及对海隆（政府的一名官员）的攻击，温和派的矛头所向已暴露无遗。布尔东早在霜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就提出清洗救国委员会，蒂翁维尔的梅兰主张救国委员会成员每月改选三分之一。罗伯斯庇尔似乎已同“宽容派”妥协，丧失了保证救国委员会内部团结的仲裁者立场。就在霜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把克洛兹从雅各宾俱乐部驱逐出去。比约和科洛当然不同意这个做法。救国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分裂，人们就可以要求改选，所有的人都以为，丹东将重新成为救国委员会的领袖。
如同在瓦尔米战役胜利后一样，丹东认为，既然祖国已不再处在危急之中，人们可以缓和镇压措施。他于12月2日大声疾呼：“我要求减少流血。”结束革命统治意味着对外和平；关于和谈的传闻到处在散布；伯恩施托尔夫在哥本哈根暗示他可以出来调停。如同埃贝尔一样，丹东也不是派别的领袖。但宽容派的策略和希望同丹东的一贯政策以及同他那见风使舵的调和立场正不谋而合。不幸的是，在主张宽容政策的人中有一批“腐化分子”，他们“因害怕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而想砸碎断头台”；由于丹东也有“贪赃枉法”的行为，人们只要把宽容派向前推进一步，便足以把它当作一个为“外国阴谋”服务的集团，并说这个集团同过激派怀有相同的目的，领取同等的津贴，只是采用不同的途径而已。
科洛·德布瓦从里昂赶回巴黎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于雪月一日（12月2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勇敢地为恐怖分子作了辩护。罗伯斯庇尔显然也有所退缩，再次揭露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双重危险。雪月六日，比约大概在取得公安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后，让国民公会撤销了负责复查案件和持宽容立场的“司法委员会”。不久，人们在雅各宾俱乐部对《老科特利埃报》大兴问罪之师；罗伯斯庇尔最初装出一副责备卡米尔不该乱捅娄子的样子；但是，卡米尔·德穆兰听到罗伯斯庇尔要他焚毁已出版的各期报纸时，立即对这种劝说进行反驳：“烧毁报纸不能代替对问题的答复。”第二天，即雪月十九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陈述了两派的论据，指出二者的势不两立，但他仍设法避免撤除卡米尔的职务。政府在同宽容派的斗争中掌握着更加有效的手段：它知道在已被逮捕的贪污犯中，一些人是宽容派的朋友，因而把贪污犯留作人质。对贪污犯的查处开始加紧进行。人们完全明白，法布尔所谓未经过目就在伪造的法令上签字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法布尔于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1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被逮捕归案。丹东要求援引11月的先例，在逮捕国民公会议员前听取被告的申诉，比约用明确的言辞对丹东进行威胁。另方面，到了雨月，马絮埃尔、龙森和文森先后被释放出狱。
救国委员会在局势稳定后，因派别斗争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德穆兰和菲力波继续在进行宣传活动；为了反击，埃贝尔分子大肆检举囤积居奇者，要求通缉反对6月2日行动的七十五名议员（罗伯斯庇尔没有把他们解送革命法庭受审），通缉在1792年的所谓八千人请愿书和二万人请愿书上签字的人以及路易十七。相反，兰代在救国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在他就联邦主义分子的活动提出报告前——这份报告始终没有提出——暂缓审理有关联邦主义分子的案件。对于去冬押来巴黎的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也没有进行审判。政府在外省同艾贝尔分子的决裂使无套裤汉处境不利。善于见风使舵的富歇同里昂的无套裤汉断绝了关系，果利在布尔也如法炮制。经过反复估量，宽容派并未丧失希望。虽然救国委员会没有对他们作出让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动。雅克·鲁在狱中自杀。卡里埃、塔里安、雅伏格、巴拉斯、弗雷隆等以推行恐怖政策而闻名的国民公会代表纷纷被召回巴黎；奥古斯丹·罗伯斯庇尔让贝尔纳·德·圣得在弗朗什–孔代地区结束恐怖政策。
到了冬末，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政局不稳已发展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面包量少质次，肉类奇缺，农民由于害怕各区征购专员的横征暴敛，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科特利埃分子煽动无套裤汉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军火制造厂爆发罢工。罗伯斯庇尔正在病中，人们显然把希望寄托在比约、科洛和圣茹斯特身上。救国委员会当时的态度十分和缓。雨月十三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拨发救济款一千万；风月三日（2月21日），巴雷尔提出了新的全面限价法令。8日，圣茹斯特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9日，一项新的反囤积居奇法草案在国民公会宣读。科特利埃分子认为，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将彻底取得胜利。风月十二日（3月2日）龙森扬言要发动起义；十四日，埃贝尔指名攻击了罗伯斯庇尔。十七日科洛代表雅各宾派前往科特利埃俱乐部争取两派实现和解，但对方仍威胁要如同9月那样组织一次新的示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当局一再声称有人已武装了起来，而且狱中的犯人也正蠢蠢欲动。人们可以设想，救国委员会是何等的惊慌，即使逮捕一些人，也不足以使它安心。总之，救国委员会丧失了耐心，罗伯斯庇尔于风月二十二日（3月12日）出席了救国委员会，决定同埃贝尔分子作最后的较量。他把普鲁里、克洛兹、佩雷拉等外国亡命者列入埃贝尔、龙森、文森和莫姆洛集团，以便指责他们“勾结外国、图谋不轨”。所有这些人于芽月四日（3月24日）均被处死。无套裤汉竟毫无反抗，这一事实说明，国民公会的法令、对埃贝尔的指控、食物的分发以及革命军的分散都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五天前，法布尔、沙博、巴齐尔、德洛内等“腐化分子”已被提起公诉。在芽月九日至十日（3月29日至30日）的晚间，救国委员会决定增加丹东、德拉克鲁瓦、菲力波和卡米尔·德穆兰为委员。在公安委员会的支持下，科洛和比约显然觉得，在打击了左派后，必须也压服宽容派。比约从圣马洛出差回来后，得知埃贝尔分子已被处死，感到十分惊诧，他后来责备罗伯斯庇尔不该拒不对宽容派进行新的镇压。罗伯斯庇尔被说服后，立即负起了责任，他帮助圣茹斯特起草了报告，并在国民公会中使那些被惊呆的和吓得发抖的议员不敢为“早已腐化的偶像”辩解。被列入宽容派的还有：爱斯帕涅教士，他是著名的投机倒把分子；威斯台尔曼，据信此人历史上有污点；艾罗·德·塞舍尔，此人虽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但救国委员会早已把他撇在一边，因为他泄露会议的机密；古兹曼和弗雷兄弟，他们一起被控参与了“外国阴谋集团”。正如过去不让吉伦特分子辩护一样，人们以有人正阴谋进行劫狱为借口，阻止丹东进行公开辩护。丹东和其他被捕人犯于芽月十六日（4月5日）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仅是检举阴谋的一个序幕，另一批犯人，其中包括肖梅特、埃贝尔的遗孀和吕西·德穆兰，接着被处死。
这场危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革命运动历史上，埃贝尔分子的垮台标志着革命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从1789年以来，政府第一次抢先行动，把平民领袖消灭掉。接着，它又采取果断措施，完成自己的胜利。革命军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宣布解散；临时执行委员会，即各部部长，于芽月十二日（4月1日）被撤职；陆军部各司局在文森被捕后，已不受布硕特的控制，布硕特本人也于热月三日（6月21日）被关进监狱。州政府、市政府、公社议事会和警察局均经过清洗，改派可靠的人组成。巴什市长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1日）被捕。自芽月八日起，物资管理委员会控制了巴黎的面包和肉类供应。科特利埃俱乐部已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各区俱乐部在政府的压力下，于花月末和牧月纷纷宣布解散。被指控为埃贝尔分子的平民领袖从此感到心虚胆怯。巴黎的一些平民领袖被监禁，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布尔，自从国民公会代表阿尔比特离职调往萨瓦后，平民领袖被投入狱中。在里昂，富歇清洗了平民团体和市政府。在奥尔良耐，救国委员会特派员德马约将恐怖分子武装押送巴黎。经过这次打击，无套裤汉再也无力威吓救国委员会，政府的权威得到了恢复。
诚然，罗伯斯庇尔及其一伙仍指望沟通同平民的联系。但他们没有估量到风月惨剧的道义影响：在忿激派之后，杜歇老爹(2)和科特利埃分子已是无套裤汉的真正领袖。其中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救国委员会杀害了他们的朋友。既然他们自己不能主持革命专政，他们便开始与革命专政对立，并且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专政。眼看这些爱国分子被当作卖国贼而遭到打击，群众怎能不感到泄气和失望？救国委员会的经济政策现在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支持战争，毫无满足平民愿望的打算。在社会政策方面，救国委员会的措施是否足以使平民追随山岳派，那就更成问题了。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受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救国委员会迫使国民公会先后交出了吉伦特分子和丹东，以为能掌握国民公会的多数。这个估计完全错了；不但如此，国民公会不能饶恕救国委员会强迫它作出这些牺牲。国民公会出现那么多的空缺席位，这在议员的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种子，而恐怖的种子很容易长出反抗的果实。救国委员会之所以有力量，这是因为它在议会和无套裤汉之间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它一旦同无套裤汉断绝了关系，议会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加上内部又出现分裂，救国委员会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七、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组织
自共和二年芽月十六日至热月六日（1794年4月5日至7月27日），革命政府还没有在环境的影响下随波逐流，相反，由于救国委员会的专政地位的确立，革命政权显得相当稳固。
救国委员会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战时政体。无论在边境或在内地，革命都处于守势。罗伯斯庇尔指出：“内部的敌人同外部的敌人难道不是一致的吗？”革命必须为自身的存在而奋斗，这种“必要性”使非常措施成为合理。在共和国获得胜利、和平到来的那天，宪政制度将重新施行。
议会已投票通过了一些重大的非常措施，但这仍不足以支持战争，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努力和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波拿巴于热月一日（7月19日）曾向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指出，“在我们所进行的巨大斗争中，绝对必须有稳定的革命政府和中央权威”。由于时间紧迫，这个政府的行动必须如闪电般迅速和雷击般有力。所有行政部门都应服从中央的权威；一切反抗都要被强力手段，也就是被恐怖手段所粉碎。任何人违抗法律都将作为“人民公敌”而被处死。革命政府实质上是要恢复权威。
政府的官吏必须仅仅为救国目的而行使权威，他们的“美德”是保护爱国者。除叛国外，渎职便是最大的罪恶。罗伯斯庇尔于1792年写道：“共和国的灵魂是对祖国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集在普遍利益之中的无限忠诚。”这些高尚的情操同私生活的不道德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私生活不道德的政府官吏便有犯罪的嫌疑；“共和国的敌人是那些卑鄙的利己主义者，是那些野心家和腐化堕落分子。”孟德斯鸠和卢梭早已这样说过。
革命政权虽然是个临时的和必须灵活地适应环境的政府，它仍需要有一个有机的框架。它的施政准则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律。比约于11月18日和花月一日（1794年4月20日），罗伯斯庇尔于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和雨月十七日（1794年2月5日）以及圣茹斯特、巴雷尔、卡诺、库通等人曾反复解释过这条法律，救国委员会的历次通告和特派代表的各项宣言也先后援引过这条法律。这条法律在原则上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国民公会拥有最高权威，下属的各委员会则在国民公会的监督下分掌政权；同样，爱国者可以在平民团体中讲话，他们的报纸不受新闻检查。但行政机构是革命政权的根本机构；它的行动不受任何阻挠，它的威信不受任何损害。因此，在芽月后，国民公会的会议变得死气沉沉；各委员会分别在默默地工作；各俱乐部纷纷消失，唯独雅各宾俱乐部例外，但光顾者大部分是执行恐怖政策的官员。在外省，各革命委员会和平民团体协助当局工作和向当局提供建议，但稍有批评便招致嫌疑；独立的报刊已不再存在。国民公会设置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达二十一个之多，但掌握大权的仅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而已。在艾罗·德·塞舍尔被处死后，救国委员会剩下的十一名成员每月都连选连任，从未有所变更。作为“行政权的中心”，救国委员会负责颁发逮捕令，掌管外交事务；它通过其陆地测量部指挥战事，通过军火管理委员会管理武器弹药，通过食物管理委员会主持经济生活（后者在花月十一日即4月30日被“贸易和供应委员会”所代替）。芽月十二日后，救国委员会下属的十二个管理委员会代替各部部长发布命令；它的秘书处逐渐设置了大批局、处级机构。救国委员会拥有发布行政命令和为执行法律制订细则的权力；因此，它有时甚至歪曲法律或公然自行立法。公安委员会负责执行嫌疑犯法，领导革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实质上是“恐怖统治部”。在长时间内，公安委员会不像救国委员会那么稳定，现在也同样稳定下来了。
革命政权在外省的组织比较简单。州级行政机构由于有搞联邦主义的嫌疑，被缩减成一个州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职权。主要的行政机构设在县和市镇两级，它们同中央政权直接发生联系。革命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大多数村庄没有这类组织。在每个行政机构中，都设有“国民代表”一职，代替原来的检察官。国民代表由各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但应负责执行政府的决定，县级国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递送一份报告。所谓选举纯粹是个形式，清洗实际上已使所有公职人员的任免权集中到中央政权及其特派代表手里。圣茹斯特曾设想在每个行政区划中任命一名官员，代表国家执掌该行政区的全部权力。在地方行政机构和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之间，还有特派代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国民公会最后一次派出大批特派代表是在1793年12月末，其目的是为了贯彻霜月十四日法律。但这项法律本身意味着要限制特派代表的主动权：不准委托授权，撤销革命军队和废除革命捐税。花月十九日（5月8日），地方革命法庭也被取消。那时，大多数特派代表已回到国民公会：富歇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召回，其他的二十一名特派代表于三十日（4月19日）被召回。比约于1793年11月18日说过，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人数愈多，这些代表的权威愈被削弱，代表的人选也就不能十分恰当。实际上，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对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擅自行动和各行其是感到不快，因为这妨碍着中央集权。他们宁肯派遣救国委员会的办事员，例如茹连·德·巴利（德龙地区的一名国民公会代表的儿子）促使了卡里埃和塔里安的被召回。或者，在需要“重新装配机器”时，救国委员会成员亲自前往外省和军队作现场指导。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彻底推行中央集权的时间。在芽月前后，它不得不迁就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蓬控制了财务委员会；既然国家的财政需要独立，财务委员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公安委员会抵制救国委员会对其职权的侵犯，二者的冲突将导致革命政权的垮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外省推行他们个人的政策，地方冲突从未停止。革命政权远不如拿破仑统治那么有秩序。然而，制宪议会时代推行的地方分权早已成为人们留恋的往事。无套裤汉曾要求实行专政，这个要求如今已成为现实，但行使专政的却是国民公会各委员会的官僚，无套裤汉则同其他人一样只是默默地服从而已。
各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争取无套裤汉心悦诚服的赞同。尽管革命政权在理论上十分严密，但在事实上却并非那么完备，即使领袖们在执行时也不能完全步调一致。救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一心想着战争；对于那些在爱国心驱使下表示服从的人，甚至包括前贵族在内，救国委员会自然乐于接受他们的效力。于是，无论富人、商人或金融家，只要他们表现顺从和忠实，救国委员会一概委以要职。它仅对日用必需品实行限价，但不把限价当作社会改革的工具，以免使第三等级各阶层互相冲突。对它说来，“不反对我们，便是赞成我们。”这种倾向是如此明显，人们简直可以认为革命政府仅仅是个普通的国防政府而已。当然，革命政府确实是个国防政府，但又不仅仅是国防政府。假如仅仅是国防政府，那么，在芽月后，人们希望看到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停止，恐怖统治也会得到缓和。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不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不仅是民族战争，而且是阶级战争。第三等级在守土卫国的同时，继续在进行从1789年开始的反对贵族的斗争。它已看到自己的部分成员——富人和穷人——投靠了敌人：无套裤汉更加强烈地要把敌对阶级和所有的背叛者铲除干净。对“贵族阴谋”的恐惧，由此产生的自卫决心以及恐怖镇压的本能反应，始终存在着。因此，埃贝尔的思想也始终不能被扑灭：所有的无套裤汉都满脑子这种思想；即使在国民公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这种思想也在散布分裂的种子。
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战争只是推动建立专政的部分因素：无套裤汉要求实行限价，远不是为了国防和革命的利益，而更多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哪怕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山岳派领袖则主要为国家的利益而利用限价，这终于使无套裤汉失望。因此，无论从社会的角度或从政治的角度看，山岳派领袖都悬在空中。



八、共和二年的军队
然而，打赢战争的决心却是一致的。在军队中，山岳派分子无不甘愿作出一切牺牲。凡对革命多少怀有一点忠诚的人，都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他们做得对。共和二年的军队是革命团结的象征。
在救国委员会中，两名工兵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在陆军部长布硕特（芽月前）的协助下，负责组织和指挥这支军队。普里厄主管军火，有关粮秣车马的事务由兰代襄助；卡诺以主帅身份统一部署军事行动。
在大规模征兵后，法国拥有的军队超过了一百万人；但兵源五花八门，有的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有的是义勇军或刚征集的新兵，即所谓“混账的白军”和“不堪一击的蓝军”。1793年2月，国民公会通过了混合编制的原则，同正规军相比，义勇军热情有余，耐力不足，尤其纪律较差。由于士兵中偏见很深，军官人数过多，作战指挥相当困难。义勇军战士为打败入侵者临时当兵，却不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行伍兵对他们不免侧目而视，何况，在实行清洗前，行伍兵能否恪守公民职责尚令人担心。组织新部队的工作暂且停止了。已征集的三十万新兵被编到现有的部队中去。到了1794年春，军队的混编工作开始进行，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两营义勇军同一营正规军混编成一个团；接着是改编连队，有时打散原有连队编制，以便使混合更加彻底。从此，军队名义上只剩下蓝军，但由于蓝色军服不足，原有的白军服仍沿用很长时间。
指挥系统的改组也同时完成。清洗工作告一段落后，贵族纷纷被撤职，但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仍允许救国委员会保留它所认为有用的贵族军官。新一代的军官现在允许达到最高的军阶，“马尔斯军校”从每县招收六名青年，以改善军事干部的素质。行伍军官为1793年的军事训练出了力气；他们陆续被主要从义勇军战士中提拔起来的新军官所取代，这些新军官是在战争中出类拔萃的青年人。1793年2月21日法令统一了正规军和义勇军的晋升制度，它强调正规军所注重的资历，大大减弱了选举在任命军官时的作用。士兵仅选举他们的班长；对于班长以上的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晋升；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中，士兵可推举三名候选人，但候选人必须在低一级军官中挑选，然后由现任的同级军官决定晋升。校级军官一律按资历晋升；将级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三分之二采取推选的办法。正在作战的部队是否能完全遵守如此复杂的步骤？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怀疑。随着军官权威的加强，晋升大概主要采用推选的办法。军团长的任免权由国民公会掌握。
军队的纪律正在恢复中。恢复纪律必须从高级指挥官开始。拉法叶特和杜穆里埃背叛国家和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至今记忆犹新，救国委员会对高级指挥官处处提防。库斯丁因有步二人后尘的嫌疑而被处决，军事首脑只能消极地服从文职政权机关。在军情极其紧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级指挥官因无能和疏忽而被认为缺少爱国心，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像过去国王派驻军队中的监军一样成为共和国权威的体现。此外，陆军部特派员以及公社于1793年派驻旺代的专员也参与监视军事指挥，散发无套裤汉的报刊，并且在俱乐部中向士兵发表演说。但在1794年春，他们全都被撤销了。国民公会代表的监督工作并非完全没有缺点，特别是某些代表有时干预了军事指挥，但共和国在对指挥官的忠诚尚无把握以前，就不能赋予指挥官全权。此外，在制订旺代的作战计划时，由于国民公会的许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但这种情况毕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确实对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圣茹斯特。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21日决定，禁止部队进行集体请愿。卡诺指出：“武装部队应绝对服从法律，贯彻执行法律，决无讨论的余地。”俱乐部不再干预军队的管理；军事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势紧急时，国民公会代表也设立秘密审判的军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泽尔军团就曾经这样做。但是，救国委员会并非就像欧洲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仅仅依靠断头台来推动将领的积极作战和维持军队的纪律。救国委员会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对祖国和革命的热忱。在共和二年，它对共和军的将领已相当信赖，不再把战斗的失败归罪于叛卖。卡诺简单扼要地指出：“当人们作了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时，即使打了败仗也不算有罪。我们不能单纯以胜败来判断一名军人，还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至于军事法庭，虽然在审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携枪脱逃者的案件时，它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严厉的处置，但在对待士兵的一般过失时，特别在对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时，却表现得相当宽大。从雾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风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莱茵军团的军事法庭共审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来部队，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仅六十二人披处以死刑。军队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质：共和二年的士兵继续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政府让他们了解政治形势，向他们分发爱国报纸。国民公会答应为士兵保留十亿巨款的流亡者产业，向残废军人和爱国军人家属发放津贴。圣茹斯特指出：“胜利的取得不能仅仅依靠军队的人数和纪律；唯有共和精神在军队中不断深入人心，才是胜利的保证。”共和二年的军队并不仅仅由热烈的共和分子所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实相当多，他们与国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往往把一心保卫祖国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击贵族的无套裤汉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从军作战的革命者忘不了他们的仇恨；后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样忠于祖国和不怕牺牲。奥什曾是马拉的拥护者；克累贝和马尔苏高度赞扬卡里埃的坚毅：波拿巴对罗伯斯庇尔深为爱慕。问题的实质是军队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务比较简单，团结也比较容易保持。因此，在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以后，马尔蒙和苏尔特等人在回顾往事时，无不以激动的心情，陈述他们为保卫“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队开赴前线，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族竟能养活和武装如此众多的士兵，这也是自古以来首创的新事物，然而这正是共和二年军队的特点。军事技术的革新首先是兵员众多的结果，许多革新没有维持很久或只是缓慢地和不稳定地形成。武器没有明显进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枪；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弹发射到四五百米远的格里博瓦尔式大炮。战术的运用取决于部队的训练。一般说来，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战时善于利用地形，以散兵队形冲锋，然后在有利时机同敌军拼刺刀肉搏。但1791年的军事条令对军官来说仍是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条件许可时，尤其在进行决战时，他们仍采用线状队形。他们认为，由于士兵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在运动时不宜布置攻击纵队，而在对付骑兵时不宜排列方阵。这些战术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现；可见，随着共和军逐渐训练有素，它又回到了旧制度时的战术。如果说有新的创造，那主要是系统地成立了师旅两级的建制，这是由兵员众多所必然产生的。作为战术单位，师级组织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确，而到1794年才正式确定。茹尔丹当时规定，每师下辖二个步兵旅、二个骑兵团、一支马拉炮队，附属于各营的大炮不计在内，总共约八千至九千人。至于战略原则的革新，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优势兵力。因此，攻坚战和围城战的陈旧作战法已不受重视。处在反法同盟诸国各军空隙中的法军可以通过内线运动，让一部分军队沿边境进行穿插，并利用一部敌军的无所行动而击败其余各部。密集行动和以多胜少，这就是卡诺的原则。当然，执行这个原则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拿巴以前，人们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卡诺及其助手——例如阿尔松——是些名符其实的工程师，在他们看来，要塞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守卫“钢铁的边界”在1793年仍是他们作战的出发点。他们仍像在旧制度下那样指挥战事，最初想采用迂回运动去解除敌军对要塞的包围，当要塞行将陷落时，他们又想在二十万机动兵中抽调部分援军，派遣四万人前往洪兹肖特，五万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队则列阵待敌或驻守其他要塞。结果，敌人虽然被击退，但未被消灭。在1794年，由于过于重视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夺取佛兰德，他们让法军向左翼运动，而置右翼于不顾；在当时，唯有通向沙勒罗瓦的右翼才能切断科布尔的交通和歼灭其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当他们决定从右翼威胁敌军时，时机已经错过：科布尔在失败后，撤出了比利时，其军队未受损失。指挥技术的高明显然比行动迅速和坚毅果断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后面的两项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卡诺在率军到达瓦提尼的第二天便发动了攻击，圣茹斯特驱使桑布尔和默兹军团“如狼似虎地”向沙勒罗瓦猛扑。他们不但是真正的常胜将军，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顽强；人们将能看到，他们在国内动员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为军队在前线作战提供条件。
在海上作战方面，救国委员会不但行动迟缓，而且成效很小，纪律松弛使造船工场混乱不堪，舰只在迎敌时往往出现抗命事件。海军军官严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许商船船长在海军服役一年后担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后担任舰长。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长甚至可以担任舰队指挥。但多数船长宁肯沦为海盗，例如絮尔科夫。先后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领导海战的是最初担任商船船长、后来改任牧师的让蓬·圣安德烈。他整顿了纪律，命令造船工场开工，并让舰队出海巡航。但临时拼凑一支舰队比组织一支陆军要困难得多，让·蓬·圣安德烈未能改变海军的落后状况和弥补土伦叛乱所造成的损失。



九、经济统制
救国委员会在同意大举征兵的同时，已意识到它为养活如此众多的部队，尤其为解决军服、装备和武器等问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部分兵工厂集中在莫伯日、夏尔维尔、杜埃、克林根塔尔等地，敌人几乎近在咫尺。圣艾蒂安掌握在叛军手中；炸药制造供不应求。封锁使法国得不到德国的钢、印度的硝石、波罗的海的苛性钾、西班牙的苛性钠和意大利的硫磺。必须发展军火制造，复活对外贸易，并在法国找到新的资源。时间十分紧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这么多困难，更谈不上恢复均衡生产。如果把军需采办交给私人负责，军需商将勒索高昂的手续费；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将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价值降低到等于零。此外，整个法国犹如一个被团团包围的堡垒，如果救国委员会不进行干预，先为部队留下军粮，然后把剩余部分进行合理分配，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即使非军事人员也会为争夺食物而动起武来。形势逐渐迫使救国委员会不得不实行全国的经济统制。这是它采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项政策。这同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分不开的。
部队只征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需要留在后方的人也可缓征或免征；舞弊由此应运而生。许多人设法受雇于运输部门，逃避去军队服役。此外，公职人员仍留任原职。
对所有其他公民说来，大举征兵的决定无疑是一项军事动员令。所有人都是动员的对象，为有效起见，征兵必须从速进行。虽然整个征兵工作处于临时应付的状态，人们仍努力注意才能的发挥，但对政治方面的因素却很少考虑。大工业家佩里埃和沙普塔尔，银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国委员会的重用，虽然人们知道沙普塔尔同联邦主义有所牵连，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联系的外国人。科学家尤其得到器重，许多科学家站在革命的一边。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制造工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蒙日、旺代蒙德、贝尔托菜、达尔赛、富尔克鲁瓦改进了冶金业和军火制造业；伏克兰同沙普塔尔和台斯克瓦齐尔一起领导硝酸盐的研究。卡尔尼想出了精炼硝酸盐和制造火药的新工艺。救国委员会在默东设立了研究实验室，贝尔托莱、孔台、古依东·德·莫尔伏都在那里工作。人们试图用氯酸盐炸药制造炮弹，并在弗勒留斯战役中第一次把气球用于军事目的。沙普继续进行光线通讯的试验，并在巴黎和北部边界之间建立了第一条通讯线路。
所有的实物资源自然都进入征用之列。农民必须交出粮食、草料、羊毛、亚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出售他们的产品；私人的武器、国民卫队的制服，有时甚至被褥，也被征作军用。圣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万双鞋。原材料的征集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各种金属和教堂的钟，甚至还收集绳索、废纸、破布和草木；墙脚的硝土和厨房的炉灰被用于制造钾盐，板栗用于炼糖。所有的企业都为国家服务：森林、矿山、采石场、各种锅炉和冶金炉、染坊和造纸工场，织布工场和修鞋作坊。国家此外还积极建造新的工厂。必须加紧制造武器弹药，这就要求现有企业不仅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而且采用科学家发现的新工艺，进一步提高产量。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于工业技术的进步。
人的劳动和物的价值都受限价法令的制约。最高限价让商人仍有利可图，并给生产以一定的奖励。同流行的说法相反，在共和二年，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亏本，它们只是不能损害国家谋取巨额利润而已。归根到底，任何人没有搞投机倒把和发国难财的权利。
军队的服装和一般装备主要由地方当局通过开设被服和皮件工场负责解决。中央政权勒令屠宰场交出畜皮，用于制作皮鞋；染坊从国家经营的林场取得树皮充当鞣革的材料，保证日夜开工，不得停顿。塞甘在比扬古的一个小岛上，试验成功了一种快速鞣革法，该岛后来以塞甘命名。制鞋作坊的每个伙计每十天必须做出两双鞋。
武器问题仍令人十分担忧。1793年9月，巴黎动工建造一家生产步枪和刺刀的大工场。除利用私人作坊外，还安排工人在杜依勒里宫和卢森堡宫的两个公园，以及在原罗亚尔广场和残废军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此外，在外省，不仅让已有的工场复工，而且积极开设新工场；例如诺埃尔·普恩脱和拉克纳尔分别在穆兰和贝日拉克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厂址设在夏约的佩里埃工厂同位于卢昂附近的罗米依工厂开始使用青铜铸炮。费烈、普恩脱和罗默大大促进了法国中部和西南部的维埃宗、勒克勒佐、吕埃尔和阿布扎克等工厂的铸铁炮制造。
救国委员会显然在弹药工业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但也正是在这方面，它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就。由于硝盐货源不足，必须在国内自行解决。大量硝土终于在都兰地区发现，伏克兰亲临现场查勘；根据他的建议，科多尔的普里厄下令建立全国性组织，并实行统一管理。各地市镇当局指定硝土专家领导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并设置干馏工场。部分硝土专家于风月前来巴黎参加实习训练班。二十八所炼硝工场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设在圣热尔曼的大教堂。炸药制造工场同时在发展，最重要的工场设在格勒内尔和里博脱。
这些成就虽足以使欧洲惊慌万状，但仍远未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的。例如，巴黎的步枪制造厂本应每天生产一千支枪，但实际生产量不超过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枪支也包括在内。春季战役期间，部队的弹药供应仍感到极大困难。困难表现在多方面。救国委员会不掌握生产进度；没有统计数字，经济统制也就不能进行。它不得不通过仓促的调查和大量的报表作粗略的估计。法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起步，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外，工人还有待培训，以使之适应新产品的制造和新工艺的采用，因此必须调动和集中工人，以保证生产的同步进行。最后，运输问题尤其严重。国内几乎没有运河，陆路交通很少维修，马匹车辆不但要满足军队的需要，而且要保证一般居民的衣食供应和土地耕种。当局不得不征用船舶和车辆，设立全国运输管理处，并为这一机构筹集必要的物资。假如救国委员会不用恐怖手段强迫所有公民作出应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压抑投机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极抵抗。
国家的经济大部分归国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过创办国立工场，或者间接地通过供应原材料和劳力，以及通过征购和限价对生产实行监督。有人认为，救国委员会有意识地实行生产社会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国引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顶峰。虽然经济统制在无套裤汉看来具有社会的价值，但它同共产主义毕竟毫无联系，因为它只是全面调节经济的各个环节，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一种结构改革。在风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民公会的某些代表可能对国家主义怀有好感；相反，救国委员会从来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为保卫革命而必须采取的临时措施。尤其，它在推行这些措施时也极其勉强。对于资产阶级所珍爱的经济自由，救国委员会始终留恋不舍，因而在几个月内曾背离了限价政策。救国委员会一方面在客观环境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国家主义，同时却注意限制国家主义的扩张。如同地方行政当局一样，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救国委员会成员只是出于救国的考虑才执掌了经济部门的职责；他们在思想上始终认为，这些职责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职权范围，只是额外地增添了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因此，一旦危机有所缓和，他们十分希望从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生产和运输状况不允许他们许诺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他们的观点更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显然，工业的分散迫使他们向许多小工厂的老板求助。这在蓬提厄、莫雷兹、蒂埃尔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救国委员会只要下道命令，就能将矿山收归国有和增加国立工场，而救国委员会却毫无行动。相反，卡诺公开反对国家直接经营由国民代表创设的工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不但费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长官僚主义。救国委员会对待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朗的。首先，人们看到，救国委员会对于把外贸管理交回给批发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场供应方面无疑对扩大经济统制的职责感到厌烦。
从1793年11月起，外贸完全集中在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为复活对外贸易，向国外派出受权经商的代理人；他们有权征用商船，在港口开设国家货栈。中立国商船重新备受欢迎：航行法暂停执行。交易双方在自愿基础上以铸币或货物充当支付手段。在波尔多和自由镇（阿尔萨斯的圣路易），设有专门委员会负责接待各种客商。法国同热那亚、瑞士、汉堡、哥本哈根和美国都达成了大笔购货协议。在货物进口恢复后，物资管理委员会为保证购货的支付能力，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国内征购中立国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丝绸和毛毯；动用缴获或没收的英国货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财产和国王的动产中挑选宝石、珍贵家具和艺术品用于出口。此外，根据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议，用等价指券强行收购外汇。风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为防止资本外流，强迫巴黎各银行家交出五千万里佛的外国票据。尽管无套裤汉反对，许多法国的和外国的批发商已开始重操旧业；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救国委员会更加毫无顾忌地干起来。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指出，遏制贸易对共和国损害甚大，相反，正确的政策是要发挥批发商的智慧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风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贝尔分子的决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间作出的），救国委员会准许除物资管理委员会统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产品出口，条件是或者进口受限价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为共和国换回铸币和外国期票，统一上交国库。在各大商业城市和港口，批发商组成的贸易经理处必须先垫出一笔兑换券，然后通过出口商品进行支付。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贸易经纪人纷纷回国，向中立国购货的业务从此移交给充当掮客的私商。在这些措施尚未获得重大成果前，雾月九日的命令终于下达了，但是对制造商说来，这个发展趋向仍没有变化。人们指出，用“贸易和供给管理委员会”取代物资管理委员会是换汤不换药。诚然，只要维持限价，即使容许私商活动，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救国委员会不惜违背法律通过放宽限价的措施为商人提供方便，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尽可能缩小经济统制的执行范围。它推行的供应政策就是一个证明。
当某个县拥有足够数量的粮食时，物资管理委员会便向该县征集粮食，供应军队和缺粮的各县。当然，供应的主要对象是军队，缺粮的县很少顾及。鉴于运输的困难，粮食分配不能做到绝对平均。物资管理委员会往往优先考虑供应邻近地区的军民，不惜使产地居民冒挨饿的危险，或者用以后再行救济的诺言敷衍塞责。可见，物资管理委员会丝毫不关心消费者的利益。雾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了磨坊管理法规，勒令磨坊将各种粮食混合加工，以便生产所谓“平等面包”。但物资管理委员会对这项法令置若罔闻，不予贯彻执行。它对居民甚至不实行定量供应，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在统计数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员均感不足的条件下，怎么保证粮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数村庄拥有磨坊的条件下，怎么实行对磨坊的监督？如果在全国给每个法国人分发粮食供应证，人们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证取得应该供应的份额？对于资本主义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胜任的事，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关粮食供应的全部事务都交给各县政府和市镇当局去完成，前者负责征购粮食和供应市场，后者负责监督磨坊、面包房和点心作坊实行混合加工，必要时实行定量供应。中央集权因而仍停留在浮面。危机在各地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但在不同的时间和以不同的严重程度表现出来。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市场供应有时能维持到夏末，殷实富户仍自己烤制面包，面包商也保留相当的自由。在大城市和法国南部，市场收市很早：农民的粮食一概由市镇当局收购入仓，经混合加工后，交面包房烤制，然后凭证供应居民。面包商实际上成了市镇当局雇佣的工人。市政当局有时也在济贫所或自设烤房制作面包：例如，特鲁瓦市的食品供应完全由当局一手包办。乡村的粮食种植者迫于无奈，使用了种种狡诈手段，当局则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对策。在许多村庄，恐怖统治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农场主至少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粮食，最可怜的则是那些管家和农业工人。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不得不恳求农场主出让一点粮食；至于是否按最高限价购买，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预。
对于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资管理委员会于风月仅公布了产地的最高限价。在这基础上，各县再加上运费、批发利润（通常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润（百分之十），编成大本的价目表。这项工作直到夏末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对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有限几种商品，国家尽量采用征购和征用的方法实行限价；救国委员会还容许许多宽免。至于一般消费者，国家听任他们自己去争得限价。最初，物资管理委员会曾给予消费者一些帮助。例如，委员会在奥尔良扣压了糖厂的食糖，在马赛勒令肥皂厂制造肥皂，产品在法国实行全国分配。但后来，救国委员会很快停止推行这些措施，并规定地方当局不得进行征购和征用。因此，无套裤汉除对商人进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又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商人即使不克扣斤两或以次充好，还可以进行秘密的黑市交易。这也正是农民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农产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飞速的发展。某些市镇向商人提供货源，对消费者实行定量供应。巴黎在实行了粮食的凭证供应后，于春季又增加了肉类供应证。在克莱蒙费朗，当局曾试图将屠宰场收归市有。由于缺少通盘筹划，各地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经济统制的受益者主要是军队。冬季的军粮似乎勉强能够维持。莱茵和摩泽尔军团把在1月新占领的帕拉丁地区的粮食资源罗掘俱穷。服装、靴鞋和其他装备显然仍嫌不足，但从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远没有共和三年那么困苦。相反，救国委员会却不肯包办民用供应。困难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当局确实做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为什么诺尔州当局对燃料油不肯实行征购，从而使投机盛行？为什么它坚持议价收购牲畜，而不实行肉食的限价？因为它要迁就手工业者和农场主的利益，就不能不这样做，还因为该州的无套裤汉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业者和佃农。店铺主和手工业者推行限价本是为了对付农民和批发商，没有想到在执行限价时自己却先受其害。鞋铺和面包铺对自己竟沦落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感到愤愤不平。对于受到更大限制的农民说来，牲畜和其他农产品的议价贸易是一种补偿。如果限价真正严格执行，无论农民或店铺主都将难以忍受；至于资产阶级，它早已渴望取消经济统制。所以，救国委员会最初为维护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革命团结，长期不肯断然实行限价，而在被迫实行了限价后，也尽可能把利益留给国家。
在雇佣劳动者看来，限价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根据限价的规定，工资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价格只上涨三分之一。但是，既然除面包价格外救国委员会并不强制执行限价规定，雇佣劳动者如果不利用战争时期劳力不足的有利时机，岂不反而吃亏！由于各市镇确定的最高工资限额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机谋取较高的工资。但是，至少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不能对工人作出让步，否则整个经济大厦以及指券体系会全部崩溃。工人骚动因此日益增加。救国委员会正确地看到，这里有敌人在趁机捣乱，在巴黎则尤其严重。它在征兵征粮的掩护下，坚决抵制罢工浪潮，对拒不复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胁。当收割季节临近时，它还想控制农业工人。它勒令农业工人受国家统一调配，而让各县政府去确定该县的工资，这样做是违背法律的。实际上，救国委员会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斗争行动，雇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让。革命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工作和面包，使之免受极度的贫困；假如恢复经济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还是工人阶级。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工人阶级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坏了限价而不受惩罚，怎么能强迫工人必须接受限制工资呢？



十、社会政策
从社会的角度看，无套裤汉曾寄于限价很大希望，这是他们争取生存权的一种法律形式。限价在历史上已有过先例，在无套裤汉看来，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是他们用传统法规对资本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同时也给后代留下了一个榜样，即把经济统制当作支持民族战争的必要措施。既然限价政策必将失败，为了使无套裤汉不致失望，救国委员会必须设计出一种面对未来的新方案去争取他们。
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山岳派分子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无非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说教。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中学教科书上讲到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曾昙花一现的“土地法”，其内容不过是平分土地而已。根据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将处以极刑。罗伯斯庇尔始终反对实行土地法，他承认世袭的私有财产制有缺点，但又说，这是不可弥补的缺点。经济统制带来的困难足以表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生产集中比资本主义尚未实现的机械化生产在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同样，由于无产阶级的分散，建立阶级政党的条件也尚未具备。无套裤汉和雅各宾分子只是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通常殷实富有的批发商、手工业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其中无疑占有优势。何况，无地农民的唯一希望只是取得土地，而各行业的雇佣劳动者所期待的民主也无非是取消行会，因为只是在行会取消后，他们才有自己开业的前景。
但是，所有这些人和山岳派分子都对坐享其成的“豪富”和“大户”怀有敌意。圣茹斯特的《共和体制》一书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向，罗伯斯庇尔同样也认为，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日趋严重，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共和国一方面要限制财产和扩大小产业主的行列，另方面则要向所有人提供通过教育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并通过国家的适当救济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民主制是要保存农民、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同为资本主义集中开辟道路的、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自由相矛盾。
国民公会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过种种法律。根据雾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规定，遗产将在直系子嗣——私生子包括在内——间绝对平分，遗嘱赠与仅对族外亲朋有效。此外，1793年6月3日通过的关于将流亡者产业分成小块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广应用于所有国有产业，已被收归国有的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的财产以及已被处决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财产均按同样办法处理。把地块分小诚然使相当数量的农民从此能拥有土地或使更多的农民能扩大其农庄，但地块的出售仍采用拍卖方式，因而绝大多数农民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许按人口平分市镇公地，使每个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市镇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种，有些地区则认为平分公地会影响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对。6月3日法律虽然同意穷人可购买二十至五十公亩土地，地价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国民公会又从财政考虑出发，收回了这个让步，改作发给他们一张分二十年偿还的票面为五百里佛的无息借据，权充购买国有产业之用。这些借据在拍卖行使用的希望极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过这种尝试。一些思想开明的行政官员徒劳地指出，这种虚幻的宽宏只能在农村造成失望。
大多数国民公会议员看来并不感到担忧。他们注意到，大农庄主和制造商正寻找劳动力；他们觉得，在人口不断增长和资本主义日趋发展的社会里，让所有的无产者变成独立生产者将是个幻想。有些议员还强词夺理地指出，只有大农庄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够的粮食。当然，资产阶级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产，许多县仍有意无意地不分小块出售，尽管救国委员会在夏季曾通令全国，要求地方当局遵守分块出售国有产业的法令。
与此同时，贫苦农民不断要求无偿地或至少以他们力所能及的价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国有产业。但是，有购买能力的农民，特别是雇有零工的农庄主，对支持贫农的要求丝毫不感兴趣。曾迫使国民公会下令彻底废除领主权的团结精神如今在农民中已分崩离析。更何况，把维护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务的山岳派也对以上情形装聋作哑。
唯有罗伯斯庇尔分子也许已经觉察到，必须给予贫苦的无套裤汉某些满足。圣茹斯特于风月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赤贫者”将从没收的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救济”。这类“危害共和国”的嫌疑犯大约有三十万人。国民公会当真考虑要剥夺那么多人的财产吗？看来未必如此，它作出这种许诺，只是针对埃贝尔分子的宣传。圣茹斯特在其演说中宣布，这些土地将无代价地出让，但法令却对此只字不提，巴雷尔于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关于国家济贫工作的报告却相反暗示，这些土地也将投标拍卖。总之，人们没有确定处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确规定也不能使众多的农民满意。首先，许多嫌疑犯并不拥有地产，因此，国民公会的法令在许多村庄等于无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户和已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否算在“赤贫者”之列？他们的恳切要求是把大农庄分给小农经营和改革租佃分成制。第一种要求同分块出售国有产业一样遭到了反对，第二种要求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加紧解决，因为如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一样，国民公会认为，废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税和支付领主权制度的收益自然归地主所有，而佃户却相反认为，今后的分成应以全部收成统一计算。热尔州已出现了骚乱；骚乱被镇压后，资产阶级保住了它从废除领主权和什一税中获得的全部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贫农民，另方面却对赤贫农民的愿望置之不理。这大概同他们对自由经济的依恋有一定关系。他们也许像讨厌限价那样讨厌限制地产。但他们并不要求废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村庄不得集体购买国有产业，而私人间合伙购买则完全允许。他们对乡村的实际情形了解不多。至于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购和均分大地产，这类建议任何人都从未提出过。革命没收私有财产的起因始终是为了惩罚卖国贼和叛乱者。总而言之，无论罗伯斯庇尔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贝尔分子都没有一项足以使农民群众动心的土地政策。在城市里，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听任放宽限价，另方面又不向无产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无产者既不能组织工会，又没有罢工的权利。山岳派假如关心工人运动，他们当然会废止勒霞不列法。但他们至少仍试图履行制宪议会许下的诺言。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济事业交给国家经营，并发起“全国济贫募捐”。这项法律规定医生免费出诊，发放养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贴，从而为今天实行的“社会保险”奠定了基本原则。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开办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小学。创设科研机构和高级文化机构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但山岳派把改组中学教育的事推迟到以后去做。他们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奋民众精神和加强国民团结：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规定，凡在居民不讲法语的地区，一律开设法语课。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组织救济和开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山岳派不仅重视学校教育，“旬末礼拜”和公民节日都是学校教育的延续。罗伯斯庇尔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灵魂不灭和为来世修善等思想为主体，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和主义思想。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规定了公民节，并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确认了罗伯斯庇尔的主张。这些主张同某些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和实证哲学显然是对立的，它们反映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信念，并由罗伯斯庇尔实用主义地加以论证，他那今世不幸求来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悲观。任何人都没有反驳罗伯斯庇尔，但国民公会的许多议员根本不信这套说教，甚至暗中怀疑罗伯斯庇尔企图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天主节庆典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卫主持下举行，当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以新宗教的教皇身份出现，这个庆典在形式上同圣体瞻礼的游行几乎完全一致，人们因此得出结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即将结束。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为一谈无疑是荒谬的；假如不采用这种办法，精神至上的宣传便不足以争取乡村的无产者。归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没有满足其创始人——城市无套裤汉——的愿望，反而在无套裤汉深感失望后，对他们进行了镇压；这个政府当然更谈不上去满足乡村无产者的愿望了。
经济形势在夏季更加恶化。即使在博斯、利马涅、佛兰德滨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缺粮。当时，脱粒打场的唯一工具是连枷，加上劳力不足，新麦上市还可能拖很长一段时间。此外，由于收成不好，从长远来看希望也很暗淡。救国委员会为保证土地的耕种作出了很大努力，并让地方当局必要时动员市镇劳力提供帮助。国民公会为扩大耕地，下令填池干塘，拔除花卉，改播粮食。人们利用《种植者需知》积极进行宣传，试图改良耕作方法和扩大土豆消费。当局有时甚至制止农民放弃粮食种植而改种非限价作物或改营畜牧。对饥荒的恐惧给政府助了一臂之力。但情况仍不十分美妙。由于缺少车辆、农具和劳力，也由于战争的破坏，相当部分土地仍被荒废或耕作不善。再加上天气失常，人们可以预见共和三年将是一个荒年。通货膨胀虽然有所缓和，但仍在继续，指券再次贬值：在塞纳州，指券在雾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争取到一年时间，战胜了外敌；如今它又面临被经济危机拖垮的危险。由于和平的前景依旧遥远，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只得让恐怖统治继续维持下去。



十一、恐怖统治
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状态是面对“贵族阴谋”而出现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个人性格，两种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着主导作用，从而产生出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镇压行动早在1789年7月已经出现，巴黎各区的常设委员会开始满足于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但在少数情况下，也有过愤怒的群众随便杀人的事。当局即使动员治安部队，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必须认真破获阴谋，迅速而严厉地惩办阴谋分子，以平民愤。历届议会均设置了调查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并把“危害民族”的罪犯解送专门法庭审判：最初的沙特累审判庭、后来的高等法院和最后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在这第一阶段，镇压尚未走上正轨。由于资产阶级对威胁个人安全的临时处置感到厌恶，往往危险刚过去，镇压便停顿下来，惩罚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发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态复萌，随意处决犯人。这类不经审判就地处决的事件随着战争和外国入侵而日益增多，并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杀而达到顶点。吉伦特派不但不加强政府的镇压行动，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审判纳入一般法庭的职权范围之内。
1793年的危机再次提出了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平民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使革命政府得以产生，并使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和拥护者头脑发热。九月大屠杀差一点把他们自己搞垮；他们决不容许屠杀事件的重演，于是便着手组织恐怖统治。镇压的第二阶段从此开始。最初，于3月21日建立的监视委员会掌握着逮捕嫌疑犯的权力，在9月17日法律通过后，这些组织在公安委员会的怂恿下为所欲为。控告的理由一经提出，由国民公会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0日成立，9月5日改组）立即就开庭审判。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样的革命手段对某些罪行进行审判。最后，在内战横行的地区，军事特派员更直接主持审判。总之，审判程序被简化了，陪审团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审团的职责，判决后不得上诉。此外，国民公会还规定，对于在逃犯人、叛乱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国的国土上抓获，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以极刑。
实际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对镇压的控制。由于时间紧迫，镇压大权被下放给地方当局：地方委员会的成员熟悉当地情况，只有他们才能更好地执行权力。离心倾向在原则上受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遏制。在几个月内，权力主要集中在地区一级。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市镇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在乡村中，特派代表很难找到可靠和能干的行政机关，往往让县区两级的革命委员会，或者让当地革命者自发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充当政治警察机构。大权在握的特派代表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统治：他们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时合作，有时对抗。这种变化无常的状况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镇压的严厉程度也极不平衡。
当时的所谓嫌疑犯并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种罪行，但对犯罪时的特定环境尚需经过查究对证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其思想观点，甚至由于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态度被认为可能犯罪的人。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于调查十分细致和处理需要时间，很少有武断的危险和搞错的可能，这些危险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尤其，如果动辄对嫌疑犯提起公诉，武断的危险就变得更大和更加严重。当询问犯人的历史时，人们把犯人原本无可指责的言行——如赞同八千人和二万人的请愿书——和在法律上符合宪法的言行——如反对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统统当作嫌疑记录下来，尽管这些所谓的“福扬派”和“联邦主义者”事后再没有任何反对革命的事可被指责，许多人却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断头台。
此外，“贵族阴谋”不再是恐怖统治的唯一对象。在经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藏匿钱财、资金外流、逃避限价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为“人民公敌”。恐怖统治已成为经济统制的支柱，无套裤汉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虽然经济犯罪分子并不全都解交特别刑事法庭审判，但他们往往作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外界环境恰好使人认定他们怀有反革命企图，他们就有被砍头的危险。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对普及恐怖统治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过去的修士、宣誓忠于宪法的神甫、虔诚的教徒统统被当作危险分子或罪犯对待。恐怖镇压无疑是有效的，许多敌人或者被消灭，或者不敢和不能乱说乱动；但它毕竟打击面过宽，使许多虽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对革命政府，但准备采取逆来顺受态度或至少不想搞阴谋活动或武装暴动的人备受惊吓和感到愤慨。
但是，由于恐怖统治的执行者拥有较大的机动余地，恐怖的严酷程度往往取决于执行者的个性和外界的形势。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专擅弄权有时使惩罚无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现反复。另方面，容忍、友谊和宽宏也往往使镇压措施趋向缓和，国民公会的许多特派代表满足于杀鸡吓猴或只关不杀。各级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镇压问题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圣波尔县，一名特派员仅在弗雷旺一个区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区的特派员一般只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相比之下，外界形势所起的影响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于个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据敌人的危险程度，独自决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并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边，加速处决嫌疑犯。人们注意到，几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势都有一定的关系：1793年8月的搜捕行动发生在国难当头和大举征兵的时期；秋季大逮捕发生在恐怖统治刚被提上日程的时候；风月大逮捕发生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格里尔关于死刑判决的统计更突出地表明了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决中，两个内战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东南地区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区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则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从判刑理由去分析，人们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处死的犯人总数中，百分之七十二属于叛乱罪。相反，有六个州没有死刑判决，三十一个州处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个州低于二十五人。
当然，数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说明镇压对舆论的影响。格里尔的统计可惜只涉及死刑判决：总数约在一万七千人左右。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实际要高得多。即使两军交战中死去的叛乱分子不计在内，这里至少应加上未经审判而被处死的人：有的是仅凭一纸命令而被直接处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伦就有这种情况；有的是在战场上、在追捕过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此外，监狱的恶劣生活条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这类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统计，格里尔认为总数约在三万五千至四万人之间。我们还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决犯的财产已经被没收，流亡者亲戚的财产已经被封存，甚至应由流亡者继承的遗产也被提前扣除。关于嫌疑犯的人数，圣波尔一个县共关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计全国约有三十万，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但是，格里尔的统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证实了恐怖统治的性质。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开进行叛乱的地区，恐怖以最疯狂的形式盛行。尽管少数人的轻率处事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但直到革命胜利前，恐怖统治始终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质，这是对“贵族阴谋”的惩罚行动和自卫反应相结合的产物。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在被处死的名单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第三等级，即是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教士仅占百分之六点五，贵族占百分之八点五。但我们应该理解，在这样一场斗争中，背叛者比原来的敌人更难得到宽恕。
以上种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恐怖统治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结合的恐怖统治在赋予革命政府以“强制权”的同时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并能强迫国民为救国作出必要的牺牲，那么恐怖统治便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大多数法国人要求革命，反对外国干涉，他们的公民意识毕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义和处处服从纪律。恐怖统治采用了强迫手段，从而大大推动他们养成一致对外的习惯和发扬团结对敌的精神。山岳派无疑赞同无套裤汉的惩罚决心，但从这个观点看，恐怖统治毕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全民族服从这个政府，无套裤汉自己也不能例外。这也许就是恐怖统治的实质。
随着救国委员会专政的确立，恐怖统治表现了第三方面的性质。一些山岳派指责它过于严酷，一些无套裤汉则抱怨它不够有力。恐怖统治的矛头开始转向其创立者。风月和芽月的事变标志着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恐怖统治的目的转而变成维护盘踞在救国委员会中的作为革命专政化身的少数人的政权。
然而，即使在第三阶段，恐怖统治的原有性质依旧存在。中央集权更进了一步。公安委员会要求对逮捕人犯提出罪状；救国委员会派人作了一些实地调查：茹连·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尔多；德马约被派往奥尔良耐；卡里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里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义者陆续回到了巴黎。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决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这项法令在几乎所有的外省已被执行。不久，局势再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在诺尔州，战事进展不利：朗德兰西于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处在敌军威胁之下。匆匆赶到当地主持军务的圣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请勒蓬从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调部分人员来到该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穑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结束。在普罗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几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国委员会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奥伦吉人民法庭，该法庭至雾月九日仍在行使职权。另方面，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互相争夺对镇压的领导权。为了集中权力，救国委员会必须把镇压大权从公安委员会那里夺走，因而于花月末建立了警察总局。公安委员会不肯让步。革命政府内部从此出现了裂痕。这将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溃。
恐怖只是一种统治手段，救国委员会在胜利条件下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所有的独裁制度都采用恐怖方法。其他的制度在战时或遇暴乱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政治家们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证大多数人的服从，又不使他们陷于绝望。一些迹象表明，救国委员会中某些人已觉察到其中的危险。罗伯斯庇尔曾因一些议员反对6月2日事件而把他们逮捕审判。由于兰代的反对，避免了对“联邦主义者”的全面迫害。抵制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国委员会曾商定要“完善”革命法庭。这是否意味着将明确限制必须镇压的罪行，扩大对辩护的保障和复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环境再次作为重要的砝码左右着人们的立场。直到6月底，战争仍胜败未决，要求人们勉力作最后的拼搏，松劲的时刻尚未到来。因此，国民公会于芽月二十七日通过法令，将贵族和外国人驱逐出巴黎和各个设防城市。救国委员会在迫害宽容派和极端派的同时，并不打算对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它同无套裤汉一样狂热地主张惩罚，不愿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巴黎在花月期间出现了几次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一些议员因1789年时立场不稳而被交付审判，对包括拉瓦锡在内的原包税人的审判，对伊丽莎白夫人的审判，这些审判无不表明，恐怖统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手段。贵族阴谋这个概念已广泛地应用于被控反对政府的所有人。不顾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识的被告“混杂”在同一案件中判决的现象日益增多，这些被告除“阴谋反对法国人民”这个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无共同之处。随着暗杀开始威胁着革命领袖的个人安全，恐怖主义的精神状态被进一步激化。恐怖镇压在程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只是变得更加简单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个名叫亚德米拉的人用手枪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击中。四日晚间，赛西尔·雷诺一再要求见罗伯斯庇尔，遭到了逮捕；她拒绝透露求见的意图，但声称对反法同盟的胜利坚信不疑。就在当天，巴雷尔揭发亚德米拉是皮特收买的旨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分子。七日（5月26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对英国和汉诺威士兵格杀勿论，这项史无前例的法令虽然不可能被军队所执行，但它反映国民公会的反英情绪达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马拉的被刺显然也是促使国民公会议员感情冲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感情冲动还表现在救国委员会于六日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圣茹斯特发出的召唤中：“自由正面临着新的危险；救国委员会需要集中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把暗杀事件归结为无法抓到的巴兹男爵主持的阴谋，尽管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在革命者看来，这种暗杀显然是企图在决战前夕瓦解法国的防务。圣茹斯特于十日到达巴黎。他同一些人进行了秘密会晤，其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定于二十日举行的天主节庆典的筹备工作使会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现出来。圣茹斯特于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终于露面。库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圣茹斯特之手。主持会议的罗伯斯庇尔上台作了演说，争取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后来，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在反对派的威胁下，推托法案事先没有征询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声称它是由已被处死的几名成员一手炮制的，这种托词并不能使热月党人信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法案的确没有征求公安委员会的意见，公安委员会并因此怀恨在心。
根据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规定，开庭前的预审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决定是否听取证人的证词，被告不得请律师帮助辩护，从而使辩护的法律保障彻底破产。此外，法庭除宣布释放和判处死刑外，别无选择余地。既然恐怖统治被认为是政府为保卫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采取以上措施去加强它。库通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采用杀鸡吓猴的办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围的保护人斩尽杀绝。”这种无视政治家风度、彻底陷入镇压狂热的言论是在个人面临被刺威胁时发出的胡言乱语。此外，在国民公会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议员们的担忧心情达到了顶点：反对救国委员会的议员指出，这条法律的实质是准许救国委员会不需通知议会就对议员提起公诉。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好不容易才排除了这种指控，但怀疑仍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救国委员会加强恐怖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这种性质在处死埃贝尔和丹东后已隐约可见，如今则暴露无遗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大恐怖”。从二十九日起，被控图谋暗杀和参与巴兹阴谋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处死。然而，人们对监狱的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的影响。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不新鲜：犯人发生暴乱，自然是贵族阴谋的结果，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认。嫌疑犯的数量众多——巴黎约有八千多人——只是加强了这种恐惧心理。关押制度的松弛足以表明，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牧月的一份报告承认，犯人随时都可进行暴乱。于是，有人便检举埃贝尔分子和吕西尔·德穆兰有搞暴乱的动向。比赛特尔监狱在6月破获了一起越狱阴谋，三批犯人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既然人们把牧月的暗杀事件归结为反革命阴谋，整顿监狱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库通关于斩尽杀绝的这类话也表明，人们欢迎对奸细进行检举。经救国委员会批准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尔曼的主持下，自穑月十九日（7月7日）至雾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从卢森堡、卡尔姆和圣拉扎尔等监狱被提出处决，其中包括安德烈·谢尼埃。大恐怖期间处死的犯人总计达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从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处决的犯人不过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处决令人触目惊心，镇压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气氛：双轮推车带着犯人在圣安东尼区示众，缓慢地行进到“推倒王位”的栅栏口上，这里新近设置了断头台。刽子手当众行刑，开动断头机，割下犯人的首级，污血四溅，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恰巧在这个时候，革命在战场上已稳操胜券，对贵族阴谋的恐惧正在消失，群众的惩罚决心在逐渐缓和，平民的狂热开始下降。



十二、革命的军事胜利（1794年5月至7月）
有人曾责备救国委员会不该放弃丹东的政策，认为它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用较小的代价求得胜利：它本可以利用反法同盟诸国间的分裂，支持波兰，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采取行动。格鲁威尔从哥本哈根，巴特勒米和巴歇从瑞士分别向救国委员会作了报告；他们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倾向同法国谈判，丹麦大臣伯恩施托尔夫愿意居中斡旋。救国委员会竟置若罔闻。在国内，谈判可能使宽容派得到鼓励，同时使国民放松努力：1793年末，关于和谈的谣传和关于宽容的主张曾同时出现。在国外，谈判决不能达成任何结果：普鲁士国王已表示，只有在打败弑君者以后，他才能接受谈判。对于波兰人，救国委员会仅让巴朗蒂埃把科希秋什科派来巴黎，但拒绝给予任何资助。它曾酝酿一项同中立国结盟的计划，并通过格鲁威尔做中间人，推动丹麦和瑞典的团结。它曾准备出资帮助瑞典建立武装，但它无从取得这笔资金。何况，斯堪的纳维亚同美国一样，无非想不动干戈地做点生意而已。一旦形势严重，英国只消作出某些让步，便会使法国的牺牲陷于徒劳。波兰对法国或许更加有用，但法国哪有帮助波兰的力量？受贵族和国王操纵的波兰“共和国”也不值得革命者的同情。救国委员会大概还有它私下的考虑：一旦同普鲁士谈判，就必须牺牲波兰；因此，为诚实起见，它不肯向波兰作出任何许诺。
救国委员会对外交活动虽然不太重视，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对外政策，那就是拉拢中立国和尽可能减少敌人。罗伯斯庇尔以历史传统为例，于雾月二十七日（1793年11月17日）提醒小国注意：万一法国失败，它们的独立将随之葬送。他痛斥那些主张搞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人，说他们使共和国在国际舆论中陷于孤立。在那以后，法国恢复了同中立国的贸易往来，中立国船只受到相当的优待。尤其，革命宣传也不再进行。瑞士主要对法国的宣传感到恐慌；因此，罗伯斯庇尔勒令埃罗州停止旨在兼并与巴塞尔相邻的米卢斯的各项活动。蒙贝里亚尔公国决定并入法国，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国民公会却不予宣布。在苏拉维任法国驻日内瓦代表期间，民主派推翻了日内瓦的寡头政治，救国委员会却不主张占领该城。巴特勒米终于平息了瑞士各州的怀疑，大批经纪人向瑞士各州订货，法国则向瑞士供应它所需要的食盐和其他产品。伯尔尼贵族领袖施泰格尔的活动遭到了苏黎世和巴塞尔两州的抵制，后者坚持同法国自由贸易。在美国，吉伦特派的使者热内联合共和分子反对华盛顿，力图把美国拖入战争。热内在美国的港口武装海盗船只。两国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这对法国特别不利，因为美国是法国唯一可以取得信贷的外国债主。热内被撤职后，不敢再回法国。
救国委员会停止宣传活动，并不仅仅出于谨慎。“被奴役国家”人民的麻木不仁和外国的阴谋唤醒了民族利己主义，使革命初期的世界主义幻想逐渐破灭。人们从商业利益出发对撕毁1786年协定和断绝对英贸易感到由衷的高兴。救国委员会赶紧利用这种情绪，使战争具有“民族的”或“人民的”性质。巴雷尔在他的《卡马尼奥》中不断丑化敌国和煽动民族自豪。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叫嚷：“我不喜欢英国人。”既然敌国人民不反对他们的政府，革命将像对待敌国政府那样去对待敌国人民。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9月通令各军团没收其占领区的全部财物，并将军队消费剩余的全部财物运回法国。帕拉丁地区在冬季受到了残酷的搜括。当进攻即将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在每个军团附设了一个专门机构（花月二十四日，即5月13日），该机构于穑月三十日（7月18日）正式开始往法国运送财物，在被占领的国家滥施劫掠。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凡不能被利用的金属熔炼厂均遭到了破坏。革命政府的这些措施为今后热月党人的兼并政策开辟了道路，并使欧洲冲突迟迟不能结束。革命政府的本意与热月党人不同。它清楚地看到国家已疲惫不堪；罗伯斯庇尔曾对吉伦特党人预言，如果斗争旷日持久，“人民将会感到厌倦”。救国委员会担心出现军事独裁，丝毫也不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卡诺写道：我们要在今年结束战争；否则，“就会死于饥饿和疲劳”。
他命令庇什格律率领北方军团十五万人进攻佛兰德，以夺取依普雷斯并最后到达纽波特。在战线的右侧，阿登军团二万五千人应威胁沙勒罗瓦，摩泽尔军团四万人则向列日挺进。法军仍采用旧制度时的战略，以敌人的要塞为攻击目标，采用平行的线状队形包抄科布尔战线的两侧，企图迫使敌军后退，而不集中兵力攻打沙勒罗瓦，切断敌军退路，最后加以歼灭。共和国军队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左翼，使敌军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因为战线中央一旦被敌军突破，指向巴黎的道路便畅通无阻。根据马克的建议，奥军在夺取朗德兰西后，在卡托河附近击溃了法军。但是，科布尔却把进攻指向利尔，他的部队于花月二十九日（5月18日）被庇什格律在图尔昆击退。在此期间，圣茹斯特终于使右翼的包抄行动变成一场真正的猛攻：阿登军团逐渐增加到五万人；他曾四次率领阿登军团回攻沙勒罗瓦，但均未成功。
如同1793年时那样，普鲁士军队的驻足不前决定了战役的命运。茹尔丹率领摩泽尔军团一部顺利地朝阿登省推进，在追击博里厄过程中，又转而朝迪南方向进军。救国委员会决定将茹尔丹部同阿登军团合并，这支拥有九万人的部队不久便成为著名的“桑布尔和默兹集团军”。在一次进攻失利后，茹尔丹终于迫使沙勒罗瓦的敌军投降。这时候，庇什格律正夺取依普雷。两翼包抄的传统战路通过种种摸索取得了成功：科布尔开始向后撤军。但现在，从沙勒罗瓦堵住科布尔的后路已为时过晚。科布尔看到了这个危险，于穑月八日率军在弗勒留斯平原向据守沙勒罗瓦城的茹尔丹进攻；进攻虽然被击退，科布尔却因此平安地撤出了比利时。庇什格律和茹尔丹在布鲁塞尔会师；卡诺当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建议，主张抽调茹尔丹部的主力沿海岸向泽兰发动进攻，由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反对，这项建议才被否决。
反法同盟军已兵分两路，奥军朝亚琛方向撤退，英国和汉诺威联军朝莱茵河下游发展。法国军队也如法炮制，由茹尔丹尾追奥军，庇什格律紧随英国和汉诺威联军，两支部队于雾月九日（7月27日）同时进入了列日和安特卫普。接着，法军暂停前进，以巩固在比利时的基地，并在后方收复诺尔州的各个要塞。茹尔丹于9月再次发动进攻，在乌尔特河和罗埃河一线击败博里厄后，随即抵达莱茵河。正在那时，普军回师威斯特伐利亚；莱茵军团和摩泽尔军团趁势前进，并封锁了美因兹。庇什格律等待河流冰冻后再进入荷兰。他于12月和1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荷兰，英军已退至汉诺威。
在东比利牛斯地区，杜戈米埃在攻克布洛兵营后，于花月十二日（5月1日）重新拿下被占要塞并入侵加塔洛尼亚。在西线，蒙赛避开正面，从侧翼驱散敌军，分别于热月六日和七日（7月24日和25日）占领了丰塔拉比和圣塞巴斯蒂尔。入侵意大利一度已近在眼前。现已担任旅长的波拿巴通过罗伯斯庇尔两兄弟促使卡诺接受了他的计划。但在雾月九日后，卡诺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打算，即加强杜戈米埃的兵力。西班牙军队在9月的黑山战役中惨遭大败。菲格尔宣布投降。杜戈米埃阵亡后，由佩里贡接任，后者率军包围并攻克了罗扎斯。
海战的情况不同于陆战。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协助下，英军控制着地中海，先迫使托斯卡纳和热那亚就范，后同帕奥利勾结，征服了科西嘉全岛。然而，在大西洋方面，共和舰队仍能开出港口。牧月初，一支满载粮食的船队自美国开来，豪厄企图拦截，维拉雷–儒瓦依厄士从布雷斯特出海迎战（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法方损失较重，“复仇者”号在海战中被击沉，但豪厄主动撤离了战场，使船队得以逃脱。
在殖民地方面，英国占领了法国在印度的商行以及圣比埃尔和米克隆岛，但置塞内加尔于不顾，也并未染指马斯卡林群岛。双方的争夺集中在安的列斯群岛。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24日解散前夕，曾经重申有色人种的地位问题委托殖民地议会解决，对维护奴隶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特派员们既不能恢复秩序，又未能压服起义的黑人。吉伦特派于1792年3月28日承认了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的公民地位，并改派了一批新的特派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松都纳克斯。当特派员到达海地时，8月10日事件的消息把白人推到了反革命的一边。立法议会的代表以混血儿为依靠对象，而埃斯帕佩斯和加尔博等将领则偏向对立方面。内战导致了太子港和法兰西角的被破坏。英国同当地殖民主勾结，并在伦敦同殖民主派出的使者马鲁埃和杜比克（马提尼克人）进行了会谈。英军开始占领各港口，松都纳克斯勉强同意给帮助驱逐外国军队的黑人以自由。随后，国民公会于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无条件废除了奴隶制。这项法令在除瓜得罗普外的向风群岛和马斯卡林群岛均未得到执行，前者因已被英军占领，后者因被当地种植园主宣布无效。但在圣多明各，法令产生了共和分子预期的效果。最杰出的黑人领袖杜山–路维都尔在同西班牙闹翻后，投诚了拉伏将军；其他黑人领袖纷纷以杜山为榜样，到了1795年底，法国夺回了全部失地。在向风群岛中，法国只剩下由维克多·雨盖收复的瓜德罗普；果阿朗一度收复了圣卢西亚岛，但于1796年经长期抵抗后重新失守。雨盖不给英军任何安宁；他虽未夺回马提尼克，但给敌国贸易造成了重大损失。
尽管英国占着优势，法国仍未认输。为了使海上霸主不能为所欲为，法国必须首先重建大陆和平。这在当时却是不可能的：普鲁士和西班牙将接受谈判；尼德兰拥有丰富的资源，法国通过尼德兰同汉堡和波罗的海地区恢复了贸易；共和国本可以推迟金融和经济的崩溃，并以最后的努力迫使奥地利接受和平，从而取得军事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法国的革命骨干必须依然存在。



十三、热月九日事变（1794年7月27日）
法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革命。除了那些从1789年起就对抗第三等级的人，或那些因利害关系、个人好恶、留恋国王和忠于教会而逐渐转到反革命一边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则上忠于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复兴业自由和谋利自由而对国内混乱感到厌倦和希望和平。人数达百万之众的雅各宾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手工业者和店铺主想方设法要躲开最高限价；至于无套裤汉，他们对救国委员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责备救国委员会竟然逮捕他们的领袖；工场里怨言颇多，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在国民公会方面，由资产者选出的议员们希望停止经济统制，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他们不能容忍山岳党人利用群众压力架空议会或迫使议会就范：牧月法律发布后，谣传将进行新的清洗，议员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山岳党如今已同无套裤汉闹翻，国民公会觉得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当革命处境危急时，各个派别需要以国防大局为重，不得不对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现在，军事胜利解除了各派的顾虑，派别斗争便变得肆无忌惮。在那些长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险的人中间，有谁不认为自己理应进入救国委员会和摘取革命果实呢？
那些对革命政府切齿痛恨的人首先把矛头指向了罗伯斯庇尔。这也十分自然，因为正是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勇敢地和富有远见地为各委员会的政策进行辩护。推崇最高主宰和发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后的证明。由于牧月法律是维护现有领导人当政的一个手段，种种罪名便栽在罗伯斯庇尔的头上，似乎罗伯斯庇尔真的想搞个人独裁。其实，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是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委员，既未推荐其他人担任委员，又不主持该委员会的会议，他必须先取得其他委员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当然，他的声望无疑在上升；他有雄辩的口才；坚持原则，决不调和，从而赢得“铁面无私”的美名；对卖国贼处置严厉，决不手软；性格多疑，以致把反对派与卖国贼相混同。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宾俱乐部也受到“独断专行”的指责。
由于不再有独立的报刊和选举，所有的决策都由国民公会作出，而国民公会则按月延长各委员会的权力。但是，在没有政党组织的情况下，国民公会的每名议员都感到孤立和为自己担心。谁敢以专横的罪名去赶走和取缔各委员会呢？在派往外地执行使命后回来的国民公会代表中，不少人对各委员会怀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镇压的人更认为自身也面临威胁，他们到处活动，拼命拉拢其他议员，其中最突出的有塔里安和富歇。塔里安因其情妇卡瓦鲁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营救，人们往往认为他是热月九日事变的策动者；而事变的真正策动者还是富歇，他的活动更要聪明得多。当然，单靠他们二人，事变也不会成功。平原派并不喜欢主持恐怖镇压的那批议员，因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随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行动之所以成功，这是因为各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充当了他们的同谋：分裂使各委员会把自己葬送，而使国民公会重新获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权。
公安委员会对救国委员会心怀嫉妒，在牧月法律发布后，双方的冲突更加尖锐。中央集权的倾向对独掌财政委员会和国库大权的康蓬也是个威胁。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罗伯斯庇尔身上。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确实想到，组织一个清一色的中央政权将能促进革命政府的团结，并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公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仍有埃贝尔主义的倾向；反对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推行对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们感到愤慨。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作风也感到不满，而这种个人作风又偏偏使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小资产阶级中深得人心，因为小资产阶级把罗伯斯庇尔看作是他们的化身。虽有才能而无财产的罗伯斯庇尔住在圣奥诺兰街一位名叫杜普莱的木匠家里，过着俭朴的生活。民主派的这位创始人同下层百姓亲切相处，但注重外表修饰，讨厌无套裤汉那种衣着不整，大吵大嚷和标新立异的作风。
假如救国委员会本身尚能保持团结，它或许会占有优势：平原派不会追随公安委员会或搞恐怖镇压的那一伙人。可是，救国委员会也发生了分裂，多数委员也反对罗伯斯庇尔，忠于他的只剩下库通和圣茹斯特二人。比约反对罗伯斯庇尔是因为后者迟迟不肯抛弃丹东；科洛·德布瓦曾与富歇在里昂同舟共济，他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不令人奇怪。比约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员会进行了串联。至于救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马恩的普里厄、让蓬·圣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视，与事无关。惯于见风使舵的巴雷尔拖到最后才表明态度。余下的兰代、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三人，同巴雷尔一样，都属于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岳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们仍抱住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终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会政策至少应予修改，他们对风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兰代对热月九日事变始终冷眼旁观，科多尔的普里厄仅起帮手的作用，真正发难的人是卡诺。发难的原因除了社会观点的分歧外，无疑还有在极端个人主义刺激下产生的个人恩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虽然能干正直，却未免太独断专行。卡诺对他们寸步不让地批评他提出的各项计划尤其感到恼火。他们被工作搞得疲惫不堪，在危险面前又精神高度紧张，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罗伯斯庇尔随着身体的衰弱，便好发脾气，轻易不肯饶人。他在私下表现得和蔼可亲，但在公开场合却显得冷淡隔膜，从不微露笑容。争吵便接连不断地发生。
当时有个名叫卡特琳娜·苔奥的老年妇女，自称是“上帝之母”，广收门徒。瓦蒂埃于牧月末借题发挥，耻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罗伯斯庇尔反对立案开审，经过大吵一场后，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在整个穑月，他始终一言不发，长时间的沉默只能便于敌人进行宣传和加强配合。到了热月初，反对派曾试图填平相互间的沟壑；圣茹斯特和库通也有这种意向，但罗伯斯庇尔却认为反对派没有诚意，要求国民公会作出最后裁决。热月八日（7月26日），罗伯斯庇尔要求实现“政府的团结”，同时又揭露有人反对他。议会投票同意将他的演说印发各市镇当局。当议会要他说出对方的姓名时，罗伯斯庇尔却予以拒绝；这一软弱表现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因为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罗伯斯庇尔想取得任意处置权。平原派开始不听号令了，业已通过的决定被推迟执行。可是，当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进行反扑时，平原派是否会像以往那样屈膝投降呢？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对派决心先下手为强。他们估计公社或许会号召巴黎各区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订了应变的策略，因而让同谋的议员扮演主角。当国民公会于热月九日（7月27日）正午开会时，他们阻止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二人发言。在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中，各委员会一致决定撤销昂里奥国民卫队司令的职务，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长迪马。接着，一名隐秘的丹东分子提议对罗伯斯庇尔兄弟二人、圣茹斯特和库通起诉论罪，这个提议获得了各委员会的赞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愿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审。到下午三时，事变的全过程已告结束。
公社宣布随时准备起义。昂里奥到处活动，企图解救他的朋友，却愚蠢地反而被人抓获。国民卫队仅有两名区队指挥响应了他发出的号召。因此，国民公会的权威仍占了上风，而罗伯斯庇尔分子这时才意识到镇压埃贝尔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然而，在七时左右，约有三千群众带着三十多门大炮来到格雷夫广场集合。这支人多势众的武装力量群龙无首。在科菲纳尔的率领下，人们前往国民公会援救昂里奥，但因犯人已被关进监狱，便中途折回，没有去解散国民公会。深感后怕的国民公会于是宣布，对在押犯人和起义分子将依法严惩不贷。巴黎各区和各雅各宾俱乐部惊惶失措，议而不决。群众虽然救出了被捕的议员，而且后者也于晚九时至凌晨一时陆续来封了市政厅，但他们当中无人站出来领导起义。他们并不否认起义的必要性，大概他们认为起义也不是出路。他们历来声称自己以国民代表的名义执掌政权，而面临的矛盾使他们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无套裤汉陆续离去，到凌晨一时，广场已空无一人。国民公会的武装力量恰在那时赶到。富裕居民区的国民卫队提供了一支分队，由旧军官巴拉斯指挥，后者作为热月党人的救星从此官运亨通。据米希勒说，格拉维利埃区由于不忘雅克·鲁的旧情，同时也派来了一队人。勒巴斯在绝望中自杀；罗伯斯庇尔对自己开了一枪，仅伤及下颚。国民公会的部队未用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市政厅，把留在那里的人统统逮捕。接着，在整个巴黎开始对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者进行大搜捕。
热月十日晚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迪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引颈受刑。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杀，这是革命期间处决的最大一批犯人。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三名逃犯在事后被抓获处决，从而结束了这场屠杀。
在整个法国，曾主持过恐怖镇压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罗伯斯庇尔居然步埃贝尔和丹东之后尘成了共和国的叛逆！他们大部分都对此难以置信。但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这是对革命政府的致命打击，因而感到满意：他们确实没有看错。
 
————————————————————
(1) 皮洛士系伊皮罗斯的国王。公元前278年曾战胜罗马人，但损失惨重，耗尽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
(2) 杜歇老爹为埃贝尔的别号。——译者



第三章　热月反动和1795年和约
热月党人正迫害雅各宾党人，瓦解革命政府。他们打着反对“嗜血凶犯”的旗号推行白色恐怖，破除经济统制和社会民主。资产阶级从此奠定了和巩固了1789年革命赋予他们的统治权，这是热月九日事变的真实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迫害忿激派和科特利埃集团正是热月事变的前奏。可是，由于失去了经济统制作后盾，货币便随即彻底崩溃，共和国丧失了继续作战直至实现全面和平的能力。热月党人自称要重建自由制度，但他们带来的经济破产和战争却只会损害自由制度。



一、革命政府的解体
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在平原派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后，仍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国民公会决心对雅各宾党和无套裤汉进行必要的处置，拒不恢复立宪政府；由于特别担心又一次落入圈套，国民公会赶紧把行政权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热月十一日（1794年7月29日）起，它通过法令，规定各委员会每月改选四分之一的成员，而且每名委员落选后必须间隔一月才能重新当选。一个月以后，除卡诺一人仍留用一些时候外，曾主持过恐怖统治的人全部被除名。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为自己终于能粉墨登场而高兴，接二连三地走马上任。都埃的梅兰和康巴塞雷斯等人从此得势，但当权者已不再享有以往的那种权威。
果月七日（8月24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统辖一切的大权，只管作战和外交事务。行政机构随着实行了清洗，内政和司法的权力移交给了法制委员会。代行各部职权的十二个执行机构分别置于议会的十二个主要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议会再次向外省派遣大批特派代表；如同以往一样，他们任意曲解中央政权的政策。权力的分散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
最后，舆论界猛烈向恐怖主义的强制手段开火。热月九日事变的第二天，牧月法律便停止执行。大伤元气的革命法庭暂停了工作。改组后的革命法庭也不再动辄杀人，而以犯人没有反革命动机为借口，给予宽大释放。嫌疑犯陆续获释出狱。监视委员会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从果月七日起，每县只保留一个。革命政府的名义依然存在，但已失去了它的三个主要特征：稳定、集权和强制。
平原派对热月反动是否会被反革命所利用自然不无戒心，因而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国民公会决定给予已故的马拉以先贤祠名人的荣誉；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教会事业费于共和二年“无套裤汉二日”（1794年9月18日）正式取消。但从热月末开始，山岳党人和雅各宾派对释放嫌疑犯群起抗议。在马赛，无套裤汉发动暴乱，反对国民公会特派员。共和派的分裂使右派——吉伦特派的余党或自称的吉伦特派——重新抬头，塔里安、弗雷隆、洛万便是右派的最早发言人。报纸也变得多了起来，几乎清一色地持热月党立场。沙龙又重新开张。节日庆典在平等宫举行。卡瓦鲁斯如今已是塔里安夫人、“热月的圣母”和全巴黎的风流人物。金融家和投机家重新登上被政客们占去的宝座。平原派的共和分子自觉自愿地接受上流社会的感染；他们对道德说教早已听厌，自然愿意开戒取乐。
反动分子不仅要平原派把山岳派的成果全部破坏，而且还要把恐怖的矛头指向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借以报仇雪恨。果月十二日（8月29日）和共和三年穑月十二日（1794年10月3日），勒库恩特尔两次指出，各委员会原来的成员关于他们与罗伯斯庇尔意见并不一致的说法纯属谎言，并要求对他们提出控告。平原派却不肯走得那么远：他们过去让各委员会放手去干，现在当然不情愿自己来审判自己。对于那些搞恐怖统治的从犯，平原派的政策只是主张惩罚其中为非作歹、触犯刑律的分子。但外部的压力再次迫使他们改变了决定。
反动分子力图复活地方自治运动，并让“纨袴子弟”结成武装团伙，其中除逃兵外，还有许多在老板的鼓励下来凑热闹的店铺伙计。这帮人在各区发号施令，横行霸道，街上见到爱国分子便棍棒交加，紧追不舍，而警察则旁观怂恿。雅各宾派无力进行抵抗，他们尚不是具有严密纪律的阶级政党；尽管经过多次清洗，俱乐部的成分仍很复杂。何况，人们在俱乐部始终只是发点议论，至于行动，这要在公社、革命委员会、各区、国民卫队的范围内民主地作出决定；而这种政治民主制之所以能够实行，完全是由于政府的软弱和容忍。如今，这些手段已不复存在。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穑月二十五日（1794年10月16日）重申制宪议会临解散前发布的禁令，不准各俱乐部互相串联和进行集体请愿，从而使俱乐部陷于瘫痪。最后，无套裤汉各自要去上工，群众行动只能“偶一为之”，而他们的敌人则随时随地都处于动员状态。
前年冬季，卡里埃曾把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解送巴黎革命法庭受审；南特人在开审后均获释放，但法庭的辩论却又涉及卡里埃是否有罪的问题。国民公会在修改了有关议员的诉讼程序后，开始审理这一案件，由此引起的一场风波终于使温和的热月党屈从于新的恐怖分子。弗雷隆为威逼温和派不再犹豫，于雾月二十一日带领一伙“纨袴子弟”冲击圣奥诺兰街的俱乐部，政府趁机封闭该俱乐部。卡里埃被解往革命法庭，后来于霜月二十六日（12月16日）被押送断头台处死。八天前，国民公会刚恢复了在5月31日革命后被捕或被开除的七十八名议员的资格；在这批备受迫害和报仇心切的议员的增援下，右派的攻击更变本加厉。雪月七日（12月27日）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负责审理比约、科洛、巴雷尔和瓦蒂埃的案情。调查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中，而武装团伙在街头则大打出手，砸毁马拉的胸像，把他的骨灰从先贤祠迁出；在剧院里，《人民觉醒曲》代替了“嗜血凶犯”的《马赛曲》。反动势力在外省正日益加强；纨袴子弟同回国的流亡者和顽固派神甫相结合，开始采取行动。在南方出现了“耶稣团”和“太阳团”，他们的攻击矛头不仅指向雅各宾派，而且指向国有产业购置者、宪政派神甫和1789年的全体爱国分子。共和三年雨月十四日（1795年2月2日）发生的首次大屠杀标志着白色恐怖在里昂的开始。
既然天主教徒站在反动分子的一边，右派便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西部的局势恰好帮助右派从平原派那里争得一些让步。这是本阶段的最后一个特点。沙列特和斯托弗莱始终控制着旺代地区的乡村；在热月九日事变发生前，舒安党的活动在卢瓦尔河以北地区有了发展。该地区的政府军司令奥什和属于热月党人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致认为，如果不把教堂还给顽固派神甫，如果不给他们传教的自由，叛乱将永远不能结束。共和三年雨月二十九日（1795年2月17日），同沙列特缔结的拉若内协议获得了国民公会的批准，除同意停战外，还答应把叛军发行的公债当作赔偿战争损失由国家负责偿还。共和国甚至给叛军官兵发饷，并许诺永远不把他们派往边境。后来，同斯托弗莱和舒安党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从此，怎么能不让其他法国人恢复信仰自由呢？何况，信仰自由在名义上从未被取消过。宪政派神甫不顾地方当局采取什么态度，纷纷在各地恢复做弥撒，顽固派神甫则在暗中举行宗教仪式。国民公会于风月三日（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唐格拉斯的报告，重申宗教庆典不受干扰。但它同时确认政教分离原则：共和国既不给教会盖教堂也不给予任何津贴；祭礼仍严格地限于私人行为，不得在公众场合扬幡，敲钟或穿教服。
妥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旺代地区，奥什预见到，妥协并未解除民众的武装，叛党随时有重开战事的手段。叛党头目也正有这种想法。奥什从截获的信件中证实了科尔马丹男爵的不轨行为，于牧月五日（5月25日）将他逮捕。此外，风月三日法律不能满足天主教徒，他们所希望的是要收回教堂和恢复公开布道。还有，虽然顽固派神甫在西部已重新立足，而针对他们的法律却仍然有效。到了春末，热月党即使对众所周知的王党分子也没有任何要求可拒绝了。一场经济危机又使平民蠢蠢欲动，整个资产阶级正团结起来对付平民。



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白色恐怖
上面已经说到，排斥恐怖分子虽然引人注目，但不是热月反动的实质。城乡大小资产阶级最痛恨的还是经济统制。国民公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在终于能够自己做主以后，它又回到了它所念念不忘的经济自由上来。
国民公会从雾月开始调整限价和修改实物征集制。随着恐怖的矛头转而指向雅各宾派，限价和实物征集制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反对经济统制的人直接攻击官僚机构、贸易管理委员会和国有化企业，指责它们专权、渎职和浪费。何况，经济统制的推行者不正是应予排斥的恐怖分子吗？春季将发生饥荒；必须使商人和中立国都能任意进口，以便取得粮食和利用藏匿在国外的资本。国民公会根据兰代的报告，同意增设一个由商人组成的理事会协助贸易管理委员会工作，并由佩勒戈出任理事长。但在执行限价的条件下，怎么能做买卖？限价终于在共和三年雪月四日（1794年12月24日）宣布废除。在几个星期内，对外贸易、汇兑业务和铸币交易先后获得了自由，交易所也重新开放。军火制造厂停办了，政府于风月又同朗歇尔和赛尔·比尔等军需商洽谈合同。大资产阶级得到了满足，但没有完全满足。在国内，为了供应市场，征购制度依然执行。新成立的“供应管理委员会”仍以国家名义享有先购权，人们不得不依赖该管理委员会供应物资，因为军需商不能履行合同。
放弃经济统制必然导致一场可怕的灾难。物价暴涨，汇兑下跌，共和国注定要发生通货膨胀和货币破产。在共和三年热月，指券的价值只等于面值的百分之三；农民和商人只接受铸币。共和三年穑月三日（1795年6月21日），国民公会根据发行日期的先后，按“比例级数”降低指券的面值，从而自己把指券搞垮。热月二日（7月20日），它规定地产税和地租的半数必须用实物缴付，接着又恢复了山岳派所取消的开业税和动产税。公职人员的薪金按面包价格指数浮动。货币崩溃造成的冲击非常猛烈，使经济生活几乎停顿下来。工资当然不能跟上价格的上涨，由购买力下降造成的市场紧缩甚至迫使某些企业停产。例如，律特里矿区便停止了开采。
饥荒大大加剧了危机。市场征集的做法最初准备仅维持一个月，后不得不延长到穑月一日；农民几乎不把任何东西送往市场出售，以免被迫接受指券。政府继续向巴黎供应粮食，但已不能保证宣布的配给数量。其他城市的供应极端困难，于是又开始向农民登门购买或从外国进口。政府给各城市发一点购粮补贴，还允许他们借款购粮，但不得使用强迫手段。因此，市镇限价变得比共和二年时更加严厉，尽管仍不能保证配给足够的数量。农村零工处于无人雇用的状态，他们的贫困往往达到惊人的地步。不少农民如同往常一样，由于在售粮时收进铸币，交租纳税却付指券，从通货膨胀中获利颇丰。通货膨胀使债权人破产，而使债务人占了便宜。由此带来的空前活跃的投机产生了新富人，养活了一些过花天酒地生活的纨袴子弟，他们的挥霍无度同平民阶级的穷极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
轻率地恢复经济自由所造成的不可克服的困难使政府陷于极度的衰弱之中。没有财力和物力，政府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危机产生的社会动荡差一点使政府垮台。食物匮乏在初春已使国内民变蜂起。巴黎再次发生骚动；无套裤汉听任热月党人打倒了山岳党，如今却开始怀念共和二年的制度，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面包。热月党人指责山岳党挑动无套裤汉铤而走险：国民公会于芽月二日（3月22日）开始讨论关于对救国委员会四名原成员提出指控的问题，并于八日开始审讯富基埃–丹维尔和革命法庭的法官。反动分子声称准备起草新宪法。关于雅各宾派的活动，虽然查无证据，但起义者的口号确实是“要面包和1793年宪法！”在贫困和政治骚动的配合下，1789年和1793年的气氛又重新出现。但这一次，从共和分子到旧制度的拥护者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团结起来对付平民运动，共和二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阶级纪律的重要。他们现在还掌握着政权。相反，平民阶级却由于其最年轻和最活跃的成员已经从军而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因而在芽月十二日（4月1日）的起义行动中，一群乌合之众在冲进国民公会后，很快就被富人街区的国民卫队所驱散。这次行动的结果只是使反动更变本加厉。在十二日至十三日的夜间，国民公会决定把比约、科洛、巴雷尔和瓦蒂埃不经审判放逐到圭亚那；几天后，国民公会又下令逮捕康蓬等二十余名议员；二十一日（4月10日），下令将参与恐怖行动的暴徒解除武装；二十七日任命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花月十八日（5月7日），富基埃–丹维尔和革命法庭的十四名法官被送上了断头台。
巴雷尔并未被放逐；瓦蒂埃则躲藏了起来，从此销声匿迹；康蓬跑到了瑞士。平原派犹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吱声。但是，随着饥荒的蔓延，民心更加不稳，必须采取对策。部队在实行混合编制和恢复纪律后，已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认为可以让巴黎西部各区的国民卫队配合军队进行镇压。军队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开进了巴黎，接受了打击起义平民的任务。牧月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牧月的平民起义来势更加凶猛，但仍像芽月十二日起义那样一哄而起。牧月一日（5月20日），群众冲进议会，杀死了议员费罗。政府等着山岳党受到牵连，再着手驱逐群众，结果闹事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牧月二日，群众被当局关于和解的甜言蜜语所说服。军队于三日包围了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疲劳和饥饿迫使群众在第二天放下武器。如果要确定革命在哪天最后失败，人们或许应该说是在牧月四日，因为革命的活力正是在那天被扼杀的。
从那天起，白色恐怖大肆猖獗。一次军事审判竟判处三十六人死刑，其中包括六名山岳党人，他们是“牧月的烈士”。牧月五日至十三日，巴黎各区展开了广泛的清洗运动，一千二百人被逮捕，一千七百人被缴械，巴黎的平民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国民公会下令逮捕除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以外的原救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十余名议员。在外省，原奥伦吉委员会的委员和勒蓬等恐怖政策推行者均被处决。许多雅各宾分子被追查和撤职，受虐待和威胁，被迫纷纷出逃。在法国东南部的里昂、隆勒索尼埃、布尔、蒙贝里松、圣艾蒂安、艾克斯、马赛、尼姆和塔拉斯贡等地，雅各宾分子先遭监禁、后遭屠杀。耶稣团和太阳团任意捕杀爱国分子。土伦的无套裤汉拿起了武器，起义失败后，被押送军事法庭受审。
右派始终把对敌严和对己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国民公会决定偿还流亡者和服刑者的财产，赦免联邦主义者，取消革命法庭和公民证。它于牧月十一日（5月30日）决定把教堂交回给教徒。恢复祭礼虽然加快了宗教的复苏，但教会内部的和睦却未能实现。一方面，关于不准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的禁令依然存在；在重新开放的教堂里，法令规定每旬的庆典由宪政派神甫和罗马教神甫共同主持，从而引起教徒间不断的冲突。此外，法令还要求祭礼的主持人必须声明服从法律。宪政派神甫接受了法令，并在格雷古瓦的领导下恢复了教会组织。至于罗马教神甫，一部分跟着原圣苏尔皮斯教堂堂长爱姆里表示服从法律，至于那些拒绝服从法律的教士，他们继续从事地下传教活动。
平原派再次感到惊慌。在里昂恢复秩序后，公安委员会不顾巴黎各区的反对，开始释放雅各宾分子，外省的地方当局也纷纷这样做。但是，对于仍然主张实行共和制的热月党人来说，最可怕的事还是王党不再掩饰他们的希望。在国民公会的议员中，打算同王党结成同盟的人为数不少，他们自然不甘心束手就缚；王党内部在关于作出多大让步的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修订制宪议会制订的各项法令和以路易十七的名义进行统治，有的则坚持恢复旧制度。尚未登基的太子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丹普尔堡不幸夭折，这对君主立宪派是个打击。普罗旺斯伯爵便在维罗纳自称路易十八，并于6月24日发表宣言，声称将惩罚革命党和复辟旧制度。温和派别无出路，只得同平原派的热月党分子妥协，企图通过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新宪法。他们认为，主张推行君主专制的王党分子如果再次勾结外国挑起内战，将会犯莫大的错误。而王党中的极端分子确实有这样的企图。巴黎王党的一个联络站于6月曾向莱茵军团司令庇什格律进行策反；在弗朗什–孔代和南部地区，王党竭力准备暴动，以迎接外国入侵。舒安党于牧月初又拿起武器，以配合亚多瓦伯爵在泽西设立的联络站的活动和响应英国终于宣布的远征。他们的暴动偏偏选错了时间，因为反法同盟正在瓦解。王党极端分子的冒险举事对革命反而有利。



三、热月党的外交
既然法国同欧洲仍处于战争状态，革命政府的垮台、经济统制的放弃和货币的破产自然给军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军队中不断有违抗命令和临阵脱逃的事情发生：在共和二年，逃兵要受追究，到了共和三年，却听任他们回家，参加巴黎各区纨袴子弟的团伙，甚至投靠王党和舒安党。其中许多人当然有各种借口。祖国已不再处于危急之中。战争也似乎暂停进行。而且，在大举征兵命令发布的周年日，年满十八岁的未婚男子不再应征入伍：唯独1793年入伍的士兵将无限期地在军队服役。总之，从3月起，军队名义上有一百一十万人，而真正在编的只剩四十五万，缺额现象在夏季变得更加严重，因而法军在莱茵前线终于丧失了兵员众多的优势。物资和装备状况也大同小异，军需的制造和运输已交给商人经办，但又不能给商人付账。
幸而，军队的混乱没有立即影响战局，热月党仍能占领荷兰以及几乎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正当法国已无力同反法同盟作战时，反法同盟却自行瓦解了。正当法国陷于被迫谋和的绝境时，许多敌对国家也同样急切地希望和平。普鲁士自1794年11月起开始在巴塞尔同法国谈判；身在巴黎的卡莱蒂伯爵有意代表托斯卡纳进行谈判。最后，西班牙也联系谈判事宜。
热月党打算同各国分别进行谈判，以便分化敌国的同盟。此外，全面谈判会旷日持久，英国和奥地利会趁机从中作梗。热月党还打算建议普鲁士和西班牙同共和国采取联合行动：这是丹东外交的复活，也是反奥传统和家族同盟的复活。丹东的政策在1793年春不但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而且使法国的处境更加危急，因为在当时，法国连战连败，国土遭到了入侵。如今，军事胜利使丹东的政策不但变得无害；而且完全可能被接受。实际上，能否如此迅速地使各国国王答应同弑君者握手言和还是个疑问，但人们可以试一试。
无论是和谈或结盟，热月党都打算以此为手段，迫使以奥地利为首的其他参战国放下武器。至于其他参战国能坚持多久，这取决于法国的条件。英国肯定会在最后才肯让步；如果法国企图吞并已占领的大片土地，即使经过多年以后，英国也还不肯善罢甘休。国民公会在1793年不由自主地把法国版图扩展至“自然边界”，并兼并了萨瓦、尼斯、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共和二年的救国委员会大概认为，在未经公民投票通过和具有宪法效力前，这些决议与己无关。但在热月九日事变后，这些决议迅速成了派别之争的焦点。反革命派大肆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国民赞成他们的主张）和放弃占有的外国领土（这一立场是由他们同敌人的勾结所决定的）。共和派则谴责这些“恢复旧边界”的论调是叛卖，他们力图把取得自然边界同保卫革命联系在一起。
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激发民族感情，命令把甘愿忍受奴役的人民当作敌人对待。出于对国家的安全、利益和荣誉的考虑，人们终于把自然边界作为军事胜利的保障和奖励而肯定下来。何况，军队决不会同意放弃自然边界，而军队在共和国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即使革命政府恐怕也难以解散军队，在共和三年危机四伏的岁月，这更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何况，正因为共和精神在军队中保存得最好，热月党才号召军队保卫国民公会。如果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军队，就必须使军队有仗可打。尤其，现在军队反而成了国家的供养者。在军队的保护下，有关部门把被占领国家的物资，包括艺术品在内，统统搬回法国；救国委员会曾发出通令，对于人们把被占领国家同法国合并的愿望要置之不理，因为立即实行兼并会妨碍搬迁工作的进行。热月党撤销了原有的搬迁部门，斥责雅各宾分子的劫掠行为；法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的亚琛分别设置了行政机构，莱茵地区被划分为七个县；这两个行政机构向地方当局强制征集实物，支付指券，在1795年前始终按限价付款。指券在巴达维亚共和国也实行强迫流通；热月党在同该共和国谈判中，首先强调战争赔偿，把该国的大批热那亚汇票和瑞士支票据为己有，以应付莱茵战役和阿尔卑斯战役的军费开支。在把被占领国家的油水榨干后，法国又跃跃欲试地企图实行兼并，防止当地反法情绪的抬头，进一步再征服其他国家，以保证军需供应和充足国库资金。这样，困难自然越来越大，而热月党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
最初，他们对1793年的兼并避而不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他们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并不在有关萨瓦和尼斯的问题上，而在于如何对待比利时，特别是莱茵河左岸地区。在征服和放弃之间，还有另一个方案，即根据战略需要局部调整边界：只要把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那慕尔和卢森堡）并入法国版图，法国的安全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因此，温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都热衷于这个中间方案。对于比利时，共和派普遍主张实行兼并。但在1795年夏季，都埃的梅兰和蒂翁维尔的梅兰等人都认为莱茵地区的日耳曼居民不可能被法国所同化，反对把该地区并入法国；另方面，亚尔萨斯人勒贝尔则坚持主张兼并，认为不把莱茵地区并入法国，就不能保证亚尔萨斯不受外来的入侵；西哀士则决心把国界推向莱茵河边，以便利用普鲁士由此取得的补偿，调整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这些问题一直拖到督政府成立仍迁延未决。由于热月党人始终拿不定主意，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同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协定虽然没有就上述问题作出任何决定，却为热月党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们从此同反法同盟诸国怀有共同的意图，只要自己能得到一点好处，就可以谈判讲和。人权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被兼并地区的人民所能获得的利益掩盖着各有关民族将遭受的践踏。救国委员会同托斯卡纳缔结和约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1795年2月19日终于被国民公会所追认。该委员会在风月二十七日（3月13日）还争取到了起草秘密条约的全权，签订的条约从此不再提交国民公会批准。



四、巴塞尔协定和海牙协定（1795年4月至5月）
普鲁士的使者梅耶因克于1794年11月22日到达巴塞尔，但谈判并无进展。弗里德里希–威廉愿意谈和，却不知如何谈好。像往常一样，他周围的大臣分成对立的两派，而他则在两派之间摇摆。一味追求领土利益的大臣把注意力集中在波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同法国立即单独媾和。他们不打算防守美因兹，如果法国坚持要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们认为正好借机要求向德意志帝国方面扩展。在这些问题上，豪格维茨同其他大臣现在是一致的。相反，当时主管普鲁士在法领地的哈登堡却力排众议，指出国王不该在德意志帝国中一意孤行，从而丧失自己对其他王公的影响。他只同意全面媾和，或至少由整个德意志帝国对法媾和。12月22日，帝国议会要求由普鲁士居间对法谈判；莱茵的王公也希望和谈。巴伐利亚对奥军进驻曼海姆处处刁难，不给支持，致使该城于12月24日投降。哈登堡主张保护其他王公的利益，希望以此扩大普鲁士的势力；但是，为了争取王公们的信任，他必须首先排除肢解德意志帝国的一切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汉诺威王族，大臣们纷纷指控他把德意志帝国置于普鲁士之上。普王仍不甘心同弑君者妥协和抛弃盟友，因而乐于听从哈登堡的意见。
其他大臣的主张终究占了上风，因为促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进行和谈的理由丝毫没有减弱：普鲁士在东线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攻陷华沙后，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波兰又为所欲为，到处推行恐怖统治；大肆逮捕爱国派贵族，把他们遣送到西伯利亚流放，没收被流放的和逃往国外的贵族的土地，分封给她的宠臣。她决心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瓜分波兰，以便把俄国边界推进到布格河一线；她并不打算把普鲁士完全排斥在外，因为这样会引起普俄两国兵刃相见，而她对此既不愿意又无可能，打一场俄土战争更合她的心意。何况，尽管内部分歧重重，三国狼狈为奸的局面毕竟依然存在。叶卡特琳娜始终希望粉碎法国革命；为了牵制普鲁士，她本应该让奥地利也同法国和谈。无论如何，她决意把弗里德里希–威廉限制在一隅之地，而把普军占领的帕拉丁地区的克拉科夫和桑道米尔划归奥地利。叶卡特琳娜缩小普鲁士占领区既能恢复德意志两强之间的均势，又能不付任何代价同奥皇实现和解。自年初以来，图古特接二连三地向圣彼得堡表示善意，聆听女皇的意旨。他在1794年11月29日给路易·科本泽尔下达的指令中表示，只要俄国女皇赞同奥国用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并从法国方面或威尼斯方面额外割取一块土地，奥国准备承认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对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图古特强调必须扼制普鲁士的野心和让奥地利同时取得克拉科夫、桑道米尔以及卢布林和腊多姆。双方毫无困难地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1795年1月13日签订了协定。协定的前半部分事后向普鲁士作了通报，确定了解决波兰问题的最后方案，仅同意分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北部，以涅曼河和布格河为界。后半部分准备暂时保密，由奥国作出保证，在未来的对土战争中同俄国结盟。自8月以来被撂在一边的普鲁士大使陶恩青已把俄奥密谋通报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因而于1794年12月18日决定把众所周知的亲法分子戈尔兹派往巴塞尔。在准许巴特勒米开始谈判前，救国委员会要求对方先派人来巴黎接洽：它想亲自摸清普鲁士的意图，并想借以表明，是普鲁士主动要求和平，从而加强自己的威望。因此，哈尼埃于1795年1月6日来到巴黎，听取共和国方面的观点；几乎就在同时，莫伦道夫放弃了美因兹和向威斯特伐利亚撤退。巴特勒米于是接到通知，普鲁士准备同意法国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兼并。救国委员会为诱使普鲁士作出不再反悔的保证，向哈尼埃表示可让普鲁士获得补偿。巴特勒米起草了协定草案；为了铺平道路，他特意指出，此项条款暂时保密，因为要奥地利割让土地的问题势必等到德意志帝国同法国缔结和约后才能解决。
可是普王仍在犹豫。英国派人在柏林活动，但还不敢出钱收买，因为收买反而会促使普鲁士倒向法国一边。在这期间，戈尔兹于1795年2月5日去世，普王选了哈登堡接任谈判代表，这显然是主战派的一个胜利。哈登堡确实竭力拖延和谈，设法延至3月18日才到达巴塞尔，并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企图确保普鲁士的中立和使普鲁士至少同部分王公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要划定一条分界线，使作战双方在包括汉诺威在内的德意志帝国北部地区脱离接触。救国委员会大声提出抗议；芽月十日（3月30日），尽管在威斯特伐利亚还有八万名普军，救国委员会一致主张对普鲁士下达最后通牒。哈登堡对此正求之不得，便利用法国的反对竭力拖延时间。但在3月31日，国王发信通知哈登堡，只要法方有所让步，便应立即谈判签约：国王急于要把威斯特伐利亚的军队运往波兰。巴特勒米没有把救国委员会的最后通牒送达对方，断然承担责任，于芽月十五日至十六日（4月4日至5日）夜间签署了和约。巴特勒米的处置显得尤其恰当，因为芽月十二日事件已使救国委员会改变了主意。救国委员会确实感到高兴，因为普鲁士是承认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国。但往深处一想，有人又拉长了面孔。普鲁士对外仅宣布了中立，它甚至依靠分界线保护了汉诺威。巴特勒米正确地指出，分界线也保护着荷兰，而根据秘密条款，弗里德里希–威廉抛弃了陆海军统领。
实际上，救国委员会所以下令加快完成巴塞尔的谈判，这是因为它怀疑荷兰会依赖普鲁士。达代尔斯和省三级会议于风月二十日（3月10日）派往巴黎的代表勇敢地拒绝了救国委员会的严酷要求，声称他们曾对本国同胞作了保证，要用他们对法国的忠诚换得共和国的宽宏。他们于芽月十日接到了最后通牒，并立即获悉巴塞尔协定已经签订。勒贝尔和西哀士动身前往海牙，迫使荷兰于花月二十七日（5月16日）签订和约。荷兰割让了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和文洛，并与法国订立了攻守同盟，答应扩大海军和陆军，并供养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占领军至战争结束。尤其，荷兰还偿付了一笔高达一亿荷盾的赔款。此外，为了整顿货币，荷兰不得不自己掏钱赔偿三千万里佛的指券。在卷入对英战争后，荷兰立即被夺走了部分殖民地，贸易因此大伤元气。
与此同时，巴特勒米同西班牙的使者伊利奥特在巴塞尔开始了会谈，谈判同时也在巴约讷举行。戈多伊在黑山战役前进行的试探无非是想在法国南方为路易十七开辟一个王国和恢复忠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救国委员会方面则要求取得吉普斯夸、圣多明各和路易斯安那。路易十七的夭折使第一个困难自动消失；接着，蒙赛发动了攻势，打破了西班牙中部防线，把左翼推向毕尔巴鄂，沿埃布罗河占领了维多利亚，直至米朗达。基贝隆之战终于使救国委员会降低了要求。法国满足于对方宣布中立，仅从西班牙方面取得圣多明各。
剩下的问题便是同奥地利和谈。在这方面，成功的希望看来不大。图古特在穑月刚拒绝了救国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提出的条件总是过高。叶卡特琳娜在听到关于巴塞尔和约的消息时非常愤怒，当即向不久前并吞的库尔兰地区增兵四万。至于皮特，除了在伦敦已答应给奥地利一笔贷款外，又把他笨拙地拒绝给予普鲁士的补贴送给奥地利。英奥两国于5月20日订立了一项新的同盟协定，英国答应出资六十万英镑，供奥地利维持二十万军队之用。俄国于9月28日在同盟协定上也签了字。图古特在其盟国的撑腰和保护下，对在波兰分得的土地也心满意足，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去恢复比利时。然而，关于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决定尚未通知普鲁士，图古特对威尼斯也还怀有觊觎之心，假如法国提出平分尼德兰的方案，他或许会同意接受。可是，救国委员会既然排除这个方案，它至少可以试图联合德意志帝国的各王公，使奥地利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哈登堡在花月二十八日（5月17日）签署了划界而治的协议后，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帝国议会于7月3日决定接受普鲁士的调解，在保证帝国完整的基础上同法国缔结和约。奥国皇帝对这一决定持保留的立场；假如皇帝断然拒绝，王公们无疑会不听他的号令，黑森–卡塞尔诸侯国于8月28日已作出了榜样。哈登堡指出，一切都取决于法国，只要法国放弃莱茵地区的领土要求就够了。巴特勒米对此正中下怀，而救国委员会则在牧月和穑月仍下不了决心，都埃的梅兰认为兼并莱茵地区不无缺点；程度不同地追随君主立宪派的奥布里、昂利–拉里维埃尔、加蒙、布瓦西·唐格拉斯则坚持恢复原来的边界。但是，勒贝尔和西哀士在雾月回到了救国委员会，兼并的主张在委员会中又占了多数；恰巧在那时候，君主极权派和英国开始策动叛乱，这反而稳定了国民公会中平原派的革命感情。



五、共和四年葡月十三日事件和基贝隆之战
温德海姆于1794年7月参加政府后，英国政府中终于有人明确主张推行出征旺代和布列塔尼的计划了。邓达斯反对这一计划，皮特表示冷淡。他对保王党给予反法同盟的帮助不屑一顾；从1794年10月起，他派驻巴塞尔的代理人维克海姆用巨款资助君主极权派和君主立宪派。皮特个人希望君主立宪派能取得成功；因为热月党打算恢复选举制，和平复辟的希望又重新抬头。如果君主极权派坚持动武，皮特预计这类行动必遭失败，他并不愿意去牺牲原已感到不足的那一点兵力。但是，在普伊泽的怂恿下，皮特终于作了让步。普伊泽虽然属于君主立宪派，却建议招募几团部队搞一次登陆行动，兵员大部分来自德意志各国的流亡者，也有一些自愿入伍的囚犯。
英国海军击败了维拉雷的舰队，穿着英国军服的埃尔维利师于穑月九日（6月27日）在基贝隆半岛登陆。因埃尔维利和普伊泽争夺指挥权，登陆行动耽误了时间，第二批登陆部队松勃勒依师于7月中旬方才行动。奥什从截获的情报得知这些行动后，挫败了舒安党的计划：舒安党仅搞了几次偷袭，绝大部分居民没有起来响应。共和军挖壕设防封锁了半岛，于热月二日至三日（7月20日至21日）晚间突破对方防线：流亡者或者被俘，或者跳海逃命。军事法庭下令枪决了七百四十八名被俘者，其中四百二十八名为贵族。另一支登陆部队占领了耶岛，亚多瓦伯爵一度在那里出现。沙列特为配合流亡者的登陆，重新展开了军事行动。但伯爵不敢冒险向大陆发展，部队于12月被运回英国。从长远来看，整个事件的结果只是挑起了一场新的旺代战争。
但在当时，群众中的反应相当强烈：人们对王党的危险不能再视而不见。在7月14日的周年纪念日，《马赛曲》又大声高唱，无套裤汉和士兵又到处追捕“黑衣领”。平原派仍未同右派决裂；《人民觉醒报》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国民公会于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8月8日和9日）又下令追捕了富歇等六名山岳派分子。此外，布瓦西·唐格拉斯于穑月五日（6月23日）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国民公会一致同意对草案的讨论一直进行到果月五日（8月22日）。同一天，国民公会还决定，被控告和逮捕的议员将不能参加未来的立法团；次日，国民公会勒令取消各平民团体。
宪法应由公民投票批准，然后再选举新的议会。出于保住个人地位的考虑，热月党人猛然觉察到，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并非是那些手持武器反对共和国的王党分子，而是准备通过选举取代国民公会的那些隐秘的王党分子。热月党人虽然已排斥了山岳派，但国民公会毕竟要对以往的一切负责；在镇压恐怖主义分子方面，热月党人不如王党那么坚决。更何况，货币危机和饥荒都会使任何多数派陷于绝境。通货膨胀犹如决堤之水已无法控制：在取消限价时，纸币流通额约为八十亿，到了雾月一日（1795年10月23日），估计高达二百亿。由于许多地区农业歉收，人们为保证市场供应，被迫恢复了粮食征集制和关于必须在市场出售的规定。根据共和四年葡月七日（9月29日）法律——一直保留到1797年为止，除不再实行限价外，粮食仍按共和二年的办法由国家统一管理。这使议会很不得人心。
因此，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果月五日和十三日（1795年8月22日和30日）决定，新任议员的三分之二共五百名必须在原国民公会议员中产生；在产生方式的问题上，由于意见不一，便同意交给选民挑选，但又指出，如果选民不遵照以上比例选举，连任的国民公会议员可自行聘任，补足缺额。因此，议员聘任制虽然在共和八年才正式实行，但人们实际上早已想利用这种方式来排挤民主派和王党，使忠于革命和共和国的“缙绅”得以当选。可是，右派投票赞同宪法恰恰是为了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因此在整个法国，右派的拥护者对国民公会规定的选举办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宪法恢复了选举保证金制度，但公民投票却由全民参加，陆军和海军也不例外。投票结果表明宪法获得多数拥护。由于新政权迟早总要把反对派排挤出国民公会，许多反对派大概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宪法，或至多表示弃权。共和四年葡月一日（1795年9月23日），国民公会宣布宪法及其附属条款均已被通过。
在巴黎，骚动日益发展。在勒佩蒂埃区（位于交易所附近，银行家和投机家聚居的街区）的带动下，巴黎各区创议成立联区中央委员会，并邀请共和国的各初级议会响应首都的创议。果月二十七日（9月17日），夏托纳夫–昂–提姆雷区发生了暴动。在这样的威胁下，平原派与右派决裂：它重申针对流亡者和神甫的各项法律，于共和四年葡月七日（1795年9月29日）通过了有关信仰问题的新法律，强迫神甫承认人民的主权，并明确规定，凡反对出售国有产业或主张复辟君主制者，将受到刑事处分。平原派不再轻视无套裤汉的支持：葡月十二日（10月4日），它撤销了关于解除恐怖主义分子武装的措施，从而点燃了火药的引信：王党于葡月十三日发动了暴动，所有害怕革命政府反扑的人都追随了王党。
军队再次进行了干涉。由于军方的首脑默努对反对派相当迁就，巴雷尔再次挺身而出，拯救了国民公会。他让当时闲住巴黎的波拿巴充当副手，后者采取果断的行动，粉碎了暴乱，并为自己的发迹作了准备。镇压行动并不严酷，仅枪决了两名暴乱头目，但事件本身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国民卫队被解除了武装；巴黎处于军管状态：巴黎的革命作用从此结束。平原派对右派积恨未消，逮捕了三名右翼分子。弗雷隆前往普罗旺斯制止白色恐怖。据认为，于葡月二十日（10月12日）开始的选举仅保留了三百七十九名国民公会议员，而且几乎全都是右派或有追随王党的嫌疑。因此，有人主张全面否定这次重选，塔里安甚至要求采取“救国”措施。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骚动逐渐趋向平稳。国民公会只是在雾月四日（10月26日）的最后关头才同意实行大赦，释放已被逮捕的原国民公会议员和许多恐怖主义分子。虽然如此，就像热月九日事变后一样，全体爱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王党分子；罗马教会的要求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要求的推动下，又开始实行独裁制。
王党的反扑所造成的结果还不限于此：共和派态度的转变对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1795年战役和兼并比利时
由于士兵生活条件日益恶劣和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茹尔丹和庇什格律率领的桑布尔–默兹军团和莱茵军团自冬季以来驻足不前。庇什格律如今背叛了热月党，开始接受孔代亲王的补贴，这使热月党的力量大大削弱。孔代亲王的收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庇什格律不敢交出胡宁格一地。但是，庇什格律不同茹尔丹一起利用现有条件准备进攻，这对敌人至少也是一种帮助。
到了8月，作出决断的时候来到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同意了帝国议会关于在尊重帝国完整的条件下实现和平的议案。哈登堡重申，如果法国不放弃对莱茵地区的领土要求，普鲁士就不能同法国结成联盟。然而，瓜分波兰的协议导致了奥普两国的不和：1月3日协议终于在8月3日通告了柏林，两国接着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救国委员会本可以放弃莱茵地区，同奥地利缔约谋和。可是，革命精神在基贝隆战役后有了新的高涨，兼并主义倾向占了上风，因而唯一的出路仍是战斗到底。明确的作战命令接着下达给了将军们。
果月二十日（9月6日），茹尔丹强渡莱茵河，克勒腓因退守迈恩河，使美因兹失去防御能力。庇什格律本可从曼海姆出击，抄克勒腓的后路；但他没有集中兵力，仅派两个较弱的师进攻，结果被敌军坚决的抵抗所击退。两位将军于9月27日会晤后，向救国委员会请示行动方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
应该承认，救国委员会正忙于监视巴黎各区，无暇顾及前线的军事。但是，它却抽出时间准备吞并比利时。都埃的梅兰刚提出这一建议，就得到了卡诺的赞同。右派纷纷提出抗议。勒萨日指出：“救国委员会怎么竟成了强盗窠？”他把罪责加在山岳派头上，忘记了兼并政策的发明权应属于吉伦特派。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葡月九日（1795年10月1日）接受了关于吞并比利时的提案。此外，梅兰还主张把边界推向莱茵河一线，但又说此事可待全面和平实现后再作决定。
过后不久，事态表明这一和平不会迅速到来。在10月初，武尔姆泽尔从上莱茵赶到曼海姆城下；克勒腓也把茹尔丹打回了莱茵河彼岸，并击溃了围困美因兹的部队。庇什格律不再轻举妄动。在11月，奥军反守为攻，进入帕拉丁地区，迫使法军退回凯什河，并夺回了曼海姆。在这期间，俄国加入了英奥同盟，普鲁士国王在无奈中于10月24日接受对波兰的第三次瓜分。普国分得了华沙和纳雷夫河以北地区。图古特在东线已无后顾之忧，在西线也取得了胜利，并夺回了莱茵河左岸地区，因此他全力准备春季战役。不能用武力实现和平的热月党人也把目光转向并吞别国领土上，不再考虑和平。可是，他们将付诸实施的宪法是否允许他们把战争打下去呢？



七、共和三年的宪法
国民公会在其生存历程中所出现的反复，在议会史上也是极其突出的；它所推行的政策是那么自相矛盾，因而乍一看来几乎不可能找出其连贯性。但是，有一项政策毕竟是共同的：第三等级决心维护它在1789年对贵族的胜利。制宪议会与国民公会之间的鸿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深；从这一观点看，甚至山岳派也主张实现革命派之间的团结。
在山岳派看来，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都要求有一个集权的政府，只要战争尚在进行，革命派就必须实行专政。山岳派一方面依靠无套裤汉建立革命专政，另方面准备实现社会民主。第三等级内部出现了分化。按照制宪议会的想法，1789年革命已奠定了自由，并赋予大资产阶级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力。国民公会大多数成员的想法与此没有什么不同。这里暴露了热月反动的重大意义：它只是结束雅各宾专政和恢复制宪议会传统的过渡阶段而已。制宪议会的君主立宪派同热月党的共和派虽然在行政首脑的名称和职权问题上似乎有分歧，但在起草共和三年的宪法时，他们却一致同意必须重建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并且要让“缙绅”，即让富裕的产业主掌握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布瓦西·唐格拉斯说：“我们要让最优秀的分子来治理国家，而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也就是最有教养和最关心维护法律的人。除去个别例外，你只是在产业主中间才能够找到这类人，因为产业主关心其产业所在的国家，关心旨在保护其产业的法律和社会安定；他们依靠自己的产业和富裕而能够受到教育，教育又使他们能够明智地和公正地来衡量决定着国家命运的法律的利弊……一个由产业主治理的国家必定是个法治社会，一个由非产业主统治的国家必定流于自然状态。”
这个观点对热月党人的施政方针起了重大的影响。像山岳派一样，忠于十八世纪精神的热月党人继续在准备制订民法和统一度量衡；他们还恢复和新建了一些科研和高等教育机构：经度局、自然博物馆、法兰西文物馆、多种技术学校和医科学校。国民公会在临近解散前，还决定成立了法兰西学院。但是，他们为培养门生后辈而下令在各省开设的中心学校只对资产阶级子弟开门；他们在共和三年减少公立小学的数量后，又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通过法案，取消了小学教师的津贴，使公立小学陷于破产。在国家财政拮据的借口下，布瓦西·唐格拉斯等许多热月党人实际上认为，不宜把穷人的孩子培养成“一小撮寄生的野心家”。他们还以财政为理由取消了国家济贫机构。在民法草案未被正式批准前，他们通过了试行草案，放宽了共和二年的遗产继承法，不再把国有产业分割出售，甚至曾提到停止平分公有土地。
共和三年的宪法既标志着热月反动的圆满成功，又为反动势力的发展作了准备。在作为宪法前言的《人权宣言》中，“人生来是和始终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权利”这项著名的条款因担心造成危险的后果而被取消了。1793年宣言中被认为可能适用于社会民主制的条款也统统不见了；至于经济自由，那自然得到了明确的肯定。最后，宣言又加上有关公民义务的内容，虽然一部分公民参与制订法律的权利被横遭否定，但全体公民却接到了必须遵守法律的命令。
选举已不再实行普选制。热月党人在某些方面比制宪议会更讲民主：他们在立法选举的问题上虽然取消了诉诸人民的办法，而重建了简单代议制，但他们在立宪问题上仍征询民意，仅要求积极公民纳付一定数额的税款，是否纳税甚至也听凭自愿。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选举仍以两级投票的方式进行，由积极公民指定的选举人拥有的地产收益必须高于居民总数为六千人以上的市镇中二百个劳动日的价值，其住房的租金高于二百人居住一百五十天的房租或拥有二百人以上的农庄。因此，约三万名选举人符合以上的要求，他们必然地都是从缙绅中选出的，选举人无须缴纳保证金，选举产生立法团，下设两院，其好处是，现在不必担心因出现贵族院而带来的弊病。“五百人院”（议员年龄不低于三十岁）投票通过“决议”，再交给由二百五十名年龄不低于四十岁的议员组成的“元老院”认可和制订成法律。至于政府，则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数为当选人数的十倍）确定五人（年龄也不低于四十岁）组成“督政府”，督政府任命各部部长，部长仅对督政府负责。
热月党人采取了针对雅各宾派和反革命派的预防措施，尤其针对前者。他们决定，在巴黎和各大城市不再成立“公社”，不再设置市长，而采取划市为区的办法。城防部队将负责保护政府和议会，元老院还有权决定将政府和议会迁出首都。俱乐部已获准重新活动，但其作用仅限于普通的公众集会。立法团获得了暂停出版自由一年和批准搜查的权力。督政府有权不经司法当局直接下令逮捕谋反的嫌疑分子。由于内战仍在进行，反革命派处境毕竟最为恶劣：针对流亡者和神甫的非常法依旧有效；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法律进一步禁止流亡者亲属担任公职，流亡者的财产遭到封存。此外，针对雅各宾派的各项措施对主张君主极权和君主立宪的王党也同样有效。
总而言之，在热月党人看来，只有排斥共和国的创始人，共和国才能生存；只有使部分资产者不能掌权，共和国才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只有打着自由的名义，共和国才能保持专权。他们的敌人对他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国民公会给法国仅留下破产和战争这一种选择的条件下，他们究竟能争取到多少人的拥护？采取选举制对热月党人无疑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关于保留三分之二国民公会议员的法案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他们曾指责山岳党人停止选举和建立专政，而他们恢复选举却只是为了在选举中作弊；他们离采用简单的议员聘任制仅一步之差。如果他们在未来的选举中遭到失败，他们将只能通过政变和重建专政来保住政权。
由于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仍在继续，能否维持政府的稳定，使之迅速果断和行动坚决，这又是一个关键。选举每年都举行，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二分之一的市镇当局，以及督政府和州级行政长官的五分之一。尤其，资产阶级为了防止使国家成为万能，故意增设互相独立的权力机构。热月党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宪法赋予督政府广泛的权力：根据“调节权”，它可以在外交、军事、警务等方面任意发布政令，并对州级行政当局严加控制。随着各州当局和市镇当局改由选举产生，地方分权的倾向有所抬头，督政府便加强政府的集权和控制。在各州首府，仅设立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行政中心”，县级建制被撤销；居民在五千人以上的城市仅设市镇官员，其他城镇一概设联络员和联络助理，在区的首府，由联络员会议组成市镇当局。督政府可取消地方当局的决议，免除地方的全体或部分行政官员的职务；在全体被免职的情况下，新的官员由督政府任命，否则，缺额通过聘任途径补足。它还有权任命特派员，常驻各州主持政务。虽然如此，这同雅各宾的或执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却相差甚远：税收仍掌握在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当局的手里，督政府不能支配财政收支。督政府除非采用特别军事法庭的方式，但还缺少足够的强制力，因为法官依旧由选举产生。更糟糕的是督政府同两院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保证。前者无权提出立法动议，并且同后者只有文书来往，不能延缓执行或取消两院通过的法案。后者除拒绝政府预算或对行政长官进行弹劾外，没有迫使行政当局接受其观点的任何手段，两院同各部部长不发生任何关系。那么，能否修改宪法呢？这是可以的，但这至少要等六年时间。因此，为了改变宪法，必须搞一次新的政变，而政变的结果也就使宪法不再继续存在。



第五编
革命的征服性进攻



第一章　1795年末的欧洲和革命
在法国革命与贵族的欧洲之间的冲突中，巴塞尔协定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从四面八方向法国进攻。法国革命能否支持得住呢？敌人以为革命必定要失败，革命政府却证明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在巴塞尔协定后，取得了胜利并壮大了的法兰西共和国开始向业已四分五裂的欧洲发动攻势。在热月党的领导下，共和国能否攻城略地呢？昨天的失败者萌发了新的希望。



一、中立国和反法同盟诸国
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国利用中立地位谋得了利益，如今，普鲁士、西班牙和托斯卡纳也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来。特别是普鲁士，它在军事分界线后面把北德意志诸王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为能筹组北德意志邦联而庆幸，因为肢解德意志帝国对普鲁士是有利的。至于荷兰，它现在已落在法国人的手里。于1795年夏末重整旗鼓的反法同盟，主力只剩下英俄两国。
反法同盟的骨干始终是英国，它出钱收买大陆国家，争取它们继续作战，自己则集中部队和船舰控制海面和占据殖民地。叶卡特琳娜二世也只顾自身利益，她名义上加入了反法同盟，竭力主张对革命进行十字军征讨，但总让别人去打头阵，自己则满足于给奥地利一点钱和派几条船去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南德意志诸王公坐等入侵和投降；撒丁等着奥军开走，然后投降；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也纷纷避战。因此，共和国军队的作战对象只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
维也纳和伦敦的行动不十分协调。英国仅要求奥地利从法国夺回比利时和荷兰。除此以外，奥军便可尽力而为。图古特对尼德兰却偏偏兴趣不大，他对意大利甚至比对德意志更加关心，他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威尼斯的领地。作为一个帝制国家，哈布斯堡王朝同普鲁士一样具有多面性，只要能用遥远的比利时换得巴伐利亚或赛莱尼西姆的领土，它对这场战争也就无所抱怨了。在瓜分波兰结束和部队津贴可望解决后，奥地利就不再考虑和平了，除非法国放弃其占领地和让它自由行动。
英国在1795年末的情形不完全是这样。这并非因为英国自身面临威胁：这种担心只是在康波福米奥和约后才产生，英国的立场也在那时候才变得强硬起来。战争对统治阶级还是有利的。在国王的同意下，温德海姆和格伦维尔希望坚持到底，他们想利用伯克创导的这场十字军征讨，把扰乱社会秩序的分子从世界上消灭掉。皮特显得忧心忡忡。且不谈基贝隆和葡月十三日的失利，大陆作战的前景也并不光明：为了夺回比利时，图古特要求俄国出兵支援，要求英国许诺奥国能向荷兰和法国方面扩张领土和确保斯凯尔特河和安特卫普港的自由通行。尤其，国内的形势逐渐暗淡。在那以前，由于法国的竞争已被排斥，英国贸易欣欣向荣；虽然债务在增加，国家的财政状况却仍然良好，人们以为伦敦银行决不会被压垮。共和军的征服战和巴塞尔协定使局面发生变化；英国失去了对大批市场的控制，而法国在中立国当中又重新开始了贸易竞争。此外，1795年的收成相当坏：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民群众蠢蠢欲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接连举行；10月29日，英王乔治三世在前往出席议会开幕式时，乘坐的四轮马车遭到石块袭击。国王在演说中表示，如果法国提议，政府将同意谈判。



二、热月党人的举措
根据共和三年的宪法，督政府在缔结秘密协议时不得放弃共和国的任何一块国土；宪法并指出共和国的版图包括殖民地在内（塞内加尔因被遗漏，属于例外）。在热月党人看来，这项规定也适用于提交两院批准的各项协定：在这方面，他们的想法同雅各宾派是一致的。他们甚至进一步认为，共和四年葡月九日的法律实质上已同宪法一起由公民投票批准，因而原属比利时的九个州属于“宪法保护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同英国妥协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只要在海上和殖民地满足英国和在大陆确立巩固的和平，妥协是可能的。但是，法国人由于对资本主义实力的无知，始终把建立在信贷和出口基础上的大不列颠帝国看作是泥足巨人，因而特别不愿意承认“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1)对世界的霸权，更何况法国如今已占有荷兰和阿姆斯特丹银行，并打算迅速把西班牙争取过来。
此外，所谓“自然边界”的观点很可能成为实现大陆和平的障碍，图古特不愿因放弃莱茵地区而使帝国威信扫地。在这方面，热月党人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特别在1795年秋季战争惨遭失败后，许多热月党人更感到灰心。后来，两院和督政府本身都不顾勒贝尔的反对，表现得十分谨慎。总之，任何人都不想越过自然边界和再搞吉伦特派和埃贝尔派的宣传。但是，热月党人当时认为，在共和国版图有了扩大和可望与普鲁士、西班牙结盟的情况下，不宜在公开场合压低自己雄心勃勃的气势。
各国都已回过头来在搞传统的外交。双方都倾向和平，但又都等着对方降格以求地走出第一步。非正式的和谈探索毫无结果：一切都取决于下一场战役；但在反法同盟诸国看来，也取决于共和三年宪法将如何在法国执行。
 
————————————————————
(1)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是法国共和分子对英国表示蔑视的称呼。



第二章　首届督政府
共和四年雾月四日（1795年10月26日），热月党人交出政权，但又立即收了回去；热月党政权和督政府政权是一回事：同样的人，同样的目的，同样的手段。他们为破坏革命政府和迫害雅各宾派，终于通过了非常法和关于保留三分之二的国民公会议员的法令。首届督政府的历史同这些先行步骤是一脉相承的。



一、督政府的成立
按照法令规定，各州选举人大会首先提出占应选议员三分之二的一份名单：候选人均为原国民公会议员。但是，预计到最著名的反动派和温和派分子将在几个选区同时得到提名——果然，三十九个州提名朗瑞内，三十七个州提名昂利–拉里维埃尔，三十六个州提名布瓦西·唐格拉斯——又制定了高于原数三倍的一份补充名单；根据他们得票多少的顺序，补足原国民公会议员进行选择后余下的空额。在这以后，选举人再自由地选出最后的三分之一议员：在这部分议员中，除四人例外，原国民公会议员均被排除在外。
根据雾月六日公布的正式名单，史学家们以为仅有三百七十九名原国民公会议员继续当选。其实，选举结果在那天并未全部揭晓；由于选举的程序十分复杂，当时很少有人能作出十分确切的统计。约·苏哈托研究证实，共有四百一十三名原国民公会议员进入了新选出的两院，其中三百九十四名由选举人大会选出，十九名为科西嘉和各殖民地的代表，根据法律规定延长议员任期。由于立法团应包括五百名原国民公会议员，以上数字远未达到足额。已当选的原国民公会议员组成了“法兰西选举人大会”，在各州提出的补充名单中，以健康等理由为借口，任意剔除部分原国民公会议员，而让另一些原国民公会议员递补，毫不考虑由此产生的议席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由他们指定的新议员达一百零五人，其中十一人已经当选，因而实际上只保留了九十四人。在另外的三分之一新选议员中，只有四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当选，两院总共包括五百一十一名原国民公会议员。
各州选举人大会普遍赏识那些平庸之辈；“法兰西选举人大会”在指定递补人选时有点偏向左派；而另外三分之一新选的议员加强了右派（著名的君主立宪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势力。总的算来，在主张处死国王的原国民公会议员中，留任的有一百五十八人，比人们所说的要多，此外还有三十七人先投了处死国王的赞成票，后又主张缓期执行。这里应该补充指出，其中有些人已经改变了阵营。在我们比较有把握确定其政治观点的议员中，三百零五名是共和分子，其中多数为热月党人；一百五十八名是王党，其中多数属于自由派；在这两大部分中间，有二百二十六名忠于共和三年的宪法，只要当局采取温和的政策。可见，没有这后一部分人的支持，热月党便不能稳掌政权。于是，热月党在热月九日后不得不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曲意迁就，以免导致最坏的结果。热月党在葡月十三日的胜利一时使反对派慌了手脚，也使温和派感到紧张；他们因而顺利通过了督政的人选，这是一件大事。
除了为元老院敬服的五名“弑君者”——拉雷韦里埃、勒贝尔、勒图尔纳、巴拉斯和西哀士——以外，五百人院还提出了一份由二流人物组成的候选人名单。西哀士拒绝担任督政：他在热月期间曾建议在宪法中加上一些旨在削弱国家权威的条款，因这项建议未被采纳而怀恨在心；他坚持冷眼旁观，随时准备充当新政权的掘墓人。卡诺接替了西哀士。督政府同伟大的救国委员会一样，其内部关系不大融洽。一方面有集团中的铁腕人物勒贝尔，另方面有虽然为人正直、却既无才干又无威望的拉雷韦里埃，两人的意见远不完全一致，前者原是山岳派，后者是强烈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吉伦特派。同他们对立的有受勒图尔纳支持的卡诺。由于人们怀疑卡诺同情民主派，便让他主持作战事务；但思想保守、作风专横的卡诺后来却转向右派。作为热月九日和葡月十三日的救星而得到提拔的巴拉斯处在这两派之间，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靠，因为他从来只考虑自己，他周围的男女都有劣迹在案，自己又肯定贪赃枉法。
这五人组织了一个秘书处（后为波拿巴服务），设立了六个部，不久又增设了第七个部——警务部。都埃的梅兰先任司法部长，接着改任警务部长，该职后来交给了科雄。拉梅尔–诺加雷出任财政部长，直至共和七年。建立地方行政机关和法院要困难得多。由于各州选举人大会的会期不能超过十天，许多州未能完成选举任务，而宪法又不准举行非常会议，两院只得委托督政府补足缺额。在拒绝任职、辞职和免职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当某机关多数成员出缺时，督政府便掌握了挑选递补者的大权。督政府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行政命令甚至侵犯了两院的职权，即使两院提出抗议也纯属徒劳。
内战在继续进行。奥什平息了沙列特和斯托弗莱的叛乱，斯托弗莱被执行枪决。通过收缴居民的枪支，舒安党也被敉平。在6月，西路军已能解散，但仍有一些零碎的叛乱分子沦为盗匪。共和分子的团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允许雅各宾派重开俱乐部（首先是先贤祠的俱乐部）和出版报刊（例如巴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甚至让他们在各地出任公职。但是，不到几个星期，货币危机又将打破和谐的局面。



二、货币危机与平等派密谋
当督政府成立时，通货膨胀达到了最后的阶段。票面一百法郎的指券仅值十五苏，物价在一日三涨。必须暂停国有产业的出售，并采取延期偿付的办法使债权人免于破产。货币流通量在四个月内增加一倍，总数达到了三百九十亿。人们连夜赶印次日所用的纸币。强行摊派的公债需等很长时间才能筹齐。指券在雨月三十日（1796年2月19日）被放弃。
立即恢复铸币看来也行不通，因为当时的铸币流通量据说仅三亿，而在1789年则至少有二十亿。金融家们表示愿意成立一个银行，负责国有产业的出售事宜，从而回笼纸币和向共和国提供贷款：这个超级银行只要接受金融家提前兑现的商业期票，便能使金融家增加其营业额。这一尝试仍遭失败：两院坚持把新发行的纸币掌握在自己手里。风月二十八日（3月18日），两院决定以国有产业作保证发行二十四亿“土地票”，用六亿里佛以三十比一的兑换率赎回指券，其余则归国库支配。土地票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兑换率全靠外国贷款维持。到了7月，已无人接受纸币。两院于是下决心恢复铸币，前一措施的主要结果只是把剩下的大部分国有产业奉送给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
冬季的日子更加难过，尤其农民不再服从征集制，以致市场上已见不到粮食。在农村里，无业游民沿村乞食，到处抢劫，即使出动国民卫队和发布死刑命令也不能阻止。据统计，共和四年，塞纳地区死亡一万多人，虽然进行了食物分配。由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使雅各宾派的指责显得更加可怕。被剥夺了被选举权的山岳派，特别是兰代，积极进行活动，反对银行家的计划；这一计划于风月三日（2月22日）被否决。督政府于七日以封闭俱乐部为报复，接着又下令追查雅各宾的报刊和撤销雅各宾分子的公职。因再次遭受迫害而进行密谋活动的雅各宾分子使热月的局面重新出现。
然而，这次在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领导下的革命行动具有崭新的性质。他们主张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并以“平等者密谋”作为团体的名称。从此，以乌托邦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从书本进入了政治历史。他们两人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尊崇个人的道德操守，曾使许多十八世纪的作家为之神往。他们认为，革命所宣布的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并不有效；他们深知地主占有土地的贪欲；共和二年实行的部分经济国有化，共和三年的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使他们的思想进一步成熟。巴贝夫主义带有时代的烙印：它主张农民继续经营土地和把收获送交公共粮仓。由于资本主义集中尚未动摇生产的个体性质，巴贝夫主义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而不是在生产上，这表明它仍是一种空想。虽然如此，它在许多方面具有先驱的性质：根据它的计划，革命将重视无产者的利益，并在无产者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被奴役的人民；鉴于不能依赖被奴役的人民，它把革命的使命交给少数起义者去完成，从而使马拉和科特利埃俱乐部关于人民专政的思想更加明确了。起义的秘密指导委员会成员看来接受了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思想，但大多数密谋分子并不主张共产主义，他们或者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坚持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小私有制，其中还有几个是企图重新夺权的原国民公会议员。密谋团体超出了民族的范围，在邦纳罗蒂的串联下，吸收了部分外国人参加，特别是意大利人和巴达维亚人。
卡诺接到告密后着手进行镇压，并拼命迫害其原来的斗争伙伴。巴贝夫和邦纳罗蒂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被捕；警察根据搜获的文件又逮捕了一大批人；8月末，把被告移交旺多姆高等法院审判。巴贝夫分子于果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9月9日至10日）夜间去格勒内尔兵营，企图争取士兵的支持，他们的计划被卡诺获悉：谋反者在骑兵的袭击下死伤甚众，大批被捕者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终审法庭事后宣布军事法庭无权判决，但三十一名被捕者已被处决。旺多姆高等法院于1797年2月才开始审判，三个月后，即共和五年牧月八日（1797年5月27日），巴贝夫和达尔泰被送上了断头台。



三、督政府的新反动
如同共和三年的热月反动一样，督政府分子与雅各宾派的决裂改变了政治均势。左派只是勉强地跟着走，右派势力正在抬头。由返回法国的斯塔尔夫人扶上政治舞台的本雅明·贡斯当主张联合君主立宪分子，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保守派。督政府罢免了反动分子所检举的官员，并委派他们推举的人接任。例如，维约被派往普罗旺斯指挥军事，以致白色恐怖在那里再度猖獗。右派在两院中要求撤销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律和雾月四日赦令，但仅取得了关于获赦者不得担任公职的禁令。右派尤其关心改善神甫的命运。卡诺也希望同教皇和解，当庇护六世在波拿巴的大军威胁下提出和谈要求时，他乘机予以接受。当时，达成事实上的和解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教皇的使者在皮包中装有一份要求教士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敕令。但他没有把这份敕令通知督政府，而督政府又要求教皇撤销1789年来有关法国事务的各项决定，谈判因而破裂了。敕令后来仍交给了督政府公布，结果再次加剧了顽固派神甫与宪政派神甫之间的冲突。在右派的坚持下，两院废除了雾月三日法律中关于对教士仍然严惩不贷的条款，但整个法律应否同时废除仍是个问题。忠于共和主义的行政官员否认有这样的必要。但根据科雄的命令，实际执行又变得对教士有利。信仰管制业已放弃。流亡者和被流放者可自由回国。国有产业已停止出售。
如同共和三年一样，新的反动对王党有利。在布兰肯堡的不伦瑞克公爵家里暂住的路易十八坚决拒绝同宪政派作任何妥协，这丝毫不能阻止部分王党在选举中获胜；另方面，他准许极权派王党采用暴力手段。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在督政府的警卫中进行秘密策动，事情暴露后，阴谋集团的首领勃罗蒂埃教士及其主要成员均被送进监狱，其中的杜凡纳·德·普累尔供出了英国和王党的阴谋，政府在果月十八日前始终不予公开。
此外，路易十八的奸细还组织了“秩序之友社”，宪政派王党丹德莱与舒安党人一起将这个团体改组成“慈善会”，并在波尔多打下了很深的根基。维克海姆出资支持办报和组织竞选宣传。但是，各个地区的反动分子也都根据各自的理由自发展开活动。
大多数国民对旧制度并不留恋，对路易十八也不关心。他们不再担心王政复辟，只想少付捐税和不再打仗。国内战争正日趋缓和，对外作战也接连胜利。舆论因而把实现国内和平、恢复安定和复兴经济置于首位。宗教纠纷令人十分担忧。许多顽固派神甫和共和分子所坚持的革命与天主教势不两立的说法对大多数国民已不起作用。宪政派神甫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以埃姆里教士为首的“顺从派”神甫把教会与世俗、宗教与政治加以区分，不再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关于在家庭和社会中必须以神的名义灌输道德和培养服从的信念——或毋宁说习惯和确信——使大多数法国人留恋传统的信仰。一些资产者奉行的旬末礼拜的公民宗教——例如，重新开张的共济会以及由书店老板什曼于1797年成立的和受到拉雷韦里埃保护的有神博爱教——不能打动群众，因为群众宁愿每七天而不是每十天休息一天。最后，宗教分裂甚至引起了家庭的内部纠纷。宪政派教会失去了一些阵地，但它依旧存在，并于1797年举行了全国主教会议。在某些城市，例如在色当，宪政派教会仍保持着上升的势头。罗马教徒为内部分裂而激怒，等级制度开始发生动摇。和平的魅力使好战的督政府所推行的政教分离政策也注定不得人心。
更多的人把货币危机和财政困难造成的种种恶果都归罪于督政府。土地票的灾难已使一次新的延期偿付成为必要，两院至今仍想方设法调和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对立。此外，对流亡者亲属的遗产问题，两院也感到左右为难。在通货膨胀后，接着又出现通货紧缩的困难：由于铸币不敷流通的需要，信贷几告枯竭，物价一落千丈；尤其，1796年的农业收成极好，因而粮食限价已能停止执行。这种情况使政府更难维持公共事业和应付军费开支。政府向两院指出，必须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和找到新的军费来源。两院对此不予置理，随意批准军事拨款，拖延增税法案，拒绝恢复间接税，同时对督政府横加指责，似乎政府只要节省支出，国库就能保证开支。右派打算通过切断财源，迫使政府接受和平。左派对政府百般挑剔，借以降低它的威信。左右两派都害怕选举人。虽然纳税人并不像人们所说那样逃避纳税，国家的财源却始终不足。至于军费，于共和五年雾月十六日（1796年11月6日）再次开始的对国有产业的拍卖成为唯一的来源。
督政府同以往的国王一样穷于应付。它坚持通过发放征用券来征集实物。尤其，它用官职为诱饵同形形色色的金融家作交易；对他们的贷款，督政府根据旬末确定的库存现金零敲碎打地予以偿还，由于国库出纳情况十分混乱，督政府自己对拥有现金的确切数额也不清楚。它还把一些国有产业，例如荷兰根据海牙协定交来的前摄政王的王冠钻石和“付款书”，出让给金融家，使他们能用以作典押，从而取得贷款。它允许金融家签发“通融票据”在银行贴现，国库居然愿为这种空头汇票作保。预售国有产业的凭证终于付诸流通，人们又回到了旧制度下的“预付制”，即把国有森林的采伐权和某些州的收税权交给债权人。供货的商人根据所冒的风险计算价格，借口他们必须应付穷职员的居间勒索而向国家大敲竹杠。当然，他们不免要贿赂公职人员，而且也不放过同政客打交道。巴拉斯和塔列兰等人贪污受贿已尽人皆知；乌佛拉尔和海盖洛不择手段的手腕也臭名昭著。迪戎公司和弗拉沙公司通过其与共和国的肮脏交易使督政府同自古以来所有在财政上染有污点的政府一样威信扫地。
普通百姓本已深受货币危机和银根紧缺之害，加上政府的贪污受贿，所受损失更大。一般的放款食利者倒了大霉：在他们收回的票据中，四分之一能否换成铸币取决于国家的支付能力，四分之三只能作为“征用券”用于纳税和购买国有产业。为了换取现金，食利者和农民只能把这些票据廉价出让给转手买卖的商人。全国的公用事业都残破不堪：宪兵因无力喂养马匹而将坐骑卖掉；道路因无力维修而毁坏严重；法庭、学校和救济事业完全由同样穷困的地方当局负担。没有钱就办不成任何事情，而钱照例应从纳税人那里收来。但是，困难和亏空照例都被看作是政府的过错。



四、共和五年的选举以及督政府和两院的冲突
督政府对反对派的宣传毫无反应。它也许以为，波拿巴的胜利会减少宣传的效果。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其中“常任议员”占半数——使右派获得大胜。在九十个州中，仅有一半仍忠于共和国；六十三个州推举了一百八十二名反动的或反革命的议员；二十个州选出了三十四名游移不定的议员；在十四个州，共有三十四名不同倾向的共和分子当选。庇什格律、维约、安贝尔·科洛美、罗瓦叶–科拉尔等人的当选充分表明，右派在选举中占了压倒优势。督政府发生了分裂：勒贝尔主张采取专政措施，卡诺倾向同新的多数派协商一致。凑巧的是，两院于牧月一日（1797年5月20日）用外交官巴特勒米代替了卡诺的朋友勒图尔纳的职务，使卡诺失去了后者的臂助，作为君主立宪派的巴特勒米处事缺乏魄力。至于巴拉斯，他将站在谁的一边呢？他对王党的劝诱毫无推拒之意。
在右派方面，他们在克里希俱乐部多次会商，仍不能对所应采取的策略达成一致意见。新任五百人院议长的庇什格律始终不敢冒险发动政变。君主立宪派听任舒安党发展，但拒绝给予援助。组成所谓“肚腹派”的那部分人宁愿等待时机。反动分子在外省气焰特别嚣张。“慈善会”到处建立据点。许多地方当局和法院纷纷设法镇压共和派。共和派也试图在巴黎和法国南部建立“宪政俱乐部”等抵抗团体。两院下令予以解散。
两院先撤销了禁止流亡者亲属担任公职的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律，随后又废止了有关惩治神甫的各项法律。仍然拥有众多议席的左派得到一些让步：为保持平衡，两院同意于共和四年雾月四日获赦的人也可担任公职，教士仍必须声明服从法律。在共和派看来，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右派力图夺去督政府维持统治和继续战争的手段。行政权力机关的瓦解为复辟作了准备，而在复辟前，这对自累欧本停战后开始谈判的英、奥两国说来也是莫大的帮助。为此，吉贝尔–德斯莫里埃于牧月三十日（6月18日）确实从督政府那里收回了全部的财政管理权，转而交给了充斥着反革命分子的国库。元老院否决了这项决议。但是，勒贝尔和拉雷韦里埃已下定决心作最后一次较量。
巴拉斯同他们是一致的。由于波拿巴把在昂特雷格的文件中找到的关于庇什格律叛变的证据交给了巴拉斯，显然，后者因此而害怕自己被王党所排斥。不能考虑动员人民的力量：拉雷韦里埃甚至不能像葡月十三日那样争取无套裤汉的帮助。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军队。督政府不能相信莫罗：莫罗听任王党在莱茵军团进行宣传；他在作战中从一名流亡者的行李里也缴获了对庇什格律不利的文件，但他在果月十八日前始终没有报告督政府。相反，波拿巴和奥什则表现得比较可靠。现在担任桑布尔–默兹军团司令的奥什离巴黎最近，他于穑月十三日（7月1日）率部赶回。然而，对三巨头的图谋一无所知的卡诺坚持通过更换部长同右派和解。穑月二十六日（7月14日），面对三名督政官的一致主张，卡诺深感失望：反动分子的亲信均被免职，而梅兰和拉梅尔则被留任。巴拉斯让刚从美国回来的、与他同气相求的塔列兰任外交部长。奥什出任国防部长。但其前任佩蒂埃赶紧向两院透露了有关调动部队的消息，危机因此进入了关键的阶段。
危机如何解决不仅关系着政权的存亡，而且决定着外交方针。反法同盟诸国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希望看到督政府的衰败。至于波拿巴，他之所以反对两院，无非是为了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



第三章　督政府与反法同盟
战争在继续进行，督政府为了养活军队、实现和平、保住比利时和自然边界，就必须先入侵德意志和意大利。但要从事这些新的征服，必定会产生新的危险。军队一旦远征，将领们便成为军队的主宰，共和国的命运将由他们来决定。此外，宣传的精神，各国难民的请求，以及某些将领以杜穆里埃为榜样在军需商的支持下推行个人政策，都促使法国在被占领国家废除旧制度，并像共和二年那样剥削这些国家，这就势必导致法国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占领。热月党在出兵争夺自然边界的同时，法国就注定要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如果能像对待普鲁士那样至少让奥国取得它所要求的利益，和平或许尚有一线希望。越过天然边界，也就排除了同奥国和解的任何可能，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在漫长的战争中订立几项停战协定而已。



一、拿破仑·波拿巴
督政府已看到了这些危险。勒贝尔坚持要统一莱茵地区，但坚决反对其他的兼并。在他的影响下，督政府在几个月内曾表示决心，征服自然边界以外的领土仅仅是为了换得别国对自然边界的承认。至于将领和军需商，救国委员会曾派遣特派代表对他们进行约束；督政府没有忘记这个先例，并设立了“驻军特派员”：儒贝尔和亚历山大前往北方军团和桑布尔–默兹军团；霍斯曼前往莱茵–摩泽尔军团；萨里赛蒂和加罗前往意大利。督政府最初在原则上只赋予他们监视权，但不久便委托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征集军费和镇压劫掠行为。他们的职权虽然小于原来的国民公会特派代表，但这已足以使他们同将领发生冲突。共和二年的革命法庭曾迫使将领服从国民公会代表的命令；如今，督政府本身的地位尚且不稳，特派员的后台不硬，便总是被骄横跋扈的将领所顶回。
一个偶然事件使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卡诺的计划，茹尔丹和莫罗应率领桑布尔–默兹军团和莱茵–摩泽尔军团朝维也纳方向发起主攻；由凯莱尔曼和谢雷率领的军力较弱的阿尔卑斯军团和意大利军团将相机夺取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但是，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风月十二日（1796年3月20日）派波拿巴接替了谢雷的职务，并让波拿巴首先发起进攻。由于革命影响已波及南德意志，督政府希望同那里的王公进行谈判；不出督政府之所料，奥地利于5月20日撕毁了去年12月在莱茵前线签订的停战协定，并从这里开始向法军进攻。波拿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敌军，这一胜利决定了他的未来。
拿破仑·波拿巴于1769年生在阿雅克肖，当时法国刚占领了科西嘉岛。他的父亲很早就归附了法国，在被承认为贵族后，他把拿破仑送进布里埃纳军校。拿破仑在军校毕业后获炮兵少尉军衔。贫苦无望的拿破仑全靠大革命才有了一切。但他对法国人深恶痛绝，最初只想利用革命之机，在帕奥里的领导下解放故乡和服务桑梓。帕奥里对波拿巴一家很不放心，宁愿同波佐·迪波尔哥家族合作，当他同国民公会断绝关系并向英国求助时，波拿巴全家被逐出科西嘉岛。正是那时，拿破仑才真正归化法国，为山岳派效劳。他在围攻土伦之战中崭露头角，接着指挥意大利军团打了萨奥吉乌和德戈两次漂亮的胜仗。他一度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而被捕和失去军职，在葡月十三日事变时才重上战马，并于风月七日负责封闭雅各宾俱乐部。五天后，他被任命为军团司令，离巴黎前娶了于1794年被处死的博阿尔奈子爵的遗孀约瑟芬·塔斯歇·德拉·帕热里为妻。如果说拿破仑对约瑟芬同巴拉斯的暧昧关系一无所知，或者说约瑟芬的影响对拿破仑没有帮助，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拿破仑确实狂热地喜爱着约瑟芬；卡诺一反常态转而赞同拿破仑的计划和任命他当军团司令，显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革命法国实行的全民皆兵打破了战争的种种限制，虽然卡诺并未真正领会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直至1796年，卡诺派了两个军团向德意志推进，结果被各个击破。拿破仑天才地制定了新的战略，他以空前的自信心把周密和合理的行动同无比丰富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他那指挥战事的高超技巧简直盖世无双，更何况他接连几年都遇到机会的帮助。早在共和二年，他指挥的意大利之役已初步具有以上的基本特征：平定皮埃蒙特，征服伦巴第，接着放下意大利半岛不顾，率部向维也纳挺进。



二、督政府的军事胜利和英国的惊慌失措
意大利军团占领了热那亚河的大部分地区，自从谢雷在拉乌诺一战得胜后，更控制了塔纳洛河上游以及通向博尔米达河的两处隘口。波拿巴集中法军三万八千人，猛攻驻守科利的一万二千名皮埃蒙特部队。博利厄指挥奥军三万五千人；由于法军第一旅正窥伺热那亚，企图夺取该城的钱财，博利厄赶紧前往阻击，并派阿让图切断法军后路。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博利厄既救不了科利，又救不了他的部下阿让图。波拿巴于1796年4月12日在蒙特诺脱击败了阿让图部，后者被逐出德戈后，与皮埃蒙特部队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奥热罗把皮埃蒙特部队从米莱齐莫逐走，塞律里埃则沿塔纳洛河向下游发展。于16日和18日分别在切瓦和圣米格尔应战的科利使拿破仑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因受到侧后包抄，科利最终退守芒多维一隅之地，并于21日向都灵撤退。革命军军威大振，奥国宫廷开始感到惊慌，便于28日在切拉斯科签订停战协定。博利厄退到特辛河；波拿巴利用奥军回渡波河之机，从背后包抄，在普莱桑斯进行偷袭，但预感到这一危险的奥军已经撤退，逃脱了法军的追击，仅留其后卫部队驻守阿达河。5月10日，洛迪的桥梁被拆毁。波拿巴回军进入米兰。撒丁国王已于5月15日签订了和约，并出让了萨瓦和尼斯。法军继续进军，一路势如破竹，直达明西奥河：曼图亚围城战即告开始。由于博利厄不尊重威尼斯的中立，一项协议把维罗纳交给了法军，并允许法军借道。帕尔玛和莫德纳两公国求得了停战。波仑亚和弗拉拉的教皇城市不费一枪一弹被打开。热那亚同意借款并对英国封闭港口。
到达米兰时，波拿巴的政策已经定型。他允许当地组织一个俱乐部，许诺米兰实行独立，并把意大利的三色徽授予国民卫队。但他也勒令富人交出二千万赔款，军队在驻地就食。矛盾立即表现了出来：居民进行了暴动，受到严厉的镇压，特别在帕维亚。法国不能指望意大利雅各宾派的支持，后者明确表示他们要对整个意大利进行革命的改造，使之成为统一的共和国。督政府指出它的意图恰恰与此相反：征服意大利只是得到一个抵押，在交回以前，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事后不久，督政府同罗马开始谈判，没有表示破除教皇世俗权力的愿望。它对获取战利品的关心是那么迫切，因而下令波拿巴让凯莱尔曼留守伦巴第，而要他亲自前往半岛索取偿金。当奥军准备卷土重来时，这个命令是愚蠢的。尤其，这使波拿巴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炫耀武力。波拿巴以辞职相威胁，督政府立即屈服了。然而，督政府的愿望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帕尔玛和莫德纳公爵以及教皇被迫缴纳了巨额赔款，手稿和艺术品的出让还不算在内。法军一个师占领了英国的主要贸易中心里窝那。波拿巴大约从意大利榨取了五千万里佛，督政府得到约一千万里佛。将军的解放事业因此大大加速。在抵达洛迪的当晚，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我看到世界在我的脚下陷塌，而我则在空中展翅飞翔。”一批军需商和趋利奉迎之徒在他左右追随不舍，其中有后来担任军团财务长的哈雷尔，以及通过买通约瑟芬而跟来的哈姆兰。波拿巴自己发了大财，军队成了他的私产：他给士兵发饷，一半用铸币支付，这是督政府对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
督政府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在整个夏季诸事顺利。茹尔丹于5月31日渡过莱茵河后，卡尔大公虽把法军击退，但未完全占领莱茵河左岸。在意大利战况传到后，正同莫罗作战的武尔姆泽尔率领部分部队前往意大利。孤立无援的卡尔便放弃了帕拉丁地区。莫罗于6月24日渡过了莱茵河。茹尔丹转守为攻，前锋抵达纳布河；莫罗则攻占慕尼黑。在意大利方面，从蒂罗尔河出发、沿加尔达湖两侧运动的武尔姆泽尔部在洛纳都首战失利，并于8月5日在卡斯蒂利奥内再战再败。回到特伦托后，武尔姆泽尔曾想绕布伦塔河谷进占曼图亚。波拿巴紧追不舍，迫使武尔姆泽尔躲在要塞内不敢出战。胜利者在雅各宾分子萨里赛蒂和加罗的协助下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把政府放在心上：10月15日，莫德纳和由教皇割让的管辖区组成了西斯帕纳共和国。但将军仍希望摆脱特派员；意大利的财力渐告枯竭，军队的状况开始恶化；萨里赛蒂已派往科西嘉，只剩加罗一人应付种种怨望。波拿巴于10月25日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委派伦巴第驻军司令巴拉盖监督全国行政事务，对特派员不再顾及。
同奥地利的情况一样，英国也在走下坡路。督政府于8月19日与西班牙结成了同盟：英国舰队在放弃科西嘉后离开了地中海，法军于10月重新占领了该岛，波拿巴在这方面已无后顾之忧。自7月以来，他一直在组织一次登陆行动，以配合沃尔夫·汤恩在爱尔兰的起义。关于法军即将登陆的消息于9月在伦敦引起了普遍的惊慌。经济状况也令人担忧。1795年末，汇兑率开始下跌；银行力图通过提高贴现率的办法维持汇率，但金融活动受到了相应的损失。更严重的是货币状况：1796年2月，银行的黄金储备降低到二百五十万。9月，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叶卡特琳娜二世于7日去世；她的儿子保罗一世即位后仅与普鲁士一国亲善，全靠俄国驻伦敦和维也纳的大使沃龙佐夫和拉佐莫夫斯基的努力，才勉强避免了绝交；反法同盟至少不能对俄国有所指望。这些可怕的打击迫使皮特决定谈判，督政府同意在利尔开始商谈：马姆兹伯里于10月14日动身。



三、1796年秋的失败
就在这时，形势已开始变得对共和国不利。茹尔丹和莫罗没有力争会师，卡尔大公集中主力先攻打茹尔丹，因行动迟缓，使桑布尔–默兹军团得以平安撤退；茹尔丹部于9月末渡过了莱茵河。卡尔大公着手切断撤退较迟的莫罗的后路，但他仍未能集中兵力采取迅速行动；莱茵–摩泽尔军团经瓦尔唐费尔转进，于10月26日到达胡宁格。奥军因此随时可以进入意大利的大部地区。可是，奥军仍坚持要夺取凯尔和胡宁格这两个桥头堡，攻守战延续了整个冬季。
奥军新任统帅阿尔文齐在同波拿巴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波拿巴陈兵维罗纳城下，在卡尔迪埃罗击败了敌军的多次猛扑。通过11月14日至17日的阿尔科勒激战，阿尔文齐终于迫使法军撤退。波拿巴险遭全军覆没，物资损失惨重，士气极度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图古特拒绝了同英国一起参加利尔的谈判。皮特也变得强硬起来，要求法国放弃比利时和出让殖民地。督政府于12月19日勒令马姆兹伯里回国。在奥什的率领下，爱尔兰远征军已扬帆出海；舰队在海上被风暴所阻，无功而返。随后不久，一个名为塔脱的美国人（他在独立战争时曾任军官）所组建和指挥的“黑人军团”在威尔士登陆，但塔脱很快被英军抓获。与此同时，杰维斯于1797年2月14日在圣文森特角击败了西班牙舰队，地中海的大门重新洞开。
在其他将领连战连败、而波拿巴却突出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波拿巴便成了唯一的希望。更何况，那些败军之将也不比波拿巴表现得更为驯服。克累贝和贝尔纳多特在败退中居然敢向茹尔丹提出辞职，并把他丢下不管。接替茹尔丹的勃农维尔同特派员亚历山大发生了冲突。莫罗未向霍斯曼征求意见便与符腾堡签订了停战协定，接着又与霍斯曼彻底闹翻，径自返回法国。督政府迫于无奈，撤销了特派员，将领们从此便独立行事。另方面，在秋季军事失利后，卡诺开始掌舵。他企图同图古特取得秘密联系，于11月要求派遣其军事处处长克拉尔克前往意大利负责停战谈判和调查军情。克拉尔克很快被波拿巴争取了过去；督政府重申了用伦巴第换取莱茵地区的意图，并要克尔拉克征询将军对和平条件的意见。



四、奥地利的投降以及累欧本的预备和约
不久，幸运又一次从一个阵营转到另一个阵营。阿尔文齐于1797年1月沿阿迪杰河向南发展，普罗弗拉则从弗留利地区向曼图亚前进。这是意大利军团取得的最出色的战功。1月14日，波拿巴将进攻里沃利高地的奥地利几路大军打得丢盔弃甲，儒贝尔于第二天把奥军残部收拾干净。波拿巴立即又率领马赛纳师于16日迫使普罗弗拉投降。曼图亚终于投降。胜利的陶醉，加上勃罗蒂埃阴谋案的暴露，促使督政府改变了既定方针。克拉尔克接到了维护西斯帕纳共和国的指示；共和五年雨月15日（1797年2月3日），督政府又致信波拿巴，要他摧毁教皇政权，但不久又收回成命。波拿巴和克拉尔克要求督政府准许他们为伦巴第颁布宪法，督政府仅允许以将军个人名义设置临时行政机构。随后，交给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默兹军团于4月16日和18日渡过了莱茵河，迅速进逼法兰克福；20日，莫罗也渡过该河。督政府下令克拉尔克推迟停战，因为德意志再次成为主要的战场。时间已经太晚了，波拿巴抢先采取了决定性行动。
波拿巴在夺取曼图亚后，乘胜向罗马进军，但无意走得太远。他从克拉尔克处得知，如果他自己不签订和约，督政府会把伦巴第转让给维也纳；因此，他必须赶在奥军的前面。他在托伦蒂诺与庇护六世匆忙地实现了和平。教皇除出让阿维尼翁和几个管辖区外，只付了几百万赔款。3月20日，波拿巴开始向卡尔大公指挥的奥军发起进攻，莱茵方面派出的援军已使他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他顺利地到达了塔尔维河，马赛纳师更深入到赛姆林山谷的脚下。双方全权代表于4月7日在累欧本全面谈判。和谈建议是由波拿巴于3月30日主动向卡尔大公提出的。由于莱茵军团的援军尚未开始进攻，奥军能够从容地进行阻击，法军的后方也不甚稳固。波拿巴看到，如果对图古特不以利相诱，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而在开战之前，曾先向图古特表示可让出威尼斯的部分土地。他的部下于3月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挑动的革命自然先得到他的认可。接着，他们还试图煽动大陆的农民起义；但是，农民在教士和贵族的影响下，对军事占领十分不满，转而反对法国人。4月17日，维罗纳驻军遭到偷袭，死伤甚众。波拿巴的地位不稳，加上他决心不惜代价平定意大利和守住已占领的地区，促使他向哈布斯堡王朝提出了以下的选择：或者出让比利时和伦巴第，以保留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和直至奥格利亚河的全部陆地，但威尼斯除外；或者收回伦巴第，仅保留威尼斯以及塔利亚门托河，但放弃比利时和莱茵地区。这就等于要奥地利用威尼斯的土地去换回伦巴第，把莱茵地区留给德意志帝国，使皇帝能保住面子。波拿巴在既没有委任、又未征询克拉尔克（当时在都灵）意见的情况下，断然于4月18日签署停战协定和预备和约。事情已经定局：共和国在阿尔卑斯超出了自然边界，而它最想得到的莱茵地区却没有得到。这项协议是瓜分波兰的可耻翻版，它任意牺牲一个独立国家，把意大利部分国土拱手交给了德意志帝国。
波拿巴立即发信通知莱茵前线法军停止前进，并且不让督政府知道就抢先公布和议成立的消息。共和五年的选举刚刚结束，督政府能否对舆论和将军有所冒犯呢？它没有这样的胆量，于是便不顾勒贝尔的反对，批准了协议。如今，波拿巴在蒙贝罗的克利威立宫驻跸设帐，俨然以国君自居。他在伦巴第颁布了宪法，兼并了西斯帕纳共和国、瓦尔特利纳和部分威尼斯领地，进而成立了西萨尔平共和国。他力图说服瓦莱州让新成立的国家从辛普龙取得一条同法国联系的通道；失败后，他立即萌发了出兵瑞士的打算。但是，热那亚的雅各宾分子发动了革命，成立了置于波拿巴保护之下的利古里亚共和国，波拿巴的出海通道也已经随之而打开。
正式的对奥和约尚待签订。为了迁就督政府，波拿巴表示他打算占有曼图亚和取得莱茵地区。5月2日，他自动向威尼斯宣战；12日，威尼斯的共和分子推翻了寡头统治，欢迎法军入境。波拿巴于16日同前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谈判，这使他可以不承认新政权。波拿巴既已把威尼斯掌握在手，便打算实现自己的目标。图古特并不拒绝谈判，但同时还想得到教皇管辖区。和谈会议在乌迪内开始举行。



五、英国的危机
正当奥地利放弃斗争的时候，英国刚从一场严重的危机中脱身，这场原因复杂的危机从1796年已经开始。巴塞尔协定和海牙协定的签订以及西班牙的参战给英国的贸易带来了一些困难：1797年的出口额同上年相比略有下降，虽然仍高于1792年。法国的海盗船只最多达七百艘，英国议会已禁止没有护航的商船航行。但困难主要来自财政方面。皮特不主张用提高捐税的办法来维持军费开支。他于1796年12月略为增加了由富人负担的附加税。财政收入由1792年的一千九百万英镑上升到1797年的二千一百五十万，增加部分主要来自关税和间接税，同1792年相比，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七和十四。可是，支出却由1792年的二千六百万增加到1797年的七千五百万。
皮特依靠借债弥补赤字：1797年发行的统一公债达四千三百万，占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债仍嫌不够，他主要以未来的税收作抵押，要求伦敦银行借款二百万；他又发行财政证券——短期国库券——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其中部分留给银行，余下的由他支配。伦敦银行拥有的银行券1795年末约为一千三百万，1797年约为一千零五十万，但其流通额并未增加：1795年为一千四百五十万，1797年2月甚至下降为九百六十万。同1790年相比，1797年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一——只是由外省银行造成的通货膨胀就能促进物价的上涨。但伦敦银行的黄金储备正在减少。
国库必须用黄金维持国外部队和资助反法同盟诸国，这使黄金储备更加减少：自1794年至1797年，价值约二千一百万英镑的黄金流向欧洲，总数至少高达五百万英镑的奥地利两笔借款尚不计在内。此外，还有殖民地部队的垫款、外国人拥有的统一公债的利息，为英国服务的中立国船只的运费和保险费，也都要用黄金支付。更糟糕的是，1796年必须花二百五十万英镑从海外购买粮食。金币在国内日渐稀少，伦敦银行出现了用银行券挤兑铸币的现象。黄金储备已告枯竭。
奥什的远征企图也许触发了信用危机的出现。塔脱在威尔士登陆的消息于1797年2月25日在伦敦造成了普遍的惊慌。伦敦银行只剩下一百零八万六千英镑现金。根据大臣会议的命令，自27日起停止兑换铸币；这项命令直到1823年才停止执行。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但比1793年略好些，皮特认为尚不需国家提供贷款，伦敦银行放宽其贴现政策已足以解决问题。后来，随着铸币越加减少，纸币的币值开始疲软。暂停执行金本位制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灾难。企业界人士从公民的责任心出发，没有忘记资本的利益与共，在收款时同意接受纸币和铸币各一半。在1812年前，不需要实行纸币的强制流通。国民情绪的恢复镇定，期票的流通和存款的复原，以及由于大陆战争的停止而英国不需再出钱资助，这一切终于使伦敦银行于1797年8月重新把黄金储备增加到四百万英镑，并逐渐补足亏空。
英国刚渡过以上难关，便遇到奥地利的背盟，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尤其皮特刚提出全面谈判的新建议。英国陷于与法国孤军作战的境地，而法国则随时可能利用已经开始的爱尔兰暴动。就在那时，岛国的屏障——海军舰队——也闹出了乱子。这与政治动荡没有关系：水兵不但伙食恶劣，薪饷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平，而且没有任何假期，动辄遭到无情的打骂，这种苦难的生活使水兵感到绝望。眼看无人理睬他们的怨愤，他们于1797年4月16日在斯皮梯特举行暴动。经过一个月的坚持，在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后，水兵终于归顺。但在此期间，北海舰队在泰晤士河口也闹了起来，邓肯率领在荷兰沿海巡航的部分军舰参与了北海舰队的行动，陆军部队也开始不稳。当局作了一些让步，赦免了包括其头目派克在内的部分闹事水兵，但仍有二十三人被处以绞刑，直到6月中旬才恢复了秩序。当时，督政府正与两院发生纠纷，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在英国，议会和舆论向政府进行猛烈攻击。鉴于法国的局势和巴特勒米就任督政官，皮特决定建议和平，以寻求国内的稳定。马兹姆伯里再次前往利尔，其使命是尽力而为，即使法方拒绝一切，也不使谈判破裂。谈判于1797年7月7日开始。英方希望得到锡兰和好望角，督政府因与其盟国有约在先，不牺牲它们的利益，因而予以拒绝。塔列兰任外交部长后，气氛立即发生变化：在同英国政府联系后，他让督政府请求荷兰和西班牙给他一定的自由。协议似乎已可望达成，特别是英国的最后盟友葡萄牙代表也已与法国议和签约。



六、果月十八日政变的背景
在乌迪内和利尔举行的谈判都毫无结果，因为图古特和皮特对巴黎的动向一清二楚。前者试图转移谈判的地点；一名秘密使者会见了卡诺和巴特勒米，要求否定波拿巴的和平条件，表示愿意用莱茵地区换取教皇管辖区和德意志境内的割地。两位督政官声称无能为力，除非两院能制伏波拿巴。利尔谈判中出现了通敌行为：塔列兰（也许还有巴拉斯）接受了贿赂，许诺力争让督政府同意放弃一些殖民地。在巴特勒米的授意下，马雷把协议的内容透露给了葡萄牙，格伦维尔赶紧辟谣。同图古特一样，皮特也等着看督政府的命运如何确定。从大革命开始起，法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同国内的政局变化相联系，这种联系如今变得更加密切了。如果督政府在英国和王党的阴谋打击下垮台，外国为和平付出的代价自然将便宜得多。
右派纷纷攻击将领们的抗命行为。威尼斯事件已点燃了导火线。穑月五日（1797年6月23日），迪莫拉尔在一篇充满愤怒的演说中历数波拿巴的种种罪行。作为反击，将军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公告，并于7月14日那天向全军将士宣读。其实，他在玩弄两面派手腕：他同卡诺保持通信联系，并派奥热罗去面见督政府和执行政变使命；但是，他又根据随同来到巴黎的副官拉瓦莱特的建议，不交出他曾许诺的三百万里佛。奥什对其中的曲折一无所知；如果督政府聪明一点，奥什近在咫尺，政变行动本可以由他来领导。共和国的命运很可能因此而变化。这位士兵公民在果月十八日政变过后几天就不幸去世，忠于共和主义的国民至今仍亲切地怀念着他，认为他是忠勇兼备的青年的象征。
士兵们完全追随他们的将军。意大利军团的各师分别发出了语气强硬的宣言；桑布尔–默兹军团不久也跟着这样做。许多战士始终对革命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怀有无比的忠诚；他们为革命和共和国浴血奋战，认为自己有权阻止由百姓造出的王党胡作非为。情况当然并不都是如此：在有些部队中，军官的态度也起一定的影响，例如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远没有同其他两个军团采取一致行动。
将军们在共和国中的政治影响大部分来自他们在部队中的威望，而他们威望的提高又在于士兵心理状态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最初是随着部队实行混合编制后出现的；从那时起，志愿兵和应征新兵都必须根据革命政府关于整顿军纪的规定，严格遵守正规军的纪律。热月党人执政后不断强调自下而上的绝对服从。军事法庭开庭时不再设陪审团，法官中不再有普通士兵。此外，在督政府统治期间，由于逃兵甚多，留下的士兵几乎可以说都是志愿兵。他们之所以留下，只是因为他们喜爱打仗和冒险，或者因为一旦离开部队，他们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们逐渐变得不同于普通百姓，特别在共和二年的大举征兵后再没有征召过新兵，军事胜利又使他们离法国本土越来越远。这些驻守国外的职业军人怎能不以他们的军官马首是瞻呢？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雇佣军，士兵和将军只是应资产阶级的召唤，才在果月十八日和雾月十八日发动了政变。



第四章　果月十八日政变和康波福米奥协定
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1797年7月4日），督政府在军队的帮助下粉碎了两院中的反对派，把革命重新引向专政的道路。政变的后果与其原因同样复杂。它暂时导致了对英谈判的破裂，并使波拿巴得以迫使奥地利接受和平条件，但这样的和平只能是一种休战。



一、果月十八日政变（1797年9月4日）
当右派获悉他们所信任的部长全遭解职，奥什的部队开始调动，骑兵已到达科尔贝附近的拉费尔代–阿莱（根据宪法部队不得进入的地区）时，他们已能断定督政府准备搞一次政变。他们企图与卡诺合作，对督政府下弹劾令。但是，卡诺已从巴拉斯处得知庇什格律的叛国行径，改变了主意，并明确表示决不赞同复辟。在另一个阵营，奥什以为调动部队已获卡诺的同意，在受到后者的责备后，与巴拉斯大吵了一场。此外，右派又指责奥什任国防部长为非法，必须予以撤换，因为将军还不到四十岁。督政府以向布雷斯特增援为名解释部队的调动，并说进入禁区是“误入”。这样一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政府利用了这一点。奥什率部兼程前进。他的朋友谢雷担任了督政府警卫长，奥热罗任巴黎卫戍第十七师师长。部队、武器和弹药以各种借口进入了巴黎，对“黑衣领”寻衅之事重又开始。右派对军队散发的非法公告提出抗议，督政府则把扰乱秩序的罪名归诸反革命。拉雷韦里埃声称他同共和国的敌人决不调和。怎么办？两院决定重建国民卫队的精壮营，以武装富裕街区的资产者和准备一次新的葡月行动。但是，三巨头对法律已置之不顾；其他的有效措施或者议而不决，或者在元老院搁浅。果月十七日，右派终于决定对督政府提出弹劾，但后者已抢先动手。
在十七日至十八日的夜间，巴黎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奥热罗在凌晨逮捕了巴特勒米、庇什格律及其同伙。卡诺只身脱逃。一项公告宣布，对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的捣乱分子将格杀勿论。两院感到十分惊诧，左派也不能不承认宪法受到了致命的践踏；根据三巨头的建议，两院通过了果月十九日非常法，接着于二十二日又通过了新闻限制法。
四十九个州的选举结果被全部撤销，其他各州的任命也经过清洗。六十五位知名人士被勒令流放圭亚那，其中十七人被押送前往，八人死于流放地，包括庇什格律在内的少数人得以脱逃。总计有一百七十七名议员被除名，并且不被替补。有些议员不再出席两院会议或保持沉默。四十二家反对派报刊被取消，报社社长和主编均被判流放，但他们几乎全躲避了起来。此外，既然宪法允许，报刊在一年内由警察当局任意主宰。
已回国的流亡者接到必须在十天内离开法国的命令，违者将被处死。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又重新生效，并进一步剥夺流亡者亲属的选举权。关于撤销镇压神甫法的命令被收回后，被流放的神甫又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但是，对违背这一法律的神甫不再处死，改为流放圭亚那。另方面，督政府取得了以命令形式遣送任何神甫流放的权利；从此，神甫不但必须答应服从法律，而且必须宣誓仇恨国王和1793年宪法，这使又一批神甫坚决进行抵制。行政部门的权威扩大了：政府从此负责撤换行政官吏和法官；终审法院也遭清洗，唯独国库仍保留原班人马。政府还从两院夺回了随时随地发布戒严令的权力。
果月十八日事变不惜践踏宪法，结束了热月党推行的自由化尝试，用武力建立了专政，但这个专政终究没有得到巩固。如同5月13日后的国民公会一样，立法团决不甘心自己地位的下降。它比以往更不能同督政府合作，最终推翻了督政府。军队的作用使军事专政的前景进一步明朗，波拿巴的威望正与日俱增。



二、康波福米奥协定（1797年10月18日）
既然王党同外国的勾结部分地说明事态的演变，对外政策也间接受到了影响。勒贝尔主持外交事务后，塔列兰采取委婉顺从的态度。新任全权代表在利尔通知马姆兹伯里，必须交回法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殖民地，而共和国的战果则不让分毫。谈判因此而破裂。在莱茵地区，随着奥什的去世，由他支持的和由戈尔策划的建立西斯莱茵共和国的计划也烟消云散。图古特忍气吞声地派遣科本泽尔前往乌迪内附近的帕沙里亚诺乡间别墅，同波拿巴继续商谈。
督政府在自然边界问题上不再左右摇摆。它不但保留西萨尔平，而且坚持不放弃威尼斯。它要求取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只让奥地利占有依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并恢复赛莱尼西姆共和国。冬季战役即将进行。
波拿巴完全知道冬季战役将在德意志境内进行，他不愿因此而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他擅自把包括首府在内的阿迪杰河以东的威尼斯领地交给奥国，但把爱奥尼亚群岛留给法国。作为交换，奥地利同意出让除科隆地区外的莱茵河左岸。科本泽尔终于接受了条件。肢解德意志的问题将在拉施塔特同帝国议会讨论解决。双方于10月18日在帕沙里亚诺签字；但协定以小村庄康波福米奥命名，因为签字仪式原定在那里举行。
督政府虽感失望，但仍批准了这一协定。政变以来，督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它怎能同飞扬跋扈的将军闹翻？尤其是现在，奥什已经去世，莫罗又居心叵测，不可重用。可是，协定有关莱茵地区的条文在外交上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图古特把科隆地区作为例外，不予出让，因为普鲁士的领地就在那里；人们不能不担心普鲁士会反对出让和离开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同英国的战争仍在进行，反法同盟就有复活的可能。
共和国既然没有完全达到自然边界，这就更加促使它在自然界之外扩大占领区。它必须相信作为它屏障的保护国：巴达维亚和西萨尔平共和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把西萨尔平同法国连接起来，波拿巴企图夺取瑞士或至少瓦莱州，如能在皮埃蒙特立足对他更加方便。新任大使们——驻海牙的德拉克鲁瓦、驻都灵的让格内、驻马德里的特罗盖——到处以主人的身份颐指气使。
此外，雅各宾分子虽然没有接到当局的正式请求，却为政变拍手叫好，并随时愿意出力效劳。督政府强调王党的危险，也就激发了革命热情，并鼓励人们同暴君决战到底和普及革命宣传。正是在共和六年，共和分子开始为自己属于负有解放世界使命的“伟大民族”而感到骄傲。拉雷韦里埃感到吉伦特的理想主义在觉醒；巴拉斯不反对闹个天翻地覆。勒贝尔同他们一样乐于展望教皇政权的垮台；与巴塞尔的民主派相联系，他势必经不住入侵瑞士的诱惑。最后，从自身的利益和倾向出发，将军们和军需商对于使他们得以名利双收的宣传运动自然表现得十分积极。
在果月十八日后不到六个月，法军在波拿巴的赞同或唆使下，进入了伯尔尼和罗马。波拿巴自己出征埃及，促使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迅速形成。



第五章　第二届督政府
在热月党建立的政权的历史上，果月十八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的分界线：政变结束了比较自由的立宪制尝试。第二届督政府——我们惯于这样称呼它——不但采用了已被其前任多少放弃的非常措施，而且又想出了迫使它的敌人不敢讲话的新镇压措施。由于大陆和平的实现，它已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内政方面，但它始终不能取得舆论的支持。



一、督政府的恐怖统治
督政府虽然以恐怖手段支撑其独裁统治，但它毕竟没有把恐怖主义发展到1793年的程度，因为外国的威胁暂时已不再存在，国内的叛乱者也已沦为打家劫舍的盗贼。最高法院办事拖沓，态度暧昧；人们有时诉诸普通的刑事法庭，那里也有类似的缺点；革命法庭始终没有恢复。人们对非常案件采取军法审判；在果月十八日后，军法审判主要用于对付地方骚乱，虽然只是在南部的个别地方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骚乱。立法团只是在共和六年穑月这一个月内准许抄家，但这种准许其实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形式，正如乡村中打猎不需经过任何人批准一样。地方当局虽然无权捕人，但它们步督政府之后尘，下令对嫌疑犯执行为期不等的关押。通信秘密和个人自由均不被尊重。政府分批取缔了许多报刊，留下的几家变得没有政治色彩。书刊和戏剧也逃不过警察的专横检查。
以下三种人是主要的打击对象：强盗、流亡者和神甫。
一项新的非常法规定盗匪按军法审判，两人以上作案者处以死刑，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过去的重罪法庭，并使人想象到未来执政府的特刑庭。
惩治流亡者的问题在理论上似乎是清楚的，但在实行中却不无困难，因为流亡者的名单常有差错。督政府历来反对任何玩忽法律的行为，军事法庭和地方当局也就审慎从事。尽管如此，至少在共和六年，对流亡者的处决仍在进行。流亡者亲属仍受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的约束，在遗产预分前不能支配他们的财产。督政府的一些成员准备走得更远。尤其是西哀士，他甚至主张驱逐所有贵族。这个建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两院于共和六年霜月九日（1797年11月29日）仅决定取消贵族的居住权，除非他们像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那样提出申请；这对那些对革命有功之人自当别论。由于名单迟迟定不下来，这项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神甫的地位比流亡者更不明确：1792年和1793年的有关法律是否仍可执行，始终没有作出决定；警务部长于共和七年重申，被流放的神甫返回国内者将遣送圭亚那。但是，许多神甫同时也出现在流亡贵族的名单上，据说约有四十余人因此丧命。军事法庭和地方当局对另一些神甫网开三面，警务部长于共和七年表示，被告可对其身份提出异议。
在另方面，督政府往往根据特别法令，将拒绝宣誓仇恨王政的，甚至其他遵纪守法的神甫遣送流放地。但是，它也曾一次把九千二百三十四名比利时教士统统判处流放。在共和国的其他地区，约有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名神甫受到同样的打击。实际上，仅有三艘船开往圭亚那，英国截获了一艘，其他两艘共载有二百六十三名流放者。另有一千一百余名被禁闭在雷岛和奥列龙岛。老弱病残者悉遭关押。犯人待遇恶劣，死亡甚众（年老病死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教徒们说来，新的恐怖统治还表现为重新执行共和四年葡月七日法——禁止公共的宗教仪式，破除信仰的外部象征，出售不再有神甫定期举行祭礼的教堂。督政府分子对共和历和旬末礼拜的热衷也使教徒感到愤懑。督政府明令规定，各政府部门必须严格使用共和历；共和四年热月十七日（1789年8月4日）法和果月二十三日（9月9日）法确认了旬末休息一天，并规定了应予庆祝的节日。此外，督政府既无力负担公立学校的经费开支，又鉴于公立学校遭到坚持教会教育的家长的抵制，便对私立学校——几乎全部由天主教主办——横加限制。它下令将私立学校置于市镇当局的监督之下，禁止公职人员的子女进私立学校上学，并表示政府官员今后将从公立学校毕业生中选拔。这些措施看来并未真正奏效，但也有一些教会学校因此关了门。
被称作“不流血的断头台”的流放政策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但督政府的恐怖统治毕竟杀人不多。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的至少有一百六十人，刑事法庭的死刑判决尚无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最残酷的刑罚越来越明显地表示反感。1798年8月后，不再有人被遣送圭亚那流放；1799年3月后，仅一名流亡者被处死。督政府分子比雅各宾分子更加聪明，他们的恐怖不针对特定的社会阶层，因而广大居民并不觉得受到威胁。镇压完全由政府执行，没有设立监视委员会。监视委员会固然因熟悉当地情况而有效率，但往往夹杂着个人恩怨和种种敲诈。只是到了共和七年末，当王党同外国的勾结激起普遍的愤慨时，恐怖统治才有重新加剧的危险。然而，许多法国人把恐怖统治同督政府的宗教政策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督政府的不得民心。
拉雷韦里埃等部分共和分子对推行镇压政策仍嫌不够，还要像“暴君罗伯斯庇尔”那样用最高主宰的公民宗教反对天主教。大多数共和分子始终不同意这么做。但是，少数人仍跃跃欲试，并于1797年1月创立了“博爱教”。这一与共济会具有类似信条的新教会从未深入群众；自1796年起，在罗蒂埃·德·蒙塔洛的创导下，共济会恢复了活动。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小学教育方面，但因经费支绌而毫无作为。实际上，它仅开办了几所高等学校和筹建了由“观念学派”所控制的法兰西学院。在推行共和历和旬末礼拜的同时，政府打算扩大宣传，但也没有结果，因为这不但遭到天主教徒的反对，而且也打乱一般人的习惯，使人们感到不便。
督政府虽然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却至少用恐怖手段使反革命在大陆和平期间无力反抗；一旦实行恐怖，谁也阻止不了督政府转移目标，当雅各宾派重新成为它的可怕对手时，恐怖措施也就转而针对这些人了。
恐怖是专政的必要手段，但恐怖却弥补不了领导者的无能和政权组织的不完善。梅兰参加督政府后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的副手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只是一名行政官员。共和四年的部长中仅留用了拉梅尔，除比利时人朗布莱奇外，人员更替并未使督政府有新的起色。许多督政府分子表示，不该像山岳派那样暂停执行宪法，而应修改宪法，以便不断加强行政权。西哀士和塔列兰，大概还有斯塔尔夫人和本雅明·贡斯当，共同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塔列兰通知波拿巴说，西哀士打算去拜访他，策划者对将军的答复早已心里有底。波拿巴主张取消立法团对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和对税收的批准权。他说：“根据我的设想，政府应该是国民的真正代表。”两院自然不打算这么做，因而两次建议督政府在若干年内暂停选举。三督政在果月十八日曾要求议员赞同这一创议，但不敢同时要求扩大他们自己的职权。机会既已错过，那就必须发动一次新的政变，因为合法地修改宪法需要很长时间。三督政在政变问题上意见不能一致。拉雷韦里埃认为，破坏宪法正是为了保存宪法；勒贝尔对巴拉斯，尤其对波拿巴，很不放心。尽管督政府变得更强有力了，但对两院和国库仍毫无办法，各州的地方当局也很不稳定。
在几个月内，共和派的团结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恢复。丧失被选举权的山岳派得到了平反；一些雅各宾派被政府重新录用，对报纸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在冬季结束前，人们几乎可以认为，督政府最害怕的还是军事将领。奥热罗因为没有当上督政，正大骂忘恩负义。波拿巴在共和六年霜月二十日（1797年12月10日）对巴黎给他的隆重接待表现冷淡和傲慢，并针对巴拉斯的演说，讲了下面这句名言：“一旦法国人民的幸福有了最好的组织法作保障，全欧洲都将获得自由。”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们仍征询他对外交事务的意见，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有力地推动共和国走上他所主张走的那条道路。



二、第三次反动：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1798年5月11日）
选举制度原封未动，政界满怀焦虑地等着改选的到来；这次改选很可能在春末改变果月十八日的结果。
改选涉及的面相当大：由于不久前撤销了部分议员的职务，应该补足的议席达四百三十七个，其中包括“终身”议员的一半。人们决定采用在共和五年被认为背离代议制原则而遭否定的预防措施。共和六年雨月十二日（1798年1月31日），立法团宣布自己负责对新任议员的资格审查，因而二百三十六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将同二百九十七名现任议员一起参加对即将代替他们的新选议员的清洗。二十四日（2月12日），在职的两院确定于花月二十七日（5月16日）选举新督政，也就是说，把改选权抓住不放。改选结果是让特雷拉取代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
人们逐渐觉察到，王党分子或者已经被排斥，或者因害怕而不再投票，但对现政权不满的人仍不选现任议员。这种状况岂不对雅各宾派有利？他们领导着许多宪政小组，在行政官员中朋友甚多，他们的宣传也使人担心，拉雷韦里埃总以为恐怖分子会暗杀他，因而惴惴不安。梅兰或许真的感到担忧，或许出自策略需要，扮演了卡诺的角色，他警告资产阶级应防止共和二年民主制的再现。《政府通报》提醒有产者注意，“无耻的无政府主义正宣扬罗伯斯庇尔的平均和平等，向一无所有者许诺将把有产者的产业分给他们”。本雅明·贡斯当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其实，新雅各宾派同无套裤汉已不再有联系，但“社会恐惧”过去对热月党人有用，现在对督政府分子有用，将来对波拿巴依然有用。巴拉斯高声反对在共和派内部制造分裂，但也毫无用处，因为其他几名督政另有自己的小算盘。督政府与两院争吵不休：问题在于督政府不仅要排斥雅各宾派，而且要排斥拉马克这样的独立派（尽管拉马克原是吉伦特分子），以便在议会中取得驯服的多数。波拿巴后来指出：“决不容许反对派的存在。”打定主意以后，督政府对这次选举作了认真的准备。它免除许多官员的职务，在许多城市宣布戒严，并借口检查路捐执行情况，派遣巡视员携带命令和经费送交各地的特派员。梅兰的拿手好戏正是大搞分裂，以便操纵对立的各派。
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慌，但人们认为，新的立法团大概不会像以往那么顺从。由于议会将在牧月一日（5月20日）开会，必须赶紧动手。督政府的亲信拟出了一份应予剔除的议员名单，提交两院通过。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1798年5月11日）法规定：在未发生分裂的八个州中选出的议员均被除名，议席空缺待补；在十九个选区中当选的分裂分子准予取得议员资格；在别的选区中也有个别当选议员被撤销；另有六十余名行政官员和法官被驱逐。总计共有一百零六名当选议员受到花月法的制裁；约有六十名反对派逃过了厄运。花月二十二日选举进一步表明，政府的势力——六十八名特派员、十七名一般官员以及一百零六名行政官员和法官，其中大部分都依靠督政府才谋得官职——进入了两院。立法权的地位正继续下降，国家官吏闯入立法机构将长期毒化代议制的气氛。
失望接踵而来。多数议员眼看许多备受他们尊敬的人竟被除名，他们在不满之余，暗中对他们服从的领导人怀有怨望。在反对派方面，吕西安·波拿巴危言耸听地抨击当局。督政府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它的垮台也就为期不远了。



三、财政问题与国民经济
然而，督政府的业绩主要是在果月十八日后的二十个月内完成的；人们对此没有作出公正的评价，尽管督政府远不止在经济方面为执政府作了准备。
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经济。两院迅速采取措施，再次削减债务。国家债册仅留有或登记有债权人三分之一的证券，这些证券可用于纳税和支付购买国有产业时必须用铸币偿付的部分，余下三分之二的证券改作银行券，可与其他“死价值”一样抵偿购买国有产业的其余部分价款。这就是所谓“拉梅尔清账”或三分之二的信用破产，也就是共和六年葡月九日（1798年9月30日）对世袭年金和霜月二十四日（12月14日）对终身年金、养老金以及对待积欠债务和浮动债务提出的解决办法。
预算因此减少了一千六百万，并且不留尾欠。余下的事是争取财政收支平衡。为了加快征收直接税，各州均成立了税务局：督政府的特派员与纳税人代表一起确定课税基数和制表造册。但特派员往往忙于其他事情，对征税业务也不在行，因而这次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看来，派遣税吏前往欠税人家里索取的措施比较有效。两院还决定开征新税，特别是路捐，但仍毫无计划地批准各种开支以及缓纳税款。两院始终不愿增设间接税，后来虽勉强予以同意，但也只是由市镇当局征收。共和六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亿五千万。共和七年初，正值秋季，也许因为大陆战争又迫在眉睫，两院终于批准了关于征收营业税、印花税、注册捐、地产税、动产税等基本法，其中一些税则或者长期有效或者至今有效。此外，两院还设立了一项门窗直接税。增税措施在短期内仍不能使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出售国有产业不足以应付非常开支；主要财源来自对英作战的一笔八千万借款以及对“姊妹共和国”的榨取。
国库罗掘俱空，“金钱”主宰一切：督政府继续对金融家曲意奉承，听取他们的要求。乌佛拉尔、海盖洛、保莱、范勒尔贝格、塞甘和朗热小姐的丈夫西蒙的名声都与日俱增。官员和政客中贪污成风：1798年8月，国防部长谢雷的几名助手被撤职，其中就有部长的兄弟，人们认为他是受贿的主犯；许多丑闻暴露了军需供应中的舞弊行为。督政府制伏不了国库，叛国者混迹其中：共和六年热月，国库中的叛国分子用拒付军费的办法，导致了第二次爱尔兰远征的失败。
大陆的和平仅维持了一年半时间，而不是执政府时期的四年，执政府还取得一年的海上和平。督政府的政绩较为逊色原是不足为怪的。更何况，由信用破产和价格下跌带来的通货紧缺使督政府面临重重困难。货币不足使贷款利息超过百分之十，短期借款的月息也高达百分之七。培勒戈和雷卡米埃于1796年创办了“往来客户银行”，1797年又出现了“商业透支银行”；外省也开办了几家货币发行银行。但两院始终拒绝承认这些银行发行的纸币为货币，国库也不予接受，这些银行只是以透支形式为其股东的商业往来服务。
价格下跌还促使了经营积极性的下降。1796年和1798年的丰收导致粮食过剩，加上1798年葡萄酒销售不畅和出现干旱，农民被迫卖掉牲畜。政府从中得到好处：生活好过了，社会秩序也日趋安定。但是，收入长期不高使大农庄主、富裕农民和大地主对督政府十分不满，而他们多数又都是选举人。
农业危机反过来影响到工业，制造商很难弥补增税、征购和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亏损。国内运输遇到许多困难：道路破坏严重、运河年久失修、盗匪出没抢劫。海上贸易困难更大：商船日益减少；殖民地与本土几乎不再有联系；远征埃及切断了法国同土耳其和中东的来往。
鉴于以上情况，督政府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无法取得重大成果。出力最多的要算是在共和六年就任内政部长的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他曾设想过许多计划，但最终只能发些通报和给人们一些鼓励而已。共和七年葡月二十四日（1798年10月15日），他主持了国家博览会的开幕式。法国基本上仍是个农业国，生产水平仍低于1789年，农业发展十分缓慢。经济萎缩势必影响财政收入，而沉重的军费又使财政陷于百孔千疮的境地；哲学家关于国民教育和社会救济的理想原则曾由山岳派付诸实施，如今越来越显得只是好大喜功的空想。必须像过去那样，踏实而缓慢地去争取进步。在这方面，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是最能干的组织家：在他的创导下，设置了公共教育委员会，筹建了“法兰西子弟学校”，接受奖学金生入校寄宿，以补充中心学校的不足；每个市镇均设立“济贫办公室”，负责救济事务，其开支有时由市镇征收的税款提供。
法国人的生活改善不大。督政府只是依靠和平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它的部队大部分由其附庸国供养。随着战火重起和军事失利，军队退到了国境线内，军事负担再次加重，使政府走投无路。



第六章　英法战争
英国在被大陆国家抛弃后感到处境危急，便在国内推行一定程度的卫国措施，皮特终于开始增加税收和扩大征兵。实际上，督政府动摇不了这个海上贸易强国，远征埃及虽使英国感到不安，但也给它提供了重建反法同盟的良机。



一、英国的努力
法国扩大了疆土，控制着荷兰，并与西班牙结成联盟；英国政府同这个强敌孤军作战，不能不正视面临的危险。大西洋的局势看来还不用担心，但假如土伦的舰队联合西班牙舰队一起前来增援布雷斯特舰队，局势将会变得严重起来。此外，法国的扩张很可能使英国的出口减少，并进一步减少公债的财源——利润。因此，对英国说来，复活反法同盟实是上策。奥地利已疲惫不堪，普鲁士一心等着在德意志境内得到补偿，它们对英国的建议都置若罔闻；在远征埃及前，保罗一世始终持观望态度，尽管他一贯反对革命。英国在一年内只能指望自己，它因此必须加倍努力。
统治阶级在春季危机期间已显示了精诚团结，如今更患难与共；政府多数派内部的勾心斗角暂时消停了。历来有亲法嫌疑的坎宁劲头十足地投入了反对均产革命的战斗，并着手出版《反雅各宾》杂志。报纸和漫画家——特别是吉尔莱——虽然不放弃批评的权利，却都为“正义事业”服务。法军对瑞士和日内瓦的入侵，加尔文主义在罗马的抬头，激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愤怒，例如柯尔律治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反对亵渎神圣的法国。
另方面，国民的情绪仍不稳定。在这之前，大部分居民不关心战争：旧制度下的人民历来认为战争是政府的事。皮特对平民审慎地采取安抚政策，避免使国内同胞承受强制和牺牲，以待他们终于觉悟到大难临头而自愿为国献身。法国的入侵威胁加快了这一时刻的到来。继续呼吁和平和表示同革命者休戚与共的民主派被指为卖国贼而遭到唾骂。福克斯本人及其辉格党朋友也未能免遭非难。
从年底开始，皮特利用了国民的觉醒来提高税收。1798年的财政预算以多种名义增加附加税——这一措施被称作“三重附加”，还号召富人自动认捐。认捐结果仅得到预期数字的三分之二。皮特于是在1799年开征所得税，凡收入高于二百英镑者按百分之十的税率——即每英镑缴纳二先令——计征，低于此数者税率递减，六十英镑以下免征。统治阶级所作的牺牲仍然有限：以1801年为例，直接税收入仅一千零五十万，而间接税竟达二千三百万；所得税的征收额由乡绅确定，由财政部派员监督；此外，皮特还准许以认购公债的形式赎买土地税，这对地主十分有利。
改善征兵制度更加困难。军人认为民兵毫无用处；1794年后，许多志愿者为了避免转入民兵，自发地组织起来，答应在家里等着，一旦有事，便在划定的战区内同入侵者作战。看来，比较有用的还是在战争期间按正规编制组织起来的国防自卫队，这支拥有二万五千人的队伍只在国内服役。这些军事组织的出现使正规军的兵源枯竭。在1796年，决定以抽签方式向各地招募一万五千名新兵，违令者将处以罚款。这一措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各地宁肯缴纳罚款。政府于1798年又建议民兵自愿从军，响应者将受到奖励。这个办法取得了成功，并于1799年7月12日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一直执行到1815年为止。部队的兵员自1793年的三万九千人增加到1801年的十四万人，但大部分新兵均用于殖民地；扣除留守部队后，真正能出征作战的部队仅一万人左右。英军于1799年第一次（这也是1794年至1801年间唯一的一次）。试图登陆进攻荷兰。国防自卫队也同意配合正规军作战。英军在战术上有了一些进步：炮车于1797年开始出现，炮兵于1799年成为独立的兵种；但在部队的管理和指挥方面，群龙无首的状态仍未结束。
不容否认，英国的确作了努力，但这种努力仍很有限。军事准备仍不能保证战胜入侵者，义务兵役制没有实行。英国继续相信自己的舰队，这诚然不无道理，但只要法军的登陆威胁仍然存在，只要能够助法军一臂之力的爱尔兰起义尚未被粉碎，英国人就不免要提心吊胆。沃尔夫·汤恩及其朋友仍同英格兰的民主派，以及同督政府保持联系。政府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利用奸细的告发：奥康纳和菲茨杰拉德先后被捕。爱尔兰人等待着波拿巴，而波拿巴却于1798年5月19日扬帆启航前往埃及。爱尔兰人因不明情况，于月底在东南各郡揭竿而起；英格兰的援军来得很慢，起义者的抵抗坚持到六月底；当康沃利斯前来担任指挥时，起义已经被扑灭。鼓动起义的两名神甫米歇尔和墨菲，前者战死，后者被绞杀。康沃利斯的作战对手只是在亨倍尔率领下于8月登陆的一支小部队，这支部队于9月8日全军覆没。皮特乘机加强镇压和取缔英国的雅各宾分子。政府于1798年宣布，继续暂停执行人身保护令。翌年又规定印刷机必须申报登记，非法结社者将受到流放七年的处罚。
从此，英国可以安下心来赞赏他们的水兵的战功了。纳尔逊歼灭了波拿巴的舰队。马耳他岛被团团围困。到了年底，尽管皮特下了救援的命令，那不勒斯仍然失守；但英国舰队保护了西西里岛，并占领了梅诺卡岛：地中海已成为英国的内湖。殖民帝国不断在扩大：圣卢西亚岛被收复；荷兰失去了圭亚那、锡兰以及通向印度之路的主要中途站好望角，韦尔斯利在印度完成了对迈索尔的征服；西班牙失去了可利用其邻近海岸从事走私的理想储运站——特立尼蒂岛；被督政府驱逐的米兰达现在正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把起义引向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英国的出口在持续增长，1798年和1799年的出口额分别比1792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和三十七。同土耳其结盟为英国打开了中东的门户；全部殖民地贸易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坚定地经受了考验，但如果没有大陆国家的帮助——即令是雇佣军，它还是制伏不了自己的对手；在1798年底，各种迹象表明，英国将能得到这样的帮助。



二、法国的计划以及大陆封锁的前奏
在法国这方面，自从敌国只剩下英国后，战争形势立即有了改观。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使它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军舰只能偷偷摸摸地航行，再也不敢轻易挑起战端。远洋贸易已降低到等于零。除维克多·雨盖坚守的瓜德罗普外，除马斯卡林群岛（法兰西岛的殖民主拒绝解放奴隶，已责令督政府特派员登船离开那里）外，所有的殖民地均已陷落；荷兰丢失的圭亚那和好望角以及西班牙丢失的特立尼蒂岛尚不计在内。法国名义上还留在圣多明各：杜山–路维都尔同坚守南部的拉伏一起迫使英军撤退。但过后不久，杜山–路维都尔在当地自行其是：他借口拉伏将军和回任就职的特派员松都纳克斯已当选立法团议员，硬把二人送回法国。从而前来接替以上二人的埃杜维尔将军不久也离职而走。杜山强迫黑人劳动，积极恢复生产，不同督政府断绝关系，宗主国仅在名义上保留权威。法国人不能不承认，那时的景况同路易十四为征服海洋和世界而进行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的最后一幕已相差无几了。
法国人历来把英国人当作最可恶的仇敌，共和派更责难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为满足其利己的欲望而组织雇佣的反革命十字军。早在共和二年，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已明确表示，共和国的军队将在岛国登陆，推翻那里的商人寡头。现在，大陆既然实现了和平，摧毁现代伽太基的时机已经来到。亲英分子塔列兰在共和六年风月的一篇通告中大骂英国是世界的暴君和海上的吸血鬼。督政府为准备这场战争发行了八千万公债，一些发明家建议制造导航气球或潜艇。一支五万人的大军朝布雷斯特方向集结，波拿巴被任命为“英格兰军团”司令。
经济战因此具有了新的特点。热月党人名义上继续抵制英国商品。两院在关税问题上有时表现出自由化的倾向，共和六年的关税率甚至比1791年略低；但官员们仍坚持重商主义，持强烈的关税保护主义立场的制造商，特别是棉布厂商，包围着政府。共和五年雾月十日（179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把追查英国货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追查范围包括货物数量和真实产地，并要求其他货物必须备有各领事颁发的产地证明书。随之而来的是对英国国民的抄家、查封和逮捕。到了夏季，督政府通知各中立国，如果他们继续顺从敌国的要求，他们的财产将予没收，即使在海上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中立国没有停止他们在法国港口的交易。督政府不得不考虑到两院的反对，帕斯托雷在两院明确反对已宣布的强暴措施，指出这会导致同美国的决裂。但在果月十八日后，主战热浪使威胁转化为行动：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九日（1798年1月18日）法批准，凡服从英国法规的或夹带英国物品——即使是水手的小刀或船长的餐具——的中立国船只一律予以扣留。这项空前严格的措施在1807年的米兰敕令中将再次出现。拿破仑再次实行的战争封锁不仅给殖民地产品的消费者带来不便，而且引起了制造商的不满。制造商必须取得必要的原料，尤其是棉花，他们主张推行英国那种有利于本国商业利益的封锁。应该规定出禁运当中的许多例外。督政府采取的政策削弱了出口，使法美两国处于战争的边缘；作为报复措施，美国对法国船只也不放过。但美国仍想谈判，这给了塔列兰向美国使者索取贿赂的机会。这些使者的信件在送交参议院后被泄露了出去，于1798年春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断交已迫在眉睫。
没有大陆各国的合作，没有旨在推动革命扩张的宣传相配合，这样的经济战不可能获得圆满的成果。为了推行总体战，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完成对意大利的征服，控制汉萨同盟诸城市，进而割断德意志诸国同英国的贸易。法国于1798年吞并了米卢斯和日内瓦（后者成了莱蒙州的首府），原因之一正是为了摧毁两个走私据点。督政府的封锁范围虽然比1793年大得多，但远不能削弱英国的出口，甚至阻止不了它的发展，封锁因而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三、远征埃及
向英国本土登陆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1797年10月11日，邓肯在坎贝尔敦打败了荷兰人。杰维斯封锁了卡迪斯，纳尔逊的舰队进入了地中海。布律克斯声称不能率舰只前往布雷斯特。将领们认为登陆没有成功的希望。共和六年风月五日（1798年2月23日），波拿巴从西部视察归来后，决定放弃原定计划。结果，只是派了亨倍尔将军率军救援爱尔兰起义：在法军登陆时，起义已失败了两个月。为失败辩护的理由似乎很多：海军不肯出力，大陆和平尚不稳固，共和国不能派出一支大军和最优秀的将领。然而，波拿巴却指出，应该把战争引向埃及。但是，如果以上理由不利于在英国本土的登陆行动，它们至少应该成为反对远征埃及的更有力的理由，且不谈许多其他的理由。
早在意大利期间，波拿巴的心就步亚历山大的后尘飞向了神奇的东方。他占领着爱奥尼亚群岛，又窥测着马耳他岛。他当然更想征服英格兰，这个计划既然必须放弃，东方也就上升到首要地位。无所作为会使他的威望黯然失色。他决定选择埃及，大概是受了塔列兰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始终是个谜。埃及无论在十字军东征以来的法国传统中，或是在实行特惠条例后的马赛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商人们对马穆鲁克抱怨不已，这些雇佣军以苏丹的名义剥削当地居民。麦加龙领事断言，法国出兵埃及必将取得成功。此外，从埃及还可以打开通向印度的道路，铁普正据守迈索尔，抵抗韦尔斯利的进攻。共和五年穑月，塔列兰在法兰西学院发表演说，主张重振殖民扩张的旧业。难道埃及不正是最好的猎物吗？但是，塔列兰希望同英国讲和，并坚持保留自然边界（这正与传说相反）。他不可能看不到，远征埃及将使同英国的和解化为泡影，东方问题还会导致法国同土耳其和俄国开战，从而使法国不能保住已征服的国土。塔列兰也许只想为波拿巴效劳；但也有可能，塔列兰想把威胁英格兰的军队转移到埃及，以便使英国取得重建反法同盟的条件。他的情妇格朗特夫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想“给他的英国朋友帮忙”；这封信落到了督政府的手里，后者在暗中把事情掩盖了过去。在共和六年选举的前夕，督政府认为不能把塔列兰和波拿巴推向反对派的一边。无论是出于软弱或是为了调走野心勃勃的将军，督政府采纳这个冒险的建议对自己没有任何不利之处。
在共和六年风月十五日（1798年3月5日）作出决定后，经过极其秘密的准备，远征军于花月三十日（5月19日）离开了土伦，共有战列舰十三艘，护卫舰十七艘，其他战舰三十五艘，运输船只二百八十艘，水兵一万六千名，陆军官兵三万八千名，还有包括贝尔托莱、蒙日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内的一百八十七名文人、学者和艺术家。由于队伍庞大，行进缓慢，远征军于6月6日才抵达马耳他。马耳他骑士团大首领已被收买，不战而降。法国舰队继续前进，凑巧躲开了纳尔逊的拦截。纳尔逊未发现落在自己后面的法国舰队，先在亚历山大港停泊，接着向爱琴海驶去。波拿巴占领该港后，率军沿尼罗河进发，并与马穆鲁克发生前哨战。法军于7月21日在金字塔附近击溃马穆鲁克，进入开罗。波拿巴追击易卜拉欣至地峡附近，德赛则把穆拉德驱逐到阿斯旺的另一侧。
与此同时，业已回军西西里的纳尔逊在王后卡罗莉娜和大臣阿克通的帮助下进行了整休。7月31日，他终于出现在阿布基尔港的外海，他已获悉布律埃斯的舰队在那里停泊待命和准备返回科孚岛。8月1日，法国舰队全军覆没，主将阵亡。这场大败使波拿巴的远征丧失了后退和取得增援的任何希望，在整个欧洲也激起了极大的反响。9月9日，土耳其对法宣战。纳尔逊在那不勒斯会见了汉密尔顿夫人，这位在那不勒斯王宫发号施令的风流女子指望依靠英国军队促使那不勒斯向法国人刚建立不久的罗马共和国发动进攻。
波拿巴似乎仍准备长期经营其占领地。他让当地居民成立行政机构，由他实行监督，换句话说，他把埃及当作一个保护国。他的意图逐渐明朗：他建立了一个由他遴选的缙绅组成的代议机构，这也正是他所设想的立宪制和社会等级制。在宗教政策方面，他表示完全尊重伊斯兰教，并给宗教领袖许多优待。他采取了一系列开明专制措施，着手对埃及进行现代化改造：防治鼠疫，整修水渠，设置邮政驿站，推广印刷和风车，计划用灌溉代替水淹肥地，并把尼罗河同红海连接起来。随行的科学家成立了“开罗学院”，起草著名的《埃及风物志》。穆斯林始终持怀疑态度，并在土耳其的号召下投入了圣战；他们袭击零星士兵和孤立哨所，游牧部落从未放下武器。假如法军不靠征税、征粮和没收等手段维持生存，埃及人或许还能忍耐。可是，波拿巴勒令居民申报地产，并对财产转让、公证文书和户籍登记开征税收。由此导致了10月21日在开罗爆发的一次大起义，起义遭到血腥镇压。
由于土耳其准备在英国舰队的支持下侵入埃及，波拿巴决定前往叙利亚，企图消灭在那里集结的土耳其军队。他于1799年2月率军一万五千人出发，穿过沙漠后，抵达圣让达克尔城下，途中未遇到重大的抵抗。但是，杰扎尔巴夏和流亡者菲力波坚守城防，西德奈·史密斯又截获载运攻城大炮的船只。波拿巴于5月20日被迫退回埃及，法军伤亡不小。但土耳其向地峡的进攻被推迟了。另一支军队不久在阿布基尔登陆；波拿巴于7月25日将该军歼灭。然而，处境仍十分危险，督政府曾试图派布律克斯前来增援，但未成功。波拿巴于8月把军队丢给了克累贝，独自回到法国去从事新的冒险。
那时，由于波拿巴的远征埃及，第二次反法同盟业已形成，并且向共和国发动了进攻。对此，革命的扩张至少应与波拿巴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七章　革命的扩张
为使对英战争有取胜的一线希望，督政府同以往的维尔琴纳一样需要大陆的和平。从1798年初开始，督政府又着手新的扩张行动；奥地利认为，在奥国疆土得不到相应扩大的情况下，法国的行动违背了康波福米奥协定，主战派在维也纳又逐渐抬头。因此，如果说远征埃及促使土耳其和俄国同英国结成了新的同盟，那么，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则推动了奥地利参加这个同盟，而唯有奥地利加入反法同盟，同盟诸国才能对共和国的领土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使英格兰和大不列颠王国免遭任何攻击。
波拿巴当初坚持保住伦巴第，正是为了准备入侵意大利。他还推动了对瑞士的入侵。人们承认波拿巴对促成这两件事具有很大影响，但这个影响还比不上他在埃及的冒险，因为在法国的边疆，还有其他因素也促使督政府走上入侵的道路。首先，为了同英国作战，督政府需要取得各姊妹共和国的帮助，需要夺取敌国的市场，而使本国的贸易从中得益。其次，波拿巴的榜样使将领们都希望建立听命于自己的其他附庸国；军需商和金融家也正窥测机会，从附庸国大捞一把。最后，果月十八日后兴起的革命狂热感染了督政府，革命宣传再次变得活跃；在依然处于贵族和专制统治下的地区进行政治革新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荷兰和意大利
督政府从西班牙方面得不到很大的帮助。戈多依及其后任萨维德拉和乌尔基霍都不同意入侵葡萄牙和参加对英作战的准备。另一个海上盟友巴达维亚共和国因而更加引人注目：必须使它有一个稳定的和能够协助其保护人的政府，而情况偏偏又不是如此。于1795年上台的临时领导人已让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宪法，准备于1797年8月交公民投票批准。但是，奥伦治王族的拥护者与统一民主派相联合，利用法国统治者要钱要人而激起的不满情绪，使宪法遭到了否决。在果月十八日后，资产阶级稳健派因宪法遭到否决而丧失了督政府的支持。派往海牙的德拉克鲁瓦在商得民主派的同意后，向巴黎建议搞一次政变。荷军司令达代尔斯和法国占领军司令儒贝尔答应给予合作。共和六年雨月三日（1798年1月22日），巴达维亚议会宣布为立宪议会，经清洗后，起草了新宪法，这一次终于获得了通过。
确保西萨尔平也同样必要。风月三日（2月21日），督政府与西萨尔平缔结了同盟条约，规定维持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占领军，费用由新共和国承担。同时还签订了一项相当宽容的贸易协定，但西萨尔平政务会议认为代价太高而予以否决。现政权原是波拿巴一手炮制的产物，既未经过人民的认可，又未取得法国的同意。督政府便进行干预，改组了政务会议。经过清洗，又逮捕了一些人，条约和协定也就被批准了。
另方面，波拿巴的征服埋下了一颗火种。西萨尔平的保守派居然以为，凭他们同法国的融洽关系，理应扩张领土；共和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塞尔贝洛尼和维斯孔蒂提出了对皮埃蒙特、教皇领地和热那亚的领土要求。怀有统一意大利理想的人从半岛的四面八方云集西萨尔平，他们纷纷同法军将领和军需商拉关系，成群结队地进入马尔凯地区。人们希望革命者在罗马采取行动。革命者于1797年12月28日曾试图暴动，但被反革命派所镇压。反革命派把暴动归罪于法国人，威胁由波拿巴的哥哥约瑟夫主持的大使馆；杜福将军在冲突中被打死，约瑟夫离开了罗马城。对教皇怀有强烈敌意的督政府乘机下令贝尔蒂埃率领意大利军团向罗马进军。但是，督政府不打算为贝尔蒂埃建立一个新的西萨尔平。它立即派遣多弩和蒙日等一批文职专员前往组织罗马共和国。贝尔蒂埃对身负的使命并不满意；当他到达罗马城下时，他更感到为难，因为庇护六世已接受他的全部条件。然而，一些革命者却在罗马广场面对好奇的人群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并向法军求援；贝尔蒂埃给予了承认，占领了城市，在把教皇遣送至锡耶纳后，即自动卸职，由马赛纳接替。专员们颁布了由梅兰起草的宪法，成立了法院、参议院和任命了执政官，但规定政府的各项法令须交法国将军批准，因而罗马共和国在各姊妹共和国中享有的自由最少。它受到的勒索却又最大：法军将领和军需商从一开始就四出劫掠。下级军官纷纷抗议，马赛纳一到任，就发生了兵变：马赛纳以强抢豪夺而著称，下级军官中多数来自莱茵军团，他们在1797年初早已与马赛纳师团结下了不解之仇。文职专员们不能恢复秩序，督政府便让莫罗部下的一名军官古维翁–圣西尔代替马赛纳。可以说，罗马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遇到厄运。
皮埃蒙特的丧钟尚未敲响，但已为期不远。撒丁国王于1797年严厉镇压了一场革命运动，他与法国的同盟协定也因此搁浅。果月十八日后，他赶紧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让格内不久赶到都灵，他同新任意大利军团司令的布律纳一起积极帮助雅各宾分子，成批的雅各宾分子因此进入了皮埃蒙特。经过督政府几个月的调解，让格内终于使惊恐万状的国王接受一项协议，把都灵炮台交给法军，督政府认为法军有据守该炮台的必要。



二、瑞士
督政府对瑞士邦联各州也有许多不满；它几经周折，如今得到一些让步：维克海姆、流亡者以及反革命的雇佣文人马莱·杜潘离开了瑞士；双方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把巴塞尔主教同所属的汝拉地区和比安市划归法国，成为蒙代里布尔州。瑞士民主派把目光转向督政府，特别是巴塞尔人奥克什。他们希望把瑞士各州改造成为统一的共和国，并结束寡头家族的统治，但他们不依靠本国同胞的主动性，而希望法国用威胁手段（但不是发动入侵）迫使寡头统治集团下台。沃州人拉哈尔普走得更远：他援引十六世纪的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法国国王在承认伯尔尼对沃州的权利的同时，应保证沃州的自由，要求法国进行干预。直到果月十八日为止，法国对这些要求未置可否。
波拿巴的态度显得十分蛮横：他不顾瑞士人关于建立“灰色同盟”的要求，断然把瓦尔特利纳并入伦巴第。他决心在瓦莱州开辟一条联系西萨尔平和法国的自由通道，但他未能控制辛普龙山口，因而乐于给瑞士的求援者以大力支持。1797年12月8日，波拿巴和奥克什在勒贝尔家共进晚餐时谈成了这笔交易。奥克什接着四处奔走，争取瑞士各州接受由他和梅兰起草的宪法。不少州表示可以同意。与此同时，意大利军团的一个师开到了沃州的边境，但规定如不受到攻击则不得侵入沃州。沃州人赶紧赞同新宪法。伯尔尼方面派兵前往制止；法方派出一名谈判使者，在黑暗中因误会受到对方的射击。沃州全境立即被法军占领。不仅如此，督政府于1798年2月13日至14日的晚间突然向伯尔尼进军，这大概是波拿巴的坚决主张。布律纳从洛桑以及从汝拉地区的绍恩堡出动，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终于攻克了伯尔尼城。
督政府立即任命原国民公会议员勒卡里埃为文职特派员，由勒贝尔的表兄拉皮纳充当副手。为人正直的拉皮纳后来受到了许多很不公正的责难。两人查封了伯尔尼的金库，夺取这笔钱财显然是法国出兵的原因之一，这笔钱后来用于远征埃及。由于金库包括部分外国财产，需要通过谈判解决，塔列兰乘机从中捞了一把。各州被勒令助饷一千五百万。在阿劳召集的议会决定把宪法付诸实施。但奥克什和拉哈尔普都不得人心，两人在海尔维第共和国督政府中均未占有一个席位。特派员们竭力取消强征暴敛和镇压抢劫行为，但内战爆发了：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等信奉天主教的州举行了起义；瓦莱州单独制订宪法，宣布独立。这些反抗必须镇压下去。
伯尔尼人更加机智，他们收买了塔列兰，进而达成一项协议，减少助饷的数额。接替勒卡里埃不久的拉皮纳担任了警务部长，他对这一协议表示愤慨，并且拒绝执行，这使他同海尔维第的督政府闹得很僵。他不向巴黎请示，径自于牧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发动了政变。奥克什和拉哈尔普接掌了行政机构。海尔维第共和国的处境虽然比罗马共和国略为好些，但它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显得很不稳定。取消封建的人身依附、小什一税和劳役，停付实物贡赋和大什一税，这些措施固然能使农民满意；但是，实物贡赋和大什一税按规定仍需赎买。此外，又增设了土地税，农民得益十分有限。



三、拉施塔特会谈
在康波福米奥协定签订后，奥地利似乎已甘心失去比利时和莱茵地区。拉施塔特会谈于1797年11月6日开始，督政府的使者准备就德意志帝国割让莱茵河左岸的问题同帝国议会代表磋商。波拿巴曾露过一面，以同意奥地利占有维也纳换取奥国放弃美因兹，接着便让特雷拉代替他。督政府在包括奥属尼德兰、列日主教国和荷兰转让地在内的九个州推行法国的体制，开始在那里出售国有产业；困难主要在于宗教冲突，虽然暂且并不严重，但为今后的动乱埋下了种子。督政府把莱茵地区的政务交给了特派员鲁德勒，他采用了法国的行政体制，把该地区划分成四个州。不等帝国政府作出决定就采取这个行动将会引起争议。法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康波福米奥协议规定的界线之外，奥地利怎么能够无动于衷？
为此发怒的不仅图古特一人。图古特始终想向意大利方面扩展，只是坐等索取补偿的机会罢了。在罗马和瑞士建立表面上独立的共和国当然是个机会，但还不是最好的机会，督政府在拉施塔特的谈判立场公然违背了协定的条文。勒贝尔对科隆地区留在帝国版图之内感到遗憾：他的同事不能否认，从一般政策的观点看，假如他们放弃这个要求，就会使等着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取得有利补偿的普鲁士失望，从而同法国疏远。因此，特雷拉要求得到整个莱茵河左岸，并于共和六年风月十九日（1798年3月9日）取得了帝国议会的原则同意。科本泽尔立即要求补偿。特雷拉的回答坚决果断而又出人意外：早已被军事占领的科隆地区不能被看作是新的征服。如果这样，战争怎能不加快爆发呢？就在四月，当法国驻维也纳大使贝尔纳多特因在升三色旗时遭到暴徒的袭击，且没有得到适当的赔偿而离开这个城市时，战争确实已迫在眉睫，波拿巴甚至为此推迟了出征埃及的日期。但危机接着平息了。无论是图古特还是督政府，都不想让形势恶化。因为前者尚没有准备好，后者正忙于选举。此外，巴黎的风向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督政府既同雅各宾派一刀两断，它的对外政策自然也跟着变化。



四、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事件的后果
督政府确实已站在保守派一边，开始打击各姊妹共和国——特别是意大利——中的雅各宾派，它对鼓动革命宣传的将领和军需商也怀有戒心。巴达维亚共和国首当其冲：统一民主派在同达代尔斯和儒贝尔闹翻后，被缙绅们指控为危险的乱党。德拉克鲁瓦接着被召回。牧月二十四日（6月22日），巴达维亚政府实行了清洗，新的选举使政府获得了多数。在瑞士，督政府挫败了拉皮纳的政变；后者虽被革职，但仍留任，因为没有人去接替他，8月19日的同盟协定仍由他签署。反革命并不甘心屈服；在信奉天主教的州区里，人们又拿起了武器：他们在斯坦兹遭到惨败，死伤甚众；但寡头们于10月让奥军开进了格里松斯州。
督政府的态度的急剧变化在西萨尔平导致了一片混乱。督政府派往意大利的财务经纪人一般都很能干，但将领们对他们的监督极为憎恶。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同雅各宾派势不两立，因而被视为反革命，特别是前部长费布尔特·德·梅松塞尔、阿迈罗·德·夏约（路易十五时代一位大臣的儿子，曾任勃艮第的财务总管，制宪议会时期任非常金库主任）、罗蒙（先在审计署任职，后接替德·夏约任非常金库主任）和埃马尔（他的哥哥埃马尔教士曾是制宪议会中“黑党”的成员之一）。此外还有志大才疏的特鲁维，他是拉雷韦里埃的亲信，当时任驻西萨尔平大使。在伦巴第贵族的影响下，督政府宣布波拿巴的宪法无效，责成特鲁维另行起草，并不顾布律纳的反对，把新宪法强加给西萨尔平。但过后不久，布律纳大概通过巴拉斯争取到把新宪法提交公民投票决定，并让富歇和阿迈罗接替特鲁维和费布尔特，后两人提出了抗议。布律纳勾结富歇于10月17日至18日晚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特鲁维之流全被赶走。接着，公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与此同时，让格内和布律纳的部下在都灵组织了一次示威，企图挑起骚乱，趁机占领皮埃蒙特。这一次，督政府终于发怒了；它撤了让格内的职，召回了富歇，又把布律纳调驻荷兰。虽然如此，热那亚政府仍遭到了清洗。
那时，敌对行动已经开始，那不勒斯正入侵罗马共和国；督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表明，它费力不小，却收效甚微。共和六年霜月五日（1798年11月26日），督政府恢复了驻军特派员制度，分别派遣拉皮纳、阿迈罗和费布尔特前往瑞士、米兰和罗马。同以往的特派员相比，他们得到的权力并不更大，而后来的下场却更坏。接替布律纳的儒贝尔不能容忍特派员的监督，提出了辞职。督政府于1月终于接受了他的辞职；但是，它始终左右摇摆，便让罗蒙替代了阿迈罗。儒贝尔的后任谢雷对特派员相当客气，这也正是他招致其部属仇恨的原因之一，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马赛纳一到瑞士，便把拉皮纳撇在一边，拉皮纳只得要求将马赛纳召回法国。最糟糕的是负责击退那不勒斯进攻的军事首脑尚比奥内同特派员费布尔特之间的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可见，督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宣传家的活动，它阻止他们在皮埃蒙特煽动革命和向托斯卡纳发展。但是，它不改变既成事实便不能把奥地利争取过来，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花月二十二日后，督政府和图古特商定，派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和科本泽尔去阿尔萨斯的赛尔兹会谈。纳夫沙杜接到的命令是仅讨论维也纳发生的事件，而把补偿问题留待拉施塔特去解决。奥地利在会上只能提出德意志范围内的领土要求，但它所看中的却是意大利。在督政府看来，意大利显然已是自己的猎获物。
督政府并不真正改变其对外政策；担心战事过早发生曾使它稍有收敛，但拖延不等于悔过。姊妹共和国中雅各宾分子的失势；以及某些雅各宾分子转而与法国为敌，这只是以花月二十二日事件为标志的督政府对内政策的逻辑结果，督政府试图对将领实施的监督似乎主要是对专政的补充。反雅各宾运动未能推迟战争，却增加了混乱，损害了共和国的威望，并使督政府遇到了新的劲敌。



第八章　第二次反法同盟
与法国对峙的英国并没有忘记，为了压倒对方，必须在大陆重新燃起战火。尽管德意志国家迟迟不肯动手，远征埃及和成立罗马共和国却为英国重建反法同盟提供了机会。已成为土耳其盟友的保罗一世从此能进入地中海，并以马耳他骑士团和那不勒斯王宫的保护人自居。那不勒斯已在纳尔逊的鼓励下开始了敌对行动，意大利的局势再次不稳，图古特也接受了俄国人的帮助。



一、俄国进入地中海
保罗一世同他的母亲一样憎恨法国革命。在康波福米奥协定后，他豢养了孔代的军队，并准许路易十八在米塔瓦安居。有人向他报告说，一些波兰的重要人物混迹在波拿巴的军队中，并受到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款待。他的近臣——其中就有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挑拨他对法国的仇恨。他同试图说服他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教士结为朋友，并于1797年置马耳他骑士团在他的保护之下：他对该岛的陷落深为震怒，开始调兵遣将。1798年10月，骑士们推举他任大首领。鉴于那不勒斯处境危险，他决定给国王以支持。
这个方针并非纯属一时任性的产物。自从叶卡特琳娜扩张到黑海之滨以后，俄国的目光便转向地中海。保罗一世把克里米亚辟为对外的商埠，让希腊的商船在港口从事贸易；他十分希望能打开海峡的通道。这一经济政策只是自凯纳吉条约以来向奥斯曼帝国进行渗透的必然后果，这项条约给了沙皇为保护基督徒而进行干预的权利。土耳其的瓦解使沙皇有了得寸进尺的可能。塞利姆三世自179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他在许多省并不掌握实权。阿里·泰布兰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割据自立；帕斯万·奥格卢占有维丁，向亚得里那堡进军，并自封巴夏；杰扎尔统治着叙利亚；瓦哈比教派的首领阿卜杜勒·阿齐兹已征服了内志，并威胁着圣城和巴格达的巴夏。希腊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让人很不放心。前者利用土耳其在战争中的中立，趁机在地中海各大港口积极活动，并在那儿建立商业据点。他们从柯勒爱斯和来格斯的作品中知道了法国革命，并且看到了飘扬在爱奥尼亚群岛上的三色旗。至于被土耳其近卫军所激怒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早已帮助了约瑟夫二世：卡拉–格奥尔吉和奈纳多维奇只求充当俄国人的帮手。
远征埃及使莫斯科的扩张取得意外的成功。土耳其在向法国宣战后，认为必须同俄国结盟，而这正是保罗一世求之不得的事。1798年12月23日协定为俄国开放了两海峡和奥斯曼帝国各海港，双方同意让进入地中海的俄国海陆军攻占爱奥尼亚群岛；科孚岛于1799年3月3日最后陷落。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有了立足之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马耳他和那不勒斯已唾手可得，还有意大利的其他公国，这都将为保罗一世称霸地中海提供基地。
与此同时，那不勒斯的马丽亚–卡罗莉娜听信了纳尔逊的保证，下达了入侵罗马共和国的命令。此举使保罗一世深受鼓舞，他于1798年12月29日同那不勒斯和英国结为同盟，答应派兵前往那不勒斯和伦巴第。



二、意大利战争和帕尔瑟诺佩共和国
那不勒斯军队在奥地利将军马克的指挥下，于1798年11月26日占领了罗马，又取得纳尔逊的协助，在里窝那登陆。这一行动为革命宣传达到最大的成功作了准备。督政府向那不勒斯国王及其同谋撒丁国王宣战，撒丁国王退守卡利亚里。皮埃蒙特全境被占领。尚皮奥内带领其小部队自罗马退回台伯河。他在契维塔–卡斯台拉那一举歼灭了进攻的敌军，重返罗马，转而采取攻势，于1799年1月23日占领了那不勒斯。他对文职特派员费布尔特故意不予理睬。军队和许多军官一路上滥施劫掠；那不勒斯的凡尔赛——卡塞特宫——被洗劫一空；将领们夺占了那不勒斯全部的公有金库。尚皮奥内表明他以南意大利的波拿巴自居：他同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一起宣布了帕尔瑟诺佩共和国的成立，让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组织政府，自己只要一笔六千万的贡金。费布尔特提出了异议，要尚皮奥内尊重他的职权和督政府的意图。督政府不希望成立新的共和国，要把占领地留作交换的筹码，并下令进行深入的搜括，也就是说，恢复1796年的政策。费布尔特责令上交战利品，封存王室和追随西西里国王的流亡者的财产，并要全国按月纳贡。尚皮奥内予以拒绝，并把费布尔特逐走。督政府召回了两人，经调查后，下令逮捕将军，解送军事法庭审判。尚皮奥内的多名部下遭到了同等的命运，均被革职。督政府第一次对将领们采取强硬手段：将领们将为推翻督政府出力。



三、奥地利参战，反法同盟的性质
为了向共和国进攻，反法同盟必须有德意志国家的帮助。
格伦维尔本希望普鲁士能够出力，但普鲁士却闪烁其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督政府于1798年5月派来游说的西哀士也不予理睬。在“分界线”背后的普鲁士蒸蒸日上，居北德意志诸邦之首，它一面窥伺汉诺威，准备吞并纽伦堡，一面耐心地等着因放弃其贫瘠的莱茵属地而取得应有的补偿；它坚持中立，毫无内疚地为促使德意志帝国寿终正寝助一臂之力，戈尔不无嘲弄地为帝国填发了死亡证书。
图古特长期不肯表态，因为皮特对提供军费补贴很不积极。奥地利首相暗中同那不勒斯互通声气，却不给任何帮助。在没有普鲁士的条件下，他要确有把握地取得俄国的支持。在保罗一世出动第一支军队后，他终于作出了决定，让俄军从奥地利借道。当督政府以此作为宣战理由时，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共和七年风月二十二日（1799年3月12日），督政府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也就在未经签署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加入了反法同盟。法军立即占领了托斯卡纳，把庇护六世裹胁到瓦朗斯，庇护六世于8月在那里去世。
在革命的法国看来，4月28日的流血悲剧具有冲突的性质。那天晚间，当法国全权代表离开拉施塔特时，遭到了奥地利轻骑兵的袭击；其中一人让·德布里受伤逃命，另二人罗伯若和布尼埃当即丧生。督政府高呼“报仇”，指出谋杀事件是国王和贵族对共和国盲目仇恨的表现。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德意志帝国卷入战争，至少也要把南德意志的诸侯牵进去，因为普鲁士坚持置身事外。图古特知道这些王公根本不想打仗：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陷于同省三级会议的纷争中不能脱身；于1799年接替查理–特奥多尔就任巴伐利亚大公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担心哈布斯堡王朝不承认他的继承权。
第二次反法同盟终于形成了。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最后加入，但不提供参战部队。图古特未签署任何协议。这次反法同盟比第一次更加脆弱。英国始终是同盟的轴心，至少应向俄国提供一笔二十二万五千英镑的现金军费，还有每月七万五千英镑的饷银。反法同盟一开始就有裂痕，在其拼凑过程中又增加新的裂痕，终于导致同盟的瓦解。格伦维尔向保罗一世保证，英国围困马耳他，但不打算占有该岛；格伦维尔终于争取到两海峡对英国商船的开放。人们怎能相信，英国资助莫斯科军费，竟是让后者称霸地中海？至于图古特，他之接受援助，却是为了夺得意大利。但保罗一世又怎肯拱手相赠？英国并不比沙皇笨，他只想从法国那里夺回荷兰，而奥国首相又对此不感兴趣。
反法同盟拥有足够的兵源；尽管俄国因距离太远仅派八万人前来西欧，同盟军在兵力上仍占优势。但他们的军事组织和作战方法没有任何进步。卡尔大公计划改编奥军，实行师团编制，因战争发生而未及贯彻。金钱尤其缺乏。保罗一世在位期间把债务从四千三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万，他还发行了五千六百万纸币。奥地利每年都有财政赤字，债务自1792年的三亿七千万盾上升到1798年的五亿七千二百万盾，军费开支全靠发行银行券，其流通量自1793年的二千七百万提高到1801年的二亿。
作为反法同盟的支柱，英国经济在1799年遇到了困难。随着金本位制的暂停执行，铸币在逐渐减少，小面额的银行券越来越多，通货略有膨胀；这与地方银行的增多有关，这些银行增发了货币和扩大了信贷。此外，汉堡在冬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英国：伦敦一地至少有二十起破产事件；工业受到了影响；面包价格因年成不好而上涨。鉴于工人的骚动，皮特决定强化镇压措施，并把范围扩大到无产者：1799年7月12日的“结社条例”重申禁止罢工、结社以及旨在筹备或支持结社的募捐。年关将近，政府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为此支出了三百五十万英镑。虽然如此，英国资本主义在政府的巧妙支持下，总算经受住了冲击。皮特被迫放弃了银行券的兑现办法，堵住了通货膨胀；但通货仍在增加，随着价格的上涨，企业避免了使督政府摆脱不了的那种银根紧缺的沮丧局面。国家财政状况仍然健康，银行通过接受适当数量的财政证券支持了国家的财政预算。



四、督政府的战备工作
从秋季开始，共和国立即准备抵抗，但其努力程度不能同救国委员相比。督政府不愿仓促投入战争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春天到来时，它还没有准备好。果月十八日使全民武装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当时任议员的茹尔丹于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三日（1798年1月12日）提出了一项草案，经退回修改后，于果月十九日（9月5日）才被通过。茹尔丹法或征兵法规定，除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三日前结婚者外，二十至二十五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这项法律使1793年8月23日的征兵令具有永久的性质。应征服役的新兵登入国防部的名册，并根据出生日期分作五等。如果需要用兵，立法团先确定人数，国防部长则从最年轻的开始，按数召用。另一项法律取消了1793年以来采用的各项免征规定。
不久，共和七年葡月三日（1798年9月24日），决定征发新兵二十万人。征兵工作又一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户籍登记已经散失或者不很完整；体格检查没有具体规定。国防部长在适龄青年家长中找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弊端。开列全国的应征名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共有十四万三千名新兵经审查合格，留下的缺额依旧很大。可是，真正前往兵站报到的仅九万七千人；新兵按小分队向各军团输送，这为逃兵开了方便之门。最后，约七万四千人到了部队，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共和七年芽月二十八日（1799年4月17日），立法团下令补足缺额，同时对征兵法作了重大修正：允许应征青年提前集中，实行自愿报名或抽签决定。被确定的人选可找人替换。这也就回到了1793年2月的征兵办法。可是，仅七万一千人应召报到，其中五万七千人去了前线。
督政府时期的军队早已是一支职业军队，随着新兵入伍和实行混编，军队又有了共和二年那时的某种平民性质。但是，在会战开始前，新兵尚未完全到达，因而部队也就不像以往那样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军需供应不能令人满意；为解决新兵的服装、装备和武器等问题，立法团出售了价值一亿二千五百万的国有产业，共和七年的增税法大体上也反映了这方面的努力。时间已经太晚，供应仍嫌不足。新兵不能整装出发，原有的军队在备受搜括的附庸国和敌国驻扎，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在意大利，军需物资主要来自占领不久的皮埃蒙特，那里也已被罗掘俱空。



五、1799年的春季战役
新的战争在作战方针上没有一点新思想。茹尔丹率领多瑙河军团四万五千人进入南德意志，贝尔纳多特率三万人沿莱茵河中段掩护其左翼。谢雷从意大利驻军十万人中只能抽调四万五千人沿阿迪杰河列阵。处在两人中间的马赛纳将占领格里松斯州，继而进逼蒂罗尔。法军全线出击，没有利用瑞士的地理位置，在那里集结大量机动兵力；而这本可以使法军任意向意大利或德意志扑去，从而稳操胜券。人们可以想到，奥地利军队是同样的守旧。卡尔大公率七万五千人驻巴伐利亚，克雷率六万人驻威尼西亚，另留二万人守蒂罗尔。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兵力的优势，等着俄军到来，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图古特的外交考虑使战役迟迟不能全面展开，这种零敲碎打的作战方法同旧时代的战争一模一样。
相比之下，马赛纳打得最出色：他占领了格里松斯州；但在进入福拉尔贝格后，即在费尔德吉柯失利。茹尔丹步步为营，前锋抵达康斯坦次湖，于3月25日在斯托卡克向卡尔大公进攻，失败后率军退回莱茵河，并提出辞职。卡尔大公没有乘胜追击，因为图古特派他前往瑞士。谢雷攻下了帕斯特朗戈和里沃利两个要塞，但他向维罗纳的包抄行动却因配合不周遭到了重大损失。4月5日，谢雷在马尼亚诺遇敌军进攻，未决胜负即行撤退，不加抵抗地一直退到阿达河，接着把部队交给了莫罗。克雷并未紧追不舍，他等着苏沃洛夫率俄军一万八千人前来主持军事指挥。苏沃洛夫这位老将因在俄土战争和在波兰作战中屡战屡胜而闻名，他带兵有方，但不是一位战略家。他于4月25日至27日向阿达河的渡口进攻，在卡萨诺等处强渡该河，歼灭了塞律里埃师团。莫罗撤出米兰地区后，在亚历山德里亚收集残部。苏沃洛夫在米兰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分散布防，于5月12日才向莫罗进攻，战果不大。与此同时，法军再次后撤至热那亚和康尼奥。督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法军在意大利吃了亏。主张意大利统一的人通常持雅各宾派的观点，他们因对督政府的立场感到失望，转而站在反法同盟一边。拉贺兹将军向法军开了火；皮埃蒙特的雅各宾分子组织了暴动，与旧制度的拥护者并肩作战。
莫罗指望同麦克唐纳会师，后者正历尽艰辛把那不勒斯军团从暴乱丛生的意大利半岛带回。莫罗没有要麦克唐纳直接向自己的防区靠拢，而让他在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等着会师。麦克唐纳翻越了亚平宁山后，在特雷比亚河岸被苏沃洛夫阻住去路。自6月17日至19日激战三天，麦克唐纳未能突破防线，便重新翻过大山，沿海岸曲折前进，到达热那亚。已经进抵马伦哥的莫罗率军后退，同麦克唐纳会合。
德意志和意大利前线战事的失利牵动马赛纳跟着后撤；他退出格里松斯后，由于卡尔大公已渡过了莱茵河，便继续退至利马特河后方。6月4日，面对敌军的进攻，他赢得了苏黎世首次战役的胜利；但为谨慎起见，他又回渡利马特河，放弃苏黎世城，而在莱茵河和楚格湖之间布防，侧翼以利马特河和苏黎世湖为掩护。然而，由于勒克布被迫放弃了圣戈塔德和罗伊斯河谷，马赛纳的后方可能被来自意大利的军队所包抄。
夏季到了，人们以为会有几场大仗要打。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同盟诸国的政府花了几个星期讨论作战计划，在计划未定前，各支部队便在原地作战。苏沃洛夫围攻的几个要塞，包括曼图亚在内，纷纷投降，其迅速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在法国激起了人们对背叛的厉声斥责。苏沃洛夫接着粉碎了儒贝尔的反攻，后者已前来担任意大利军团司令，莫罗留任副职。儒贝尔因急于返回巴黎——西哀士准备让他扮演政治角色——尚未完成军事集结，便于8月5日攻打诺维。战斗刚开始，儒贝尔率先阵亡。莫罗挡住了敌军，但损失兵员近三分之一，不得不连夜撤退。苏沃洛夫占领皮埃蒙特后，遵照沙皇的旨意，让查理–埃曼努尔的官吏复职，并准备入侵多菲内。
苏沃洛夫的做法不合图古特的心意；在图古特的眼里，苏沃洛夫只是一个普通的帮手，他打算独自主宰意大利的命运。奥地利的文职官员拒绝承认撒丁国王派出的接收人员。图古特对意大利南部的局势也深感不安。麦克唐纳在那里仅留下少量部队，一支英国舰队进入了那不勒斯港口；吕复主教正发动农民起义；俄国和土耳其军队从科孚岛源源运到。首都的守卫部队被困在堡垒中，于6月终于投降。纳尔逊撕毁了协议，对爱国的资产者和贵族进行残酷镇压。但国王费迪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部分地或全面占有教皇的领地。他的部队于9月开了进去，奥军也立即从北方侵入教皇领地。
英国倾向接受沙皇关于扶植意大利正统王公的主张，但它尤其希望反法同盟诸国集中力量夺回瑞士和尼德兰。伦敦开始希望复辟波旁王朝，反革命分子如同以往一样积极卖身投敌。维克海姆又回到瑞士居住，他正准备在弗朗什–孔代和法国南部发动暴乱；布尔蒙准备再次挑起西部的叛乱；还有人打算收买巴拉斯。英国政府坚持要把法军逐出瑞士，并从勃艮第入侵法国。英国把意大利交给了图古特，换取卡尔大公同意对马赛纳作战，又说服保罗一世派科尔萨科夫率另一支俄军二万八千人接受同一项任务。为了抄法军的后路，它还建议苏沃洛夫离开意大利和向圣戈塔德推进。这正合图古特的心意。人们对沙皇说，解放瑞士各州的功绩堪称欧洲的救星，这个理由把保罗一世说服了。
这一计划尚未执行，英国却用另一个计划相阻挠：夺回荷兰和比利时。沙皇早在5月已同意派兵一万八千人参加约克公爵准备的远征。图古特对奥属尼德兰的兴趣本来不大，但这些领地一旦从法国手中夺回，他当然要据为己有：7月30日，卡尔大公接到离开瑞士和向美因兹推进的命令。由于俄军在9月才能赶到，卡尔大公并不急于去冒危险，整个8月仍用于讨论作战计划。
同1793年一样，同盟诸国的行动迟缓给了共和国找出对策的时间。法军将领不顾督政府的命令，坚持认为在夏末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在此期间，战争早已使法国国内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第九章　法国共和七年的危机
大陆和平为督政府的专政提供了喘息之机，却未能使它取得群众的拥护。既然战争重起，人们便把责任归罪于它，其领导人自然首当其冲。随着战事的接连失利，由热月党创始的政权便陷于困境。内战又将重开，入侵威胁严重，新的救国措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后一场反雅各宾运动将为军人专政扫清道路。



一、共和七年牧月三十日（1799年6月18日）事件
直到共和七年芽月初（1799年3月末），法国打了几次败仗，但任何一次都不足以使人忘记征服那不勒斯之战的胜利。然而选举对督政府相当不妙；去秋以来，由战争威胁带来的商业停滞和捐税加重，特别是征集新兵，使不满情绪更趋强烈。茹尔丹法的成效甚微表明了人们对服兵役的恐惧，且不谈这项法律在各地使骚乱闹得越来越凶。早已因宗教冲突而动荡不安的部分比利时乡村，无论在瓦隆地区或在弗拉芒地区，都发生了暴动，这场“农民战争”延续了两个月，局势陷于一片混乱。在法国本土，人们十分担心出现新的旺代叛乱，因而允许政府在西部暂不执行茹尔丹法；舒安党的活动仍有加强：夏托–贡蒂埃城于3月遭到突然袭击。在各地，抗命士兵和逃兵结帮成伙，凶杀事件日益增多。
广大舆论责备督政府挑起了战争，而雅各宾分子则指责督政府备战不力，听任反革命为敌人效劳。两院的多数议员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责备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对督政府的专政尤其不能容忍。督政府照例揭发王党和乱党的狼狈为奸，并为讨好资产阶级而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后者。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在一篇通告中说：“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最高限价法的再次出现吗？”人们仍按老办法准备选举，但已不如共和六年那么起劲，这大概因为官吏们觉得施加压力并不十分有效。候选人若是由官吏们推荐，往往在选举中反而落榜。那么，是否能再搞一次花月二十二日行动呢？两院的态度使人们不能作这样的考虑。有些选举人再次想搞分裂的选举人会议，但他们选出的议员都遭到排斥，缺额仍由原议会议员充任。
既然督政府主要同雅各宾派为敌，督政府的失败势必被看作是雅各宾派的胜利。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将会看到，热月党仍占多数。他们起劲地反对督政府，甚至同雅各宾派协商推翻督政府，但他们并未改变自己政治和社会的倾向。危机将分三幕展开：第二届督政府的垮台；左翼表面上的胜利；猛烈的反雅各宾运动的胜利。
在选举后的几个星期里，共和国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米兰和那不勒斯先后失守，瑞士已遭敌军入侵。对督政府的指责越来越凶：无能，犯罪，甚至叛逆。各州纷纷发来信件，明确指控原国防部长谢雷有罪。吕西安·波拿巴厉声斥责各驻军特派员，得到了将领们的响应。将领们同反对派的勾结不仅见诸报刊和演说，五百人院在危机期间提出的督政候选人名单中军人所占的位置也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在名单的十名候选人中，陆海军将领就有七人。到了芽月末，当必须审查政府的财政措施时，督政府与两院的关系已紧张到了极点。谣传将发生新的果月事变，尽管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同将领们的关系搞得很僵，而将领们也因吃了败仗而威信尽失。
在新的两院于牧月一日开会前，形势已对它们有利：勒贝尔离开了督政府，元老院让西哀士接替了他。大家知道西哀士与现领导势不两立，两派的敌对马上公开化了。大家还知道西哀士希望修改宪法，巴拉斯为他的当选助了一臂之力：特洛伊木马被送进了城。从柏林回来后，巴拉斯于牧月二十一日（6月9日）开始全面进攻，不到十天就达到了目的。人们可以怀疑，这只“革命的鼹鼠”大概早已策划了阴谋。
牧月二十八日（6月15日），普兰–格朗帕雷突然指出，要求督政府报告形势的牧月十七日咨文至今没有答复，五百人院应继续开会等待；元老院仿效五百人院，也不肯休会。当晚，特雷拉在共和六年的当选受到了攻击，理由是他离开立法团未满一年。这种意见在去年已被否决，因为期限的计算应从离职到任职为止，而不是到当选为止。特雷拉终于被赶走，终审法庭庭长戈叶进入了督政府，此人在共和二年曾任司法部长，被认为属于雅各宾派。牧月三十日，攻击再起，这次，矛头指向拉雷韦里埃和梅兰。前一天，西哀士和巴拉斯已敦促他们辞职，以免遭到弹劾。元老院也派出了代表团，劝说他们退让。梅兰首先屈服，拉雷韦里埃跟着顺从。接替他们的是由西哀士保举的罗热–迪科和由巴拉斯推荐的穆兰，后者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和雅各宾分子。各部部长跟着全部开缺，塔列兰也不例外。
共和七年牧月三十日（1799年6月18日）事变不是一次政变：两位督政不敢无视合法的弹劾。这是热月九日事变的重演，它使两院能监督行政权，但又不凌驾于行政权之上或削弱行政权，正如当年国民公会对待热月党的救国委员会一样。在西哀士的坚持下，葬送旧政权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他所表现的灵活坚定与他在雾月十八日那时的委琐软弱恰成鲜明对照。
牧月三十日事变也是将领们所希望的。贝尔纳多特接任了国防部长，儒贝尔担任了意大利军团司令；尚皮奥内被释放出狱，负责组建准备同苏沃洛夫作战的阿尔卑斯军团。驻军特派员终于失去任何权力：拉皮纳提出了辞职。儒贝尔到达意大利后，将罗蒙遣送回法国。
最后，牧月三十日事变表示对花月二十二日事变的反动。三位新督政在花月事变中曾受处分。原救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兰代出任财政部长具有象征意义。许多官员被解职，并由众所周知的雅各宾分子所取代，更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在元老院批准恢复出版自由以前，报纸已纷纷复刊。俱乐部也重新开始活动；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设在骑术院；五百人院已于共和六年从这里迁往原波旁宫。该俱乐部的第一位“召集人”正是曾卷入巴贝夫阴谋案中的德鲁埃。



二、雅各宾法
左派以共和国处境危急为理由，让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这似乎证明了雅各宾派的胜利；其实，正如国民公会时期一样，多数派的部分议员对此并非毫无觉察，加之他们受反对督政斗争的激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朝着新的革命政府的方向滑去。
由茹尔丹提议的穑月十日（6月28日）法实现了“大举征兵”：五批新兵已征召完毕，替代服役已被取消。据估计，应征入伍的新兵为二十二万三千人，实际出发的仅十一万六千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一个月后，又一项法律规定改组国民卫队：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国民卫队是用于镇压叛乱的机动部队。
在征兵的同时也征用财产。实物征用制如今已公开推广，督政府为此向各州当局发了通令。茹尔丹在建议征兵的同时，还让立法团同意发行一亿强制性公债。经过诸多周折，公债发行办法于热月十九日（8月6日）才确定下来。公债在缴纳地产税三百法郎以上的纳税人或流动收入在一万法郎以上的公民（收入数字由不需认购公债的公民秉公评议）中累进摊派，对投机收入从严要求，甚至可以责令其主人全部认购公债。
接着是穑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惩治法或人质法。当立法团宣布某州全部或部分发生暴动时，中央当局应在流亡者和叛乱者的亲属中挑选若干人质，予以监禁；如有官吏、军人或国有产业购买者遭到杀害，督政府就把四倍的人质发送流放；此外，其余人质一概处以罚款或负责赔偿全部损失。政府发布了一项赦令，规定所有叛乱者，除为首者外，只要交出武器均可免予治罪；否则，捕获后立即解送军事法庭，一经验明正身，格杀勿论。
最后，在同一天，根据各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项弹劾报告，确定对四位已开缺的督政官和谢雷进行弹劾。五百人院同意据此定罪，但按法律规定，需在三十三天预审期后，案件方可移交元老院。反对派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抵制。



三、最后一次反雅各宾运动
在穑月末，反对派的力量已很强大；二十六日（7月14日），西哀士提出了第一次警告。他对救国措施并无反感，多数派也是如此，但有一个条件，这些措施必须由他自己执行，以便严格控制。雅各宾派惊呼，如果不在人民中唤起往日的热忱，新法律仍将是一纸空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要与人民共掌政权，至少也要让革命委员会再现。上面提到的牧月十八日报告建议像8月10日后那样派专人去外省促进地方当局，并特意补充说：这些人应在“正直和富裕的阶层”中选拔，“他们应保护人身和财产的不受侵犯”。在反对派方面，拉马克的话讲得同样明白：“一些人希望动员民众力量去打退野蛮人；另一些人害怕使用这股无比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怕共和派群众甚于怕北方的蛮族。”
大举征兵征实无疑在全国使恐惧和愤慨倍增；但这些情绪在唯一受到强制性公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中特别强烈。兰代让一些银行家和军需商同意在账面上耍个花招，把一部分公债利息折算公债，培勒戈首先接受了这个要求。但一般说来，怨声载道和消极抵抗预示着公债必将失败，实际完成的认购额只到预计额的三分之一。许多有钱人将职工解雇，动身离开巴黎，一些手工工场即将关闭。
督政府及其拥护者最担心的还是有人对牧月下台的一伙人扭住不放，因为这会有重立断头台的危险。巴拉斯和西哀士开始成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西哀士，有人说他在柏林同意放弃全部或部分新占国土和让奥尔良公爵或不伦瑞克复辟君主制。在多数派议员和将领中间，有人的确想到了复辟。但这个罪名对西哀士则无论如何也是担当不起的。大部分报刊、小册子和张贴都对着穑月的法律破口大骂。俱乐部分子也蠢蠢欲动，不惜采取挑衅行动，发表敌对言论；例如，茹尔丹在7月14日的祝酒词中公然提议“为举矛起义干杯！”纨袴青年前来骑术院门前闹事，双方大打出手。在卢昂、亚眠、卡昂等许多城市，类似的冲突扰乱了社会秩序，波尔多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尽管敌人说这是新的5月31日事件，左派却不能组织和举行一次群众性行动，因为群众在经历了长期的反动后已灰心丧气和麻木不仁。参加左派示威行动的仅有几百名依恋往日革命的手工业者、小店铺主和小职员。政府把全部行政机构抓在手里；在果月十八日后，它在巴黎留下了一支二万人左右的卫戍部队。唯一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让多数派处于警戒状态，并以坚定的态度防止多数派出现分裂。这正是西哀士果断地去做的事情。
热月八日（7月26日），西哀士的一名同党科尔内突然要求元老院作出决定，任何政治团体不得进入立法团所在地。由于骑术院是元老院院址杜依勒里宫的一所附属建筑，俱乐部便迁往巴克街的教堂开会。继科尔内之后，给丹东帮过倒忙的科多瓦断言有人阴谋行刺督政官和召集国民公会开会。为此成立的调查组于热月十三日仅找出两张被认为煽动叛乱的公告，但仍提请督政府“执行宪法”。两天前，警务部长已由富歇担任，马尔波将军于二十四日（8月11日）被撤职，所遗第十七师师长的职务交给了勒费弗尔。就在那天，对“牧月下台的一伙”是否起诉的问题开始最后一轮辩论。富歇于二十六日封闭了俱乐部，起诉的提案于果月一日（8月18日）以二百一十七票对二百一十四票被否决；这就表明，如果西哀士没有采取果断行动使犹豫的人坚定起来，这个提案有很大可能被通过。从此，俱乐部便无声无息，左派的抱怨也纯属徒劳。西哀士同雅各宾派终于彻底决裂；两面不讨好的巴拉斯陷于孤立。
左派还有两次反扑的机会。在前将军鲁热和博罗伯爵的领导下，王党于热月十八日（8月5日）突然在上加龙州及其附近地区举行了暴动。暴动来势很猛，图卢兹一度被包围，但叛乱毕竟孤立无援：布尔蒙只是在8月底到达法国西部，起义日期确定在10月中旬。图卢兹自共和四年以来一直掌握在雅各宾派手里，轻易不能攻下；附近地方的共和派官吏又坚决抵抗，叛乱者在占了一点便宜后便逐渐溃散。最顽固的一伙于果月一日（8月18日）在蒙特雷若打了一仗，彻底失败。
消息于热月二十六日传到巴黎，正是俱乐部被封的那天。两院当即准许在一个月内实行按户搜查，后来又宣布许多州区处于暴乱状态，但未真正实施人质法。西哀士下令根据共和五年果月十九日法将三十四家王党报纸的主编遣送流放，但他乘机一箭双雕：第二天，另一项命令又以阴谋活动罪逮捕了十六家其他报纸的人，雅各宾派的报纸也被列入这个名单。
热月二十八日（8月15日），诺维一战失败，但其影响比果月十日（8月27日）英军在荷兰登陆为小。如果英军迅速向南挺进，就有入侵法国的危险，情况相当紧急。茹尔丹于二十七日（9月13日）建议五百人院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会场出现了混乱，议员上台发言受到了干扰：这是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戏剧性的冲突。吕西安·波拿巴转而反对雅各宾派，多弩要多数派表明立场：宣布祖国在危急中或者纯属夸大其词，或者只是为了进一步采取已有先例可援的革命措施。布莱终于使五百人院同意推迟宣布的日期。然而，群众越聚越多，雅各宾派猜测贝尔纳多特或许会断然采取行动。平时好说大话的贝尔纳多特却害怕冒险，为自己留有退路。西哀士当机立断，用书面通知贝尔多纳特，督政府已接受他的辞呈，尽管他本人并未提出辞职。茹尔丹的提议于二十八日被否决。突然，法军接连打了几个辉煌的胜仗，从而使局势发生彻底改观，并使左派威信扫地。



四、秋季战役
卡尔大公在离开瑞士前，曾于8月17日试图打垮马赛纳，但未成功；法军30日的一次进攻也告失败。到9月初，卡尔只得服从命令，沿莱茵河南下，离开了战场。在英军的一再要求下，图古特同意让卡尔大公的部下霍兹率军二万五千人留守原阵地。霍兹守着林特河，科尔萨科夫进占苏黎世和利马特河。与此同时，勒克布在来自瓦莱的图罗部队的帮助下，已夺回格里姆赛尔和圣戈塔德两个山口，再次控制了罗伊斯河谷，前锋莫利托尔部抵达格拉里斯。苏沃洛夫直到9月11日才离开意大利，但退路已被切断。马赛纳暂时已无后顾之忧，等卡尔大公一动身，便袭击了利马特河的渡口蒂埃提孔，把科尔萨科夫的部队截成两段，将其右翼驱逐到莱茵河一带，把左翼围困在苏黎世。科尔萨科夫勉强脱逃，率领残部渡过了莱茵河。第二次苏黎世战役自共和八年葡月三日至五日（1799年9月25日至27日）持续了三天。
然而，苏沃洛夫在通过圣戈塔德山口后，步步进逼，紧追勒克布至阿尔特多夫。由于沿湖没有道路可通，苏沃洛夫只得翻过大山，与莫尔蒂埃部发生遭遇，刚打了胜仗的马赛纳赶来支援莫尔蒂埃。苏沃洛夫让罗森贝格对付马赛纳，自己率军进攻莫利托尔，莫利托尔沿林特河背水作战，在内费尔斯击退了敌军的冲锋。苏沃洛夫终于获悉霍兹打了败仗，便想取道阿尔卑斯山逃跑，全靠罗森贝格的奋力抵抗，挡住了马赛纳的前进道路，苏沃洛夫总算全师退回。已很疲劳的俄军于10月7日到达莱茵河边的伊兰兹，接着进驻福拉尔贝格。
英国远征军于果月十日（8月27日）在荷兰的赫尔德登陆；巴达维亚舰队不战而降，这是英军在远征中取得的唯一的一点便宜。俄国援军来到后，由约克公爵指挥。约克公爵的攻势于9月19日在贝尔根被布律纳指挥的法国和巴达维亚联军所阻。10月2日，布律纳撤向卡斯特里康姆；但在6日，他再次击退了敌军。奥伦治分子准备举行的暴动未能实现。海堤决口、阴雨连绵、供应不足和疫疾蔓延使登陆部队无法坚持下去。约克公爵于共和八年葡月二十六日（10月18日）在阿尔克马尔签署了一份撤军协议。俄军被运往泽西，准备在布列塔尼重启战端。
保罗一世对苏沃洛夫的失利十分不满，于10月23日下令召回俄军，同时致函奥地利，宣布断绝关系。反法同盟开始瓦解。
在一片胜利声中，法国又得到另一个奇迹般的消息：波拿巴于葡月十七日（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正在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个消息引起了举国欢腾。“常胜将军”的回国终于使人确信，共和国已经得救了。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局势似乎总离不开这样一个节拍：吃了败仗后要采取极端措施，打了胜仗又使这些措施成为多余；局势危急时，雅各宾派的地位必然上升，因为他们勇敢坚定；一旦危险过去，稳健派便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如今，反动派又开始强硬起来。五百人院决定修改人质法和惩治流亡者法令。在元老院，一份报告于雾月九日（10月31日）建议用增加直接税的办法代替发行强制性公债。勒萨日–塞诺惊呼：“反革命已大功告成。”辩论在十六日和十七日继续进行；十八日那天本应接着辩论，想不到却发生了政变。



第十章　雾月十八日政变
督政府已无紧迫的危险，但这个局面又能维持多久？果月十八日后推行的专制统治显然并不十分有效，因为督政府还想把它的专制统治同造成权力之争和政局不稳的共和三年的自由宪法结合起来。既然热月党同山岳派一样承认在战争时期必须实行革命专政，他们势必让革命专政的组织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正是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目的所在。资产阶级从这场他们所要求的，并取得他们同意的政变中获得了长久性利益，但政变又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了国家的领导权，因为在政变过程中出现的形势变化突然使军队——也就是波拿巴——扮演了主角。



一、修改宪法的主张
共和七年的难关已经渡过，但在经历了一场如此严峻的考验后，同样的原因是否会导致新的危机呢？开春以后，法国的作战对象就只剩下奥地利，但战争也会在种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下重新扩大。内战烽火没有停息。10月14日，在布尔蒙的一声号令下，舒安党先后夺取了勒芒、南特和圣布里厄。这诚然是短暂的胜利：塔拉伏迅速敉平了旺代的叛乱，埃杜维尔通过谈判平定了卢瓦尔河以北地区。但反革命的威胁始终存在。更何况，各路大军如今已退到了国界之内，它们又从哪里去筹措军费？公职人员和年金收入者纷纷叫苦，公共机构欠账很多。国民要求和平，却不考虑如果仍要尊重制宪议会的社会业绩，政府又怎么能去取得和平。资产阶级看得比较远，他们暂且一点不慌。西哀士稳掌着舵盘，穑月法律或者将推迟执行，或者将适当通融。但是，雅各宾的阴影仍使他心怀恐惧。共和八年的选举将会产生怎样的政府呢？这对热月党说来是个首要问题，因为他们要保住政权，目的自然不仅为了保卫共和国和革命，而且也有着个人的打算。总之，人们已不能忍受每年循环一次的那种不安定局面。
最后，对波拿巴又该怎么办？他于10月14日到达巴黎后，处处装出一副谨慎从事的共和分子的样子；他经常出入法兰西学院，同那里的意识形态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然而，所有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似乎谁也没有想起，波拿巴对重启战端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共和国不久前取得的胜利中却无点滴之功。人们没有责备他去冒险远征埃及：可恶的督政们把他远遣异乡客地，而他却能挫败阴谋，这是怎样的奇迹？他两次意外地逃过了纳尔逊的拦截，的确是福星高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使人们确信，对波拿巴说来，重要的不是去说服才智低下的芸芸众生，而是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功业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令人无从预料的出奇制胜使他们耳目一新。波拿巴在康波福米奥和约后曾任政府的顾问，现在可以让他作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军事。但人们怎能相信他会就此满足。他还年轻，不到担任督政或部长的法定年龄。
修改宪法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紧迫。在果月十八日后，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断增多。三督政不相信法国可能实现共和三年的宪法，他们早在起草姊妹共和国的宪法时已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因此，姊妹共和国的宪法在共和三年宪法的基础上作了重大修改，以便扩大行政权的权限。本雅明·贡斯当、斯塔尔夫人以及继承启蒙哲学思想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倾向。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是西哀士，他从共和三年起就一贯反对议会通过的宪法，他的想法后来有所变化，我们只是在布莱、多弩、罗埃德累转述的西哀士在政变后的谈话中得知，这些想法部分地被写入了共和八年的宪法。
鉴于不可能立即修改宪法，西哀士在当选督政后就考虑搞一次政变。两院中的多数派虽然认为政变十分必要，却不肯采取主动。因此，政变必定如同果月十八日事变那样是军事的和反议会的，而且更带冒险性。两院在共和五年曾以拯救宪法为借口，向督政府作了让步。这一次，问题就不仅是要破坏宪法，而且要限制两院的职权。如果两院进行抵抗，就必须将它们解散。西哀士是否看不到这种后果呢？政变只要一搞成，势必会导致军事独裁，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西哀士事先同军事首脑达成了协议，那也没有任何办法能约束军事首脑完全遵守协议。看来，他可能希望两院在政变威胁下会同意与他一起起草新宪法。既然西哀士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人们怀疑他是否真有这种幻想；在以上情况下，他的草率从事使他自己反受其害，轻易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对军队说来，形势也与共和五年那时大不一样。军队曾乐于帮助驱逐王党，而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共和派，甚至雅各宾派。军队并不喜欢“律师”，它需要一位具有崇高威望和无可指摘的革命经历的统帅。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任何人都比不上波拿巴：机遇促使他取得成功。除了与谋反者结合在一起，他别无出路。由于擅自离开了部队，他的合法地位岌岌可危。作为停职待命的将领，如果在督政府和两院中找不到同谋，他便不能担任巴黎卫戍司令。困难在于他不肯同巴拉斯合作，对西哀士也很讨厌。塔列兰从中进行了调解。司法部长康巴塞雷斯显然参与了秘密。他们看来想瞒着富歇，后者打听到了消息，成为非正式的同谋者。在元老院方面，院长勒梅尔西埃以及议院的几名督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五百人院则有担任院长的吕西安可以依靠。茹尔丹、奥热罗、贝尔纳多特等几名将领保持沉默；大多数将领热烈地拥戴波拿巴；莫罗因旧恨未消，不肯出力。军需商科洛拿了一笔钱出来，这当然不是仅他一人。雾月七日（10月29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清账前暂时收回发给金融家的委托书，这些委托书于十九日晚又交给他们。



二、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和十九日（1799年11月9日和10日）
为了给政变寻找根据，人们便散布恐怖分子在图谋不轨。很多人对这项指控没有怀疑，因为从穑月以来这类传闻已充斥报刊，斯塔尔夫人的一段话可以证明当时的恐慌情绪达到何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残酷的迫害随时可能发生；我对此深信不疑，因而把我存在经纪人那里的钱全部收回，由我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和我分别保管，随时准备动身前往外国。我每时每刻都在注意来自圣克鲁的消息，根据消息的好坏，决定提前或推迟动身的时间。”
政变看来在巴黎之外进行更有把握，恐怖分子图谋不轨可作发难的理由。元老院召集了非常会议，对有嫌疑的议员故意迟发通知。非常会议于雾月十八日通过决定，把会址迁往圣克罗宫，这一措施是合法的。但是，会议任命波拿巴为巴黎卫戍部队司令却属非法，因为任命只能由督政府作出。将领们已在胜利街波拿巴的家里会聚，部队则以检阅的名义已经集结完毕。如果多数督政拒绝承认元老院的违宪决定，或许会有某个将领站出来反对波拿巴。一切都取决于巴拉斯，而巴拉斯却辞职出走。戈叶和穆兰在交出辞职书前始终在莫罗的看管之下。
十九日，军队前来包围两院的会址圣克罗宫。谋反者因未作任何防范，事态转而恶化了。未能出席十八日会议的元老院议员提出了抗议，指出该院不拥有动议权。波拿巴在发言中再次指责雅各宾派，却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建议。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在下达命令或在无人顶撞的情况下才善于讲话。当有人援引宪法时，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践踏了宪法，宪法已不再存在!”五百人院的情形更糟：未经传召，波拿巴有什么权利进入会议大厅？在成群议员的围攻下，他离开了会场，到处响起一片斥责“不法之徒”的叫声。吕西安为他的兄弟辩护，那也无济于事；他在卫兵保护下离开了。波拿巴向部队作了鼓动演说，效果不大。吕西安骑在马上讲话，指责议员受英国收买，发动叛乱，要用匕首刺杀将军，这才使士兵跟着他走。立法团的卫队终于跟着行动，吹起冲锋号，把在橘厅中正在开会的五百人院驱散。
元老院以及在晚间才好不容易集中的五百人院少数议员共同决定两院休会，开除六十二名议员，新成立两个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负责投票通过三执政提交的法律，并与三执政一起起草新宪法。波拿巴、西哀士和罗热–迪科三名执政名义上一样平等，但任何人都不会信以为真。从图谋不轨到匕首行刺统统都是谎言，政变是谎言的节日，也是受骗的节日。波拿巴的地位压倒了西哀士。



第六编
拿破仑登台时的世界
直到雾月十八日，法国革命还远没有到达资产阶级于1789年为它确定的终点：新秩序只是在波拿巴的统治下才开始定型；由此可见，留待波拿巴完成的事业显然是使本书已描绘了其曲折过程的危机告一段落。
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革命与旧制度的欧洲之间的和平即将实现。斗争促使贵族、教会和国王的敌对情绪更加激烈。战争促使督政府走上了吞并别国领土和建立附庸国的道路；除革命思想的自发传播外，武装力量也参与破除被占领区的传统秩序和推广法国的政体。冲突既然如此严重，双方几乎结下了不解之仇；只是由于人民已经精疲力竭，各国才考虑谋求妥协，在照顾各自利益的条件下，至少暂时休战。波拿巴的个人作用在这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人们因此可以把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看作大革命历史的一个阶段。
本书没有讲完革命的全过程。既然我们要在拿破仑统治前告一段落，这里似乎应该就危机的后果及其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一概括的阐述。



第一章　法国革命的成果
本书在前面各章中已经阐述了制宪议会在1789年为资产阶级所要建立的秩序而确定了的原则。这些原则始终是大多数国民的指导方针，但在如何解释这些原则以及调整政治体制和公共生活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重困难。这首先因为革命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一场内战；又因为第三等级内部出现了分裂，山岳派在共和二年推行的经济统制和公有化法律损害了资产阶级秩序的基础。
为了阐明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历史意义，我们一方面应该概略地指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新国家的特色，另方面也不能忘记，错综复杂的形势、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不同的思潮造成制度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曲折，延误了改造的进程，而只要制度未能最后确立，资产阶级的要求也就得不到满足。



一、破除行会式的、陈旧的社会结构
在新秩序的原则宣布后，革命的资产阶级始终认为，不搞垮建立在门第出身和特权基础上的等级制和行会制社会结构，个人就不能得到解放。有人说，这是抽象的和虚妄的个人主义，因为人们迟早总要按照各自的利益、信念和爱好去组成集团。实际上，资产阶级并不反对结成集团，只要这对它有利。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确立后，将恢复许多集团。但为建立这一统治，它必须摧毁一切障碍。在8月4日夜晚后，法国人分作三个等级的状况不能再维持下去，1789年11月7日法令终于宣布彻底取消三种等级。如果采用妥协的办法，旧社会的许多特征本可以得到保存。内战使资产阶级为战胜贵族而逐渐走向极端，甚至不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对它自己也有损害。
受害最深的是僧侣。在这以前，僧侣有自己的评议会和法庭，有任意赠与的表决权和独立的财政管理，有什一税和大量地产收入，俨然是个国中之国。随着僧侣等级的消失，由它体现的“教会”便丧失了作为法律存在的任何资格，而仅是一个“信仰群体”。国家的世俗化是大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可是，国家世俗化的日益深入却使人们对教会的怀念更加强烈。僧侣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1790年2月18日法令取消了各修道会；7月12日的教士法取消了评议会组织；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的教团虽保留了一段时间，但在8月10日事件后也不能幸存，终于在18日被取缔。素称无主的教会产业一律被交给国家，各种例外被陆续取消，其中包括留给基金会的产业（1791年2月10日），慈善工场的产业（1792年8月19日），马耳他教团的产业（1792年9月19日），教会学校的产业（1793年3月8日），医院和其他救济机构的产业（共和二年穑月二十四日，即1794年7月12日）。在俗的和脱俗的教士统统恢复了普通公民的地位，虽然有一部分仍接受国家的津贴；此外，赞同教士法的神甫已成为领取薪俸的公职人员，但在共和二年“无套裤汉二日”（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取消了他们的公职人员资格。
法国贵族不组成行会团体，但他们在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或在1787年创建的省议会中都构成一个等级。世袭封号、特权和领主权使贵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革命使他们丧失了这种地位，制宪议会于1790年6月19日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封号和徽饰纹章，并准备进一步取消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任何畛域。然而，最受大多数法国人——处在领主压迫下的农民——欢迎的还是取消领主制。1789年8月5日至11日通过的一系列法令记录了著名的8月4日之夜作出的决定，要求立即无偿地结束农奴制以及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1790年2月关于市镇当局由选举产生的法令剥夺了领主在乡村中的行政权；3月15日和6月19日法令撤销了领主的荣誉性特权；8月16日的司法改革废除了领主法庭。
贵族同神甫一样成了普通公民，他们的产业也就不再与众不同。随着封建制的灭亡，贵族土地和平民土地之间的区分不再存在，采邑的等级及其有关习俗，如长子权、采邑转让和贡赋减免等等，跟着也取消了。许多家族的财产减少了，因为它们的主要收益就靠领主权。土地贡赋在领主权中占主要地位，而土地贡赋是需要赎买的，1790年3月15日法令就赎买金额作出了规定，但农民并不执行。1792年6月18日，立法议会取消了节敬一类的领主权的赎买，能出示原始凭证者除外；接着，议会于8月25日把这项规定扩大应用于各项贡赋，并于27日把下布列塔尼地区可退佃的领地列入普通租地的范围。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7月17日彻底废除了残存的一切领主权。
贵族拥有的土地从此像其他土地一样需要纳税；不仅如此，贵族根据领主对领地内的全部土地享有的领有权（不论有无国王的命令）所霸占的部分市镇产业也一概退归市镇所有。制宪议会于1790年3月15日宣布，国王三十年来违背1669年敕令擅自许可的抽签一概无效。立法议会于1792年8月28日取消了抽签后三十年不变的柯尔培尔法规，承认市镇对其辖区内空地以及道旁树木的所有权。1793年6月10日，国民公会作出了关于把争执交付仲裁的决定，从而再次有利于农民。流亡国外是对贵族更沉重的打击，尽管这仅限于某些贵族家庭。立法议会于1792年3月决定查抄流亡者的财产，国民公会于1792年12月把动产交付出售，1793年6月3日开始出售不动产。此外，1793年3月28日法令给了流亡者褫夺公权终身的处分，同时把他们亲属的财产中可能归他们所有的部分划归共和国所有，因此，他们的亲属在分割遗产前也被禁止动用财产。
未受以上处分的贵族家庭也前景不妙，因为革命派采取的措施旨在把大产业分小。资产阶级当时或许认为，新的经济秩序需要财产的流动，而增加产业主的人数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削减贵族影响的决心，内战激起的对贵族的愤恨，以及连带引起的对被视为贵族帮凶的富裕平民的愤恨，这一切虽然也起了很大作用。制宪议会于1790年12月18日禁止签订永久租约，认为这会使采邑制死灰复燃。制宪议会接着制订的乡村法典甚至取消了租约的自动延长。1791年4月5日法令的意义更加重大，它规定遗产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实行平分。同年3月17日，遗嘱权以及直系亲属间的生前赠与在原则上均被取消。决定性的打击来自国民公会：1792年10月28日法令谴责为保证长子继承而使用的各种替换和转手的办法，从而使偷偷摸摸地推行长子权也成为不可能。山岳派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走得更远；共和二年雾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法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法确认了有关继承人平分遗产和无限代理的规定，立遗嘱人只是在没有直系或旁系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在遗嘱中将其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财产转赠给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又决定接受私生子继承遗产，雾月十二日（1793年11月2日）法进一步给予他们以婚生子女的同等份额；此外，这些法律的生效日期可追溯到1789年7月14日，并允许为重分遗产而查找生父。
宪法的和体制的改革不仅使贵族丧失了与其特权相联系的声望，而且也意味着他们收益的减少。国王不再能向国库任意提款，给贵族以馈赠和俸禄；他虽然仍可从王室经费中开支，但不能对仅有二千五百万的经费抱有奢望。当路易十六仍保留一定的任免权时，大贵族喜欢在外交界、军界和王室担任高级职务。最初，资产阶级出于传统的恭敬、感激或政治机敏，推举贵族在地方机构或国民卫队中任职，贵族在当选后也乐于接受。部队的改组使居乡贵族受苦不浅；这不仅因为捐纳官职的办法已被取消，而且因为从1790年2月28日起人人都有出任官职的可能；同年9月公布的升迁条例开始重视资历，而不再考虑门第出身。遭受打击最重的肯定是在行政和财经部门任职的长袍贵族，他们多数通过捐纳才取得了官职。捐纳官职的办法取消后，他们失去了官职，而得到的补偿却是按官价折算的指券。司法官吏改由选举产生，原有的法官不再保留；财政部门的官吏也同样如此；在旧制度下，他们除了领取与他们经手的收入成正比的俸禄外，还对这些收入享有一定的支配权，可根据自己的利益发放贷款。在旧制度末期，还有许多贵族是包税人，他们随着间接税的被取消而失去了收入来源。
贵族的境遇在逐渐恶化；除非能对革命作出毋庸置辩的保证，他们由于嫌疑越来越大而很少担任公职。罗伯斯庇尔在国王出逃前已要求清洗军队。无套裤汉于1793年主张剥夺贵族的公民权。救国委员会没有予以同意，继续使用它所信任的人。流放、监禁和判刑接踵而来，共和二年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决定将贵族逐出巴黎和军事要塞。达武等一些人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热月反动在法律上并未使前贵族的处境有明显的改善。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法禁止流亡者亲属担任公职；王党议员在共和五年曾使这项法律暂停执行，但果月十八日后又恢复了。过后不久，西哀士让默尔特的布莱提出建议，对在旧制度下曾担任显职的贵族一概处以流放，并把其他贵族贬低到外国人的地位。共和六年霜月九日（1797年11月29日）法采纳了后一项措施，但对革命有功的贵族例外。由于上述豁免未作明确规定，所谓例外并未产生任何效果。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绝大多数贵族或者逃往国外，甚至同共和国的军队作战，或者蛰居国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
根据格里尔提供的数字，他所统计的七十二个州约有流亡者十万零九千七百二十人；如果加上对其他十五个州的估计，总数应达到十二万九千人。考虑到遗漏的因素，泰纳所说的十五万人这个数字似乎是可信的。有三十六个州（涉及六万八千一百五十四名流亡者）可作分期统计。在局势比较平稳的二十四个州，约有百分之七十二的流亡者于1793年1月1日前离开法国，其中十分之九是贵族和神甫。在曾遭到入侵或打过内战的另外十二个州，百分之八十三的流亡者在1793年1月1日前出逃，其中十分之九以上属于第三等级，特别是农民；贵族仅占流亡者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二万一千六百二十四人），僧侣略为多些（三万二千五百九十七人）。
这里显然还不能就贵族和僧侣所受的打击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平民的滥施屠杀和恐怖统治的处决，而且还应该注意所谓“革命的破坏”：贵族宅邸被毁坏或被焚烧，教堂被抢掠或被捣毁，文献散失，塑像被砸碎，徽饰纹章被践踏。在革命风暴最猛烈的阶段，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对破坏行为竟随声附和。为满足国防的需要，人们拿走了钟铃，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甚至用漂亮的羊皮纸包火药。1793年7月17日法曾命令焚毁封建文书。雾月四日（1793年10月25日）和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作了纠正，焚烧文书事件不再发生，但所受的损失已无可挽回。
我们还看到，在摧毁行会或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僧侣和贵族，资产阶级也被强烈的震动所波及。不少资产者在旧制度下正力图挤进贵族行列或取得个人封号，他们眼看历来让发财致富者为之神往的美妙前景毁于一旦。不少资产者，甚至某些人民代表，拥有采邑或某块领地的全部或部分领主权（例如开设磨坊、面包房等），还有些资产者受虚荣或利益所驱使，在订立土地租约时采用了采邑（因为领主的年金不经领主同意不得赎买的形式），例如规定承租人必须缴纳年金。1793年7月17日法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许多官吏并不是贵族，取消捐纳官职的办法以及官职不再与社会地位和个人收益相联系，使担任官职的资产者同其他官吏一样遭受损失。公证人成了公职人员，诉讼不再必须经过检察官，随着机构的撤销，许多执达吏失去了职业。其他自由职业历来不需捐纳，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律师公会解散后，所有人都能扮演“非正式辩护人”的角色。医生不再构成封闭的团体。在大卫的领导下，艺术家们自1791年起对垄断着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学院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国民公会终于在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各学士院和大学，从而使一部分艺术家、学者、文学家和教授失去固定职业。在山岳派当政时期，商业资产阶级也觉得自己的前程面临威胁。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24日废止了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形式——股份公司。贴现金库的关闭比印度公司的取消给资本主义的打击更大，因为它担负着发行货币的职能，是高于一切银行的银行。经济统制、限价和实物征集限制了企业的活动和利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至于平民，即手工业者、零售商和小职员，他们也受到了损失。在盐税、入市税、通行税、过境税、什一税、田赋等间接税停止征收后，许多胥吏不得不另谋生路。1791年2月2日，制宪议会取消了行业公会。这项法令似乎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已允许雇佣劳动者自己开设铺子。但它使那些师傅、小老板丧失了垄断，他们的利益和自尊受到了伤害：他们历来为拥有特权和受人尊敬而自傲，如外科医生、书商和印刷厂主、首饰工匠、理发师等。
第三等级的私人生活也受到了干扰。遗产继承法对贵族和对平民既然同等适用，平民在分割遗产时不免受到种种限制。上面已经提到，许多资产者向国外流亡；在曾被入侵的地区，当革命军返回时，各种身份的群众却分批离开法国；在遭受恐怖统治迫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是神甫和贵族。此外，革命党十分重视放松旧制度下盛行的妻子儿女对家长的从属关系，这种考虑对贵族和对第三等级也同样有效。限制行使遗嘱权正是出自这种考虑：在历届议会的讲台上，总是有人提议应阻止家长剥夺其拥护革命的近亲的继承权。“家长为一家之长”的传统被削弱了；从此，根据1790年4月16日法令规定而建立的家庭会议有权同父亲分掌家法。子女在年满二十一岁后不再受父亲的管束，没有父亲的孩子年满十八岁后解除监护，并收回对自己财产的管理权。妻子不再因被人密告而关在家里，子女的婚事也需征询母亲的意见，她同丈夫一样有权提出离婚；国民公会为此还先后发布了共和二年雪月七日（1793年12月27日）法和花月四日（1794年4月23日）法令。最后，为私生子恢复名誉进一步动摇了家庭的稳固性。任何社会革命终究都会触及家庭：革命需要使个人——尤其使青年——摆脱因循守旧，以便无牵无挂地适应新秩序，而毫不顾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危险；等到目标达到以后，人们再在新社会中重建纪律。
至此，我们对社会动荡还没有完整的认识。通货膨胀的后果十分严重。雾月十八日后，尽管恢复了金属货币的流通，通货膨胀却继续肆虐，督政府让市场充斥着纸币、付款单和征用凭证，这对有钱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共和三年，指券贬值激起了挤兑风潮，指券持有者纷纷低价抛出，不仅用于缴纳税款和收买国有产业，而且用偿回本金为手段赎取土地年金。正因为资产阶级愿意把积蓄用于抵押贷款，又把贷款的利息用来赎取土地年金，政府不得不于穑月二十三日（1795年7月11日）禁止偿还1792年7月1日前的借款，禁止提前偿还其他借款。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一般采用分成制租约，佃户在租约期满时（通常一年为期）必须如数退回地主提供的附属于土地的牲畜农具，否则应按清单照价赔偿。从共和二年起，佃户纷纷高价出卖未列入限价范围的牲畜等物，然后用贬值的纸币进行赔偿。救国委员会于共和二年热月二日（1794年7月20日）禁止出售这类牲畜，并于果月十四日（8月31日）将禁令的范围扩大至农具，但成效甚微。共和三年芽月十五日（1795年4月3日）法令重申了以上禁令，无数的请愿书充分表明了土地出租者的怨愤。现金制佃户也以损害地主的利益为乐事，因为他们完全用纸币支付地租。共和三年穑月三日（1795年6月21日），佃户按规定用六倍的纸币缴纳地租；热月二日（1795年7月20日），租金和税款改为一半缴粮食，但佃户仍有权以收成不好为理由拒缴粮食。在整个督政府时期，两院曾多次讨论应采取什么手段仲裁租佃双方的利益冲突。他们对保护既得财产的关心——这种关心在当代已不再见到——再次证明热月党人懂得如何恢复资产阶级的优势。但在当时情况下，产业主的损失是不可能完全弥补的。房产主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侵犯。旨在帮助房产主摆脱困境的共和三年穑月三日法维持用现金和指券各半纳付房租，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房荒，尤其在巴黎。直到督政府末期，房屋的损坏情况仍十分严重。最后，由于大部分公债证券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康蓬关于调整永久债务和终身债务的措施，拉梅尔的“清账”，督政府期间年金的不断贬值和用不值一文的票据偿还息金，都首先使资产阶级吃亏。
这些变化的范围之大和影响之广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因此，贵族对现代社会始终感到格格不入，一部分旧式资产阶级倒向反革命的一边，其他资产者则希望通过保守派的反动恢复社会稳定。这种反动倾向从热月九日起已经开始，到雾月十八日还没有结束。只有购买国有产业和从事军需供应的资产者占了便宜，但这些投机活动的大部分利润并未落到旧式资产阶级的手里。接连不断的战争和货币动荡使一批新富人应运而生，他们闯进了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原有的资产阶级却由富变穷，这一社会大变动确是资产阶级所未可预见的。



二、国家
在旧制度末年，以君权神授为象征的极权国家仍具有个人的性质。十七世纪以来，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逐步确立了一系列的官僚体制，并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对国家实行合理的改造。这一变革遇到的障碍不仅有某些省或城市保存的部分独立性，有因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国家疆土不断扩大而统治方法依旧不变所造成的层出不穷的混乱，更重要的还有等级阶梯的特权。国家本是为了执行人为法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建立的，但统治阶级却始终把国家看作是维护其特权的堡垒。主权和贵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把国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终于解决了这个矛盾。
资产阶级取消外省和城市的特权，剥夺贵族的特权，宣布全体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孟德斯鸠认为唯一能遏制国家主宰一切的中间等级不再存在；传统政体被彻底推翻，民族统一通过行政统一而实现。除通讯方面的距离和技术困难外，国家的意志从此不再遇到任何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可以说，制宪议会最终完成了卡贝王朝几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事业。
这仅是制宪议会的部分成就。制宪议会还宣布了人权，特别是人的自由权，这是为了保护人权不受国家的侵犯，也就是说，为了改变国家的本质，把主权从君主手里转移到人民手里，并消灭个人政权。国家已由君主的私产变成接受臣民的委托的职能机构，君主的权威应服从宪法的规定。国王在名义上没有被取消，但路易十六却成了国家的头号官吏和代表。他的命令仍交行政机构去执行，但他的臣民却不仅要求自由，而且反对中央集权。他们希望的与其说是掌握中央政权，不如说是争取地方自治。平民的革命赶走了国王的代理人，并根据制宪议会的规定，用民选的市镇委员会去代替。这种自治倾向反映着人的本能；中央集权（即使由人民的代表掌权）总是阻碍自治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官僚主义往往以墨守成规的和颟顸迟钝的办事方式侵犯或无视自治权，而且因为划一不二的政令必定激起爱好独立的个人的愤怒，遇到全国各个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习惯的小团体的抵制。
因此，1789年革命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却反而使国家的力量有所削弱：国王和议员暂且共掌政权，他们必须尊重人权，实行权力下放，征收税款和维持社会治安由市政当局负责。许多公民走得甚至更远；他们借口主权属于人民，援引人权宣言第六条关于不排除直接民主的条款，主张议员的决定应交给选民修改，选民有权撤换议员。这种极端自由的无政府倾向在反革命派、温和派和无套裤汉中都有表现，它同中央政权必要的集中势必发生冲突：自由和权威、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永恒矛盾。
资产阶级并非看不到困难，只是它敢冒风险。确实，一个阶级为取得胜利总要冒点风险。国家体制经受的十年动荡不能证明制宪议员的无能或过于大胆，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第三等级同贵族的斗争，路易十六给贵族的支持以及贵族同国王、同外国的勾结。国民不能不觉悟到，为了保障边界的安宁和统一国民的意志，必须有这样一个政府，它的职权应该随着危险的扩大而扩大。
资产阶级不给穷人选举权，只让富人在缙绅中挑选议员。他们不但夺得了政权，而且自信能维持政权；既然新国家应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社会统治，他们就不愿意看到国家的政治机构和行政组织运转不灵。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和过分的权力下放有使行政当局瘫痪的危险。议会制度本可以改善三权分立和限制权力下放，而制宪议会却没有朝这两个方向努力。他们既不能信任路易十六，又不敢更换国王或成立共和国，因而组织不起一个真正的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种状况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他们所不喜欢的议会法令；他们以为动乱只是暂时现象，因而并不十分放在心上。直到内战加剧和面临入侵，他们才感到进退两难：或者妥协投降，或者恢复国家的权威。可是，资产阶级内部很早就出现了分裂：王政派和福扬派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坚定派则力促第二方案的实现。
在恢复国家权威的同时，坚定派损害了国家的社会基础。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的许多缙绅拒绝追随坚定派，后者只得依靠平民和推行政治平等。8月10日事件似乎解开了死结：国王已被推翻，组织一个有效的行政机构似乎不会再遇到阻力。此外，实行普选制似乎也使缙绅们不再能任意支配国家。而实际上，共和党内部也四分五裂。第一次恐怖浪潮使吉伦特派胆战心惊，他们从此对专政深恶痛绝，并把经济自由奉为首要的信条。相反，与无套裤汉相结合的山岳派强迫国民公会建立革命政府，赋予政府对经济的领导权，并同意与自己的盟友在政权中平分秋色，让平民阶级从革命中得到好处。
国家掌握在雅各宾派手中时，又变得有了权威，它的公职人员在某些方面变得民主起来；此外，国家使有些人员带有社会民主的性质。在革命政府的短暂生命中，人们猛然看到，资产阶级为废除贵族特权而在1789年宣布的权利平等将对未来具有无限深远的意义。山岳派没有许诺取消财富的不平等，但已着手缩小财富的差距。他们并不希望让所有人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但他们指出，民主共和国至少有部分实现这一原则的义务。
雅各宾专政仅是大革命中的一段插曲。雅各宾派的许多领导人也认为专政只是救国的权宜之计。为使社会民主制取得成效，需要付出许多金钱和时间。暂且，必须为夺取胜利而牺牲一切。雅各宾国家愿意接受所有人给予的帮助，即令是贵族；它不支持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它所推行的经济统制只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而无套裤汉却要满足自己的需要。雅各宾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停止选举，执行无情的纪律；倾向极端自由和野心勃勃的平民领袖对此深感不满和失望，当平民领袖起而反抗时，国家立即予以镇压。此外，无论雅各宾派或无套裤汉都没有组织真正的政党来推行他们的专政。他们在政治民主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同其他公民一起参加街区、国民卫队和俱乐部，虽然这些组织曾有过几次清洗。他们企图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发号施令；当他们对国民公会失去控制，国民公会转而动摇国家的统治时，他们便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们并不代表一个阶级，他们的成员来自从富裕的资产者到无产者的第三等级各阶层，因而在限价问题上出现了分裂：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商人同工人和消费者发生了冲突。
在热月九日后接管全部政权的共和党资产阶级赶紧取消国家的经济统制。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制宪议会首创的选举和自由制度。热月党人否定了普选，这是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纳税人的共和国，也就是布瓦西·唐格拉斯所说的有产者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坎坷经历给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暂停执行人权宣言已在人们的预料之中，非常法依旧有效，矛头既针对拥护旧制度的立宪派王党和罗马教神甫，又针对民主派。热月党看到，在战争继续进行和指券日趋崩溃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共和国和革命的前途以及他们自己的前程和生命均有赖于此，因为他们一旦被逐出政府，就会落到与山岳派同样的下场。他们不能不加强督政府的地位。但是，他们又不惜自相矛盾，想方设法在督政府和两院之间维持权力平衡，以阻止国家妨碍资产阶级在国内的行动自由。西哀士修正了他在1789年反对贵族时提出的理论，指出主权属于人民丝毫不等于人民拥有国王曾窃取的极权，享有主权的人民应尊重社会诞生前早已存在的自然权，首先是财产权；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声称热月党采取的防范措施不够有力。
然而，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对立仍使国家无所作为。督政府在有利形势的帮助下扩大了权力：除派遣特派员外，它还任命了许多行政官员和法官；如同救国委员会一样，它通过发布政令扩大其制定法规的权力，而不愿两院勉强同意或表示反对，共和七年牧月三十日事变正是两院对督政府的一次报复。督政府对战争一味临时应付，既不能彻底遏制国内的反革命，又不能实现普遍的和平。政权的社会基础也过于狭窄：平民创立了共和国，而共和国却推开平民的帮助；共和国力图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大部分资产者却与共和国为敌。现政权的领导人依靠在选举中舞弊或践踏宪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立法权正日益成为附属品，而督政府却仍未取得它所认为必不可少的特权（它在附庸国建立的体制足以为证）。最后，共和七年的军事失利和雅各宾派的回光返照促使享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同波拿巴携起手来，他们企图在不危及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条件下给行政权注入新的活力。
战争决定了革命必须实行专政，已被共和二年的经验所吓怕的资产阶级宁愿接受军事专政。实现他们在1789年憧憬的那种政府暂且还见不到一线希望：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三、国家的世俗化
国家的政治改造诚然值得重视，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国家的世俗化似乎也同等重要。
既然哲学家们对教会的褊狭大兴问罪之师，信仰自由似乎理应与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并列首位，世俗的国家似乎理应作为革命的基本特征而产生。可是，制宪议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羞羞答答，仅把宗教宽容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直到1789年底和1790年初，他们才前进了一小步，同意给新教徒和南部犹太人以公民权。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建立世俗的民事登记，因而即使每个人都有选择宗教的自由和改宗的自由，但每个人却都必须信仰一种宗教。
议会暗示今后的法律不受教会的干预，并于1790年4月13日不把天主教当作国教。但议会远没有抛弃天主教，它仍然承认天主教对公共祭礼的垄断，唯有主持公共祭礼的天主教神甫才领取薪俸和配给住房。直到1792年，教会的慈善工场的财产仍未触动；本堂神甫继续为出生、结婚和死亡办理登记；教会学校和济贫事业仍予保留，学校和医院中的教团依然存在。
制宪议员明显地迁就爱国的本堂神甫；他们知道僧侣享有很高的声誉，担心因措施过激而引起群众的不满；他们还认为，宗教至少对平民是必需的。此外，他们在世俗化问题上显然没有明确的想法。大多数人民代表是法学家，他们认为国家包括宗教，只要不去触犯教徒公认的教义，国家就能节制教会。更何况，法国教会自主运动早已表现了较大的独立性。旧制度留下的这一传统促使制宪议会通过了本质上与国家世俗化背道而驰的教士法。可是，作为推动国家演变的酵母，由教士法导致的教会分裂不但使革命派把顽固派神甫当作敌人，而且使他们逐渐排斥宪政派神甫，并最终摆脱对基督的信仰。
早在1791年，当制宪议会仍允许顽固派神甫进入教堂时，某些外省地区已自发采取了针对顽固派神甫的强制措施；战争进一步使这些措施全面推广；8月10日后，顽固派神甫遭到了取缔。看来，革命党对在革命中遭受损害的神甫仍十分照顾；相反，因一些神甫拒绝宣誓而激起的对整个天主教的敌对却使宪政派神甫跟着受害，因为他们毕竟也信仰天主教。1792年9月20日，立法议会终于创设了世俗的民事登记，并允许离婚：这是向世俗化走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已宣誓的神甫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在政治上，他们很快被认为有留恋王政和支持吉伦特派的嫌疑。1793年10月，国民公会允许将被控通敌的神甫处以流放；创立革命历法和实行旬末礼拜的规定给宗教活动增添了新的困难；无套裤汉后来干脆封闭了教堂。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不赞成使用暴力，12月6日法令重申了信仰自由。这个法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热月九日政变也无济于事；相反，康蓬在共和二年“无套裤汉二日”（1794年9月18日）又进一步取消了僧侣预算，从而使教士法名存实亡。政教分离至此终于完成。
随着反动的开始，信仰又重趋活跃。热月党制订了详尽的信仰法规，并归还了教堂。顺从派和宪政派神甫趁机公开活动，顽固派神甫则从事秘密活动。直到雾月十八日前，督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左右摇摆，有时安抚，有时压制。
与此同时，8月10日后学校和慈善事业中教团的废除以及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财产的出售，导致了教育和济贫事业的世俗化。私立学校仍然存在，但在国民公会创设的公立学校里，教士不再有任何地位。山岳派通过“全国慈善募捐”，把济贫的职责交给了共和国。督政府把这一事业又移交给市镇当局，创设了慈善办事处，但世俗化原则保留不变。
国家的世俗化表面上似乎已全面完成。其实，这项任务并未真正完成，因为大多数共和派认为必须为功利主义的公民道德提供一个精神基础。他们从幻想出发，以为自然神论能使教徒的精神有所寄托，旬末礼拜和革命节日至少能有效地代替天主教的种种仪式，因而极力推行在革命初年自发形成的这种国民宗教，用以反对传统的信仰形式。但是，在内战压力下逐渐实现的世俗化并没有开始时曾有过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由此可见，世俗化运动同信仰自由或者同无视精神因素的实证理性主义并不协调，这确实证明，十八世纪的思想在当时并未真正达到家喻户晓。
革命的急风暴雨没有把基督教传统连根铲除，但它使一部分法国人脱离了这一传统。当国家不再强迫人们在周末望弥撒和在复活节领圣体后，传统势力在许多地区立即大大削弱，巴黎地区和法国中部则尤其明显。在雾月十八日前，僧侣已无扭转局面的能力：僧侣丧失了财产，部分地转入地下和流落异乡，很少接纳新的成员；神甫的人数本就不足，许多年老神甫又后继无人；僧侣内部四分五裂，等级制度发生动摇；一些顽固派教士不受宪政派主教和本堂神甫的约束，自行其是。信徒行圣礼的次数日益减少；儿童的宗教教育往往不能进行；宗教习俗日益淡漠，因而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恢复。但是，无套裤汉坚持与教会为敌，并把这种敌对情绪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不信宗教在1789年前仅限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如今在平民阶级中已十分普遍；这一意义重大的新事物，加上革命与教会的决裂，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1789年原则同天主教义是互不相容的；教会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庇护六世在1790年谴责了人权宣言；至于法国僧侣，他们最初曾表示接受人权宣言，或至少大部分没有反对，但随着教会的分裂、镇压措施的严酷和世俗化的加剧，逐渐采取了与革命为敌的立场，除少数宪政派神甫例外。
绝大多数国民对国家的世俗化并不关心，他们对原则不感兴趣，对原则的冲突兴趣更小；日常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在生活中注定要左右徘徊。他们已进行了1789年的革命，革命的社会成果基本上符合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同时坚持要保留自己的宗教，这既出自一种信仰，又出自与信仰相联系的利益，而更普遍的则出自习惯和求得平静：宗教争执造成了家庭分裂、夫妻不和乃至父子反目。许多人希望国家设法结束这种状态，以便只举行共同的弥撒。
宗教和睦看来不能很快实现，因为部分僧侣仍服从流亡的主教和支持英国豢养的王党。当前可行的办法是同教皇达成协议，让教皇要求神甫在政治上服从国家或保持中立。督政府在1796年已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事情却留待波拿巴去做。



四、公共机构
不管时局使中央政府发生了多大的变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安插了一些有能力的人，他们在执掌政权当中更增长了才干，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后来又被拿破仑接纳到他的班子当中。但是，在一般百姓的生活里，立法部门的决策和政府的命令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行政机构的效率以及行政人员办事的认真程度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下级官吏同平民百姓直接接触，他们对一个政权的名声好坏关系十分重大。
如同各级议会一样，州县的行政官员也来自资产阶级，其范围直到1793年才略有扩大，且主要是县级行政官员。在各大城市中，一些手工业主、零售商和自由职业者进入了市镇委员会；甚至市政府。一些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胥吏和少数帮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种状况使缙绅感到特别恼火。但是，督政府不能完全改变它，因为大多数缙绅是王党。公民们在这些民选机构中逐渐学会管理公共事务，并提拔有才干的人担任高级职务。为此，在制宪议会和共和三年的国民公会中，人们曾主张实行“阶梯制”，这个主张并未被采纳，但大多数政治家实际上都是逐级提升上来的。在农村，市镇机关的官员往往令人失望，有些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有些甚至不懂法语。针对这个缺点，孔多塞等人早在1789年就提议建立“大市镇”。他们的主张到共和三年才付诸实施：每个市镇派正副联络员各一人参加区级行政机构的工作。这一尝试因遭到地方自治思想的激烈反对终于被搁浅。
地方议会并不经常开会，开会的时间也不长，议员承担的任务也不繁重。后来，革命政府命令改设常务机构。市镇、县、州三级行政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它们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承担着司法职能：县州两级政府除执掌行政和司法职责外，还负责经营和出售国有产业，开列流亡者名单，贯彻各项革命法律，工作极其繁忙；市镇当局通常处理各项违章行为，在1793年后，还处理轻微的违法行为。行政官员们在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值得人们尊敬。尽管选举人资格受财产的限制，革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民主派共和分子）始终反对以政务繁忙为理由，只让富人当选；专职的行政官员同议员一样领取薪俸；但是，仍有许多官员为避免影响自己的事业而不得不辞职。
另方面，也有一些新提拔的官员能力不够或缺乏主见，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后才能熟悉自己的职责。可是，选举十分频繁：根据制宪议会的规定，州县两级官员每两年改选一半，市镇官员每年改选一半；共和三年的宪法改为州级行政官员每年改选五分之一，市镇官员每年改选一半。1793年至1795年间的历次清洗加剧了行政机构的不稳定性。频繁的改选固然符合民主思想并能弥补代议制的缺点：这使更多的公民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机会和使他们关心公共事务，这使当选的行政官员不是终身任职，而是定期更换。但是，时间久了，这不但使弃权者日益增多，而且有使当选的官员不能积累经验的危险：在对国民进行公民义务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缺点显得特别突出。
在任何制度下，行政管理方法的连续和完善部分地取决于下级官员，即人们所说的“职员”。最初，旧制度下的胥吏均被留任；随着各党派更替执政，它们在各办事机构大批任用亲信。革命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各类书记的人数成倍增长，这是革命政府的特征之一。许多书记任职不久，由于能力和责任心不强而远不能胜任。共和三年后，情况有了一点好转：督政府的特派员负责领导下级行政人员，他们比民选机构较为稳定。可惜，货币混乱和财政支绌使营私舞弊现象日益普遍，而1789年以前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特派员及其同伙的贪赃枉法闹得人人皆知，怨声载道。雾月政变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取消选举，巩固行政机构的权威，以重建国家的威望和保证各级机构的效率。谁也不会否认，取消念一税的督察员严重地损害了直接税的计征工作，革命时期的行政官员忽略了他们的先辈所创立的统计工作。经济统制一度使救国委员会重新抓紧统计工作，但直到督政府末期，弗朗素瓦·纳夫沙杜却还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选举的原则在司法组织中也一直维持到执政府成立，而且没有遇到那么多困难。治安法官不算真正的司法官员，对他们没有任何技术要求；1790年8月16日法要求各级各类法庭的在职法官必须有担任法官职务或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的历史。这一规定于1792年9月22日被取消，但选举人会议在选举法官时仍按老办法行事。治安法官任职期限仅二年，法庭法官的任期则要长得多：按1790年法为六年，按共和三年宪法为五年。他们都可连选连任，总的说来比较稳定。治安法官制度颇受人们的欢迎，至少选举时投票的踊跃程度同市镇选举不相上下，拿破仑直到1804年才取消这个制度。县级法庭本身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如果说有不满，主要因为法律的日趋统一和革命立法的不断变化造成了司法程序的极其复杂。镇压性的非常法无疑引起强烈的愤怒和怨恨。但是，一般刑事法庭及其法官似乎没有遭到众多的责难。雾月党所以要取消选举，主要是想加强国家的权威和保障资产阶级对司法职位的垄断，其最终目的则是巩固资产阶级的社会威望和地位。
制宪议会力图让诉讼人不通过法官和法律界人士而自己解决争端，以便减少诉讼开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治安法官的仲裁和家庭会议在督政府时期已不复存在，因为被请来为诉讼人做主的人或者不懂法律，得不到诉讼双方的信任，或者自己感到胆怯，充当了代替他们作主的法律界人士的傀儡。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和“非正式辩护人”虽属可有可无，但仍有人向他们请求帮助，因而法律费用仍然昂贵。共和三年宪法规定每州仅保留一个民事法庭和三至六个轻罪法庭；同时，随着县级行政机构被取消，全部民事纠纷集中到州级部门处理：办事变得旷日持久，旅费开支变得更加高昂。雾月党人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式批准检察官重新收取诉讼费。
在雾月十八日前后，对司法机构的批评主要是镇压不力。被制宪议会废除的“检察院”尚未恢复；案犯先由刑警和治安法官预审，后交民事法庭庭长主持的起诉庭受理，公诉人由起诉庭组成人员选出；于1792年10月被废除的国民特派员又被共和三年宪法所恢复，其职责为监督遵守法律和执行判决。检察院只是在随后的十年中才逐渐恢复。
制宪议会从一开始就十分关心刑事诉讼的改革，这一改革成为它名垂青史的成就之一。设置审判团从未有人反对，尽管对审判官的选任往往因保守利益的力图控制而引起种种争议。普通法庭看来比较注意遵守新的规章。议会仍努力保护一般被告免受军法审判，在陆海军中则采用有士兵和水手参加的陪审团制度。议会最后为叛国罪设立了最高法院，并为诉讼程序制定了规章。
虽然如此，内战还是使一般法的保障受到限制、被抛弃或被践踏。历届议会的查究委员会、监视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往往不经司法官员的允许，擅自下令搜查和逮捕；救国委员会自然更不例外。每当形势需要时，地方当局也依此办理，1793年至1795年间的恐怖法律给了它们便宜行事的权力。督政府实际上继承了这个传统，甚至为准备选举而不惜采用预防性拘留。至于特刑庭，司法程序更加简化，国民公会竟然下令，凡流亡者、流放犯、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和通缉犯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决。督政府也实行军法审判，在处理巴贝夫分子时丝毫不顾法律。在和平尚未恢复前，舆论界并不幻想当局会有任何法律顾忌，也不认为政府会把司法大权交给独立的法律界人士。
然而，自1789年以来，民法变动频繁，始终不能形成法典，舆论界对此啧有烦言。制宪议会仅于1791年9月通过了乡村法典。国民公会在1793年和在热月九日后曾讨论过民法典，但未得出结果，只是后来的两院才通过了抵押法典。民法典迟迟不能制订出来，其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任务繁重和局势混乱，具有追溯性的山岳派法律的提出，热月党的首鼠两端以及因货币危机而必须对权益进行的许多调整都与此有一定关系。总之，民法典始终有待制订。
制宪议会建立的税务组织经常在变动中。土地税和动产税的征收额随税区的不同而不同，这势必引起很多不满；营业税完全根据纳税人自报确定，弊端自然极大。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税务机构的改组就不足为怪了。国民公会于1793年3月21日废除了营业税，接着于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一日（1794年5月10日）取消了动产税和调整了土地税。征税工作在内战期间进展缓慢，山岳派用强制性公债、革命捐、征粮征实和通货膨胀等手段取得财源。共和三年热月，由于指券已经破产，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动产税和营业税；土地税改为一半用实物缴纳：这些措施在共和五年葡月三日（1796年9月24日）暂停执行前曾给督政府帮了大忙。热月党共和国虽然退回到制宪议会时的制度，种种抱怨却并不因此停止。它两次修改了动产税的税则，营业税则修改的次数更多；两院在共和七年终于决定对这三种税以及对登记捐和印花捐进行一次全面调整，同时又增设第四种直接税，即门窗税。这次调整比以往有了可观的进步，共和七年的法律在半个多世纪内将基本保持不变。纳税人仍不满意。国家的征税额从1791年到共和七年确实在减少。土地税由二亿四千万降至二亿一千万，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实现了耕种者所希望的承包制。动产税由六千万下降到三千万；虽然具体的纳税人对税额减少感到满意，但抱怨并未完全平息，因为这项措施主要有利于城市的富人。此外，制宪议会对动产税中的所得税实行一定程度的累进制，这种累进制经过共和五年热月十四日（1797年8月1日）的改革变得更加突出；共和七年雪月三日（1798年12月23日）的改革取消了房产税的累进制，改行比例制，从而为执政府制订长期的规章作了准备。但是，由于土地税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税如何分配的问题始终是不满的主要原因：在市镇内部，分配做到了大致公平，但各市镇间和各省间的比例尽管进行不断的修正，却始终不能完全合理。人们早在1789年就提出编制土地册的要求，因为土地税的合理分配取决于土地册的制订，但这是一件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的事。拿破仑在恢复国内稳定后才开始这项工作，工作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国家最关心的事是征税、筹集军费和保证国库收入。制宪议会委托市镇当局制订税册和负责征收，这一做法带有旧制度的特征，更何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平民的革命不能同意削弱市镇的自治。在1789年前，国王不但可以派出税务督察，在纳税人的帮助下，根据各种文书，按部就班地制订出详尽的税册，而且可以要求专职的税吏负责征收税款。税吏不能不加快征税，因为纳税通知书是由他们签署的；他们也希望早日把税款收齐，因为他们的个人收益取决于税收状况；他们可以派员督催拖欠的税款，必要时甚至没收欠税人的财产。大革命用领取薪俸的职员代替了税吏，这些职员既没有独立的地位，又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他们自然就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直到果月十八日后，各州才设置了“税务局”，税册的制订由督政府的特派员负责，专业税收人员并不参与其事，而税务局则起保证的作用，这个做法虽然恢复了派员催督拖欠的制度，但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税款的征收额毕竟有了明显的增加，执政府成立不久，又立即建立独立于地方当局的专门税务机关，负责制订税册和征收税款。
由于直接税的征收工作进展缓慢和很不稳定，国库更加注意通过向消费品征收间接税来增加收入。可是，平民革命却把废除间接税作为首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宪议会不得不予以同意。督政府时期的两院因不得人心而不敢同意征收盐税，经犹豫再三才决定征收低额的烟草捐。即使拿破仑也直到1804年才断然走上这条道路。此外，国库自己不能签发纳税通知书，发行公债只能采取摊派的形式。但是，它又必须清偿债务和提供额外的军费支出。国家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对于金融家的贪污中饱和营私舞弊，对于他们贿赂和勾结国家职员和人民代表的行为，山岳派表示了合理的愤慨，他们禁止国库向金融家求助；据说，金融家当时曾同意给国库短期贷款，以保证必要的军需供应。国库只得依靠发行指券和出售国有产业来维持日常开支和军费支出。人们说大革命依靠这两项措施渡过了难关，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热月党人恢复了兴业自由后，放心大胆地使用军需商。“金钱贩子”一再要求成立拥有发行纸币垄断权的国家银行，但两院拒不同意，督政府只得采用旧制度所惯用的应急措施，结果造成国有产业被出售一空，没有偿还能力的息票充斥市场，信用破产接连发生。
通货膨胀和国库空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将谈到。这是大革命之外的又一次革命，它使受害者或者离开革命，或者对革命感到失望，而几乎全体国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执政府的首要任务正是力争财政状况的好转，随着国家的强盛，波拿巴使自己深得民心。尽管如此，大革命的事业却因财力不足而部分地失败了：制宪议会和山岳派都不敢放手出售国有产业，进而增加产业主的人数；1791年宪法在前言中曾就教育和救济这两大公共事业许下了诺言，山岳派也认为这是民主共和国的要害部门，但公共教育仅实现了一半，公共救济则完全失败。
百科全书派的门生赋予国民教育崇高的使命，孔多塞用最精辟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大革命应该组织国民教育，从而使“知识的不断进步为满足需求、克服弊病、实现个人幸福和共同繁荣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并为“接近一切社会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人类的普遍完善——作出贡献”。孔多塞的民主思想反映了宽宏的人道主义，这同金钱至上的利己主义势不两立；他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笛卡尔的思想，主张赋予教育以新的使命：“保证人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从而在公民间建立事实上的平等，使法律承认的政治平等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教育的使命是向所有人提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享受人权的手段。
问题还在于要确定教育制度的性质。教育究竟由国家主持，还是委托地方当局和家长负责，或者是否应该独立自主？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学生入学是否必须是义务的和免费的？假如回答是肯定的，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向所有人开门的国立学校不能是教会学校，而只能是世俗的学校。但是，教育是否应该变教会垄断为国家垄断？在当时的形势下，教育的世俗性质已不成问题，但在其他问题上，意见分歧始终存在。
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10日听取了塔列兰宣读的一项报告。立法议会于1792年4月20日和21日让孔多塞陈述其著名的计划。吉伦特派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曾听取过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多次报告，并在1792年12月正值审判国王期间进行过讨论，但未能得出结论。孔多塞虽然没有明确谈到义务教育，但看来是同意这个原则的；然而，他反对实行国家垄断，主张任何公民都可开办学校。关于国民教育，他建议首先对男女儿童实行包括基础教育和普通中学在内的初等教育；接着是由“专门学校”组成的中等教育；最后是由九所“公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一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将作为“祖国的儿女”由国家负担学费，逐级升学。至于其他青年，他们将通过演讲会和国家庆典逐步完善早已开始的国民教育，直到成年为止。“全国教育协会”将主持全国的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上下共分四个等级，其人员一概实行聘任制。各级教师的聘用和监督由上一级机构决定。可见，孔多塞是要创立一个独立的行会，使教育不受政治波动、家庭干预和教会检查的影响。人们对他的指责也正是如此。
山岳派对建立科研机构也相当热心，他们于1793年6月10日开始把“王家花园”辟为自然博物馆。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创建初等教育。他们无疑需要通过初等教育对未来的公民进行公民教育。此外，他们希望教育应该是实践的和功利的，因为他们打算通过职业教育使青年获得一技之长。山岳派中最激进的分子从平等思想出发，主张建立单一的学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7月13日把勒佩蒂埃·德·圣法戈草拟的计划提交国民公会审议，并于29日以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通过这项法案。法案主张实行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共和国将负责全体儿童的教育，女孩自五岁至十一岁，男孩自五岁至十二岁，但学校将作为某种合作组织置于家长会议的领导之下，学生将部分出卖其劳动果实，尽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学校主要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使他们掌握伦理原则和职业技能。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爱弥儿》的影响。勒佩蒂埃赞成孔多塞设计的高等教育，但对高等教育如何组织却只字不提。
在共和二年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中，国民公会既未采纳孔多塞的计划，又未接受勒佩蒂埃的方案；这一法令仅涉及“初等学校”。教育将是自由的，对小学教师不要求任何技术准备。家长至少应让孩子上学三年，但学校可以自选。共和国根据学生人数多少发放教师津贴。如果某个市镇没有人担任教职，市镇当局可聘请一名小学教师，由国家付给固定的薪俸。法令未规定实行世俗教育，不禁止神甫主持学校，但教师必须具有公民证书。市镇、区和家长共同对学校实行监督。小学教师必须使用由救国委员会批准发行的课本，首先是《人权宣言》。教育一方面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另方面又实行分散管理，这同无套裤汉的精神状态完全合拍。已把全部精力投入战争的山岳派仍不时强调教育的实用性，要求科学研究应促进教育的发展。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总是把革命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提上议事日程。例如，他们把从事熬硝的公民从外省召来，交给著名的化学家培训数十天；他们在征集的新兵中选拔一些青年在“马尔斯学校”集中训练，准备提供后备军官。
热月党最初并不否定山岳派的业绩。共和三年葡月十日（1794年11月17日），他们通过了关于开办高等师范学校的法令，派深孚众望的学者培训各县送来的一千三百名教师。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七日（1794年11月17日）法真正开始了公共教育，决定共和国在每个市镇（至少在千人以上的居民区）开办一所学校，教师领取薪俸；受县督学团监督。私立学校仍予保留，有人公开表示，他们希望资产阶级的孩子有可能在自费学校上学。
但是，热月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高等学校：工艺博物馆建于共和三年葡月十九日（1794年10月10日）；为陆海军和桥梁工程部门培养人才的公共服务学校（后称公共工程学校）于雾月一日（10月22日）成立，该校就是今天的综合技术学校。不久又增加了矿业学校。霜月十四日（12月4日）成立了三所医科学校，接着是聋哑人学院和兽医学校。穑月七日（1795年6月25日）成立了纬度局，附设的天文台开设天文课。有关语言、考古和艺术的学校也纷纷出现：东方语言学校于芽月十日（1795年3月30日）成立，法国文物馆早在共和二年果月十五日（1794年9月1日）已经创设，音乐学院也在这个时期开办。国民公会在解散前曾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建议成立法兰西学院，领导全国的知识生活，从而实现孔多塞关于建立“全国教育协会”的愿望，但法兰西学院并不具有孔多塞主张的那种行政性权威。
组织中等教育也刻不容缓：资产阶级子弟为准备从事自由职业不能不上中学；学术界为了后继有人和推广知识也不能没有中学。共和三年风月六日（1795年2月24日），国民公会根据拉克纳尔的报告，决定各州均可设置一所“中心学校”，费用由各州负担，教师可在督学团认可的人选中聘用。中心学校原则上不实行免费制。
热月党显然不同意孔多塞在1792年表达的民主意向；货币危机和保守势力抬头是变化的原因之一。普及教育接着也受到影响：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停止向小学教师发薪；教师仅保留住房，于是重新向家长收取学费，数额由市镇当局确定。在此情况下，人们也就再不谈论义务教育了。
督政府成立后，热月党没有修改法律，却把重点放在贯彻执行法律上。高等教育基本上已安排就绪；督政府首先创设了法兰西学院，除原有的数学和物理班外，新开办了伦理和政治班以及文学和艺术班。中心学校也纷纷出现，有几所办得十分成功。课程共分三个阶段，每阶段为两年，学生可自由选课。因此，有人指责这些学校没有正规的学业，不像中学，倒更像大学，尤其它们既不设预备班，又不收寄宿生。有的学校自发地弥补了这些缺陷，但整个教育改革还有待进行；这个问题虽几经讨论，但终未得出结果。至于小学，可以预见的后果终于出现了：教师的素质越来越差；由于没有师范学校，教师素质怎能得到改善？如果不是因为督政府与教会冲突而维持学校的世俗性质，学校很可能会回到旧制度去。因此，私立学校（其中多数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猛增。政府把私立学校置于市镇当局的监督之下，禁止公职人员送子女上私立学校，并决定政府官吏将仅在公立学校毕业生中选拔。最后两项措施虽然并未真正实施，但市镇当局的监督以及强制推行旬末礼拜导致好几所私立学校自动或被迫关门，而这并不能使国民教育有所起色。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演变带有过渡阶段的痕迹。战争、经费不足和时间过短极大地限制了这项试验的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绝大多数资产者认为新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至少感到满意。新制度与旧传统有着深刻的不同。革命结束了教会的垄断，开创了世俗的公共教育。革命让教育首先重视实证科学，同时也不忘记，除了自然知识以外，还应该有人和社会的知识。革命奠定了以下的原则：教师应把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向青年传授方法结合起来。这是革命的独创之一。尽管这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毕竟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思想。
救济事业的情况较差。随着教会不再取得募捐（尽管为数有限）和不再征收什一税，随着教堂的产业以及医院和济贫所的产业被出售，救济事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地方议会作了一定的努力，不时让市镇当局拨款接济和资助慈善工场。山岳派在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二日通过的法令描绘了社会保险的草图，但在热月九日后已化为泡影。热月党仅限于把尚未出售的一部分产业退回给医院和济贫所。后来，督政府建立了济贫办事处，允许市镇当局开征慈善捐，用于救济事业，市镇当局实际上也把这笔费用通常列入预算。救济事业实现了世俗化，这是革命给它打上的烙印；1793年的人权宣言承认穷人有权要求救济，当时的资产阶级更希望把救济限于救急，并且主要以慈善的形式而出现。



五、军队
在法国革命的建设性事业中，1799年建立的国民军无疑是最成功的创举。法国人在1789年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讨厌民兵抽签，他们热爱平等并不等于希望人人都服兵役。战争本是王公们的事情，新政权难道不正是要争取世界和平吗？制宪议会取消了民兵，但否定了杜布瓦·克朗赛的建议，继续实行志愿募兵制。1790年2月，制宪议会废除了捐纳官职的陋习，宣布所有人都能晋升军官；接着从9月开始，每四名少尉的缺额留一名由士官升迁，在晋升中重视资历。除了这些能使下级军官和资产者满意的改革外，军队中的旧秩序很少触动。路易十六仍是军队的统帅；贵族军官只要不流亡国外，一概保留原职。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冲突逐渐向军队中渗透，制宪议会始终不肯决定清洗。作战部队正日益瓦解，兵员在不断减少。
然而，为了对付贵族和盗匪，革命的平民成立了国民卫队。议会通过了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国民卫队作为不脱产的地方部队，凡能手持武器的公民均可参加，穿蓝色军服，军官由士兵选举，他们自认为完全不同于正规军队。历届议会因对军队很不放心，把国民卫队看作是革命的堡垒，不同意把他们交给正规军官指挥。但是，国王的出逃预示着外国的入侵，制宪议会从国民卫队中抽调十万名义勇军，以州为单位组织营队。战争开始后，立法议会扩大了义勇军兵员；在此基础上，制宪议会于1793年2月23日又增调了三十万人。国民卫队仍然存在，虽然各地的国民卫队在1792年和1793年间曾局部动员，后来又为督政府提供巡防队，它们仍保持自己的特点。因此，革命的法国具有两种守卫国土的作战部队。8月10日后，国王不再是军队的总指挥，瑞士团队也遭解散。共和二年的一次清洗清除了可疑分子。但军队还远不是国民军；为此，必须实现义务兵役制和部队的统一。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
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下令正规军和义勇军实行混合编制；两种部队在原则上统一了规章，但混编工作进展缓慢，直到督政府初期方告完成。在这期间，由于1793年8月23日的大举征兵，已要求适龄的非婚男子服义务兵役，但这仅是一项非常措施。第二年，热月党不再规定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必须参军，也没有发布征兵命令。追查抗命士兵的措施今后可能对那些新征入伍者有效；但他们大多数都能有把握地逃离部队，而1793年入伍的士兵却始终留在部队，至少直到执政府成立为止。共和六年果月十九日（1798年9月5日）的茹尔丹法才把二十至二十五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的规定改变为经常的制度。在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三日（1798年1月12日）两院开始讨论该法案前，已婚男子可免予服役，并允许找人替代；有关替代的规定在共和七年穑月十日（1799年6月28日）被取消，义务兵役制的演变至此告一段落。实际上，义务兵役制并不意味着必定要服兵役：茹尔丹法仅规定两院有权根据情况需要征集必要的兵员补充和扩大部队。两院于共和七年穑月再次大举征兵，向各年阶的适龄男子发出了征召令；鉴于这一措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波拿巴不但恢复了替代制以安抚缙绅，并且在帝国战争开始前始终限制征兵的数额。
山岳派指望通过部队混编把义勇军的平民性普及到整个军队；实际上，正如后来的经验所证明的，混编使这种平民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弱。但是，革命毕竟给军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军队即使在沦为拿破仑的私产以后，仍与前贵族和神甫为敌，他们始终是普遍留恋革命的国民。民主精神没有被磨灭：军人只要具有智慧和勇敢就能求得晋升，知识尚在其次。混编仍是军队的一大特点。新兵入伍后不过兵营生活，立即开赴前线参加战斗。
革命军队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必须改变作战方法。首先，在战术方面，义勇军的主动精神是个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当然，骑兵不能不经过长期的训练；法国骑兵尽管在督政府期间有所进步，但直到帝国期间仍不如奥军。战略方面需要革新之处更多。卡诺的战略思想还不完善，波拿巴在意大利一战仅初露头角；在这以后，战略进步暂告停止，1799年战役几乎使前功尽弃。一切还有待于拿破仑的天才，由革命锤炼的军队只是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所向披靡。帝国期间的几次战役充分地显示了这支军队具有攻无不克的威力。



六、民族的统一
法国革命的破坏或建设从多方面完善了民族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它在法国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隔阂从此被打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全体居民都要服从国家和统一的行政机构。国内从此不再有重重关卡，在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族市场业已形成。法国同外国的边界已明确划定：邻国的领主和主教失去了他们在法国的封建权和司法权。随着“樊篱”已撤至政治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停止了同德意志方面的交往，紧密地同法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第三等级以联盟的形式团结在国民议会的周围，这对促进民族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毕竟是国民军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战争和取得的胜利。从物质方面看，许多人因为当兵或因为形势所迫而离开家乡，这使他们对历来一无所知的法国其他地区开始有所了解。
但是，必须承认，民族统一的任务至此尚未完成。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调还有待完善。法典的编纂工作几乎完全没有开始。对公民教育至关重要的初等教育体制尚未建立。至于统一市场，尽管陈情书早已提出了统一度量衡的要求，这项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制宪议会曾委托一个委员会就此问题作专门研究，该委员会于1791年3月19日提出了两项新的基本原则：采取十进位制和以科学观测为基础。根据第二项原则，丈量单位将等于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个整分数（即千万分之一），称作“米”，而整个度量体系则称作“米达制”。重量单位“克”将由一立方厘米的蒸馏水在特定条件下测出。其实，在测量必然不甚精确的条件下，即使以自然物体为依据，人们也只能得出约定俗成的单位。十进位制的确是个合理而方便的创造。丈量子午线于1792年开始；科学院于同年列出了明细表。十进位制后来出现了一个缺口：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1日确定货币单位为“法郎”，相当于十克银的价值；但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热月二十八日（1795年8月15日）将法郎贬值一半，使之大致等于旧制度时的“里佛”，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照顾习惯，使传统的货币单位能永远保留。直到督政府结束时，整个计量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这方面的事也留待执政府去完成。
此外，推广法语仍无进展。十八世纪的世界主义以及所谓民族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观点最初并末使革命者关心语言问题，地方自治的自由主义倾向也促使他们对推广法语不感兴趣。相反，制宪议会于1790年1月14日命令把各项法令翻译成在王国中使用的各种方言。国民公会在推行民族战争时才改变了主意；有人甚至指责，主要为教会所坚持的方言俚语会助长反革命；国民公会的特派代表，特别是派往阿尔萨斯的圣茹斯特，对方言俚语持反对态度。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根据巴雷尔的提议，国民公会决定今后的政府文件和公证文书一概使用法语起草，私人文书也须用法语起草才能归档。国民公会还规定，在使用方言的各州，每个市镇必须在十天内接受一名教法语的小学教师。格雷古瓦走得更远，他于牧月十六日（6月4日）建议议会让各机关团体努力取消俚语，他的请求没有被采纳。雨月八日法令能否执行显然取决于小学教师，而在热月九日后，这项法令便被束之高阁。法语的推广和民族心理的形成应归功于中心学校（以及后来的公、私立中学）的建立以及国家的行政统一和经济统一。
然而，就在民族统一日趋完成时，内战却使少数法国人离开了本国，他们是流亡者及其亲属，还有顽固派神甫，照共和六年的法律的说法，其中大多数是贵族。实行大赦固然能使他们回国，但可以预见，回来的人只会在表面上敷衍新政权，而暗中准备东山再起。总之，如果把目光放远些，人们很容易会看到，利害冲突将随事态发展而加剧，并最终导致势不两立，宗教对立、政治对立、社会对立以及传统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使新法国比旧法国在精神上更加四分五裂。



七、知识生活
革命党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坚信理性主义原则。共和二年葡月十一日（1793年10月2日），国民公会给予笛卡尔配享先贤祠的荣誉。孔多塞于1794年写下了《论人类精神的进步》一书，这部堪称十八世纪思想的最高体现的著作虽然遭到取缔，却表明作者对人类的命运充满着信心。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丝毫没有丧失其影响，只是以寻求道德（罗伯斯庇尔等人主张还应加上感情或希望）的立论依据的实用主义形式而出现。沃尔内在1791年的《废墟》一书中指出，在专制政治和神权政治下的各个帝国因放弃了自然宗教而最终纷纷灭亡。沃尔内于1793年发表了《公民的教义问答》，主张实行对最高主宰的崇拜、旬末礼拜和有神博爱教。
到了督政府时期，以法兰西学院为基地的“观念学派”为使认识完全得到实证，牵强附会地使用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经验科学家对此作何感想），硬是把认识拉回到感性世界的边缘。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主张采用观测的方法来确定观念的形成过程：观念学派便因此而得名。卡巴尼斯医生首创了经验心理学，在萨尔佩特里埃研究精神病的皮内尔于1798年发表了有关病理心理学的第一部著作。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门旨在研究伦理的科学。让格内和福利埃尔把历史批判主义应用于研究文学和艺术。斯塔尔夫人于1800年出版了《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迪皮伊于1794年在其《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试图把历史批判主义方法推广应用于宗教史。
不断进步中的科学成了理性主义的堡垒。拉格朗日、勒让德尔、拉普拉斯等数学家推动了函数分析的发展，为法国在代数、几何、机械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争得荣誉。蒙日的画法几何学创立于1799年，拉普拉斯于1796年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使传统的机械力学达到了顶点，直到二十世纪仍无匹敌。物理学至此还没有出现大科学家。化学的创始人拉瓦锡虽不幸去世，但贝尔托莱和其他化学家都还健在。在自然博物馆讲课的有居维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和拉马克等，但他们关于物种进化的争论尚未开始。
憎恶革命的思想家普遍把理性主义——即使停留在唯灵论和多神论——看作是罪魁祸首。他们背叛了启蒙哲学，主张回到传统和启示宗教那里去：拉哈尔普已沦为信仰主义者，丰塔纳则大谈其社会功利。在流亡的知识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博纳德和梅斯特尔正是在国外于1796年发表了他们最早的著作。他们步伯克之后尘，歪曲经验理性主义，为传统辩护，后来被十九世纪的反革命奉为至圣先师，但他们在督政府时期尚未出名。巴吕埃尔教士于1797年所写的《雅各宾主义的历史回顾》较快地取得了成功，作者企图把大革命说成是共济会搞的阴谋。
在思想界，同理性主义作对的主要是卢梭的影响：尽管卢梭的政治理论业已声誉扫地，人们欣赏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缠绵悱恻和多愁善感；其实，卢梭只是崇尚直观，并不赞成精神至上。那些对革命心怀不满的人，那些责备理性主义不能给他们带来感情安慰的人——每当时运不佳，人们总是要寻找精神寄托——，大多把哲学思辨看得无足轻重，因而容易倒向传统宗教或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的一边。天主教会在竭力恢复其已被大大削弱的影响（削弱的原因前面已经谈到）。教会的四分五裂妨碍着这种努力。原有的宪政派教会始终存在，还有四十四名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格雷古瓦。他们于1797年举行了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出版《宗教年鉴》刊物。罗马教神甫拼命反对宪政派，但其内部也不团结。以布洛涅教士为首的不妥协派出版《教会年鉴》，谴责以爱默里教士为首的顺从派（顺从派也有自己的报纸，即西卡尔教士主办的《宗教年鉴》），对那些在果月十八日后宣誓仇恨王政的“仇恨派”更大肆攻击。但是，不再受教会纪律约束的人在思想上并不一定信奉理性主义；他们对以神怪为中心的宇宙观十分留恋，不加选择地接受五花八门的神秘主义学说，其统称即是“光明异端派”。圣马丁尚未去世，阿尔萨斯和里昂是神秘主义的两个活动中心。此外，预言和通灵的巫师不时出现；苏珊娜·拉布鲁斯在大革命初年招收了一些愚民为门徒，卡特琳娜·苔奥在恐怖的巴黎也这样做。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两种思想方法绝对地看作是对待大革命态度的分野。库尔诺曾指出，大多数法国人不能理解党派斗争中错综复杂的和细微曲折的变化，却分成具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个对立阵营。他们或者拥护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家庭的传统，加上学校教育、私人关系乃至职业影响，促使两派的对立变得根深蒂固。何况，观念的冲突在1789年前业已开始，它的延续只是顺理成章而已。
以上情形在语言方面也有所表现。在革命初年，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是同复兴、进步、造福社会等观念相联系的某些词，由于人们怀有的希望和热情在含义上有所扩大，并充满激情。例如，贵族、独裁者、暴君、封建制、旧制度、革命等词具有时代的感情色彩；法律、宪法、公民等词能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词，如民族、祖国等，始终保持崇高的价值。由于感情冲动，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夸张、狂热和过激的言辞，从而产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怀的奇谈怪论：“你们同胜利缔约了吗？”——“不，我们同死亡缔了约。”平民的言谈一度使传统的语言受到影响：这种状况推动了简单过去时和虚拟式未完成时的衰退，尽管这两种时态在议会演说中仍照常使用。总的说来，发展的连续性占着主导地位。除个别例外，革命家们都曾上过私立中学，他们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语言规范。他们从教义问答和共济会术语中借用词汇以及类比、转喻、暗喻等修辞形式，大量引证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风格。在雾月十八日前，不守语言规范已被当作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耻辱，因而越来越少见了。
大革命开创了政论文、政治新闻等新的文学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题材：安德烈·谢尼埃写的是网球场，他的兄弟却写了查理九世，法布尔·代格朗丁写了《菲兰特》。除了杂志、小册子、游行和庆典外，人们还用戏剧作为宣传手段：一些活报剧应运而生，其内容都猛烈抨击贵族、国王和教会，在热月九日后转而反对雅各宾派；这些剧本毫无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时间最长的《自由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说家已纷纷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时论作家都不能与德穆兰同日而语。古典的文艺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题材占着统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无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尔诺、昂德里厄、德里尔和勒勃伦–潘达尔保持着古典文学的传统。但古典主义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义得以诞生的社会已经灭亡，其影响也日趋削弱。新富人和小资产者因未上过中学，欣赏不了古典主义的文学灵感，也理解不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典故。他们更喜欢毕克塞雷古和杜克莱–杜米尼的传奇剧——最早的浪漫主义戏剧。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于1787年创作的《保尔和薇吉妮》始终获得读者的热情欢迎。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诗体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广为风行，预示着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的留恋。外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也开始使法国读者入迷，麦克孚生于三十年前编造的《莪相诗歌》在督政府时期获得空前的成功。旧制度末期的复古倾向未能让文学面目一新：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希腊诗歌尚未问世。但复古倾向却使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和时论作家更加怀念过去的中学。这种状况在督政府时期仍继续存在。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复古倾向也十分顽固。人们或许会说，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中的继承性肯定会因文物遭到破坏而受到损害。其实，历届议会有时虽放任不管，但毕竟也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制宪议会设立了“文物委员会”，专门负责保护文物；后来的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临时艺术委员会”，代替了“文物委员会”；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报告，要求制止对文物的破坏。国立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卢浮宫博物馆和亚历山大·勒努瓦领导的自然博物馆、法国文物馆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历史文献和艺术珍品。随着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消失，由大卫领导的一大批艺术家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同时也预示着，艺术意境和创作技术从此将面目一新。绘画家和雕塑家都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取得灵感和题材，大卫的《网球场的宣誓》和《马拉之死》等杰作就足以证明。在大卫的推动下，艺术家们组织了庆典：1793年8月10日的复兴节、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节都极其出色地表现了革命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认为，大卫在1789年前后展出的历史画《贺拉斯兄弟盟誓》和《处死自己的儿子布鲁特斯》中对公民尽忠报国的歌颂，同革命的精神状态也完全合拍。
然而，传统没有丧失自己的权利。弗拉戈纳尔、乌东、克洛迪翁、帕儒始终忠于十八世纪的艺术。大卫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种复古和重画面轻色彩的特征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古罗马建筑艺术在革命节日的装饰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在督政府时期，为古典主义所特别推崇的历史画再次以古代题材为楷模：大卫就是于1799年展出了《萨比纳》一画。钱拉、吉罗代和格罗尚未脱颖而出，普吕东也尚未成名。复古风尚使亚历山大艺术以及所谓伊特鲁立亚图案或埃及图案深受欢迎，因而在装饰和家具方面，没落中的旧制度的传统竟同时得以保存，并为“帝国风格”的出现做好准备。正如“路易十六风格”一样，“督政府风格”是多种风格的混合物。
同文学和塑雕艺术相比，音乐更容易被革命热情所感染。戈赛克、梅乌尔和格雷特里为革命节日谱写了赞歌；直到督政府时期，这类歌曲仍有新的创作。共和派总是用自己的歌声压倒《人民觉醒报》，著名的《马赛曲》（鲁日·德·里尔词曲）和《出征歌》（梅乌尔曲，玛丽–约瑟夫·谢尼埃词）在革命后经久流传。但是，在室内音乐和咏叹喜剧方面，传统势力还很强大：格雷特里和德莱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会
同旧社会相比，雾月十八日前的新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天主教僧侣的消沉。他们过去人数众多，备受尊敬，有钱有势，现在不但陷于贫困，流落异乡，而且被督政府当作嫌疑犯和敌人对待，世俗化的国家只允许教会享有教徒所承认的精神权威。暂且，贵族的命运似乎并不比他们强。门第和封号虽然已被取消，但前贵族仍保持一定的潜在影响，此外，这种影响的物质源泉并未完全枯竭。有些贵族家庭，例如费里埃尔侯爵家，照常过着佣仆成群的生活，他们受到佣仆的暗中保护，或至多受到逮捕或临时骚扰，但地产却未受任何触动。一些流亡者的妻子甚至用假离婚的办法，保住自己的陪嫁或原丈夫的遗产。一些回国的流亡者，不论是否已在户籍册除名，竟在白色恐怖时期胁迫别人归还他们原有的产业，更多的是借他人之名赎回产业。此外，还有不少居乡贵族仍为共和国效力。
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有利，这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有利的程度对所有人却并不完全一样。那些以“家景颇丰、生活阔绰”自夸的资产者如今不再趾高气扬了：他们开始满足于“年金收入者”、“土地出租者”这类更符合他们社会出身和社会身份的名称。旧制度时期的一些资产者或者因反对革命，或者因停留在1789年阶段和主张君主立宪，最后被人当作贵族看待。其中，有些流亡国外，丧失了家产，甚至让亲属受到牵累；另一些在果月十八日后仍被资产阶级共和派视为嫌疑分子。明哲保身的资产者也因取消行会、增收革命捐税、摊派公债和通货膨胀而受到财产损失。对商人说来，除了部分地受到以上几方面的损失外，还因经济统制而吃尽苦头，只要战争不停和信贷紧缺，他们不能期望以往的繁荣。由于英国封锁海洋和拦截商船，尤其由于殖民地的丢失，远洋贸易濒临破产。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未受动摇。货币混乱带来的后果不像今天那样普遍，因为动产在整个国家富源中只占较小的地位。地主保留着他们的土地，一旦货币恢复正常，便能重新获得收入。在督政府末期，物价下降使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但这类有得有失的事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何况，许多资产者显然通过购买国有产业和参加共和四年风月二十八日法开创的分赃弥补了损失。商人有更多的机遇，因为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学会了投机，他们留在或流向国外的资金在原封未动地收回后，无论用于资助督政府或向国家供应货物，都能获取利润。例如，培勒戈和雷卡米埃等银行家，佩里埃兄弟和沙普塔尔等制造商都能逢凶化吉，甚至捞得油水。另一位被称为“贵人”的佩里埃在旧制度末年曾是多菲内工商界的巨头，并于1788年在维齐尔乡墅接待了革命解放的创导者，他赶上了种种机遇，后来使他的家族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政治生活中享有盛名的一个大家族。
可见，资产阶级只是丧失了自己的部分代表，包括一些杰出的代表在内，阶级的内在结构也有所变化。不从事生产而依靠官职或祖业为生的那部分资产者，如年金收入者、旧军官、国家官吏、法律界人士等，虽然他们的地位并未真正动摇，但已不如旧制度下那么富裕。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们从思想上为大革命作了准备，提出了革命的原则，充当了革命的领导，最后却发现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操纵经济活动的新富人所取代，因为这些新富人正购置地产，在缙绅中扩大影响和提高声望。从另方面看，资产阶级的地位也随着新富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而更加巩固。当然，这些暴发户的类型也有不同。
最大多数的暴发户原是旧制度下所谓平民出身的小手工业主和小商人，他们利用机会买下了自己的住房、城里的其他房屋和市郊的土地。投机活动总是对中间商（特别是粮商和磨坊主）十分有利。个别小手工业主和小商人挤进了批发商和制造商的行列，大多数则沿着普通的道路向前发展：在商业和财产都得到扩大后，他们自己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的进过中学的儿子如果不继承父业，便进入行政机关或从事自由职业。他们竭力利用联姻、关系和习俗的途径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纳税人选举制并不反感。文学家、时论作家、演员、艺术家和教授确实通过大革命提高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要能够功成名就，他们自然乐于为统治阶级服务。可以说，统治阶级也变得比以往较为民主；但是，大批新人的拥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化是法国社会演变的一大特征，法国大革命只是这个演变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已。
在所谓“新富人”中，还有另一种性格类型的人。他们往往不愿通过勤劳刻苦和节衣缩食逐渐发家致富，而企图在社会中一蹴而至，通过冒险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人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但在社会和经济出现重大动荡的时期，即使平时谨小慎微的人也会不顾冒险而孤注一掷。在热月政变后，冒险家急剧滋生。他们爱虚荣，图享乐，摆排场，成为戏剧、漫画和歌曲的攻击目标。从那时起，昂戈夫人已是讽刺画中的著名人物。这些侥幸发了横财的人多数很快把家产挥霍干净，落到悲惨的下场。但是，情况也不尽如此，一些骗子手靠督政府发财致富，其中最著名的是乌佛拉尔。不少人在社会上神气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聪明的一些冒险家后来把资金投入商业，成为生财有道的批发商和制造商。他们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对无利可图的知识不感兴趣，对革命理想也一窍不通。他们死守着狭隘的功利主义，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然而，即使蔑视他们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一支新生力量，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新鲜血液；没有他们，资产阶级将会衰竭，因为暴发户的后几代子孙就不再像第三等级中的富裕家族那样拼命想挤进贵族行列中去了。
乡村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但规模更加巨大，因为农民占法国人口的大多数，正是农民的反抗才给了旧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实行税收平等，取消什一税和领主权，使革命精神在乡村有产者的头脑里丧失干净。他们同贫苦农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贫苦农民所得的唯一好处只是废除了农奴制和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农民共同体的解体更加速进行。在实行了瓜分公地的村庄里，农民普遍有了小块土地；但多数村庄不愿瓜分公地，或者因公地面积过少，或者农民更希望保留公共牧场。国有产业的出售使自耕农户以及他们自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尤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在实行山岳派法律的时期。到了督政府时期，购买国有产业的主要是资产者，除部分土地外，城市的住房、乡村的贵族宅第、修道院和树林全部落到他们的手里。即使在有利农民的那个时期，国有产业在拍卖时也总是让富裕自耕农和大农庄主占了便宜，因而农民资产阶级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和巩固。在实行限价以前或以后的时期，商业自由同样对这些人有利。根据租约法的规定，凡土地出售转让，土地租约同时失效，但教会产业例外。经营教会产业的农庄主获悉制宪议会要求教会土地购买者维持原租约后，感到十分高兴。山岳派国民公会表现得比较严厉：它允许国有产业购买者撤销原租约。经济统制给农业生产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使农业生产者更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保守利益把他们同整个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在这少数人的强有力的帮助下，新秩序将在下一个世纪中逐步巩固。但也不能否认，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状况暂且没有很大改善。地位始终低于资产阶级的手工业主和零售商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生活方式也没有变化。据认为，他们的人数可能略有增加，这在原来行会领袖为保持其地位而禁止别人开业的行业和地方至少是如此。农村的前景看来较为暗淡，因为土地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农民仍感土地不足或租不到土地。前面已经讲到，分成制佃户对法律不能感到满意。
至于无产者，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因取消间接税而有所得益，至少在城市，征税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乡村无产者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工资没有随物价下跌，仍比1790年约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督政府的最后几年恰逢丰收，穷人得以有暂时的喘息。然而，失业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零工，济贫事业的衰落更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最后，工人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帮工会逐渐在恢复，互助会正在开始建立，有些互助会成为支持工人反抗的互助组织，但禁止工人“同盟”和罢工的法令仍然有效。
雾月十八日前夕，法国社会的上等阶层还处于重新组合的状态，缙绅们希望在改组中夺回对社会的领导，重享荣誉和利益；他们正确地看到，关键在于如何维持国民的生计和习惯。国民为消灭贵族而容忍了对行会旧秩序的打击，也容忍了为他们鄙视的少数人飞黄腾达，但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权宜之计。除了在奥特依区的斯塔尔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和孔多塞夫人的沙龙外，巴黎还有其他一些沙龙，各种出身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均混迹其中，核心人物则是巴拉斯、乌佛拉尔以及他们得宠的轻浮女子，如塔里安夫人、哈姆雷夫人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她们的敞胸露臂和放荡不羁成为督政府时期种种传闻轶事的最好题材。但是，这个由几百人组成的上流社会并未用他们的伤风败俗影响法国人民。悲观论者认为传统的习俗已被动摇；其实，货币的混乱以及大批人经济地位的改变会使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偏离正轨。人们希望减轻道德败坏的严重程度，这无疑部分地说明了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留恋，因为它们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离婚在村镇尚未开始流行，虽然它把旧制度下被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合法化了。即使在城市，许多人也把它看作是避免被没收财产的权宜之计。最热烈的革命者尽管在公共生活中积极争取自由和平等，但一回到家里，仍像1789年前那样坚决维护自己作为丈夫、父亲和老板的权威，而且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雅各宾分子反对私生活中的不道德，无情地取缔妓女，但不主张家庭解体，也不赞成妇女解放。虽然妇女在某些“群众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雅各宾分子仍把她们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并封闭了她们的俱乐部。



九、经济自由和权利平等
人们往往单纯用逻辑雅理来判断制宪议会宣布的原则将会产生怎样的必然后果；其实，继承性的意义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资本主义集中的发展只是在后来才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经验科学的技术革新也只是在后来才在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扩大了个人的独立性。同这些后果相比，经济自由显然是新秩序的一个根本特征；何况，商人们也认为经济自由是制约其他一切因素的因素。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即使思想最大胆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自由的重大意义，它的直接后果甚至得不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毫无疑问，经济自由有一个方面对法国人很有吸引力：只要具备了创业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碰碰自己的运气，即使雇佣劳动者也有权决定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和地点就业。当然，个人的抱负决不是大革命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但是，大革命既然给人以各种自由，它也赋予个人抱负以合法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自由便与其他各项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成为最宝贵的自由，甚至是各项自由的象征。
技术革新如今已摆脱了一切障碍，而人们却对此十分冷淡。由于谨小慎微、因循守旧、自以为是或缺少资本，小手工业主不经深思熟虑决不肯轻易接受技术革新。他们逐渐由不愿革新转变为反对革新，因为采用新技术，特别是蒸汽机，势必会导致资本的集中。小手工业主害怕自己沦为雇佣劳动者；工人懂得，机器将扩大失业队伍；农民看到，在集体权被取消后，他们将只能放弃土地。资产阶级希望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因为土地仍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农业生产提供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就不完全如此。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者曾受过经济学家和百科全书派的熏陶，他们相信大企业能使科学同生产相结合，并有招收部分穷人做工的优点。然而，他们对扩大企业仍然犹豫，担心大企业会被金融家所操纵；担心企业的迅速致富会背离传统；担心经济的优势地位会削弱他们引以自豪的精神生活的作用；担心经济有朝一日会把政治垄断起来。即使在商人中，兴办事业的进取心也很不够。不建立银行足以表明他们的胆怯。很少有人想当工业巨头。法国人对英国经济普遍抱有偏见，相信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英国经济势必会因采用机器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欧洲一旦停止接受英国的出口，英国经济就会垮台。这种心理状态十分说明问题。假如法国像英国一样拥有丰富的煤矿，假如法国加速引进英国的机器和技术，大革命或许会给法国人一个心理冲击，从而打开他们的视野。可是，战争相反却中断了外来的进步影响。在督政府末期，技术进步有所恢复，但几乎仅限于棉纺业；蒸汽机仍未被利用，水力也往往不足：长期作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巴黎正属于这种情况。一些资本主义大企业家，例如巴黎的里夏尔和勒努瓦，巴黎和根特的鲍文斯，图卢兹的博瓦野–冯弗雷特，占用国有的厂房和雇佣贫苦的劳力，特别是济贫所收留的弃儿，开始建立起大工厂。如同英国一样，这些工厂还远没有实行严格的专业化生产；有些企业家，如泰尔诺，仍保留商业资本主义的传统，除实行工场制造外，还利用家庭加工和农村劳动力，把制造、批发、销售、运输和借贷结合在一起。他们取得的实际成果给不少历史学家留下印象，但也不应忘记，工场企业毕竟规模较小，而且极其分散，小手工业在国内仍占主导地位，法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耕作技术的停滞不前突出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历届议会虽然对英国的耕作方法很感兴趣，却不敢用圈地运动普及这些方法。制宪议会准许实行圈地，但为了缓和群众的反对，同时规定凡实行圈地借以逃避自由放牧的地主不再有让自己的牲畜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制宪议会还决定，人工草地仍将不许自由放牧，因而不必圈起篱笆。随着耕作规章被取消，强迫轮作制也跟着取消，因而自由放牧只能在市镇公地才可进行。但是，由于没有用行政命令推行土地兼并，以上措施的进展极其缓慢，其效果在当时简直微乎其微。国民公会允许瓜分公地，以便增加小规模经营的数量。供不应求鼓励农民种植土豆、菊苣和油料；助税的取消使葡萄种植大大增加。这些演变没有打破传统的约束，丝毫不意味着现代农业的诞生。
可见，在革命的十年中，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加快；相反，时局的动乱只是延缓了这一发展。大企业继续让小手工业主和农民很不放心，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比革命前更多的损害。大企业还没有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总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业主同他们的佣工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经济自由和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尚未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资产阶级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他们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当他们为废除贵族的血统特权而宣布这一原则时，却暴露了第三等级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对立，并加速了乡村共同体的瓦解；换句话说，经济状况的不平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因此，即使在1789年7月，当资产阶级庆祝平民革命拯救了国民议会时，他们也没有摆脱他们历来对“平民”和“贱民”怀有的恐惧。在《人权宣言》宣布全体公民有权参与制订法律以前，制宪议员们接受了西哀士的意见，把能力（即财富）作为选举公职人员、特别是当选公职人员的先决条件。
选举保证金制度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权利平等首先出现了矛盾：政治民主制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方法。但是，从开始起，一些民主分子就走得更远。他们揭露有产者对雇佣劳动者的为所欲为，这些猛烈的批评堪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序曲。他们指出，对不具备享有权利平等能力的人说来，权利平等和自由只是一句空话。然而，他们的思考仍停留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传统对立上；他们虽然经常为穷人辩护，却始终不能为穷人下个确切的定义；他们的分析显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维护旧的经济，而不突出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技术进步。只是在食物危机的压力下，他们才离开泛泛的空谈，站在消费者一边去反对生产者，实际上是站在城市人一边去反对农民，并要求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剥夺耕种者的土地，而是为国家征集农产品寻找合法的理由。值得指出的是，莫姆洛于1792年9月提出这个论断时曾补充说，工商企业的所有权仍受国家的保障：这就证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即使在形势极其紧迫的情况下，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最后，山岳派企图把民主共和国的意志强加于有产者和雇佣者。他们保护有产者，宣布对支持“土地法”者处以极刑，但同时又试图用继承法限制有产者的财产。他们向雇佣者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并给生活最没有保障的人提供初步的社会保险。这种社会民主制构成解决权利平等问题的第二个方法，这个值得怀念的方法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尽管如此，山岳派虽然没有像后来的圣西门那样对财产的继承原则提出异议，他们并不反对经济自由，因为他们只是把限价制度当作战时的权宜之计。手工业者和零售商大致也有这种想法：他们不喜欢“大老板”，但又很愿意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这是他们的根本性矛盾。许多农民进行请愿，抱怨出售国有产业时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份，可见他们也希望成为产业主。无套裤汉确实比山岳派更重视限价，百物昂贵和失业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物质利益在平民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大大超过意识形态观点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他们强制推行的办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为在人们的回忆中，这些办法总是同物品匮乏和官僚主义的分配混乱联系在一起。此外，无产者纷纷反对限制工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从自由经济制度得益最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赞同自由经济。
当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已面临穷途末路的绝境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实现权利平等不可缺少的条件的主张。但是，他们的预言仍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们建议实行“土地法”，其目的是要把土地平分给耕作者，而并非主张集体生产。他们的共产主义仅限于实行产品的社会化，这就等于把共和二年的经济统制加以全面推广。在当时，唯有他们持这第三种方案。
雅各宾派的试验足以使绝大部分资产者不再像在大革命前那样乐善好施和对未来充满乐观，也不再像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那样为维护第三等级的团结而鼓吹博爱。缙绅们永远忘不了经受的这场惊吓。热月九日标志着长时期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的开始。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选举保证金制度，并特地给平等和所有权下了一个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定义。在督政府统治期间，余下的国有产业多数都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共和七年风月十四日（1799年3月4日），共和国把君主时代典押的产业无偿或廉价出让给典据持有人，得到好处的也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本可以按照1793年7月17日法案收回那些因带有封建语汇而已失效的土地租约，但这个方案长期议而不决。但是，共和国却强制拒不退佃的布列塔尼农民同意地主必要时可赎回租约。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租佃双方洽商租约的新法律于果月十八日前由五百人院通过，又在果月十八日后被元老院通过。资产阶级在这类问题上总是意见一致的。乡村居民的集体权再次引起争议，在树林问题上尤其如此；瓜分村社公产已经停止。司法改革略有改变：家庭会议被逐渐取消；治安法官的裁决逐渐减少；立案审理恢复了收费制度。家庭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反对离婚，共和二年通过的便利离婚的法律被废止；康巴塞雷斯指出，1793年关于准许私生子寻找生父的法律仅对过去有效，他提出的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父权和夫权，同时也限制了私生子的权利。
但是，反动并未走得太远，因为缙绅内部也四分五裂：怀念旧制度的一些人不能原谅另一些人，坚持君主制的1789年革命者对共和派有很多不满，并恨透了“弑君者”；督政府分子害怕新雅各宾派；许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强烈反教会倾向更增加了混乱。



十、贫困化和战争
当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旧制度已一去而不复返，他们对政治生活和社会对抗也不再关心，资产阶级已胜券在握。青年人完全没有1789年的激情。他们不幸生长在动乱的年代，每当回顾童年时经历的磨难，无不充满着怨艾；这一代青年十分贪图享乐，比通常的青年更加容易同他们的父辈对立。许多成年人已对动乱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安享晚年和重见繁荣。
革命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使法国变穷了。公共设施破败不堪，即使巴黎的建筑物和道路也年久失修。死亡率上升了：据说，仅在军队中就有六十万人死亡或失踪。共和国虽然把疆土扩展到了“天然边界”，但它失去了殖民地，海上封锁使法国出口额比1789年减少一半。此外，为了保住新占领的土地，法国必须继续打仗；在上一次战役里，法国丢失了整个意大利以及瑞士的一半，勉强避免了国土遭到入侵。
可是，人们的最大希望是先结束国外战争，再结束内战。只有军需商和害怕英国竞争的制造商才对敌对行动称心如意。即使在多次依靠军队渡过难关的督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为建立和平不惜放弃全部或部分兼并土地。共和八年雾月二日（1799年10月23日），元老院否决了五百人院的一项议案，该议案提出对主张或支持割让国土的人，以及对接受包含这类条件的人处以死刑。波尔歇在反对该议案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他看来，如果在谈判过程中硬是不肯把部分同胞交给外国统治，那将是荒唐的。雾月十日（10月31日），据说热月党人多弩在《十年》发表一篇文章，责备国民公会不该宣布共和国的边界不可更改，因为这就等于宣布“把战争无限期延长，直到所有法国人死光为止”。这些对战争已感厌倦的法国人认为，1793年共和派的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蠢举。



十一、雾月十八日事变的意义
除军队以外，革命的建设性业绩尚未完成；人们对宪法的许多条款持有异议。热月九日后的反动仍未使宪法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此外，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化尝试并不成功，督政府只是用一些权宜之计弥补该宪法的缺陷，未能赋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最后，一年一度的选举使督政府成员面临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险。他们在策划新的政变时，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选举制，以便稳掌政权。反对派指责他们企图玩弄花招谋取“终身职务”，这确实正中他们的要害。这伙人其实并不单纯为自己谋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胜利会使整个资产阶级受害。因此，雾月十八日事变，或更确切地说，雾月十九日事变，在历史的远景中具有广阔的意义，因为它更加符合法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波拿巴的上台又为它增添了光彩。
当时的形势使波拿巴政变变成军事独裁，而波拿巴的大权在握又对资产阶级十分有利。没有雾月党的帮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巩固其政权；但是，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须摆脱对雾月党的依赖。波拿巴因此与教会重归于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不论他们是贵族或资产者，是王党或共和分子。这样，他促使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达成暂时的团结，而他则以监护人身份，督促这个阶级根据他的意愿创建体制和制订法典，并让其成员担任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以便加快经济复兴，巩固阶级统治，进而实现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确定的最终目标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务。
内战终于结束，欧洲和平也一度实现，而法国的占领地和殖民地却未受丝毫损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与此关系甚大。
然而，雾月党人对波拿巴的专横跋扈和耽于幻想却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波拿巴在处理政务时会同他们协商一致，而波拿巴对他们却不予理睬；他甚至剥夺资产阶级起码的自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过“天然边界”重启战端，肆无忌惮地和无限期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终于把国家引向了灾难。



第二章　革命扩张和反动
战争刺激了各国的领土野心，这使得革命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之间的斗争本质变得模糊不清。当时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首先是一场社会冲突，即以贵族为一方同取得第三等级特别是得到农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冲突。这也是一场政治冲突，因为国王的专制主义受到了威胁，国王在保护贵族的同时，有同贵族一起灭亡的危险。最后，这还是一场思想斗争，革命的敌人把革命视为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大逆不道的批判揭示了世界的奥秘，并使支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陷于破产。如果说君主之间的战争仅仅为了扩展版图，那将是错误的。利己主义固然破坏了君主间的联盟，但他们对伯克鼓吹的以及马莱·杜潘和弗里德里希·根茨等御用文人不断推崇的十字军征讨也并非无动于衷。何况，如有必要，贵族也会提醒他们，这是一场保卫社会和文明的“意识形态”战争。皮特和格伦维尔声称，只是在恢复欧洲均势和维护英国利益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接受和谈；但他们从不放过机会大骂革命把法国搞得疮痍满目，并要求对方恢复社会等级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复辟君主制。“神圣同盟”是反法同盟的指导思想，正如它将是反拿破仑同盟的指导思想一样。



一、革命扩张
旧制度在比利时和列日已不再存在，这两个地区已并入法国版图，被划成行省，并推行共和国的全部法律。莱茵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莱茵河左岸的割让问题还悬而未决，行政改组刚刚开始，但那里的贵族已经被消灭。在依靠法国军队的保护新建立起来的巴达维亚和海尔维第共和国，革新正在进行之中。在西萨尔平，革新曾取得很大进展，但奥军和俄军在夺回意大利后，破坏了革新的成果；同时，他们还在利果里亚、罗马和那不勒斯制止了革新的进行。
然而，革命只是通过武力征服，付出巨大代价和经历艰苦曲折才得以扩展自己的影响。在法军占领的地区，革命唤起的同情被战争带来的破坏、占领的负担以及文武官员的横行不法所损害。在其他各国，事态的发展使一般居民深感恐惧，使新秩序的拥护者不免痛心和失望。并非所有人都否定革命的原则。德国的康德和费希特仍坚定不移；在英国，集合在福克斯周围的辉格党始终为革命原则辩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的失望，甚至投靠敌对阵营。何况，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能够不要国王，人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昙花一现的怪物。革命的平民性质以及对权利平等的解释莫不令人愤慨；民主一词在其他各国比在法国更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慌。革命尤其成为寡头统治借以进行恐吓的稻草人，这在英国和美国特别突出，因为那里的立宪制已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了和平的改革。华盛顿和联邦派以这个理由反对杰弗逊和共和派，同样，热内的活动在平民中也并非毫无反响。大陆各国的情况自然更不在话下。
督政府的成立及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成功使新法国的拥护者增强了信心。共和三年的宪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法军的接连胜利和辉煌战果证明，一个国家在破除君主制以后，未必就会垮台。兼并地区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同督政府携手合作，接受归化；附庸国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则创建与共和国类似的制度。
革命虽然在恢复声望，但我们不能把自由思想的传播完全归功于它。英国的影响并未减少；1789年原则的许多信奉者仍持亲英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民主比较缓和，不那么使人感到害怕。贵族和官吏历来对英国十分向往，贵族认为那里仍是贵族统治，官吏把英国当作革新经济的楷模。美国的榜样也令人神往；拉丁美洲的白人后裔同时吸取美国和法国的经验。最后，推动舆论转变的主要因素还是战争的进行及其后果，革命的思想渗透有时当然也起作用，但不能说它起主要作用，尽管推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把一切都归罪于它。
在普鲁士，巴塞尔协定助长了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国和解的倾向：例如，里埃姆牧师曾毫不隐讳地提出过这种主张。在军官中，甚至在宫廷里，这种意见也相当强烈，不过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而已。督政府在1796年曾希望南德意志的骚动继续发展，因为入侵的前景正使不满情绪日渐加剧；巴伐利亚贵族和符腾堡三级会议始终反对入侵法国，但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特权。汉堡仍是法兰西影响的中心，既然政府不让商人从军需供应中谋得利益，商人也就对继续战争公开表现出不满。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平请愿运动在英国正日益高涨：厄斯金于1797年1月发表的《简论当前对法战争的起因和后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税收加重，经济困难，特别是饥馑，造成了人心不稳：本书在前面曾经谈到179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暴动以及1795年秋季伦敦出现的严重骚动，伦敦骚动对皮特决定和谈有一定的影响。当形势在1797年变得对英国极端危急时，皮特强迫英国作出的努力确实非同等闲；鉴于自己越来越不得人心，为谨慎起见，皮特再次把马姆兹伯里派往法国。
同大陆的情形相反，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影响只能导致民主；英国政府的反应因而与其他各国不同，它担心手工业者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因百物昂贵而掀起的零星骚乱，因为这种状况只会有利于反寡头统治的宣传。1797年5月18日，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有人提议为选举改革、为爱尔兰自由和法国联盟而干杯。各种社团秘密地或合法地存在着；有一篇政论文自称代表八百名坚定的雅各宾分子讲话。假定这种说法并无夸大，那就不说明一场暴动正在准备当中，而且，大批送往内务部的使人不安的报告也并没有证据。但是，政府却草木皆兵，故意制造紧张为实行镇压寻找理由。
任何人都不能再否认，资产阶级的上升是欧洲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法国革命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强大，因为这场革命要消灭贵族。法国革命将在未来激起无穷的反响。但在雾月十八日前夕，吉伦特派怀抱的希望竟全部落空，没有任何一国的人民按法国人的榜样行事。旧制度的拥护者在各国牢牢地掌握着镇压机器，显然不肯轻易放手。



二、反动
革命政府以个人权利的相对性作为在革命时期或在国内外战争时期暂停行使权利的依据，从而引起了各国君主和作家们的一片鼓噪。英国政府显得尤其不满，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被认为是人身得到尊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实际上，经验表明，如果国家利益需要，英国政府也同样践踏个人权利，反动的出现正是一个新的证明。“人身保护令”停止执行后，警察横行无忌；忠于政府的顺民及其组织通过监视和告密赋予自己类似俱乐部和革命委员会的使命。在1799年，又加强了对煽动暴乱的集会和出版物的镇压措施，勒令印刷商必须申报登记。英国没有发生旺代叛乱，因而不必设立特别法庭，镇压措施仅限于法国督政府时期使用的所谓“不流血断头台”，即把嫌疑犯送上国王陛下的船舰服役和把为首者流放到澳大利亚。只是在爱尔兰才出现流血事件，那里的起义者遭到了屠杀和处决。
大陆诸国的专制君主没有宪法的约束，他们的镇压机器随时都可以开动：他们只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镇压的严厉程度。在伊比利亚诸国和教皇领地，宗教裁判所无须接到新的命令。在拉丁美洲，纳里尼奥被判处十年徒刑，罗德里格斯在一次密谋失败和同党多人丧命后，于1797年离开本国避难；他的门生玻里瓦尔在两年后跟着出走。沙皇保罗一世同样转向反动。他最初曾释放了诺维科夫、拉季舍夫和科希秋什科；但他同他的母亲一样极端仇恨革命，不久就加强了镇压，接纳了孔代的军队，并让路易十八在米塔瓦定居。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完善了约瑟夫二世的警察制度，后来的梅特涅为他担了恶名。警察的权威高于一切，暗中操纵内阁，实行新闻检查，普遍监视官吏的言行和任意实行逮捕。在匈牙利杀了一批人以后，世袭领地陷于一片沉寂。帝国的其他各邦也根据君主的不同态度，不同程度地以匈牙利为榜样。甚至在耶拿，费希特因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于1799年离开了学校的讲台。不甘屈服者流亡国外，例如雷伯曼于1796年来到了巴黎。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继续在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97年去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位后，沃尔纳开始失宠，迫害政策也告停止；即使如此，康德仍必须极其谨慎小心。在法军被逐出意大利后，白色恐怖便横行无忌；在罗马，特加在那不勒斯，白色恐怖就在纳尔逊的眼皮下猖獗。
维护政府的权威并不等于要放弃一切改革。皮特不能否认，辉格党主张的某些改良能取得他的赞同。在大陆上，效法英国革新农业的主张引起了政府和开明贵族的重视，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赎买领主权、小块土地合并和取消集体权。制宪议会和救国委员会的某些建设性措施也适用于开明专制，战争暴露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体制的种种积弊。
在特权阶层中，大多数人憎恶变革，深怕雅各宾主义的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英格兰主教霍斯雷于1795年声称，平民百姓对法律唯有服从，无权说三道四。政府也持同样的主张；皮特认为改革只会助长平民运动；何况，即令他有别的看法，他已被乔治三世的盟约捆住了手脚。改善行政机构和施政措施十分缓慢，成效甚少，几乎可以说毫无进展，官僚们上下勾结，暗中加以阻挠。
在奥地利，弗朗斯瓦坚持事必躬亲，同大臣的交往都以书面形式或由科洛雷多转达。他想方设法让贵族担任高级官职。他放弃了土地改革，并于1798年作出规定，减轻劳役须经领主和农民协商一致和取得当局的批准。
人们对保罗一世不能寄予更高的期望。虽然他表面上似乎偏向农奴：确实，他禁止在小俄罗斯不附带土地出售农奴，并规定劳役为每周三天。但是，这些规定实际上无人遵守。他满足于让里沃尼亚省议会略为减轻对农奴的压迫，他派驻多瑙河公国的特命大臣吉谢廖夫并未作更多的努力。保罗一世还把皇家农奴分配给臣属，使这批农奴的处境更加困苦。行政改革也完全落空；他对臣属喜怒无常，即使潘宁、罗斯托契尼和苏沃洛夫这样的近臣也不免突然失宠。这种走马灯式的更替不仅造成人人自危，而且使政府无所适从，终于以沙皇遇刺而完成了一场宫廷革命。
改革思想在普鲁士高级官员中仍相当活跃；例如，在科尼斯堡受过康德和克劳斯的熏陶的舍恩和施勒特尔鼓吹经济自由。一些来自西德意志的流亡者，如莱茵人施泰因、汉诺威人哈登堡和丹麦人施特伦泽等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初准备同意实行税务平等；后来仔细一想，又改变了主意。施泰因只是在金融管理上作了一点技术改革，甚至未能取消国内税卡。贵族保留了高级职位：在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非贵族仅占六百九十五人。当时谣传，新国王希望结束农奴制度，请愿书便纷至沓来。土地改革在国王领地继续进行，但容克的财产不受影响。普鲁士同奥地利一样，行政体制没有任何进步。相反，由于归化的困难，不久前从波兰割让的土地另设总督单独管理，同西里西亚一样不受政府各部的节制。1794年的起义导致了教会的土地和让给贵族的王室领地一概没收，仅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作为薪俸留给教士，把百分之六十一留给未参与叛乱的贵族。国王成了被兼并地区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这片领地的经营人在出租时只收极低的贡赋；农业大臣助理泽尔伯尼曾揭发营私舞弊，但他因此被控参与秘密会社，并被判终身监禁。
只有两个公国属于例外。在巴伐利亚，蒙特热拉于1799年执政，开始行政改组，奠定了新任的选侯和未来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他用大臣代替了政务官，并建立了枢密院。在丹麦，特别在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土地改革正深入进行；人们定出了劳役的赎买价格，土地兼并加快了，其结果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相类似，农民变成了为贵族地主做工的农业工人。可见，改革者与革命的同情者几乎同样软弱无力。正是共和国的军队才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可是，既然法国人渴望和平，这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雾月党在拥立波拿巴的同时，决心让革命大军在所到之处推翻旧制度。



三、美国
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如今称作“联邦党”——虽然恪守中立，却不免对革命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路易十六的处死，拉法叶特的出走，流亡者（例如塔列兰和原来的杜邦·德·纳莫尔）的叙述使他们愤慨莫名。民主派的暂时胜利尤其使他们恼怒，因为平民骚动在美国正此起彼伏。俱乐部纷纷成立，处处可以感到法国事态的影响。禁酒令更激化了矛盾，乡村中酿酒户有成千上万，他们的激烈抵制实在令人担心。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区，华盛顿于1794年不得不派出军队，粉碎反对派的抵抗。吉伦特派的使者热内要求美国预付应偿债务和给法国购买食物的贷款，或至少根据同盟条约给法国必要的援助，当他的要求被华盛顿拒绝后，他竟诉诸舆论。总统把因禁酒令激起的骚乱的责任加在俱乐部身上，声称要像法国的福扬派、拉法叶特和热月党一样取消俱乐部。
联邦党在党内和本阶级中都不能保持一致意见。作为种植园主的杰弗逊不赞成汉密尔顿的政策，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他责备政府歪曲宪法，一味为商业资本家谋利，不惜损害农场主和小自耕农群众的利益。麦迪逊也分裂出去。杰伊协定呼吁维护民族尊严，指责汉密尔顿卑躬屈膝地为英国人效劳。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即以民主为号召的“共和党”。华盛顿于1797年离职后，约翰·亚当斯接任总统，但他仅以微弱多数战胜了杰弗逊。他同汉密尔顿关系不和，后者接着辞职。但是，亚当斯对平民运动和法国革命都怀敌意，他利用与督政府的关系破裂，使国会不仅通过了外侨法案，以驱逐可疑的法国人，而且通过了惩治叛乱法案，以查禁被认为危险的俱乐部和书刊。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相继提出抗议，均属徒劳。这为1800年的选举作了准备，杰弗逊在那次选举中当选了总统。
如果把极不相同的新旧两大陆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撇开不谈，人们会发现，有产者的担心虽然会因为悲观而加重或因为乐观而减轻，（其程度自然因各人的性格不同而异），但这种担心却到处都是历史的普遍运动的原动力。联邦党对伯克的思想怀有好感。他们没有国王、勋爵和教会需要保护，假如不是法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和反宗教措施已把他们吓怕，他们本来会更加靠拢已持保守立场的法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西哀士。
杰弗逊的民主思想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彻底。他并不坚持普选制，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独立小生产者的共和国，这同山岳派和某些制宪议员没有太大差别。作为地主，他对工业资本主义怀有戒心，深怕由此而形成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如同卢梭、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一样，他认为这同政治民主是决不相容的。他以为找到了一条脱身之计：让欧洲去搞工业，而美国仍停留于农业国家。这当然是个幻想。只图近利和不顾将来的商人不由自主地登上历史推动者的宝座。杰弗逊至少希望乡村的小产业主能大批增加；在这方面，他比最有宽阔胸怀的法国革命者更有理由采取乐观主义的立场。
在旧大陆，扩大耕地需要以艰苦的垦荒为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正变得越加高昂，但在美洲，辽阔的处女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均有待人们放手大胆地去开发，这种状况减轻了社会的压力。所以，虽然大西洋地区的小农仍反对大农庄主，并拥戴杰弗逊任总统；虽然新边疆人民的艰难和冒险的生活促使他们更明确地转向政治民主，资产阶级却仍能最完美地和最无阻力地奠定在美国的统治。



四、观念的冲突
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继续在观念世界中得到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威和传统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为了迁就读者，对法国革命表现得冷淡和敌视。坎宁在英国创办了《反雅各宾报》，后来成为激进派领袖之一的科贝特猛烈斥责革新派。政府有鉴于宣传的重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皮特给最著名的漫画家吉尔莱发放津贴。来自日内瓦的避难者约瑟夫·台萨尔、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在宣传运动中占了重要地位。维也纳人霍夫曼、瑞士人吉尔塔内和汉诺威人齐默尔曼声称法国革命是光明异端会和共济会阴谋的结果，这种说法在德意志诸国传播甚广，一个名叫罗宾逊的军官于1797年在爱丁堡再次申述了这个观点。
法国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传的参与者。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穆尼埃后来为共济会辩护；君主立宪派与君主专制派相对立。布瓦日兰在伦敦策划了一项宣传计划，夏多勃里昂继1796年发表了《论古今革命》后，于1799年开始撰写《基督教的真谛》，这些也许就是以上计划的一部分。另方面，维里埃热烈地信奉了康德主义。但大多数流亡者都毫无例外地诅咒大革命，巴吕埃尔于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杰出的捍卫者主要在英国出现。潘恩的《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问世，这是法国革命唤起的最热烈的同情表现。葛德文于1793年发表了《政治正义论》；他在次年发表的《卡莱布·威廉斯》中对当时的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传统的所有制是罪恶的发源地。同巴贝夫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但作为极端民主派，他对政府和政党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过个人的完善与和平而合法的演变达到共产主义。如果说他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派别，这恐怕还不尽然，他的妻子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影响更要小些。程度不同地倾向民主派的律师和演说家直接接触群众；尽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从未停止过。自从英国认为不再有入侵的危险后，宣传运动的势头有明显下降。彭斯于1796年去世；其他诗人默不作声；科尔律治在听到法军进入瑞士的消息后，竟公开承认错误，并在一篇“自嘲诗”里谴责敌人的大逆不道、出尔反尔和轻佻残忍。在现存的大批漫画中，有反革命画家讽刺宫廷和大臣的对内政策或对外战争的作品，却几乎见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们即使有作品，恐怕也无人印刷和购买。
在欧洲大陆，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开投入论战，只是从事一些地下活动，还要冒很大的风险。黑格尔不能发表抨击符腾堡大公暴政的檄文。赞同新原则的思想家往往只谈哲学，不谈时事。而哲学几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垄断。赫尔德、康德和费希特至少仍忠于启蒙运动，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责。费希特于1793年发表了《确立争取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对法国革命公众评价辨谬》。深受卢梭影响的费希特主张国家以契约为基础，反对特权，认为只有劳动所得才合理合法。总之，他似乎是一个强烈反对国家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于1796年在《根据认识原理谈天赋人权的基础》一书中奠定了先验论唯心主义的基础。他在该书中不再谈论法国革命，他的政治观点已转到另一个方向：人们只是在社会中生活；人与人在发生关系时便出现权利，国家则用强制手段保障权利；因此，个人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到了1800年，费希特甚至主张，为了保障生存权，应该让封闭的商业国家来领导经济。
赫尔德于1793年至1797年期间所写的《论人类进展的通讯》更接近启蒙运动。康德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1797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和1798年的《学院之争》阐述了关于“法权国家”的原则和国家间法律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同1789年展望的理想是一致的。威廉·洪堡在其未发表的《论国家的界限》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个人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张，这种主张肯定不会使雾月十八日时的西哀士感到不快。
然而，所有这些思考都不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德意志思维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人的解放从属于个人精神和道德的进步：自由首先是个人努力服从康德的“绝对要求”的产物。积极投身政治生活、甚至为法国出力的人，如福斯泰、雷伯曼和戈尔等，声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法国人的道德低下。这种说法同哲学家们的说教遥相呼应。康德认为，即使国家首脑推行暴政，反抗也应受到谴责。费希特指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为一旦人民破坏权利，又有谁行使否决权呢？
其他一些思想家虽然并不打算维护旧制度，却甘愿与反动派携手合作，因为他们对法国发生的事怀有强烈的反感。其中主要有魏玛文人，首先是歌德和席勒；两人在经历了狂热的青年时代后，已适应了环境：歌德担任了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的大臣，席勒在耶拿执教。他们声称从古希腊文化中发现，艺术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和谐一致，使生命的冲动和人的激情同理智互相协调。这种新兴的人道主义要求个人独自进行全面的修养；在哲学方面，它具有泛神论的倾向。歌德于1794年至1796年发表的《威廉·迈斯特》以及席勒于1789年和1799年发表的《华伦斯坦》三部曲和《钟之歌》曾轰动一时，人们争相阅读。威廉·洪堡加入了古典主义的潮流，贺尔德林也不置身事外。这些作家强调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但在政治上墨守成规。
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总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在聆听一些在旧制度下过着安逸生活的人的对话：他们对旧制度不抱幻想，但特别害怕自己的平静被搅乱。他们默认自己的软弱无力只能表明他们的孤陋寡闻，他们的见解远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独具一格。公民道德很难同个人道德相分开，没有公民道德，就不能设想有自由和民主：这类的话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是老生常谈。德国人本该承认他们已熟知孟德斯鸠、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主张。法国人也完全了解，如果没有维护个人自由和提高人的精神水平的政治制度，“道德”之花便不能盛开。德国作家要他们的同胞作出精神的和道德的努力，却又不想把他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这岂不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此外，人归根到底还不能仅仅依靠精神，人的行为也取决于人的感情、感觉和肉体，这本是古人早已知道的事，特别在文艺复兴以后，自由派难道不正是大谈特谈这些东西吗？总之，每当历史环境还不允许人们打破暴君的统治时，便一定会有某种哲学或宗教出来向民众指出，他们应该把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意志的思想家虽然否定禁欲主义和愚民政策，却仍然在军队的残酷统治下，奉行摒弃一切人间希望的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义。
在其他各国，理性主义的统治似乎不如法国那么稳固。首先，各国科学发展的程度十分参差不齐；在这方面，法国暂时占着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德国的高斯在数学方面仅仅初露头角。避居美国的英国化学家卡文迪什和普里斯特莱年事已高。才华出众的尼科尔森尚未完成水的分解。戴维和道尔顿只是初出茅庐，瑞典人柏采留斯也属同样情况。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沃拉斯顿和伦福德才能和法国物理学家平起平坐。在意大利，对电的认识正酝酿着一场革命，波伦亚的解剖学教授加尔瓦尼的试验最早从1786年开始；正在帕维亚任教并已有起电盘和气体燃化计这两项发明的伏打即将向世界揭示电流的奥秘，但他在1801年已发现了电池。至于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正在拉丁美洲旅行，另一名德意志人帕拉斯正漫游俄罗斯帝国。这些观测和实验虽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思考的深度上毕竟比不上拉瓦锡所表现的综合天才以及意识形态家们的科学实证观。善于收集新事物的普里斯特莱直到临死仍顽固地抱住司塔尔的燃素说，拒绝接受近代的化学。
此外，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英国的经验主义从休谟开始早已变得保守，而到了边沁那时则更是如此，他们否认法国哲学关于人有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主张，竭力重建道德的规范和权威，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出自形而上学的考虑，而是有历史观察和政治经验作依据。人们通过实验找出物理世界的规律，从而加以掌握和遵循；在观察社会生活时，同样的方法也能使人们注意到，旧体制既然存在已久，早为人们所习惯，它不但“顺乎自然”，并且在事实上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在伯克那里，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来，蒙彼利埃学派曾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传播过这种生机论，比夏在督政府时期还坚持这个观点，因为拉瓦锡开创的实验生理学当时还没有占压倒优势。生机论认为，生物是一种叫做生命的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力量逐渐和自发成长的结果。伯克指出，社会像是一株植物或一种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于个人，个人却不能摆脱社会的权威，正如他不能拒绝其躯体的需求一样。这种经验理性主义经过同神秘主义相杂交，开始与浪漫主义相衔接，并从英国经汉诺威传到了德意志：雷贝尔和布兰德受到生机论的深刻影响。费希特承认国家对公民具有至上权，这一新转变表明他的哲学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于1793年翻译了伯克著作的弗里德里希·根茨抛弃了神秘主义倾向，而用功利主义的观察为政治保守主义辩护。人们认为政治哲学便由此产生，后来成为根茨得力助手的梅特涅就用政治哲学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劳。甚至政治经济学也忍不住要压一压理性的傲气。马尔萨斯通过对当时英国的观察于1798年指出，人类的无限进步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尽管技术在进步，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比生活资料的增长快得多。一切社会改良既然促进人口的繁衍，便只会使祸害加剧，而疾病、恶行、饥荒和战争却能促使社会恢复平衡。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马尔萨斯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规劝穷人节欲和忍耐。恪守传统的思想家认为，马尔萨斯给了孔多塞和葛德文的希望一个致命的打击。
正流亡国外的博纳特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于1796年分别发表了《关于政权和教权的理论》和《论法兰西》，这两部著作与以上保守的经验论也有一定的联系。例如，博纳特经常以所谓“顺乎自然”为理由。他们要个人从属于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竟把他们列入“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们用上帝造物论代替了生机论。既刻板又武断的博纳特还醉心于天主教的王政传统；在他看来，上帝为社会确定的结构将永恒不变，家庭作为社会的原始结构是社会基础在人类存在中的延续，国王则是家庭扩展成社会的一家之长。作为一名忠实的教权主义者，富有历史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对世俗政府的形式不大在乎；在他看来，明智的上帝满足于用极其灵活的行动维护社会现状，因而必须服从现实。
反对知识至上的运动在各国远比在法国更为强烈地同实证科学和理性主义相对立，不管实证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方向是什么；这个运动在1789年前曾启发了卢梭和“狂飙突进”，如今为各种事件通过宣扬投机冒险和不健康的东西所加强，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正是个证明。多少不幸的情景重新刺激了人们的悲剧感，促使人们去思考人同自然力和命运作斗争的意义。然而，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追随这个倾向的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地位，才能充分衡量出这个倾向的力量：他们多数不能适应环境，因自己的病态或精神不定而陷于苦恼或企图自杀；他们是些渴望自立和贪图享乐的青年，但在谋求出路时因遇到社会的限制或受到地位、财产、名望和特权的阻挠而郁郁不乐。他们对锄恶扶善的“绿林英雄”怀有好感，这并不奇怪；其中许多人到了成年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后，自己就会清醒过来。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耽于幻想的人，但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原有的社会框架被打破，许多青年人容易变得愤世嫉俗或心灰意懒，耽于幻想的人也就成倍增长。
这种思想状态在德意志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它清扫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和歌德人文主义的短暂魅力。事情并非出自偶然；因为神秘主义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各国更加强大。神秘主义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自称有神附身的鞋匠雅各布·伯梅同浪漫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维尔纳、里特尔和巴德尔等学者对他们的经验认识居然作了最出人意外的上帝显圣的解释。因此，渗透进共济会和光明会的种种愚妄暗昧竟自称有科学理论或科学发现为依据：他们从医学那里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借用了磁力学，磁力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催眠术把精神引向心荡神驰的无意识状态，进而接触超自然世界。这些有知识的人竟以自己的方式同神秘主义的宇宙观相妥协了，而神秘主义的宇宙观只能反映同启蒙运动始终格格不入的普通居民的原始迷信思想。神秘主义侵入了哲学领域。康德在破除了形而上学以后，又声称道德意识归根到底是神的直觉，从而为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继康德之后，德意志哲学朝着这个方向走上了先验论唯心主义的道路。费希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幻觉，把“自我”当作唯一的实体；活动中的“自我”赋予自己活动的理由，并在竭力吸收“非我”的同时创造出“非我”。接着，谢林又赋予“非我”一个独特的但又纯观念性的存在；自然和自我从此成为绝对的两个表现方面，思考把绝对的无意识统一分割为二，但艺术天才却能凭直觉达到绝对，并在其作品中表现绝对。最后，这种思潮对器乐的进步大有好处；作为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器乐的规则完全取决于自身，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式，需要人们意会，着重在打动人的情感，即所谓以声娱人。德意志在器乐方面取得了无比光辉的成就。
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尚未完全过去，已有一群作家背离歌德和席勒，打出了浪漫主义的口号，并因此交上了好运。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其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于1798年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名叫《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该杂志共维持了三年。他们于1798年在德累斯顿，1799年又在耶拿同诺瓦利（他的真名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交往频繁。当时，蒂克刚出版了他的已故朋友瓦肯罗德留下的遗著《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倾诉》，他们共同讨论哲学，但始终未能得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体系。作为古典作家的门生，他们最初认为世界是生命力的变化无穷和永不枯竭的创造物；接着，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又认为创造物之间具有某种“普遍的同情”，其表现形式有化学亲合、磁力吸引和人类之爱等。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的宗教狂热所感动，终于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一词充当世界的灵魂和神的本原。总之，只有天才的艺术家才能通过直觉，甚至通过梦幻和奇迹，接触到真正的实在，而这种神秘的体验又通过艺术家转化成为艺术品。诗人变成了传教士，哲学也屈服于奇迹。这些假道学家如同被他们不屑一顾的穷人一样在坐等奇迹的出现。可惜的是，人们不能说他们等到了奇迹；他们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较受欢迎的只是诺瓦利的作品，特别是1798年和1799年写下的《夜之颂歌》。
造型艺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继续遥遥领先；卡诺瓦的塑雕把十八世纪的美色传统同学院派的题材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英国，风景画正刷新绘画艺术；布莱克的超自然视野与浪漫主义的梦幻相当接近。德意志的音乐也有进步；海顿当时创作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四季》和《创世纪》，他的灵感使人想起十八世纪那种怡然自得、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而贝多芬的悲壮激越的灵魂已活跃在他的奏鸣曲中。
就其本身而言，浪漫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由于浪漫主义在政治领域中也诉诸人的感情，浪漫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往往随环境而转移。当反动派得势时，他们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很快变成了狂热的反革命分子。但是，由于不满现状，他们力图在虚幻的过去中寻找藏身之地。诺瓦利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教廷，他于1799年曾为以往几个世纪增添荣耀的基督教统一大唱赞歌。天主教的祈祷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甚至为圣母玛利亚写了赞美诗，尽管他仍然是新教徒。后来，随着奥地利有更多的官职交给他们，诺瓦利的许多朋友转而为奥国服务，并皈依了天主教。
这些新动向虽然值得重视，但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多数并非出自哲学方面的原因；如果他们感到有这种需要，他们本可以向教会提出要求。在十八世纪末期，自行萌发的宗教情绪在保守的实用主义和直觉主义的推动下逐渐重新抬头，这种状况在其他各国比在法国更加明显。贵族在向国王靠拢的同时，深感与国家的信仰休戚相关，大家一致同意：魔鬼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更何况，各种灾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胆战心惊的群众拉回到祭坛的面前。
天主教十分需要这样的复兴，因为它在革命中是主要的受害者。法国及其占领的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协定和康波福米奥协定宣告了一场普遍的世俗化运动即将来临，甚至反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切盼望“把黑袍军赶出莱茵地区”。另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巴伐利亚向教会征税；在西班牙，历来以哲学家自居的萨维德拉和乌尔基霍于1798年接替了戈多伊：他们于1799年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力图攫取教会的产业以开辟财源。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地利几乎毫不掩饰它想同那不勒斯王国平分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变得反而对教会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人们的同情。英国热情欢迎被放逐的法国神甫，从而为天主教的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为了安抚爱尔兰人，伯克不断主张给予他们宗教自由，皮特个人也持同样的立场。在德意志，集合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周围的一小批狂热分子在明斯特建立了“神圣家族”，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妹妹）在其中十分活跃。在1800年，施托尔贝格很有改宗天主教的希望。保罗一世也使他们相信，复兴天主教可大有作为；俄国沙皇允许波兰人信仰天主教。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格律贝尔神甫已说服他提议重建耶稣会，沙皇已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当选为该骑士团的大首领。
新教在大革命期间未受重大冲击，宗教情绪的抬头对它只有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于1799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再次激发了神秘主义狂热，而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又通过美学直观把人们重新引向宗教。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年逝世；他在保留世俗传教士的同时，创立了由教士互相推选的等级体系，从而使卫理公会逐渐向英国国教靠拢；因此，卫理公会于1797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这个教派竭力煽动平民中的神秘主义情绪，并继续取得进展，它对“英国非国教的新教徒”具有广泛的影响。浸礼会派步卫理公会之后尘，也有相当的进展，而普利斯特莱的索西长老派和普莱斯的卫理公会长老派却正迅速消亡。甚至在英国国教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维尔倍福斯为首的福音派集团，他们试图恢复国教的活力，但未成功。脱离英国国教的革新派教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虽然被人夸大了，但这种保守主义影响的存在毕竟是无可争辩的。在德意志，雷文特洛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建立的新教徒团体与明斯特的“神圣家族”相呼应。斯托尔贝格在皈依天主教前常与这个团体交往，后来在波拿巴统治期间主持宗教事务的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该团体有联系。雷文特洛的宗教热情扩展到整个荷尔斯泰因公国，基尔大学因此受到了清洗。与此同时，雷文特洛坚决维护荷尔斯泰因的自主权，反对丹麦政府的干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要使德意志贵族至高无上的权威免受任何冲击。
在君主们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看来，革命党人为之自豪的民族观念引起了敌对或强烈的反感。君主们认为，民族观念意味着主权属于人民，他们明白这对他们统治的国家具有何等的危险。形形色色的反动派认为，民族观念必然和平等相联系：“民族这个词，听起来像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教士宁愿回到奥地利的奴役之下，也不肯丧失他们的特权；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波兰的民族抵抗事业；匈牙利的大贵族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只要保住对农民的奴役，即使实行部分的日耳曼化也在所不惜。匈牙利议会徒劳地要求维也纳作出让步：以马扎尔语为国语，给予关税优惠，合并达尔马提亚和阜姆以取得出海通道。弗朗斯瓦不顾摄政王约瑟夫大公的谏劝，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在爱尔兰起义后，皮特决心取消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进而摧毁爱尔兰残存的自治地位：联合将于1800年实现。
然而，战争正逐渐使民族主义代替世界主义。革命党人又一次作出了榜样。英国在同革命军作战中终于染上了民族主义的狂热。在福克斯领导下的辉格党残余分子长期附和平民阶级，认为战争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情；但在康波福米奥协定后，当英格兰处境孤立、爱尔兰起义蔓延、尤其法军登陆日近时，舆论开始感到恐慌，战争便具有了民族性质。此外，法国在荷兰、西萨尔平和瑞士根绝了旧制度，实现了领土和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民族觉醒。法国入侵对意大利十分有利，持统一主张的意大利人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指望这次入侵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迫于战争的需要，法国把意大利当成了军事竞技场，让意大利养活它的士兵；这使意大利人明白了独立所需付出的代价；正如罗伯斯庇尔预言的那样，战争必然使意大利人转而反对法国：意大利人于1799年把奥军和俄军当作解放者欢迎。但是，传染才刚开始，德意志还未受到影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浪漫主义推崇的“复古”，以及由怀念历史而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烈眷恋在文学家中激发了民族感情，但这种民族感情尚未具有政治的形式。它把作为“文化古国”的德意志同陷于野蛮厮杀中的新建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德意志人甚至把自己的弱点当作优点，并以此找到自己负有神圣使命的证据。这种傲慢自大和自甘落后的狂妄情绪在德意志遭到入侵后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第三章　战争的后果：国际政治
反法同盟诸国始终幻想打垮法国革命。可是，一方面，它们沿用老一套的作战方法，反而被救国委员会的军事成就打乱了阵脚，另方面，它们一味注意扩张领土，念念不忘传统对立，以致互不配合、四分五裂和各行其是。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占有优势，但唯有大陆战争才能制伏法国。法国在陆上扩大了地盘，第二次反法同盟刚夺回意大利，很快又面临瓦解。正如国内的情形一样，法国革命的对外战争仍胜败未决，欧洲还有待建立新的均势。



一、英法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像以往那样进行战争。它首先关心扩大远洋舰队，接着又逐渐增加驱逐舰，用以对付海盗、保护商船和监视敌国港口。直到十八世纪末，它才开始大量增加陆军。为了应付舆论，皮特避免采用义务兵役制，不敢大举增税；公债和银行的流动债务勉强维持着巨大的军事预算。如同往常一样，英国的兵力主要用于追逐海上的敌人，占领殖民地和封锁海岸线。除了战争初起和1799年在荷兰登陆这两次例外，英国只是资助它的盟友在大陆对法作战。格伦维尔在为这种传统政策辩护时毫不隐讳地指出，与其向盟友派遣援军，不如为他们支付军费，因为英国如果缺少劳动力，工业会受到损失；而资助的钱却并非白白扔掉，因为它将用于向英国购买军需品。
这一政策确实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接连陷落。从1798年起，圣文森伯爵杰维斯在敌方海港附近组织了辅以军需供应和定期轮换的不间断巡逻，如果敌方舰只企图冲破封锁，巡逻舰队就奉命在英吉利海峡集结。英国海军于同年重返地中海，占领梅诺卡岛，夺取西西里，在葡萄牙和那不勒斯船只的配合下，军容颇盛。巴达维亚的舰队于1799年全部被俘，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摧毁了布律埃斯的舰队：埃及远征军被隔绝在海外，马耳他也遭包围。若不是保罗一世的反对，地中海简直成了英国的天下。商船有了军舰护航，交通线基本上保持畅通；英国每年仅损失五百条船，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与通常的海上遇难相差无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保险费曾高达百分之五十；自1793年到1800年，保险费从未超过百分之二十五（1802年，在亚眠和约后，更下降至百分之十二）。英国捕获了七百四十三条海盗船；截至1798年，共俘虏水手二万二千名。最后，封锁使中立国船只听命于伦敦政府，英国从此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对殖民地产品的垄断，并大大增加了出口。
海战看来不会很快结束。法国仍与西班牙保持同盟，并掌握着荷兰。它的舰队仍然出海；例如，布律克斯于1799年从布雷斯特启航到达土伦，又回到原泊港口。法国的殖民地并未全部丢失，其盟友受的损失更少。法国商船损失较大，但沿海航运仍在继续。如果法国能保住已有战果和重建大陆和平，它就不但能求得生存，并且能达到新的繁荣。此外，大陆和平将使法国集中全力投入海战。法国人不但不想投降，而且始终希望有朝一日派大军在大不列颠或在爱尔兰登陆；他们鄙视“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的经济，指望通过停止贸易给予其打击：英国商品被禁止运往法国，督政府于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九日（1798年1月18日）的决定断绝了利用中立国名义进口英国商品的途径。这项“大陆封锁令”并非仅仅出于战争的需要，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制造商资产阶级对1786年条约始终耿耿于怀，乐于取消英国对手的竞争。棉织厂主尤其狂热地主张，即使暂时不能不进口细纱，至少也应禁止进口棉布和其他织品。鲁昂大批发商丰特内是他们的代言人，在雾月十八日后，他们仍然左右着波拿巴的政策。大陆封锁令是项利弊各半的政策，因为它使法国失去了原料和来自殖民地的消费品；何况，人们将不得不承认，这项政策如果仅限于共和国，就不能真正有效，必须让整个欧洲都加入进来。于是，法国便在被占领地区强制推行禁运，西班牙在原则上表示赞同。人们注意到，如果夺取汉萨同盟诸城市，法国将能阻止敌国货物进入德意志的市场。
英国的成功取决于其盟友能否在陆上取胜；法国要实现其计划，就必须取得欧洲的支持，不论是采用和解或强制的办法。总之，战争有旷日持久的危险，“第二次百年战争”的结束取决于国际政治。



二、大陆战争
在大陆上，革命的敌人也遵循历来的传统在继续作战。他们有充裕的兵力。据估计，自1792年至1799年，约有十四万人战死，二十万人受伤，十五万人被俘。损失虽然很大，但兵员远未枯竭。他们缺少的主要是金钱。在奥地利，尽管提高了税收，财政赤字仍不断增加，政府发行了公债，有时实行强制摊派；英国除给予军费补助外，还允许奥国在伦敦推销债券，甚至由伦敦银行提供担保。尽管如此，奥地利还是依靠发行纸币维持局面，为了进行1800年战役，决定实行纸币的强制流通。奥盾开始贬值，汇兑比价于1801年在奥格斯堡下降了百分之十六。卢布更加疲软；在莱比锡，人们仅按票面的百分之六十接受卢布。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主要向荷兰借贷，债券由四千三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万荷盾，他每年还增发一千四百万纸卢布。瑞典也大批印发纸币，币值于1798年降低了四分之一还多。没有皮特的资助，反法同盟诸国很难继续作战。可是，这个同盟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保罗一世刚把苏沃洛夫召回，不能指望他重返前线；反对向法国出兵的罗斯托契尼接替潘宁出任外交大臣。俄奥断交有导致英俄不和的可能。在两海峡门户洞开后，沙皇在土耳其和地中海的影响之大，为他的继承人从未达到过。爱奥尼亚群岛已成为他保护的共和国，他参与占领那不勒斯王国，支持撒丁国王反对图古特，垂涎科西嘉，并打算以大首领资格定居马耳他岛。1799年11月3日，格伦维尔表示，英国在占领该岛后，将不留在那里。可是，保罗一世现在已停止对法作战，他是否打算改变立场还是个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只要俄国复活中立国同盟并关闭波罗的海，英国的出口和供应将遭到可怕的打击。
至少，奥地利暂时已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帝国议会表面上支持奥地利，但在巴塞尔和约订立后，德意志帝国已徒具空名。普鲁士出面保证了包括汉诺威在内的北德意志的中立。处在分界线以北的这些地区——奥地利的胡德里斯特称之为“迷人的区域”——竟利用偏安局面，取得很大的商业利益；随着普鲁士的威望日益提高，弗里德里希–威廉正成为一颗“与帝星相抗衡的北极星”：他指望充当北德意志邦联的首脑。当然，他还做着扩张领土的美梦，迫不及待地实现教会产业的世俗化，垂涎汉诺威，阴谋吞并纽伦堡。奥地利既被逐出了北德意志，又因丧失了莱茵河左岸而在南德意志威信扫地，它对巴伐利亚的权利要求也被断然拒绝。于1799年接替查理–特奥多尔就任巴伐利亚国王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一度曾担心能否继承王位。至于符腾堡公国，省议会因与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纷争不息，曾向巴黎派遣专使。在这种情况下，南德意志诸王公只是出于恐惧才追随奥地利，并等待机会同法国和解。因此，德意志诸邦肯定不能团结一致反对共和国，反而德意志帝国很可能灭亡。首相图古特并不为此过分担忧，尼德兰的丢失更不放在心上。他力图在波兰求得补偿，吞并威尼西亚诸邦，并想利用法军被逐出意大利之机取而代之。他想，此举如能成功，主人在算总账时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共和国必须同奥地利再打一仗：雾月党把政权交给波拿巴，其部分原因正是要他打好这一仗。胜利取得后，法国将处在十字路口。如果它放弃以莱茵河为“天然边界”，实现大陆和平将毫无困难；在相反的情况下，只要法军不越过这一边界，只要法国按旧制度的惯例，同意让其他大国获得相应的好处，大陆和平也并非不能实现。这样，孤立无援的英国可能因厌战而接受妥协，法国将保住其占领地和殖民地，而让对方称霸海上和彻底征服印度。另一种选择将是越过天然边界，先拼命控制欧洲大陆，然后用“大陆封锁”去迫使英国投降。
毫无疑问，法国的舆论主张第一种选择。虽然大多数共和派不想放弃天然边界；在他们看来，取得天然边界同革命事业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们毕竟懂得民族利益要求他们作出这个让步。眼下，一切就看波拿巴如何决定了。



第四章　战争的后果：英国资本主义的高涨和欧洲向世界的扩张
战争堵塞了国际贸易的渠道，也阻碍了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从战争中获得很多利益，并扩大了势力范围，但是，欧洲向世界的扩张却停滞不前，殖民体系进一步动摇，拉丁美洲正朝着解放的方向走去，法国甚至废除了奴隶制。



一、国际贸易
英国丧失了法国控制的市场，但却摆脱了与法国的竞争；它通过损害其盟国和中立国的利益取得补偿。它利用汉萨同盟诸港口，全力夺取德意志的市场，英国驶向汉堡的船只在1800年达五百艘，而1789年仅四十九艘。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博览会上，英商与瑞士、奥地利、波兰和俄国商人开始洽谈贸易；英国的棉织品，特别是棉纱，排挤了瑞士和萨克森的产品；英商和德意志的贸易额由1789年的二百万英镑提高到1801年的一千三百五十万。阿姆斯特丹落入共和国之手后，金融中心正向伦敦转移：黑森选侯把财产存入伦敦银行，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帮助黑森选侯转移资金的同时，又在法兰克福扩大自己的业务。他的儿子内森于1798年前往英国定居，很快成为富翁。波罗的海在英国贸易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进口商品百分之七十二来自普鲁士和俄罗斯，四分之三的粮食由但泽一个港口运输。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船只也接受运输任务，在督政府同中立国闹翻前，这些船只不论有无许可证，继续在法国港口停靠。荷兰的景况日趋衰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已被汉堡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库存现金由1793年的一千三百万荷盾下跌到1799年的一百五十万。
英国在大西洋的海上优势进一步加强。在中立国的配合下，英国掌握了欧洲、贩运黑奴的非洲海岸和盛产热带作物的南美地区之间的三角贸易。新兴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英国相抗衡：美国商船也开辟了北美港口、安的列斯群岛（或南美）和欧洲之间的三角航线。在杰伊条约签订后，英国竭力迁就美国，因为督政府的立场正使约翰·亚当斯与法国决裂。在大西洋南部地区，西法同盟使英国几乎切断了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经由好望角的海道几乎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国船队：法国和荷兰的印度公司先后于1791年和1798年不再存在。
在热那亚和里窝那以及在柏柏尔人和希腊人的帮助下，法国在地中海的处境略为好些。法国通过意大利战役使敌人陷于困境，但未把敌人完全消灭。接着，法国于1798年被逐出地中海东部诸国，并于1799年失去了意大利。
海战正使地中海和北方诸海之间的陆地联系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以前，陆地联系主要经由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荷兰，如今却因莱茵通道的关闭而阻塞。法国从1790年起就在莱茵河左岸设立关卡，阻止货物过境。法军占领莱茵地区和荷兰给这条通道带来新的障碍。督政府于1798年开始征收莱茵河通行税。由于该河的入海口已被关闭，科隆的货运业务大幅度下降，在1800年已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只有从埃姆登到法兰克福的部分贸易还断断续续地在进行，或者是走私，或者转运至瑞士。另方面，瑞士通往热那亚的道路被切断。正如路易十四那时一样，横贯大陆的通道在向东部推移，即经由汉堡和莱比锡到达威尼斯，或更多地到达的里雅斯特。



二、生产
据官方统计，在1800年的英国贸易中，进口额超过三千万英镑，出口额超过三千五百万，比1792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而信贷逆差却几乎等于原来的一倍。但是，前面已经谈到，从1798年起，已有依姆拉的计算可作依据：1798年的实际进口额应为五千六百五十万，出口额为四千二百六十万，入超额达一千三百九十万。1799年的数字是：进口额五千六百九十万，出口额四千六百三十万，入超额一千零六十万；1800年进口额为六千六百五十万，出口额为五千二百三十万，入超额一千四百二十万。可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入超状态。但是，由于有运费、保险、回扣和通过剥削殖民地所获得的收入，英国的外汇结算仍有顺差。船只吨位增加了三分之一，总吨位达到将近二百万。伦敦码头及其仓库设施正是在战争期间建造的。这些进步的取得部分地有赖于市场的扩大，尤其在中立国和走私的帮助下，英国对法国及其控制的国家的出口没有太大的减少。英国正朝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集中加快了步伐。
物价上涨也是一个有利因素。战争刺激了各国的物价上涨，从而间接地使几乎所有国家都增发货币。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决非仅仅法国：在西班牙，圣卡洛斯银行在1799年几乎濒于破产。英国正相反，货币状况和银行的发展恰好有利于兴办企业。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伦敦银行于1794年买进了价值三百七十五万英镑的贵金属。当荷兰被法国占领后，英国已成为资本的最可靠的避难所，对外贸易的支付手段正趋向平衡。金币铸造又重新开始：1797年为二百万英镑，1799年将近三百万。在渡过1793年的危机后，地方银行又大批增加，据说其数量于1800年达三百八十六家。它们继续放手地印发纸币，因而伴随着通货膨胀出现了信用膨胀。伦敦银行正逐渐扩大业务范围：在1800年，来往客户已达一千三百四十户。1797年停止兑换银行券本可能给经济带来可怕的打击；但是，前面已经谈到，它并没有造成恐慌；由于通货膨胀率始终不高，货币仍得以维持，这反而使英国避免了像督政府那样苦于银根紧缺。更何况，英镑的贬值对出口有好处，因为企业主收进的是铸币，而支付工人的工资却用纸币。英国金融政策的老谋深算确实为当时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
物价几乎不停地上涨，如果以1790年的基数为一百，1793年上升至一百零九，1799年则达一百五十六。1780年至1789年间，每夸脱小麦平均价格为四十五先令，而在随后的十年里却上涨到五十五先令。
然而，贝弗里奇认为，战前不断上升的工业指数（以1785年为一百，1792年达到一百一十二）于1797年已下跌到八十五，后来于1803年又回升到一百零七。应该承认，出口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来自转手出售殖民地产品，战争使英国几乎垄断了这些产品，因而尽管国内食糖消费在不断增加，种植园主却抱怨糖价下跌。此外，陆军和海军也需要更多的工业品。德意志钢铁货源的断绝有利于冶金业的发展，冶金业开始推广使用煤炭，这对采矿业是个推动。英国于1800年还出口了二百万吨煤和一百五十万吨生铁和熟铁。棉纺织工业比任何工业更加繁荣：出口额由一百五十万英镑上升到1800年的六百万；英国于1797年仅进口价值七十三万四千英镑的棉花，三年后竟激增至一百六十六万三千英镑。
总之，工业革命继续在发展，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必须重申，它的发展速度并不如有人想象的那么快。棉纺业一马当先，但织布仍使用手工：卡特赖特织机于1801年才在格拉斯哥首次被采用，直到拉德克里夫在1804年发明了整理机以后才得到推广。机器纺毛停留在试验阶段，珍妮机还很少使用，卡特赖特的梳毛纺纱机于1803年才真正完善。煤矿开采虽然逐渐采用铁轨运输和使用蒸汽，但仍相当落后。蒸汽动力最初仅限于少数棉纺工场，其他行业仍满足于使用水力机。在交通方面，人们侧重于开凿运河，完好的道路寥寥无几。运输缓慢和工资低下使传统制造业得以顽强地维持下去。资本集中主要表现在商业方面。真正的现代工厂尚待建立。当时的一些工业巨头，如罗伯特·欧文的岳父达维·戴尔和斯托克波特的拉德克里夫，都是依靠分散的家庭作坊起家的。纺棉机虽然还没有被普遍采用，但已使棉纺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针织机和花边织机正蓬勃发展。冶金业正广泛地向现代化发展。工程师们——特别是水压机的发明者布拉默——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母机。
物价上涨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英国当时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本国的消费，而战争又使购粮更加困难，因而“谷物法”已不起作用。由于小麦价格很高，种植小麦比从事畜牧业更加合算，所以小麦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圈地以空前的规模在扩展：这是地主和农庄主的黄金时代。耕作技术不断在改进。约翰·辛克莱和阿瑟·扬格于1793年开始主管农业部。土地革命已蔓延到苏格兰，那里的部族首领兼地主为全力从事畜牧业而竭力排斥当地农民，迫使他们流落他乡。农业繁荣加强了英国的国力，因为它使英国在生活资料方面可较少地依赖他国，使小产业主得以维持生计；在某些郡，小产业主的人数甚至有所增加。其实，小产业主已剩不多，但他们至少能满足现状；这些人和农庄主构成了社会的稳定因素。
英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进步，但还没有想到实行自由贸易。产业主和农庄主不但不要求废除“谷物法”，反而希望强化它。工业家仍忠于重商主义，甚至要求禁止机器出口。但在国内，他们设法逃避限制徒工人数和准许确定最低工资的规定。在工人方面，他们继续援引《劳工章程》，并且以抵制和罢工为手段，坚持自己的要求；这样做在原则上虽然是非法的，但治安法官往往不予判罪，因为雇主本身已经违法在先。因此，这里值得提到1799年7月12日的《结社条例》，这项法案重申，凡工人罢工或组织社团者均应判刑。与此同时，当局却废止了有利于工人的条款。由于贫苦儿童、妇女和破产农民拥入劳动市场，工资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实物工资制和专横的罚款更使工资受到克扣。但是，从1795年开始，实行了用济贫税收入补贴工人工资的不足，补贴额随面包价格水涨船高；因此，平民阶级相对地尚能安于现状。
英国的优势地位更加稳固，因为大陆各国的工业革命所遇到的障碍要比法国更大。瑞士和萨克森为抗拒竞争，也想革新棉纺机器：针织机和水力机分别于1797年和1798年在克姆尼茨出现，该地的棉织业日趋集中。一般说来，资本主义仍未超出商业形式。传统产品的生产困难很大，西西里的棉布业从此一蹶不振。在农业方面，唯有丹麦真正以英国为榜样，英国对此十分满意，因为英国粮食主要从丹麦进口。英国也以赞许的目光看待美国的进步，特别是于1786年从巴哈马群岛移植的“海岛棉”在1792年第一次运到格拉斯哥后，立即深得棉纺业主的赞赏。自从惠特尼于1793年解决了机器轧棉的问题后，美国棉花出口额即达到八百万英镑，并于1800年达到二千万英镑，相当于五百万美元。这对美国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从那时起，奴隶制变成了一项基本制度，种植园主开始垂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但是，北方暂且只是有了一个利于投资和发展航运的机会；英国的机器才刚被引进：斯莱特于1790年根据阿克赖特的原理创造了第一台纺纱机。美国至此仍是个农业国，英国加倍地向美国出口工业品。阿斯托尔家族和吉拉尔家族的巨额财富正在靠贸易、航运和土地投机积聚起来。
当波拿巴上台时，英国的局势相当危急。战争正在大陆进行，饥荒又迫使它进口粮食，价款将近三百五十万英镑。银行现金储备不断减少，汇兑率急剧下降：英镑汇率在汉堡降低百分之八，在卡迪斯降低百分之五。在国内，一二英镑的小面值银行券广为流通，其总额到年底已等于货币发行总量的百分之十；铸币日益成为奇货可居，违禁的双重价格逐渐普遍。此外，皮特认识到必须加强税收工作。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汉堡遭受的打击反过来又影响到伦敦。国际贸易的状况不大健康：伦敦、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以互相贷款的方式从事囤积殖民地产品的投机活动，造成资金流转不畅。1799年冬，因易北河已经封冻，货物不能运到，殖民地产品的价格直线上升。该河解冻后，在春季交易会前，船只大批进港，价格又出现狂跌：食糖价格竟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二。在这期间，战争又重新开始；在英俄联军于8月入侵荷兰前，阿姆斯特丹银行停止了贷款。汉堡的一百三十六家商行先后倒闭，帕里什银行损失达一百多万马克。这场危机波及欧洲各地，伦敦受害更大。棉纺工业或者解雇工人，或者降低工资，面包价格却大涨特涨：每夸脱小麦的价格从1799年初的四十九先令提高到1800年2月的一百零一先令。
这场危机不久影响了英国的作战士气，同时又使法国人更加相信英国的经济地位已岌岌可危。



三、欧洲的扩张
称霸海洋的英国是当时唯一能够把白人的权威强加于世界的国家，但它却并不热衷于此。重商主义的舆论不愿接受边沁敌视殖民地的立场，美国的独立又使英国不愿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在1791年法案通过后，除新苏格兰、新不伦瑞克、爱德华太子岛外，加拿大已分别设立两个仅有议会而没有政府的省，即法语省和英语省，国内形势相当稳定；天主教会对革命的法国不表同情。英国商人对加拿大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产糖的各岛屿；他们一心谋取利润和扩展商业：英帝国主义更多地具有商业性质。
英帝国的版图有所扩大：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库拉索岛和特立尼蒂岛都值得夺到手；英国向1796年至1800年间占领的荷属圭亚那投放了巨额资本，使那里的生产增加十倍。海军需要好望角这样的停泊港：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好望角。殖民地官员多数是贵族子弟，他们自发地推动殖民征服，以求有所作为。
在非洲，1792年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芒戈–帕克的尼日尔河探险已深入到廷巴克图。1788年，菲利普运送第一船流放犯在悉尼登岸。英国的殖民扩张重点放在印度。康沃利斯虽不十分积极，却也不得不支持尼扎姆抵抗铁普于1789年末发动的进攻。总督于1791年亲自指挥战事，并于次年迫使敌人割让三分之一领地和交纳三百万英镑赔款。欧洲战争又使他得以占领法国的属地。印度公司因欧洲战争而债台高筑：1797年的收入虽高达八百万英镑，但仍靠借债勉强维持，当年债务已达一千万英镑，至1805年又翻了一番。康沃利斯致力于改革，在孟加拉建立了由英国法官和印度陪审官组成的法庭。1793年孟加拉的“永久解决”是康沃利斯最著名的政绩，也是剥削殖民地的一个成功范例。征服者与土著居民的统治阶级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土著居民：历来靠出租土地、收取贡赋和捐税的“税务官”已被承认是土地的主人，农民只能向他们租地耕种。
康沃利斯于1793年离开了印度，他的继承人日子过得相当太平。然而，局势开始变得阴暗起来；铁普同巴黎取得了联系，波拿巴在埃及的出现不能不令人担忧，印度和马拉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骚动，尼扎姆也不能使人放心。1798年，莫宁顿伯爵，即后来又被封为韦尔斯利侯爵的理查德·考利，来到了这里，他强迫尼扎姆接受同盟，并占领了海德拉巴。接着，他于1799年向迈索尔发动进攻，于8月4日攻占首都塞林加帕坦，铁普苏丹当即毕命。考利将其占领地交给印度公司和尼扎姆平分，然后又进攻马拉塔人。他密切注视着旁遮普，那里的兰吉特·辛格于1794年迫使阿富汗人割让了拉合尔。马尔科姆于1801年迫使波斯接受一项协议，允许英国在海湾沿岸从事贸易。红海中的丕林岛于1798年被英国占领。在远东，马六甲和马鲁古相继陷落。
如果没有欧洲战争，远东可能早已受到欧洲的侵凌。在印度支那，阮映逐渐夺回了中越和北越，法国在那里的影响已荡然无存。于1793年被派往北京的英国人马戛尔尼未能从清廷取得任何让步。但在乾隆死后，他那酗酒和残暴的儿子嘉庆（1796—1820）因受会党暴动的威胁，已无力抵御外国的大举进攻。更加衰弱的日本对来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英国船只，特别是1792年来到北海道的俄国船只深感不安。
传教士仍主要在美洲活动。在中国，乾隆对耶稣会教士的继承者遣使会修士进行了迫害，该修会因法国革命而停止吸收修士，至1800年便不复存在。但是，新教的影响开始抬头，在那以前，新教在海外只有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几名教士。改变这种状况的依旧是英国人：浸礼会于1792年首先向海外传教；英国国教于1795年成立了“伦教布道会”；马香于1799年在孟加拉登陆，那里的东印度公司对可能激怒土著居民的传教士的来到不大关心，且表现得极其冷淡。
白人移民几乎毫无增加。只是由于出生率过高，北美的殖民主才大量增多；他们用武力驱赶印第安人，不断向内陆深入。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先后于1791年和1796年加入了美国，俄亥俄在十八世纪末方才建州。直到1800年，在全国三百多万居民中，西部仅占三十七万人。温哥华于1790年至1795年间踏勘了太平洋沿岸，俄国也刚在那里出现；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全靠赫德森海湾公司的驿站，最远可到达哥伦比亚河。在北方，麦肯齐于1793年前往北极区的荒僻孤岛探险。



四、殖民帝国的动摇
欧洲占有的殖民地略有增多，一次新的瓜分正在酝酿中，受到损失的将是各拉丁大国。
三级会议的召开鼓励了法国殖民地白人的独立倾向。随后，种植园主不但希望摆脱“专营贸易权”，而且有鉴于革命的事态发展，力图维持有色人种的低下地位和防止解放奴隶的任何尝试。他们终于同英国站在一起。法兰西岛因拒绝承认共和三年宪法，后来竟驱逐了督政府的代表。
西班牙暂时尚未失去它在美洲的属地；但暴风雨即将到来。法国革命的影响，加上启蒙哲学和美国独立的影响相配台，只能启发某些当地白人的独立精神，鼓励种植园主为保障贸易自由而反对宗主国的压迫。于1789年旅居西班牙期间接受了新思想的贝尔格拉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鼓吹贸易自由，并于1794年任该地商会秘书。卡洛斯四世与督政府结盟更使舆论大哗。英国的封锁使西属美洲各海港的出口几乎完全停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额由1796年的五百四十七万皮阿斯特下降为1797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中立国和同盟国的船只获准进入港口，这一措施仍无济于事，而且于1800年被取消。贸易危机的持续是独立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大胆的当地白人很早就策划密谋；1796年委内瑞拉的一起密谋失败后，多人被处决，罗德里格斯和玻利瓦尔被迫先后出走。1794年至1799年间，墨西哥发现了三起密谋。一些比较谨慎的当地人企图利用英国对西属美洲的贪欲以及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欧洲各国间的冲突。早在1792年，布里索曾考虑委派当时在杜穆里埃军中任职的米兰达返回故乡发动起义。在巴塞尔协定签订后，特别在西班牙加入共和国阵营后，这个委内瑞拉人便公开倒向英国，虽然他同英国的联系从未间断过。1795年，他和奥拉维特一起在马德里建立了南美军政府；在卡迪斯，又成立了另一个密谋小团体，智利人奥希金斯于1799年加入了这个团体。在果月十八日后，米兰达因被督政府所驱逐，便以殖民地“总代表”的身份要求皮特给予帮助；英军占领了库拉索岛和特立尼达岛，这些岛屿本是走私活动中心，如今更成为派遣起义分子最好的根据地。伦敦成了殖民地白人避难的大本营，纳里尼奥终于前往伦敦；他们共同创建互济会“劳达罗分会”，准备解放殖民地。皮特在阿布基尔战役后才接见了米兰达，要他转向美国求助（美国因刚同法国绝交），也许能满足他的愿望。但是，美国也一味推诿，直到雾月十八日，事情仍悬在空中。
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白人在革命初期都没有想到土著居民会要求独立。在拉丁美洲，只有少数人接受了新思想，为印第安人仗义执言；有色人种的权利在法国首次有人为之辩护。“黑人之友会”谴责黑人买卖，但对奴隶制却仅表示不赞成而已：制宪议会停止了旧制度为鼓励黑人买卖所发放的奖金，这种奖金在8月10日后由立法议会正式取消。1791年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未能使奴隶制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展开，因为人们首先想把起义镇压下去。镇压没有取得成功，而英国人却勾结种植园主着手征服该岛，这使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松都纳克斯向反叛者表示，只要他们站在法国一边，就给他们自由。制宪议会接着于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废除了奴隶制，这不仅为了与人权宣言保持一致，而且显然希望把黑人争取到共和国方面，并挑动英国殖民地的奴隶举行起义。英国人因此放弃了圣多明各，而杜山·路维都尔在成为殖民地的主人后，却仅在名义上承认法国的权威。无论松都纳克斯、瓜德罗普的雨盖或杜山·路维都尔都并未完全解放奴隶，因为他们仍强迫奴隶服劳役。在马斯卡林群岛，国民公会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然而，法国革命毕竟最终把平等权利推广到有色人种和黑人，而且首次导致土著居民建立了一个不受欧洲人控制的独立国家。



结　　论
波拿巴将要宣布革命已经结束，也就是说，革命的破坏工作已告一段落。但是，资产阶级在1789年设想的新秩序还很不完善；此外，共和二年的民主尝试尚需作重大的修正。拿破仑时期是十年革命的补充，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在主宰一切的波拿巴的同意下，缙绅们将改组行政体制，并按他们的意愿恢复社会等级制。但是，政府不受他们的驾驭。1814年的宪章才能使人相信，缙绅在政府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贵族对此仍不甘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复辟时期是革命动乱的尾声：1789年开始的革命直到1830年才真正结束。缙绅们把一位接受革命原则的亲王拥上王位后，终于成为法兰西的主人。
在这以前，拿破仑率领大军征伐欧洲。他所妄想建立的帝国虽然完全瓦解，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毕竟废除了旧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拿破仑统治是大革命的继续；正如他的敌人所不断指出的，他是大革命的卫士。
拿破仑失败后，1789年原则的威望并未消失殆尽。社会进化、民族觉醒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是使1789年原则的威望犹存的唯一原因；无论在法国国内或国外，每当人们想起平民起义和为自由而战时，心里总是充满着强烈的浪漫激情，拿破仑的神话更为这种回顾增添了传奇的色彩。然而，资本主义秩序之逐渐走向世界，不能仅仅归功于法国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革命出现在法国革命之前，虽然它们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使有产者感到安稳放心，但正因为如此，这些革命的影响才是不能低估的。此外，资本主义在逐步扩大其统治的同时，也在符合其代表人物利益的条件下，强制推行被认为最适合生产发展的制度。
在资产阶级全面上升中的所有插曲中，法国革命是一段最为响亮的插曲，这不仅因为它悲壮曲折，而且正如1793年事件所能让人预见到的，因为它还包含着子孙后代将遇到的一种新冲突的萌芽。法国资产阶级用权利平等作武器反对贵族，用经济自由作手段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本身也为未来的思想运动和社会改造作了准备，观念的矛盾将最终作为新时代的特征出现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除了资产阶级对权利平等的解释外，法国革命中还出现过另外两种解释——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在雾月十八日那时，人们以为这两种解释将永远不再出现，它们却在十九世纪又重新抬头，并始终成为憎恨平等和赞扬平等的论据：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都认为，权利平等是平等的革命。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平等的革命将成为往事，但平等的呼声将久久不能平息。



索　　引
译名后的数字，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rau　阿劳（瑞士）　522．
Abbaye（l'）　阿培监狱　140，264，402．
Abd-el-Wahab　阿卜杜·瓦哈伯，瓦哈伯教派领袖　17．
Abd-ul-Aziz　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哈伯教派领袖　528．
Aboukir　阿布基尔（埃及）　515，516，635，649．
Abzac　阿布扎克（法国）　401．
Académie de France　法兰西学士院　302．
Académie des sciences　法兰西科学院　590．
accaparement　囤积居奇 136，288，371，386．
accapareurs　囤积居奇的投机商人 136，144，196，344，361，367，386．
accise（l'）　消费税　42．
actions（sociétés par）　股份公司　35，38，361，561．
Acton　阿克通，那不勒斯大臣　302，315，515．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美国政治家，曾任总统　106，610，621．
Adanson　亚当森，法国植物学家　70．
Adda（l'）　阿达河　481，534，535．
administration　行政机构　172—176．
Admirat　亚德米拉，一名刺客　420．
Aelders（baronne d'）　埃尔台男爵夫人，荷兰间谍　201．
Afghans　阿富汗人　647．
Afrique　非洲　4，10，11，13，14，21，640，646．
agence des contributions　税务局　505，580．
agence d'évacuation　搬迁局　425，445．
Agoult（d'）　达戈，帕米埃教区主教　215．
agrier　“田赋”　59．
aides　助税　59，136，145，176，182，605．
Aiguillon（duc d'）　厄基养公爵　149．
Ain（département de l'）　安州（法国）　352，358．
Aire（l'）　埃尔河　229，277．
Aix-en-Provence　艾克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　145，160，161，442．
Aix-la-Chapelle　亚琛（德国）　216，281，426，445．
Ajaccio　阿雅克肖（法国）　480．
Alaska　阿拉斯加（美国）　4．
Albanie　阿尔巴尼亚　528．
Albert，duc de Saxe-Teschen　萨克森–但辛公爵阿尔伯　274．
Albitte　阿尔比特，国民公会议员　388．
Alembert（d'）　达朗贝尔，法国启蒙思想家　79．
Alexandre　亚历山大，督政府特派员　479，485．
Alexandre　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国王　514．
Alexandrie　亚历山大港（埃及）　515．
Alexandrie　亚历山德里亚（意大利）　535．
alexandrinisme　亚历山大时代的风格　84．
Alfieri　阿尔菲耶里，意大利剧作家　84，208，333．
alien bill　外侨法案　301，621．
Ali Tebelen ou Tepeleni　阿里·泰布兰，亚尼纳巴夏　17，528．
Alkmaar　阿尔克马尔（荷兰）　546．
Allemagne　德意志　7，25，37，42，49，66，67，68，72，74，76，83，84，85，87，94，95，111，112，199，200，202，205，206，209，212，214，273，276，294，306，324，326，328，334，335，446，447，459，462，478，480，486，487，490，496，508，513，524，534，535，589，613，622，624，627—632，639．
Allemagne du Nord　北德意志　530，637．
Allemagne du Sud　南德意志　531，534，614．
Allier（frères）　奥利埃兄弟　160．
Allier（département de l'）　阿列州（法国）　357．
Allobroges（club des）　亚洛布罗吉俱乐部　249．
Allobroges（Assemblée nationale des）　亚洛布罗吉国民议会　293．
Almaden　阿尔马登（银矿）　10．
Almanach du Père Gérard　《钱拉老头箴言录》　235．
Alpes　阿尔卑斯山　20，294，445，447，541，546．
Alsace　阿尔萨斯（法国）　40，68，182，190，206，207，218，219，226，241，272，294，366，381，403，404，526，591，594．
Alsace（Haute-）　上阿尔萨斯（法国）　146．
Alsace et Lorraine　阿尔萨斯和洛林　589．
Altdorf　阿尔特多夫（德国）　546．
Altona　阿尔顿纳（德国）　335．
Alvinczy　阿尔文齐，奥军将领　484，485．
Alxinger　阿尔辛格，奥地利大臣　335．
amalgame dans l'armée　军队混合编制　278，341，394，420，441，491，532，587，588．
Amaterasou　天照大神　21．
Amaury（café）　阿摩利咖啡馆　149．
Amazonie　亚马逊河流域　4．
Ambert　安倍尔（法国）　373．
Amelot de Chaillou　阿迈罗·德·夏约，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525，526．
Amérique　美洲　11，13，14，21，98，102，212，319，622．
Amérique du Nord　北美　9，12，14，648．
Amérique du Sud　南美　649．
Amérique espagnole　西属美洲　13，16，28，250，649．
Amérique latine　拉丁美洲　5，10，12，14，27，204，294，614，617，626，639，640，650．
Ami du peuple（L'）　《人民之友报》　150，196．
Ami du roi（L'）　《国王之友报》　159．
Amiens　亚眠（法国）　543．
“Amis des noirs”（société des）　“黑人之友会”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荷兰）　27，28，37，39，101，301，342，632，640，645．
Andalousie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　58，60．
Andrieux　昂德里厄，法国作家　595．
Andrinople　亚得里那堡（土耳其，今埃迪尔内）　528．
“anglomanes”　“英国派”　150．
Angot（Mme）　昂戈夫人　600．
Angoulême　昂古莱姆（法国）　147．
Anhalt　安霍特（德国）　92．
Aniche　阿尼希（法国）　40．
Anjou　昂儒（法国）　147．
Annales de la religion　《宗教年鉴》　594．
Annam　越南中部　18，19，647．
Annates　首税捐　149，188．
anoblis　新晋贵族　124．
anoblissement　晋升贵族　52，94．
Anselme　安塞姆，共和军将领　280，293．
Anspach　昂斯巴赫，普鲁士领地　272．
Anti-jacobin（L'）　《反雅各宾报》　622．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8，11，14，16，640．
Antilles françaises　法属安的列斯群岛　13，14，646．
Antilles（Petites-）　小安的列斯群岛　9．
Antiquité　古代　80，81，595，625．
Antraigues（d'）　昂特雷格，法国流亡者　331，477．
Anvers　安特卫普（比利时）　6，207，307，308，314，316，463．
Anzin　昂赞（法国）　40．
Apennin（l'）　亚平宁山　535．
Aquitaine　阿基坦（法国）　147，357，358．
Aranda（d'）　阿兰达，西班牙大臣　208，249，272，302．
Archenholz　阿尔申霍兹，《智慧女神报》编辑　205．
Archives nationales　国家档案馆　596．
Arcis-sur-Aube　奥布河上的阿尔西（法国）　259，379．
Arcole　阿尔科勒（意大利）　484．
Arçon（d'）　阿尔松，法国工兵军官　398．
Ardèche（département de l'）　阿尔代什州（法国）　252，476．
Ardennes（département des）　阿登州（法国）　261．
Argenteau　阿让图，奥军将领　481．
Argonne　阿尔贡（法国）　138，276，277，278，279．
Arkwright　阿克赖特，英国企业家，自称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645．
Arles　阿尔勒（法国）　251，252．
armateurs　造船主　54，104，193，236．
Arméniens　亚美尼亚人　17．
Arnauit　阿尔诺，法国作家　595．
Arras　阿拉斯（法国）　240，363，419．
Artois　亚多瓦（法国）　125．
Artois（comte d'）　亚多瓦伯爵　139，142，143，160，161，190，210，214，216，226，233，237，443，451．
Arts（Joseph des）　约瑟夫·台萨尔，法国流亡者　622．
Asie　亚洲　4，6，11，12，14，16—19，21．
assessed taxes　附加税　488，509．
assessment（triple）　三重附加税　509．
assignats　指券　157，178，179，180，185，187，236，252，253，296，323，342，343，351，360，375，399，404，411，413，415，437，439，440，445，449，469，470，479，562，568，579，581．
assolement obligatoire　强迫轮作制　605．
Assouan　阿斯旺（埃及）　515．
Asti　阿斯蒂（意大利）　333．
Astor　阿斯托尔，美国资本家　645．
Athenaeum（l'）　《雅典娜神殿》　629．
Atlantique（océan）　大西洋　6，319，321，427，508，640，648．
Aubry　奥布里，君主立宪派　450．
Auckland　奥克朗，英国驻海牙大使　300．
Aufklärer，Aufklärung　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　77，92，95，206，212，614，617，624，628，629．
Augeard　奥日尔，王党　160，219．
Augereau　奥热罗，法军将领　481，491，494，502，551．
Augsbourg　奥格斯堡（德国）　6，637．
Aulard　奥拉尔，法国历史学家　166．
Australie　澳大利亚　336，616，646．
autel de la Patrie　祖国的神坛　158．
Auteuil　奥特依，巴黎市内的一个区　602．
Autriche　奥地利　17，18，21，60，77，89，92，95，111，199，206，217，220，222，224，225，226，232，233，238，241—244，247，270，271，278，279，281，282，302，306，308，309，311，312，317，324，330，333，359，428，444，448，450，455，462，477，478，480，483，485，487，489，493，496，508，518，523，524，526，530，531，547，618，619，630，636，638．
Auvergne　奥弗涅地区（法国）　160，161，382．
Avesnes-le-Sec　阿韦斯纳–勒赛克（法国）　369．
Avignon　阿维尼翁（法国）　189，190，218，219，236，252，358，486．
Avila　阿维拉（军校）　250．
Baader　巴德尔，德国作家　628．
Babeuf　巴贝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469—471，479，541，607，623．
Bac（rue du）　巴克街（巴黎）　544．
Bacher　巴歇，德国外交官　423．
Bacon（Francis）　弗兰西斯·培根，英国哲学家　75．
Bacon（Roger）　罗吉尔·培根，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75．
Bacon de La Chevalerie　巴贡·德拉·什瓦勒里，圣马克议会议长　193．
Bade　巴登公国　92，306．
Bagdad　巴格达（伊拉克）　528．
Baggesen　鲍杰逊，丹麦作家　332．
Bahamas　巴哈马群岛　644．
Bailly　巴依，国民议会议长　124，129，130，132，142，143，150，151，152，158，197，229，231，370．
Baireuth　贝勒特，普鲁士领地　272．
bakoufou（le）　幕府　20．
Bâle　巴塞尔（瑞士）　101，207，219，297，313，350，424，444，446—450，451，461，463，488，521，614，631，637，649
Baltique（mer）　波罗的海　7，25，42，222，299，320，325，428，637，640．
Banat　巴纳特（南斯拉夫）　221．
Bancal des Issarts　庞卡尔·台依萨尔，共济会首领　202．
banque d'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银行　100，464，640．
banque de Londres　伦敦银行　33，34，36，325—326，463，488，489，642．
banque de Saint-Charles　圣卡洛斯银行　330，641．
banqueroute des deux tiers　三分之二的破产　504—505．
baptistes（les）　浸礼会派　648．
Baraguey　巴拉盖，法军将领　483．
Barbaresques（les）　柏柏尔人　17，640．
Barbaroux　巴巴鲁，吉伦特分子　257，285，287，289，352，358．
Barcelone　巴塞罗那（西班牙）　326．
Berentin　巴朗坦，法国掌玺大臣　122，128，129，131．
Barère　巴雷尔，救国委员会成员　286，290，342，349，353，355，362，363，379，386，390，404，411，420，424，430，436，441，591．
Barham（lord）　巴朗爵士，英国大臣　320．
Baring　贝林，英国银行家　27，342．
Barnave　巴纳夫，制宪议会三巨头之一　109，125，143，150，156，164，193，196，228，230，231，233，235，239，370．
Barras　巴拉斯，督政官　258，372，373，382，386，419，432，453，465，466，468，469，475，476，477，479，480，490，493，497，502，503，525，536，540，543，544，551，552，602．
Barruel（abbé）　巴吕埃尔教士，法国流亡者　332，593，623．
Barthélemy　巴特雷米，《青年阿纳沙齐游记》的作者　84．
Barthélemy　巴特勒米，法军将领　312，423，424，428，449，450，476，490，494．
Basedow　巴泽多夫，德国教育家　92，201．
Basilicate　巴西利卡塔（意大利）　333．
Basire　巴齐尔，立法议会议员　247，254，379，387．
Bassange　柏桑日，列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206．
Bassville（Hugou de）　胡古·德·巴斯维尔，法国外交官　302，333．
Bastille（prise de la）　攻克巴士底狱　141—142，144，203，206，259．
Batave（république）　巴达维亚共和国　445，496，519，524，613．
Batthiany　巴提亚尼，匈牙利作家　205．
Batz（baron de）　巴兹男爵，王党　362，365，378，379，421，422．
Baudot　博图，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373，382．
Bauernlegen　圈地　42．
Bauwens　鲍文斯，法国大企业家　605．
baux perpétuels　永久租约　558，601．
Bavière　巴伐利亚　77，95，111，206，213，226，244，271，334，335，447，448，462，531，534，619，638．
Bayonne　巴约讷（法国）　294，360，382，449．
Beaucaire　博凯尔（法国）　26．
Beauce　博斯（法国）　253，413．
Beauharnais　博阿尔内子爵　480．
Beaujolais　博若莱（法国）　160
Beaulieu　博利厄，奥军将领　425，426，481，482．
Beaumarchais　博马舍，法国剧作家　83．
Beaupuy　米歇尔·博比依　168．
Beaurepaire　博尔贝尔，凡尔登城防司令　277．
Beauvaisis（le）　博韦齐地区（法国）　147．
Beccaria　贝卡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78．
Beethoven　贝多芬，德国音乐家　630．
Behague　贝阿格，马提尼克总督　194．
Belfast　贝尔法斯特（爱尔兰）　208．
Belgique　比利时　14，37，93，206，213，217，219，222，223，224，238，239，243，249，267，271，273，277，278，279，280，281，287，292，295，296，297，300，310，314，316，317，318，330，340，345，346，349，381，398，426，444，445，450，455，462，463，466，478，484，486，523，536，613．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　221．
Belgrano　贝尔格拉诺，阿根廷爱国者　649．
Bellegarde（Mme de）　贝尔加拉特夫人　362．
Belle-Isle　贝勒岛（法国）　321．
Bengale　孟加拉（印度）　9，19，647，648．
Bénin　贝宁　18．
Benoît　柏努瓦，奥地利官员　249．
Bentham　边沁，英国哲学家　71，207，626，646．
Berg　贝尔格（德国）　226，243．
Bergame　贝加莫（意大利）　486．
Bergen　贝尔根（德国）　546．
Bergerac　贝日拉克（法国）　401．
Berkshire　伯克郡（英国）　337．
Berlin　柏林（德国）　206，225，245，249，269，272，312，448，455，540，543，629．
Bernadotte　贝尔纳多特，法国将领　484，524，534，541，545，551．
Bernard de Saintes　贝尔纳·德·圣得，国民公会特派员　386．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法国作家　84，595．
Berne　伯尔尼（瑞士）　27，101，202，280，497，522．
Bernier（abbé）　培尼埃教士，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
Bernis（cardinal de）　贝尔尼主教，法国驻罗马大使　189，190，210，333．
Bernstorff　伯恩斯托尔夫，丹麦大臣　94，225，325，385，423．
Berry　贝里（法国）　147．
Berthier　贝尔蒂埃，法国将军　520．
Berthollet　贝尔托莱，法国化学家　40，70，400，515，593．
Bertier de Sauvigny　贝蒂埃·德·苏维尼，巴黎巡按使　143．
Bertin　贝尔坦，法国大臣　41．
Bertrand de Moleville　贝特朗·德·莫勒维尔，法国海军大臣　236，245．
Berzélius　柏采留斯，瑞典化学家　626．
Besenval（baron de）　伯桑瓦尔男爵，巴黎卫戍司令　141，142，143．
Bethmann　贝特曼，德国银行家　27．
Béthune-Charost（duc de）　比顿·夏洛斯特公爵　210．
Beurnonville　勃农维尔，法国将军　278，343，345，346，484．
Beveridge　贝弗里奇，英国经济学家　64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国立图书馆　596．
Bicêtre　比赛特尔（巴黎的一个区）　264，422．
Bichat　比夏，法国解剖学家　627．
Bidassoa　比达索亚河　317．
Bienne　比安（瑞士）　521．
biens communaux　市镇公产　34，41，109，146，184，266，288，356，410，457，557，601，605，608．
biens nationaux　国有产业　183，184，307，367，368，410，411，436，453，457，446，470，472，474，475，504，505，523，532，542，562，564，574，581，598，601．
Bienwald　边瓦尔特（德国）　316．
Bilbao　毕尔巴鄂（西班牙）　450．
Billancourt　比扬古（巴黎的一个区）　401．
Billaud-Varenne　比约–瓦伦，救国委员会成员　284，356，362，363，368，369，375，385，386，387，390，392，430，436，441．
Bingen　宾根（德国）　316．
Birmanie　缅甸　18．
Birmingham　伯明翰（英国）　34，208，337．
Biron（duc de）　比隆公爵，法军将领　250，348，365，370．
Birotteau　比洛托，国民公会议员　350．
Bischoffswerder　比硕夫斯威德，普鲁士大臣　95，216，224，225，226，232，242，269，281．
Blake　布莱克，英国画家　68，630．
blancs（“petits-”）　“次等白人”　13，14．
Blankenbourg　布兰肯堡（德国）　472．
“bleus”　蓝军　161，347，348，394．
blocus　封锁　306，319—321，323—326，342，352，358，399，512—513，635，636，638，649．
Board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　643．
Bocage（le）　灌木丛地区　146，347．
Boehme　伯梅，德国神秘主义者　628，630．
Bohême　波希米亚　42，60，93，203，213，222，247．
“bois d'ébène”　“乌木”　11．
Boisgelin　布瓦日兰，法国主教　189，623．
Boissy d'Anglas　布瓦西·唐格拉斯，君主立宪派　56，437，450，452，456，457，467，568．
Bolivar　玻里瓦尔，南美独立战争领袖　14，617，649．
Bologne　波伦亚（意大利）　70，433，482，626．
Bombay　孟买（印度）　9．
Bombelles（marquis de）　蓬倍尔侯爵，法国驻威尼斯大使　215．
Bonald　博纳特，法国作家　593，627，628．
Bonaparte（Joseph）　约瑟夫·波拿巴　520．
Bonaparte（Lucien）　吕西安·波拿巴　504，537，545，551，552．
Bonaparte（Napoléon）　拿破仑·波拿巴　258，296，378，380，382，397，398，426，453，465，468，472，477，478，479—480，481—483，484，485—487，491，493，495—497，502，511，512，514—517，518，520，522，523，524，527，548—552，553，569，572，589，610，611，619，632，636，638，645，647，651．
Bon-Conseil（section de）　蓬孔赛依区（巴黎）　351．
Bonchamp　蓬尚，旺代暴乱首领之一　347．
Bonn　波恩（德国）　201．
Bonnecarrère　博恩卡雷尔，雅各宾分子　246．
Bonne de Savardin　博恩·德·萨瓦丹，黑党分子　161．
Bonne-Espérance（cap de）　好望角　182．
Bonneville　博纳维尔，《铁嘴报》主编　195，202，230．
Bordeaux　波尔多（法国）　39，144，236，237，301，352，357，358，372，374，403，419，466，473，543．
Borderer（The）　《边境居民》　336．
Bormida　博尔米达河　481．
Bornou　博努（西非的一个地区）　18．
Bouche de fer（La）　《铁嘴报》　195，202．
Bouches-du-Rhône　罗纳河口　498．
Bouchotte　布硕特，法国国防部长　360，361，365，385，388，393，394．
Boug　布格河　18，221，270，447，448．
Bouillé（marquis de）　布叶侯爵，王党　162，215，216，229，276．
Boulay de La Meurthe　默尔特的布莱，五百人院议员　545，550，559．
Boulogne（abbé de）　布洛涅教士　594．
Boulou（camp du）　布洛兵营　317，426．
Bounier　布尼埃，法国谈判代表　531．
Bourbonnais　布尔博内（法国）　147，159．
Bourbons（les）　波旁王朝　49，86，110，111，139，239，290，294，536．
Bourdon（Léonard）　莱奥纳尔·布东，国民公会代表　352．
Bourdon de l'Oise　瓦兹的布尔东，吉伦特分子　369，384，385．
Bourg　布尔（法国）　386，388，442．
Bourges　布尔日（法国）　352，357．
Bourg-Libre　自由镇，即阿尔萨斯的圣路易（法国）　403．
Bourgogne　勃艮第（法国）　147，536．
Bourgoing　布古安，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302．
“bourgs de poche”，“bourgs pourris”　“保留选区”，“腐败选区”　97．
Bourmont　布尔蒙，王党分子　536，544，549．
Boyd　博依德，英国银行家　323．
Boyer-Fonfrède　博瓦野–冯弗雷特，法国工业家　237，605．
Boze　博兹，法国画家　256．
Brabant　布拉邦特（今荷兰和比利时接壤的地区）　202，206．
Bramah　布拉默，英国工程师　643．
Brandes　布兰德，汉诺威的秘密顾问　212，627．
Branicky　勃兰尼茨基，波兰贵族　243．
Braxfield　布拉克菲尔特，苏格兰官员　336．
Bréda　布雷达（荷兰）　206．
Brême　不来梅（德国）　526．
Brenner　布兰耐尔（位于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的东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口）　6．
Brenta　布伦塔（意大利）　483．
Brescia　布雷西亚（意大利）　486．
Brésil　巴西　8，10，13，28．
Breslau　布雷斯劳（波兰）　335．
Bressuire　布雷絮尔（法国）　348．
Brest　布雷斯特（法国）　143，218，321，398，427，494，508，512，635．
Bretagne　布列塔尼（法国）　40，107，119，123，125，147，149，266，346，347，357，451，546．
Bretagne（Basse-）　下布列塔尼（法国）　265，557．
Bretagne（Haute-）　上布列塔尼（法国）　159．
Breteuil　布勒特依男爵，王党　133，215，240，277．
Brezé　布勒泽，国王司仪官　132．
Bridport　布里特博尔，英国海军上将　321．
Brienne（Loménie de）　洛梅尼·德·布里盎　117—119，182，221．
Brienne　布里埃纳军校　480．
Briez　布里兹，救国委员会委员　369．
Brissot　布里索　58，84，122，136，139，155，201，230，231，235—241，244，245，249，253，254，256，264，285，290，294，295，301，302，352，370，649．
Brissotins　布里索派　236，239，267．
Broglie（maréchal de）　布洛利元帅　133．
Bromberg　勃隆贝尔（波兰）　312．
Brottier（abbé）　勃罗蒂埃教士，王党　473，485．
Brueys　布律埃斯，法国海军将领　514，515，635．
Bruges　布鲁日（比利时）　6．
Bruix　布律克斯，法国海军将领　517，635．
brumairiens（les）　雾月党　611．
Brune　布律纳，法国元帅　521，522，525，546．
Brunswick（duc de）　不伦瑞克公爵 95，242，245，264，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311，315，317，353，381，382，472，543．
Brutus　布鲁土斯，古罗马政治家　377．
Bruxelles　布鲁塞尔（比利时）　207，211，224，233，317，346，426，445．
Budapest　布达佩斯（匈牙利）　334．
Bude　布德（今布达佩斯）　269，335．
Buenos-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10，649．
Buonarroti　邦纳罗蒂，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　208，469—471，479，607．
Bureau des longitudes　经度局　457，584．
Burger　毕尔格尔，德国诗人　273．
Burke　伯克，英国政论家　76，99，209，211，214，216，273，298，299，307，308，314，315，462，593，612，621，627，631．
Burns　彭斯，苏格兰诗人　298，299，623．
Bussy（comte de）　布西伯爵　160，161．
“buveurs de sang”　嗜血者　436．
Buzot　蒲佐，吉伦特分子　125，163，285，289，358，370．
Cabanis　卡巴尼斯，法国思想家　592．
Cabarrus　卡瓦鲁斯，西班牙银行家　213．
Cabarrus（la），Mme Tallien　卡瓦鲁斯夫人，塔里安的情妇　429，435．
cabotage　沿海航运　33，635．
Cadix　卡迪斯（西班牙）　514，645，649．
Caen　卡昂（法国）　343，352，358．
Cagliari　卡利亚里（意大利）　529．
Cagliostro　卡格里奥斯特罗，意大利人，共济会党　68．
Ça ira（le）　《前进曲》　158，299．
Caire（Le）　开罗（埃及）　515，516．
caisse d'escompte　贴现金库　38，118，121，178，367，561．
Calcutta　加尔各答（印度）　9．
Caldiero　卡尔迪埃罗（意大利）　484．
Californie　加利福尼亚（美国）　4，8，223．
Calonne　卡龙，法国大臣　11，27，114，115—116，117，119，122，214，216，277．
Calvados　卡尔瓦多斯（法国）　266．
Calvi　卡尔维（法国）　321．
Calvinisme　加尔文派　76．
Cambacérès　康巴塞雷斯，督政官　346，434，551，578，608．
Cambodge　柬埔寨　18．
Cambon　康蓬，雅各宾分子，国民公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247，286，288，296，349，367，368，375，376，392，404，430，441，563，570．
Cambrai　康布雷（法国）　251，263，316，354，369，419．
Cambrésis　康布雷齐（法国）　40，160，185，316．
Camden　坎登，爱尔兰总督　339．
Campe（chanoine）　岗普司铎，德国教育家　201．
Camperduyn　坎贝尔教（荷兰）　514．
Campoformio（traité de）　康波福米奥协定　462，495，496，518，523，524，527，549，631，633．
Campomanès　康波曼内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　208，213．
Camus　卡缪，国民公会议员　188，296．
Canada　加拿大　4，11，13，211，646．
canal du Midi　南方运河　266．
Canning　坎宁，英国外相　509，622．
Canova　卡诺瓦，意大利雕刻家　630．
Canton　广州（中国）　11，19．
canton　区　173，175．
canuts（les）　织工　40．
Cap（Le）　好望角　8，18，322，490，511，640，646．
Cap français　法兰西角（圣多明各）　194，427．
Capitulations（les）　特惠条例　17，514．
Caraïbes（les）　加勒比人　10．
Carle　卡尔勒，法军将领　250．
Carletti（comte）　卡莱蒂伯爵　444．
Carlsruhe　卡尔斯鲁厄（德国）　334，335．
Carmes（les）　卡尔姆监狱　264，422．
Carnot　卡诺，法国陆军部长，督政官　247，284，286，297，349，378，380，381，382，394，396，398，403，425，426，430，431，434，442，455，465，468，471，472，475，476，477，480，485，490，491，493，494，503，589．
Carny　卡尔尼，法国化学家　400．
Caro　卡洛，法军将领　316，317．
Caroline（la reine）　卡洛利娜王后　515．
Carpentras　卡彭特拉（法国）　218．
Carra　卡拉，吉伦特分子　264，289．
Carrier　卡里埃，国民公会特派员　364，372，383，386，392，397，419，436．
Carrousel（le）　卡罗塞尔广场　259．
Carteaux　卡尔图，法军将领　358，382．
Carthage（la moderne）　“现代的伽太基”（指英国）　301，512．
Cartwright　卡特赖特，织布机的发明者，英国人　34，35，643．
Caserte　卡塞特宫（那不勒斯）　529．
Cassano　卡萨诺（意大利）　535．
cassation（tribunal de）　终审法院　175，577．
Castella　卡斯台拉，律师，瑞士人　202．
Castiglione　卡斯蒂利奥内（意大利）　483．
Castille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　58．
Castricum　卡斯特里康姆（荷兰）　546．
casuel（le）　“节敬”　265．
Catalogne　加塔洛尼亚（西班牙）　58，201，250，426．
Cateau（Le）　卡托河　425．
Catéchisme du citoyen（le）　公民教义问答　592．
Cathelineau　卡特里诺，旺代暴动首领之一　347．
Catherine Ⅱ　叶卡特琳娜二世，俄国女皇　11，18，49，94，111，188，204，216，220，223—226，243，244，270，271，273，282，308，309，310，312，327，332，447，450，462，483，528．
catholicité（registres de）　天主教徒名册　187，265．
Caucasie　高加索（俄国）　18．
Cavendish　卡文迪什，英国化学家　626．
Caylus　凯尤斯，法国考古学家　84．
Cazalès　卡查累斯，王政派议员，黑党分子　124，159．
cens cognitif　领地附加捐　59，105，158，170，184，197，231．
censure　书报检查　95，213．
“Cercle social”（le）　社会俱乐部　195，201，202，231．
Cerf-Beer　赛尔·比尔，军需商　439．
césaro-papisme　政教合一　91，93．
Ceva　切瓦（意大利）　481．
Ceylan　锡兰　8，490，511．
Chabot　沙博，山岳派议员，丹东分子　247，254，369，378，379，387．
Chaillot　夏约（法国）　40，401．
Chalier　沙里埃，无套裤汉首领　344，352，365，377．
Châlons-sur-Marne　马恩河畔夏龙（法国）　229，277．
Chambéry　尚贝里（法国）　280．
Chambre des Communes　平民院（英国）　61，97．
chambres de commerce　商会　54．
Champ-de-Mars（le）　马尔斯广场　141，231，234，240．
Champagne　香槟（法国）　40，80，147，161，267，279．
champart　“田赋”　59，146，159，184，561．
Champion de Cicé　尚比翁·德西赛，波尔多大主教　189．
Championnet　尚比奥内，法军将领　526，529，530，541．
Champs-Elysées（les）　香舍丽榭大街　351．
Chancel　尚赛尔，法军将领　381．
Chantreau　尚特罗，阿维拉军校教师　249．
Chappe　沙普，法国物理学家　400．
Chaptal　沙普塔尔，法工业家　40，400，599．
Charette　沙列特，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383，436，437，451，468．
Charleroi　沙勒罗瓦（比利时）　398，425，426．
Charles Ⅲ　卡洛斯三世，西班牙国王　10，41，91．
Charles Ⅳ　卡洛斯四世，西班牙国王　215，232，484，486，649．
Charles，archiduc　卡尔大公　483，531，534，536，537，545．
Charles-Auguste de Weimar　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　92，625．
Charles-Emmanuel de Sardaigne　撒丁的查理–埃曼努尔　536．
Charles-Eugène de Wurtemberg　符登堡的卡尔–欧仁　92．
Charles-Théodore de Bavière　巴伐利亚的查理–特奥多尔　531，638．
Charleville　夏尔维尔（法国）　399．
Charrier　沙里埃，王党分子　251．
Chartres　沙特尔教堂　109．
Chartres（duc de）　沙特尔公爵　349．
Chasles　夏斯尔，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373，384．
Chateaubriand　夏多勃里昂，法国文学家　1，80，109，623．
Château-Gontier　夏托–贡蒂埃（法国）　538．
Châteauneuf-en-Thimerais　提姆雷地区的夏托纳夫（法国）　453．
Château-Thierry　夏托–梯叶里（法国）　39．
Châteauvieux（les Suisses de）　夏托维厄的瑞士兵　162，252．
Châtelet（le）　沙特累监狱　143，264，414．
Chatham（lord）　查塔姆勋爵　320，328．
Châtillon　夏蒂荣（法国）　266，348，360．
Chaumette　肖梅特，埃贝尔分子，科特利埃俱乐部著名活动家　259，289，294，344，354，361，371，377，384，388．
Chauvelin　肖夫兰，法国驻伦敦大使　249，299，301．
Chemin　什曼，有神博爱教创始人之一　473．
Chemnitz　克姆尼茨（瑞士）　42，644．
Chénier（André）　安德烈·谢尼埃，法国著名诗人　84，595，596．
Chénier（Marie-Joseph）　玛丽·约瑟夫·谢尼埃，法国作家，安德烈·谢尼埃之弟　377，422，597．
Cher（département du）　歇尔州（法国）　260．
Cherasco　切拉斯科（意大利）　481．
Cherbourg　瑟堡（法国）　245．
Chérin　谢雷，督政府卫队长　494．
cherté　百物昂贵　130，135，136，326，332，607．
chicorée　菊苣，可作咖啡代用品的一种植物　605．
Chine　中国　2，11，18，19，20，647．
Chizé　希赞树林（法国）　147．
Choiseul　舒瓦瑟尔，法国大臣　111．
Choiseul-Gouffier　什瓦塞尔·戈费埃，法国驻土耳其大使　302．
Chouan（Jean）　让·舒安　383．
chouannerie，chouans　舒安党　195，437，443，451，538，549．
Choudieu　舒蒂欧，国民公会议员　365．
Chronique de Paris（La）　《巴黎消息》，孔多塞主办的报纸　155．
Ciaja　齐亚加，意大利作家　208．
Cincinnatus（Société de）　“辛辛纳图斯会”　106．
Cisalpine，Cispadane，Cisrhénane（républiques）　西萨尔平、西斯帕纳、西斯莱茵共和国，见républiques-soeurscitra（les）　温和派　373．
Civita-Castellana　契维塔–卡斯台拉那（意大利）　529．
Clarke　克拉尔克，督政府军事处处长　485，486，487．
classicisme　古典主义　83，84，596，625．
Clavière　克拉维埃，瑞士裔金融家，吉伦特派执政时任财政部长等要职　237，238，239，246，249，255，293，343，354，370．
Clément　克莱芒，凡尔赛主教　208．
Clerfayt　克勒腓，奥军将领　274，276，277，278，455．
clergé（le）　僧侣　48—50，115，116，119，121，124，126，130，132，133，186—192，555，560，597．
Clermont-Ferrand　克莱蒙费朗（法国）　406．
Clermont-Tonnerre　克莱蒙–托内尔，三级会议议员，主教　150．
Clichy（club de）　克里希俱乐部　476．
Clive　克莱武，英国大臣　12．
Clodion　克洛迪翁，法国绘画家　596．
Cloots（Anacharsis）　阿那卡雪斯·克洛兹，普鲁士男爵因同情革命流亡巴黎　201，284，294，378，385，387．
clôture　圈地　31，34，41，109，146，183，605．
“clubistes”（les）　俱乐部分子　200．
Clugny　克罗尼，瓜德罗普总督　194．
“coalition”（droit de）　反同盟法　64，169，197，602．
Cobbett　科贝特，英国新闻记者　622．
Cobenzl（Louis）　路易·科本泽尔，奥地利驻俄大使　243，310，447，495，496，524，526．
Cobenzl（Philippe）　菲利浦·科本泽尔，奥地利副首相　223，244，269．
Coblence　科布伦茨（德国）　161，241，258，273，276，280，281．
Cobourg　科布尔，萨克森大公　308，313，315，316，317，345，381，398．
cocarde tricolore　三色徽饰　142，143，368．
Cochinchine　交趾支那　18，19．
Cochon　科雄，督政府司法部长　468，472．
Coffinhal　科菲纳尔，罗伯斯庇尔分子　432．
Colbert　柯尔培尔，法国经济学家，大臣　51，91，372，557．
Coleridge　柯尔律治，英国诗人336，509，623．
collèges　教会中学　73，80，84，107，595．
“collets noirs”（les）　“黑衣领”　452，494．
Colli　科利，反法同盟军将领　481．
Collingwood　科林伍德，英海军将领　320．
Colloredo　科洛雷多，奥地利大臣　617，618．
Collot d'Herbois　科洛·德布瓦，救国委员会成员　235，246，269，284，362，368，385，386，387，420，430，436，441，551．
Cologne　科隆（德国）　215，496，524，640．
colombier（droit de）　养鸽权　184．
Columbia（la）　哥伦比亚河　4，648．
combination act　“结社条例”　532，644．
comitats（hongrois）　匈牙利的州区　213．
common law（le）　习惯法　15．
Commune de Paris（la）　巴黎公社 151，152，174，211，225，255，258，261，264，267，287，288，289，291，299，341，343—345，353，361，368，372，377，379，385，388，432，435，458，574．
“communes”（les）　市镇　130．
communisme　共产主义　81，402，409，471，607，608，652．
Compagnie des Indes anglaise　英国东印度公司　34，35，43，646—647．
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　法国东印度公司　182，365，367，379，384，561，640．
Compagnie des Indes hollandaise　荷兰东印度公司　27，100，101，640．
Compagnie de Marie（en Vendée）　玛丽亚会　347．
compagnonnages　帮工会　62，63，64，69，169，185，196，602．
compiègne　贡比涅（法国）　255．
Comtat　孔塔地区（法国）　160，218，219，252．
Conciergerie（la）　孔西埃日监狱　264．
concordat　政教协议　188．
Condé　孔代（法国）　359，365．
Condé（prince de）　孔代亲王　214，216，316，454．
Condillac　孔狄亚克，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71．
Condorcet　孔多塞，法国著名思想家，倾向吉伦特派　121，155，179，205，230，239，284，288，343，350，592，602，627．
Confédération helvétique　爱尔维第联邦　104．
confucianisme　儒家　20．
congrégations charitables　慈善性的修会　556．
Coni　康尼奥（意大利）　535．
Conjuration des Egaux　平等者密谋　469—471．
conscription　征兵　532，538．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工艺博物馆　584．
Constance（lac de）　康斯坦次湖　534．
Constant（Benjamin）　本雅明·贡斯当，法国文学家　335，472，498，502，503，550．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　155．
constitution de 1791　1791年宪法 148，150，167，170，171—172，346．
constitution de 1793　1793年宪法 355—356，440．
constitution de l'an Ⅲ　共和三年宪法　456—458，464，467，575，576，577，608，610，614，648．
constitution de l'an Ⅷ　共和八年宪法　550．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　教士法　157，162，188—190，215，238，556，570．
constitutional society　宪政促进会　208．
constitutionnels（prêtres）　宪政派教士　290，379，437，570．
Conté　孔台，法国化学家　400．
Cook　库克，英国探险家和航海家　4，201．
Copenhague　哥本哈根（丹麦）　94，385，404，423．
“coqs de village”　“首户”　59．
Corai　柯勒爱斯，希腊作家　528．
Corbeil　科尔贝（法国）　377，493．
Corday（Charlotte）　夏洛脱·科代，刺杀马拉的王党分子　364，365．
Cordeliers（club des）　科特利埃俱乐部　158，195，197，201，230，231，236，285，345，350，361，384，387，388．
Cordelier（Le Vieux）　老科特利埃报　384，385．
Corfou　科孚岛（土耳其，今希腊克基拉岛）　515，528，536．
Cormatin（baron de）　科尔马丹男爵，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437．
corn-laws　谷物法　35，97，298，643，644．
Cornet　科尔内，元老院议长　544．
Cornwallis　康沃利斯，英国大臣　9，320，321，328，510，646，647．
Coron　科龙（法国）　383．
corporations　行会　26，40，62，169，182，210，409，561．
“corps municipal”　市镇官员　174．
corps intermédiaires　中间等级　564．
Corse　科西嘉　218，308，319，321，342，358，427，467，480，483，637．
Cortès（les）　西班牙议会　333．
cosmopolitisme　世界主义　85，86，201，590．
Costa de Beauregard　科斯塔·德·博雷加尔，法国作家　213．
Côte-d'Or　科多尔州（法国）　262，352，357，358，466．
Coulomb　库仑，法国物理学家　70．
Cour（la）　宫廷　196，215，239，240，246，255，258，285．
Cour（Haute）　高等法院　175，287，414，415，471，498，577．
cours souveraines　王室　107．
Courlande　库尔兰（俄国）　450．
Cournot　库尔诺，法国历史学家　54，594．
Courtois　科多瓦，国民公会议员，热月党分子　544．
Courtrai　库尔特累（比利时）　251．
Couthon　库通，救国委员会委员　362，364，373，382，390，421，422，430，431，432．
Cowley　考利，韦尔斯利侯爵　647．
Cracovie　克拉科夫（波兰）　311，312，447，448．
Cramer　克拉麦尔，德国音乐家　335．
Crawford　克拉福特，英国人，路易十六出逃的策动者　201．
créoles　白人后裔、当地白人　13，14，15，16，648，649．
Creusot（le）　勒克勒佐（法国）　40，401．
Crimée　克里米亚（俄国）　18，528．
Crivelli　克利威立宫　487．
croisades　十字军东征　514．
Croix-aux-Bois（défilé de la）　克瓦奥博瓦隘口　278．
Crompton　克伦普敦，骡机的发明者　34．
Cromwell　克伦威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371．
“culs blancs”（les）　“混账的白军”　394．
Curaçao　库拉索岛（荷属）　646．
curés　本堂神甫　124，125，130，148，150，163．
Custine（comte de）　库斯丁伯爵，法国贵族　245．
Custine（marquis de）　库斯丁侯爵，法军将领　250，280，281，293，315，316，346，359，362，365，368，369，395．
Cuvier　居维叶，法国自然科学家　593．
Czartoryski　恰尔托雷斯基，波兰贵族　225．
Dacie　达西亚，古国名（今罗马尼亚）　220．
Daendels　达代尔斯，荷军司令　449，519，525．
Dahlberg　达尔贝格，瑞典贵族　335．
daïmios　大名，“藩”　19，20．
Dale（David）　达维·戴尔，英国工业家　643．
Dalmatie　达尔马提亚（今南斯拉夫）　486，496，632．
Dalton　道尔顿，英国物理学家　626．
Dampierre　丹比埃尔，法军将领　229，316，359．
Dandré　丹德莱，宪政派王党　473．
Danemark　丹麦　25，42，94，199，423，618，619，644．
Dansart　唐萨尔，“两性联谊会”发起人　195．
Dante　但丁　83．
Danton　丹东　158，201，240，246，259，260，262，266，267，279，280，283，285，287—290，295，297，299，319，344，345，346，349，350，352，353，354，355，362，368，369，378，379，384，385，386，387，389，421，422，430，432，444，544．
Dantzig　但泽（波兰）　222，224，282，309，640．
Darcet　达尔赛，法国化学家　400．
Darthé　达尔泰，巴贝夫分子　400，471．
Daunou　多弩，国民公会议员，五百人院议员　520，545，556，610．
Dauphiné　多菲内（法国）　41，108，118，120，121，125，147，153，160，239，536，599．
Daverhout　达维乌德，福扬派议员　239．
David　大卫，法国著名画家　84，284，366，413，561，596．
Davout　达武，法军将领　559．
Davy　戴维，英国物理学家　626．
Debry　德布里，法国谈判代表　263，530．
décentralisation　权力下放　131，176，192，357，392，459，565，566．
déchristianisation　破除基督信仰运动　376—380，384，393，413，415，420，424，430，567．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　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33，148—150，163—170，190，191，572，583，650．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93　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350，355．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l'an Ⅲ　共和三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457．
Dego　德戈（意大利）　480，481．
déisme　自然神论　71，571．
Delacroix（Charles）　夏尔·德拉克鲁瓦，法国驻海牙大使　496，519，525．
Delacroix（Jean-François）　让–弗朗斯瓦·德拉克鲁瓦，国民公会议员，山岳派，丹东分子　366，387．
Delambre　德朗布尔，法国天文学家　5．
Delaunay　德洛内，王党分子　362，379，387．
Delille　德利尔，法国诗人　595．
Delolme　德洛姆，瑞士法学家　76．
Demaillot　德马约，雅各宾分子　388，419．
départements（administration）　州的行政体制　174，573—574．
départements（formation）　州的建立　173．
dérogeance　纡尊降贵　50．
Desaix　德塞，法军将领　515．
Descartes　笛卡尔，法国哲学家　70，75，76，581，592．
Descombel　台孔贝尔，图卢兹地方官员　358．
Descorches　台什科希，法国驻土耳其大使　303．
Description de l'Egypte　《埃及风物志》　516．
Descroizilles　台斯克瓦齐尔，法国化学家　400．
Desmoulins（Camille）　卡米尔·德穆兰，国民公会议员，丹东分子　141，157，240，384—387，595．
Desmoulins（Lucile）　吕西·德穆兰，卡米尔·德穆兰之妻　388，422．
Dessau　德绍（德国）　201．
Destutt de Tracy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法国思想家　592．
Detmold　德特莫尔德（德国）　335．
Détroits（les）　两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　528，531，637．
Deux-Ponts（duc de）　双 桥 公 爵　271．
Diderot　狄德罗，法国启蒙思想家　79．
Dietikon　蒂埃提孔（瑞士）　546．
Dietrich　底特里希，施特拉斯堡市长　149，202，261．
Dijon　迪戎（法国）　144．
Dillon　迪永，法军将领　250，251，278，362，422．
Dinant　迪南（法国）　426．
Directoire　督政府　466—469，478—492，498—507．
directoires de département et de district　州县政府　174．
Disposionskasse　特支金库　329．
dissent（le）　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　75，98，207，208，213，632．
division des grandes fermes　分割大农庄　183．
Djezzar Pacha　杰札尔巴夏　516，528．
Dniepr　德涅伯河　221．
Dniestr　德涅斯特河　225．
Dodun（Mme）　都登夫人，吉伦特分子　237，286．
Dole　多尔（法国）　157．
Dolivier，curé de Mauchamp　杜里维埃，莫尚的本堂神甫　253．
domaine congéable　可退佃的农庄　265，557，608．
Dombrowski　东布罗夫斯基，波军将领　312．
donation entre vifs　生前赠与　558．
Doppet　杜班，萨瓦的医生　207，249．
Dornier　都尼埃，国民公会议员　359．
Douai　杜埃（法国）　399．
Doubs（département du）　杜州（法国）　358．
drame bourgeois　市民戏剧　83．
Dresde　德累斯顿（德国）　629．
Drill（le）　操练　274．
Drôme（département de la）　德龙州（法国）　357，358，392．
Drouet　德鲁埃，驿站站长　229．
Drouet　德鲁埃，法军将领　541．
Dublin　都柏林（爱尔兰）　34，98，208，339，633．
Dubois-Crancé　杜布瓦·克朗赛，国民公会议员，五百人院议员　162，341，382，393，587．
Dubuc　杜比克，马提尼克人，当时在伦敦　427．
Ducher　杜歇，关税保护主义者　342．
Ducis　杜西，法国作家　595．
Ducos　杜戈，吉伦特分子　237，238．
Ducray-Duminil　杜克莱–杜米尼，法国剧作家　595．
Dufour　杜福尔，雅各宾分子　266．
Dugommier　杜戈米埃，法军将领　382，426．
Duhem　杜海姆，国民公会特派代表　369．
Dumas　迪马，革命法庭庭长　431，432．
Dumolard　迪莫拉尔，五百人院议员　491．
Dumont　杜蒙，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
Dumouriez　杜穆里埃，法军将领　235，244，245，246，248，249，250，254，255，277—281，292，293，294，296，300，301，308，315，316，345，346，348，349，350，359，395，478，649．
Duncan　邓肯，英国海军将领　320，490，514．
Dundas　邓达斯，英国大臣　208，328，336，451．
Dundee　敦提（英国）　336，337．
Dunkerque　敦刻尔克（法国）　253，308，315，317，328，381，382．
Duphot　杜福，法军将领　520．
Duplay　杜普莱，罗伯斯庇尔的房东　56，430．
Du Pont de Nemours　杜邦·德·纳莫尔，流亡贵族　179，620．
Du Port　杜波尔，制宪议会三巨头之一　124，150，155，156，196，230，231，233，235，239，245，254．
Duportail　杜博塔伊，法国防大臣　235．
Dupuis　迪皮伊，法国作家　592．
Duval　杜瓦尔，法军将领　278．
Duverne de Presle　杜凡纳·德·普累尔，王党分子　473．
Ebre　埃布罗河（西班牙）　450．
écobuage　放火烧荒　31．
Ecole de Mars　马尔斯军校　394，584．
Ecole de Rome　罗马法兰西学院　84，561，596．
Ecosse　苏格兰（英国）　34，72，208，320，336．
Edimbourg　爱丁堡（英国）　337，622．
Egée　爱琴海　515．
Eglise anglicane　英国国教　67，95，188，632．
Egypte　埃及　17，111，497，506，508，510，518，524，527，528，647．
Elbe（l'）　易北河　60，205，645．
Elbée（d'）　代尔贝，旺代叛军首领之一　347．
électeur de Trèves　特里尔选侯
“élèves de la patrie”　“祖国的儿女”　582．
Elie　爱利，攻打巴士底狱的参加者　142．
Elisabeth（Mme）　伊丽莎白夫人，路易十六的姐姐　217，420．
Elliott　埃利沃脱，英国间谍　201，220．
embargo　禁运　325．
Emden　埃姆登（德国）　324，641．
Emery（abbé）　爱姆里教士　265，442，473，594．
Emile（l'）　《爱弥儿》　81，583．
Enckendorf　恩肯多夫（德国）　632．
enclosures　圈地　34，35，42，61，97，619，643．
encomienda（l'）　“土著定居村”　10．
Entrammes　恩特劳姆（法国）　383．
Ephraïm　埃弗拉姆，普鲁士间谍　201，219．
Epire　埃皮鲁斯地区（今阿尔巴尼亚和埃及）　528．
Erskine　厄斯金，英国勋爵　207，337，615．
Erthal　埃塔尔大主教　205．
Escaut　斯凯尔特河　111，295，300，316，359，463．
Esclaves（lac des）　大奴湖　4．
Espagnac（abbé d'）　爱斯泊涅教士，军需商　287，359，387．
Espagne　西班牙　4，8，16，25，27，28，42，53，87，90，9l，96，111，199，203，208，213，216，220，223，224，232，242，249，272，280，291，292，294，302，306，308，313，319，320，321，322，330，333，426，428，444，461，464，478，483，488，490，508，512，519，631，635，636，641．
Esparbès（d'）　埃斯帕佩斯，法军将领　427．
espionnage，espions　间谍活动，间谍　324，332，334，336，362，366，617．
Esprit des lois（l'）　《论法的精神》　80．
Essai sur les Révolutions　《论古今革命》　623．
Estrées-Saint-Denis　埃斯特雷–圣但尼（法国）　147．
Etampes　埃当普（法国）　253．
étatisme　国家主义　403．
Etats généraux　三级会议　118，119，120，122．
Etats pontificaux　教皇领地　520．
Etats provinciaux　省三级会议　107，123，131，173．
Etats-Unis　美国　1，2，4，10，11，14—16，58，88，102—106，165，172，194，200，204，237，325，404，422，424，427，511，513，614，619—622，640，644，645，646，648，649．
“Etats-Unis belgiques”　比利时合众国　210．
Eure（département de l'）　厄尔州（法国）　266，287．
“évangéliques”（les）　福音派新教徒　67．
Evêché（l'）　主教府　345，353．
Evêchés（les Trois—）　三个主教国　294．
Ewald　艾瓦德，德国作家　335．
Ewart　依瓦特，英国驻柏林大使　225．
exchequer bills　财政证券　34，330，488，532．
“exclusif”colonial（l'）　殖民地产品的“专营贸易权”　9，14，26，34，40，193．
exotisme　异国情调　44，71．
Eymar　埃马尔，督政府特派员　525．
Fabre d'Eglantine　法布尔·代格朗丁，法国作家　362，377，378，379，384，386，387，595．
Fabry　法布里，列日起义领导人之一　206．
“faïence bleue”　“不堪一击的蓝军”　394．
Faipoult　费布尔特，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526，529．
Famars（camp de）　法马尔兵营　316，359．
faubourg Seint-Antoine　圣安东尼区
Fauchet（abbé）　福歇教士，国民公会议员，倾向民主派　195．
Faucigny　伏西尼地区（法国）　316．
Fauriel　福里埃尔，法国哲学家　592．
Favart　发伐尔，诺尔州州长　360．
Favier　法维埃，法国作家　219．
Favras　法夫拉斯，王党分子　154，160，161．
Fayettistes（les）　拉法叶特的拥护者　239，245．
fébronianisme　费布朗尼乌运动　49．
Feketi de Galantha　费克蒂·德·加朗塔，匈牙利贵族　205．
Feldkirch　费尔德吉柯（奥地利）　534．
Feller　费勒，耶稣会教士，比利时人　211．
Femmes révolutionnaires（société des）　“革命妇女社”　361．
fencibles（les）　国防自卫队　509，510．
Féraud　弗罗，国民公会议员　441．
Ferdinand Ⅳ de Naples　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　302，327，536．
Ferrare　弗拉拉（意大利）　482．
Ferrières（marquis de　）费里埃尔侯爵　598．
Ferry　费里，法国工业家　401．
Fersen（Axel de）　阿列克赛·德·费逊，瑞典伯爵　215，228，240，276．
Fête-Dieu（la）　天主节　413．
Feuillants　福扬派　231，233，234，236，240，245，255，256，266，267，276，357，370，415，566，620．
Feuille du cultivateur（la）　《种植者需知》　413．
Fichte　费希特，德国哲学家　206，331，335，613，617，624，625，627，629．
Finistère（département du）　菲尼斯太尔州（法国）　352，358，426，498．
Fitzgerald　菲茨杰拉德，天主教徒，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　208，510．
Fitzwilliam　菲茨威廉，爱尔兰总督　339．
Fiume　阜姆（今南斯拉夫里耶卡）　632．
Flachat　弗拉沙公司　475．
Flandre　佛兰德（今法国和比利时接壤地区）　31，40，125，185，190，338，425，449．
Flaxman　弗拉克斯曼，英国作家　84．
Flesselles　弗莱塞尔，巴黎商会会长　142．
Fleurus　弗勒留斯（比利时）　318，328，400，423，426．
Florance　佛罗伦萨（意大利）　359．
Florida-Blanca　弗洛伊达–勃朗卡，西班牙大臣　213，214，216，232，249．
Floride　佛罗里达（美国）　10，645．
Flûte enchantée（La）　“魔笛”　212．
Foczany　福克沙尼（罗马尼亚）　224．
Fontanes　丰塔纳，法国作家和政治家　593．
Fontarabie　丰塔拉比（西班牙）　426．
Fontbrune（abbé de）　丰脱布律恩教士，路易十六的使者　215．
Fontenay　丰特内（法国）　348．
Fontenay，négociant rouennais　丰特内，鲁昂批发商　636．
Force（la）　福尔斯监狱　264．
Foreign Office　英国外交部　111．
Forêt-Noire（la）　黑森林　42．
Forster　乔治·福斯泰，英国探险家　201，205，295，359，624．
Forum（le）　罗马广场　520．
Fouché　富歇，督政官　284，372，373，376，377，382，386，388，392，419，429，430，452，525，544，551．
Foulon de Doué　富隆·德·杜埃，法国贵族　143．
Fouquier-Tinville　富基埃–丹维尔，革命法庭公诉人　348，370，440，441．
four à coke　炼焦炉　42．
Fourcroy　富尔克鲁瓦，法国化学家　400．
Fourvière　富尔维埃，里昂市内的一高地名　382．
Fox　福克斯，英国辉格党领袖　97，207，211，221，299，300，301，327，335，336，509，613，633．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法国绘画家　84，596．
“franc”（le）　法郎　590．
Francastel　弗朗卡斯台尔，国民公会特派代表　383．
France（île de）　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岛之古名　9，193，511，647，648．
Francfort　法兰克福（德国）　26，27，101，269，272，280，293，330，485，639，641．
Franche-Comté　弗朗什–孔代（法国）　123，146，147，357，386，443，536．
franc-maçonnerie　共济会　66，70，79，95，121，202，335，501，595，596，623，628．
François Ⅱ　弗朗斯瓦二世，奥地利皇帝　242，249，264，271，272，276，311，317，318，327，618，632．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　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杜，督政官　501，503，506，507，526，539，576．
Franconie　弗兰科尼亚（德国）　447．
Franklin　富兰克林，美国政治家和发明家　70，103，105．
Frédéric Ⅱ　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　11，76，92，94，95，96，111，274，275，329，531，638．
Frédéric-Guillaume Ⅱ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普鲁士国王　92，95，212，216，220，222，223，224，226，232，233，234，242，272，276，282，310，311，318，327，329，446—449．
Frédéric-Guillaume Ⅲ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　530，617，618，637．
Frei（les frères）　弗雷兄弟，犹太金融家　379，387．
Fréjus　弗雷儒斯（法国）　125，547．
Frémanger　弗兰芒瑞，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
frères moraves（les）　莫拉维亚兄弟会　648．
Fréron　弗雷隆，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373，382，386，419，435，436，454．
Frévent（district de Saint-Pol）　弗雷旺（法国）　417．
Freytag　弗雷塔格，法国军官　381．
Fribourg-en-Brisgau　弗里堡（瑞士）　202．
Frioul（le）　弗留利地区（意大利）　485．
Frise（la）　弗里斯地区（今荷兰和德国接壤处）　47．
Frschwiller　弗勒什维莱（德国）　382．
Froment　弗罗孟，煽动叛乱的王党分子　160．
Furnes　富尔纳（法国）　250．
Fürstenberg　菲尔斯滕贝格，德国神甫　631．
Galbaud　加尔博，法军将领　427．
Galicie　加里西亚　93，222，224，312．
Galitzine（prince）　哥里津大公　204．
Galitzine（princesse）　哥里津公主　631．
Galles（pays de）　威尔士（英国）　484，489．
gallicanisme，gallicans　高卢派教会　79，188，189，191，570．
Galvani　加尔瓦尼，意大利物理学家　70，626．
Gamon　加蒙，君主立宪派议员　450．
Gand　根特（比利时）　207，314，605．
Gap　加普（法国）　137．
Garat　加拉，法国内政大臣　343．
Gard（département du）　加尔州（法国）　252，352．
Garde（lac de）　加尔达湖（意大利）　483．
garenne（droit de）　禁猎兔权　184．
Garonne（Haute-，département de la）　上加龙州（法国）　544．
Garrau　加罗，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479，483．
Gasparin　加斯巴朗，救国委员会成员　362，365．
Gâtinais　加蒂内（法国）　147，159．
Gaule（la）　高卢　295．
Gauss　高斯，德国数学家　626．
Gazette littéraire（la—, d'Iéna）　《文学评论》　212．
généralités　税区　173．
Gênes　热那亚　25，27，37，101，324，333，404，427，445，461，478，481，520，535，640，641．
Genet　热内，法国驻美国的代表　422，424，614，620．
Genève　日内瓦　27，101，202，217，280，334，424，509，513．
Génie du christianisme（Le）　《基督教的真谛》　623．
Gensonné　让索内，国民公会议员，倾向吉伦特派　237，238，245，254，256．
Gentz（Frédéric de）　弗里德里希·根茨，德国评论家和外交官　273，612，627．
Geoffroy Saint-Hilaire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法国科学家　515，593．
géométrie descriptive　画 法 几 何　593．
Georges Ⅲ　乔治三世，英国国王　221，232，299，306，321，328，463，618．
Gérard　钱拉，法国绘画家　596．
Gerle（dom）　热勒，国民公会议员　160．
Gers（département du）　热尔州　411．
Gesindedienst　仆役　60．
Gévaudan　热伏唐（法国）　160，251．
Gibbon　吉本，英国历史学家　75．
Gibert-Desmolières　吉贝尔–德斯莫里埃，五百人院议员，王党　477．
Gillray　吉尔莱，英国漫画家　509，622．
Ginguené　让榕内，法国驻都灵大使　496，521，525，592．
Girard　吉拉尔，美国商人　645．
Girodet　吉罗代，法国绘画家　596．
Gironde（la）　吉伦特派立法议会期间　234—240，244，245，250，252，253，254，258，259，264，267，277．国民公会期间　283—286，288—293，295，301，303，335．　垮台和追查　340—354，355，356，363，365，368，370，376，378，387，389，413，427．热月九日后435，455，566，570，616，620．
Girtaner　吉尔塔内，瑞士政论家　622．
Girthammer　吉尔塔梅，德国评论家　212．
Givet　吉万（法国）　250．
Glacière（massacre de la）　格拉西埃街的屠杀　236，252．
Glaris　格拉里斯（瑞士）　546．
Glascow　格拉斯哥（英国）　643，644．
Glück　格鲁克，德国音乐家　84．
Gobel　戈培尔，巴黎大主教　191，207，377，378．
Godoy　戈多伊，西班牙首相　302，333，449，519，631．
Godwin　葛德文，英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208，298，623，627．
Goethe　歌德，德国作家　84，205，279，335，625，629．
Gohier　戈叶，法国司法大臣　343，540，552．
Goldoni　哥尔多尼，意大利喜剧作家　84．
Goltz　戈尔兹，普鲁士驻俄大使　219，243，282，448．
Görres　戈尔，德国评论家，浪漫主义者　495，530，624．
Gorsas　哥尔萨，国民公会议员，倾向吉伦特派　157，259．
Gossec　戈赛克，法国音乐家　597．
Gotha　哥达（德国）　205．
Göttingen　哥丁根（德国）　76，205，212．
Gouly　果利，国民公会特派员　386．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性质　364—376，389—393．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　399—408.革命政府的社会政策　408—413．革命政府的瓦解　433—437，443，566，567．
Gouvion Saint-Cyr　古维翁·圣西尔，法军将领　521．
Gouy d'Arcy　古依·达尔西侯爵　143．
Govani　戈伐尼，那不勒斯伯爵　208．
Gower（lord）　高威爵士，英国驻法大使　299．
Goyrand　果阿朗，法国军官　427．
“gradualité”　“阶梯制”　170，574．
Grande-Bretagne　大不列颠　9，15，22，25，62，87，88，96，99，106，110，122，300，307，324，325，339，342，428，463，483，508，514，518，531，612，614，636．
Grand Mongol（le）　蒙古可汗　9，18．
Grandpré　格朗普累（法国）　277，278．
Grangeneuve　格朗日纳夫，吉伦特分子　237．
Granville　格朗维尔（法国）　383．
Grant（Mme）　格朗特夫人，塔列兰的情妇　515．
Grattan　格拉坦，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98，208，298，338，339．
Gravilliers（section des）　格拉维利埃区（巴黎）　432．
Grèce，Grecs　希腊　17，18．
Grégoire（abbé）　格雷古瓦教士，国民公会议员　167，208，284，294，295，442，591，594，596．
Grenelle　格勒内尔（法国）　402．
Grenoble　格勒诺布尔（法国）　118．
Grenville　格伦维尔，英国大臣　299，300，301，306，307，309，314，325，328，359，462，490，530，531，612，635，637．
Grétry　格雷特里，法国音乐家　597．
Greuze　格辽茨，法国画家　83．
Grève（place de）　格雷夫广场　143，432．
Grey　格雷，英国辉格党人　299．
Gribeauval　格里博瓦尔式大炮　397．
Grignion　格里尼翁，法国传教士　347．
Grimm　格里姆男爵，德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201，214．
Grimsel（col du）　格里姆塞尔（瑞士）　546．
Griolet　格里约雷，加州副检察长　352．
Grisons（les）　格里松斯（瑞士）　525，534，535．
Gros　格罗，法国绘画家　597．
Grouvelle　格鲁威尔，法国驻丹麦公使　423．
Gruber（le P．）　格律贝尔，德国神甫　631．
Guadeloupe（la）　瓜德罗普　9，194，322，427，511，650．
Guadet　葛瓦代，吉伦特派议员　237，238，241，256，352，353．
Guénégaud（rue）　盖内戈街　246．
guerre de sept ans　七年战争　103，134，245，323．
guerre de Trente ans　三十年战争　7，60．
guerre coloniale　殖民地战争321—322，427—428．
guerre économique　经济战　322—326，512—513．
guerre maritime　海战　308，319—321，426—427，634—636，640．
Guibert（comte de）　吉伯特伯爵，法国军事学家　275，278．
Guillaume V，prince d'Orange　威廉五世，奥伦治亲王　100．
Guillot de Folleville　居约·德·丰维尔，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
“guillotine sèche”　“不流血的断头台”　500，616．
Guinée　几内亚　10，18．
Guiot　居约，国民公会特派员　373．
Guipuzcoa　吉普斯夸（西班牙）　449．
Guise　吉兹（法国）　381．
Gustave Ⅲ　古斯塔夫三世，瑞典国王　216，222，224，232，249．
Gustave Ⅳ　古斯塔夫四世，瑞典国王　531．
Guyane　圭亚那　8，441，494，495，499，500，511．
Guyton de Morveau　古依东·德·莫尔伏，法国化学家　400．
Guzman　古兹曼，西班牙金融家　378，387．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令”　61，329，337，510，616．
Habsbourg　哈布斯堡王朝　87，96，111，219，462，531，610，617，627，632．
Haïderabad　海德拉巴（印度）　647．
Hainaut　埃诺（比利时）　40，146，185．
Hainguerlot（d'）　海盖洛，法国金融家　475，505．
Haïti　海地　9，315，319，322，427．
Hajnoczy　哈日诺齐，奥匈帝国作家　205．
Halle　哈雷（德国）　76．
Halle-au-Blé　麦市口（巴黎的一个区）　350．
Haller　哈雷尔，意大利军团财务长　482．
Halles（les）　哈勒区（巴黎市内的一个区）　151．
Hambourg　汉堡（德国）　27，39，76，205，206，323，326，339，342，404，428，532，615，639，640，641，645．
Hamelin　哈姆雷，军需商　482．
Hamilton　汉密尔顿，美国务卿　105，106，325，620，621．
Hanau　哈瑙（德国）　95．
Hanovre　汉诺威（德国）　76，95，97，212，306，335，416，448，449，530，627．
Hanriot　昂里约，国民卫队司令　353，354，431，432．
hanséates，hanséatiques（ports，villes）　汉萨同盟　25，101，513，636．
Haoussas　豪萨（西非部分地区）　18．
Hardenberg　哈登堡，普鲁士大臣　447，448，449，450，454，618，629．
Hardy（Thomas）　托马斯·哈第，“伦敦通讯会”发起人　298，299，336，337．
Harnier　哈尼埃，普鲁士谈判代表　448．
Hassenfratz　哈森弗拉茨　400．
Haugwitz　豪格维茨，普鲁士驻奥大使　272，281，282，310，318，447．
Haussmann　霍斯曼，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485．
Haute-Cour　高等法院　175，287，414，415，471，498，577．
Haxo　哈克索，法共和军将领　383．
Haydn　海顿，德国音乐家　84，630．
Hébert　埃贝尔，巴黎平民运动活动家　266，289，344，353，361，366，368，385，387，388，421，432．
Hédouville　埃杜维尔，法军将领　512，549．
Hegel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　624．
Helder（le）　赫尔德（荷兰）　546．
hellénisme　古希腊文化　84．
Helvétius　爱尔维修，法国哲学家　71，79，378．
Hemsterhuis　汉斯坦尤斯，荷兰哲学家　72．
Henri Ⅱ　亨利二世，法国国王　294．
Henri Ⅳ　亨利四世，法国国王　127．
Henri de Prusse（prince）　普鲁士王太子昂利　327．
Henriot　昂利奥，国民卫队司令　136．
Henry-Larivière　昂利–拉里维埃尔，君主立宪派分子　450，467．
Hentz　亨兹，国民公会特派员　373．
Hérault（département de l'）　埃罗州（法国）　252，348，351．
Hérault de Séchelles　艾罗·德·塞舍尔，救国委员会成员　362，387．
Herder　赫尔德，德国作家，狂飙突进运动发起人之一　68，74，87，205，335，624．
Herman　埃尔曼，革命法庭庭长　370，422．
Héron　哈隆，革命政府官员　385．
Herschel　赫舍尔，德国天文学家　70．
Hervilly（d'）　埃尔维利，法军将领　451．
Herzberg　海尔兹伯格，普鲁士大臣　222，224，225．
Hesminy d'Auribeau　埃斯米维·多里博　333．
Hesse　黑森（德国）　92，273，306，639．
Hesse-Cassel　黑森–卡塞尔（德国）　450．
Hévia　黑维亚　294．
Highlands（les）　苏格兰高地（英）　35．
Hitotsoubachi　一桥，日本大臣　20．
Hobbes　霍布斯，英国政治哲学家　76．
Hoche　奥什，法军将领　321，380，382，397，436，437，451，468，477，484，486，489，491，493，494，495，496．
Hoffmann　霍夫曼，奥地利政论家　212，332，335，622．
Hohenlohe-Kirchberg　霍亨洛赫–基尔什贝克，普军将领　274，275，276，277．
Hokusaï　北斋，日本版画家　20．
Holbach（d'）　霍尔巴赫，法国哲学家　71，79．
Holcroft　霍尔克洛夫脱，英国文学家　201．
Hölderlin　贺尔德林，德国诗人　625．
Hollande　荷兰　5，7，12，16，18，19，25，27，37，38，41，72，91，100，111，118，200，202，223，273，276，280，300，301，306，315，316，318，319，322，323，326，330，345，346，446，449，462，463，464，474，490，508，510，519，525，536，545，546，635，637，640，642．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42，619，632．
Home office　英国内政部　328，615．
Hondschoote　洪兹肖特（法国）　317，369，380，381，398．
Hongrie　匈牙利　18，60，87，96，204，205，212，213，217，247，330，617，632．
Hood（amiral）　胡德，英国海军上将　315，319，321．
Hope　霍普，荷兰银行家　27，342．
Horaces（les）de David　《贺拉斯兄弟盟誓》，大卫的名画　84，596．
Horne Tooke　霍恩·图克，英国政治活动家　208．
Horsley　霍斯雷，英格兰主教　618．
Hotham　霍桑，英国海军将领　319，320，321．
Hotze　霍兹，奥军将领　546．
Houchard　胡沙特，法军将领　369，381．
Houdon　乌东，法国绘画家　84，596．
Howe　豪厄，英国海军将领　308，320，321，427．
Hudelist　胡德里斯特，奥地利评论家　637．
Hudson（compagnie de la mer d'）　赫德森海湾公司　648．
Hué　顺化（越南）　18．
Hugou de Bassville　胡古·德·巴斯维尔，法国外交官员　302．
Hugues（Victor）　维克多·雨盖，法国官员，曾任圭亚那总督　322，427，428，511，650．
Hulin　乌兰，攻打巴士底狱的参加者　142．
Humbert（général）　亨倍尔，法军将领　510，514．
Humboldt（Alexandre de）　亚历山大·洪堡，德国博物学家　626．
Humboldt（Guillaume de）　威廉·洪堡，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洪堡之兄　10，11，13，201，624，625．
Hume　休谟，英国哲学家　75，626．
Huningue　胡宁格（法国）　454，484．
Ibrahim　易卜拉欣，埃及马穆鲁克首领　515．
idéalisme transcendantal　先验论唯心主义　77，624．
idéologues（les）　意识形态家　501，549，550，592，626．
Iéna　耶拿（德国）　335，617，625，640．
Ilanz　伊兰兹（瑞士）　546．
Iles（les）du Ven　向风群岛　193，322，427．
illuminés（les）　光明异端会　95，202，205，206，213，332，594，622，628．
Imbert-Colomès　安贝尔–科洛美，里昂市长，王党分子　160，476．
Imlah　伊姆拉，英国统计学家　641．
Inde　印度　2，9，12，18，111，221，225，427，511，515，638，646，647．
Indiens（les）　印第安人　10，12，15，648，650．
Indochine　印度支那　18，647．
Indulgents（les）　宽容派　385，386，387，420．
Invalides（les）　残废军人院　141，401．
Ioniennes（îles）　爱奥尼亚群岛（意大利）　496，514，528，637．
Irlande　爱尔兰　34，98，99，103，208，298，315，321，328，336，339，481，483，484，489，514，615，616，632，633，636．
Isère（département de l'）　伊泽尔州（法国）　357．
Islam　伊斯兰　2，6，16，17，21，516．
Islettes（les）　依斯莱脱（法国）　277，278．
Ismaïlia　伊兹梅利亚（埃及）　224．
Isnard　伊斯纳尔，吉伦特分子　237，256，353．
Isoré　依佐雷，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373．
Istrie　伊斯的利亚，即亚得里亚半岛（今南斯拉夫）　486，496．
Italie　意大利 7，28，37，49，53，78，85，87，89，96，101，111，112，200，204，208，213，220，333，334，518，519，617，634．
Ivernois（d'）　伊佛诺瓦，法国流亡者　332，622．
Iyeharou　德川家治，日本幕府将军　20．
Iyenari　德川家齐，日本幕府将军　20．
jachère　自由放牧　31，35，183．
Jackson　杰克逊，英新教牧师　339．
Jacobi　雅科比，德国哲学家　72．
Jacobins（les）　雅各宾派　制宪议会期间　157，192，195，201，230，231．　国民公会期间　289，299，314，330，344，345，346，348，349，350，352．　热月九日后　433，435，439，440，442，458．　督政府期间　463，466，469，470，472，479，487，496．　果月十八日后　500，501，502，503，512，521，525，526，539，541，542，544，545，550，552．
jacquerie　农民骚动　148，159．
Jalès　雅勒斯（法国）　160．
Janina　亚尼纳（希腊）　17．
Jansénisme，jansénistes　冉森主义，冉森派　66，79，191，213．
Japon　日本　2，18，19—20，647．
Jassy　雅西（罗马尼亚）　225．
Jaurès　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历史学家　135，238．
Java　爪哇（印度尼西亚）　8．
Javogues　雅伏格，国民公会特派员　386．
Jay　杰伊，美国谈判代表　325．
Jean Bon Saint-André　让蓬–圣安德烈，山岳派分子　284，362，398．430．
Jefferson　杰弗逊，美国政治家　6，16，155，165，614，620，621．622．
Jemappes　热马普（比利时）　269，280—281，282，294，301，305，340，366．
Jenner　琴纳，英国医生　70．
jenny（le）　珍妮机　34，40，42，643．
Jersey　泽西（英国）　443，546．
Jervis　杰维斯，英海军将领　320，321，322，484，514，635．
Jésuites（les）　耶稣会教士　12，19，49，79，95，206，527，631，647．
Johnson　约翰逊，英国古典文学家　83．
joint-stock　合股公司　35．
Joseph Ⅱ　约瑟夫二世　49，92，95，111，112，188，205，213，215，217，220，223，296，311，335，528，617．
Joseph（archiduc）　约瑟夫大会　632．
Joseph des Arts　约瑟夫·台萨尔，瑞士政论家　622．
Joséphine Tascher de la Pagerie　约瑟芬·塔斯歇·德拉·帕热里，拿破仑·波拿巴之妻　480，482．
Jouan（golfe）　儒昂海湾　321．
Joubert　儒贝尔，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485，519，525，526，535，541．
Jourdan　茹尔丹，法军将领　381，397，426，454，455，483，484，532，538，541，543，545，551，588．
Jourdan Coupe-tête　杀人狂儒尔当　252．
journées du 14 juillet 1789　1789年7月14日事件　141—142．
journées d'octobre 1789　1789年10月事件　150—153
journées du 20 juin 1792　1792年6月20日事件　255．
journées du 10 août 1792　1792年8月10日事件　256—261．
journées de septembre 1792　1792年9月事件　263—264．
journées des 9 et 10 mars 1793　1793年3月9日和10日事件　345．
journées des 31 mai-2juin 1793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事件　353—354．
journées des 4 et 5 septembre 1793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368—369．
journées du 9 thermidor an Ⅱ　共和二年热月九日事件　428—432．
journées des 12 germinal et 1er prairial an Ⅲ　共和三年芽月十二日和牧月一日事件　441．
journées du 13 vendémiaire an Ⅳ　共和四年葡月十三日事件　453—454．
Jouy-en-Josas　茹依昂若沙（法国）　40．
Jovellanos　霍韦利亚诺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　208，213．
juges de paix　治安法官　175，576．
Julien de Toulouse　图卢兹的于连，腐化分子之一　369，379．
Juliers　茹利埃（德国）　226，243．
Jullien de Paris　茹连·德·巴利，救国委员会办事员　392，419．
Junker　容克　94，212，619．
Jura　汝拉山　522．
jury　陪审团　169，175，576，577．
justices of peace　“保安官”　97，337，338．
Kaïnardgi（traité de）　凯纳吉条约　528．
Kaiserslautern　凯泽斯劳滕（德国）　382．
Kalish　卡利什（波兰）　282．
Kanem　坎南（西非的一个地区）　18．
K'ang-hi　康熙，清朝皇帝　18．
Kant　康德，德国哲学家　68，71，72，77，206，335，613，617，618，624，625，629．
Kara-Georges　卡拉–格奥尔吉，塞尔维亚民族领袖　528．
Karamzine　卡拉姆津，俄国作家　201．
Kaunitz　科尼兹，奥地利首相　223，233，242，244，245，246，269，271，378．
Kehl　凯尔（法国）　484．
Kellermann　凯莱尔曼，法军将领　278，279，280，366，382，482．
Kentucky　肯塔基（美国）　621，648．
Kersaint　盖尔森，吉伦特分子，海军军官　301．
K'ia King　嘉庆，清朝皇帝　647．
K'ien-Long　乾隆，清朝皇帝　18，19．
Kiel　基尔（德国）　205，632．
Kioto　京都（日本）　20．
Kisselev　吉谢廖夫，俄国驻多瑙河公国特派代表　618．
Kiyonaga　清长，日本画家　20．
Kléber　克累贝，法军将领　383，397，484，517．
Klingenthal　克林根塔尔（德国）　399．
Klopstock　克洛普什托克，德国诗人　205，335．
Knigge（von）　克尼格，光明异端会分子　95．
Kollontaj　科伦泰，波兰民族主义分子　204，225．
Königsberg　科尼斯堡（普鲁士）　42，618．
Korff（baronne de）　科尔夫男爵夫人　201．
Korsakov　科尔萨科夫，俄军将领　536，546，617．
Kosciuszko　科希秋什科，波兰将领　270，309，311，312，319，423．
Kouriles（les）　千岛群岛　647．
Kraus　克劳斯，德国经济学家　618．
Krause　克劳兹，德国思想家，哲学家　42．
Kray　克雷，奥军将领　534．
Labouchère　拉布谢尔，荷兰金融家　27．
Labrousse（Suzanne）　苏珊娜–拉布鲁斯，女巫师　594．
Lacombe（Claire）　克莱尔·拉孔勃，忿激派　361，369．
Lacoste　拉科斯特，国民公会特派员　373，382．
Lacs（les Grands）　大湖区（美国）　15．
Laczkovicz　拉兹科维奇，奥地利评论家　205，334．
La Fayette　拉法叶特　103，121，124，125，142，150，151，152，154—162，194，196，197，210，215，229，231，233，235，236，237，239，240，245，246，250，251，254，255，258，261，277，278，279，346，395，620．
La Fayette（Mme de）　拉法叶特夫人　631．
La Ferté-Alais　拉费尔代–阿莱（法国）　493．
La Ferté-Bernard　拉费尔丹–贝纳尔（法国）　147．
Lagrange　拉格朗日，法国数学家　70，593．
Laharpe　拉哈尔普，瑞士民主派领导人　204，207，522，523，593．
La Haye　海牙（荷兰）　224，300，318，474，488，496，519．
Lahore　拉合尔（今巴基斯坦）　647．
Lahoz　拉贺兹，意大利民军将领　535．
La Jaunaye　拉若内（法国）　437．
Lakanal　拉克纳尔，国民公会派出代表　401，585．
Lalande　拉朗德，法国天文学家　5．
Lally-Tolendal　拉利–托伦达尔，制宪议会议员，王政派　150．
Lamarche　拉马什，指券局局长　343．
La Marck（comte de）　拉马克伯爵，王党　156，201．
Lamarck　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　593．
La Marlière　拉摩利尔，法军将领　360．
Lamarque　拉马克，法军将领　503，543．
Lamartine　拉马丁，七月王朝时代的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236．
Lambrecht　朗布莱奇，督政府司法大臣　501．
Lameth（Alexandre）　亚历山大·德·拉默，制宪议会三巨头之一　124，126，150，155，156，231，233，235，290．
Lameth（Théodore）　泰奥都尔·德·拉默，制宪议会议员　288．
La Mettrie　拉美特利，法国医生和哲学家　79．
Lamoignon　拉摩仰，法国掌玺大臣　118，119．
Lanchère　朗歇尔，军需供应商　439．
Landau　兰道（德国）　316，317，346，381，382．
Landrecies　朗德兰西（法国）　318，419，425．
Landsdowne　兰斯多恩，英国辉格党议员　301，327．
land tax　土地税　509．
Langara　朗格拉，西班牙海军将领　319．
Lange　朗日，里昂市政官员　253．
Lange（Mlle）　朗日小姐，戏剧演员　434，505．
Langres　朗格勒（法国）　191．
Languedoc　朗格多克（法国）　40，160．
Lanjuinais　朗瑞内，制宪议会议员，倾向吉伦特派　125，467．
Lanthenas　朗特纳新，雅各宾分子　246．
Laonnois（le）　劳诺瓦（法国）　185．
La Pérouse　拉佩罗兹，法国航海家　4．
Laplace　拉普拉斯，法国数学家　70，71，593．
Laporte　拉波尔特，法王室总管　246．
La Révellière-Lepeaux　拉雷韦里埃—勒卜　294，346，356，465，468，473，477，494，497，501，502，503，525，540．
Larlvière　拉里维埃尔，治安法官　254．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　拉罗施夫柯–良库尔公爵　121．
La Rochejaquelein　拉罗什雅克林，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383．
La Rouërie　拉鲁里，法国贵族，布列塔尼叛乱的头目　251，266．
Lasource　拉索斯，国民公会议员　349．
Latouche-Tréville　拉图什–特雷维尔，法海军将领　302．
La Tour du Pin　拉都尔·杜班，国防大臣　160．
Lauderdale　罗德戴尔，英国外交官　207．
Laudon　洛顿，奥军将领　221．
Laumond　罗蒙，督政府特派员　525，526，541．
Launey（de）　德洛内，巴士底狱卫队长　142．
Lausanne　洛桑（瑞士）　332，522．
Lauter（la）　劳特河　316，317，381．
Laval　拉瓦尔（法国）　383．
Lavalette　拉瓦莱特，波拿巴的副官　491．
Lavater　拉瓦代，瑞士诗人和哲学家　207，334．
La Vauguyon（duc de）　拉伏古荣公爵　210．
Lavaux（général）　拉伏，法军将领　322，427，512，513．
Laveaux　拉沃，雅各宾分子　249．
Lavoisier　拉瓦锡，法国化学家　69，70，179，420，593，626，627．
Law　约翰·劳，英国投机金融家　179．
Layon（le）　莱荣河　348．
Lazaristes（les）　遣使会　19，647．
Lebas　勒巴斯，国民公会特派员　284，373，382，431，432．
Lebas（Mme）　勒巴斯夫人　56．
Lebon　勒蓬，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414，419，442．
Lebrun（Lebrun-Tondu）　勒布伦–东杜，吉伦特派，曾主管外交部　206，246，254，279，292，300，301，302，343，354，370．
Lebrun-Pindare　勒勃伦–潘达尔，法国诗人　595．
Lecarlier　勒卡里埃，原国民公会议员　522，523．
Le Carpentier　勒卡邦蒂埃，国民公会议员　383．
Le Chapelier　勒霞不列，著名的《勒霞不列法》的起草人　125．
Leclerc d'Oze　勒克莱尔·道兹，无套裤汉　344，361，369．
Lecointre　勒库恩特尔，热月党分子　435．
Le Coulteux　勒戈特，银行家　291．
Lecourbe　勒克布，法军将领　535，546．
Lefebvre　勒赞弗尔，法军将领　544．
Legendre　勒让德尔，法国数学家　70，593．
Leibeigenschaft　农奴制　94．
Leibnitz　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　76．
Leipzig　莱比锡（德国）　26，637，639，641．
Léman（département du）　莱蒙州　513．
Le Mans　勒芒（法国）　147，383，594．
Lemercier　勒梅尔西埃，元老院院长　551．
Lenoir（Alexandre）　亚历山大·勒努瓦，法国建筑师　596．
Leoben　累欧本（奥地利）　477．
Léopold Ⅱ　利奥波德二世　161，205，212，213，214，215，216，217，224，225，226，232，233，239，241，245．
Léopold d'Anhalt　安霍特的利奥波德　92．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　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山岳派议员 291，377，427．
Lepeletier（section）　勒佩蒂埃区　453．
Le　Quesnoy　勒奎斯诺瓦（法国）　317，369，381．
Lesage-Senault　勒萨日–塞诺　455，547．
Lescure（de）　累斯库尔，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
Lescuyer　莱斯古雅，阿维尼翁市场　236．
lèse-nation（crimes de）　叛国罪　143，414，577．
Lessart（de）　德莱萨尔，法外交大臣　235，244，245，246．
Lessing　莱辛，德国作家　74．
Letourneur　勒图尔纳，督政官之一　468，476．
lettres de cachet　密札　118，166，562．
Levasseur　勒瓦舍尔，法国历史学家288，374．
Liège　列日（比利时）　202，206，211，224，238，249，293，316，345，425，426，523，613．
Lieutaud　里厄都，马赛国民卫队司令　160．
lignes de Wissembourg　维桑堡防线　380，381．
Ligurie　利果里亚　613．
Lille　利尔（法国）　250，251，274，279，281，318，360，362．
Limagne　利马涅（法国）　413．
Limmat（la）　利马特河　535，546．
Limoges　利摩日（法国）　237．
Limon（marquis de）　里 蒙 侯 爵　276．
Lindet　兰代，救国委员会委员　266，284，286，345，362，372，386，420，430，439，470，541，543．
Linth　林特河　546．
Lisbonne　里斯本（葡萄牙）　39．
liste civile　王室经费　171，196，246，558．
Lithuanie　立陶宛　270．
Littry　律特里（法国）　440．
Liverpool　利物浦（英国）　28，337．
Livonie　里沃尼亚（俄国）　618．
Livourne　里窝那（意大利）　25，323，482，529，640．
Locke　洛克，英国哲学家　70，71，73，75，76．
Loano　拉乌诺（意大利）
Lodi　洛迪（意大利）　481，482．
Lofthuus　拉福图斯，挪威农民运动领袖　333．
loges maçonniques　共济会　68，121，473．
Loire-et-Cher（département du）　卢瓦尔和歇尔州　376．
Loire　卢瓦尔河　267，287，357，365，383，436，549．
Loire（département de la）　卢瓦尔州　287，358．
Loire（Haute-，département de la）　上卢瓦尔州　466，498．
Loire Inférieure（département de la）　下卢瓦尔州　364．
Lombardie　伦巴第（意大利）　93，220，480，482，483，485，486，487，518，522，529
Lonato　洛纳都（意大利）　483．
Londres　伦敦　12，15，27，28，34，35，39，155，179，208，245，252，288，315，317，325，336，337，342，427，450，462，483，489，536，537，615，623，636，639，641，645，649．
Longwy　隆维（法国）　263，276，277，280．
Lons-le-Saulnier　隆勒索尼埃（法国）　442．
lords（les）　地主，贵族，勋爵　61，98，212．
Lorient　洛里昂（法国）　321．
Lorraine　洛林（法国）　147，161，182，226，250，272，382．
Loughborough　劳格博罗格，英国掌玺大臣　336．
Louis（abbé）　路易教士　233．
Louis ⅩⅣ　路易十四　86，91，107，218，381，512．
Louis ⅩⅤ　路易十五　41，141，294，525．
Louis ⅩⅥ　路易十六　18，58，79，115，116，118，122，123，127—129，131—133，150—153，156，162，171，189，191，196，197，199，200，214，215，216，217，226，227，228—233，234，238，246，254—257，276，277，279，283，284，288—291，301，303，335，558，565，566，587，620，641．
Louis ⅩⅦ　路易十七　308，346，386，438，442，449．
Louis ⅩⅧ　路易十八　442，472，473，527，617．
Louisiane　路易斯安娜（美国）　9，10，11，449，645．
Loustalot　路斯塔洛，《巴黎革命》报主编　157．
Louvain　卢万（比利时）　207，316，346．
Louvet　卢维，吉伦特分子　285，289．
Loyers　房租　563．
Lozère　洛泽尔（法国）　236．
Lublin　卢布林（波兰）　448．
Lucchesini　卢谢西尼，普鲁士大臣　281，310．
Luckner　卢斯克内，法国军官　251，255．
Luçon　吕松（法国）　348．
luthéranisme　路德派　76．
Luxembourg　卢森堡　282，318，445．
Luxembourg（duc de）　卢森堡公爵　121．
Luxembourg（le, à Paris）　巴黎卢森堡宫　351，401，422．
Lydda　里达（法国）　191．
Lyon　里昂（法国）　39，41，68，144，157，160，161，202，253，266，316，317，342，344，352，357，373，385，386，388，430，436，438，442，594．
Mably　马布利，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　81．
Mabouchi-Kamo　贺茂真渊，日本哲学家　20．
Mac-Adam　麦克–亚当，苏格兰工程师　33．
Macartney　马戛尔尼，英国外交官　647．
Macaulay　麦考莱，英国历史学家　209．
Macdonald　麦克唐纳，法军将领　529，535，536．
Machault　马肖，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　107．
Machecoul　马什科尔（法国）　347．
Maciejowice　马切约维采（波兰）　312．
Mack　马克，奥军将领　316，317，318，327．
Mackau　马科，法国驻那不勒斯代表　302．
Mackenzie　麦肯齐，英国探险家　648．
Mackintosh　马根多士，英国哲学家，辉格党人　212．
Mâconnais（le）　马孔内地区（法国）　80，146，147．
Mac-Pherson　麦克孚生，英国作家　596．
Madison　麦迪逊，美国国务卿　620．
Madras　马德拉斯（印度）　9．
Madrid　马德里（西班牙）　210，214，215，223，302，496．
Maë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荷兰）　449．
Magallon　麦加龙，法国驻埃及领事　514．
Magnano　马尼亚诺（意大利）　534．
magnats hongrois（les）　匈牙利贵族　205．
Mahrattes　马拉塔人（今印度马哈施特拉邦）　9，647．
Maia　梅依阿（巴西）　16．
Maignet　梅尼埃　419．
Mailhe　梅勒，吉伦特分子　290，291．
Maillard　马雅尔，攻打巴士底狱的参与者　152．
Maine　曼恩（法国）　40，147，253，258，283．
Maistre（Joseph de）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法国作家　213，332，527，593，627，628，631．
Malacca　马六甲　647．
Malachowski　马拉霍夫斯基，波兰爱国党领袖之一　225．
Malais，Malaisie　马来人，马来亚　12，17．
Malbos　马尔博斯，里昂叛乱的组织者之一　160．
Malcolm　马尔科姆，英国外交官　647．
Malesherbes　马勒谢尔伯，国王的辩护律师　290．
Mallet du Pan　马莱·杜潘，瑞士政论家　120，201，276，332，339，521，612，622．
Malmesbury（lord）　马姆兹伯里爵士，英国外交官　318，338，483，484，490，495，615．
Malouet　马鲁埃，王政派议员　125，127，130，150，427．
Malte　马耳他岛　511，514，515，528，531，635，637．
Malte-Brun　马尔脱–布吕恩，丹麦评论家　332．
Malthus　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　627．
Mameluks　马穆鲁克　17，514，515．
Manche（la）　英吉利海　25，319，328，462，635．
Manchester　曼彻斯特（英国）　208，438，470．
Mandat　芒达，国民卫队司令　258．
Mandchous　满洲（中国）　19．
Manège　骑术院　284，541，543，544．
“manieurs d'argent”　“金钱贩子”　28，505，581．
Mannheim　曼海姆（德国）　316，447，455．
Mantes　芒特（法国）　39．
Mantoue　曼图亚（意大利）　161，214，216，226，482，483，485，486，487，535．
Manuel　马奴埃尔，巴黎公社检察长　255．
“Marais”（le）　沼泽派　289．
Marais vendéen（le）　旺代的马雷地区（法国）　347，383．
Marat　马拉，法国革命时期的平民运动领袖　150，158，161，196，201，228，230，250，263，264，266，283，289，344，350，352，361，365，377，421，435，436，477，596．
Marbot　马尔波，法军将领　544．
Marceau　马尔苏，法军将领　383，397．
Marchenña　马谢那　294．
Marches（les）　马尔凯（意大利）　520．
Marengo　马伦哥（意大利）　535．
Maret　马雷，法国外交官　300，301，490．
Marie-Antoinette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王后　116，215，216，217，226，228，233，234，240，242，243，357，358，359，365，370．
Marie-Caroline　马丽亚–卡罗莉娜，那不勒斯王后　515，529．
Marie-Louise de Parme　帕尔玛的玛丽–路易丝，西班牙王后　302．
Marie-Thérèse玛丽–泰莉莎，奥地利女大公，神圣罗马帝国女皇　92，274．
Marius　马里乌斯，古罗马执政官　123．
Marly　马尔里，国王的乡墅　131．
Marmont　马尔蒙，法军将领　397．
Marne（la）　马恩河　279．
Maroc　摩洛哥　217．
Marseillais（les fédérés）　马赛义勇军　257，258，259．
Marseillaise（La）　马赛曲　251，257，281，436，452，597．
Marseille　马赛（法国）　25，39，160，182，236，252，316，352，355，374，406，435，442，498．
Marsham　马香，英国国教牧师　648．
Martin（amiral）　马丁，法国海军上将　321．
Martinique（la）　马提尼克　9，193，194，322，334，428．
Martinovics　马尔提诺维支，奥地利自由派作家　205，334．
Maryland　马里兰（美国）　10．
Mascareignes（les）　马斯卡林群岛　10，13，427，511，650．
massacres de septembre　9月屠杀　140，262．
Masséna　马赛纳，法军将领　485，486，520，521，526，534，535，536，545，546．
Massiac（club）　马西亚克俱乐部　193．
Maubeuge　莫伯日（法国）　317，381，399．
Mauchamp　莫尚（法国）　253．
Mauconseit（section de）　莫孔赛依区　256．
Maudsley　莫兹利，英国工程师　34．
Manges（les）　莫日地区（法国）　347．
Maulde（camp de）　摩尔德兵营　277．
Maupeou　摩普，法国大臣　107，118．
Maurienne（la）　莫里埃纳地区（法国）　316．
Maury（abbé）　摩里教士，黑党分子　124，159．
Mauvillon　毛维雄，德国工程师，早期曾同情法国革命　205．
Maximilien-Joseph de Bavière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　531，619，638．
Mayence　美因兹（德国）　201，205，280，293，294，295，313，315，316，346，359，365，366，369，380，383，426，446，448，455，523，537．
Mazuel　马絮埃尔，无套裤汉，埃贝尔分子　386．
Méchain　梅尚，法国天文学家　5．
Méditerranée（mer）　地中海　6，17，147，221，302，319，321，323，358，426，484，489，511，514，527，528，531，635，637，640．
Méhul　梅乌尔，法国音乐家　597．
Mein（le）　迈恩河　455．
Meissen　迈森（德国）　206．
mélodrame　传奇剧　595．
Menin　梅嫩（比利时）　369，381．
Menou　默努男爵　162，453．
mentalité collective　集体精神状态　68，134，138—140，263．
Menus Plaisirs（hôtel des）　游艺厅（凡尔赛宫）　129，131．
mer d'Hudson　赫德森海　648．
mer du Nord　北海　25，313，318，462，490．
mer Egée　爱琴海　515．
mer Noire　黑海　18，26，528．
mer　Rouge　红海　117，516，647．
mercantilisme　重商主义　15，22，26，30，34，91，92，644．
Mercure（le）　《信使报》　201．
Mercure national（le）　《国民信使报》　196．
Mercy-Argenteau　梅尔西·阿尔让多，奥地利驻法大使　215，233，254．
“mère de Dieu”（la）　上帝之母　431．
Merkur（le）　《德意志信使报》　205．
Merle（camp de）　梅尔勒大本营　282．
Merlin de Douai　都埃的梅兰，救国委员会委员　125，184，218，434，446，450，455，468，477，501，503，520，522，540．
Merlin de Thionville　蒂翁维尔的梅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　247，254，263，369，385，446．
Meamer　梅斯梅尔，德国医生，神秘主义者　68．
métayage，métayers　分成制租佃　58，64，119，135，136，177，183，184，411，563．
méthodisme　卫理公会　67，76，632．
Methuen　梅都恩，英国外交官　39．
métis　混血儿　12，13．
Metternich　梅特涅，奥地利大臣　617，627．
Metz　麦斯（法国）　144，215，276，277，278．
Meudon　默东（法国）　400．
meunerie，meuniers　磨坊　136，137．
Meurthe（la）　默尔特（法国）　284．
Meuse（la）　默兹河　276，278，280，281，313，345．
Mexique　墨西哥　10，13，649．
Meyerinck　梅耶因克，普鲁士谈判代表　446．
Mézeray　梅泽兰，法国历史学家　295．
Michel（prêtre irlandais）　米歇尔，爱尔兰起义的鼓动者　510．
Michelet　米希勒，法国历史学家　3，135，340，352，432．
Middleton　米德尔顿，英国海军大臣　320．
Milan　米兰（意大利）　225，226，232，315，481，482，526，535，539．
Miles　密尔斯，英国间谍　220．
Millesimo　米莱齐莫（意大利）　481．
Milnes　米尔纳，英国间谍　201．
Mincio（le）　明西奥河　481．
Minerva（la）　《智慧女神报》　205．
ministère public　检察院　175．
Minorque　梅诺卡岛（西班牙）　511，635．
Mirabeau　米拉波，法国著名活动家　109，121，123，125，128，132，150，151，153，155，156，160，196，197，201，205，207，220，244，259，260．
Miranda　米朗达（巴西）　450．
Miranda　米兰达，委内瑞拉民族运动领袖　16，250，292，294，511，649．
Mireur　米勒尔，法军将领　257．
Misogallo　《憎恶高卢》　333．
Mississipi　密西西比（美国）　4，9．
mita（la）　“人身依附制”　10．
Mitau　米塔瓦（俄国，今苏联耶尔加瓦）　527，617．
Modène　莫德纳（意大利）　302，482，483．
Moira（lord）　莫瓦拉爵士，英国海军将领　328．
Moleville（Bertrand de）　贝特朗·德·莫勒维尔，法国海军大臣　236，245．
Molitor　莫利托尔，法军将领　546．
Mollendorf　莫伦道夫，普军将领　311，312，318，327，448．
Moluques（les）　马鲁古群岛（印度尼西亚）　8，647．
Mombello　蒙贝罗（意大利）　487．
Momoro　莫姆洛，埃贝尔分子　261，387，607．
“monarchiens”（les）　王政派　150，153，566．
Moncey　蒙赛，法军将领　426，449．
Mondovi　芒多维（意大利）　481．
Monge　蒙日，法国科学家　259，289，343，400，515，520，593．
Mongol（le Grand）　蒙古可汗　9，18．
Mongolie　蒙古　18．
Moniteur（Le）　《导报》　155，213，342，503．
Monnier de La Quarrée　莫尼埃·德·拉卡累，煽动叛乱的贵族　160，251．
Mons　蒙斯（比利时）　207，281．
Montagnards，Montagne　山岳派　247，266，267，283—286，288，290，293，294，301，303，340，343，344，345，349，353，354—356，358，359，361，362，377，384，388，393，408，409，410，418，419，428，435，440，441，452，455，459，470，480，501，502，504，507，554，558，566，567，568，571，578，580，583，588，607，621．
Montagne Noire（la）　黑山（法国）　426，449．
Montagu（marquise de）　蒙塔居侯爵夫人　631．
Montané　蒙塔内，革命法庭庭长　370．
Montauban　蒙托邦（法国）　144，160，414．
Montbéliard　蒙贝里亚尔公国　423，424．
Montbrison　蒙贝里松（法国）　442．
Monténégrins　门的内哥罗（南斯拉夫）　17．
montenotte　蒙特诺脱（意大利）　481．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法国启蒙思想家　76，80，81，564，625．
Montesquiou　孟德斯吉乌，法军将领　280，293，390．
Montgelas　蒙特热拉，巴伐利亚大臣　619．
Montgolfier　蒙戈费埃，法国发明家　40，70．
Monti　蒙蒂，意大利诗人　333．
Montjoie　蒙茹瓦，黑党分子　159．
Montmartre　蒙马特尔（巴黎市内的一个高地）　141．
Montmédy　蒙梅迪（法国）　216，229．
Montmélian　蒙梅里安（法国）　280．
Montmirail　蒙米拉依（法国）　147．
Montmorin　蒙穆兰，法国外交大臣　131，162，190，221，232，235．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法国）　40，257，627．
Montréjeau　蒙特雷若（法国）　545．
Mont-Terrible　（département du）　蒙代里布尔州　297，521．
Morard de Galles　莫拉尔·德·加尔，法海军将领　321．
Moreau　莫罗，法军将领　477，483，484，485，486，491，496，521，534，535，536，551，552．
Morez　莫雷兹（法国）　403．
Morris（Governor）　戈文诺·莫里斯，美国驻法大使　155．
Morris（Robert）　罗伯特·莫里斯，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政治家　105．
Mortier　莫尔蒂埃，法军将领　546．
Moscovites（les）　莫斯科人　7．
Moselle（la）　摩泽尔河　272，310，381，382，426．
Moser　麦捷尔，德国作家和政治家　92．
Moulin（général）　穆兰将军，督政官　540，552．
Moulins　穆兰（法国）　401．
Mounier　穆尼埃，王政派议员　125，127，131，132，150，152，153，332，335，623．
Mourad　穆拉德，埃及马穆鲁克首领　515．
mouvement des idées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革命前夕的思想运动　65—87．
mouvement des idé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革命期间的思想运动　591—597，622—633．
“mouvement sectionnaire”　地方自治运动　351，352，357，435．
Mozart　莫扎特，德国音乐家　84．
Muir　缪尔，英国“宪法和人民社”创始人　299，300，336．
mulâtres　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　13，92，170，192，193，194，236．
mule（le）　骡机　34，643．
Mulhouse　米卢斯（法国）　424，513．
Mûller（Jean de）　约翰·弥勒，瑞士历史学家　205．
Mungo-Park　芒戈–帕克，英国探险家　646．
Munich　慕尼黑（德国）　483．
Mûnster　明斯特（德国）　631，632．
Murphy　墨菲，爱尔兰起义的鼓动者　510．
Musée du Louvre　卢浮宫博物馆　596．
Musulmans　穆斯林　16，516．
Mysore　迈索尔（印度）　9，511，515，647．
Naab（le）　纳布河　483．
Näfels　内费尔斯（瑞士）　546．
Nagasaki　长崎（日本）　19．
Nahe（la）　纳厄河　346．
Namur　那慕尔（比利时）　445，466．
Nancy　南锡（法国）　144，162，215，252．
Nantes　南特（法国）　39，147，236，364，372，383，418，419，438，549．
Naples　那不勒斯　111，208，215，302，306，315，319，348，359，426，478，511，527，536—539，613，617，631，637．
Napoléon　拿破仑　183，480，513，573，576，580，588，612，651．
Narbonne（comte de）　纳尔蓬伯爵，法国防大臣　235，239，240，245，246，250．
Narev（la）　纳雷夫河　455．
Narino　纳里尼奥，南美洲的政论家　617，649．
Necker　奈克尔，法国大臣　11，13，59，79，107，114，116，119，121—123，127—133，135，136，141，143，150，151，155，178．
Nedjd　内志（沙特阿拉伯）　528．
Neerwinden　尼温顿（比利时）　314，316，346．
“négriers”　黑奴贩子　11，26．
Nelson　纳尔逊，英海军将领　320，321，511，514，515，529，536，549，617，635．
néo-jacobins　新雅各宾派　503，609．
Nénadovitch　奈纳多维奇，塞尔维亚民族运动领袖　528．
Népal　尼泊尔　19．
neutres　中立国　323，325，404，423—424，461—463，512，513，640．
Nevers　讷韦尔（法国）　377．
Newton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　70．
Nguyen-Anh　阮映，越南国王　18，647．
Nice　尼斯（法国）　280，293，295，297，360，444，445，481．
Nicholson　尼科尔森，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626．
Nicolai　尼古拉，德意志丛书出版社社长　205．
Niebuhr　尼布尔，德国历史学家　205．
Niémen　涅曼河　448．
Nieuport　纽波特（荷兰）　425．
Nièvre　涅夫勒（法国）　372．
Niger　尼日尔　18，646．
Nil　尼罗河　515，516．
Nîmes　尼姆（法国）　16，144，160，257，442．
Niort　尼奥尔（法国）　348，365．
Nivelle（la）　尼维尔河　316．
Nizam（le）　尼扎姆（印度）　9，646，647．
Noailles（vicomte de）　诺亚依子爵　149．
Noël　诺埃，法国外交官，丹东分子　246，299，300．
Noirmoutier　努瓦莫提埃（法国）　348，383．
“noirs”（les）　“黑党”　159，160，197，231，232，525．
Nolf（le curé）　诺尔弗神甫　219．
Nootka Sund　诺特加海湾　4，223．
Nord（département du）　诺尔州（法国）　279，281，307，308，372，373．
Norinaga Motoori　本居宣长，日本思想家　20．
Normandie　诺曼底（法国）　125，144，147，357，358，365，372．
Norvège　挪威　25，332．
Norwich　诺威奇（英国）　298，336．
motables　缙绅　2，55，108，115—116，117，122，129，146，170，172，352，369，453，456，516，566，574，599，608，651．
Nouveau-Brunswick　新不伦瑞克（加拿大）　646．
Nouvelle-Angleterre　新英格兰（美国）　14．
Nouvelle-Ecosse　新苏格兰（加拿大）　646．
Nouvelle Héloïse（La）　《新爱洛漪丝》　81．
Nouvelle-Orléans（La）　新奥尔良（美国）　9．
nouvellistes　报刊作家　236，595，600．
Novalis　诺瓦利（即哈登堡男爵），德国作家　629，630．
Novi　诺维（意大利）　536，545．
Novikov　诺维科夫，俄国作家　204．332，617．
Noyon　努瓦荣（法国）　253．
Nuñez　努内兹，西班牙驻法大使　200，217，232．
Nuremberg　纽伦堡（德国）　530，537．
Ocariz　奥卡里茨，西班牙驻法代办　291．
“ochlocratie”　“暴民统治”　212．
Ochs　奥克什，瑞士民主派领导人　207，522，523．
Ockamistes　奥卡姆派　75．
O'Connor　奥康纳，爱尔兰将军，“爱尔兰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510．
Oder　奥得河　312．
Offrande à la Liberté（l'）　《自由颂》　595．
Ogé　奥热，海地政治活动家　194．
Oglio（l'）　奥格利亚河　486．
O'Higgins　奥希金斯，智利独立斗争领导人　649．
Ohio　俄亥俄（美国）　4，104，648．
Oise（l'）　瓦兹河　253．
Olavide　奥拉维特，南美军政府成员　78，333，649．
oléagineux　油料作物　31，605．
Oléron（île d'）　奥列龙岛（法国）　500．
oligarchie　寡头统治　76，100，614，615．
open-field　“自由放牧”地　34．
Orange　奥伦治　414，419，442．
Orangerie（de Saint-Cloud）　圣克罗宫橘厅　552．
ordre linéaire　线状队形　274，275，397．
ordres religieux　修会　188，556．
organicisme　有机论　87．
organisation judiciaire　司法组织　175，576—578．
Orléanais　奥尔良耐（法国）　388，419．
orléanisme　奥尔良派　349．
Orléans　奥尔良（法国）　38，344，352，406．
Orléans（duc d'）　奥尔良公爵　118，121，140，141，151，153，155，230，231，237，290，543．
Orne（département de l'）　奥恩州（法国）　355，358．
Osaka　大坂（日本）　20．
Osselin　奥斯兰，国民公会议员　379．
Ossian　莪相，苏格兰诗人　83，595．
Ostermann　奥斯特尔曼，俄国外交官　282．
Otchakov　奥恰科夫（俄国）　221，225．
Oude　乌德（印度）　9．
Ouest（territoire de l'）　西部地区　104．
Oural　乌拉尔（俄国）　42．
Ourthe（l'）　乌尔特河　426．
Outamaro　歌麿，日本绘画家　20．
Overberg　奥韦尔贝格，德国神甫　631．
Ouvrard　乌佛拉尔，法国投机金融家　475，505，600，602．
Owen（Robert）　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643．
Pache　巴什，法国防大臣　246，287，289，343，345，353，354，388．
Pacifique（océan）　太平洋　223，648．
Pacy-sur-Eure　厄尔河上的帕西（法国）　358．
Padoue　帕多瓦（意大利）　232．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英国进步思想家　103，208，212，298，300，336，596，623，626．
Pajou　帕儒，法国绘画家　596．
Palais royal　罗亚尔宫　140，141，195．
Palatinat　帕拉丁地区　206，317，318，380，407，425，455，483．
Palerme　巴勒莫（意大利）　333．
Paley　佩利，英国剑桥大学神学教授　76．
Pallas　帕拉斯，德国博物学家　626．
Palmer　帕尔梅，英国牧师　336．
Pamiers　帕米埃（法国）　144，215．
pampa（la）　潘帕斯（南美洲）　10．
Panine　潘宁，俄国大臣　618，637．
Panthéon（le）　先贤祠　435，436，469，592．
Paoli　帕奥利，科西嘉地方主义领导人　321，342，358，427，480．
papauté　教皇制　79，91，213，472，520．
papier-monnaie　纸币　104，178，332，275，470．
Paraguay　巴拉圭　12．
Parandier　巴朗蒂埃　423．
paratonnerre　避雷针　70．
Parini　帕里尼，意大利诗人　208．
Parish　帕里什（银行）　27，342，645．
Parker　派克，英北海舰队闹事水兵之一　490．
Parlement（anglais）　英国议会　97，216，298，301，336，337，338，490．
Parlements（les，—en France）　法院　81，82，116，117—119，131，132，160，172，175．
Parme　帕尔玛（意大利）　111，302，482．
Parthenay　帕特内（法国）　348．
Pascalis　帕斯卡里，煽动叛乱的贵族　160，161．
Pas-de-Calais（département du）　加来海峡州（法国）　300．
Pasqualis　帕斯库亚利，法国神秘主义哲学家　68．
Passariano　帕沙里亚诺（意大利）　495，496．
Pastoret　帕斯托雷，五百人院议员　513．
Pastrengo　帕斯特朗戈（意大利）　534．
Pasvan Oglou　帕斯万·奥格卢，维丁巴夏　528．
patriciat，patrlciens　豪门世家，豪门统治　100，101．
patriote（le parti）　爱国党　120—121，150，153．
Patriote français（Le）　《法兰西爱国者》报　155，237．
pâture（vaine）　自由放牧　31，34，146，183，605．
Paul Ier　保罗一世，俄国沙皇　483，508，527—530，536，617，618，631，635，637．
Paul et Virginie　《保尔和薇吉妮》　84，595．
Paulée　保莱，法国金融家　505．
Paulo（comte de）　博罗伯爵，王党分子　544．
pauvres（taxe des）　济贫税　64．
Pavie　帕维亚（意大利）　482．
Payan（Joseph）　约瑟夫·培扬，法国地方官员　358．
Pays-Bas　尼德兰　26，58，64，209，215，219，222，223，241，271，273，274，278，281，294，308，309，310，312，313，315，317，318，323，324，326，328，329，448，450，455，523，531，536，537，612，632，638．
pays basque　巴斯克地区　58．
péages　过境捐税　39，107，182，184，561，589．
Pékin　北京（中国）　19，647．
“pèlerins de la liberté”　“自由朝圣者”　203．
Pennsylvanie　宾夕法尼亚（美国）　15，620．
Perche　佩尔什（法国）　253．
Père Duchesne（Le）《杜歇老爹报》　353．
“Père Duchesne”（le）　“杜歇老爹”　388．
Pereira　佩雷拉，同情革命流亡巴黎的葡萄牙人　378，387．
Périer　佩里埃，法国大企业家　40，400，401，599．
Pérignon　佩里贡，法军将领　426．
Périgord　佩里戈（法国）　159．
Périm　丕林岛　647．
permanent settlement　永久解决　647．
Pérou　秘鲁　13．
Perpignan　佩皮尼昂（法国）　317，360．
Perregaux　培勒戈，瑞士银行家　323，362，400，439，543，599．
Perse　波斯　18，647．
Petiet　佩蒂埃，督政府的国防部长　477．
Pétion　佩蒂昂，巴黎市长　235，255，257，258，285，352，358，370．
pétitions collectives　集体请愿　169，197．
Petitjean（le curé）　普蒂让，神甫　266．
“peuple”（le）　平民　55，136，561，566，599，606．
Philadelphie　费城（美国）　105．
philanthropie　慈善　44，62．
Philipp　菲利普，英国殖民主义者　646．
Philippe-Égalité　菲力浦–平等　290，349，370．
Philippeaux（émigré）　流亡者菲力波　516．
Philippeaux　菲力波，国民公会议员，丹东的亲信　350，365，384，386，387．
Philippines　菲律宾　19．
Picardie　毕卡第（法国）　137．
Pichegru　庇什格律，法军将领　382，425，426，443，454，455，476，477，493，494．
Pie Ⅵ　庇护六世，教皇　49，149，188—191，214，216，218，242，265，330，472，482，486，520，530，572，631．
Piémont　皮埃蒙特（意大利）　58，333，359，480，496，520，521，525，596，529，532，535，536．
Pierre le Grand　彼得大帝　51．
piétisme　虔信派　67．
Pigneau de Behaine　比尼奥·德·贝海纳，法国主教　18．
Pigot　皮戈，公谊会教士　201．
Pillnitz　皮尔尼茨（德国）　225，236，242，244．
Pindemonte　品德蒙脱兄弟，意大利诗人　208，233，
Pinel　皮内尔，法国心理学家　592．
Pistoia　皮斯托亚（意大利）　49，208．
Pitt　皮特　11，12，15，16，26，28，44，86，97，98，99，110，111，208，211，220，222，225，272，297—30l，306—309，310，311，313，314，315，317，318，319，321，322，323，326，327，328，330，336，338，339，342，362，400，420，450，451，462，484，487—490，508—511，530，532，612，615，617，618，622，631，632，633，637，645，649．
Pixérécourt　毕克塞雷古，法国剧作家　595．
Place（le tailleur）　裁缝普拉斯，哈第的助手　336．
Plaine（la）　平原派　289，344，349，350，352，429，430，431，433，434，435，436，441，442，443，450，453，454．
Plaisance　普莱桑斯（意大利）　481．
“plan de Lyon”　“里昂计划”　160．
plantations　种植园　10，12，28，33，43，192．
planteurs　种植园主　13，15，104，322，642，648，650．
plébiscite　公民投票　366，452．
Ploërmel　普洛埃梅（法国）　159．
Plutarque　普卢塔克，古希腊作家　80，85．
Pô（le）　波河　481．
poésie épique　史诗　84．
poids et mesures　度量衡　81，108，590．
Pointe（Noël）　诺埃尔·普恩脱，国民公会特派代表　401．
Poissonnière（section）　普瓦索尼埃区（巴黎）　264．
Poitou　普瓦图（法国）　147，160，347．
Polastron（Mme de）　波拉斯通夫人，亚多瓦伯爵的情妇　214．
Pologne　波兰25，38，60，87，94，203，222，225，226，232，234，242，243，244，269—271，281—282，305，308，309—313，318，326，381，424，446，447，449，462，487，619，631，632，638．
Pompéi　庞贝（意大利古城）　44，84．
“pompons blancs”（les）　白帽党　194．
Pondichéry　本地治里（印度）　18．
Ponthieu　蓬提厄（法国）　403．
Pontivy　蓬蒂维（法国）　157．
Poor tax　济贫税　644．
Ponts et Chaussées　土木工程　39．
Porcher　波尔歇，元老院议员　610．
Porrentruy　波朗特鲁韦（瑞士）　250．
Portalis　波塔利斯，德国神甫　632．
Port-au-Prince　太子港　236，322，427．
portes et fenêtres（impôt des）　门窗税　505，579．
Portland　波特兰，英国大臣，辉格党右翼领袖　299．
ports francs　自由港　182．
Portsmouth　朴次茅斯（英国）　328．
Portugal　葡萄牙　7，25，27，28，39，90，200，203，213，306，313，319，490，519．
Posen　波兹南（波兰）　222，282．
Posnanie　波兹南省（波兰）　312．
Posselt　波赛特（德国）　335．
potasse　钾盐　25，399．
Potemkine　波将金，俄国大臣　220．
Potocki（Félix）　费利克斯·波托斯基　225．
Potocki（Jean）　让·波托斯基，波兰爱国党领袖　243
Potosi　波托西银矿　10．
Potsdam　波茨坦（德国）　225，242，271．
Poullain-Grandprey　普兰–格朗帕雷，五百人院议员　540．
Poulo-Condor　昆仑岛（越南）　18．
pouvoir constituant　立宪权　125，133．
pouvoir exécutif　行政权　131．
pouvoir judiciaire　司法权　171，172．
pouvoir législatif　立法权　171．
pouvoir réglementaire　法规制订权　171，459，568．
Pozzo di Bergo　波佐·迪波尔哥，科西嘉岛副检察长　342，480．
Praga　普拉加，华沙的一个街区　312．
pragmatisme　实用主义　592，627．
Prague　布拉格（捷克）　269．
prairial（loi de）　牧月法　420—421．
prairies artificielles　人工草场　183，605．
pratique des sacrements　举行圣事　571．
preachers　传教士　632．
Précy　普莱西，里昂叛军司令　358，382．
“prérogative”royale　国王特权　97．
presbytéranisme　长老会　632．
“presse”（des matelots）　拉伕充当水兵　61，329，337，616．
Price　普莱斯，英国新教牧师　207，208．
Priestley　普列斯特莱，英国化学家　208，626，632．
Prieur de la Côte-d'Or　科多尔的普里厄，山岳派分子　284，362，394，401，430，442．
Prieur de la Marne　马恩的普里厄，山岳派分子　362，430．
Prince-Edouard（île du）　爱德华太子岛　646．
principes de 1789　1789年原则　163，197，572，651．
procédure criminelle（réforme de la）　刑事诉讼改革　169，577．
procès de Louis ⅩⅥ　路易十六审讯案　287—291．
prolétaires，prolétariat　无产者　62—64，101，105，125，136，153，160，183，185，196，298，409，412，532，567，602，607，621．
Proli　普鲁里，布拉邦特在巴黎的避难者　378，387．
protection douanière，protectionnisme　关税保护主义　26，40，41，635．
protestants　新教徒　79，126，569，631．
Provera　普罗弗拉，奥军将领　485．
Provence　普罗旺斯　123，137，252，315，355，357，372，382，419，454，472．
Provinces-Unies　联合省　11，53，100，221．
Prud'hon　普吕东，法国绘画家　597．
Prusse　普鲁士　25，42，68，76，77，91，92，94，95，106，111，205，206，210，212，214，219，221—225，232，234，242—244，249，270，273，275，277，280，281，282，306—311，326，329，330，346，359，424，428，444，446—449，454，455，461，462，464，483，496，508，524，530，531，614，618，637，640．
“Prytanée français”　“法兰西子弟学校”　507．
Puisaye（de）　普伊泽，法流亡贵族，叛乱分子　451．
Pundjab　旁遮普（印度）　647．
Punktation d'Ems　艾姆斯条约　49．
Pyrénées　比利牛斯山　147，214，316，317，360，425．
Quakers　贵格会　12．
Quatre-Nations（section des）　“四国区”　377．
Queich（la）　凯什河　316，455．
Quercy　凯尔西（法国）　159，252．
Quiberon　基勃隆（法国）　321，328，450，451—452，455，463．
Rabaut Saint-Etienne　拉博，吉伦特分子　370．
Radcliffe　拉德克里夫，英国工业家　643．
Radcliffe（Anne）　安娜·拉德克里夫，英国小说家　628．
radicaux anglais　英国的激进派　207—208．
Raditchev　拉季舍夫，俄国作家　204，332，617．
Radom　腊多姆（波兰）　448．
Radziwill（prince）　拉捷维尔，波兰爱国贵族　204．
Raglawice　腊茨瓦维采（波兰）　311．
Raisme　雷姆（法国）　359．
Rambouillet　朗布叶宫，国王乡墅　152．
Ramel　拉梅尔，督政府财政部长　468，477，501，505，563．
Randget Singh　兰吉特·辛格，印度王公，锡克人领袖　647．
Ransonnet　朗松内，列日起义领导人之一　206．
Rapinat　拉皮纳，督政府特派员　522，523，525，526，541．
Rastatt　拉施塔特（德国）　496．
rationalisme　理性主义　29，65，69，75，76，77，83，571，591，593，612，626，627，628．
rationnement　食物配给制　405—406．
Rauracie（république de）　罗拉西亚共和国　297．
Raynal（abbé）　雷纳尔教士，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12．
Razoumovski　拉佐莫夫斯基，俄国驻奥地利大使　483．
Ré（île de）　雷岛（法国）　500．
Rebmann　雷伯曼，德国思想家　335，617，624．
Récamier　雷卡米埃，法国银行家　506，599．
recherche scientifique　科学研究　582．
recrutement　招兵　274，328—329，341，346，347，532—533．
redevances　贡赋　59，184．
Redon　雷东（法国）　159，389．
Reeves　里夫斯，英国历史学家　300．
référendum　公民投票　170，356，457．
réfractaires（prêtres）　顽固派神甫　191，229，236，237，238，251，254，255，262，265，307，347，352，357，428，436，437，473，570，571，591．
réfugiés politiques　政治避难者　201，210，235，238．
régicides（les）　“弑君者”　609．
régime constitutionnel　立宪制　155，614．
régime parlementaire　议会制　97，155，566．
régime représentatif　代议制　345，575．
régime seigneurial　领主制　14，132，148，212．
régiment de Flandres（le）　佛兰德团　151，152．
réglementation économique　经济规章　26，30，31，40，41，126，145，181，253，266，285，287，344，375，393，403，408，411，460，474．
Rehberg　雷贝尔，德国作家　212，627．
Reichard（Ottokar）　奥托卡尔·赖哈德，德国报刊怍家　212．
Reichardt　雷哈德，柏林歌剧院院长　206，335．
Reichenbach　赖兴巴赫（德国）　224，226．
Reid　里德，苏格兰哲学家　72．
relativité des droits　权利的相对性　164．
remembrement　地块合并　34，94，183，605，617，619．
Renaissance（la）　文艺复兴　3，82，625．
Renault（Cécile）　赛西尔·雷诺，女刺客　420．
Rennes　雷恩（法国）　123，144．
représentants en mission　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特派员　261，346，349，360，365，366，371，372，373，379，389，390，391，395，434，435．
“républicains”（aux Etats-Unis）　美国“共和派”　621．
République（établissement de la）　共和国的建立　283—284．
républiques-surs　姊妹共和国　295，505，518，526，550．
républiques batave　巴达维亚共和国　445，496，519，524，613．
républiques cisalpine　西萨尔平共和国　487，496，520，525．
républiques cispadane　西斯帕纳共和国　483，485，487．
républiques cisrhénane　西斯莱茵共和国　495．
républiques helvétique　海尔维第共和国　523，613．
républiques ligurienne　利古里亚共和国　487．
républiques parthénopéenne　帕尔瑟诺佩共和国　529．
républiques romaine　罗马共和国　516，520，521，525，527，529．
réquisitionnaires　应征服役的新兵　394，443，491，588．
réquisitions　实物征集制　136，266，267，288，293，323，332，349，360，367，368，372，375，380，402，405，412，439，440，452，543，561，607．
réserve trentenaire　三十年不变　557．
rétroactivité des lois　法律的追溯性　578．
Reubelle　勒贝尔，热月党人，救国委员会委员，督政官　369，446，449，450，464，466，477，487，495，497，502，522，540．
Reuss（la）　罗伊斯河　535，546．
Réveil du peuple（Le）　《人民觉醒报》　435，452，597．
Réveillon　雷威永，工场名　136．
Reventlow　雷文特洛，德国新教牧师　632．
révolte agraire　土地暴动　137，146，159．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en Angleterre　英国的经济革命　32—36．
Révolution de Paris（Les）　《巴黎革命》报　157．
Rhénanie　莱茵地区　58，207，273，292，295，297，340，446，455，464，466，485，486，487，490，495，523，524，613，640．
Rhigas　来格斯，希腊作家　528．
Rhin（le）　莱茵河　60，206，274，280，293，294，295，311，316，317，318，426，443，445，446，450，454，455，483，484，486，487，534，535，545，546．
Rhin（Haut-，département du）　上莱茵州　455．
Rhône（le）　罗纳河　252．
Ricardos　里卡多，法军将领　310，317．
Ricci（Scipion）　希比昂·李奇，意大利大主教，费布朗尼乌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49，208．
Richard et Lenoir　里夏尔和勒努瓦，法国大企业家　605．
Richardson　理查逊，英国小说家　83．
Richelieu　黎塞留，红衣主教，路易十四的近臣　294，295，371．
richérisme（le）　李奇主义　49．
Richmond　里士满，英海军部行政长官　320，328．
Richter（Jean-Paul）　让–保尔·李希特尔，德国作家　205，335．
Riem（pasteur）　里埃姆牧师，德国作家　614．
Riom　里翁（法国）　125．
Ripault　里博脱（法国）　402．
Risorgimento　意大利复兴　78．
Ritter　里特尔，德国地理学家　628．
Rivaud　里伏，圣多明各抗英力量的领导人　512．
Rivarol　里伐罗尔，黑党分子　159．
Rivoli　里沃利（意大利）　485，534．
Roberjot　罗伯若，法国谈判代表　531．
Robert　罗伯特，民主派，《国民信使报》撰稿人　196．
Robespierre（Maximilien）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　56，125，158，161，195，197，230，231，235，238，240，241，246，256—259，264，267，283，285，288，289，290，294，296，301，336，344，346，349—353，355，356，361，362，363—366，368，369，378—380，382，384—390，397，404，409，412，413，414，420，421，424，426，428—432，433，435，501，503，540，559，583，592，621，625，633．
Robespierre（Augustin）　奥古斯丹·罗伯斯庇尔　386，431．
robespierristes（les）　罗伯斯庇尔分子　411，412，432．
Robinson　罗宾逊，英国军官　622．
Rocheuses（les）　落矶山脉　4．
Rodriguez　罗德里格斯，南美思想家　14，617，649．
Roederer　罗埃德累，塞纳州副检察长　258，550．
Roër（la）　罗埃河　281，315，316，345，426．
Roëttiers de　Montaleau　罗蒂埃·德·蒙塔洛，共济会分子　501．
Roger-Ducos　罗热–迪科，督政官　540，552．
Roland　罗兰，吉伦特分子，内政大臣　120，207，235，246，253，254，255，261，267，286—290，343，390．
Roland（Mme）　罗兰夫人　79，201，235，246，267，285，286，289，302，370．
Roll（baron de）　罗尔男爵　217．
Rollin　洛兰将军，奥皇的副官　327．
Romagne　罗马涅（意大利）　333．
romantisme　浪漫主义　627，629，630．
Rome　罗马（意大利）　42，210，214，333，482，486，497，520，523，524，526，529，613，617，631．
Romilly　罗米依，工厂名　401．
Romme　罗默，国民公会议员　201，284，377，401，438．
rônin（le）　日本浪人　20．
Ronsin　龙森，埃贝尔分子　348，365，368，371，383，384，386，387．
Rosas　罗扎斯（西班牙）　427．
Rose-Croix（les）　玫瑰十字会　68，95．
Rosenberg　罗森贝格，奥军将领　546．
Rossignol　罗西涅尔，共和军将领　348，365，369．
Rostoptchine　罗斯托契尼，俄国大臣　618，637．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国际金融家　27．
Rouen　鲁昂（法国）　255，401，543．
Rougé　鲁热，法军将领　544．
Rouget de Lisle　鲁日·德·里尔，马赛曲作者　251，257，597．
Roumanie　罗马尼亚　204．
Rousseau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　14，72，77，79，81，83，205，237，409，413，593，621，624，625，628．
Roussillon　鲁西荣地区（法国）　316．
Roux（Jacques）　雅克·鲁，革命时期的平民运动领袖　253，344，361，369，386，432．
Rovère　洛万，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435．
Royale（place）　罗亚尔广场　401．
Royaume-Uni　联合王国　336．
Royer-Collard　罗瓦叶–科拉尔，君主立宪派分子　476．
Royou（abbé）　罗若教士，王党分子　159．
Royrand　罗亚朗，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
Rudler　鲁德勒，督政府特派员　524．
Ruelle　吕埃尔（法国）　401．
Ruffo（cardinal）　吕复主教，曾领导意大利抗法运动　536．
Rûgen（île de）　吕根岛（德国）　206．
Ruhl　鲁勒，制宪议会议员　294．
Ruhr（la）　鲁尔地区（德国）　42．
Rumford　伦福德，美国物理学家　626．
Rzewuski　泽乌斯基，波兰贵族　243．
Saavedra　萨维德拉，西班牙首相　519，631．
Sadanobou　松平定信，日本幕府摄政　20．
Seint-Antoine（faubourg）　圣安东尼山　136，142，151，258，351，422，441．
Saint-Brieuc　圣布里厄（法国）　549．
Saint-Cloud　圣克罗（巴黎市郊）　160，191，551，552．
Saint-Denis　圣但尼（巴黎市郊）　366．
Seint-Domingue　圣多明各　13，192，193，236，322，427，449，450，512，650．
Saint-Gall　圣加伦（瑞士）　334．
Saint-Gaudens　圣高丹（法国）　185．
Saint-Germain（abbaye de）　圣热尔曼大教堂
Saint-Gothard　圣戈塔德（瑞士）　535，536，546．
Saint-Honoré（rue）　圣奥诺兰街（巴黎）　141，430，436．
Saint-Jean-d'Acre　圣让达克尔（即阿克，今以色列境内）　516．
Saint-Jean d'Ecosse　苏格兰圣约翰会　202．
Saint-Just　圣茹斯特　283，284，288，355，361，362，363，370，373，375，382，386，387，390，391，395，396，398，400，411，419，421，425，428—432，591，621．
Saint-Lazare　圣拉扎尔监狱　141，422．
Saint-Louis　圣路易（法国）　403．
Saint-Malo　圣马洛（法国）　387．
Saint-Marc（l'assemblée de，à Saint-Domingue）　圣马克议会　193，194．
Saint-Martin　圣马丁，法国神秘主义哲学家　68，594．
Saint-Nicolas-des-Champs　圣尼古拉–台尚教堂　253．
Saint-Pétersbourg　圣彼得堡　207，222，225，243，272，447．
Saint-Pierre（à la Martinique）　圣比埃尔（法国）　193．
Saint-Pierre-et-Miquelon　圣比埃尔和米克隆岛　427．
Saint-Pol　圣波尔（法国）　414，417，418．
Saint-Priest　圣普里斯特，法国大臣，后流亡国外　131，152，229．
Saint-Sébastien　圣塞巴斯蒂尔（法国）　426．
Saint-Siège　教廷　49，631．
Saint-Simon（duc de）　圣西门公爵，宫廷贵族，历史学家　107．
Saint-Simon（comte de）　圣西门伯爵，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607．
Saint-Sulpice　圣苏尔皮斯教堂　265，442．
Saint-Vincent（cap）　圣文森特角　484．
“Sainte-Alllance”　神圣同盟　612．
Sainte-Foy　圣特–福瓦，银行家　246．
Sainte-Lucie（île de）　圣卢西亚岛　9，322，427，511．
Sainte-Menehould　圣梅内乌德（法国）　229，278．
Sakhalin　萨哈林岛，即库页岛　647．
salaires　工资　63，136，179，253，288，332，338，342，374，399，407，439，561，602，603，604，607
Saliceti　萨里赛蒂，督政府驻军特派员　479，483．
Salpêtrière（la）　萨尔佩特里埃监狱　264，592．
Saluces　萨卢佐（意大利）　333．
Sambre（la）　桑布尔河　318，381．
samouraï　（日本）武士　20．
San-Franoisco　旧金山（美国）　8．
San-Michele　圣米格尔（意大利）　481．
Sandomir　桑道米尔（波兰）　447，448．
sans-culottes　无套裤汉　145，252，253，257，268，281，285，286，289，290，292，303，343，344，345，348，350—352，355，356，360，361，366，368，369，373，375，376，380，386，387，392，393，396，402，404，406，407，408，409，413，415，418，419，420，428，429，433，436，440，450，452，477，503，512，559，565，566，567，570，572，607．
Sans-Souci（château de）　无忧宫　276．
Santerre　桑台尔，共和军将领　348，360，365，383．
Saône（Haute-，département de la）　上索恩州　358．
Saône-et-Loire（département de）　索恩–卢瓦尔州　357．
Saorgio　萨奥吉乌（意大利）　480．
Saoud　萨乌德，瓦哈比教派首领　17．
Sapinaud　萨皮诺，旺代叛乱首领之一　347．
Sardaigne　撒丁　91，213，214，216，249，272，280，306，307，334，462，481，521，529，536．537．
Sarre　萨尔河　382．
Saumur　索米尔（法国）　348，358．
Savenay　萨维内（法国）　383．
Savoie　萨瓦（法国）　202，207，249，280，293，295，297，300，317，360，382，388，444，445．
Saxe　萨克森（德国）　42，195，206，225，311，335，644．
Saxe-Teschen（duc de）　萨克森–但辛公爵　277，281．
Scandinaves，Scandinavie　斯堪的纳，维亚　25，87，303，325，401，423，461．
Scarpe（la）　斯卡普河　316．
Schauenbourg　绍恩堡（瑞士）　522．
Schelling　谢林，德国哲学家　629．
Schérer　谢雷，法军将领　481，505，526，534，539，542．
Schiller　席勒，德国作家　84，205，335，625，629．
schisme　分裂　194，346，473，523，572．
Schlegel（Auguste）　奥古斯特·施勒格尔，德国作家　629．
Schlegel（Frédéric）　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奥古斯特之弟　629．
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歇，德国神秘主义者　630，631．
Schlözer　施略策尔，德国作家　205，212．
Schneider（Euloge）　欧洛格·施奈德尔，施特拉斯堡市长　201，249，373．
Schön　舍恩，普鲁士官员　618．
Schönbornbust　申博恩比斯特，乡墅名　214．
Schrötter　施勒特尔，普鲁士官员　618．
Schubart　舒巴尔特，德国作曲家和诗人　92．
Schulenburg　许伦贝格，普鲁士外交官　271，272．
Schwytz　施维茨（瑞士）　523．
sea island（le coton）海岛棉　10，644．
secours mutuels（sociétés de）　互助会　64，602．
sections parisiennes　巴黎各区　158，264，351，352，353，354，366，370，371，377，435，440，441，567．
sécurité sociale　社会保险　412，607．
Sedaine　塞台纳，法国剧作家　84．
Sedan　色当（法国）　276，277，278，473．
sedition bill　惩治叛乱法案　621．
Seguin　塞甘，法国金融家　401，505．
Ségur　赛居尔，法国外交官　245．
Seine-Inférieure（département de la）　下塞纳州　358
sel　盐　12，25，367，580．
Sélim　塞利姆三世，奥斯曼苏丹　111，528．
Seltz　赛尔兹（法国）　526．
séminaires　神学院　213．
Semmering　赛姆林山谷（奥地利）　486．
Sénégal　塞内加尔　9，18，427，463．
Sénonais（le）　赛诺内（法国）　185．
Sensée（la）　桑赛河　316，359．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三权分立　81，171，173，566．
séparation de l'Eglise et de l'Etat　政教分离　238，239．
Serbelloni　塞尔贝洛尼，西萨尔平谈判代表　520．
Serbes　塞尔维亚人　17，528．
Sérénissime　赛莱尼西姆，威尼斯古名　462．
serfs　农奴　58，60，69，93，618．
Seringapatam　塞林加帕坦（印度）　647．
Sérurier　塞律里埃，法军将领　481，535．
servage　农奴制　57，77，80，92，94，95，170，184，196，213，332，601，617，618．
Servan　赛尔文，法国防大臣　246，254，255，277，279．
service militaire obligatoire　义务兵役制　162，532．
servitudes personnelles　人身奴役　149．
Sèze（de）　德歇兹，国王辩护律师　287，290．
shah（le）　波斯国王　18．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家　83．
Sheffield　谢菲尔德（英国）　298，336．
Sheridan　谢里丹，英国作家和政治家　84，99，207，301，327．
shinto（le）　神道　20．
Shogoun，shogounat　日本幕府将军　20，21．
Sjbérie　西伯利亚　7，60，332，447．
Sicard（abbé）　西卡尔教士　594．
Sicile　西西里（意大利）　515，530，635．
Sienne　锡耶纳（意大利）　520．
Sierra Leone　塞拉勒窝内　646．
Sievers　西韦尔斯，俄国外交官　309，310．
Sieyes　西哀士　52，109，121，123，125，130，132，133，150，153，155，167，170，285，446，449，450，468，499，501，502，530，536，540，542，543，544，545，550，551，552，559，568，606，621，624．
Silésie　西里西亚（德国）　42，223，224，325，326，329，619．
Simoneau　西莫诺，埃当普市市长　253．
Simons　西蒙　469，479，505．
Simplon　辛普龙（今瑞士）　487，522
Sinclair　约翰·辛古莱，英国大臣　643．
Sindhia　辛提亚，印度王公　9．
Sistova　西斯托瓦（今保加利亚斯维希托夫）　224，232．
Slater　斯莱特，美国发明家　645．
Slesvig　石勒苏益格（德国）　42，619．
Smith（Adam）　亚当·斯密，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71，75．
Smith（Sidney）　西德奈·史密斯，英军将领　516．
socialisme　社会主义　267，607，608．
société d'ancien régime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　46—60．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宪政之友社　157．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黑人之友社　12，193，237，650．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paix　和平之友社　160．
société des Amis de l'ordre　秩序之友社　473．
société dite“de 89”　1789年社　155，201，239．
société fraternelle “des deux sexes”　两性联谊社　195．
sociétés populaires　平民社团　195，196，252，370，371，372，373，375，388，391．
sociétés secrètes　秘密会党　19，212．
Sokoto　索科托（西非的一个地区）　18．
Sombreuil　松勃勒依，法军军官　451．
Somme（la）　索姆河　309，310．
Sonnenfels　桑南费尔，奥王约瑟夫二世的顾问　335．
Sonthonax　松都纳克斯，驻圣多明各军事特派员　238，427，512，650．
Soudan　苏丹　17，18．
Soulavie　苏拉维，法国驻日内瓦代表　424．
Soult　苏尔特，法军将领　397，546．
soumissionnaires（prêtres）　顺从派神甫　442，472，473，570，594．
Southey　沙赛，英国诗人　336．
souveraineté du peuple　人民主权　356，359，565．
Souvorov　苏沃洛夫，俄军将领　221，224，312，535，536，541，546，618，637．
Spa　斯巴（比利时）　216．
Spencer　斯宾塞，英国大臣　320，328．
Spielmann　斯皮尔曼，奥国掌玺大臣　223，224，244，269，271，281，282，308，310．
Spire　斯皮尔（德国）　280，282．
Spitafields　斯皮塔费尔德（英国）　326．
Spithead　斯皮梯特（英国）　489．
Staël（Mme de）　斯塔尔夫人，法国作家　239，472，501，550，551，592，602．
Staffa　斯塔发（瑞士）　334．
Stahl　司塔尔，德国医生和化学家　626．
Stände　等级　47，531，615．
Stanhope　斯坦霍普，英国外交官　207．
Stanislas Poniatowski　斯塔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波兰国王　222，270，309．
Stanz　斯坦兹（瑞士）　525．
stathouder（le）　荷兰陆海军统领　100，118，221，300．
Steiger　斯泰格尔，伯尔尼贵族领袖　424．
Stein　施泰因，普鲁士官员　618．
Stenay　斯特内（法国）　229．
Sterne　斯特恩，英国作家　83．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瑞典）　332．
Stockport　斯托克波特（英国）　298，643．
Stofflet　斯托弗莱，旺代暴乱首领之一　347，383，436，437，469，479．
Stokach　斯托卡克（奥地利）　534．
Stolberg　施托尔贝格，德国诗人　205，631，632．
Strasbourg　施特拉斯堡（法国）　144，201，202，218，249，251，261，382，400．
Stroganov　斯特罗加诺夫，俄国贵族　201．
Struensee　施特伦泽，丹麦大臣　94．
Struensee　施特伦泽，普鲁士财政大臣　329，330，618．
Stuarts（les）　斯图亚特王朝　75，97．
Sturm und Drang　狂飙突进运动　77，83，628．
style Louis ⅩⅥ　路易十六风格　84．
“subvention territoriale”　土地附加税　115，117．
successions（partage égal des）　平分遗产　558．
Sudermanie（duc de）　苏但马尼公爵，瑞典摄政王　272．
Suède　瑞典　25，47，94，200，216，222，225，232，249，272，325，359，423，531，637．
suffrage censitaire　选举保证金制　170，172，458，568．
suffrage universel　普选制　158，195，230，257，258，259，265，355，453，457，566，568，621．
Suisse　瑞士　25，42，85，101，152，200，204，206，207，237，249，259，292，303，323，324，334，404，423，424，441，445，461，487，496，497，509，518，521—523，525，526，534，536，537，539，609，633，640，641．
Suleau　苏录，黑党分子　159．
Sund（le）　松德海峡　25．
Surcouf　絮尔科夫，海盗　398．
suspects　嫌疑犯　254，262，266，343，348，353，366，372，391，411，414，417，422，434．
Swedenborg　斯维敦布尔，瑞典神秘主义学者　68．
Sydney　悉尼（澳大利亚）　646．
Syrie　叙利亚　111，516，528．
système décimal　十进制　590．
système métrique　米达制　457，590．
Système du monde de Laplace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释》　593．
Tabago　多巴哥　9，245，322．
Taboureau　塔博罗，无套裤汉　344．
Tagliamento（le）　塔利亚门托河　486．
Taillefer　塔依菲，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
Taine　泰恩，法国历史学家　163，560．
Talleyrand　塔列兰　44，86，108，121，158，179，186，191，220，245，249，475，477，490，495，501，502，512，513，514，515，522，523，551，561，582，620．
Tallien　塔里安，国民公会特派员　372，373，386，392，419，429，435，602．
Talon　塔龙，王党分子　196．
Tamise（la）　泰晤士河　294．
Tanaro（le）　塔纳洛河　481．
Tanouma　田沼，日本大臣　20．
Tarascon　塔拉斯贡（法国）　442．
Tarentaise　塔朗代士地区（法国）　316．
Target　塔尔热，制宪议会议员　24，143．
Targovitza　塔尔哥维查同盟　243，270．
tarif douanier　关税率　105．
Tarvis（le）　塔尔维河　472．
Tatars（les）　鞑靼人　18．
Tate　塔脱，美国人，“黑人军团”指挥　484，489．
Tauentzien　陶恩青，普鲁士驻俄国大使　448．
“taupe de la Révolution”（la, -Sieyes）
　“革命的鼹鼠”　540．
taxation　捐税　26，126，136，183，253，266，267，268，286，288，343，344，351，368，371，374，375，401，402，452，561．
Tay-Son　太松族　18．
Tech（le）　台什河　382．
Temple（le）　丹普尔堡（巴黎）　259，442．
Tennessee　田纳西（美国）　648．
Tenno（le）　日本天皇　20．
Ternaux　泰尔诺，法国大企业家　605．
Terreur　恐怖　285，287，289，332，352，360，368，372，390，391，393，402，406，413，435，566．
Terreur blanche　白色恐怖　433，436，437，441—442，454，472，598，617．
Terreur directorale　督政府恐怖　498—501．
Terreur “Grande”　大恐怖　421—422．
Terreur “tricolore”　“三色”恐怖　231．
Teschen　但辛　111．
Tessin（le）　特辛河　481．
Thaër　塔埃，德国农学家　42．
Thelwall　赛尔威尔，英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337．
théocratie　神权统治　592．
théophilanthropie　慈善事业　473，501，592．
Théot（Catherine）　卡特琳娜·苔奥，女巫师　431，594．
Thiérache　蒂埃拉什（法国）　161．
Thierry de Ville-d'Avray　梯叶里·德维尔–达弗兰，国王首席随从　256．
Thiers　蒂埃尔（法国）　403．
Thionville　蒂翁维尔（法国）　277．
Thorild　托利特，瑞典自由派律师　332．
Thorn　托伦（波兰）　222，224，282．
Thouars　杜阿尔（法国）　348．
Thouret　都累，制宪议会议员　125，173．
Thugut　图古特，奥地利外交大臣　310，311，312，314，316，318，327，330，335，346，447，450，455，462，463，484，485，486，487，490，495，496，524，526，527，530，531，534，536，537，546，637，638．
Thuriot　杜里奥，丹东分子　362，369，378．
Thurlow　梭罗，英国掌玺大臣　299．
Tibre（le）　台伯河　529．
Tieck　蒂克，德国诗人　629．
Tiers Etat　第三等级　2，41，47，53，64，80，96，114，120—126，128，129，130，132，133，136，138，148，153，160，168，195，197，361，363，381，392，393，407，418，428，456，561，562，566，587，589，600，606，608，612．
“timars”　“封地”　17．
Tippou Sahib　铁普苏丹　9，515，646，647．
Tiradentes　提拉唐代斯，巴西民族起义领袖　13．
Tirol　蒂罗尔河　483，534．
titres féodaux　封建文书　560．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　564．
Tokougawa　德川家族　19，20．
Tolentino（traité de）　托伦蒂诺和约　486．
tolérance　宗教宽容　76，92，126，166，169，187，208．
Tombouctou　廷巴克图（马里）　646．
Tonkin　东京，即北越　18，647．
Tooke　杜克，英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337．
Torfou　托尔富（法国）　383．
tories　辉格党　97，297，337，633．
Toscane　托斯卡纳　213，217，302，333，427，444，446，461，526，530．
Toulon　土伦（法国）　308，314，315，316，317，319，321，322，328，335，357，358，368，372，382，398，418，442，480，508，515，635．
Toulouse　图卢兹（法国）　145，357，358，466，544，605．
Touraine　都兰（法国）　40，147．
Tourane　岘港（越南）　18．
Tourcoing　图尔昆（法国）　318，425．
Tours　图尔（法国）　266，348．
Toussaint-Louverture　杜山–路维都尔，黑人领袖　322，427，512，650．
trafic triangulaire　三角贸易　640．
traite des noirs　黑人买卖　28，33，43，98，170，193，326，650．
Travot　塔拉伏，法军将领　549．
Trébie（la）　特雷比河　535．
Treilhard　特雷拉，督政官　503，524，540．
Trenck（baron de）　特伦克男爵　335．
Trente　特伦托（意大利）　483．
Trésorerie（la）　国库　392，430，579，580，581．
Tressan（comte de）　特雷桑伯爵，法国作家　84，595．
Trèves　特里尔（德国）　206，241．
triages des biens communaux　公产抽签　109，184，557．
tribunal du 17 août 1792　1792年8月17日法庭　263．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革命法庭　343，344，345，348 350，352，364，366，370，386，415，420，431．
tribunal après le 9 thermidor　热月9日后的法庭　434，436，440，442，498
tribunaux de cassation　终审法庭　175，577．
tribunaux de commerce　商事法庭　175．
tribunaux de famille　家庭会议　175，562，576，608．
tribunaux extraordinaires　非常法庭　578．
tribunaux militaires　军事法庭　396．
tribunaux populaires　人民法庭　264．
Tribun du peuple（Le）　《人民的保民官》　469．
Trieste　的里雅斯特（意大利）　641．
Trinité（la）　特立尼蒂岛　511，512，646．
“triumvirat”（le），“triumvirs”（les）　三巨头　150，156，196，197，230，477，494，550．
Trogoff　脱洛戈夫，法国海军将领　321．
Trône renversé（barrière du）　“推倒王位”的栅栏口　422．
Trouard de Riolles　特罗阿·德·里渥尔，黑党分子　161．
“troubadour”（genre）　行吟诗体　84，595．
Troubridge　特鲁布里奇，英海军将领　320．
Trouvé　特鲁维，法国驻西萨尔平大使　525．
Troyes　特鲁瓦（法国）　117，144，405．
Truguet　特罗盖，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496．
Tudors（les）　都铎王朝　91．
Tuileries（les）　杜依勒里宫　152，229，255，258，290，353，354，401，544．
Tupac Amaru　图帕克·阿马鲁，秘鲁民族运动领袖　13．
Turgot　杜尔哥，法国大臣，经济学家　25，40，41，63，107，116．
Turin　都灵　160，161，210，214，315，333，481，487，496，521，525．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18．
Turquie，Turcs　土耳其　17，87，96，221，222，224，225，232，302，447，448，506，516，518，527，528，637．
Turreau　图罗，共和军将领　383，546．
typographes　排字工人　196．
Udine　乌迪内（意大利）　487，490，495．
Ukraine　乌克兰（俄国）　270，271，282，312．
ultramontains（les）　教皇至上主义者　79．
unions　工会　63，64．
unité nationale　民族绕一　107，126，131，149，173，374，412，564，589—591．
Unité（section de l'）　团结区（巴黎）　377．
universités　大学　14，48，97，212，561，571，585．
Untertan　农奴　60，94，95．
Unterwald　翁特瓦尔登（瑞士）　523．
Uri　乌里（瑞士）　523．
Urquijo　乌尔基霍，西班牙首相　519，631．
usure　高利贷　19．
utilitarisme　功利主义　80，600．
utilité sociale　公益　71，98，593，594．
Vadier　瓦蒂埃，山岳派议员　431，436，441．
vaine pâture　自由放牧
“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　攻克巴士底狱的英雄　142，151．
Val d'Enfer　瓦尔唐费尔（法国）　484．
Valais　瓦莱州（瑞士）　334，487，496，522，523，546．
Valazé　瓦拉泽，吉伦特分子　286，290．
Valdès　瓦尔德斯，西班牙海军大臣　319．
Valence　瓦朗斯（法国）　157，358，530．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法国）　250，251，307，316，359，365，369，380．
Valmy　瓦尔米（法国）　244，267，269，276—280，281，282，284，305，313，327，340，385．
Valteline　瓦尔特利纳（意大利）　487，522．
Vancouver　温哥华，英国探险家　648．
Vandermersch　汪德曼什，布特拉邦起义将领　207，211．
Vandermonde　旺代蒙德，法科学家　400．
Van der Noot　万代·诺脱，比利时政治家　206，207，210，211．
Van Eupen（chanoine）　司铎万厄本　211．
Vanlerberghe　范勒尔贝格，法国金融家　505．
Varennes　瓦伦（法国）　151，161，200，208，228—232，236，252，256，290．
Varlet　瓦尔莱，忿激派分子　344，345，353，354，369．
Varsovie　华沙（波兰）　270，311，312，313，447，455．
Vaud　沃州（瑞士）　207，334，522．
Vaudou（culte du）　服图教　13．
Vaudreuil（comte de）　伏特勒依伯爵，法国流亡贵族　214．
Vauquelin　伏克兰，法国科学家　400，401．
Velay　符累地区（法国）　251．
vénalité des offices　捐买官职　50，61，94，109，118，149，157，175，195，558，559，587．
Vendée　旺代（法国）　236，245，314，317，322，339，340，341，346—348，355，357，359，366，383，384，395，436，437，451，538，549．
Vendôme　旺多姆广场（巴黎）　471．
Vénétie　威尼西亚（意大利）　333，486，534．
Venezuela　委内瑞拉　649．
Vengeur（le）　“复仇者”号　427．
Venise　威尼斯（意大利）　6，37，101，215，220，280，302，311，450，461，486，487，491，523，641．
Venloo　文洛（荷兰）　449．
Vent（îles du）　向风群岛　193，322，427．
vebtôse（décrets de）　风月法令　411，417．
Verceil 维切利（意大利）　333．
Verdun　凡尔登（法国）　218，266，276，277，279，280，281．
Vergennes　维尔琴纳，法国大臣　26，86，111，221，518．
Vergniaud　维尼奥，吉伦特分子　235，236，237，245，246，254，256，267，290，370．
Vermandois（le）　韦芒杜瓦地区（法国）　40．
Vérone　维罗纳（意大利）　331，442，482，484，486，534．
Versailles　凡尔赛（法国）　86，111，128，133，137，150，151，152，165，208，351．
veto　否决权　229，255，256．
veto absolu　绝对否决权　150．
veto suspensif　延缓否决权　171．
Vico　维科，意大利哲学家　74．
Vicoigne　维科涅（法国）　359．
Victoire（rue de la）　胜利街（巴黎）　551．
Victor-Amédée Ⅲ　维克多–阿梅代三世，撒丁国王　216，232，273．
Vienne　维也纳（奥地利）　84，206，212，215，216，224，225，232，242，269，272，282，310，318，334，462，466，480，483，486，518，594，526，527，632．
“vierges de Verdun”（les）　“凡尔登的处女”　277．
Vierzon　维埃宗（法国）　401．
Vieux Cordelier（Le）　《老科特利埃报》　384，385．
Vihiers　维埃（法国）　348，360，365．
Villaret-Joyeuse　维拉雷–儒瓦依厄士，法海军将领　321，427，451．
Villiers　维里埃，法国思想家　623．
Vincent　文森，埃贝尔分子　360，384，386，387，388．
Vindiciae Gallicae　《高卢的要求》　212．
vingtièmes　念一税　59，115，576，580．
Virginie　弗吉尼亚（美国）　15，621．
Virieu（comte de）　维里厄伯爵　160．
Visconti　维斯孔蒂，西萨尔平谈判代表　520．
visites domiciliaires　抄家　262，334，371，406，499．
Vistule　维斯杜拉河　312．
Vitry　维特里（法国）　279．
Vittoria　维多利亚（西班牙）　450．
Vivarais　维瓦雷（法国）　147，160，251．
Vizille　维齐尔乡墅　118，599．
volontaires　义勇军　140，248，250，263，278，328，341，346，347，394，395，491，532，587，588．
Volney　伏尔内，法国哲学家　592．
Volta　伏打，意大利物理学家　70，626．
Volaire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　71，75，76，79，92，205，237，239，378．
Vonck　冯克，比利时政治家　207，210，211．
Vorarlberg　福拉尔贝格（奥地利）　534，546．
Vorontzov　沃龙佐夫，俄国驻英大使　225，483．
Vosges　孚日山（法国）　381，382．
Wackenroder　瓦肯罗德，德国作家　629，631．
Wahabites　瓦哈比教派　528．
Wallenstein　《华伦斯坦》　625．
Warren Hastings　瓦伦·哈斯丁，英国政治家　9，12．
Washington　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　16，104，105，154，325，424，614，620，621．
Watson　沃森，英国主教　299．
Watt　瓦特，英国发明家　34．
Watt，agitateur　瓦特，从事挑拨活动的奸细　337．
Wat-Tyler（le）　《瓦特·泰勒尔》，英国诗人沙赛的剧作　336．
Wattignies　瓦提尼（法国）　317，381，398．
Weimar　魏玛（德国）　92，205，625．
Weishaupt　威沙普特，德国神秘主义者　95．
Wellesley　韦尔斯利，英国殖民主义者，印度总督　511，515，647．
Werner　维尔纳，德国神秘主义者　628．
Wesley　卫斯理，英国新教牧师　632．
Westermann　威斯台尔曼，驻军特派员　280，348，360，387．
Westphalie　威斯特伐利亚（德国）　311，313，426，448，449．
whigs　辉格党　76，97，98，211，225，297，299，300，301，335，336，337，338，509，613，617，633．
Whitbread　惠特布雷德，辉格党议员　338．
Whitney　惠特尼，美国发明家　644．
Whitworth　惠特沃思，英国驻俄大使　225．
Wickham　维克海姆，皮克派驻巴塞尔的代理人　451，473，521，536．
Widin　维丁（保加利亚）　528．
Wieland　维兰特，《德意志信使报》社长　205，335．
Wiener zeitung　《维也纳报》　212．
Wilberforce　维尔倍福斯，英国新教牧师　12，335，632．
Wilhelm Maister　《威廉·迈斯特》　625．
Wilhemsbad　威尔海姆斯巴得（德国）　95．
Wilkes　威尔克斯，英国激进政论家　99．
Williams（miss）　威廉斯小姐　201．
Willot　维约，国民公会议员　472，476．
Winckelmann　温克尔曼，德国考古学家　84．
Windham　温德海姆，英国大臣　211，315，327，328，451，462．
Winnipeg（lac）　温尼伯湖　4．
Wissembourg　维桑堡（法国）　317，380，381．
Wrth　弗尔特（德国）　382．
Woëvre（la）　伏埃福尔地区（法国）　276．
Wola　沃拉（波兰）　312．
Wolf　沃尔弗，德国文献学家　76．
Wolf Tone　沃尔夫·汤恩，英国激进思想家，爱尔兰独立运动创导者　208，299，339，483，510．
Wollastone　沃拉斯顿，英国物理学家　626．
Wöllner　沃尔纳，普鲁士大臣　95，205，212，329，617．
Wolstonecraft（Mary）　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女权主义领袖　208，623．
Wordsworth　沃兹华斯，英国作家　101，168，335．
Worms　沃尔姆斯（德国）　214，280．
Wren　弗仑，英国建筑家和画家　84．
Wurmser　武尔姆泽尔，奥军将领　311，313，314，316，317，381，382，455，483．
Wurtemberg　符腾堡（德国）　92，335，485，531，615，624，638．
Yéso　虾夷，即北海道（日本）　647．
Yeu（île d'）　耶岛（英国）　451．
Yonge　荣吉，英陆军部首席书记官　328．
York　约克郡（英国）　336．
York（duc d'）　约克公爵，英军将领　264，314，317，318，328，381，537，546．
Young（Arthur）　阿瑟·扬格，英国农学家　38，83，643．
Ypres　依普雷（比利时）　398，426．
Yriarte　伊利奥特，西班牙谈判代表　449．
Yssingeaux　依辛戈（法国）　251．
Yvron　依弗隆（法国）　279．
Zélande　泽兰（荷兰）　426．
Zerboni　泽尔伯尼，普鲁士官员　619．
Zimmermann　齐美尔曼，汉诺威贵族　214，622．
Zorn（la）　佐恩河　317．
Zug（lac de）　楚格湖　535．
Zurich　苏黎世（瑞士）　101，207，334，424，53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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